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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郝时远

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研究的历史通常被推溯到17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7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1959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的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践行发展，而且需要科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3年12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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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俊艳

第一节 兰姆的生平及学术生涯

阿拉斯泰尔·兰姆博士（Dr. Alastair Lamb），1930年1月9日出生于中国哈尔滨。他先后在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接受教育，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获得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高级奖学金（Senior Rouse Ball Scholar）。兰姆在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18世纪晚期至1904年荣赫鹏远征期间的英国与西藏关系研究》。

兰姆的父亲蓝来讷爵士（Sir Lionel Henry Lamb，1900-1992）1922年来华，1928年任驻哈尔滨代理副领事，并先后在英国驻华领事机构担任参事、公使等职，见证了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发展演变。
 
[1]

 父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兰姆“无数的建议与宝贵的信息，尤其涉及英国和中国的人物”，用兰姆的话来说，“他对20世纪20年代四川盘根错节的政局的了解，对我尤为重要”
 
[2]

 。因此，家庭特别是父亲的因素对兰姆的学术兴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56～1989年，兰姆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历史高级讲师）、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加纳（加纳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英国和巴基斯坦担任大学历史学教授（曾为已故巴总统Z.A.布托担任一年多顾问，并多次长期在巴基斯坦访问、研究），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工作。1992年、2006年再度重返巴基斯坦进行访问。

他对自己的研究兴趣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内容：

（1）英属印度同中亚的关系，尤其对西藏感兴趣；

（2）对一些考古学和人类学主题感兴趣，包括（a）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马来亚半岛历史；（b）西非、北非的古代传统纺织业及纺织技术；

（3）1947年后中印边境争端的演变；

（4）阿富汗近现代史；

（5）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克什米尔问题，包括克什米尔自然和历史两方面。
 
[3]



一 兰姆在西藏历史方面的研究

兰姆最大的学术贡献莫过于对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围绕着1766～1904年的英印与中国西藏关系史展开，并逐渐拓展、下延至民国期间。

在有关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研究领域，兰姆先后出版的学术著作如下：

（1）《英国与中国中亚：1767-1905年通向拉萨之路》（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
 ，修订版于1986年出版，题为《英属印度与西藏，1766-1910》，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
 ）；

（2）《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英帝国外交史》（赫廷福特伯利，1989年，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Hertingfordbury 1989）；

（3）《1774-1777年波格尔、汉密尔顿不丹与西藏之旅》（赫廷福特伯利，2002年，Bhutan and Tibet. Travels of Bogle and Hamilton 1774-1777
 ，Hertingfordbury 2002）等。

兰姆对清代中期至民国期间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深入研究，他利用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等原始档案资料，耐心细致地梳理了这段历史，并提出精湛而独到的见解，成为这一时期英国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他的著作也成为该领域不可多得的权威专著。

二 兰姆在中印边界方面的研究

兰姆在中印边界争端研究领域亦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依据史料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印边界争端，这在西方学术界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6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

（1）《印藏边境》（“The Indo-Tibetan Bor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6，May 1960）；

（2）《中印边境：边界争端的根源》（Alastair Lamb，The China-India Border：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3）《中印涉藏关系史研究（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2卷本，伦敦，1966年，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
 ，2 vols，London 1966）；

（4）《中印在拉达克的边界》（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5）；

（5）《英印帝国边界研究》（“Studying the Frontiers of the British Indian Empire”），刊载于《皇家中亚期刊》第53期，1966年10月版（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 53
 ，Oct.1966）；

（6）《喜马拉雅山战争》（“War in the Himalayas”），刊载于《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
 ）第5期（1971年，McMillan）等。

兰姆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历史档案、公开和未公开资料的分析认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他的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国外的“中印关系和中印边境冲突”研究吹来一缕清风，并对其他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



三 其他研究领域

除中印边界争端外，兰姆对于印巴克什米尔危机也格外关注。他在1966年著《1947-1966年间的克什米尔危机》（Crisis in Kashmir 1947-66
 ，London，1966）、《亚洲边界问题研究：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Asian Frontiers. Studies in a continuing problem
 ，London 1968）、《一份充满争议的遗产：克什米尔》（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
 ，Hertinfordbury & Karachi 1991）、《不完整的分割：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1947-1948年》（In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
 ，Hertingfordbury & Karachi 1997）等一系列著作均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起源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和研究，令他亦成为一位克什米尔问题专家。

正如他本人所言，他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也有着浓厚兴趣。他所著《在吉打州中部的巴株巴辖沾地武吉的挖掘与重建报告》〔吉隆坡，1960年出版，同时在新加坡出版，书名为《巴株巴辖沾地武吉》，Report of the Exca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andi Bukit Batu Pahat，Central Kedah
 ， Kuala Lumpur 1960（also published in Singapore，1960，as Chandi Bukit Batu Pahat
 ）〕；《马来北部地区和泰国南部地区的早期印度教教徒与佛教徒定居点杂文集》（吉隆坡，1961年，Miscellaneous Papers on Early Hindu and Buddhist Settlement in Northern Malay and Southern Thailand
 ，Kuala Lumpur 1961）；《从满清之路到古老的顺化：自17世纪至法国征服前夕的英国-越南外交史》（伦敦，1973年，The Mandarin Road to Old Hue. Narratives of Anglo-Vietnamese diplomac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eve of the French conquest
 ，London 1973）。他甚至对非洲的纺织业感兴趣。他与夫人威尼斯·兰姆合著的《喀麦隆的传统纺织业》（Au Cameroun-Weaving Tissage
 ）（英格兰赫特福德郡，1981年）和《塞拉利昂的纺织业》（Sierra Leone Weaving
 ，与威尼斯·兰姆合著，英格兰赫特福德郡，1984年）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第二节 本书的主要内容

一 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两卷27章：第一卷分三部分共15章组成，第二卷分三部分12章。最前面有致谢部分，27章正文部分之后则包括20个附录、参考书目和索引，共五部分组成。下面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卷“莫利、敏托和不干涉西藏政策”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寻找新的西藏政策，1904～1906年”主要介绍了本书的写作目的。作者回顾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政府的对藏政策，重点述及寇松的对藏“前进政策”、荣赫鹏使团的活动以及“拉萨条约”的签订等，分析了英国本土政府（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与英属印度政府看待西藏问题的分歧之处，为莫利、敏托等“不干涉西藏政策”的出台做了一定的铺垫。本章还讲述了九世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来龙去脉，以及印度政府扮演的重要角色。作者站在印度政府的角度分析了加尔各答谈判的失败，可谓入木三分。此外，作者还介绍了莫利的精明无为政策以及印度政府对待西藏游历者的态度，并举出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例子，阐述伦敦本土政府与印度政府的深刻分歧：伦敦政府看重的是英俄关系、英中关系这一大局，而印度政府考虑的仅是自身的眼前利益。这令当时的旅行家苦恼不已，斯文赫定就在他的游记《穿越喜马拉雅》中评价莫利的西藏政策过于愚蠢，令英国丧失了荣赫鹏使团千辛万苦争取来的在藏威望和荣誉。

第二部分“英俄关于西藏协定，1906～1907年”首先介绍了英俄谈判的背景，双方各自打算谈判的议题以及确定的最终议题：波斯问题、阿富汗问题和西藏问题。接着，英俄代表尼科尔森和伊斯沃尔斯基在1906年6月开启了谈判。俄方代表从一开始就希望将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放在一起谈判，但遭到英方代表的坚决反对。

第三部分“中国的前进政策，1905～1911年”主要分析了清廷在四川藏区等地采取的措施，张荫棠在西藏实行的改革和印度政府对此作出的回应，以及1908年中英协定的签署过程，尤其重点述及张荫棠在面对英国代表的时候据理力争，维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接下来，作者讲述了张荫棠及其下属对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喜马拉雅山地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回顾了1904年以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逃亡过程，即其在蒙古、塔尔寺、五台山以及最后一站北京的相关活动。之后，作者介绍了赵尔丰在巴塘等地的改土归流措施，叙述了清军在川藏交界区的军事活动，讲述了赵尔丰部进入西藏之后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第二次逃离拉萨的过程，分析了印度政府和尼泊尔等对此的反应，并在最后进行了小结。

第二卷“哈定、麦克马洪与西姆拉会议”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阿萨姆喜马拉雅危机，1910～1912年”讲述了中国在藏南采取的一些措施以及英属印度政府的应对措施，并以达旺地区为讨论重点，对阿萨姆问题进行了展开，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问题，主要述及了威廉逊之死的前因后果和不干涉政策的终结，以及英国派出阿波尔远征军等多支远征军前往阿萨姆山地部族地区的过程。

第二部分“英国对藏政策和辛亥革命在西藏，1912～1913年”重点讲述了辛亥革命对西藏造成的影响，钟颖率部进入拉萨后西藏的局势，以及钟颖部如何最后经印度撤到内地。本章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对西藏采取的政策，以及中华民国提出“五族共和”后英国人的反应；民国政府派遣杨芬使团前往西藏的前因后果；陆兴祺的相关活动；东部西藏“追随赵尔丰的步伐”，尹昌衡、胡景伊、刘锐恒等人和藏军发生冲突的前前后后。

第三部分“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1913～1914年”主要围绕西姆拉会议的召开而展开。首先，作者描述了英国威逼利诱中国政府参加西姆拉会议的经过，无论是会议地点还是中方代表，都由英国单方面说了算，凸显了英帝国主义的强权主义和霸权政治；从另一方面也显露出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孱弱无力。接下来，作者分析了西姆拉会议召开期间的几次会议的经过和影响。由于中方代表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正式签字，英藏代表私下交换照会，所谓“麦克马洪线”就这样诞生了。对于20世纪50年代印度政府提出麦克马洪线是“自然的、传统的、民族的、行政的边界线”的说法，作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并有理有据地进行了反驳。

二 附录与地图

本书后所附的20个附录均为十分重要的协定之英文版，相对比较完整、规范。包括：

附录一 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附录二 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续约》；

附录三 1904年《拉萨条约》；

附录四 1906年中英条约；

附录五 1907年英俄协约；

附录六 1908年中英西藏贸易协定；

附录七 英不条约；

附录八 1844年英国与不丹条约；

附录九 1853年英国与不丹条约；

附录十 1862年英国与阿波尔人签订的条约；

附录十一 来自中亚的汤姆·布朗斯；

附录十二 1912年朱尔典致函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附录十三 1912年俄国-蒙古协定；

附录十四 1913年西藏-蒙古协定；

附录十五 1913年俄中关于外蒙古的宣言与换文；

附录十六 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线换文；

附录十七 1914年4月27日英中藏在西姆拉草签的协议；

附录十八 1914年英藏贸易协定；

附录十九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议及互换照会；

附录二十 1954年中印协议及互换照会。

此外，本书还利用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地图室（the Map Rooms of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外交部图书馆（the Foreign Office Library）和皇家地理学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珍贵地图22幅，包括：

地图一 西藏与亚洲的关系；

地图二 东北边疆；

地图三 西藏边疆；

地图四 中国人和西藏人对印度东北边疆的理解，1910～1912年；

地图五 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疆部族；

地图六 达旺地区；

地图七 苏班西里河谷；

地图八 底杭河—香河河谷；

地图九 洛希特河谷上游；

地图十一 历史上的中藏边界；

地图十一 西姆拉会议边界线，1913年11月；

地图十二 西姆拉会议边界线，1914年2月；

地图十三 西姆拉会议边界线，1914年4月；

地图十四 英阿建议划定“北部阿富汗”，1914年5～6月；

地图十五 西姆拉会议边界线，1914年6月；

地图十六 沿着达旺地区的麦克马洪线建议；

地图十七 沿着底杭河—香河的麦克马洪线建议；

地图十八 沿着洛希特河上游的麦克马洪线建议；

地图十九 沿着塔伦河的麦克马洪线建议；

地图二十 附在西姆拉条约后的简要地图（两种文本）；

地图二十一 西姆拉条约地图上的红线西段与当今印度在阿克赛钦地区边界的领土主张对比；

地图二十二 阿克赛钦地区的边界变化，1899～1947年。

这些附录和地图对于我们深入研究1904～1914年间的中英关系史、西藏地方史以及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渊源至关重要，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第三节 本书的价值与意义

一 学术价值

（一）利用大量原始资料，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

兰姆的这部《中印涉藏关系史研究（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是一部极为严谨的学术著作，利用的资料种类包括档案、通信集、文集、蓝皮书、大量地图。

本书主要依据印度事务部（the India Office）和英国外交部（the Foreign Office）的档案写成。印度事务部的档案保存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the India Office Library）；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则可在位于伦敦的英国公共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查询，此外，位于康沃尔大楼（Cornwall House）的英国外交部图书馆（the Foreign Office Library）也收藏着相关文件。作者使用的印度事务部文献主要是外部政治文献（Political External Files，PEF）。截至1905年，英国外交部与中亚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FO 65（Russia，俄国）和FO 17（China，中国）。1905年之后，英国外交部文献中主要的政治类文献为FO 371。对于本书所涵盖的时间段，则主要参考了英国外交部刊印的名为“西藏事务”系列（Affairs of Tibet）和“西藏和蒙古事务系列”（Affairs of Tibet and Mongolia）的大量机密文献。这些文献保存在英国公共档案馆，相关的文献号为FO 535。这些印刷品极为有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省略了备忘录（minutes）。

作者还利用了大量论文集（collections of papers），包括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寇松-汉密尔顿通信集（the Curzon-Hamilton correspondence）、庵士尔文件（the Ampthill papers）、莫利-敏托通信集（the Morley-Minto correspondence）；英国外交部图书馆的尼科尔森文集（the Nicolson papers）、格雷文集（the Grey papers）、朱尔典-兰利通信集（the Jordan-Langley correspondence）。

此外，本书使用的相关蓝皮书（Blue Books）包括：有关西藏通信集，1905年（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ibet，1905，Cmd. 2370）；有关西藏通信集，1910年（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ibet，1910，Cmd. 5240）；东印度［东北边疆］，反对阿波尔人的行动，1911年（East India（North-East Frontier），Operations against the Abors，1911 Cmd. 5961）。

本书还利用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地图室（the Map Rooms of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外交部图书馆（the Foreign Office Library）和皇家地理学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大量制图资源（the cartographical riches），全书共引用地图22幅。

除了使用档案资料之外，作者还尽可能引用了当时出版的所有相关著作，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本书共有961条注释和400多册参考书目，附录则包括20个重要条约内容和详尽的索引，即可管窥作者对史料的充分占有，立论基础的扎实。而作者深入的分析、缜密的考证，以及客观的叙述，亦可见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虽然作者无法使用汉文和藏文史料，但他仍尽量引用译成英文的汉文或藏文资料，或中国学者以及到过西藏和藏区的西方人用英文撰写的著作，试图多角度全方位考察各方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只从英国人的角度分析问题的局限。

本书的学术价值当然不限于作者使用的大量原始资料并阅读大量相关研究著作等，最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这些素材的消化和吸收，提出了颇为客观公正的观点，这是最让人钦佩的一点。在多为达赖集团辩解甚至摇旗呐喊的西方藏学界，兰姆先生的个别观点虽然也存在一些偏颇，但他仍表达出诸多不同于西方主流观点的见解，这无疑是真正的学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具体表现。

（二）中外学术界对本书的评价

中外学界高度评价兰姆《中印涉藏关系史研究（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一书。我国著名藏学家柳陞祺先生在其撰写的论文《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兼评西姆拉会议（1913～1914）》（《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中这样评价道：“英国学者兰姆博士在1966年出版的两卷本《麦克马洪线》［此即《中印涉藏关系史研究（1904-1914）》一书，英文全名为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2 vols，London 1966.］一书，可能至今还是这方面资料最充实、持论最公允的权威之作。兰姆博士几乎查阅当时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公开的所有重要的有关档案，在很多方面提出了他卓越的见解或重要的线索。”
 
[5]



兰姆先生的《中印涉藏关系史研究（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自1966年出版后，立即引起西方学术界强烈反响，仅笔者所见当时的书评就有十多篇
 
[6]

 。其中，赞扬者有之，批评声亦有之。

《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
 ）上的一篇书评写道：“兰姆这部著作，为1904～1914这个关键时期英国、英属印度、俄国、西藏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研究作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该书围绕着英属印度东北边疆的形成而展开。”“作者利用大量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的原始档案，并将当时一些重要的条约作为附录，还列举了详尽的参考书目，并收入多幅边界地图。”“我们必须同意兰姆的观点，即当今印度政府将中印争端建立在1914年3月24日及25日英藏换文记载的阿萨姆边界是合法的基础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印度政府认为麦克马洪线是一条自古就有的传统边界，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
 
[7]

 兰姆的这些看法有力地驳斥了印度政府妄图继承英帝国遗产的观点。

相反，《亚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的一篇书评则对兰姆的观点进行批驳。作者写道：“兰姆先生在两卷本著作中，对1904～1914年间印度、中国、俄国、西藏、喜马拉雅尼泊尔王国及英国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重建。”“作者似乎更认同约翰·默里的观点，他是中国西藏的强烈拥护者；而非赞同英属印度政府保护印度边界的观点。”评论者似乎无法容忍兰姆先生的一些客观看法，如，当兰姆写道“为什么尼赫鲁先生在宣称自己爱好和平，要与中国和平共处的同时，却又顽固地坚持英帝国主义的遗产，诸如西姆拉条约，麦克马洪线换文等，或许这也是20世纪几大谜团之一。”
 
[8]

 可见，兰姆先生的客观看法在西方某些带有偏见的学者眼中并不受欢迎。

二 现实意义

本书是一部关注中英关系、中印关系的重要大部头著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英国是所谓“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英国在近代“西藏独立”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本书正是通过分析清末民初英帝国的外交政策，从中英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西藏问题”。印度是英帝国政策的继承者，《麦克马洪线》一书驳斥了印度所谓继承英帝国遗产的论点，对中印边界冲突等敏感问题较为客观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兰姆先生分析了中印两国政府在边界地区发生矛盾的深层原因：“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借用苏加诺总统本人的表述，喜马拉雅地区已成为中印武装‘对抗’的地方。1962年，这种对抗几乎演变成一场战争。这种局势是否可以避免？但或许只有在双方都极其了解英国统治期间中印边界历史的前提下。中国人不得不看到：正是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才促使英国企图将中国尽可能远地排除在喜马拉雅边界之外；除非中国人停止惯性思维，表现出更为友善的精神，否则独立后的印度仍然会采取英国人的态度。印度人也必须看到：在极为真实的情况下，中国人所继承的边界是英国人的反华行为所导致的，无论其作为边界的优点是什么，中国人都不会满意，都会质疑其有效性。如果双方都无法对边界问题表现出特别的理解，那么不愉快的后果自然不可避免。”
 
[9]



对于如何解决中印边界争端问题，兰姆先生认为认清历史至关重要：“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喜马拉雅边界危机，可以真正被视作印度政府未能找到正确持久地解决1904～1914年西藏问题的后果。真正了解这10年的经验教训并从中受益，有助于解决当今新德里外交部所面临的困境。如果已故的尼赫鲁先生及其顾问能够对荣赫鹏使团所引发的后果有着更为准确的了解，他们对待1950年成为印度邻居的共产党中国的态度或许会完全不同。或许，从现在开始，认真学习以往英国的经验也还为时不晚。”
 
[10]

 兰姆先生这句话的现实意义毋庸赘述，如果印度政府能认真学习兰姆先生的这部著作精髓，对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不无裨益。下面，我们从三方面分析本著作所体现的现实意义。

（一）指出了西姆拉会议和西姆拉条约的非法性

如何评价西姆拉会议和西姆拉条约？兰姆先生认为，从印度政府角度来看：“未签署的西姆拉条约，新订立的西藏贸易协定以及麦克马洪线，都是印度政府从西姆拉会议中获得的红利，是自荣赫鹏使团以来10年间承受的谈判、辩论和焦虑所给予的回报。深深卷入西藏问题的英国官员，像查尔斯·贝尔和亨利·麦克马洪等人，宣称他们现在非常满意，并历数1914年在西姆拉和德里缔结的各种协议给英国带来的好处。”
 
[11]

 但是，对于西姆拉条约的法律地位，兰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即便是贝尔也不可能没有意识到，由于西姆拉条约缺乏中国人的签字和俄国人的承认，其法律地位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12]



对于西姆拉会议过程中，中国西藏代表伦钦夏扎和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勾结起来对付中国代表陈贻范这一事实，兰姆先生形象地用“辩护律师”来形容英国与中国西藏的关系：

“在整个西姆拉会议召开的过程中，麦克马洪与西藏代表的距离要远比中国政府代表近得多。毫无疑问，伦钦夏扎对待麦克马洪的态度，更多地像是一件法律诉讼案件中的被告对其律师的态度。因而，麦克马洪相应地要为西藏代表辩护，并尽其可能做最好的辩护。”
 
[13]



对于西姆拉会议的评价，兰姆先生认为：

“若从永久性解决西藏问题的角度来看，西姆拉会议很难说获得了彻底的成功。西姆拉会议的确产生了英藏贸易协定以及麦克马洪线，这满足了英国政府在喜马拉雅边界地区的要求，但却没能最终确认西藏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未签字的西姆拉条约的存在，似乎防止了印度政府在1914～1947年间明确承认西藏独立。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代表长期驻于拉萨，但从未获得正式的外交头衔。虽然从事实上来说，英国最终将西藏视作主权国家与之处理往来关系，但从法律上讲，无论宗主权的含义如何，英国人认为自己无法否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1950年，当处于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最终对西藏实行了宗主权之际，很难说中国人因而实行了侵略行为。”
 
[14]



这一段话实际上在质疑西姆拉会议和西姆拉条约的同时，也驳斥了西方国家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侵略”了西藏这一说法。

（二）深入分析麦克马洪线

针对麦克马洪线的本质，兰姆先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今天看来依然富有启发意义。

例如，对于印度政府提出，麦克马洪线的附件仅仅是“将该地区自然的、传统的、民族的、行政的边界线变得正式化而已”
 
[15]

 ，兰姆先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不幸的是，无论多么符合现代印度外交的需要，我们都很难说其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山地部族区域的治理历史的理解是正确的。在1910年初，中国人占领拉萨之际，西藏政府的权利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延伸到达旺地区，直至阿萨姆平原地区的边缘。在当时，除了洛希特河谷之外，英国人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渗透仅仅是非常肤浅的。不少英国人和其他欧洲旅行家都曾前往洛希特河谷，他们在洛希特河谷瓦弄附近看到了西藏边界的标志；即便是在洛希特河谷之上，也不能说当时的米什米部族以任何合法的方式归属于英国的主权之下。在1914年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换文中所确定、地图中所标注的麦克马洪线，并非古老的印度边界线，而是一条全新的边界线，英国人将其设计出来之后，用以替换沿着山脚的老外线（the old Outer Line）。这条边界线并非基于古老的传统，而是1911年初威廉逊被阿波尔部族人杀害后，英国人积极的调查工作产生的结果。”
 
[16]



这一段话无情地揭露了印度政府所谓“早在公元8世纪，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部族地区就已经在印度人的管理之下了；从那时起，直至现在，该地区始终处于印度的管辖之下”的谎言。

兰姆认为，在西藏和平解放后不久，印度政府开始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的兴趣。1951年初，达旺地区被纳入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下，这时距麦克马洪线换文西藏私自将达旺割让给印度已经过了37年。整个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隶属于一个巨大的行政重组后的机构：今天的东北边疆局（he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NEFA），这是由印度外交部管理下的一个独立行政机构，但名义上由阿萨姆总督负责管理。1956年，印度政府成立了印度边疆行政机构（the Indian Frontier Administrative Service），用来给东北边疆局配备职员。截至20世纪50年代末，印度哨岗已经遍布在麦克马洪线上的多个点。
 
[17]



对于英国人为殖民侵略寻找借口的种种行径，兰姆先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

“然而，至中国人于1910年进入拉萨之际，大英帝国在印度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英国不再是一个四处扩张的帝国，他们只是在竭力保住和巩固他们已经拥有的领土，防止来自内部外部的威胁。自皮特印度法案（Pitt’s India Act）以来，英国人已经习惯于宣称：他们不想在印度次大陆获得比实际中拥有的更多的领土了。每一次新的吞并都有正当理由，都坚信这是为了自我防御。马拉地（Mahratha）的威胁，缅甸的威胁，锡克人的威胁，俄国人的威胁，法国人的威胁，每当印度政府想占有另一个省，或发动一场新的边界战争，诸如此类的解释就会应运而生。截至19世纪90年代，随着印度、阿富汗之间的杜兰德边界线（the Durand line）的划定，罕萨、奇特拉尔的获取，英国边界与帕米尔的接壤，就在印度当地人开始发起漫长的自治运动之际，印度帝国已经将自己的边界扩张到最大程度。”
 
[18]



（三）正确评价达旺地区的历史地位

兰姆先生无情地批判了20世纪60年代印度政府的某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观点。例如，印度政府提出“达旺地区从来不是西藏的一部分。据说，达旺地区的门巴人仅仅从宗教意义上从属于达旺寺，他们给达旺寺所缴纳的赋税也属于宗教费用。”
 
[19]

 兰姆先生有理有据地进行了反驳：“这种观点恐怕不能用在色拉山以北的达旺地区，因为该地区处于错那宗统辖之下，正如西藏帕里位于春丕谷河谷上游那样，两地的功能在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但在色拉山以南，达旺寺的地位就很难定义了，而且此类证据只能证明达旺与西藏之间仅存在宗教关系这一论点。然而，一经检查之后，发现该证据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和西藏很多其他类似的寺院一样，达旺寺的僧人毫无疑问地承担着本地世俗管理的责任。如果在西藏政教合一体制范围内有可能将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区分开的话，德让宗和打陇宗的僧人宗本的职责绝非仅限于处理佛教事务。他们所征收的是赋税，而非宗教意义上需要人们自愿缴纳的什一税。此外，在管理色拉山以南的达旺地区时，达旺僧人并不代表自己，而是作为其母寺：拉萨哲蚌寺的代理机构行事；而哲蚌寺在西藏政府中扮演着十分明确的角色：既关乎宗教事务，也涉及世俗事务。例如，哲蚌寺的印章曾出现在1904年拉萨条约上。”
 
[20]



印度政府为了进一步论证麦克马洪线在国际法上的有效性，声称达旺地区不仅在世俗意义上不属于西藏，甚至在1914年之前，达旺实际上已处于英国人的保护之下。
 
[21]

 支持此类观点的人宣称，英国人自1844年以来付给达旺地区酋长的5000卢比是一种补贴，暗示着接受者一方在政治上依附于英属印度政府。对此，兰姆先生认为“实际上，我们只需浏览1844年协议（参见本书的附录8）便可知，门巴人签字方接受印方每年5000卢比的补偿，仅仅是为了补偿其在阿萨姆卡利亚帕拉杜尔地区所失去的权利。因而，他们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该杜尔地区出租给了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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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书的不足之处

本书有许多优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作者不能直接利用藏文和汉文材料，难免使本书具有某些局限性。本书的主要参考资料是英文档案、通信集、文集，也引用了一些法文资料。此外，作者利用了不少中国学者用英文发表的成果，或是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学者成果。尽管如此，不能直接利用汉文、藏文史料，仍是这部著作的遗憾之处。

其次，本书中没有摆脱西方一般学者所持有的错误观点。诸如，将西藏地方与中国、印度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认为“民国期间西藏事实独立”“中国侵略西藏”等严重背离客观事实的错误观点，对新中国废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实行民主改革也持有错误认识，这些都需要读者站稳立场，明辨是非。

最后，本书没有采用西藏传统的算法，而是将“九世班禅喇嘛”算作“六世班禅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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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西方藏学界由于殖民时代的遗产和冷战时期形成的偏见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脱离客观史实的不正确的认识。那些别有用心、纯粹为分裂中国阴谋服务，为达赖集团分裂活动张目的所谓“藏学家”们，如贝尔、黎吉生、范普拉赫等人，其观点之谬自不待言，即便像兰姆这样比较能够尊重客观史实的西方学者，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整个风气的影响，未能完全公正地认识、看待西藏历史，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这也说明澄清历史是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正误纠谬还任重道远。兰姆此书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和认识，需要批判地加以借鉴，但与上述著作存在本质不同，其学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翻译该书的用意即在于此。

梅尔文·戈尔斯坦（M.C.Goldstein）《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谭·戈伦夫（Tom Grunfeld）《现代西藏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Tibet
 ）和阿拉斯泰尔·兰姆所著《中印涉藏关系史研究（1904～1914）》（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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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西藏地方历史的重要著作，因为有汉译本的缘故，前两者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后者虽为研究者利用颇多，但因始终未能翻译成中文，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总而言之，本书是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研究著作，探讨的又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希望这部著作的翻译出版，能够将这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介绍给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藏学界，为学界利用这部著作提供便利，也希望能为中国藏族历史、中印关系史研究，为涉藏外交斗争，乃至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发挥积极作用。

译者保留了原书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英文原文，以方便读者查询。英文附录和参考书目、索引也做了保留，方便读者使用英文原文。因篇幅所限，未收入原书附地图，敬希读者见谅。翻译中难免会存在遗漏、错误的地方，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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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莫利、敏托和不干涉西藏政策

第一章 寻找新的西藏政策，1904～1906年

第一节 引言

1904～1914年，西藏的命运已确定无疑。1904年，荣赫鹏使团（the Younghusband Mission）前往拉萨或许是英国与中国中亚关系史上最著名的一件大事，然而，它既没有令印度成为喜马拉雅北部的保护国，也没有令西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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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进入了19世纪诸多探险家的未竟目标——“世界屋脊”上的神秘城市拉萨，这一事件在通常情况下似乎标志着英帝国历史的一幅篇章走向终结；但实际上，英军进入拉萨所制造的麻烦远比它解决的问题要多。由于该事件未能解决西藏的国际地位问题，因而极大地打击了达赖喇嘛的权力；它没有产生任何地理概念，也没有划定任何边界。对于印度外交政策制定者而言，荣赫鹏使团远没有消除西藏这块地方带来的焦虑不安，反而引发了未来10年间，英国与中国、俄国针对拉萨政府本质的讨论，以及关于英国与中国、俄国及西藏之间关系的讨论。这些讨论的结果最终导致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the Simla Conference）的召开。就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中国、西藏和英国代表竭力想要对西藏这一术语（the term Tibet）的政治含义及地理含义达成共识。

若是西姆拉会议达到了印度政府所期望的目的，那么，西藏将会作为一个国家（as a state），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并拥有处理其内部事务的自治权，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外交权。果真如此，西藏还可能会置于中国“宗主权”之下；但实际上，这可能会反而限制原本无足轻重的西藏“独立”。然而，西姆拉会议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拒绝在此次会议的产物——西姆拉条约（the Simla Convention）的文本上签字。的确，英国人暂时获得了一个不受中国人控制的邻居，但这只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而非条约造成的；更何况，谁也无法保证中国人会被永久地排除在西藏之外。英国人在西姆拉会议中的最大获益，便是通过英藏双方互换公文的方式确定了麦克马洪线：在不丹与缅甸之间沿着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的山脊划定的一条边界线。因此，从英国人的眼光来看，麦克马洪线可以被视作英军自1904年9月撤离西藏首府后，这十年的一个象征。

本书的目的是：探究麦克马洪线究竟怎样从荣赫鹏使团造成的局势中演变而来。这段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4年直至1911年，中国人统治西藏，填补了荣赫鹏离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第二阶段，1912年初期，辛亥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导致清廷在拉萨统治的崩溃，并再次制造出一个新的权力真空，印度政府竭尽一切所能抓住这个机会，划定了麦克马洪线边界。然而，中国人从来不把自己在1912年遭受的挫败当成最终结果。他们明确重申：总有一天，他们会像1910～1911年一样，在西藏重新获得权力。20世纪50年代，他们终于达到了目标，结果则是中印关系日趋恶化，以至于成为当今亚洲外交的主导因素之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喜马拉雅边界危机，可以真正被视作印度政府未能找到正确持久地解决1904～1914年西藏问题的后果。真正了解这10年的经验教训并从中受益，有助于解决当今新德里外交部所面临的困境。如果已故的尼赫鲁先生及其顾问能够对荣赫鹏使团所引发的后果有着更为准确的了解，他们对待1950年成为印度邻居的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的态度或许会完全不同。或许，从现在开始，认真学习以往英国的经验也还为时不晚。

1904年，荣赫鹏使团之所以前往拉萨，是因为时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Lord Curzon，the Viceroy of India）相信，西藏已经成为英俄两国“大角逐”的战场之一。英俄在中亚的竞争几乎主宰了整个19世纪的印度外交政策。截至1899年，西藏成功地避免了两大帝国因竞争而带来的动荡，例如，该动荡影响了阿富汗的历史进程。英国人之所以对西藏感兴趣，是因为西藏可能会成为印度和英国货物的销售市场，同时还有可能成为英国领土到中国内地的潜在贸易路线，以及黄金和羊毛来源地。英国人明白，西藏对喜马拉雅山国，如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等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十分重要；同时也认为，英藏之间建立常规的外交关系将会大大有利于维系北部边疆的平静局面。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连他们自己都认为，无论英国与西藏政府建立联系会带来怎样的贸易或外交上的好处，都不足以证明像荣赫鹏使团这样激烈的行为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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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人相信“达赖喇嘛政府臣服于中国皇帝，且英国主动与西藏人联系必须事先获得中国皇帝的批准”这一理念，因此19世纪的英藏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印度政府则对清朝在中亚的统治不以为然，常建议英国政府应采取一种无须清廷介入的西藏政策，却因遭到英国外交部的反对而无法获得英国本土政府（the Home Government）的认可。尽管英国驻华外交代表对于中国的实力不抱幻想，但依然认为清王朝在西藏和蒙古的主权（sovereignty）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们感到，如果无视中国人对西藏的情感，很可能会对英国在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而这些损失远非印藏贸易额的增长所能补偿。

1876年，根据《烟台条约》另立专条（the Separate Article of Chefoo Convention），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the British Minister in Peking，Sir Thomas Wade）说服清廷同意允许英国向拉萨派出一支商业使团。清廷在1876年绝对没有拒绝这一请求，但他们的接受措辞颇为谨慎，即只有在拉萨的驻藏大臣认为西藏政治局势允许的情况下英国才能派遣使团。1886年，当1876年《烟台条约》批准的英国使团最终做好准备之际，中方却轻描淡写地指出，西藏人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使团，事实上，西藏人正打算积极反对英国人前往他们的领土。已交由科尔曼·马科蕾（Colman Macaulay）指挥的这支英国使团只好被取消。作为延迟西藏计划的回报，中方承认英国吞并上缅甸（Upper Burma）。长期以来，清政府认为上缅甸位于自己的朝贡国范围之内。1886年7月24日签订的英中条约正式确定了此次交易，英国人自此不言而喻地同意：只有经过中方的协调，才与西藏人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到了1886年，西藏人已极不情愿接受清廷控制他们的外交权了。在获悉清廷已同意英国使团进入拉萨后，西藏人决定亲自处理该问题，并用武力反抗英国使团的前进。为了更好地防御自己的边疆，在1886年初夏，也即马科蕾使团刚刚被取消的前夕，西藏人派出一支先遣队进入英国的保护国锡金，他们宣称在历史上自己对锡金拥有主权。在锡金的隆吐村，即从大吉岭前往西藏边界春丕谷的主路上，也正是在西藏方面认为马科蕾使团即将到来的路线上，西藏人修建了一个军事哨岗。即便不存在英国使团即将到来这一问题，西藏人依然拒不撤退。英国便通过其北京的驻华公使，要求中方令其西藏臣民撤离英国领土。中方十分希望否认锡金并非英国领土。无论如何，截至1888年，清朝已不再拥有让西藏人对其俯首称臣的权力，这一点再清楚不过。英国人发现，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让西藏人离开锡金。

达弗林勋爵（Lord Dufferin）准许在1888年3月将西藏人驱逐出隆吐山，并计划在此期间，若英国人必须与西藏人打交道，则直接与西藏方面，而非经由清廷与之打交道。然而，中国却并不希望丧失自己在西藏的主权，这主权尤其体现在西藏的外交关系方面。因此，清廷坚称他们才是正当合法的政府，英方应与中方讨论由藏人进入锡金领土后遭英方武力驱逐而引发的锡金-西藏边界问题。尽管中方的建议遭到印度政府的抗议，但英国外交部表示同意。英中讨论结果便是1890年英中条约（the Anglo-Chinese Convention of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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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3年西藏贸易条约（the Tibet Trade Regulations of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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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签订。中英1890年签订的条约确认了英国在锡金的地位，并定义了锡金和西藏之间的边界。1893年贸易条约则规定，开放西藏境内位于春丕谷的亚东贸易市场，英国和印度商人可以在这里自由地与西藏人做生意。锡金-西藏边界的划定以及亚东贸易市场的开放，都是中方代表西藏接受的，西藏人并没有出席中英双方的谈判。19世纪90年代中期，十三世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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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开始筹划西藏的独立，因而，他统治下的西藏人拒绝遵守这些协定一点也不令人吃惊。他们对锡金-西藏边界有着自己的理解，并在1890年条约划定的锡金最北部设立哨岗。当英国人试图沿着1890年条约划定的边界线竖立起多个界碑之时，西藏人很快将其移除或捣毁。更甚者，西藏人打算让新开埠的亚东市场一无所成。对于英国人向中方提出抗议西藏人不遵守1893年贸易条约的规定，西藏人则完全置之不理。

截至1899年寇松勋爵开始担任印度总督之际，英国观察家明确认为，英国只有与达赖喇嘛政府直接联系，才能改善英藏关系当前的局面。然而，与英帝国在此阶段面临的其他问题相比，锡金-西藏边界问题显得微不足道。尽管人们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能会相信，但到了19世纪末，人们已不再相信西藏能在英国贸易的总价值上增加多少分量。西藏人破坏锡金边界的程度实在太轻，原本英国可通过派遣一小撮人马就轻松解决；但破坏边界一事发生在锡金这样偏远的地区，英方就连派遣这样一小支军事武装都显得理由不够充足。其他的情况也类似，例如，为什么英藏关系应当成为印度政府需要特殊关注的对象？他们并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要不是英国人在这关键时刻在西藏高原上发现了俄国人的幽灵，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1903～1904年的西藏危机了。

1899～1903年，印度政府情报部门收到的一些报告表明，俄国人正忙于在西藏立足，而俄国人只需穿过其佛教徒臣民——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居住区即可抵达西藏，十分方便。20世纪初，一个叫德尔智（多杰耶夫，Dorjiev）的俄国布里亚特人在西藏僧人阶层获得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赢得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任。1900年，1901年，德尔智两次访问俄国，媒体将其报道为达赖喇嘛派往沙皇的使团。起初，寇松勋爵对德尔智使团的政治性有些怀疑，但到了1902年，他改变了看法。来自北京的消息表明，俄国人的确采取了对英国不利的西藏政策。他们不仅通过德尔智与达赖喇嘛保持联系，而且很快就会获得清朝统治集团中至少某个阶层的同意：西藏将会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当然，所有这些情况都并不意味着俄国人有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占领西藏，却表明俄国人在拉萨产生的影响，很快会远甚于英国人在喀布尔（Kabul）产生的影响。寇松勋爵认为，距离印度喜马拉雅边界如此之近的某些俄国代理人给英国利益造成的损害，远大于寥寥数人所能造成的损害。喜马拉雅诸山国，尤其是尼泊尔，密切关注着西藏政局。对加德满都的尼泊尔大公而言，俄国势力在拉萨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尼泊尔会采取利用俄国制衡英国、从而对自己有利的策略。英属印度政府之所以珍视尼泊尔人的忠诚，主要因为尼泊尔人是廓尔喀军团招募的主要来源；许多英国军官坚信，廓尔喀军团对于维系英属印度的军事力量几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显而易见，对抗俄国在拉萨影响力制衡办法，便是在拉萨建立起印度政府的影响力。然而，做到这一点却绝非易事。达赖喇嘛拒绝接收寇松勋爵的所有信函。印度政府手头没有可供驱使的、值得信赖的代理人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抵达拉萨，更不用说引起达赖喇嘛的注意，正是这一点最令寇松勋爵感到颜面尽失。1903年1月，寇松正式向英国本土政府提请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即向拉萨派出一支英国使团，配备一支军事护卫队，令其足以对付途中可能会遭遇到的奋起反抗的西藏人。该使团会强迫达赖喇嘛承认英属印度政府的存在，并迫使达赖喇嘛中断与俄国人的暧昧关系。该使团还将确保今后加尔各答和拉萨之间既有的通信渠道畅通无阻，最好是通过在西藏首府设立一位英国常驻代表的方式。这将一劳永逸表明，英国不打算口是心非地支持中国所“虚构”（fiction）的——寇松所用的术语——对西藏政府的宗主权，清政府已表明自己没有能力控制这一政权。

英国本土政府对寇松的计划很不满意。巴尔弗（Balfour）及其诸多同僚远没有意识到俄国人对西藏的野心。英国外交部的兰斯顿（Lansdowne）预测，英国若在西藏采取积极行动，有可能会让寻常模式下的英中关系和英俄关系变得错综繁杂。印度事务大臣乔治·汉密尔顿勋爵（Lord George Hamilton），尽管对他的朋友寇松的观点颇为同情，但私下也认为寇松有一点小题大做，危言耸听。1903年，寇松所能获得的许可便是派遣一支英国使团前往从锡金至西藏边界的甘坝宗小镇，并在甘坝宗和藏方以及中方代表讨论锡金-西藏边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此外，根据1893年西藏贸易条约的规定，商讨亚东贸易市场应当如何经营。然而寇松十分清楚，一旦获得英国政府的此次许可，即便甘坝宗谈判破裂，内阁也很难阻止英国使团进一步深入西藏领土。

甘坝宗谈判完全交给了荣赫鹏。荣赫鹏在“大角逐”中的表现可谓游刃有余，寇松对此深信不疑。正如寇松所预测的，甘坝宗谈判无果而终。随后，寇松不费吹灰之力便说服1903年9月接替汉密尔顿任印度事务大臣的约翰·布罗德里克（St. John Brodrick），命荣赫鹏使团深入西藏，直至拉萨和春丕谷之间的江孜。1904年上半年，英军前进至江孜。这引发一些西藏人武装起来反抗，并导致西藏人于5月袭击了英国使团位于江孜外的指挥部，这便给荣赫鹏提供了继续向拉萨推进的正当理由。1904年8月，荣赫鹏进入拉萨，与此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逃往蒙古地区。

1903～1904年，正当寇松的西藏政策徐徐展开之际，英国本土政府对于事态的发展日益焦虑不安。自甘坝宗谈判的预期被公示的那一刻起，俄国人就对英国在西藏抱有的最终意图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浓厚兴趣。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尔夫（Lamsdorff）现在不仅可以回应英方质询的有关德尔智使团的象征意义，以及中俄签订的关于西藏密约传闻的真实性等问题，而且还提出了俄方的质疑：英国是否打算将西藏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对于这一在整个1903年被反复提出的问题，兰斯顿勋爵（Lord Lansdowne）只能对任何此类意图予以全盘否认。说实话，对于英内阁而言，巴尔弗政府此刻最不希望做的事情便是将英帝国的责任扩展到喜马拉雅山脉以北。英方做出的这些否认最终在1903年11月6日形成正式文件，兰斯顿如下通知俄国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尔夫（Benckendorff）：

由于西藏人不可理喻的行为，破坏了我方代表的谈判，抓捕了英国臣民，并抢走了一个友好邻邦的运输动物，英国决定派出专员，并配备一定人数的护卫队，进一步深入西藏领土，但英国采取这一措施绝不意味着英方打算吞并或长期占领西藏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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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内阁认为，该声明也规定了英国人不得采取任何可能让俄国人理解为英国打算将西藏变成保护国的措施。因此，无论荣赫鹏使团结果如何，最终也不应在西藏首府设立一位英国外交代表。

因此，内阁把英国的对藏政策仅仅当作英国权威的展示，以此警告俄国人不要再觊觎西藏，同时说服西藏人聪明识相地遵守1890年和1893年签订的英中条约中关于锡金-西藏划界的规定，并在亚东贸易中规规矩矩。自然，寇松对此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他希望一劳永逸地终止因俄国对西藏高原的影响而带来的威胁。对此，英国要做的不仅仅是表明立场。英国在拉萨政府的权威应当通过某种永久性的象征轻易表现出来。寇松的理想是在拉萨设立英国代表，但他期待的诸多目标也可以通过在西藏腹地，如江孜设立一个新的贸易市场而实现，那样，便可在江孜设立一名英国“商贸”官员。开辟该市场也由此成为荣赫鹏与西藏人洽谈条件的关键因素。

1904年9月7日，荣赫鹏签订了此行的最终目标：拉萨条约。拉萨条约的谈判是在达赖喇嘛逃往蒙古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西藏的清朝驻藏大臣（Amban）并没有在该条约上签字。拉萨条约的有效性自然受到公开质疑，但完全符合英国人的目的，原因是其为英国—西藏建立直接联系创立了一个先例，并为在将来阻止俄国人在西藏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手段。拉萨条约（Lhasa Convention）的全文可参见本书附录三，其包含的主要内容如下：

（1）除了在春丕谷设立亚东贸易市场外，还将在西部西藏的噶大克和江孜开埠新的贸易市场。在每个贸易市场，都将设立一名英国贸易官员，也就是贸易代表（Trade Agent）。显然，荣赫鹏打算让江孜贸易代表发挥更多的外交和政治职能。

（2）在拉萨条约的独立条款中规定，江孜贸易代表可以不定时地访问拉萨，因此，这实际上将江孜贸易代表变成了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只是缺个头衔而已。

（3）西藏人要向英国支付750万卢比的赔偿金，分期75年付清。在西藏人付清这笔赔款之前，英军将会一直占领春丕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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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引人注目的西藏领土，位于喜马拉雅山脉锡金和不丹分水岭以南，也是从英属印度抵达拉萨的主要道路。

（4）将来，西藏政府会接受来自印度政府的信函，并在清廷不干涉的情况下与英国建立关系。

（5）西藏不允许其他国家在拉萨设立代理人，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干涉西藏内部事务。此外，这些国家的臣民不得在西藏获得商业特许权。

这五条规定的主要目的就是，宣布西藏中断与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国家（也就是俄国）的商贸和外交关系，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西藏首府。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西藏人循规蹈矩，英国人必须占领春丕谷，这样才能令其占据优势地位，在情况发生变化时，英国人便可以再次出面干涉。所有这些规定并不意味着英国已经成为西藏的保护国，但如果印度政府充分利用拉萨条约为其谋利益，最终结果将会令人很难分辨英国是否成为西藏的保护国。因此，拉萨条约所代表的含义，很难说符合兰斯顿向俄国人做出的保证，即英国并不打算成为西藏的保护国。更甚者，拉萨条约在中国人的抗议面前显得格外脆弱。虽然1890年的英中条约含蓄地暗示了英国承认中国在西藏的最高统治者地位（overlord），但拉萨条约却令中国政府在西藏的角色变得含糊不清。因而，英国本土政府在无法接受拉萨条约的情况下，命暂时接替寇松的临时总督庵士尔勋爵（Lord Ampthill）对拉萨条约做出修改。此次修改废除了允许江孜贸易代表访问拉萨的独立条款，并将赔款从750万卢比减少到250万卢比，英国占领春丕谷的时间也从75年缩短至3年。

对拉萨条约如此这般修改，英国内阁自然是希望该条约能够终止“西藏问题”。1904年12月2日，印度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在写给印度政府的公文中宣称，在伦敦，现在流行一种英国对藏政策应当是什么的清晰看法。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力仅仅是“为了排除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一旦这个目标已经达到——正如布罗德里克所认为的，通过荣赫鹏的武力炫耀，该目的已经达到——那么，“西藏也应当继续停留在孤立的状态，因为直到最近，西藏已表明自己并不打算脱离这种状态；这也由此导致她出现在我们的边界上，成为对我们而言无关紧要的事”。实际上，英内阁此时此刻已不再担心西藏（如果它曾经关注过的话）会成为印度边疆安全的威胁。内阁担心的是英国在西藏持续的前进政策会被俄国理解为食言，理解为英国已不再承认兰斯顿勋爵1903年做出的保证，而俄国正是在这个保证的前提下，才同意当时签署的英法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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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关于埃及的某些条款。兰斯顿不断强调，英国人希望的仅仅是西藏人能够遵守1890年的英中（关于锡金-西藏）条约和1893年西藏贸易条约的规定。他发誓，英国绝不会在如此偏远的地方建立其对西藏的保护。随着这些外交问题的出现，布罗德里克告诉印度政府：“印度边疆政策问题已不能再单纯地仅从印度人的角度看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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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04年末就认为“西藏问题”已经永久性解决，这未免太不切实际。即便是修改后的拉萨条约也绝不是一个完整的法律文件。其第二条款和第三条款明确规定，印藏贸易的相关规定还需进一步谈判解决。印度政府给荣赫鹏寄去这些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条款内容草稿，希望荣赫鹏将之列入拉萨条约中，但英国使团离开拉萨之前，该任务并未完成。拉萨条约规定西藏人支付赔款，但没有具体规定这笔款项究竟如何交给英国人。最终，英方显然认为，中方正式接受拉萨条约即使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可取的。如果仅仅因为1890年英中条约的规定（该条约已写入1904年拉萨条约的序言），印度政府也已接受中国有权利代表西藏谈判的事实。若要拉萨条约在没有中方参与的情况下还能成立，那必然意味着西藏的地位需发生改变，而兰斯顿早已告知俄国人，他绝对无意改变西藏地位。

即便拉萨条约无须进一步修改，印度政府依然会发现一个无法忽略的“西藏问题”。无论兰斯顿勋爵说了多少情况相反的话，荣赫鹏使团的确令西藏的事实地位发生了剧烈变化。随着英军抵达西藏首府拉萨，达赖喇嘛逃遁了；中国官方不失时机地宣布废除达赖喇嘛。荣赫鹏或许希望在英国江孜贸易代表影响下的拉萨政府将会填补由此引发的西藏政治真空，因为这位英国贸易代表可在必要的时候访问西藏首府。然而，随着拉萨条约独立条款的废除，英国人放弃了他们对西藏政治权力核心施加影响的最佳手段，并随后离开了拉萨。即便在当时看来，一扇再次进入西藏的大门似乎向中国人敞开，而至少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始终未能做到这一点。截至1904年11月，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Sat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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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报说，北京现在流言盛行，说中国人计划宣布在西藏建省，把西藏变成中华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1]

 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是英国人努力试图让中国人遵守拉萨条约的一个正当理由。

第二节 班禅喇嘛前往印度

对寇松而言，荣赫鹏使团的主要目标是，在西藏制造一种政治氛围，以阻止俄国势力以任何方式渗透西藏；但拉萨条约的效力因其独立条款被废除而大为削弱，很难说达到了寇松这一目标。1904年7月（当时庵士尔代替寇松担任临时总督），在与庵士尔勋爵争辩在拉萨设立英国代表一事时，寇松在信中写道：

由于没人能让西藏人在拉萨恪守本分，他们可能在我们转身离去的瞬间就开始心生敌意，对俄国采取亲善政策。他们会再次修筑更多堡垒。德尔智们也会成倍增加。贸易或许会被禁止。我们的人（如果我们有的话）则只能在江孜束手无策。我们唯一确信的事情只有一件：在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再有哪一届政府再次派出另一个使团或远征队前往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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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荣赫鹏离开拉萨后的数年间，俄国依旧对达赖喇嘛充满兴趣，德尔智多次带人造访俄国，所有一切表明，寇松当年所说的话并非妄言。而当一些与英藏关系紧密相关的英国官员构想出一些替代英国官员访问拉萨的良策，以确保“西藏人在拉萨恪守本分”之时，丝毫不足为奇。这其中的一位英国官员便是欧康纳上尉（Captain O’Connor），首任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锡金政务官惠德（J. C. White）对欧康纳的看法表示完全赞同。

欧康纳是荣赫鹏使团成员中仅有的几位精通藏语的人士之一，因此，选择他在江孜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显然是为了借此施加英国的影响力。他笃信荣赫鹏与寇松的观点，即英国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忽略西藏政治。他认为，中国势力在印度边疆的日益增长和俄国势力一样不容忽视，值得警惕。如果英国人前往拉萨的道路遭到明显的障碍，那他们就应另辟蹊径。在这种情况下，最符合逻辑的政策便是复活当年华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计划，在英属印度和日喀则的班禅喇嘛（又称作扎什喇嘛，Tashi Lama）之间缔结友好关系。在荣赫鹏前往拉萨的途中，他似乎已经考虑了这一办法。正因如此，当中国宣布废黜逃亡的达赖喇嘛时，他才没有为之过度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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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当拉萨条约签署完毕之后，荣赫鹏立即派欧康纳前往日喀则，与之同行的是以罗林上校为首的一队人马，他们的任务是勘测雅鲁藏布江（the Tsangpo Valley）的西向源头，并从那里出发前往噶大克，再途经萨特累季河（Sutlej）返回西姆拉（Sim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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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林一行在1904年10月13日抵达日喀则，并在那里停留了4天。他们是121年前萨缪尔·特纳（Samuel Turner）使团造访之后的第一拨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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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罗林继续前往噶大克（Gartok）时，欧康纳则继续留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与当地政府进行谈判。他与扎什伦布寺堪布会议厅首席长官扎萨喇嘛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几次亲访班禅喇嘛。班禅喇嘛特意提及华伦·黑斯廷斯时代东印度公司与扎什伦布寺之间建立的友好关系。班禅喇嘛还向欧康纳展示了黑斯廷斯曾经送给班禅喇嘛的一些礼物，瓷器，银器，法国和英国餐具，珠宝，两座大型法国钟表，这些东西都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扎什伦布寺的一间藏宝室中。钟表已经不再运转，欧康纳命一个加尔各答珠宝商为之修好。双方讨论了诸多政治问题。班禅喇嘛在获悉刚刚缔结的拉萨条约详情后，对西藏人不得不支付的赔款数额表达了不满之情，毫无疑问，他本人也要分担一部分赔款。欧康纳代表英属印度政府向班禅喇嘛赠送了一系列礼物，包括一把曼利夏运动步枪（Mannlicher sporting rifle），一个蔡司望远镜（Zeiss telescope），一个柯达干板照相机（a Kodak plate camera），一些英语书和一些伦敦及其他英国城市的照片。班禅喇嘛特别喜欢运动步枪，这并非因为他喜欢杀戮，而是他非常喜欢射击目标的感觉。欧康纳向班禅喇嘛建议派一些年轻的西藏人前往英属印度接受医疗培训，认为这值得一试；班禅喇嘛对此表示赞同，但他认为在没有事先征求拉萨的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他不能妄自行动。经过与班禅喇嘛及其大臣的交谈，欧康纳认为，班禅喇嘛并不反对利用英国人的帮助，建立起与其竞争对手，即逃亡中的达赖喇嘛相独立的地位；此外，班禅喇嘛还在寻求某些手段应对清政府在西藏日益增长的势力。随着达赖喇嘛的逃亡，以及荣赫鹏使团的撤离，清政府在西藏势力的增长似乎不可避免。班禅喇嘛看到了未来将要面临的动荡不安，他不确信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也不确信若将自己置身于英国保护之下是否会面临一定的风险。他为此而焦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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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怯，的确是六世班禅喇嘛（作者采用了非藏族传统算法，这里实际指的是九世班禅——译者注）性格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在欧康纳访问日喀则期间，这个年轻人大约只有22岁，他十分聪明、能干，却缺乏野心勃勃、冷酷无情、精力充沛等特质，而正是这些特质，令十三世达赖喇嘛成为西藏政坛上的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正如一位印度政府官员（很可能是查尔斯·贝尔爵士）在1915年所写的那样：“就个人而言，扎什喇嘛（班禅喇嘛）是一位内敛、谦逊的人，极为虔诚，悲天悯人。从政治上来看，他的主要希求似乎是和平，温和，厌恶任何带有丝毫冒险成分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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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位班禅喇嘛，不过是130多年前令华伦·黑斯廷斯的特使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印象极其深刻的那位扎什伦布寺活佛化身的苍白体现。无论在面临俄国人的阴谋诡计，或是清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之时，他都不大可能成为英国利益的拥护者。但是，在当时，他是英属印度政府在西藏政坛中唯一可资利用的首领级人物。

截至1904年10月，与班禅喇嘛建立关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印度政府的政策，还不完全清楚。达赖喇嘛一离开西藏，扎什伦布寺顿时显得格外重要，对此，荣赫鹏关注已久。但他当时是否已在认真考虑将班禅喇嘛变成英国的受保护者，我们还不得而知。随着拉萨条约的一些条款被废除，尤其是规定江孜贸易代表可以时不时访问拉萨的独立条款被取消之后，没有在拉萨条约中涉及的日喀则，一定成了那些直接负责英藏关系的英国官员关注的焦点。像锡金政务官惠德，江孜贸易代表欧康纳二人，都曾深度参与到荣赫鹏使团的准备和执行过程中，他们十分赞同荣赫鹏的观点，即印度政府绝不能再忽略任何可以在西藏的心脏施加英国影响力的机会了。当伦敦施加压力，命庵士尔勋爵削弱拉萨条约的效力之后，他们都备受打击。他们决心用日喀则替换拉萨。

到了1905年7月左右，荣赫鹏一派的智囊团认为，俄国与达赖喇嘛互相勾结的威胁并没有因拉萨条约而消失殆尽，这一点不言而喻。达赖喇嘛在英军向西藏推进之际离开了西藏首府，在1904年底抵达蒙古的主要城市库伦（Urga）。他很快在库伦与俄国领事馆建立联系，并在1905年6月，会见俄国驻北京大使璞科第（Pokotilov），此人前往蒙古显然是为了向这位流亡的西藏首领致敬。对于这些情况，英属印度政府根本无法知晓。如果英国人确信达赖喇嘛暂时不会回到拉萨，则达赖喇嘛与俄国外交官及领事官员之间的联系也不会令英国观察家感到如此令人震惊；但1905年3月，北京的萨道义报告说，达赖喇嘛正在请求清政府允许其返回西藏。在会见璞科第之后，清政府即刻颁布了一道御旨，命达赖喇嘛速回拉萨。清政府发现，达赖喇嘛留在蒙古令其颇为尴尬。他不断接待来自中华帝国之外的佛教代表团，包括俄国布里亚特代表团，其中一位俄国布里亚特人还带来了俄国赤塔首领（Russian Governor at Chita）的问候。达赖喇嘛有一支庞大的扈从队伍随行，这支队伍的支出令库伦活佛和蒙古其他佛教首领感到难以接受，不甚乐意，他们自然愿意清政府能分担这笔支出。如果清政府还没意识到达赖喇嘛返藏将会引发怎样的外交震荡，那么，他们可能会很乐意接受他的返回。但萨道义告知清朝外务部，英国人不大可能无视这样一个重大事件。最终，中方想出一个妥协的主意，让达赖喇嘛离开库伦，前往甘肃—西藏交界地、西宁附近的塔尔寺（Kumbum Monastery）。在塔尔寺，蒙古王公和俄国外交官就不那么容易接触到达赖喇嘛，而中国政府也更容易监视他的言行。因此，如果出现适当的机会，则中方会护送达赖喇嘛一行返回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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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发现，无论达赖喇嘛在有无中国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成功返回西藏，他们都很难决定下一步究竟如何行事。萨道义已经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英国人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但他总不能进行赤裸裸的威胁，因为兰斯顿勋爵早已对他耳提面命：“一定要谨慎措辞，千万不要使用任何有可能令我们承诺武力干涉西藏事务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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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达赖喇嘛真的返回西藏了，如果他继续与俄国保持着他流亡期间都未能放弃的联系，那么，英属印度政府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无论如何，英国都不可能再次派出一支荣赫鹏那样的使团。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和班禅喇嘛之间保持密切关系的政策变得愈发具有诱惑力。

尽管因担心会受到拉萨的中国和西藏政府的指责，班禅喇嘛不愿意太过公开地表明自己的喜好，但自欧康纳上次访问日喀则以来，班禅喇嘛表现出对英国颇为友好的态度。1905年1月底，他向总督寄去礼物，羊毛布匹和真丝围巾，以此回赠欧康纳上一年10月为他赠送的礼物。他小心翼翼地致函欧康纳本人，而非总督签收；如此，他便不会受到与外国首领通信的叛国罪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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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频繁地致函欧康纳，告诉他一些零零碎碎的新闻，主要是关于俄国的阴谋以及达赖喇嘛的阴险意图等；但他总是很小心地将这些新闻用粉笔写在石板上，如此一来，万一送信人遇到拉萨政府的人或清政府的人，便可很快轻易地抹去。到了1905年5月，确信达赖喇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返藏，且会向扎什伦布寺寻求复仇——因为班禅喇嘛将英国人视为朋友而非敌人，班禅喇嘛致函欧康纳，“实际上在寻求我们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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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已至此，锡金政务官也是欧康纳的直接上司惠德，做出决定：将班禅喇嘛更坚定地拉入英国阵营的最佳办法莫过于劝说班禅喇嘛礼仪性地造访英属印度。1905年底，威尔士亲王将会访问印度。英国应当邀请班禅喇嘛与亲王见面，并在加尔各答正式会见诸土邦王公。一方面，通过访问印度，班禅喇嘛在西藏人眼里便是亲英一派了；另一方面，通过诸土邦王公的臣服展示英国的权威，有助于让这位懦弱的活佛相信，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是睿智之举。然而，当惠德将这个计划告诉欧康纳后，正如欧康纳在1905年6月所提到的，班禅喇嘛显然绝不会采取亲往印度这样果断的措施，除非他能确保英国的确能够保护他，使其在返回西藏之后免受中国政府或拉萨达赖喇嘛一派的攻击。欧康纳认为：“如果我们连这样的保证都无法做出，那么，我们还要求班禅喇嘛向我们做出妥协，这样无论如何对他不公。我认为他不会愿意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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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惠德向英属印度政府建议，应当邀请班禅喇嘛，但针对班禅喇嘛愿意接受邀请的前提，惠德并未转达欧康纳的观点。尽管惠德保持沉默，寇松勋爵必然看到了这一计划下面隐藏的含义，他欣然表示同意；9月，欧康纳受命前往日喀则，正式转达印度总督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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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9月22日，欧康纳在江孜贸易代理处的军医斯蒂恩上尉（Captain Steen）以及一小支军队的陪同下，再次抵达日喀则。尽管班禅喇嘛一开始倾向于在接受之前先征求北京的意见，但他本人对这次邀请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欧康纳说服班禅喇嘛此举毫无必要，英国会令他免受来自中方的不满。随后，双方又针对班禅喇嘛随身扈从规模的大小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印度政府只许班禅喇嘛带30名同伴，而班禅喇嘛本人却认为，如此的出国探险，少于1000名随从他是不会去的。最终，欧康纳劝说他答应带300人的扈从队伍，印度方面极不情愿地同意接受这支小型西藏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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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班禅喇嘛在11月通过欧康纳发出信函，正式接受印度总督的邀请。

而在班禅喇嘛接受邀请后，印度政府已来不及改变主意，只能迎接时，惠德才告知其上司这次即将来临的访问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含义。11月23日，欧康纳已在一封信中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而直到那时，惠德都没有向加尔各答提及欧康纳的看法。欧康纳写道：“班禅喇嘛已接受邀请访问加尔各答，他显然明白，此举意味着寻求我方的帮助，以对抗拉萨政府企图实施的报复。”欧康纳认为，这倒没有什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了解到英国政府曾做出承诺（保护班禅），西藏政府自然会避免过激行动，毕竟他们还没忘记荣赫鹏使团带来的教训。然而，中国政府可能会对班禅喇嘛的行为不甚满意，可能会谴责他，甚至还有可能废黜他。欧康纳由此得出结论，为了阻止中国政府可能对班禅喇嘛实施的武力报复，他建议把英国贸易代理处从江孜搬到日喀则。如此，贸易代表的护卫队便可以保障班禅喇嘛的人身安全。若将贸易代表转移到西藏的两大人口最多的中心城市之一，那么，欧康纳便能随时洞悉西藏政治局势脉搏，而在贸易小镇江孜，他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此举结果便是，贸易代表将会“保卫与印度毗邻的西藏边界，令其免受外国势力的影响”，由此，“达到迄今为止荣赫鹏西藏使团还未达到的目标”。此举的成本微不足道。“随着我们的影响力日益增高，必要的开支却会相应减少。”欧康纳如下概括自己的政策：

简言之，我所提倡的英国在藏政策内容大体如下：攫取当前有利时机，巩固加强我们与班禅喇嘛的友谊，若有必要，我们甚至可以赞助他、保护他。此外，根据拉萨条约条款的规定，在日喀则开放一个新的贸易市场：所有人务必清楚明白，任何外国在拉萨的阴谋诡计都会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即后藏和西藏南部）被获悉，而我们所有这些行动都无须公开影响或危害中国的宗主权。
 
[25]



所有这些建议，惠德都表示完全赞同。鉴于英国本土政府所宣布的西藏政策，这些建议可谓令人震惊，很难想象这些建议是在未经假设寇松勋爵也会同意的情况下提出的。然而，等他们返回印度政府后，寇松勋爵的任期已经结束。
 
[26]

 寇松的继任者敏托勋爵（Lord Minto）没有理由会在此刻特殊地支持在喜马拉雅地区之外采取前进政策。

然而，由于班禅喇嘛已在欧康纳的陪同下离开日喀则，前往加尔各答，敏托勋爵此刻也无能为力。11月29日，他们抵达大吉岭。驻藏大臣和其他中国官员在最后关头竭力劝阻班禅喇嘛不要离开日喀则，但他们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反对其离开。北京的清廷外务部仅仅听说班禅喇嘛打算出发前往印度，便匆忙向萨道义指出，班禅喇嘛是一位纯粹的宗教官员，无意“关注一切西藏外交事务”，如果“他擅自探讨或解决任何政治性问题”，“我们在此明确声明，中国政府绝不承认此类行为”
 
[27]

 。实际上，班禅喇嘛此行做出了诸多令印度政府尴尬的承诺，但敏托勋爵所能做的只是确保不和日喀则政府商谈任何政治条约。

1905年12月27日，班禅喇嘛正式拜访了印度总督。总督将其四轮马车借给班禅喇嘛，将其载至加尔各答总督府，并由总督保镖亲自护卫。敏托及其所有职员身着全套军礼服，在总督府外的台阶等候并迎接这位造访者。印度外事大臣路易斯·戴恩爵士（Sir Louis Dane，the Indian Foreign Secretary）搀扶班禅喇嘛从四轮马车上下来。班禅喇嘛被正式称呼为尊敬的阁下（His Serenity），因印度专家认为，“圣座”（His Holiness）这一术语太过教皇化。随后，班禅喇嘛与总督一起步入王座室。这两位显要人物的椅子并排挨着，他们喝着茶。随后，班禅喇嘛的随从开始呈递礼物，“一包包的丝绸，精美雕刻的银器，铜质的茶壶，刺绣品，最后是好多捆装着茶叶的皮革”，敏托夫人将这些细节写在自己的日记中。随后，班禅喇嘛乘坐黄色的轿子离开——这顶轿子是为此目的专门从西藏带来的，是中国皇帝赠予班禅喇嘛的礼物，只有中国帝王家族才能使用上面的图案花纹。这顶轿子由12个轿夫通力协作，在许多滑道上用绳子拖拽。
 
[28]



两周后，班禅喇嘛再次拜访敏托勋爵。这一次，欧康纳担任翻译。班禅喇嘛提出了诸多具有政治性的尴尬请求。他希望印度总督做出承诺，万一他遭到袭击，印度政府能够派军援助。他希望敏托勋爵能正式宣布，如果他面临来自拉萨或北京的威胁，英国人将会出手相助。他希望总督理解：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会继续与他的政府保持密切联系；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会直接向印度总督发出信函。敏托总督感到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措辞回应这些要求。总督的回复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他指出，拉萨当局和中国政府目前都不大可能会对班禅喇嘛发动进攻；如果还没有发生任何确定的事情，则毫无必要考虑英国军事援助的问题。总督同意扎什伦布和英属印度之间的友谊应继续下去。
 
[29]

 毫无疑问，班禅喇嘛对这些话语颇感失望，这并非欧康纳先前给他暗示的那种可能。在路易斯·戴恩爵士（Sir Louis Dane）和基奇纳勋爵（Lord Kitchener）在场时的几次谈话中，他也没有听到更令人欣慰的话。尽管他目睹了壮观恢宏的53000人阅兵式——这位忧心忡忡的喇嘛派了他的秘书之一确保同样规模的军队不会再次出现——向威尔士亲王及王妃呈献礼物等等，都很难让这位怯懦的活佛心绪宁静下来。他过于焦虑不安，但鉴于中国政府可能会在他返回后采取一些行动，这种担心也并非毫无原因。
 
[30]

 拜访了菩提伽耶（Bodhgaya）和印度其他佛教圣地之后，班禅喇嘛在1906年1月启程返回日喀则。此次陪他返程的还有当时担任代理江孜贸易代表的贝利中尉（Lieutenant Bailey），私人旅行家大卫·弗雷泽（David Fraser），基奇纳勋爵的副官菲茨杰拉德上尉（Captain Fitzgerald）。2月9日，班禅喇嘛回到扎什伦布寺，受到了拉萨的中国官员热忱而隆重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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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被欧康纳后来称为“我们的小计划”的班禅喇嘛访问印度之行，并没能让英国人在西藏高原上扩大影响。或许，即便寇松依然担任总督，情况也依然如此。不过令人怀疑的是，巴尔弗政府本应十分乐于接受这种缺乏掩饰的英国对西藏内部事务的干涉企图。兰斯顿反复向俄国人解释，英国人并没有那种企图。然而，到了1905年底，巴尔弗对坎贝尔-班纳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做出了让步，新任印度事务大臣莫利（Morley）和新任外交大臣格雷（Grey），都下定决心要防止印度边界上可能会出现的导致俄国抗议的一切行动。尽管敏托勋爵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同情班禅喇嘛，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打算千方百计地惩罚他，“我们必将动用所有影响力，代表这位因访问印度而备受折磨的人与中国政府周旋”
 
[32]

 。莫利则只是“沮丧而惶恐地”看待班禅喇嘛访印之行，以及其背后惠德与欧康纳筹划的这一政策。莫利认为，在做出邀请班禅喇嘛的决定，更不用说发出邀请函之前，印度方面应当充分征询英国本土政府的意见。他还认为，当中国政府对班禅访印有所反应之际，印度方面对班禅喇嘛提出的帮助，即便仅仅是“道义上的”，也是“完全暧昧不清，甚至招人讨厌的决定”。莫利认为，如果整桩事都按照惠德和欧康纳提倡的策略发展下去，很可能会发生重蹈荣赫鹏使团覆辙的情况。
 
[33]



敏托不得不把惠德当成班禅喇嘛事件的替罪羊，责怪他误解了班禅喇嘛赴印的条件。惠德在1905年7月向印度政府报告，班禅喇嘛访印之行不会令印度政府做出任何在西藏采取行动的承诺，但与此同时，惠德非常清楚，欧康纳在宽慰班禅喇嘛之际曾提到英国会帮助他抵制中方或藏方的责难。敏托坚称，英属印度政府同意班禅喇嘛赴印的前提条件便是，此行完全是非政治性的，中方也对此表示默许。但当敏托发现此行的真实本质后，想要取消已经太晚，惠德由于误导上司而受到严厉的责备。惠德的解释令人失望。他认为班禅喇嘛访印“必将提高我们在西藏和中国的威望，尽管可能会出现一点小麻烦，但我认为没有必要担心其结果”，这种看法并不能证明他的行为合乎情理。欧康纳也遭到一定的批评。英属印度政府告诫其在将来把同日喀则和扎什伦布寺的关系，“严格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会干涉西藏内部事务、干涉扎什喇嘛与拉萨政府和中国皇帝关系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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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托对惠德从未留下什么好的印象，因而对惠德的态度可能不够客观公正。他在1906年11月写给莫利的信中提道：“我感觉惠德不是太聪明。”
 
[35]

 无论档案证明情况是如何完全相反的，寇松勋爵都不可能不理解邀请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含义。惠德之所以获准继续行动并发出邀请，这强烈表明，在寇松努力与拉萨建立外交联系失败之后，他已决定另辟蹊径，向另一个潜在的（西藏）政治核心施加英国的影响力。英国与班禅喇嘛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显然为该政策提供了令英国本土政府更加垂青的一个选项，因为这一政策将西藏问题再次带入英中外交关系的框架中。班禅喇嘛访问印度一事，特意安排在印度政府与中国政府在加尔各答讨论中国是否遵守拉萨条约问题的同时。在下一节我们将会看到，中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愿意接受印度人对荣赫鹏签订的拉萨条约所做的阐释。寇松和他的同事不可能不注意到：通过班禅喇嘛，英国有可能找到一个新办法对中国谈判者施加压力。因此，在信中提到班禅喇嘛访印一事，很可能不过是惠德认为自己在做寇松勋爵想让他做的事。在目睹荣赫鹏所签拉萨条约的下场后，印度政府很难再提出他们愿意充当班禅喇嘛的保护者，反对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的观点了。另一方面，英国人发现一旦做出这样的承诺，即便加尔各答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也总会让班禅喇嘛怀有希望。作为避开白厅阻碍的一种手段，邀请班禅喇嘛显然是寇松及其崇拜者的行事风格。

1905年年底，当敏托勋爵接替寇松成为总督时，他尴尬地发现接任后的困境：看上去他似乎也和自己的前任一样在竭力规避英国本土政府的禁令。无疑，惠德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寇松的替罪羊。敏托自然不相信寇松笃信的那套理论，即俄国严重威胁到了印度边界，为了挫败这一威胁，即便忽略伦敦主子的命令也是情有可原的；然而，敏托也不像莫利那样担心英国与班禅喇嘛建立关系可能带来的象征性含义。他认为英国官员应当可以随时访问日喀则，因此批准贝利中尉在1906年9月前往日喀则，而当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最终接替惠德担任锡金政务官后，敏托便准许贝尔在1906年11月前往日喀则。
 
[36]

 莫利取消了贝利中尉访问日喀则之行，但贝尔却在印度事务部发现之前成功地出发了。后文还将提到贝尔此行。但莫利对此提出愤怒的抗议，认为印度仍在继续蔑视英国内阁的命令；更何况，1906年11月贝尔访问日喀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志着英国拉拢班禅喇嘛政策的终结。
 
[37]



班禅喇嘛访问印度并没有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却对未来英国政策的形成产生了诸多影响。班禅喇嘛事件是莫利正式接触西藏问题的开端，他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在边界问题上，印度政府并不一定总是服从伦敦的命令。即便印度总督接受了命令，他也无法保证自己身处边远地区的手下官员就一定会服从命令。莫利认为，“命令，及其神圣不可侵犯性，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幸运，因为它可以把你从冒险和太过危险的‘凭印象’的责任中解脱出来”。莫利认为，印度当地官员身处复杂而特殊的边疆问题之中，就像西藏问题那样，总是竭力“凭印象行事”
 
[38]

 ：这种趋势对于制定英俄关系政策而言危险重重，在当时，英俄关系中显然缺乏相互信任的氛围。早在1905年9月，当英国驻彼得堡大使查尔斯·哈定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试探出俄国外交部有可能与英国签订关于亚洲争端的协议时，双方就意识到，这些争端中有很多问题都可以从中亚边远地区的当地官员所为中找到渊源。
 
[39]

 即便是在1907年英俄协定签署之后，负责签约的俄国外交大臣伊斯沃斯基（Isvolski）告诉爱德华·戈申爵士（Sir Edward Goschen），“每当为避免两国边远地区代理人可能失去应有的谨慎，并由此引发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的恐惧袭来，他心中都充满沮丧”
 
[40]

 。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教训一定令莫利明白，从接管印度事务部的那一刻起，若要保证英国政府与俄国政府恢复邦交的政策不受威胁，那么，他必须密切监督印度官员在敏感地区的活动，以确保他们始终保持谨小慎微的态度，不会被热情冲昏头脑。

中国人自然会把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理解为英国继续对西藏怀有野心的证据。一家成都报纸，中外日报（The Chung Wai Jih Pao
 ），很可能作为中国媒体的代表，在1906年2月评价道，印度政府打算“驱逐达赖喇嘛，把班禅喇嘛变成西藏的统治者”
 
[41]

 。流亡中的达赖喇嘛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一得知班禅喇嘛访印之事，便立即向拉萨派出一名特别代表探寻究竟。
 
[42]

 俄国人也得出结论，班禅喇嘛访问印度一定是英国（对藏）政策的一种表现；在1906年下半年，当英俄探讨西藏问题时，伊斯沃斯基试探性地询问亚瑟·尼科尔森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英国人对于班禅喇嘛取代达赖喇嘛怎么看。班禅喇嘛与敏托勋爵的会面并未导致英国承诺支持班禅（虽然欧康纳令班禅误以为会如此），因此，班禅竭力通过宣称自己是在英国人的胁迫下前往印度来掩饰自己。
 
[43]

 但中国人很难相信这种说法，对他们而言，班禅印度之行的直接后果便是加强了他们在西藏尽快提高影响力的决心。

第三节 中国接受拉萨条约，并为藏方支付第一次分期赔款

当荣赫鹏于1904年8、9月和西藏人谈判之际，他希望中方能参与到英藏谈判及相关协议中，而印度政府也已为中方代表的签名准备好草拟的条约。中国驻藏大臣有泰
 
[44]

 虽对英国使团怀有明显的好感，却未能获权签订或接受拉萨条约的任何条款。北京认为，拉萨条约严重破坏了中国在西藏的权利。荣赫鹏竭尽全力想改变有泰的想法，并指出，中方能参加拉萨条约就足够幸运了，如果有泰不签字，或至少承认拉萨条约的有效性，那么，中方将不得不面临各种后果。拉萨条约将作为西藏代表自身签署国际协约的证据，中国在西藏的影响力也将遭到严重破坏。但中方无疑拒不接受此番威胁恐吓，并希望中国是否承认拉萨条约这一问题能引发中英双方在拉萨的长期谈判，而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则可对拉萨条约进行适度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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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庵士尔勋爵按自己的主意行事，那他有可能无意间为中方的这种拖延行为制造机会。9月19日，他决定修改拉萨条约，并下令荣赫鹏为此留在拉萨。荣赫鹏告诉西藏人，赔款的金额已经减少，而作为这一让步的回报，他打算相应地让西藏人同意开放第四个贸易市场，就在察隅或洛希特河附近的日马（Rima），即阿萨姆边界最东北面的西藏一侧。如有可能，他还打算挪用亚东的印藏贸易海关税收（中方代表西藏人征收的），用来作为藏方支付赔款的保证金。所有这些计划都需要进行大量的讨论，荣赫鹏觉得自己至少要在拉萨停留至10月中旬，这也是当前的命令允许他停留的最晚时间。到那时，中方很可能就已经派出一名有权的高级官员与英方谈判。而结果也很可能像1890年和1893年英中关于西藏谈判那般拖沓冗长。9月27日，（清廷）外务部认为荣赫鹏仍在西藏首府，便宣布授予天津道台唐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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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将职衔，前往西藏进行调查，并与英国谈判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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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赫鹏直到9月24日才收到庵士尔的命令（印度发出的电报只能抵达江孜），而此时的英国使团早已离开拉萨，在返回印度的路上。荣赫鹏决定不再回去重新与拉萨当局开启谈判，他认为结果已经相当令人满意：的确，他在签署拉萨条约后如此之快地离开拉萨，显然是为了避免令其在加尔各答和伦敦的上司有任何机会重新考虑他所签订的拉萨条约各款。在9月24日发给庵士尔的电报中，他写道：“如果我在此刻试图改变这一在如此庄严肃穆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我们很可能根本无法达到目的，或许，就连我们现在拥有的这种美好情谊，亦即英藏未来关系的最佳基础，也会消失殆尽，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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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赫鹏离开拉萨意味着与唐绍仪级别相当的英国官员并未留在西藏，因而也不可能与中方讨论其是否应当遵守拉萨条约一事。

中方要求在拉萨谈判的希望严重受挫，强烈要求在北京或加尔各答谈判，印度政府发现自己很难忽略中方提出的这一观点。拉萨条约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在西藏的地位，然而，中国在西藏的地位至少明显体现在两个英中条约中，即1886年的缅甸-西藏条约和1890年签订的锡金-西藏条约。因此，中方可以有理有据地指出，没有作为主权国的中方的同意，拉萨条约就是无效的。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是想和拉萨建立直接关系，因此非常乐意看到拉萨条约能保持不变（一旦令人厌恶的赔款、占领春丕谷及江孜贸易代表访问拉萨等几条被取消之后），但英国外交部的兰斯顿勋爵认为，西藏在没有征询其宗主国（suzerain这里指中国——译者）的前提下，擅自行使自己的对外关系权，这一先例是不甚恰当的。例如，阿富汗也可以援引这一先例，声称他们有权与俄国建立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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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藏地位问题，拉萨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模糊和矛盾的重要内容，俄方和中方都很快指出这一点。条约的第九款尤其令人难以接受，内容如下：

西藏政府同意，没有英国政府的事先同意：

（a）不得割让、买卖、出租、抵押西藏的任何一部分领土，也不许任何外国占领西藏领土；

（b）任何外国不许干涉西藏事务；

（c）任何外国不得在西藏派驻代表或代理人；

（d）不得将铁路、道路、电报、矿产或其他权利转让给任何外国或外国臣民，如果西藏政府同意转让上述任何权利，英国政府也将享有类似或同样的权利；

（e）西藏税收，无论实物还是现金，都不得抵押或分配给任何外国或外国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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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英国算不算外国？俄国人抗议道，这则条款可被解读为英国获得了西藏保护国的地位。毕竟，如果他们也是拉萨条约中所理解的外国，那么，他们由于在荣赫鹏使团行进过程中修建了通往江孜的电报线，已经破坏了拉萨条约。此外，通过（条约）要求西藏人支付赔款，据说，英国人或许已经无视了这一款第e条内容。中方则想知道，根据该条约，中国是否也是与西藏相对的一个外国？中方指出，如果他们还拥有在西藏的主权（sovereignty）——对此他们一刻也没有否认过——如果拉萨条约第九款赋予英国特殊权利，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开始一场关于最惠国待遇的大辩论，并提出在西藏拥有类似的权利，还有可能在中国内地的任何地方获取同样的让步。

1904年10月初，清外务部亲王告知萨道义，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代表都向他指出拉萨条约第九款的含义。亲王担心该条款会导致列强掀起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日本在福建，德国在山东，法国在云南，等等。亲王希望英国人“解释清楚（拉萨条约）第九条，这样就会给希望在中国内地获得相同权利的其他外国提供一个完全明确的答复”。由于加速瓦解中华帝国并非当时英国政策的一部分，因此萨道义认为亲王的愿望是合乎情理的。萨道义建议，如果有可能，应与北京外务部讨论在拉萨条约中加入几句承认中国在西藏宗主权的措辞，以此换取中方承认荣赫鹏签订的拉萨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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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拉萨条约有可能在北京重新谈判之后，印度政府颇为沮丧，这毫不奇怪。印度政府以为，就算要重新讨论该问题，也应在他们所在的加尔各答讨论。尽管十分厌恶这个想法，但他们也能理解进一步探讨此问题的必要性，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进一步谈判，中国有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例如公开宣布整个西藏是中华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1904年11月萨道义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外务部接受加尔各答作为拉萨条约谈判的场所，并命令唐绍仪经由印度前往西藏，并在途中与印度政府协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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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是当时中国政府最精明能干的几个人之一。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拥有博士学位。在这种教育背景下，他自然讲一口漂亮的英语。对他的任命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对西藏的高度重视。在伦敦时报颇有影响力的莫里森（G. E. Morrison）认为，唐绍仪对英国全无热爱。在义和团起义期间，在使馆救济（the relief of the Legations）之后，唐绍仪不幸落入英国人手中。据莫里森所言，唐被关押了两天后，被英方分配了一项极具羞辱性的任务，即为皇家海军贝利上尉（Captain Bailey）拉黄包车。此外，唐绍仪的妻子也在使馆遭围攻的过程中被一枚外国流弹击中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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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下旬，就在离开北京前往印度之前，唐绍仪拜访了萨道义，表明了自己对西藏问题所持的坚决立场。他告诉英国驻华大使，西藏和蒙古一样，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但近些年来，中国在藏的权威已有所衰落。如果要恢复中国的权威，势必要在西藏进行一场针对整个行政体系的激烈变革。在西藏占绝大多数的毫无生产力、懒惰闲散的僧人，都应从事有益的工作。达赖喇嘛也应得到控制，绝不允许其和俄国人再次勾结，（上次的勾结便）导致英国不得不派出荣赫鹏使团。唐绍仪告诉萨道义，他坚定地认为，俄国确实企图在拉萨建立影响。唐当然不会乖乖地束手就擒，将西藏拱手相让给印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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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2月2日，唐绍仪抵达加尔各答，一个月后，英中谈判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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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方由印度外交大臣（the Indian Foreign Secretary）费礼夏（S. M. Fraser）担任代表，中国领事机构的韦礼敦（E. C. Wilton）充当助手。韦礼敦曾是荣赫鹏使团中的中国事务主要顾问。3月1日，首次与韦礼敦谈判之后，唐绍仪宣称，他永远不会接受拉萨条约为有效条约，因为中国从未表示同意，也从未在该约上签字。他建议，中英双方应在西藏代表不参与的情况下，重新谈判一则新的条约，并以此替代拉萨条约。然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韦礼敦很快开始劝说唐绍仪，拉萨条约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既定事实。因此，唐绍仪轻微地开始改变进攻战略，并在3月6日开始正式讨论拉萨条约的“补充条约”，在该条约中，中方宣布拉萨条约中强加给西藏人的责任，全部由中国来承担。新的贸易市场的开埠得到承认，但针对落实1893年条约的任何修改，都应留待未来的英中谈判解决，而非拉萨条约第二款规定的英藏谈判。在西藏的英国官员只能通过中国官员才能与西藏政府打交道。西藏人的赔款，三年占领春丕谷以保证赔款的偿还等问题都获得双方的一致同意；但唐绍仪建议，新签订的条约应当声明，驻藏大臣会指派一名西藏官员前往春丕谷，支付分期赔款。中方将保证拆除贸易市场和印度边界之间道路上的所有西藏碉堡。自相矛盾的拉萨条约第九条将由英方负责澄清：英国绝无意图吞并西藏领土或干涉西藏内部事务；英国还将发表宣言，拉萨条约第九条的所有禁令不仅适用于英国，也适用于其他外国，但自然不包括中国在内。

印度政府压根从未考虑过所有这些问题。他们派一支英国军队去拉萨，绝不是为了让中国在拉萨重建权威。费礼夏用三点总结了英国的立场。英国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鉴于西藏的地理位置，中国须承认英国在西藏有着特殊利益。只要其他外国都必须遵守拉萨条约，那么英国也应当遵守，但因英国官员出现在贸易市场上而出现一些例外：例如，英国人可以修建和维持江孜与印度边界之间的电报线。在3月10日阐述这些观点时，费礼夏提到，中国方面不应过度强调他们在西藏毫不胜任的管理；否则，英方也可以说，中国应当为1904年5月西藏人在江孜袭击荣赫鹏使团负责任。费礼夏继续说，中国没能让自己的西藏臣民遵守1890年条约关于锡金-西藏边界的有关规定，也没获得西藏人的合作，令亚东贸易市场正常运转。由于过去几年的经验，英国人已经得出结论，西藏是“一个自治的国家，有自己的一套行政体系，自行征税，并自行与邻国缔结条约”。费礼夏宣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做的就是承认庵士尔下令修改后的拉萨条约，修改部分已针对赔款金额的大小和占领春丕谷的时间做了相应改动。

在谈判的这一关头，费礼夏提出了印度政府关注多年的一个问题，但却在迄今为止的中英正式外交关系中未起任何作用。自1890年锡金-西藏条约签订以来，为中华帝国海关部门服务的英国臣民就已经驻守在锡金-西藏之间的边界上。像赫政（James 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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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中国海关机构的首领赫德（Sir Robert 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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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人物，戴乐尔（Taylor），好博逊（Hobson），孟国美（Montgomery），巴尔（Parr），韩德森（Henderson）等人，在英藏关系中扮演了非常显著且重要的角色。
 
[58]

 时任中国海关驻亚东官员的韩德森，自加尔各答谈判一开始，就始终充当唐绍仪的顾问。印度官员虽然与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欧洲人私人关系不错，但都十分反感他们的出现。有时候，印度官员和在海关工作的欧洲人连私人关系也不怎么好。印度外交大臣莫蒂摩·杜兰德爵士（Sir Mortimer Durand）曾在1890年中英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就对赫政（James Hart）产生了极其反感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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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康纳和惠德也不是特别喜欢韩德森，因为他自1904年底接任巴尔上尉以来，总是无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1904年12月，欧康纳在信中大篇幅地抱怨韩德森，只因他刚刚声明拉萨条约是无效的，这让欧康纳极为反感。一想到前往西藏的欧洲人竟能做出上述言论，这着实让边界上的英国官员有些震惊。当韩德森告诉欧康纳，他打算短期访问江孜，欧康纳愤怒至极。拉萨条约已规定：英国臣民须经锡金政务官的批准，才能进入西藏访问贸易市场。当然，作为一名中国官员，韩德森可以不必征求英国官方的许可便能在整个中国领土上自由行走。当欧康纳请韩德森解释江孜之行的目的时，韩德森以一种生硬冷漠的语气正式宣布“他认为，印度外交局无权要求中国官员为自己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领土上的行动及其动机做出任何解释”。

欧康纳用强有力的言辞攻击了那些在西藏供职的中国欧洲雇员。巴尔和韩德森都参与了西藏政治，并给西藏官员出谋划策，而这些建议并不总是符合印度利益的。欧康纳报告说，这些为中国海关供职的欧洲人，在与西藏人打交道的某些时候显得非常傲慢，这与他们和汉人打交道的态度完全不同。由于西藏人并不能完全区别那些为中国海关供职的欧洲人和受雇于印度政府的欧洲人，像巴尔和韩德森那样的人很有可能将欧康纳辛辛苦苦争取来的西藏人的好感消解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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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荣赫鹏使团离开拉萨后没多久，印度政府已经在考虑如何除掉这些令人厌烦至极的、为赫德服务的欧洲人。其时，这些欧洲人都是英国人，实际上，印度政府可以合法地将其驱逐出印度，或阻止其经印度前往西藏，但随后赫德还会派法国人，甚至俄国人来替换这些英国人，如此一来，情况只会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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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尔各答谈判给印度政府提供了一劳永逸地终止这种令人讨厌的现状的途径。因此，费礼夏提出建议，如果想对拉萨条约第九款做出任何修改或补充，中国必须放弃雇用欧洲人的权利，包括在西藏供职的海关官员。

将欧洲籍的海关雇员驱逐出西藏的问题，几乎引发了西藏（Tibet）这一术语的地理学定义。甚至连寇松勋爵都从未提出拉萨政府对所有藏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行使管辖权。在东部，藏族百姓居住的地方长期处在中国各省政府管理之下，如云南省、四川省和甘肃省。在这些地区，中国有权雇用欧洲人，因为这些地方属于中国内地18个省份的一部分。因此，一旦英国人宣称在中国拥有“宗主权”（Suzerainty）的西藏地方有效地禁止中方雇用欧洲雇员，那么，自然包括打箭炉等特殊地区，而中国人则认为自己在打箭炉拥有“主权”（Sovereignty）。若英国人真的如此行事，那么印度政府将会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谈判中省去多少麻烦！西姆拉谈判就是因为这一内（中国）外（西藏）边界问题而陷入僵局，继而中断，以失败告终。

然而，唐绍仪坚决反对限制整个中华帝国海关供职的欧洲海关职员的权利。费礼夏的建议，是对中国海关这一伟大机构荣誉的中伤和诋毁，目标显然是削弱中国在印藏边界上的影响力。唐绍仪认为，在印藏边界上的中国海关欧洲雇员显然更有能力抵制某些英国官员的高压横暴行为，例如惠德、欧康纳之流。此外，唐绍仪完全不同意英方让中国承认英属印度在西藏具有特殊利益，因而在此享有特殊地位的观点。西藏和北京周围的地区一样，都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如果中国承认某个外国在中国的某处有特殊地位，那么，其他列强自然也会在中华帝国其他地方寻求同样特殊的地位。唐绍仪提到，例如，法国正迫不及待地制造借口成为云南的保护国。从加尔各答谈判开启的那一刻起，唐绍仪必然十分清楚，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对待西藏的看法分歧太大，根本不大可能达成令双方都满意的妥协。印度政府已通过英藏直接谈判签订了拉萨条约，现在只希望中方也接受这一条约暗含的意思，并同意：尽管西藏在名义上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西藏已经处于自治地位。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则竭力想取消拉萨条约中暗示的这些含义。他们打算对拉萨条约中关于开放贸易市场的条款做一些让步，但他们不打算在宣称对西藏拥有主权方面放弃任何权利，即便他们暂时还不能名副其实地落实这一主权。

中方的立场是要求加尔各答谈判应遵循两条原则。一方面，在讨论英藏关系细节的时候，中方打算接受拉萨条约中的某些条款，但他们是想利用这些禁令来划定这些条款的范围，如此，便可防止印度政府利用这些条款，将其作为将来扩张英国影响的基础。另一方面，唐绍仪和他的顾问打算坚决维系中国在西藏最高统治权的每一个符号和象征，即便谈判无果而终也在所不惜。因此，唐绍仪同意接受拉萨条约作为“现有协议
 ”（an existing agreement）和双方讨论的基础；但他不会接受拉萨条约作为一则“有效的
 ”（valid）条约，因为中方并没有在该条约上签字。唐绍仪准备与英方讨论新开埠贸易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英国权利的问题，例如，维系从印度到江孜的电报线，允许英国臣民从印度到这些市场游历等。但之所以做出这些规定，是为了阻止英国人在西藏其他地方修建电报线，剥夺英国臣民选择除了从印度直达江孜和噶大克之外路线的权利。中方接受拉萨条约规定的任何一款，都取决于印度是否愿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即便没有明说，也是这样暗示的。为了牢牢记住这一特殊问题，在谈判继续的过程中，唐绍仪对外交礼仪问题越来越敏感。4月，当孟加拉政府致函唐绍仪的语气宛如写给自己政府手下的职员，如，在信的开头写道“我奉总督阁下之命给您写信……”之时，中方代表唐绍仪宣称他受到英方的冒犯。他，也是“阁下”（His Excellency），孟加拉政府给他写信时，应当基于一位阁下写给另一位阁下。此外，他还应被尊称为唐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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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非唐绍仪。在写给印度总督的信中，唐绍仪反戈一击，用中国称呼某省首领的职衔来称呼印度总督。唐绍仪称，作为一名全权代表，他的职衔至少等同于如此理解下的“总督”。

1905年7月，唐绍仪和英国代表之间的争论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而该问题则象征着其他所有争论中的问题。费礼夏和韦礼敦坚持认为中国在西藏拥有的权利是宗主权（Suzerain Power）
 ，而唐绍仪则认为中国在西藏拥有主权（sovereign power）
 。这两个术语的语义学区别并非十分清楚。即便是在加尔各答谈判的过程中，唐绍仪也时而不时地使用宗主权这个词，但他实际上指的是主权；甚至在近期，尼赫鲁先生还在公开嘲笑那些试图明确区分这两个术语概念的人。然而，实际上在荣赫鹏使团期间，宗主权（suzerainty）和主权（sovereignty）的概念就已经成为西藏问题技术性术语的一部分，除了在西藏问题中得到精确使用之外，该术语可能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使用过。英国人从未否认中国在西藏拥有其他国家所不享有的权利。在1876年签订的《烟台条约》另立专条和1886年签订的缅甸——西藏条约中，英国均承认中国在英藏关系中起到的作用。1890年，在西藏人未参与谈判的情况下，英中双方签约，中方放弃了西藏对锡金领土的权利。1893年，又一次在未征询西藏人意见的情况下，英国代表和中国代表规定了未来印度和西藏贸易行为的模式。因此，拉萨条约偏离了由来已久的先例，是英属印度和西藏在中方没有参与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英方很难否认该条约没有包含西藏地位发生变化的暗示。的确，当荣赫鹏使团在行进过程中，英方有好几次否认西藏地位发生了任何变化。例如，1904年6月，美国驻伦敦大使乔特（Choate）拜访兰斯顿，说“他猜测我们仍然认同西藏是中国统治区的一部分，我们……［英国］……并不希望在此方面改变西藏的地位”。兰斯顿回答说，“阁下的猜测完全正确，我们的确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政府通力合作，但不幸的是毫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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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英国毫无疑问地正式承认了中国在西藏拥有一定的监督管理权利。然而，在早期英国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涉藏条约，均没有精确定义过中国在西藏的这种地位。随着英方提出建议讨论中国是否遵守拉萨条约一事，中国人下决心要为这一地位争取精确的定义。1904年11月，清廷外务部亲王在与萨道义讨论这一问题时，竭力想正确阐述这一描述西藏和中国关系的术语。亲王说，西藏人习惯于称中国皇帝为“皇上”（Huang-shang
 ），而非“大皇帝”（Ta Huang-ti
 ），后者是外国对皇帝的专门称呼。达赖喇嘛将中国皇帝视作自己的政治领袖，达赖喇嘛的任命需要中国皇帝所颁敕令的批准和承认（敕书，Ch’ihShu
 ）。了解亚洲历史的萨道义提出了反驳，他说：明代的时候日本幕府将军（Shogun of Japan）也收到过中国皇帝的敕书，那是否意味着中国对日本也有一定的政治统治权？亲王被激怒了，他说：不是，那种情况“不过是大国对小国的一种行为”，与西藏问题没有任何相似关联性。亲王认为，与西藏情况最相似的是蒙古。他声明，西藏和蒙古都曾是中国军队征服的地方，中国在这两个地方拥有同样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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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一地位，1905年8月，清廷外务部的那桐（Na-t’ung）也曾告诉过萨道义，中国是主国（主权，sovereignty），不是上国（宗主权，suzer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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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西藏不是中国的朝贡国，在朝贡国，中国的权利仅仅是象征性的；西藏是中华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西藏，就像在中国内地18个省份，中国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通过这些讨论，有关宗主权和主权等术语究竟如何定义，它们在西藏问题这一语境中究竟暗含着什么，变得日益清晰。在中国是宗主国的西藏，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未经中国政府调停，便与西藏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在中国权力不过是对过往辉煌历史的象征性提醒的西藏，西藏政府可通过与英属印度打交道来宣示自己的独立。而另一方面，在中国是主权国的西藏，英国只能通过中国官员和西藏政府打交道。这种情况下，西藏是中华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加尔各答谈判过程中，事态的发展逐渐清晰：印度政府正在竭尽全力让中国承认他们在西藏的地位仅仅是宗主权地位，即暗含这种意思；当然，中国则竭力避免承认这一点，因此，中方不愿承认拉萨条约的合法性，因其暗示着西藏成为可以缔约的国家。唐绍仪在加尔各答谈判过程中所做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中国在西藏地位的定义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这一方案既能令印度政府满意，同时又能不放弃中国在西藏的权利。当费礼夏表示拒不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之条款时，唐绍仪建议措辞为“大不列颠承认中国对西藏现有的权威”（Great Britain recognizes the existing authority of China over Tibet）。当这一建议也遭到拒绝后，唐绍仪表示，文本中完全不再出现宗主权或主权这两个词。

寇松多年来始终表达着对中国在西藏“虚构”权威的日益愤怒，他认为，拉萨条约不应导致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因为中国人根本无法有效控制西藏。1905年7月，寇松认为当前的谈判毫无出路。唐绍仪应当要么完全接受费礼夏的草约，要么回家，如此，拉萨条约便成为没有中国参与的有效协议（在英国人眼里）。然而，英国本土政府认为，中国承认拉萨条约的问题应当继续谈下去，他们倾向于同意清廷外务部的看法：如果无法在加尔各答达成协议，那么就应转移到伦敦或北京继续谈判。7月，外务部亲王（庆亲王奕劻——译者）竟提出建议，应该为此目的而任命唐绍仪为中国驻伦敦大使。中方表示十分急切地想达成协议，并隐隐威胁般地提出，如果达赖喇嘛在西藏问题解决之前返回拉萨，甚至可能会在俄国布里亚特人的护送下返回西藏，将会出现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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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唐绍仪提出自己疾病缠身，无法继续在加尔各答谈判，并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回国，此时危机爆发了。寇松及其顾问都不太相信唐绍仪的病情。据说，中国代表不过是脚撞在门球铁环上而已，随后他便以纯粹的外交原因卧床不起。
 
[67]

 寇松的猜测很有可能是正确的。据说，唐绍仪要求北京在下述条件下召回自己：

意识到我方政府绝不会在主权方面做出妥协，而没有主旨的谈判似乎只能是恳请，我应请求及时被召回，这也是为了符合外交准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此既能避免当前谈判的僵局，又能给将来谈判成功增加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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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中方看来，唐绍仪的离开是及时的。10月，唐绍仪的秘书张荫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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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费礼夏，他已受命继续前往加尔各答谈判，印度政府发现自己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寇松已经辞职，即将在11月离开印度。有理由相信，他的继任者敏托勋爵在否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方面，态度不会如此坚决。此外，谈判中的英国一方代表费礼夏担任印度外部大臣一职任期刚满，很快就会移交给路易斯·戴恩爵士（Sir Louis Dane）。若要从费礼夏离开的地方继续谈判，戴恩需要一个全新的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看来，谈判很有可能需要重新开始。张荫棠显然已准备好延长在加尔各答停留的时间，因为中方代表已将租住处的租约延期6个月。即便印度政府准备好应对这一情况，是否能带来任何好处还完全不清楚。除了唐绍仪已提出的各项内容，张荫棠无权再做任何改变；他只能讨论拉萨条约的“修改”，这意味着他将负责重新谈判的任务，并宣布该条约和现在一样无效。

寇松勋爵认为再继续下去毫无意义。1905年11月14日，当张荫棠拜访费礼夏之际，费礼夏询问张荫棠，他是否会在已提交给唐绍仪并为唐所拒绝的英方草约上签字。张荫棠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费礼夏告知张荫棠，谈判从此刻起结束。寇松在写给印度总督的最后一封信中说：

在我看来，现在印度政府所要做的只剩下正式通知北京：印方不需要中方支持拉萨条约，因为他们从过去到现在都始终认为，拉萨条约是一个完整而合法的条约。如果印方认为有必要执行拉萨条约各款，印度政府将单独采取措施，不会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
 
[70]



他认为，印度终止当前的谈判，有百益而无一害。只要中国人还在加尔各答谈判，西藏人就会继续认为，拉萨条约不过是暂时性的。拉萨条约已被庵士尔勋爵修改了一次，但他们认为，它极有可能还会再次被修改。然而，随着谈判的终结，西藏人别无选择，只能勇于正视荣赫鹏所签条约暗含的意义，英国人终于开始从拉萨远征中获取一些利益，而此次远征耗费了他们100万英镑。寇松认为，没能让中国政府接受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利益是彻底的失败，但也有可能是从当前这些谈判中所能得到的最佳成果。

在1903年或1904年初的英国政治气候下，或许不需要中国政府的支持，拉萨条约也能立得住。如果寇松继续担任印度总督，印度政府必然会竭力反对在北京或伦敦重开中英谈判。然而，在1905年末，不仅印度总督的任选发生了变化，英国政府也发生了人事变动。正如我们在英国与班禅喇嘛关系的例证中所看到的，新一届的印度政府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卷入西藏边界问题。自由党内阁决定采取这样一种政策：通过与俄国人的谈判来解决英国中亚政策中的主要问题，并希望制造出以友好信任、适度节制的方式处理这些事务的印象，而否认中国在西藏的利益，则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1906年1月10日，已返回北京并被新任为外务部（中国外交部）委员会成员的唐绍仪，带着一份刚刚草拟的中英协议拜访了萨道义爵士，这位英国驻华大使奉命重开谈判。

唐绍仪的草案几乎没任何新意。要是在加尔各答谈判期间，英国方面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条款。拉萨条约“得到了确认”，但确认方式是为了证明：只有经过确认，荣赫鹏条约才能获得有效合法性。英国政府保证，不“侵吞”西藏的领土，也不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拉萨条约第九条制定的各种禁令，既适用于其他外国，也同样适用于大不列颠；但英国人获准在印度和江孜之间修建电报线。1890年签订的中英条约，以及1893年签订的贸易协定，均附在该草约正文之后，只要其内容不与拉萨条约或当前草约相冲突，就依然保持有效。在该草约中，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问题被特意回避了；但第一条款令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为西藏是否遵守拉萨条约承担了一定责任，也便暗示了中国对西藏的权威。该草约第三条详细阐述了拉萨条约第九条内容，明确声明，针对西藏而言，中国并非
 外国，而大不列颠则绝对是
 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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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敏托勋爵为首的印度政府和寇松任总督时的印度政府一样，并不想迫切地重开谈判。敏托提道：

在真正执行和落实拉萨条约这方面，我们并不特别在意中国是否遵守该条约，反而认为达赖喇嘛的未来地位问题更为重要。目前，西藏一切进展顺利，而扎什喇嘛（班禅喇嘛）成功地访问印度后返回西藏，则令事态更为顺利。

敏托总结到：如果真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中方进行谈判，那么，“或许有可能与中方商议，请其关押现任达赖喇嘛（正如历史上他的某位前任那样），并宣布彻底将其驱逐出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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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道义并不反对让中国政府将达赖喇嘛驱逐出西藏，但从彼得堡调到英国外交部的查尔斯·哈定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却认为，俄国驻京公使馆必然会竭尽全力劝说中国人反对敏托的这一建议。他解释说，俄国人“认为扎什喇嘛（班禅喇嘛）是我们的人”，不愿意看到他在西藏一枝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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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2月，萨道义小心谨慎地就达赖喇嘛的废黜问题试探清外务部的立场，当发现他们反对这一计划后，萨道义毫不吃惊。他报告说，自1905年6月他在库伦与俄国驻北京大使璞科第会面后，中国政府曾随后两次下令命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在此阶段让中方改变其公共舆论会很困难。然而，达赖喇嘛认为拉萨有很多人准备阴谋策划反对他，因此似乎不愿意这么快就回到拉萨；另一方面，只要能将达赖喇嘛安全地掌控在西宁附近的塔尔寺，中国政府似乎也不急于逼迫达赖喇嘛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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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达赖喇嘛返藏的问题暂时被搁置，萨道义和唐绍仪很快对一份草约达成一致意见，该草约和与唐绍仪在1月提交的草约大同小异，但改动了几个字。例如第二条的修改，英国同意不会“兼并”（annex）西藏的领土，而非原来的措辞“侵犯”（encroach）西藏领土。由于在获取令人满意的中文版拉萨条约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导致双方谈判有所耽搁：该中文版拉萨条约将作为新条约的附件，是驻藏大臣于1904年底寄给清廷外务部的，与英文版的拉萨条约有相当大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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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正如《泰晤士报》所言，双方谈判“在友好氛围下顺利进行”，这应归功于唐绍仪，“这位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委员之一的耶鲁大学杰出毕业生所签的条约，成为长期以来中国所签订的最令人满意的一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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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绍仪非常配合，他甚至同意将西藏的欧洲籍中国海关雇员驱逐出去，而当初在加尔各答谈判中，他曾坚决反对这一条规定。1906年4月27日，英中双方签订条约，附在该条约后面的是唐绍仪和萨道义互换的公文，其中规定：从条约签订即日起一年内，中国仍可以在西藏雇用欧洲雇员，但一年后将彻底终止在西藏雇用欧洲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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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印度政府的某些官员而言，签订1906年中英条约意味着失败；因为这些官员希望荣赫鹏拉萨之行仍能成为维系英国在西藏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尽管该条约没有宣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却显然暗含了这层意思。该条约第二款有效地阻止了英国在政治上利用其与班禅喇嘛的友谊，欧康纳和惠德过去都曾这样建议过，这自然会被理解为英国干涉西藏行政。该条约第三款排除了英国利用西藏矿产财富的可能性，并明确了一点：至少在这方面，英国和除中国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正如第一款内容规定，当中国人承认拉萨条约后，他们便绝对承担起拉萨条约未能解决的关于英藏关系方面的责任。若按拉萨条约，本应当是在无须中国参与的情况下，由英国和西藏所讨论的全新贸易规定，现在却成为无须西藏参与的情况下，中英双方谈判的主题。西藏政府支付赔款一事，现在直接变成中国政府所关注的问题。正如荣赫鹏略带辛辣的评论所指出的：“签订这样一则条约，远远没能改善我们（英国）在西藏的地位，或增强英藏交流沟通的规律性，似乎反而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78]



根据其附件拉萨条约，1906年中英条约规定西藏政府向印度政府赔偿250万卢比，但并没有具体指出这笔赔款如何被转交给英国政府。印度政府对于北京的局势变化深感失望，认为这削弱了英国在西藏的权威，并下决心以西藏赔款一事作为手段，表明英国人仍视拉萨条约为合法有效条约，而非如中国人目前在西藏宣告的那样，该约已被新缔结的中英条约所取代。拉萨条约规定西藏政府应当支付赔款，并未说过中国政府可以替代西藏支付赔款。因此，印度政府认为，即便仅仅是象征性的，西藏政府也应负责支付赔款。

荣赫鹏认为，作为对西藏战争中英国所承受支出的合理赔偿，西藏人的赔款是理所当然的，但强迫征收这样一笔赔款的真正原因则是政治性的。为了保证西藏方面支付这笔赔款，英国人可以占领春丕谷。在庵士尔勋爵缩减赔款金额之前，当其仍需75年分期付款之时，这实际上意味着英国人将长久地占领春丕谷这块具有战略意义的、通往西藏高原的大门。即便当赔款金额减少了三分之二，印度政府仍希望从这笔赔款中挖掘一些政治资本。印度政府支持了欧康纳在1904年11月提出的建议，即作为减少赔款的回报，英国应要求西藏人派一个由主要首领组成的使团前往印度：

作为德尔智使团前往沙皇俄国的反制手段，如此便会产生最佳政治效应。当西藏代表团成员参观了一些现代科学奇迹和现代战争设备之后，必然会对此留下深刻印象，这将成为未来维系西藏安定局面的最佳保障。
 
[79]



西藏人如期受邀访问加尔各答，但他们极其合乎情理地予以回绝，称无法适应孟加拉的气候，即便有任何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完全可以在江孜解决。
 
[80]

 即便如此，就算不打算前往英属印度，西藏人似乎也必须派一名重要官员前往英国江孜贸易代表处支付赔款，而这一过程也可以持续25年。庵士尔勋爵虽然宣称西藏人偿还三次分期赔款后英军就需从春丕谷撤离，但他并未详细指明，全部赔款只能分三次付清。

中国政府十分清楚赔款暗含的象征意义。自加尔各答中英谈判无果而终的一刻起，清廷便颁布一条敕令，宣布中国慷慨地同意代表其西藏臣民缴纳赔款，1905年12月，大意相同的汉语和藏语敕令便张贴在西藏的主要城镇了。
 
[81]

 这则消息令印度政府愤怒不已，因为这是中国人千方百计地打算削弱英国在西藏影响力的又一个标志，而伦敦获悉该消息后也喜忧参半。英国外交部的兰斯顿勋爵认为，至少中国政府承认了拉萨条约，否则他们就不可能代表西藏人支付赔款，让他们这样做“简直就是承认了中国人的干涉行为：将西藏从履行拉萨条约赔款责任中解救出来”
 
[82]

 。但是，印度事务部的布罗德里克在了解到兰斯顿的观点后认为，“对于印度政府而言，直接向西藏人征收赔款产生的道义影响远远没有直接迫使西藏每年向印度政府纳贡，并持续25年有价值”。
 
[83]

 （原书53页第一段最后一句）

几经考虑后，印度政府发现很难阻止中国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支付赔款。然而，当听说中国政府下令汇丰银行将第一笔赔款直接转账给印度财政部后，印度政府坚决要求赔款事宜必须由一位西藏官员经手。
 
[84]

 当张荫棠获悉印方这一要求后，立即安排一位西藏高级噶伦经由北京和拉萨抵达加尔各答处理此事。1906年2月，色琼协摆（Sechung Shape，即噶伦）从拉萨出发，并奉命在抵达加尔各答后从张荫棠处接管赔偿金，然后将其交给印度政府。敏托坚决要求色琼协摆在加尔各答拿到赔偿金后返回江孜，然后将其交给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敏托这样要求的理由是，真正的赔偿金移交手续应当在西藏土地上办理，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给西藏舆论留下深刻印象。
 
[85]



色琼协摆于3月初抵达加尔各答。印度政府将其安置在黑斯廷斯住宅（Hastings House），此处一般用于接待访问印度的高官显贵；但印方很快愤怒地发现，中国政府已经为色琼协摆安排了一处住所，在基德街15号。色琼协摆告知印度政府，他此行携带了833333卢比，是赔偿金总额的三分之一，这其中的含义十分明显：只需三次分期付款，而非25年，西藏方面就能将赔偿金付清。
 
[86]

 敏托原打算坚持庵士尔勋爵修改过的拉萨条约
 
[87]

 ，就此情况小题大做一番。然而，英国本土政府却持有不同看法。英国外交部认为印度总督有些“失去理性”。莫利也这么认为。
 
[88]

 伦敦告知印度，接受三次分期付清赔偿金的现状。然而，到这个时候，已经六周多时间过去了。由于没能见到敏托，心里逐渐对印度政府产生厌倦，色琼协摆已经前往大吉岭古姆寺（Ghoom Monastery）。5月，敏托终于不再坚持在江孜支付赔款的幼稚计划，协摆随即就被召唤至加尔各答。1906年5月29日，色琼协摆给印度外交局（Indian Foreign Office）呈递了一张汇丰银行所开833333卢比5安那（旧时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的旧辅币单位，1安那等于1卢比的[image: ]
 ——译注）4派士的支票。
 
[89]

 1907年，当敏托建议重复这一荒谬的伪装之际，莫利立场十分坚定，坚持允许中国政府从北京通过电汇将第二笔赔款直接转给印度财政部，不再需要西藏官员参与其中。
 
[90]



加尔各答谈判的失败，给在印度政府供职的英国官员留下了持久而深刻的印象。他们感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被自己的本土政府背叛了。他们竭尽全力否定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地位，决不放弃他们认为的英国政府最低标准；然而，当谈判地点从印度转移到北京的那一刻起，他们的观点就始终被忽略；如果可以自行决定，他们永远不会接受中方当前提出的条件。对敏托的那些顾问而言，伦敦的英国外交部对印度边界安全产生的威胁，简直和俄国对印度边界的威胁一样大。印度政府不会忘记1905～1906年的教训。当1910～1912年西藏边界危机来临，中英双方将再次围绕西藏地位展开谈判时，印度政府英勇奋战，竭力争取控制局面，绝不重蹈覆辙，令伦敦的英国外交部和北京的英国驻华大使任意践踏印度的核心利益。如果印度政府不这么做，那么1914年西姆拉会议必然会是另外一个样子，麦克马洪线也极有可能从未被划定。

第四节 莫利的精明无为政策和游历者在西藏的问题

尽管遭受了拉萨条约的挫败，以寇松为首的印度政府仍坚持不懈地尝试寻找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虽然英国代表不能随时访问拉萨，但至少印度政府和扎什伦布寺的班禅喇嘛及札萨喇嘛们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保存的档案文献表明，正是惠德和欧康纳二人主动向班禅喇嘛示好，而这一切极有可能是寇松总督批准的，其暗含的意义也为寇松所理解。此外，加尔各答谈判的失败是因为寇松竭力想要保留拉萨条约取得的成果，并未打算将拉萨条约变成又一个令英国失去与西藏政府保持直接联系的权利的英中条约。

1905年11月，从寇松勋爵手中接任印度总督之后，敏托勋爵开始有时间思考西藏问题。他似乎得出结论，或许继续坚持其前任的西藏政策中幸存的成果是明智之举。当然，敏托并不赞同寇松笃信的俄国在中亚的野心给英属印度带来的威胁，但他认为若遇到合适的机会，印度政府没有理由不让西藏感受到自己的影响。很快，敏托对印度边界的英国权威问题产生了寇松主义者特有的敏感。如果英国听任敏托自行其是，毫无疑问，英国官员将不断地拜访班禅喇嘛，秘密地与之讨论政治问题。如果敏托在加尔各答谈判中强辩到底，中断谈判极有可能是最终的结果。即便没有中国人的坚持，印度政府也一定会对拉萨条约满意，而印度政府的反对立场也很可能令萨道义无视唐绍仪提出在北京重开谈判的要求。

只要巴尔弗和保守党还在掌权，英国本土政府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涉西藏问题。毕竟，是英国本土政府批准了荣赫鹏使团赴藏。即便伦敦政府公开宣布荣赫鹏已越权签署了拉萨条约，但也从未宣称寇松为派使团前往拉萨所列的理由是错误的。布罗德里克虽被寇松的边疆政策所激怒，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支持这一政策。总而言之，保守党政府反对寇松的政策，是出于自身利益，而非由原则来指导。因此，布罗德里克和兰斯顿认为，寇松的西藏政策是在内阁的眼皮子底下捅了马蜂窝，为反对派提供了攻击的素材，给俄国人提供了外交抗议的理由。兰斯顿则以否认英国打算在西藏建立永久性影响作为手段，劝说俄国人同意英国在其他地方的行动，尤其是接受1904年4月签订的涉及埃及和埃及债券持有者的康邦——兰斯顿（Cambon-Lansdowne）协议，在此过程中，兰斯顿发现寇松不断成为外方令自己感到尴尬的主要源泉。尽管如此，兰斯顿毫不怀疑俄国与达赖喇嘛相互勾结的证据，并始终对此保持警惕；他还认为，英国应当竭尽全力与之对抗。布罗德里克可谓批评寇松的西藏冒险政策最直言不讳者，但他的批评多数是出于私下对寇松的不满（具体原因还不清楚），而非原则性问题。和寇松本人一样，布罗德里克绝不是一个亲俄者。1905年5月，当日本海军在对马群岛战役（the battle of Tsushima）中战胜俄国后，布罗德里克写信说，“这么多年来，他没有遇到比摧毁俄国战舰更令人高兴的事情……俄国人至少要花25年才能重拾威望”。
 
[91]

 他不可能仔细检查印度边疆政策的每一个细小方面，看其是否有可能冒犯俄国。的确，截至1905年，兰斯顿和布罗德里克开始真正严肃地考虑英俄恢复友好关系的前景问题了。查尔斯·哈定在担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之际曾探究过这种可能性，日本人的胜利令英俄关系的改善变得更为容易，因为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大大削弱了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并损害了其利益。正如布罗德里克在1905年3月指出的，“远东的事态发展开始令我们思考，或许再过六个月或九个月，俄国就会被消耗到未来多年内都不会再对我们造成危害的程度”。
 
[92]

 然而，与俄国和解并非英国保守党政府关注的重点。

自由党政府的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于1905年12月4日正式就职时，正值寇松将印度总督一职移交给敏托两周之后，他决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改变英俄关系的本质。英国外交部的格雷和印度事务部的莫利决定，不采取任何有可能引起俄国人怀疑的行动。1905年12月，这一新立场产生的影响力已显而易见，因为莫利对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政治含义表示十分惊愕。新任印度事务大臣莫利认为这是一个意外事件。他长期以来的观点是，大多数英俄紧张关系都是由两国的边疆官员活动引起的，这些官员的政策有时候与其在伦敦和圣彼得堡上司的政策截然相反。“边疆人”（Frontier men）有自己看问题的方法。莫利十分赞同这种令人钦佩的观点。他们通常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执行极为困难的任务，有时，他们的工作还无法获得应有的认可。然而，莫利认为，那些供职于印度边界的英国官员，常常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在1906年10月写给敏托的信中，莫利说：“他们持有一定的偏见，忘记了复杂的密谋策划，为利益展开的激烈竞争，最恶毒的阴谋诡计等，无论你喜欢与否，这些都是构成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像我们这样无比巨大的帝国，暴露的弱点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帝国都多。”
 
[93]

 因此，伦敦必须坚持不懈地密切关注这些“边疆人”；在这种情况下，莫利倾向于认为印度总督有时也应包括在他们其中。

莫利对边界内外不受监督的印度官员的怀疑态度，在未来四年内对英国的对藏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印度事务部规定无论何种国籍的欧洲人，都不得经由英属印度前往西藏探险。在荣赫鹏使团进入拉萨的两年后，印度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开展一系列冒险行动，以此提高英国人对西藏的地理知识，并展示这一事实：英国现在已和喜马拉雅山外的西藏政府建立了联系。1904年10月，以罗林（C. G. Rawling）为首的噶大克探险队便是该探险活动的一部分。罗林一行的目的是探索雅鲁藏布江上游，这样便给欧康纳第一次拜访班禅喇嘛提供了机会。此行的成功又激发了其他探险项目。1905年2月，曾是荣赫鹏使团成员的莱德上尉（Captain C. H. D. Ryder）提出，应从东面前往雅鲁藏布江。他打算带领100名廓尔喀人组成的护卫队，以解决那个年代最大的地理学难题之一：雅鲁藏布江瀑布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Tsangpo falls）。
 
[94]

 莱德上尉建议尼德汉姆（J. F. Needham）从阿萨姆出发，在西藏高原与他会合。尼德汉姆在萨地亚（Sadiya）担任了20多年助理政务官，一直负责处理英国与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部族的关系问题。莱德上尉提到，目前西藏人十分配合，但他不知道他们将来是否还会继续愿意合作；但一有机会，英国人就应该竭尽全力在西藏更多地方探险。
 
[95]

 1905年7月，又一个西藏探险计划在获得寇松首肯后启动了。曾在加尔各答谈判中起到一定作用的驻华领事机构官员韦礼敦（E. C. Wilton）表示，他打算经西藏返回中国内地。他将在一两位英国官员的陪同下，带领一小支护卫队前行。
 
[96]

 但当萨道义报告说东部西藏战乱频仍，中国政府几乎不可能为其颁发护照后，韦礼敦计划流产了。
 
[97]

 莱德计划失败的原因似乎与西藏政策无关；1905年10月，莱德再次尝试组织一支颇具规模的英国探险队前往西藏西部，探险队成员包括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医生、测量员以及其他所有可以想得到的各类专家。
 
[98]



寇松始终支持派遣一些英国探险队沿着莱德和韦礼敦建议的路线深入西藏，但他坚持认为印度政府应严格控制这样的探险活动。1905年6月，现行命令规定：未经首先获得政府批准，英国臣民不得从英国国土前往西藏旅行。
 
[99]

 这则命令主要针对传教士、运动员和掘金者，若以上这些人群冒犯了西藏地方政府，则有可能令印度政府卷入外交纠纷。但这项禁令的初衷并非全面禁止前往西藏探险，敏托就是这样认为的。尽管1906年5月他拒绝批准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苏格兰地理学会派遣探险队从印度前往西藏，此决定令那些试图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人极为愤怒，但他仍然在原则上批准了一些其他更显官方性质的计划，如莱德和罗林前往西藏西部的计划，查尔斯·贝尔前往不丹北部和阿萨姆喜马拉雅的计划，以及欧康纳前往西藏东南部的计划。
 
[100]

 要不是因为斯文·赫定（Sven Hedin）
 
[101]

 ，这些探险或许真有可能实现，因为拉萨条约和1906年中英条约都没有具体规定禁止英国探险队前往西藏贸易市场之外的地方。

伟大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在中国新疆和西藏探险10余年。在过去，印度政府有时会怀疑、并监视斯文·赫定的活动，认为他和其他人一样，在为俄国矿产利益集团寻找黄金。然而，除却政治因素之外，斯文·赫定颇受其在中亚的英国学生的推崇。如，荣赫鹏曾于1890年在喀什噶尔初次遇见斯文·赫定，寇松勋爵有一次曾向赫定承诺，只要他还是印度总督，就会帮助这位瑞典人从印度进入西藏。1905年初夏，赫定提醒寇松曾许过的承诺；1905年7月，寇松回信中这样说道：

我很骄傲，在我任职印度期间仍然可以为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唯一遗憾的是，在您伟大的探险结束之前，我就要离开印度了……我会给您安排一个当地的优秀测量员陪伴您同去，同时，我还会派人为您进行天文学观测和气象学记录。
 
[102]



1906年5月，当赫定抵达印度时，测量员和天文学、气象学专家已在印度测量局总部台拉登（Dehra Dun）等候了。令赫定气恼的是，他发现尽管敏托和寇松一样十分支持他的计划，但敏托认为没有莫利的批准，他就无法授权自己前往西藏。很快，赫定就意识到，他在中亚的这次特殊冒险行动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来自西藏严酷的气候和稀薄的空气，以及西藏的高山和未开化的居民，而是来自英国！如果我能绕开约翰·莫利的阻挠，那么，我很快就能与西藏和解”
 
[103]

 。

事实证明，绕过莫利是不可能的。然而，敏托认为赫定“十分值得我们去鼓励”，因寇松勋爵曾给予的承诺，印度政府理应帮助这位瑞典人，故此，敏托尽最大能力劝说莫利同意赫定的西藏之行。
 
[104]

 他指出，如果赫定此次从印度进入西藏的计划受挫，他就只能从新疆进入西藏了。此外，赫定还计划前往英属印度北部边界的雅鲁藏布江峡谷探险，随时关注他在这一敏感地区的活动不失为明智之举。因此，敏托建议，让同样希望前往西藏该地区的罗林加入赫定此行。如果赫定真的发现了黄金——敏托对此抱有很大希望——英国政府也将了解这一情况，并有足够时间准备抵制那些紧随而来的淘金者掀起的淘金狂潮。在向莫利提出这条建议的同时，敏托也借机提出了英国官方对于在西藏探险的一整套政策，或许，拉萨条约允许英国臣民游历西藏贸易市场、且没有限定游历者选择何种路线的规定，还可以证明这条政策是有据可依的。因此，敏托建议，不仅应允许斯文·赫定前往西藏，同时由罗林（携带一小支廓尔喀护卫队）随行，还应批准其他的探险计划，如贝尔、莱德、欧康纳等人的赴藏计划。
 
[105]



看到这些建议，莫利十分震惊。他致函敏托，“这是对英王陛下政府政策的彻底颠覆，我以前曾清楚地声明过这一政策”。随后，他重复了这一政策及其意义，如下文所述：

我不敢冒昧揣测我们最终与西藏的关系会怎样。但是，今天？我们的政策是为了让西藏、中国和俄国都满意——因此我们必须遵守曾经特意对它们做出的承诺，即我们无意进行干涉或做出任何可能导致干涉的行为，这难道还不够清楚吗？自来到印度事务部后，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如此费尽周折地设法获得中国的理解？现在，就在这里，我们与中国达成的协定墨迹未干，甚至还没来得及阅读全文，就看到了来自西姆拉的政策，关于探险、远征以及其他所有挑衅般的、刺激性的行动——如果西藏人起来反抗，则意味着又一次冷血无情的远征，或是屈辱性的默许。我必须重复，且绝不敢乱说：通过这些探险，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呢？但是，今天！！想想仅几周前斯普林-赖斯对拉姆斯多尔夫说过的话吧
 
[106]

 ——他们两人都信誓旦旦地宣告，自己与所有干涉行为毫不相干。想想我们因达赖喇嘛的布里亚特护卫队而引发的争吵吧（多恰当的例子）。
 
[107]

 而现在，我们却在这里，准备派整整一个班的探险家前往西藏的角角落落；竟然还为斯文·赫定配一支由本地助手、一组廓尔喀小分队、一位英国官员组成的队伍前往西藏！我只能认为，这是赤裸裸的寇松主义者所为。
 
[108]



莫利一定仔细考虑过，如果敏托宣布印度政府继续对西藏施加影响力的决定，没有比这更为公开的手段了。斯文·赫定在当时算是闻名世界的探险家之一。他与罗林及其廓尔喀小分队的西藏探险，必然会受到最广泛的国际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关注。欧康纳或莱德，贝尔等，他们本人或许可以隐晦而令人满意地完成探险活动，但令一名英国官员陪同斯文·赫定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莫利坚决不允许斯文·赫定从英属印度进入西藏一事的确被广泛曝光，这很可能影响了国务大臣对他的看法。如果斯文·赫定是最不可能逃脱世界媒体报道的人，如果莫利是在给俄国人寻找可靠证据，证明英国对西藏中立化、不受所有其他外国影响而怀有良好意愿，那么，赫定很可能是被阻止进入印藏边界的最佳人选。在获悉莫利拒绝了敏托替他求情之后，斯文·赫定以个人名义致函英国首相坎贝尔·班纳曼爵士。
 
[109]

 他还向自己的国王、瑞典的奥斯卡（Oscar of Sweden）发出请求，国王随即找到英国驻斯德哥尔摩代表伦内尔·罗德（Rennell Rodd），询问对莫利的态度能否有所转变。
 
[110]

 和寇松一道，珀西勋爵（Lord Percy）已成为英国议会中抨击自由党政府采取的印度边疆政策最有力的批评家之一。他在议会质疑莫利拒绝斯文·赫定的请求，因为这给印度国务大臣（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提供了可乘之机，令其宣称：“印度政府支持经验丰富的探险家展开探险活动，但帝国政府的决定恰好相反，认为应当继续孤立西藏，上届政府就这样小心翼翼地维系这种状态。”
 
[111]

 莫利始终声称，他的西藏政策和之前的布罗德里克如出一辙，但布罗德里克肯定不会拼命阻止斯文·赫定进入西藏。

赫定在遭到印度拒绝，不得从英属印度进入西藏地区之后，决心从中国领土出发达到目的。为此，他不辞辛苦地到了克什米尔，但却发现自己再次面对英国制造的另一个障碍。赫定发现，英国下令其驻克什米尔代表拒绝这位瑞典旅行家继续北行，除非他能证明自己拥有中国政府颁发的前往新疆的有效护照。当然，赫定根本没有这些文件。
 
[112]

 最终，英国方面的立场有所软化。几经耽搁，赫定终于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从拉达克最东北部的荒地进入了中国领土。尽管如此，他仍对整件事情耿耿于怀。也难怪，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斯文·赫定都未曾有过亲英国的立场，并在他的游记《穿越喜马拉雅》中评价莫利的西藏政策过于愚蠢，令英国丧失了荣赫鹏使团千辛万苦争取来的在藏威望和荣誉。

莫利曾在好几个场合宣称，他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与巴尔弗的保守党政府并无二致。但仅从1904年12月2日布罗德里克写给印度政府公文的表面来看，这一观点便在某种程度上值得商榷。
 
[113]

 布罗德里克曾说过，英国在西藏政策的目标仅仅是排除其他外国的影响力，他指的是俄国；一旦达到这一目标，西藏就应恢复到以前的孤立状态。然而，在其拥护者眼中，荣赫鹏使团在这方面并未获得彻底的成功；虽然该使团标志着英国对抗俄国渗透西藏获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但绝非最终的胜利。对印度政府而言，俄国人的边界威胁要远比白厅所能感到的威胁真实得多。印度政府认为，保证印度北部边疆安全的道路还很漫长。的确，若将自1904年底以来的英国在西藏或对西藏的活动串起来便能发现，这些活动最终指向一个目标：将俄国影响力驱逐出西藏。与班禅喇嘛建立联系，争取保留拉萨条约的有效性，为英国官员在西藏探险出谋划策，所有这些活动，都可理解为反对俄国的必要反制措施：俄国与流亡中的达赖喇嘛仍保持联系，俄国代理人也依然出现在西藏，欧康纳时不时地在江孜发现相关证据。
 
[114]



1906年春，当英国发现德尔智再次访问俄国，并与达赖喇嘛派往沙皇的使团在一起，而沙皇则给达赖喇嘛发了一封电报作为回复之时，俄国未曾放弃在西藏利益的证据越聚越多，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此外，就在这一关头，有消息盛传许多俄国布里亚特首领建议自愿组织一支护卫队护送流亡中的达赖喇嘛返回西藏。
 
[115]

 对于正在策划荣赫鹏使团的寇松而言，这些报告是体现俄国政策的最具体证据，英国政府自然也绝不会忽略这样的报告。莫利就十分重视。和他的前任布罗德里克一样，莫利对藏政策的目标也是将俄国人的影响力排除出西藏。然而，他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却和保守党政府所采取的手段大相径庭。不会再有什么荣赫鹏使团。与敏托及其印度政府不同，他们不可避免地倾向于采取寇松主义手段，即在印度边界上采取反制措施抵抗俄国的威胁，莫利提倡在伦敦和圣彼得堡进行谈判，而将边疆完全孤立起来。他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永久性答案，便是英俄双方达成协议来保证西藏的中立，该协议的效力完全取决于英俄双方的良好意愿。本质上讲，这也即“精明无为”政策（a policy of masterly inactivity）——19世纪60年代，劳伦斯勋爵政府所持的一种观点，认为俄国在中亚的野心可以通过欧洲的外交活动得到最佳抑制，而跨越印度边界的冒险活动不仅没有积极作用，反而可能带来灾难。实际上，莫利希望1906年夏季开始的英俄谈判可能签订的英俄协议会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答案。

的确，英俄协议需要驱逐俄国这个妖怪，但中国这个妖怪又作何处理呢？无需太多政治智慧便可看出，一个既没有英国又没有俄国影响的西藏，自然是向中国发出了长期的邀请函。莫利通过英俄协定规定了英国采取的不干涉政策，同时也剥夺了他自己反抗正在拉萨冉冉升起的中国势力的最有效武器。他很有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中国人并非是令他担心的对象。然而，他却没能在更深层次上推理出自己政策所隐含的意义。如果英俄协定不幸将中部西藏的大门向中国打开，那么，为了能满足英国的边界需求，英中两国之间也需要签订一则协议。1910年之前，类似这样的协定并不在伦敦或西姆拉的考虑范围之内。就在我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即1964年夏天，印度政府仍然未能下决心完全接受此类谈判隐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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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条约的全部文本参见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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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17/1752，萨道义致函兰斯顿，1904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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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17/1753，萨道义致函兰斯顿，1904年11月1日，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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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赫政（James Hart），英国北爱尔兰人，赫德之弟。1867年进入中国海关工作，自1872年起历任牛庄、津海、江海、江汉、淡水等关的正副税务司。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之《编辑说明》注2，中华书局，1983，第1页。——译者


 [57]
 赫德（1835～1911），英国人，28岁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掌权长达45年，被清廷视为客卿；他怀揣大英帝国的野心，却又以“中国政府外籍雇员”自居。1854年，19岁的赫德来华，先后在英国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和助理。1859年起任粤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起，代理总税务司职务。1863年11月任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仍挂总税务司的头衔。在主持中国海关的近半个世纪中，赫德不仅在海关建立了总税务司的绝对统治，而且其活动涉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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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17/1775，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5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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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17/1754，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5年2月14日，欧康纳致印度附件，1904年12月23日，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5年5月23日，欧康纳致印度附件，1905年3月24日。


 [61]
 FO 17/1754，惠德致印度，190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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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是中国人的一种尊称和敬语，字面意思可理解为“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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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535/3，第147页，兰斯顿致函杜兰德爵士，1904年6月29日。


 [64]
 FO 535/5，第125页，萨道义致函兰斯顿，1904年11月17日。


 [65]
 FO 17/1755，萨道义致函兰斯顿，1905年8月10日。“主国”（Chu Kuo）是一个古老的中国术语，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通常包含“构成中国的政治实体的一部分”的含义。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结构概念的王赓武博士（Dr. Wang Gungwu）告诉我，“上国”（Shang Kuo）并非真正从宗主权（suzerainty）翻译而来，就像英国人所理解的那样。从传统角度来看，在中国人对“外国”（Foreign Powers）概念理解的一般框架下，“上国”这一表述方式有时用来指一个外国（a Foreign Power），也就是说，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外国，而非处于中国统治之下的政权。在正统的清朝政治观念中，大不列颠应当是中国的“上国”，暹罗也是如此。实际上，“宗主权”概念对一个在清朝外交传统下长大的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陌生的。

现代国际律师对这些术语理解颇深，因此对于宗主权和主权的进一步探讨，可参见布赖尔利（J. L. Brierly）所著《国家法律》（The Law of Nations
 ），牛津，1955，第125页；奥本海姆（L. Oppenheim），《国际法条约集》（International Law：a treatise
 ），共2册，伦敦，1948，第1册，第170页（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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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这一点很重要：正是在加尔各答谈判进展的这个阶段，英国官员开始策划班禅喇嘛的印度之行（参见第二节）。如此，既可以作为达赖喇嘛返回拉萨的对抗策略，又可以作为向中国人施加压力的手段，令中国人相信，在承认拉萨条约方面与英国人达成妥协实为明智之举，印度政府和扎什伦布寺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显然是颇有价值的。很难令人相信，寇松会需要惠德提醒，才能意识到班禅喇嘛可能在英国对藏政策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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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F，1908/22，戴恩（Dane）致函里奇（Ritchie），1907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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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逊成（Shao Hsun-cheng），W. K. Lee所著《〈西藏在当代世界政治〉述评》（Review of Tibet in Modern World Politics，by W. K. Lee），《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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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荫棠，字憩伯，广东南海人。光绪十八年，纳资为内阁中书。十九年，考取海军衙门章京。二十二年，随伍廷芳赴美，充三等参赞。二十八年，唐绍仪赴印度与英议藏约，派充参赞。三十一年，张荫棠代唐绍仪全权接议藏约。三十二年十月，任驻藏帮办大臣。吴丰培、曾国庆编撰《清代驻藏大臣传略》，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第262～274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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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条约全文，可参见附录四。贝尔，《西藏》，见前引；黎吉生，《西藏》，见前引，两部著作均附有条约内容；但贝尔省略不提换文之事；为隐藏其重要性，黎吉生也仅概述换文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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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赫鹏爵士，《印度与西藏》，伦敦，1910，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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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17/1754，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5年1月12日，附件，欧康纳致函印度，1904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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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17/1756，萨道义致函兰斯顿，1905年11月14日；FO 371/176，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6年4月26日，附件，贝利致函惠德，190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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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17/1756，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0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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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17/1756，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5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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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17/1756，萨道义致函兰斯顿，1905年11月16日，敏托致函布罗德里克，190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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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利文档（D. 537/7），敏托致函莫利，1906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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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76，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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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76，敏托致函莫利，1906年3月26日。


 [88]
 FO 371/176，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6年4月4日。


 [89]
 FO 371/176，敏托致函莫利，1906年5月26日，5月29日。


 [90]
 FO 371/177，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7年2月23日。


 [91]
 庵士尔文档（E. 233/11），布罗德里克致函庵士尔，1905年6月2日。


 [92]
 庵士尔文档（E. 233/11），布罗德里克致函庵士尔，1905年3月17日。


 [93]
 莫利文档（D. 573/1），莫利致函敏托，1906年10月11日。


 [94]
 雅鲁藏布江是怎样流入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是通过底杭河（Dihang）还是迪邦河（Dibang rivers）？是否经由一系列戏剧般的瀑布从西藏高原跌落至阿萨姆平原？多年来，这些问题令地理学家兴趣盎然。受雇于印度测量局（the Survey of India）的当地探险家（班智达）金塔普（Kinthup），在1884年报告说，他在雅鲁藏布江流经喜马拉雅山脉障碍的地方，在峡谷底部看到一个巨大瀑布。直至1906年，还没有哪个欧洲人能证实金塔普的故事，很多探险家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做到这一点。贝利（Bailey）和莫希德（Morshead）在1913年重走金塔普的路线，发现雅鲁藏布江瀑布不过是一系列激流，绝非人们想象的、可与赞比西河维多利亚瀑布相媲美的大型瀑布。参见梅森（K. Mason）著《雪域》（Abode of Snow），伦敦，1955，第89～90页。


 [95]
 FO 17/1754，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5年4月27日，莱德致函印度测绘局局长之附件，1905年2月22日。


 [96]
 FO 17/1755，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5年7月14日。


 [97]
 FO 17/1755，萨道义致函兰斯顿，1905年7月17日。


 [98]
 PEF 1910/19，罗林致函戴恩，1905年10月30日。


 [99]
 FO 17/1755，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5年11月21日。


 [100]
 PEF 1910/19，敏托致函莫利，1906年5月17日。


 [101]
 斯文·赫定（1865～1952），瑞典籍探险家，从16岁开始从事职业探险生涯。其考察年表如下：

·1886年4～8月，游历波斯、伊拉克；

·1890年4月，出使波斯；

·1890年12月～1935年2月，先后5次进入中国；

·1894年4～8月，几次攀登慕士塔格峰，达到6300米处；

·1895年4～5月，从西向东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1896年1～2月，从南向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两处遗址；

·1896年2～4月，考察塔里木河，进抵罗布泊；

·1896年7～11月，上青藏高原，穿越可可西里和柴达木盆地；

·1899年12月～1900年2月，从东向西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1900年3月，考察罗布泊，3月28日发现楼兰古城；

·1900年4～5月，考察罗布泊，漂流塔里木河下游；

·1900年7～12月，进入藏北高原考察；

·1901年1～3月，考察罗布泊，挖掘楼兰遗址；

·1901年5～12月，考察了西藏广大地区；

·1907年9月，考察神山冈仁波齐峰，发现恒河源头；

·1934年4～6月，考察罗布泊，队员发现了小河墓地；

·1934年10～12月，考察新疆到敦煌的线路，并探查丝绸之路的线路。——译者


 [102]
 斯文·赫定（Sven Hedin）：《穿越喜马拉雅：在西藏的探索和冒险》（Trans-Himalaya：discoveries and adventure in Tibet
 ），共两册，伦敦，1910年第一册，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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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文·赫定（Sven Hedin），《穿越喜马拉雅：在西藏的探索和冒险》（Trans-Himalaya：discoveries and adventure in Tibet
 ），共两册，伦敦，1910年第一册，第10页。


 [104]
 莫利文档（D. 573/8），敏托致函莫利，1906年5月9日。


 [105]
 PEF 1910/19，敏托致函莫利，1906年5月17日。


 [106]
 这里是指发生在英国驻彼得堡代办斯普林、赖斯与俄国外交部长拉姆斯多尔夫伯爵之间关于俄国与达赖喇嘛关系的讨论，时间为1906年4月和5月。参见BD IV，第326～330页。


 [107]
 一群俄国布里亚特人建议护送达赖喇嘛回西藏。参见第一卷第一章第五节相关内容。


 [108]
 莫利文档（D. 573/1），莫利致函敏托，1906年6月7日。


 [109]
 赫定，如前所引，第一册，第8页。


 [110]
 PEF 1910/19，伦内尔·罗德致函格雷，1906年7月23日。


 [111]
 赫定，如前所引，第一册，第10～11页。


 [112]
 赫定，如前所引，第一册，第25页。


 [113]
 参见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相关内容。


 [114]
 例如，1905年7月，欧康纳从一位伪装成蒙古人游历西藏的日本人寺元（E. Teramoto）处听说，一伙布里亚特人和两个俄国人最近在拉萨停留，他们的行李中有好多箱武器和弹药。这位日本人刚去过拉萨，显然是一名日本间谍。遇到寺元后不久，欧康纳就收到班禅喇嘛的来信，信中提到拉萨有一位俄国人。一队从拉萨返回的尼泊尔商人也证实了这种说法。尼泊尔人说，他们看到一伙蒙古人，“其中一位个子很高，胡子留到腰间，他们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外国人，确切地说，是一名俄国人”。FO 17/1755，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5年9月7日，欧康纳致函印度附件，1905年7月10日；寇松致函布罗德里克，1905年7月29日；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5年9月25日，欧康纳致函印度附件，1905年7月30日。


 [115]
 参见第一卷第一章第五节相关内容。


第二章 英俄关于西藏协定，1906～1907年

第一节 谈判的准备阶段

1906年6月，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亚瑟·尼科尔森爵士（Arthur Nicolson）与新任俄国外交部长亚历山大·伊斯沃尔斯基（Alexander Isvolski）正式开始谈判，以解决导致英俄在亚洲关系变得紧张的一些主要问题。西藏、波斯以及阿富汗都在英俄谈判的日程表上。就在中英之间刚刚签完协议、中方因此承认了拉萨条约几周之后，莫利就把他当时的想法当作解决西藏问题最后阶段的开始，也成为他通过欧洲外交解决中亚问题政策的一个胜利。

尼科尔森—伊斯沃尔斯基谈判是自由党内阁支持的政策，但这一政策并不完全归功于自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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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商讨协定确定两国势力范围的边界，并以此缓和英俄两国在中亚的紧张局面，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的克拉伦登—戈查科夫（Clarendon-Gortchakoff）谈判。1881年，阿尔弗雷德·莱尔爵士（Sir Alfred Lyall）就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认为阿富汗问题解决的最佳手段是签订一个英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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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自1903年以来，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便始终积极探索英俄两国在亚洲达成“缓和”局面的可能性。德意志帝国日益增长的威胁，令英俄两国关系更为密切，因而从逻辑上也促使其与英国和俄国的盟国——法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波尔战争（The Boer War）暴露了大英帝国防御方面的不少严重缺陷，因而，通过外交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捍卫印度边界的建议，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寇松所持的观点，即通过英国军事占领波斯锡斯坦（Persian Scistan）或阿富汗赫尔曼德河谷下游（the lower Helmand Valley in Afghanistan），在白厅很不受欢迎。
 
[3]



1903年11月，外交大臣兰斯顿和时任英国外交部助理副大臣、很快担任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的哈定，与俄国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Benckendorff）展开了一系列会谈，其中就探讨了从理论层面解决英俄东方纠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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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的诉求似乎在三个地区与英国利益发生了冲突，即近东、中亚和远东。俄国从黑海（Black Sea）进入地中海（Mediterranean）通道的海峡问题，是长期以来英国阻止俄国野心的一个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俄国向印度边界扩张的威胁成为英国为之焦虑警惕的心头大患。截至1903年，波斯、阿富汗、新疆和西藏已经成为印度边界与俄国已经渗透或打算渗透地区的缓冲区。在远东满洲里和蒙古，俄国似乎很快就会获得大片中国领土，而英国却无法从中获取任何好处作为补偿。这三个地区中的每一个地区，海峡地区、印度缓冲区和远东地区，都各有特殊问题需要解决，不可能将这些问题纳入一个单独的综合性条约中解决。

或许，最有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英俄争端的地区就是印度缓冲区。截至1903年，已经产生了四个极为明显的问题，如果不能达成双方协议，每个问题都有可能导致阶段性危机。第一，在波斯，俄国的影响力增长十分迅速，以至于整个波斯北部似乎都变成了俄国的卫星国。尽管俄国在德黑兰占据统治地位，沙阿（Shan，伊朗国王的称号）的每个决定似乎都要经过俄国人的首肯，但俄国人还是不满足，最近又对波斯湾产生了兴趣。虽然对俄国统治波斯北部的前景十分不满，印度政府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另一方面，波斯湾长期以来被视作英国的保护地，寇松就坚定地持这一观点。1899年9月，寇松建议采取“在沙阿的统治区内承认英国和俄国利益范围”的政策。俄国可以在波斯北部为所欲为，但作为回报，俄国必须承认英国在与英属印度毗邻的波斯湾和波斯锡斯坦的特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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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英俄在阿富汗存在极为困难的问题。整个19世纪，印度政府坚信这样一条公理：无论花多大代价，都需将俄国代理赶出阿富汗王国；若阿富汗王国的统治者想和外国建立关系，必须通过英国。两次英国—阿富汗战争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然而，1903年，俄国人开始和阿富汗埃米尔控制下的领土共享一段很长的边界。俄国人认为，为了应对共同边界引起的当地问题，他们应当和埃米尔建立外交联系。例如，当遇到共用流经两国的河流进行农业灌溉，抗击蝗虫越界问题，控制瘟疫和霍乱等问题。1900年，当俄国人用以上借口作为证明与阿富汗建立外交便利关系的合理性时，俄国驻布哈拉（Bokhara）政治代表伊格纳提耶夫（M. Ignatieff）致函阿富汗埃米尔，认为俄国与阿富汗应当直接建立友好关系。这让印度政府震惊不已。俄国人所要寻求的是在喀布尔设立一名商业代理人，但寇松评价说，“一位俄国商业代理人很快就会变成一名政治特使”，这样做的唯一后果就是向埃米尔证明英国人的软弱无能。俄国人坚持其在阿富汗的要求，埃米尔似乎对俄方的主动姿态颇感兴趣。寇松勋爵竭力劝说埃米尔来印度讨论相关事宜，但遭到埃米尔的拒绝。寇松开始认真思考通过占领阿富汗领土给埃米尔施加压力，而此举将会在英格兰引起轩然大波。最终，在1905年初，印度政府成功劝说埃米尔接待由路易斯·戴恩（Louis Dane）率领的印度使团。1905年3月，埃米尔哈比布拉（Amir Habibulla）与印度政府签署了一个协议，以此替换他的父亲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r Rahman，1901年去世）与印度政府在1880年签订、1893年得以承认的条约。埃米尔接受了英国的援助，同意将外交关系交由英国政府管理。寇松认为，这个协定并不是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最终途径，但至少避免英国跨界远征该地区。但是，只要俄国坚持寻求派代表到喀布尔的权利，埃米尔就会继续寻找阿富汗与英国关系的平衡，阿富汗危险就会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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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英国与俄国在中国新疆还存在竞争。自1890年以来，英国驻喀什噶尔代理人和俄国领事就通过与中国政府相互勾结来反对另一方。例如，俄国势力曾劝说中国人反对英国保护下的罕萨米尔（Mir of Hunza）占领热斯卡木（Raskam）和塔顿巴什帕米尔（Taghdumbash Pamir），这两处地方位于塔里木-印度分水岭的中国一方。这虽然是个小问题，但寇松却认为，该问题事关英国威望。然而，由于1895年签订的英俄帕米尔协定令该地区边界十分稳定，因此新疆还不能对印度安全构成严重迫切的威胁。但总有一天，俄国可能会占领喀什噶尔（Kashgaria），这样一来，英俄两大帝国就会拥有共同的边界，而这正是1895年帕米尔协定竭力避免的情况。当然，1895年英国在喀喇昆仑边界的政治地位远没有1903年安全。奇特拉尔（Chitral）和罕萨-纳加尔（Hunza-Nagar）刚刚置于英国有效控制之下；确定了英国-阿富汗边界的杜兰德线（the Durand line，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长达2640公里的边界分界线。英国第二次侵略阿富汗时，双方僵持不下，1893年英属印度政府外务大臣莫蒂默·杜兰德主持起草以此线作为阿富汗和英属印度的分界线——译者。）仅存在了两年；俄国-阿富汗在帕米尔的边界刚刚通过条约确定下来，但还不确信是否成功。因此，俄国直接出现在喀喇昆仑山分水岭，很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危机。截至1903年，虽然印度-新疆边界的精确划定或许还要留待以后解决，但英国控制喀喇昆仑山南部分水岭已毫无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最糟的情况，即俄国占领了新疆——即便最狂热的亲俄分子，此刻也不会相信：成群的哥萨克会翻越喀喇昆仑山口，直接进军印度——也绝不会进一步阻碍英国在该地区的大宗贸易，如果他们认为值得，或许会制造一些较小的边界冲突。因此，绝大多数英国观察家认为，除非俄国真正采取行动占领了新疆，否则英俄在新疆的竞争绝不会出现在任何谈判日程上。毕竟，新疆在中国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与西藏不同，新疆的地位问题不存在严重的争议。如果要讨论新疆问题，如果真正想达成协议，唯一的结果就是英国承认俄国在新疆的主导地位，而在中华帝国领土范围内毫无必要地赋予俄国特权，似乎没有任何意义。除非俄国人决定占领新疆——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这么做——他们对英国的反对主要通过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与当地中国官员相互勾结表现出来。英国人则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确，自1891年以来，英国驻喀什噶尔代表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中国人直到1908年才承认他的领事地位），一直在这么做，他竭力想让中国官员相信，不要将大英帝国领事视同儿戏，与沙皇的代表走得太近绝非明智之举。然而，到了20世纪初，伦敦和圣彼得堡都意识到，英俄两国在喀什噶里亚的冲突更多是由于马继业和俄国总领事彼得洛夫斯基（Petrovsky）及其继任者柯罗克罗夫（Kolokolov）之间的私人恩怨，而非英国与俄国利益的本质性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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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其他地方的英俄关系有所改善，马继业和克罗克罗夫很有可能成为好朋友。

第四，整个19世纪，西藏在英俄两国亚洲竞争中都默默无闻，而1900年德尔智使团第一次代表达赖喇嘛访问沙皇之后，西藏突然变得重要起来。西藏与英国领土毗邻，但从未与俄国领土接壤。英国能列举出很好的理由，证明为什么不能改变西藏的地位；因为英国与西藏这段漫长、毫无防御措施的边界和平与否，完全取决于西藏的地位。尽管俄国人可以宣称其布里亚特佛教徒臣民将达赖喇嘛视作宗教首领，他们却很难据此证明可以与达赖喇嘛建立政治关系。但实际上，俄国人在政治上的确对达赖喇嘛感兴趣。正如中国人发现控制藏传佛教寺院在处理蒙古部族事务时具有重大意义那样，俄国人也在19世纪末期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对藏政策的目标越来越明显，即成为蒙古的保护国。俄国人发现达赖喇嘛很可能会像帮助中国人那样帮助他们。即便英国人反对俄国与达赖喇嘛建立直接联系，俄国仍竭力阻止达赖喇嘛成为英国人的傀儡。俄国人的政策目标就是：一个既不受俄国、又不受英国影响的西藏，一个中立的西藏；而这颇为契合英国宣称的西藏政策。

因此，这四个印度缓冲区很可能成为英俄谈判的主题，但最后新疆被剔除在外。在其他三个地区中，波斯对俄国人来说事关重大，俄国人显然希望英方做出让步；对英国而言，阿富汗对英帝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俄国人很可能需要站在英国的角度上看问题；第三个地方，西藏，对英国也利益攸关，但西藏并非是英国人（至少英国本土政府）认为应当产生积极影响的地方。因此，西藏问题很可能会通过一条英俄双方自我否定的条款得以解决。在任何此类英俄谈判中，西藏问题的确为双方阐明自己的温和态度、良好意愿，从而更好地解决真正重要的波斯问题和阿富汗问题，提供了显而易见的良机。

1903年11月，兰斯顿和本肯多尔夫在谈话过程中已策划了包括以上几点的协议框架。此外，当时英国外交部显然认为，印度缓冲区已成为一个应当区别于俄国远东问题、俄国问题、土耳其问题的议题。截至1902年，如果不征求同盟国日本的意见，英国就无法讨论远东问题，鉴于当时的日俄关系，这一情况对整个谈判来说都会是致命的。近东问题构成欧洲外交框架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近东问题为何不能与印度边界地区问题混为一谈，英国有充分的理由；但最终，将中亚问题和东方问题彻底分开并非总是那么容易。海峡仍然是俄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正如我们所见，英国外交大臣并非总能抵挡住以让步于中亚换取俄国在地中海采取温和政策的诱惑。在1906～1907年的谈判中，尽管俄国试图将东方问题纳入到谈判范围内，但英国仍成功地将其排除在议程之外。然而，在1915年，当1907年英俄协议遭遇核查时，中亚问题和海峡问题同时被列入议事日程。

1903年，兰斯顿、哈定与本肯多尔夫之间的谈判是探索性的。他们首先找到可能达成协议的地区。然而，他们却无法开启此类谈判。1904、1905年，双方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进一步调查。例如，1904年初，国王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 VII）在参观哥本哈根（Copenhagen）之际，碰巧遇到俄国驻丹麦大使伊斯沃尔斯基（Isvolski）。英国国王和俄国外交官一致同意：两国迫切希望针对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达成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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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6月，兰斯顿举出英国做出让步后俄国也相应妥协的例子，他告知本肯多尔夫：

如果俄国政府在埃及问题上也能做出同样令人满意的保证，英王陛下政府准备向俄国政府做出以下保证：

英王陛下政府仍坚持［1903年］11月6日发给印度政府电报中规定的政策，即，他们绝无打算吞并西藏领土，也不准备在拉萨设立永久性代表。

但兰斯顿很谨慎地补充了一点，“英王陛下政府无法做出如下保证，即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背离他们现在所认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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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已提过，兰斯顿发现，比起向俄国保证英国绝对无意成为西藏的保护国，阻止英属印度官员采取被俄国误以为英国已成为西藏保护国的措施要远远难得多。因此，英国本土政府的决定，得到1905年后期上台的自由党政府的支持，即英国不会吞并西藏领土，也不会在拉萨设立代表（抑或在日喀则设立代表）。由此，在荣赫鹏使团抵达拉萨的前夕，西藏就已经成为英国在探索解决英俄亚洲争端过程中，代表其诚意的某种象征。

因此，截至1904年，一些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开始慢慢相信这一逻辑：英国应当与俄国达成妥协。在英国外交部，查尔斯·哈定爵士是支持此类观点的一位极有影响力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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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1904年，在他担任英国外交部助理外交大臣期间，哈定探求与俄国大使本肯多尔夫谈判的可能性。1904～1906年，作为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哈定艰难地向俄国人解释荣赫鹏使团的真正意义，处理波斯和阿富汗危机。1906年初，哈定回到英国外交部担任常任外交副大臣，他的任职将兰斯顿勋爵和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俄国政策衔接起来。相比其他所有人，哈定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1906年圣彼得堡英俄谈判的创始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定后来本应担任印度总督，这样就能发现：在1907年英俄谈判中签订的英俄协定给印度政府在北部和东北边疆行动自由套上了怎样牢固的枷锁。而这一论断直至1912年西藏危机才清楚地显现出来。

尽管像哈定这样的英国外交家或许自1903年开始就在敦促英俄和解，尽管当时的一些俄国人也赞同这种做法，但正如泰勒（A. J. P. Taylor）指出的那样，真正启动谈判还是在俄国改变态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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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东被日本击败后，又面临国内爆发的革命，这一切比哈定的任何观点都更能让俄国政府相信，是时候制定新的外交政策了，这一政策的重心将放在欧洲和近东，不会再提倡前往遥远的跨西伯利亚铁路终点去冒险。随着俄方态度的转变，新一届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斯沃尔斯基莅任了，此人多年来始终坚持认为俄国的命运在于西方。伊斯沃尔斯基的任命令英俄关于印度缓冲区的谈判终于具有可操作性；而最近刚刚担任阿尔赫西拉斯会议（the Algeciras Conference）英方代表的亚瑟·尼科尔森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现在被派往圣彼得堡担任英国驻俄大使，他的诸多任务之一就是与俄方展开谈判。1906年5月28日，尼科尔森抵达圣彼得堡就职；英国代表与伊斯沃尔斯基的谈判一周后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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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森奉命与俄国人讨论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从英国的长远利益来看，西藏很可能是这三个地区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基于这个原因，尼科尔森开启了西藏问题的谈判，因为英国政府认为，他们所能接受的仅仅是最低要求，在此过程中还能体现英方真心实意达成协议的愿望。尽管如此，西藏问题仍迫切需要解决方案。如果没有一般性的谈判，为终止荣赫鹏使团引发的紧张关系，英俄很可能在这一阶段单独达成关于西藏的协议。

1904年8月，英国人进入拉萨导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然而，英国人此举并未阻止达赖喇嘛与俄国人保持联系。实际上，住在蒙古之后，达赖喇嘛发现与俄国代表联系起来比他在拉萨的时候容易得多。从抵达库伦的一刻起，达赖喇嘛就与库伦的俄国总领事保持着联系。1905年6月，正如上文提到的，俄国驻北京大使璞科第直接来到库伦拜访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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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康纳来自江孜的报告令印度政府大为光火，就在璞科第前往库伦拜访达赖喇嘛的同时，俄国代表还继续往来于拉萨与俄国领土之间。现在看起来，似乎荣赫鹏使团的努力全是徒劳无功，而拉萨的西藏政府对于遵守拉萨条约相关条款的态度又反过来加强了这一印象。西藏官员还在针对英国占领春丕谷一事制造麻烦，他们说如此行为严重影响到西藏在春丕谷的权利。帕里宗本过去一直负责监督春丕谷的管理，现在则竭力无视英国人的存在，未经英方允许便试图进入春丕谷收税并调解争端。拉萨条约对春丕谷问题的表述的确有些模糊。西藏人完全可能真的认为，英国的军事占领不过是含蓄而隐蔽的，西藏人的传统权利仍将继续存在。西藏人说，是曾指挥过西藏远征军的军事首领麦克唐纳准将让他们这样理解的。然而，拉萨条约的确清楚规定西藏人应立即停止试图在帕里的印藏边界征税这一令人头疼的习惯。然而，1905年11月，欧康纳报告，西藏人仍然在帕里按传统征收了10%的税。在荣赫鹏返回印度一年之后，西藏人仍然不能遵守拉萨条约，这体现在很多方面：他们关闭了原先经由锡金北部至甘坝宗的贸易路线（破坏了拉萨条约第二则条款）；他们没有拆除江孜和拉萨之间道路上的防御工事，反而忙于重新修建江孜堡垒（破坏了拉萨条约第八款）；他们延迟从印度发往新修建的英国驻西部西藏噶大克贸易代表的信件传递（破坏拉萨条约第五款）。所有这些证据向伦敦的观察家证明：印度政府很快就会要求英国政府同意再次给西藏人施加压力，令其遵守他们自己与英国人签订的条约。在过去，这些观点从一开始就被用来证明派遣荣赫鹏使团的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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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印度政府有权利要求自己签订的条约受到尊重，但兰斯顿在外交部最后一年的任期中，越来越担心俄国人对于英国向西藏施加的压力产生的反应。1905年8月，奉圣彼得堡之命，本肯多尔夫指出，尽管兰斯顿在1904年6月保证不会占领西藏领土，但他本人看到英国打算长期占领西藏部分领土的迹象，并提出抗议。本肯多尔夫指出英国驻扎在春丕谷、帕里和江孜的哨岗；他还指出印度大吉岭到西藏之间的铁路和电报线也正在修建之中。他宣称：英国人正在修建堡垒，驻扎军队，鼓励外国人在西藏领土上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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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斯顿可以做出如下回答：本肯多尔夫所言不过是一幅英国占领春丕谷，并在江孜设立英国贸易机构的支离破碎的拼图，这都是拉萨条约上规定的。然而，他却无法问心无愧地否认本肯多尔夫声明的一切，因为英国的确修建了通往江孜的电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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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斯顿写道：“修建通往江孜的电报线路难道不是我们的弱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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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问题在于，拉萨条约第九款（d）禁止在西藏寻求特许权，是否在适用于其他“外国”的同时，也适用于印度政府呢？兰斯顿在与当时任俄国驻伦敦大使的萨佐诺夫（Sazonov）会面时暗示，拉萨条约第九款的禁令的确适用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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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对于印度政府认为该条款不适用于英国的说法感到十分尴尬。起初，他考虑否认江孜电报线的存在，但随后决定“迎难而上”，告诉本肯多尔夫关于江孜电报线的情况，证明这对于保证英国江孜贸易机构的安全十分必要，可以在遇到西藏人的突然袭击时发出求救电报，因而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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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后，架设电报线一事在中英条约中被最终合法化。截至1905年底，兰斯顿发现，无论英国在西藏采取了何种行动，无论其是否因符合拉萨条约的规定而合乎情理，俄国人都会对此提出抗议，由此便恶化了英国外交部旨在改善的英俄关系。

如果英国对藏政策在1905年对俄国的抗议做出让步，1906年初俄国人便会给英国人提供有用的反击信息。1906年2月，德尔智再次访问俄国。3月初，他受到沙皇接见，并给沙皇献上达赖喇嘛赠送的礼物，诸如一尊佛像，一些藏文典籍和一些刺绣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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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4月5日，沙皇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给在库伦的达赖喇嘛发去电报作为回复（因库伦与俄国电报系统相通），电报内容如下：

我无数信仰藏传佛教的臣民有幸在其宗教领袖逗留于蒙古北部期间向其致敬。我很欣慰我的臣民能够接受阁下宗教福泽的眷顾，我请求您相信我对您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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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是一则内容足够简单的电报。俄国政府急切地否认该电报蕴含任何政治含义。当斯普林-赖斯（Spring-Rice，then Chargéat St. Petersburg，时任英国驻圣彼得堡代办）对这封电报提出抗议时，维特伯爵（Count Witte）说：“这封电报主要针对内部臣民，特指俄国的佛教徒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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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俄国的佛教徒社区”特指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当时英国人对达赖喇嘛未来的活动十分感兴趣，而这些布里亚特人对此十分警惕。一群布里亚特人的首领主动提出，要组织一个护卫队，将他们流亡在蒙古的宗教领袖护送回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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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前往库伦的布里亚特代表团向达赖喇嘛提出这一建议，沙皇似乎在他的电报中提到了这次拜访。因此，沙皇的信息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俄国官方同意布里亚特人的行为及其组成护卫队将达赖喇嘛护送回拉萨的计划。

对于斯普林-赖斯、格雷及其在伦敦英国外交部的同僚而言，布里亚特护卫队事件更像是俄国打算干涉西藏内部事务的证据，而非寇松为了争取支持自己向西藏派出使团而制造的任何信息。据悉，布里亚特卫队人数大约在30至40人之间。他们是全副武装的。俄国政府对他们的计划了如指掌，似乎已经同意了这一计划。斯普林-赖斯认为，这些卫兵很有可能是曾经给俄国军队服役的老兵，并指出很多布里亚特人在沙皇的军队中服常规性军役。斯普林-赖斯立刻就布里亚特卫兵一事提出抗议，因为格雷曾经授权他，“在英王陛下政府看来，俄国护卫队出现在西藏边界上将会作为俄国干涉他国内政而遭到反对”。斯普林-赖斯告诉拉姆斯多尔夫伯爵（Count Lamsdorff），他希望布里亚特卫队不要尝试从蒙古进入西藏。对于这次抗议，拉姆斯多尔夫对布里亚特卫兵如何形成的过程做出如下解释：

一群［俄国］皇帝的臣民将达赖喇嘛视为自己的最高宗教领袖，奉若神灵。达赖喇嘛本人及其弟子相信，如果他回到拉萨，他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但如果让达赖喇嘛继续在库伦周围、蒙古公国中游荡，是一件极不合理的事。让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是整个北亚藏传佛教社区信徒的共同福祉。然而，达赖喇嘛似乎拒绝返回拉萨，除非他能获得生命不再受到威胁的坚定保障。俄国政府无法给予他这样的保障。但俄国政府很难拒绝俄国佛教徒提出的如下请求：即他们中的一些人愿意陪伴自己的上师返回西藏，以免上师的圣体遭到意外袭击。根据那些了解西伯利亚布里亚特人性情等特殊知识的俄国官员的建议，俄国政府同意了这一请求，但绝对无意干涉西藏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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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斯多尔夫同意立即致电库伦，下令布里亚特护卫队只能将达赖喇嘛护送到蒙古边界，并在蒙古边界将达赖喇嘛交给西藏护卫队。随后，布里亚特护卫队必须立即返回俄国领土。拉姆斯多尔夫向斯普林-赖斯保证，一旦任务完成，布里亚特卫队绝对无意留在拉萨。俄国政府唯一期望的便是达赖喇嘛不会遇到任何风险，西藏内部保持安定。因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达赖喇嘛，一旦返回西藏，“他必须举止得当，不能再持挑衅的态度，俄国绝不会给予他任何支持和援助”。

到这一时刻，斯普林-赖斯才得出结论，德尔智使团访问沙皇、沙皇的电报以及布里亚特人护卫队等所有事件都不过是俄国人针对英国要求班禅喇嘛访问印度的反击。他认为，俄国人十分担忧英国支持下的班禅喇嘛会威胁达赖喇嘛的地位，若达赖喇嘛被迫奋起反抗，则结果将会是“两大宗教首领之间的冲突，而这两位首领一个支持俄国利益，另一个支持英国利益”。任何弱化达赖喇嘛影响力的行为都会损害俄国利用达赖喇嘛帮助俄国人在蒙古扩张影响力的计划。因此，俄国人的政策就是让达赖喇嘛尽快地返回西藏，并通过这种方式向班禅喇嘛及其盟友（很可能包括英国）表明：反对达赖喇嘛就会面临反对沙皇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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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果俄国人坚持执行护送达赖喇嘛的计划，而且只将其护送到蒙古边界，若达赖喇嘛真的返回西藏，那么，莫利很可能发现自己无法再阻止印度政府恢复其支持班禅喇嘛的计划，这也是欧康纳（O’Connor）和惠德（White）强烈支持的计划。事情的结果很可能会是英国派遣一支全副武装的使团前往日喀则，由此导致英俄之间的紧张关系急剧恶化。然而，中国人似乎可以挽救局面。北京刚刚获悉沙皇给达赖喇嘛发电报的消息，便立刻派普亲王（Duke P’u）和王室家族另一名成员前往库伦，警告达赖喇嘛：如果他继续和俄国勾结，中国人就会确保他永远回不了拉萨，也永远不会恢复达赖喇嘛之前的地位和头衔。达赖喇嘛似乎谨记这一点。他将返回拉萨的计划推迟了一段时间，开始考虑前往北京，消除他和清王朝之间的嫌隙。因此，布里亚特护卫队从未成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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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危机由此避免，但伦敦和圣彼得堡从中得出的结论便是：如果英俄不签署一则协定，西藏的局势恐怕还会危机重重。由此，当1906年6月尼科尔森和伊斯沃尔斯基开始谈判时，西藏问题便被列入讨论日程。此外，布里亚特护卫队一事恰好发生在唐绍仪和萨道义之间针对中国是否应遵守拉萨条约而进行的谈判之最后阶段。毫无疑问，俄国对西藏的兴趣日益升温的迹象，是中英两国迅速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诱因。沙皇发给达赖喇嘛的电报以及批准布里亚特护卫队所产生的后果之一，很可能促使1906年中英条约从容不迫、迅速快捷地签署和盖章。

第二节 谈判过程

一 西藏问题谈判的范围

开启尼科尔森-伊斯沃尔斯基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似乎合情合理，因为这既是英国和俄国外交官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又是英国可通过适度节制展示他们希望解决波斯和阿富汗问题的善意和诚意的一个问题。因此，在尼科尔森1906年5月23日收到的命令中
 
[27]

 ，英国政府为他提出了以下五点要求，作为讨论西藏问题的根本基础：

第一，俄国承认（正如英国已经做的那样）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the Suzerainty of China over Tibet），并尊重西藏领土完整，放弃一切干预西藏内政的行为。

第二，受制于第一则条文，俄国需承认，基于地理位置的因素，大不列颠在西藏享有特殊利益，以确保西藏的外交关系不受其他任何国家干扰。

第三，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分别保证不得向拉萨派出代表。

第四，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一致认为，无论是为自身或是各自臣民，都不得寻求在西藏开设铁路、修建公路、架设电报线、开发矿产和其他权利的特许权。

第五，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一致同意，西藏的收入不得以实物或现金的方式抵押或转让给两国及其臣民。

当然，像江孜电报线、临时占领春丕谷以及西藏支付赔偿金等问题自然被排除在这些规定之外。俄国人需承认拉萨条约和中英刚刚缔结的1906年条约的有效合法性。伊斯沃尔斯基没有多少争论便同意了这些要求中的四条，即第一、三、四、五条。在最后的协议中，这几条都被吸纳进去，做了些微调整。然而，第二条给双方谈判带来了不少麻烦，针对该条约的谈判占据了英俄谈判中的西藏因素的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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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科尔森的草案中，第二条包括以下一些问题：

（1）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问题，以及未来英国和俄国与这两大活佛之间关系的本质问题；

（2）通过拉萨条约和刚刚签订的中英条约，英国所获得权利的明确象征含义是什么，这包括英国占领春丕谷，英国在贸易市场中的地位，江孜电报线以及英国与西藏官员联系的本质等；

（3）关于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是否允许其本国臣民在西藏进行非官方游历，即以科学考察为目的的非政治性游历及理由等；

（4）由于在西藏游历等引发的问题，即西藏这个术语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哪里才是西藏与中国内地的交界处；

（5）俄方认为，作为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拥有特殊利益的交换，英国应当承认俄国在蒙古的特殊利益。

对这些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均体现在1907年8月31日尼科尔森和伊斯沃尔斯基之间谈判并签字的最终协议，以及紧随其后的两国换文。其他问题，诸如西藏的地理界限定义等，令谈判双方颇感为难，最终搁置不谈。俄方努力想将西藏和蒙古混为一谈的做法遭到尼科尔森的抵制，他坚持认为英俄谈判的范围应当仅限于日程表上的三个地区，避免通过讨论远东问题（蒙古和满洲里）或近东问题（达达尼尔海峡问题）令印度缓冲区问题更为复杂。

二 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

1906年6月，当尼科尔森-伊斯沃尔斯基谈判开启之际，由于俄国与达赖喇嘛持续不断的联系，令达赖喇嘛的未来这一问题受到极大关注。在流亡蒙古期间，达赖喇嘛曾收到俄国外交官和沙皇的私人电报。俄国臣民打算护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他的代表德尔智前不久还在圣彼得堡。因此，讨论西藏问题不可避免地会从讨论这一问题开始。

伊斯沃尔斯基是这样描述俄国对达赖喇嘛的兴趣的。他提到：沙皇的佛教徒臣民，尤其是俄国布里亚特人，占据着俄国与中华帝国交界处俄国一面的重要战略区域，他们在军事方面的高超技艺对俄国军事武装力量具有重大价值。他们将达赖喇嘛视作自己的宗教领袖。显然，俄国的利益便是，布里亚特人与他们的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不应受到阻碍。因此，俄国政府希望确保布里亚特人朝拜达赖喇嘛的正当权利，正如俄国东正教徒有权与教皇保持宗教联系那样。至于达赖喇嘛，所有与之相关的活动仅仅是西藏偶尔派往圣彼得堡的宗教使团，以及布里亚特人偶尔前往拉萨拜访。伊斯沃尔斯基希望英国不会反对如此纯粹的宗教关系。伊斯沃尔斯基继续说，俄国对于任何一辈达赖喇嘛都没有特殊的兴趣。如果英国不赞成现任的达赖喇嘛，难道不能废黜他，或者找个英国能接受的人替代他吗？伊斯沃尔斯基总结道：总之，班禅喇嘛（伊斯沃尔斯基似乎在1906年6月才发现班禅喇嘛的存在）也被俄国布里亚特人尊奉为一名宗教领袖，他也不应当与他们割裂开来。
 
[29]



尼科尔森与格雷都认为，当前英国不希望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尼科尔森也不准备考虑找一位野心微敛的人替换达赖喇嘛，因为这必然导致英国干涉西藏事务，而且也只有在中国人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英方认为，达赖喇嘛最好留在原处。但是，俄国为布里亚特人争取与西藏宗教首领保持联系的权利，却是英国无法拒绝的。英国无法阻止西藏与俄国佛教徒之间的所有联系，他们也不打算这么做。英国的目标是阻止俄国利用宗教问题作为借口，在拉萨设立一位俄国“宗教”代表，这一职位很容易成为政治代表和商业代表，这些都是寇松梦寐以求希望在拉萨设立的机构。当征询印度政府对此问题的意见时，印方也找不到反对西藏和俄国布里亚特人继续维持宗教关系的理由。敏托勋爵告诉莫利，“根据既定传统，我们不希望阻止真正虔诚的布里亚特信徒前往西藏朝圣”，他继续道，“但是，我们看不出任何理由，布里亚特人前往西藏朝圣的事实如何成为俄国与西藏建立关系的借口。”例如，如果俄国布里亚特信徒去西藏是为了找麻烦，那么这不会成为在拉萨设立一位类似于俄国领事的理由，“俄国人应该做的是与中国政府沟通”。
 
[30]



伊斯沃尔斯基十分赞同英国对此问题的观点。他同意尼科尔森的看法，即达赖喇嘛未来走向问题，以及作为达赖喇嘛之未来的最佳解决办法，就是维持现状。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保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那么英国和俄国政府对此也爱莫能助，无法阻止其发生；但目前看来，中国似乎并不急于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总之，伊斯沃尔斯基和尼科尔森决定，两国政府一致同意：不采取任何措施令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伊斯沃尔斯基进一步接受了英方提出的建议，即俄国不会与西藏发生任何政治联系，即便双方关注的仅仅是纯粹的宗教事务；但他坚持认为，只要保证是以私人身份行事，则应允许俄国布里亚特人出于宗教原因访问西藏，同时他对英属印度的佛教徒拥有同样的权利表示理解，尼科尔森也对此表示同意。英国和俄国的佛教徒均可自然地以私人身份与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以及其他藏传佛教宗教首领讨论宗教事务。关于这一点，英俄最后达成的协议做了如下表述：

双方达成谅解，大不列颠或俄国臣民中的佛教徒，只能就宗教问题与达赖喇嘛及其他藏传佛教代表建立直接联系。

然而，就在该条款达成前不久，尼科尔森还认为俄国对达赖喇嘛的兴趣与其说是与西藏相关，不如说与蒙古关系更大，俄国人希望在蒙古部族中获得达赖喇嘛颇具价值的支持。
 
[31]

 基于此，俄国的政策很可能也正是达赖喇嘛在西藏之外所能做到的，首先是在蒙古，其次是在甘肃西宁附近的塔尔寺。无论如何，通过德尔智，俄国人可以和达赖喇嘛建立他们所需要的任何关系。1906年11月德尔智再次访俄证明了这一点。
 
[32]

 这一次，德尔智直接从塔尔寺出发，还留下了一名秘书，作为他与达赖喇嘛交往的私人代表。这一情况表明，任何仅出于最纯粹的宗教原因就允许俄国佛教徒拜访藏传佛教领袖的模式，都无法阻止德尔智开展他的事业。英国人永远也无法证明德尔智是一位政治代表。此外，即便他们能成功地劝说俄国人同意制定一个特殊条款禁止德尔智进出西藏（这是不大可能的），他们也无法阻止俄国再找人替换德尔智。实际上，对于布里亚特人和藏传佛教关系这个问题，英国人别无选择，只能从表面上接受俄国否认其具有任何政治意图的说法。

三 拉萨条约产生的问题

在与尼科尔森谈判的过程中，伊斯沃尔斯基提出，希望英方澄清通过拉萨条约和1906年中英条约攫取的在西藏的权利。对于英国通过贸易代表与西藏人建立直接联系，而俄国人却无法拥有相同的权利，伊斯沃尔斯基表示十分不满。俄国人显然无法相信这些英藏联系的“商业”本质，正如英国人无法相信德尔智使团的“宗教”本质。最终，俄国人接受了拉萨条约中关于英藏贸易关系的条款，作为交换，英国承认了俄国布里亚特人在西藏的宗教利益。由此，最终签订的英俄协定中关于佛教信徒（第二款）的内容如下：

遵照中国在西藏拥有宗主权的既定原则，大不列颠和俄国承诺，没有中国政府的调停，任何一方不得与西藏直接谈判。根据1906年4月27日大不列颠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之第五款内容，该规定并不包括英国商业代表与西藏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措辞中，“中国的宗主权”（Chinese Suzerainty）这一表达方式被正式地引入西藏问题术语。1905～1906年中英在加尔各答和北京谈判过程中，英国曾经使用过这一表述方式；但中国人拒绝承认“宗主权”为他们在西藏地位的有效合法定义，该术语也没有出现在1906年签订的中英协议中。“宗主权”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与俄国签订的关于西藏的协议中，看来似乎是应印度政府的请求，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尼科尔森—伊斯沃尔斯基谈判会导致西藏被定义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即便暗含这层意思也不妥。敏托勋爵对于西藏的国际地位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在1906年7月13日发给莫利的电报中称，“西藏是一个中国宗主权之下的封建王国，有着广泛的自治权以及与毗邻国家就边界、贸易往来及相关问题缔结条约的权力”。
 
[33]

 对西藏地位的描述与俄国对外蒙古地位的定义十分相似；难怪伊斯沃尔斯基接受了“宗主权”这一与西藏相关的术语，他希望英国也能同意将其应用于蒙古。

从谈判一开始，伊斯沃尔斯基就清楚地声明，他认为英国永久地占领春丕谷（Chumbi Valley）这一事实与中国在西藏的地位相矛盾，无论其在西藏拥有宗主权还是主权。当尼科尔森告诉他，英国占领春丕谷仅限于三年时，他颇感意外，似乎对庵士尔勋爵修改拉萨条约一事毫不知情。例如，他以为拉萨条约赋予了英国在拉萨设立代表的权利（但庵士尔已经取消了包含该意思的独立条款）。
 
[34]

 即便现在，英国占领春丕谷已经缩短到三年时间，这一问题仍贯穿谈判，始终困扰着他。他希望尼科尔森最终能在英俄协定上附加几句态度肯定的声明：如果西藏人遵守了拉萨条约，英国会承诺在1908年之前离开春丕谷。这一声明暗示着俄国人对印度政府的承诺缺乏信任，对英国而言这多少有些蒙受耻辱；但该声明也成为伊斯沃尔斯基正式承认尼科尔森草案第二条中英国在西藏拥有“特殊利益”（“special interests”）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条件。结果便是，在英俄协定后面附加一条内容，大不列颠在其中宣称“英国军队占领春丕谷应当在西藏三年付款完结之后停止”，与此同时，如果西藏人也能遵守拉萨条约，英国贸易市场即可“有效运转三年”。该声明内容如下：

双方达成谅解，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果英国占领春丕谷没有在上述声明预期内终止，则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将针对此问题友好地交换意见。

这一声明至少令俄国人在英国印藏边界管理的某一方面拥有权益，作为回报，伊斯沃尔斯基同意在英俄协定的序言中加入如下内容：“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大不列颠在维持西藏外交关系现状方面拥有特殊利益。”

在双方谈判较晚的阶段，伊斯沃尔斯基似乎认为，俄国也有权拥有西藏贸易市场赋予英国的商业优势。在与尼科尔森私下非正式谈话过程中，伊斯沃尔斯基暗示，英俄西藏协定也应包括俄国在西藏中心进行贸易的权利。然而，尼科尔森显然不同意俄国在江孜和噶大克设立俄国贸易代表，他指出，俄国与西藏的贸易不可避免地要穿越中国领土，因此，若不事先征求中国人的意见，讨论这一问题毫无意义，从而成功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尼科尔森认定，无论如何，英俄协议都不应包含未来俄国在西藏进行贸易的条款。伊斯沃尔斯基似乎感觉到，重申这一问题意义不大，因而便放弃讨论这一话题。
 
[35]

 很难想象，英国代表是如何在避免讨论英国人在新疆和蒙古的贸易问题、由此可能扩大整个谈判范围的前提下，而没有同意在谈判中涉及俄国在西藏的贸易问题的。

四 西藏的游历者和科考使团

在讨论俄国与达赖喇嘛的关系造成的影响过程中，尼科尔森提到，英国政府希望看到将来不再有任何俄国官员出现在西藏，并希望达成具有大致意思的某项条款。伊斯沃尔斯基说，他对这层含义颇感震惊。尼科尔森的意思是不是说，英国政府是否想让西藏彻底孤立于世界，并严禁纯粹的科考探险家前往西藏游历？无论目的是什么，严禁俄国官员进入西藏实际上意味着俄国地理学会再也不能派遣探险队到西藏，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探险人员大都是官员。
 
[36]

 当然，尼科尔森也牢记了一些探险家。禁止俄国官员进入西藏的议题，似乎是由于媒体报道当时正在蒙古游历的俄国旅行家克兹洛夫（Kozlov）准备前往西藏进行一场野心勃勃的冒险而引起的。
 
[37]

 刚刚决定阻止英国官员跨越印藏边界，并阻止斯文·赫定从英属印度进入西藏的莫利，极不情愿看到俄国人正在做着他禁止英国人所做的事情。整个谈判过程中，印度事务部持续敦促英俄协议达成禁止在西藏游历的条款。
 
[38]

 尼科尔森只能时不时地提出这个议题，伊斯沃尔斯基显然极端地反感这一话题。

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伊斯沃尔斯基永远不会接受一则禁止所有俄国官员进入西藏的条款，他会指出这一事实：英国有权派遣其官员通过抵达贸易市场的方式进入西藏。此外，一则禁止英国和俄国探险冒险的条款不可能十分有效。英国臣民可以不从印度进入西藏，俄国政府也可以通知自己的官员不能进入西藏。
 
[39]

 但实际上两国都不能阻止私人从中国领土进入西藏，也无法阻止其他国家的公民这样做，除非中国人同意以这种方式将西藏隔绝起来。印度政府认为这则条款毫无意义，尼科尔森也表示赞同。
 
[40]

 这条规定根本无法阻止俄国人派代理人进入西藏，因为布里亚特信徒常常受雇于此。正如敏托在1906年5月指出的那样，完全禁止所有人进入西藏探险，虽然会无关痛痒地影响斯文·赫定（Sven Hedin）这类人的活动，但同时也会束缚住英国人的手脚。如果印度边界附近的领土也可以有人来探险，那么英国应当参与其中，这自然是更好的选择。正如尼科尔森总结的那样：

我认为，如果俄国人想在任何时候与西藏政府进行秘密联系，他们宁愿通过像德尔智（Dorjieff）这样的代理人，而非通过难以胜任的俄国官员。我担心，如果俄国政府不打算忠实地履行自己签订的协议，那么，我们很难设计出一个方案用以阻止未来条约背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41]



然而，印度事务部的莫利决心已定，一定要将这一条款写入英俄协定中。上文已提及他对英国人在西藏游历的态度，毫无疑问，他将禁止前往西藏探险视作一种有效手段来避免英国官方或私人旅行家与西藏人发生纠纷，从而防止英国再次派遣军事武装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西藏的可能性。
 
[42]

 要求俄国人禁止其官员进入西藏的建议被取消了，但莫利的坚持意味着尼科尔森不得不竭尽全力提出西藏探险这一话题。他通过换文的手段提出该建议，并将其附在英俄协议后面，而非构成英俄协议正文的一个单列条款。这一具体方案引发了一系列难题，本肯多尔夫在伦敦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难题，如，他提出建议：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应通过换文达成一致，在协议签署5年之内不允许科学考察团进入西藏。
 
[43]

 经过讨论，暂停期限缩短至3年，换文中的措辞也慎而又慎。

两国政府宣布，他们认为，除两国达成一致外，严格禁止未来3年间任何科学考察性质的使团进入西藏。两国政府提议告知中国政府，要求中方也执行同样的西藏探险禁令。3年期限结束之后，俄国和英国将重新考虑在西藏进行科学考察的问题，并决定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实际上，鉴于印度政府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一决定不过是将整个问题延期了3年。这完全不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所言，“从长远看来，科学考察团必须进入西藏。在当今现代社会，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世隔绝”。
 
[44]

 当英俄两国询问中国政府是否同意禁止前往西藏进行科学考察时，他们做了如下声明：

中国不会考虑废除该禁令，因为中国始终坚持反对外国人进入西藏。他们［清廷外务部］对此建议感到十分困惑，尤其是其中提到的三年期限。
 
[45]



1907年10月，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Jordan）和他的俄国同僚璞科第（Pokotilov）认为，中国人能说的唯有此言，再逼迫他们直言不讳毫无意义。
 
[46]



五 西藏的界限

当人们在谈判中试图将英国和俄国影响力排除在西藏之外的时候，给地理名词“西藏”（Tibet）下定义有着诸多明显的好处。在此之前，英国分别在1876年、1886年、1890年、1904年和1906年与西藏签订，抑或签订与之相关的条约中，都没有包含西藏的地理界限，除了1890年中英条约中曾有一款划定了西藏与锡金之间的很短的边界线。在伊斯沃尔斯基与尼科尔森谈判的过程中，涉及禁止科学考察团进入西藏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对于西藏究竟有多大的不确定性变得日益明显。除了条约规定的延伸到锡金北部的无名之地，印度和西藏的边界轮廓大体上十分清晰：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走向。但另一方面，西藏的北部和东部边界却十分模糊，这一点令人忧虑。在西藏东北部与柴达木盆地和青海湖交界的地方，拉萨的控制范围到底在哪里？在西藏的东部，达赖喇嘛政府与中国四川省政府和云南省政府的边界线又在哪里？尼科尔森和伊斯沃尔斯基彼此询问对方，但双方都没能给出答案。
 
[47]

 双方都意识到，有很多藏族人居住的地方仍然处于中国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实际上，中国在这些地方拥有的是主权（sovereign），而非宗主权（suzerain）。

伊斯沃尔斯基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很显然，他对西藏司法统辖的政治范围的印象并不完全与尼科尔森的观点相冲突。伊斯沃尔斯基认为，东部西藏的康区，尽管居住着藏民族，但却处于中国的行政管理之下。尼科尔森不同意这一点，但他同意伊斯沃尔斯基提出的青海湖周围地区绝对处于西藏的政治范围之外。尼科尔森与印度政府的观点一致，认为西藏的范围还要更大，包括柴达木盆地在内。
 
[48]

 显然，俄国人和英国人都无法给出这些问题的真正答案。因此，伊斯沃尔斯基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

为什么我们不能大体上把西藏当作是中国政府认为的、在那个名称之下的地区？这样也不必费尽心机地精确定义西藏的界限和边界，这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任务啊。
 
[49]



英国外交部对此提议不甚满意。当时，对中国问题经验丰富的高级文员兰利（Langley）表示，“我认为，绝不可依靠中国政府去探求有关中国边界的准确信息，尤其是涉及西藏东部和中国西部之间的边界问题时”。哈定补充道，若要依赖中国政府划定西藏的边界，简直太危险了。他说，“中国政府倒是有可能在地理分界线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吞并西藏”。
 
[50]

 不过，若小心谨慎地弄清楚中国政府如何界定西藏边界，倒也有益无害。1907年2月，朱尔典与唐绍仪接洽此事。若要说所有中国官员都了解这一情况，那么唐绍仪对此必然也有自己的看法。结果，唐绍仪主动提供的信息令人惊诧不已：“自18世纪以后，中国政府就再也没有绘制过西藏地图。”
 
[51]

 北京似乎不能、也不愿意提供最新的精确定义。尼科尔森认为，尽管如此，还是应该再给中方一个机会。1907年3月，尼科尔森建议，伊斯沃尔斯基也表示同意，这个与禁止科学考察团入藏密切相关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延误英俄条约的签订。换文中不应提及西藏边界，但应当征询中国政府的看法，如果他们在将来哪一天合情合理地划定了西藏界限，则这一条应当以英国和俄国一致同意并发表声明的方式体现出来。
 
[52]



1907年6月、7月，朱尔典和璞科第多次试图从清朝外务部处获取一些关于西藏定义的消息。中方总是闪烁其词，说他们不想谈论西藏，除非看到英俄关于西藏协议的全文。
 
[53]

 他们表示，西藏边界的具体划定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10月，清廷外务部竟然这样陈述：“对于西藏的边界线问题……从未发生过任何改变，以前的旧边界线仍然具有权威性。”
 
[54]

 然而，截至此时，尼科尔森已经令俄国人信服：

中国政府显然不愿意或不能给出西藏边界的精确定义。我认为，英俄两国政府很难在各自档案信息不完整、甚至有可能互相冲突的基础上继续谈判这一问题……我斗胆建议双方搁置该问题。
 
[55]



有趣的是，1907年，中国人在外国压力之下对于划定西藏边界的反应，与1847年中方政府向主动前来谈论此事的英国官员所做的通告相比，几乎使用了一模一样的措辞。在更早的一段时期，当英国人试图划定克什米尔和西藏西部之间的边界时，中国政府通过广州总督告知英方，“这些领土边界的划定已经足够清楚明白，因此，最好坚持遵守古代的划定范围，如果不做任何额外的修改则更为方便”。
 
[56]

 这种回避行为在1907年还行得通，但划定西藏范围一事绝不可能无限期地推迟下去。1913～1914年，英国、中国和西藏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全面地探讨了这一问题。

六 蒙古

当尼科尔森与伊斯沃尔斯基之间的谈判进展之际，俄国人也在忙于和法国人及日本人谈判远东问题，包括俄国在满洲里和蒙古的势力范围界定问题。谈判任务刚一开始，尼科尔森就清楚地意识到，俄国在西藏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其在蒙古利益的一个副产品。1906年4月，斯普林-赖斯就已经指出，俄国政策的目标就在于，利用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帮助俄国巩固在蒙古的影响力。
 
[57]

 1906年6月，当伊斯沃尔斯基第一次询问尼科尔森对西藏地理范围的界定有何想法时，哈定就认为伊斯沃尔斯基“真正想做的是了解蒙古的地理界限，我十分确定的是，俄国人之前被排除在满洲里之外，现在，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蒙古”
 
[58]

 。1906年7月，尼科尔森私下给格雷写信时提到，他现在同意斯普林-赖斯的推测了，俄国人是想：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要维持与达赖喇嘛的密切关系，或舍弃达赖喇嘛转而与班禅喇嘛维持这种联系，但背后驱使他们的动力都是希望通过这些宗教首领对蒙古部族施加影响。我猜想，他们对其布里亚特臣民的宗教福祉和安慰都不重要，他们将蒙古作为唯一目标……现在时局颇为清晰，中国在日本的间接援助下，打算在蒙古有所立足，而这显然不会被俄国人接受。这里的日本大使［圣彼得堡的本野男爵，Baron Motono］……已经证实了中国大使告诉我的话，并暗示，他希望俄国在满洲里的损失通过其在蒙古获取的收获而有所补偿。

尼科尔森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不应对俄国在蒙古的野心给予方便或以任何方式表示承认接受”，他的建议是，“我们不应接受（俄国人将）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混为一谈的做法”。
 
[59]



1906年7月9日，在尼科尔森写下上述意见4天之后，俄国人就开始首次试图将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搅在一起。俄国驻伦敦大使波克列夫斯基（Poklevsky）拜访了英国外交部的哈定。在讨论了达赖喇嘛与俄国布里亚特人之间的关系之后，波克列夫斯基询问哈定，英国政府对最近俄国在蒙古的政策作何评价。哈定便评价起精力充沛的俄国驻库伦总领事，其庞大的护卫队表明“俄国政府打算在该地区采取一定行动”；哈定还说，“尽管英国外交部相信俄国现在无意采取冒险政策”，但“毫无疑问，俄国政府仍有一批人支持吞并蒙古的政策，尤其当满洲里不再能为俄国在蒙古的前进政策提供有力支持之际更是如此”。波克列夫斯基否认了这些，称俄国想要的仅仅是“维持蒙古的现状”，他希望英国通过与日本的联盟，确保公众舆论对这一原则的认可。波克列夫斯基所言之意很快被澄清。他说，日本在蒙古设立的机构“鼓励中国政府加紧对蒙古的控制”，他感到“这种政策不可避免要与蒙古王公发生冲突”。实际上，波克列夫斯基在暗示，如果英国能够劝说其日本同盟不再干涉蒙古事务，俄国人也会满怀同情地聆听英国宣称其在西藏的特殊利益。
 
[60]



对于英属印度政府总督敏托认为的“西藏和我们的关系正如同蒙古与俄国的关系”而言，波克列夫斯基的暗示令人颇感兴趣。
 
[61]

 印度政府认为，承认俄国对蒙古的野心若能换来俄国接受英国随意插手西藏事务，代价并非太大。然而，英国外交部对此类建议却没有多少热情。英国若承认俄国在蒙古的特殊利益，即便用模糊的术语，诸如“现状”等，都必然导致中国政府的抗议，也很有可能令英国的同盟国日本失望。无论如何，英国承认俄国在蒙古的特殊利益还会将英俄协定与日俄谈判搅在一起。英国已决定将谈判限定在与印度缓冲区相关的问题范围内，加之扩大范围只会有利于俄方而不利于自己，自然不愿意扩大谈判范围。因此，哈定告诉波克列夫斯基，对于蒙古问题，英国所能尽力做到的只有“从外交上给予帮助，令中国政府承认俄国［与蒙古的］边界，并竭力避免干涉此事。对于这一点，日本政府或许也会赞同”
 
[62]

 。

1907年1月，伊斯沃尔斯基正式提出蒙古问题。他询问尼科尔森，“既然我们双方未来谈判的基础已经解决，英王陛下政府是否愿意提及蒙古的现状
 （status quo）？”然而，当看到尼科尔森并不欢迎这一建议时，伊斯沃尔斯基匆忙补充道，“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建议”。
 
[63]

 英国外交部深入细致地考虑了这一问题，也研究了哈定与俄国大使馆之间多次对话的含义。后来他们才得知，俄国人真正想说的是：作为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特殊地位的回报，大不列颠应当正式接受俄国在蒙古的特权；因为根据1881年在圣彼得堡签订的中俄条约所附的俄国陆地贸易规定，俄国拥有这些特权。俄国将这些规定理解为：让俄国商人真正垄断去中国后的蒙古（non-Chinese Mongolian）对外贸易。英国承认蒙古的现状，也就意味着英国承认俄国在库伦的总领事馆维持一支卫戍部队（当时正值义和团暴乱，这支部队大约拥有几百名哥萨克人）；这将暗示着，有了英国的认同，俄国就能抵制中国政府改革蒙古政府的所有尝试。
 
[64]



即便没有其他任何理由避免与俄国讨论其在蒙古的利益，英国外交部也永远不会同意宣布被外界理解为英国接受俄国通过1881年圣彼得堡条约获得的在中国中亚独一无二的特权。根据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俄国人同意从中国新疆伊犁的部分地区撤军（俄国人在1871年占领伊犁，当时正值阿古柏政权从中国人手中夺取了喀什噶尔之后）；该条约还令俄国在中国新疆以及蒙古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和商业利益。该条约令俄国有权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并赋予俄国商人珍贵的特权。多年来，印度政府试图说服中国人，令中国新疆的英国臣民也能获得俄国臣民一样的权利，但中国政府坚定地拒绝了。英国要求中方承认马继业的领事地位，因其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中国新疆代表英国利益，也同样遭到拒绝。英国争辩说，根据1881年条约，他们应当和俄国一样享有最惠国待遇，但被无视。除非能满足英国的这些要求，否则英国人绝不会帮助自1881年就从中国获得好处的俄国人。

印度事务部的莫利还提出一条反对讨论蒙古事务的理由。莫利指出，俄国人在坚持维持中国在西藏权威的同时，却建议英国人同意俄方强行限制中国在蒙古的权威。
 
[65]

 即便俄国人主动提出同意英国自由插手西藏事务，英国人也不会真正在西藏获得什么利益，因为1906年中英条约已经真正剥夺了英国人在喜马拉雅以北的所有活动空间。莫利认为，既然不可能获得补偿的好处，英国为什么还要帮助俄国实现其在蒙古的计划呢？

1907年2月5日，当波克列夫斯基再次拜访英国外交部，询问英国政府对蒙古问题的看法时，哈定告诉他，“我们不可能限制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在蒙古的活动，但我们可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他说，“根据我私下的个人观点”，英国人“最多可能会说，鉴于俄国的地理位置，我们承认其在与俄国边界接壤的蒙古地区拥有特殊利益”。哈定还说，“这多多少少和我们在西藏利益的说法相似，以及我们在上次交谈中提到的满洲里的情况相似”。
 
[66]

 俄方显然认为，据此发表一个声明胜过一无所获，因此哈定在1907年3月19日致函尼科尔森，称因为“本肯多尔夫和波克列夫斯基对我屡屡纠缠不休”，要求英方发表一个关于蒙古问题的声明；在格雷的批准下，哈定建议该声明应遵循如下原则：

英国和俄国政府，相互保证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真诚希望看到在与中国接壤的所有领土上维持秩序与发展和平，为确保各自边界的和平与安全，双方保证相互支持。
 
[67]

 （Les Gouvernements de la Grande Bretagne et de la Russie，s’étant mutuellement engages à respecter l’intégrité et l’indépendence de la Chine et animés du sincere désir de voir l’ordre et le développement pacifique se maintenir sur toute l’ étendue de leurs frontiers avec la Chine，s’engagent à s’appuyer mutuellement pour assurer la paix et la sécurité sur leurs frontiers respectives.）

以上措辞极为小心谨慎。英国并没有承诺打算认可俄国对1881年圣彼得堡条约的解读。英国也不可能引起盟国日本的不满，日本在蒙古问题上也有一定利益。在西藏问题谈判的过程中，英国曾告知日本驻伦敦大使古村男爵（Baron Komura）有关俄国在蒙古的打算。古村说，当时正在进展的日俄谈判中并没有提及蒙古
 
[68]

 ，但英国外交部怀疑古村或许在说谎。

当尼科尔森将哈定的声明告诉伊斯沃尔斯基时，他认为该声明过于“模糊”。他问道，“支持”（s’appuyer）这一术语具体是什么意思？是否意味着俄蒙边界受到骚扰时，英国将会给俄国提供物质援助平息事态，或者仅仅是在北京给予外交援助？
 
[69]

 当格雷声明“支持”仅仅意味着外交支持，还十分敏感地补充“我们不能在像蒙古边界这样的地方给予俄国军事援助”时，伊斯沃尔斯基和俄国驻伦敦大使馆似乎顿时对这一声明失去了兴趣。
 
[70]

 截至5月，哈定告诉尼科尔森，“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蒙古建议的消息，你认为俄国是否已经遗忘了这个问题？我希望如此”。
 
[71]

 伊斯沃尔斯基当然没有忘记。但是，他和日本人就蒙古问题达成了妥协，同时，他认为英国方面由哈定提出的声明既沉闷无趣又毫无价值。1907年7月签订的日俄密约第三款内容如下：“日本帝国政府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并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俄国在外蒙古利益的干涉行为。”
 
[72]

 一旦日本不在外蒙古策划阴谋反对俄国，伊斯沃尔斯基的主要目标就达到了。随着法国也站在俄国一边，英国的看法对他而言很可能变得无足轻重了。

因此，主要涉及三个地区——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英俄协定最终由尼科尔森和伊斯沃尔斯基在1907年8月31日签订，条约并没有提及蒙古，附在条约后面的所有换文中也没有提及蒙古。毫无疑问，英国方面对于没有提及蒙古问题这一结果十分满意。远东问题也没有强行加入英俄协定，双方的谈判只涉及印度缓冲区问题。在英属印度帝国的边界四周制造外交障碍并没有因其他问题而变得复杂。然而从长期来看，即便使用最模糊的术语，英国也拒绝将蒙古与西藏联系起来的决定，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正如尼科尔森和其他英国外交家所熟知的，在俄国人心目中，这两个地区关系非常密切。俄国对达赖喇嘛的兴趣是俄国对蒙古政策的一个产物。俄国在蒙古的野心必定会在将来继续下去。如果西藏和蒙古能在英俄条约关系中以某种方式等同起来，那么，英国希望利用俄国在蒙古的推进扩张，作为俄国合理地接受英国在西藏增加影响力的理由。1912年，当英国试图说服俄国人西藏和蒙古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时，俄国已经有一个强有力的先例来反驳这一观点。

第三节 结论

1907年8月31日，尼科尔森和伊斯沃尔斯基签订的英俄协议，包括西藏条约、波斯条约和阿富汗条约，是一个由序言和五则条款构成的法律文件。序言指出，英国“由于其地理位置，在维持西藏对外关系现状方面有着特殊利益”。在第一款中，英国和俄国同意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避免干涉西藏内部事务。第二款中，英俄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Chinese suzerainty in Tibet），并规定英俄两国政府只能通过中国的调停才能与西藏谈判；但根据1906年中英条约确认的拉萨条约，英国在西藏享有特殊权利。本条还规定了俄国和英国佛教徒与西藏寺院（首领）的宗教关系。第三条规定，英国和俄国无权向拉萨派遣代表。第四条规定，英国和俄国一致同意不在西藏攫取商业特权。第五条声明，英国和俄国都不能干涉西藏财政收入。条约附件是一份英国做出的声明，大意为：一旦西藏政府的第三笔赔款付清，同时西藏人能恪守拉萨条约各款，英国人将会毫不耽搁地从春丕谷撤军。最后，在签署英俄协定的同时，尼科尔森和伊斯沃尔斯基交换了公文，保证英俄两国政府在三年之内不会派遣探险队前往西藏领土。英俄协定的全文可参见附录5。

英俄关于西藏协定并未使英国在政治上加强对喜马拉雅边界的控制。的确，该条约的原意也是如此。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英俄关于西藏协定的目标，对阿富汗和波斯来说也是如此，“就是为了通过制造纯粹的封锁线抵御俄国‘不自觉的渗透’，从而促进印度的防御”，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如是说。
 
[73]

 这些“纯粹的封锁线”（sanitary cordons），即通过一片中立地区将英国在波斯和俄国在波斯的势力范围区分开来，将俄国的政治影响力排除在阿富汗和西藏之外，都是通过条约而非武力完成的。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所言：

在这些谈判中，正如该协议所能保证的，英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永远地保证我们自己在今后不再面临俄国在印度边界的扩张。俄国将会停止威胁英国在印度的利益。这曾是俄国手中令人生畏的外交武器，现在，俄国一劳永逸地放弃了这个武器。我们的收获是巨大的。我们再也不必担心困扰英国政府已久的难题，频繁发生摩擦的根源和可能引发战争的导火索被移除了，和平的前景更加稳固。
 
[74]



但最后看来，所有这些好处，都取决于俄国是否信守诺言。英国外交部的尼科尔森和他的同僚认为，俄国将会竭尽全力遵守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尼科尔森认为，英俄协定至少能保证亚洲15年的和平。当前，只有保证英俄两国在东方的紧张局面有所缓解，才是符合俄国利益的，因为自日俄战争之后，俄国的政策已经从“咄咄逼人的政策转为防御性政策”
 
[75]

 。

英俄协定给伦敦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带来的好处十分明显，但对西姆拉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当敏托得知尼科尔森奉命谈判的内容之后，他非常沮丧。正如莫利对他解释的那样，他认为，“如果我们打算和俄国签订协议，那就让我们在中亚谈判吧，别处哪儿也不去”。印度政府认为，印度边界的安全问题绝不可能在圣彼得堡通过谈判解决；他们还认为，尼科尔森被授权的那种谈判实际上是在放弃英国当时已经拥有的优势地位。例如，允许俄国人与阿富汗建立联系的观点，即便俄国—阿富汗关系限定在因两国领土接壤而引发的非政治事务范围内，也是令印度外交部门极其厌恶的事。实际上，莫利不得不为此责难印度。1906年7月，莫利对敏托说，英国“绝不可能有两套外交政策”。与俄国讨论中亚问题的决定已经做出，印度政府只能服从这一决定。莫利宣称：“无论我们正确与否，那就是我们的政策。”
 
[76]

 格雷对英国首相坎贝尔-班纳曼所言很可能是正确的，即“如果没有莫利，我们很可能毫无进展，因为印度政府会处处阻挠我们”
 
[77]

 。甚至在1907年9月英俄协定已签订之后，莫利还致函敏托，称“你认为英俄协定对于维护和平没有做出丝毫贡献的评价”令我痛心不已。而当莫利得知敏托依然坚持“不断地预测俄国在策划阴谋、向印度边界扩张等诸如此类的言论”时，他十分困扰。莫利将英俄协定视作英国的某种成功和胜利，这是尼科尔森与斯托雷平（Stolypin），伊斯沃尔斯基及沙皇结成同盟，战胜了和敏托一样对英俄协定充满敌意的俄国军方后获得的胜利。
 
[78]



莫利认定，如果任由印度政府自行其是，将会导致其陷入边界冒险。班禅喇嘛访问印度事件，斯文·赫定西藏之行等问题都足以表明：寇松勋爵虽已离开，“寇松主义”却并未消亡。鉴于和俄国签订协议的整个政策将会因发生在印度边界的任何可能被圣彼得堡理解为破坏1907年条约精神的行为而陷入危险之中，且该条约系本着互信的原则签订的，因而莫利决定密切关注印度边疆政策。在西藏问题上，印度事务部决定限制印度政府在北部边界上的行动自由，其程度甚至比逐字逐句严格解读条约含义还要严厉。

即便没有约翰·莫利，我们也可以毫不怀疑地相信英俄关于西藏的协定进一步削弱了荣赫鹏使团所获得的成果。
 
[79]

 例如，英国占领春丕谷，最初是打算作为持续向西藏人施加压力的手段，现在几乎完全失去了效力。在英俄协定签署之前，英国仍可在权力范围内决定：在三年期满之后，如果西藏人还是无法履行遵守拉萨条约的承诺，则英方对春丕谷的占领可以延长。几位印度官员还一度幻想这样的情况真会发生。然而现在，尽管延长占领春丕谷的可能性还未被完全排除，但此举立刻需要英俄双方商讨，而讨论的后果不难想象。同样，直至1907年，此前对于中英条约禁止的那些与矿产特许权相关的内容，即使仅仅是理论上的，都有可能通过中英双方直接谈判而取消。现在，此举还需举行英俄谈判才能决定，而若不给俄方在西藏或其他地方做出任何让步，他们不大可能同意对1907年英俄协定做任何修改。这一事实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期间体现得极为明显。

如果英俄协定真如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上文所引的备忘录中所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法律文件，那么，该协定强加给印度政府行动自由的限制便毫无意义了。实际上，后来的情况表明，正如丘吉尔（R. P. Churchill）所言，该协议对于印度缓冲区问题而言，提供了“一个极不稳定的解决方案”
 
[80]

 。俄国很快便声明，她需要在波斯和阿富汗获得更多利益。印度政府则首先面临中国在西藏力量的急剧上升，随后在1912年，中国人突然彻底从西藏消失；这时的印度政府需要一种灵活的政策，但1907年英俄关于西藏协定却不允许此类情况的发生。担任外交事务常任副大臣的哈定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英俄协定负责任，但当他莅任印度总督后，却发现自己不得不想方设法地修改英俄协定的某些条款。在哈定统治期间，印度政府建议：应当允许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或其他英国官员访问拉萨，如此便恢复了荣赫鹏拉萨条约的独立条款，而直接与西藏人谈判便等同于英国吞并西藏领土。

实际上，早在谈判过程中，格雷就发现了导致英俄协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在尼科尔森和伊斯沃尔斯基谈判过程中，对英帝国政府而言，俄方的主要目标便是改变列强强加给俄国的从黑海经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到地中海的路径现况，这远比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重要得多。俄国竭力想让海峡地区列入尼科尔森-伊斯沃尔斯基的谈判日程，但是，如果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的解决真正令俄方满意，则俄方不必强行推动此事，俄国人“在黑海入海口问题上原本便不会给我们找麻烦”
 
[81]

 。俄国人意识到，在当前，仅仅俄国和英国并不能解决海峡问题，还应寻找其他国家，例如法国。然而，继任的俄国外交大臣有可能继续将1907年英俄协定视作解决近东问题的开端。截至1912年，英俄协定的三个部分显而易见都没有满足签约国英国或俄国的要求，俄国必然发现，英国要求修改该条约的任何一部分都会给自己提出海峡问题提供机会。因此，在1915年初，即一战期间，作为双方新条约一部分的1907年英俄协定重新启动谈判（有些问题自1912年就开始讨论），新条约包括对1907年协定西藏、阿富汗、波斯条款的修改，还可能将中国新疆也囊括其中，因为俄方建议在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其他地方胜利后，他们应当获得这一权利。
 
[82]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该计划没能实现。

英国人发现，1907年英俄关于西藏协定中的根本不完善之处，已成为英国在外交上受阻的主要原因。1914年，哈定被迫提出修改英俄关于西藏协定的建议，如果没有其他任何情况的发生，如果没有俄国人的抗议，很可能就会被接受。因为，无论英国提出修改英俄关于西藏协定中任何一条的多么微小的地方，都会给俄方提供机会，俄国政治家必然会提出包含最宽泛含义的问题。人们常常说，至少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俄国在印度边疆的主要兴趣便是：如果英国试图反对俄国在更西边的野心，那么印度边疆就是一个可以任由俄方施加压力的地方，实质上，这种政策就是一种勒索。1907年英俄协定的实际效果完全背离了它的初衷，在某种程度上，该协定令俄国人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更为容易，他们现在可以利用柔道的根本原理：通过对手自身的发力来击败对手。1907年协定赋予俄国关注英属印度边疆政策的条约权。无须俄国实施任何阴谋或压力，英国在自己边界上的活动就能为英俄进行几乎毫无边际的谈判提供机会。这种可能性，比起纯粹的军事或财政手段，显然是反对英国在印度边界上采取前进政策的更有效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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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的前进政策，1905～1911年

第一节 清朝晚期的中亚政策

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期间，中国政府在中亚采取了令人震惊的生机勃勃的政策。紧随着义和团危机（the Boxer crisis）之后，对很多外国观察家而言，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必然处在崩溃的边缘，北京政府却开始了一项加强控制蒙古和西藏的计划。在帝国的最后几年，中华帝国在这些边缘地区的统治如此衰落，令英国或俄国成为这些地区的保护国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现在，这些地方处于中国强有力的统治下，其程度或许比乾隆皇帝统治期间还有力。外国外交官有时候发现中国在边界地区的能量爆发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知道：中国究竟为什么要对像西藏和蒙古这样偏远的地方小题大做，尤其当她面临着距离首都更近、将会在未来很多年耗费其全部精力的、真正急迫的问题需要解决之际。19世纪70年代，当这些问题被提出之际——中国的主要政治家李鸿章（Li Hung-chang）
 
[1]

 ，以及欧洲和美国观察家都曾提出过，左宗棠（Tso Tsung-t’ang）
 
[2]

 正在重新征服喀什噶里亚，将阿古柏（Yakub Bey）
 
[3]

 的叛乱支持者驱逐出去。
 
[4]



正如19世纪70年代一样，20世纪的最初十年间，中国痴迷于中亚问题的原因是非常简单的。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历代王朝的陷落，周边地区遭蹂躏，都是因为中华帝国陆地防御体系遭到中亚游牧部族的侵犯。王朝衰落的最明显征兆莫过于中国中亚的衰落。中国陆地边疆长城，是从帕米尔延伸到阿姆河的防御体系中最后的一段防线。长城的象征性意义和军事意义同样重要。历史一次次地证明，失去了中亚缓冲区的中国政府，极有可能也会失去长城这一防线。

19世纪末，中国公众舆论形成了一股相当重要的力量，即便是在清朝统治期间也是如此，公众舆论对于外国威胁到中国陆地边疆极为敏感。由于受到列强从海上轻而易举地渗透的耻辱，中国人在内亚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历史上，中国人曾在内亚赢得过最伟大的军事胜利，现在，他们也将竭力抵抗帝国主义者的蚕食鲸吞。

在陆地上，中国遭受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包围，东北方向又遭受新兴国家日本的威胁，即使最乐观的人也认为，中国的陆地边疆似乎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了。直到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邻居之间的你争我夺为延缓这一过程（如果不是停止的话）提供了一线希望。然而，到了1907年，俄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全部联合起来，中国陆地边疆的戏剧性崩溃似乎近在眼前。中国能否作为一个主权国幸存下来，这似乎值得怀疑。如果什么措施都不采取，中华帝国的周边地区若非堂而皇之、也已悄无声息地沦为法国、英国、俄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如此下去，清廷必然会失去对边疆的控制；很难期望清王朝在损失如此之多领土之后还能幸存下来。

在传统上，清朝维系其在长城外的影响力，不是通过中国人直接的统治，而是通过类似于中国保护国的体系进行统治。在中国新疆、蒙古和西藏，当地的行政管理交由当地政府来实行，如西藏和蒙古的喇嘛、封建家族，以及新疆的穆斯林部族酋长。中华帝国在库伦的代表，在乌里雅苏台（Uliassutai）的军事首领，在伊犁固尔加的军事长官，在拉萨的帝国代表，其职务在某方面来看可与英国在某个印度公国或马来属邦（Unfederated States of Malaya）
 
[5]

 的地位相比较。然而，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中国治理长城以外地区的官方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变革。当中国新的省份新疆被创立后，间接治理让位于直接统治的现实在左宗棠重新征服中国新疆之后已可以做出某些预见。实际上，中国人现在正打算在蒙古和西藏也建立这种类似的“新统治区”。

政策改变代表的含义首先在蒙古显现出来。1901年，中国成立的两个新的政府部门，国土拓展委员会或垦殖委员会（the Board of Territorial Development，or Colonisation）和边防委员会（the Board of Frontier Defence），专门处理蒙古和西藏事务。通过这些机构，中国政府发起了移民蒙古的计划，并鼓励中国人和蒙古人通婚，以便更好地融合这两个种族。清廷还制定了发展内外蒙古的计划，包括修建一条从张家口（Kalgan）到库伦的铁路，成立银行，鼓励矿产投资等。中国政府还计划开设汉语学校，给蒙古人教授汉语——在此之前这都是被严格禁止的——为蒙古人提供一些军事训练，以便他们能参与现代化的中国防御体系。中国人显然希望，蒙古最终将被纳入中国省份机构，游牧的蒙古部族将会定居中国，并融入中国式的农业经济。

迅速改变中国在蒙古地位的决心，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与西藏结成密切联盟的古老蒙古封建贵族和蒙古佛教寺院，也威胁到俄国自19世纪中叶在蒙古取得的特殊地位。至少自1727年恰克图条约（the Treaty of Kiakhta in 1727）
 
[6]

 签订以来，蒙古和俄国之间漫长的边界线便成为中俄谈判的主题。1861年，俄国人在库伦设立领事馆，并创立了一个俄国贸易公司。俄国商人在蒙古贸易中享有特殊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881年签订的圣彼得堡条约（the St. Petersburg Treaty of 1881）
 
[7]

 ，该条约还规定俄国人有权在蒙古开设其他领事馆。1899年4月，通过一份英俄换文，英国人承认蒙古是中华帝国范围的一部分，俄国人可以在不受英国竞争的情况下在蒙古修建铁路。
 
[8]

 1900年，一个俄国金矿企业宣告成立蒙高勒公司（Mongolor），该公司很大程度上是由俄华道胜银行赞助的。截至此时，已经有10个俄国贸易公司在库伦成立，大约200多名俄国人在整个蒙古从事行商。截至1908年，大约五分之一的蒙古对内对外贸易掌握在俄国人手中。俄国人认为，中国人在外蒙采取的新政策具有双重危险。一方面，该政策承诺抑制俄国贸易的增长，而根据权威数据，俄国贸易从1891年到1908年增长了566%，令人叹为观止。另一方面，中国人的统治直接扩张到俄蒙边界，将有可能演变成对俄国领土的军事威胁：中国的殖民扩张一旦开始，则可能很难被一道国际边界线所阻止，毕竟，那不过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已。由此看来，俄国人在伊斯沃尔斯基与尼科尔森谈判过程中如此关注中国在蒙古的政策走向，丝毫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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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在蒙古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在西藏有所尝试，印度政府在1906年底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1906～1910年，中国政策模式对于英国观察家而言变得日益清晰。对于中国在西藏地位的问题，中国政府似乎至少打算从四方面展开回击。第一，在四川，他们正在竭力通过军事征服向西扩张直至西藏，将此处变成其直接统治的地方。中国政府的目的是：至少从非中国直接统治的西藏部族地区中创造两个全新的中国省份，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将整个西藏纳入这一行政体系之下。第二，在拉萨，中国政府对西藏政府传统体系进行彻底革新，用现代体系模式替换一些更为无政府主义的因素。第三，北京政府已决定，在1908年之前，达赖喇嘛必须公开承认西藏对清政府的服从地位，并返回拉萨，利用他的影响力支持中国在西藏的改革计划。第四，沿着印藏边界，中国官员发起了一场难以察觉的运动，削弱荣赫鹏使团离开后残留在西藏的英国势力，在此过程中，中国还不失时机地获得机会宣称他们对不丹和尼泊尔的宗主国地位。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中国人在中缅边界上还采取了不妥协让步的姿态，自1897年，云南政府就在北京的支持下坚持宣称对恩梅开江—萨尔温江（Nmaihka-Salween，又作萨尔翁江，中国称怒江）分水岭西部领土拥有主权，而英国人始终将这一边界线视作合法的边界线。

中国在西藏的前进政策，由于中国在缅甸边界施加的压力而得以增强，到了1910年，中方该政策已经改变了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边疆的本质。当英国人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中国在喜马拉雅北部势力的增长时，1906年签订的英中条约和旨在将俄国政治影响力驱逐出西藏的1907年英俄协定制造的外交障碍，令这些条约对英国人毫无用处。1910年2月，当达赖喇嘛在中国人先遣队到来之前逃离拉萨，并前往英属印度寻求庇护时，印度政府总督敏托根本无权利用这一局势，也无法同意达赖喇嘛提出的寻求英国援助的要求。

第二节 张荫棠的挑战，1906～1907年

从1904年达赖喇嘛为防止被荣赫鹏使团俘获而逃离拉萨开始，像萨道义这样的英国观察家便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人有可能采取新的对藏政策。但直到1906年，当张荫棠作为中华帝国专员从印度来到西藏，印度政府才得以完整了解该政策的具体表现。张荫棠的任务是对中国政府在西藏的行政管理进行彻底革新，与此同时摧毁英国残留在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威望和影响。在这方面，张荫棠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张荫棠是清王朝末期当之无愧的精明能干的中国官员之一。

首先在1906年中英谈判过程、其次于1907年圣彼得堡的英俄谈判中，伦敦的英国本土政府断然否定寇松西藏政策中更为积极进取的方面，这便令张荫棠的西藏改革推进容易得多，否则情况将会完全相反。当拉萨政府意识到英国人不会在西藏建立保护国后，对本应遵守拉萨条约的规定不再过于谨慎。他们认定，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绝不会再派出第二支荣赫鹏使团。截至1905年末，西藏人再次开始在印藏边界上对帕里征税。尽管拉萨条约明令其拆除这些堡垒，他们却依然忙于在江孜和从锡金至拉萨的其他地方修建堡垒。他们禁止锡金商人前往甘坝宗游历。他们甚至时不时地阻断印度政府和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的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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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1905年，惠德一直在劝说拉萨政府遵守拉萨条约第一条，即规定在北部锡金和西藏之间的边界线上竖立界柱，但西藏政府找了接二连三的借口，甚至连西藏边界专员都从未任命过。1906年7月，莫利决定放弃划定锡藏边界，理由是：英国政策的目的是“避免所有可能与拉萨政府发生冲突的不必要事由”，英国官员在边界上的政策没有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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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初夏，印度政府发现，西部西藏政府完全无视印度商人可自由进入噶大克贸易市场的规定
 
[12]

 ；截至此时，亚东和江孜贸易市场的运转很难说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欧康纳和惠德向印度政府抗议西藏人的每一次“暴行”，当然，在报告中，二人汇报的情况比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但他们几乎从未得到过总督的支持。例如，敏托在写给莫利的信中，将惠德试图劝说拉萨终止阻碍印度贸易的行为描述为“一个蠢人的行为”，“我一眼就能看穿他耍的把戏”。
 
[13]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边疆官员开始意识到：为了保护英国残存在西藏的威望和影响力，他们将不得不在言行举止方面采取迂回曲折的策略，或许邀请班禅喇嘛赴印度访问就是例子；此外，他们还将不得不竭尽全力利用寇松前进政策的余热，寇松这一政策在庵士尔修改拉萨条约之后幸存下来。在这些尝试中，英国占领春丕谷无疑是最成功的。从理论上讲，英国不得不在1908年初从春丕谷撤军；根据条约，英军的撤离取决于西藏人是否对贸易市场的运转表现出良好的意愿。实际上，贸易市场的运转情况非常不好，英国边疆官员清楚地意识到，当撤军时机到来时，他们能轻易找到强有力的理由继续留在春丕谷。无论如何，该问题已成为俄国人直接关注的问题，除非英国人宣称占领春丕谷是1907年英俄协定的附件，否则，认为英国占领这片西藏领土超过三年或许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贝尔是英国驻春丕谷的第一任行政长官，他极为热情地向其上司指出春丕谷人民（卓莫人）在英国人统治之下获得的好处，以及西藏人与其新主子合作后可能招致惩罚的危险。贝尔在历史基础上建议对春丕谷政府的（管理）模式进行重大变革。所有西藏和中国官员都应被排除在春丕谷之外，因而，春丕谷的治理便落在当地村落头人的手中。他还打算废除强迫劳役制度。本应向英国人缴纳的一定数量的税收也将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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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的绝大多数建议都得以执行，其结果便是，英国人对春丕谷人民的统治，比起对英国保护下的锡金王国居民更为直接。加上印度步兵4个连队以及12个警察组成的卫队，如此一来，在英国占领下的春丕谷，英国统治者与西藏被统治者的比率为一比三。贝尔及其继任者坎贝尔中尉（Lieutenant W. L. Campbell）几乎非常确信地认为：所有这些重组行为的努力将会把英国的临时占领变成更为长期的统治，大英帝国历史上常出现这种情况。英国在春丕谷的早期管理报告几乎总是提出英国应当吞并春丕谷的强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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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春丕谷，英国人实际上控制了大约650平方英里经济价值微不足道的土地。春丕谷大约有2500名卓莫人，人均年收入大约2000卢比，自然无法满足英国护卫队的消费需求。许多英国公文都提到，春丕谷的重要性在于其政治意义。定居着藏族人的春丕谷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分水岭的南部，是英属印度到拉萨最便捷的道路。在西藏人手中，春丕谷充当着英国领土和西藏高原之间的屏障；在英国人手中，春丕谷就变成英国将其影响扩大到西藏中部主要城镇的大本营。人们进一步讨论道，如果西藏政府再次获准鼓励卓莫人垄断在英国土地和帕里之间的运输贸易，那么，春丕谷就会和过去一样，再次成为印藏贸易路线上的一个瓶颈，而英国占领春丕谷是永久性打破这一垄断的唯一途径。最后，如果卓莫人在春丕谷和英国人合作，那么，当英国人撤兵后，他们将真正面临被拉萨惩罚的危险，这一点不言自明。出于善意的道义原因，一旦开启了春丕谷冒险，英国人就应看穿这一点，春丕谷不值得他们支持。

占领春丕谷背后的诸多争论的确有一些道理，但春丕谷之所以在英国边疆官员心目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既非政治因素，又非经济原因，更多是象征性意义。1886年，正是在春丕谷，西藏人进入锡金，并将隆吐山作为堡垒，阻止马科蕾使团的前进，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并最终导致荣赫鹏使团远征。1888年，当西藏人最终被驱逐出隆吐山之后，英国军队在春丕谷驻扎了几天，当时有不少英国官员认为，春丕谷应当是构成英国胜利战果的组成部分。正是在春丕谷的亚东贸易市场，西藏人在通往拉萨的路上修建起一堵墙，以此嘲弄1893年签订的西藏贸易条约。正是在春丕谷和锡金接壤的边界，英国人依据1890年英中协议在此竖立的界柱被莫名其妙地破坏了。鉴于春丕谷与锡金与不丹关系密切，英国人在此遭受的屈辱被喜马拉雅漫长的边界线地区人民耳闻目睹。无论如何，1904年英国最终吞并春丕谷已真正成为英国边疆官员保持信心的标志。毫无疑问，通过英国占领春丕谷来保证荣赫鹏在《拉萨条约》中提出的75年分期赔款按时支付，理由不够充分。西藏地方政府和清廷都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张荫棠选择春丕谷来宣示中国已代替英国成为中部西藏的主要势力，这一点丝毫不足为怪。贝尔以及1905年末继任贝尔的坎贝尔均下定决心，只要春丕谷还在英国人手中，就绝不允许中国或西藏政治势力存在于此。因而，贝尔拒不承认帕里宗本在春丕谷的财政权和司法权，完全无视在春丕谷的中国民事官员和军事官员。现在，张荫棠打算至少向当地人宣示：即便在英国占领期间，中国人仍然是春丕谷真正的主人。

1906年9月，在中国海关官员韩德森（Henderson）的陪同下，张荫棠在前往拉萨的途中进入春丕谷。根据所有中国官员在西藏游历时的传统，张荫棠立刻要求卓莫人提供免费差役，并在没有征求坎贝尔中尉——春丕谷助理政务官、也可以认为是春丕谷合法的行政长官——的情况下，向春丕谷人民发布告示。担任中国海关官员的韩德森也同样无视坎贝尔的存在，或许韩德森这样做是出于一定的原因：因为坎贝尔尽其所能地刁难这位在中国机构供职的英国人，甚至将中国海关官员通常居住的房子锁了起来；韩德森为了能有一个夜里住宿的地方，不得不破门进入他认为属于自己的房子。到了春丕谷之后，张荫棠便搬进了中国在皮皮塘的衙门，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皮皮塘便成为中国政府在春丕谷的驻地。张荫棠完全没有拜访坎贝尔的意思，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承认坎贝尔的存在。他的行为表明：中国政府在春丕谷的统治是连续性的，从未中断。而当坎贝尔做出欠妥举动、身着正装前往拜访张荫棠之时，张荫棠的仆人先是竭力让坎贝尔走侧门，也即专供其手下人所用的门，当坎贝尔坚定地予以拒绝后，仆人又说张荫棠不在居所，将坎贝尔打发走了。当担任锡金政务官的贝尔匆忙来到春丕谷查看情况之时，也同样受邀从侧门进入皮皮塘衙门。贝尔用尽浑身解数才说服衙门将正中间的大门向他打开。10月底，当张荫棠离开春丕谷前往拉萨之际，他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给当地头人赠送了少量钱财。在他的西藏使命第一站春丕谷停留期间，张荫棠成功地以智取胜，在若干“面子”问题中击败英国人，令当地人对英国占领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心生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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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棠途经春丕谷一事令英国边疆官员十分惊恐，从那一刻起，他们对中国人采取的一切行动都极端敏感，并将其理解为对英国地位的挑战。例如，10月初，坎贝尔报告说，张荫棠在韩德森陪同下，打算前往日喀则拜访班禅喇嘛。当时惠德请假，贝尔代理锡金政务官，他立刻向印度政府请求亲自访问日喀则，当然这绝不是班禅喇嘛的愿望，因为班禅喇嘛对于中国政府正在策划的内容深感忧虑。贝尔指出，如果中国政府雇佣的欧洲人韩德森之流可以访问日喀则，而英国官员却被剥夺了这一特权，将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敏托打算同意这一请求，批准贝尔前往日喀则。此举当然违背了莫利的相关命令，因为印度事务部禁止英国人与班禅喇嘛有任何直接接触，而且就在1906年9月，印度事务部还拒绝时任江孜贸易代表贝利拜访班禅喇嘛，因在此期间欧康纳请假前往英国。然而，当莫利获悉贝尔计划之时，贝尔的日喀则之行早已结束。在11月3～6日，贝尔多次会见班禅喇嘛，后者对中国政府打算因印度之行惩罚他感到十分惊恐。班禅告诉贝尔，他希望敏托能够遵守诺言，在中国政府真正威胁到他安全的时候派兵援助日喀则。贝尔十分尴尬地解释说，敏托并未做出此类的承诺。贝尔访问日喀则，也是多年来最后一位英国官员前往日喀则，其唯一结果，便是让班禅喇嘛更加相信：他根本不能指望英国人，最好尽可能与中国政府和解。但事态发展到最后，韩德森根本从未抵达日喀则。
 
[17]



削弱英国人与班禅喇嘛的关系，显然也是张荫棠的主要目标之一；但若没有莫利消极的西藏政策的帮忙，张荫棠也几乎不可能如此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这也构成了张荫棠计划的一部分：即消除荣赫鹏使团和拉萨条约造成的英藏建立直接联系的所有借口。实际上，张荫棠在西藏的所为，正是张荫棠和唐绍仪在加尔各答谈判中针对中方是否应遵守拉萨条约的继续，即每次英国官方与西藏接触，都必须由中国政府充当中间人。张荫棠意识到，完成这项任务必然需要在某一阶段与印度政府进一步谈判这一话题，但这也是英国人最不愿意谈论的话题。自1906年9月张荫棠进入春丕谷的一刻起，张荫棠和他的中国下属便引发了一场战役，这令西藏的英国官员尴尬无比，也令印度政府认为，宁愿选择谈判也不希望维持现状。

张荫棠的冒犯行为主要是通过其在江孜的中国官员代表高（Gow or Kao）完成的，此人很快成为印度政府最讨厌的中国人。高的战略是，反对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及其随从的一切行为，即便是程度最轻微的，也会被认为是破坏了1906年中英条约，该条约中的一切模棱两可的内容都被用于这一目的。例如，1906年中英条约规定，英国人不得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实际上，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及其手下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涉及西藏的管理事务，将面临寸步难行的境地。例如，江孜贸易代表处的医生，一直想试图通过给江孜地区的人们注射疫苗抑制天花的肆意传播，因为天花是西藏人非常容易感染的一种疾病。然而，高先生禁止西藏人接受疫苗，因为这涉及英国干涉西藏内部事务。此外，英国贸易机构习惯于制定从当地藏族村民处购买供给品的价格标准，但高先生宣称，英国制定的价格离奇的低——他鼓动西藏百姓如此申诉。他还声称，无论如何，英国人绝对无权制定价格。因此，高先生命令江孜百姓，只有通过他本人，才能给英国贸易机构提供物品，而物品价格则由他来制定。对高先生采取的一切行动，张荫棠都完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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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棠和高并不满足于令江孜贸易代表的日常生活举步维艰。他们尽其所能令江孜贸易机构在现有基础上难以运转。1907年1月，张荫棠发布命令，若非高作为中间人，江孜的西藏官员不得与英国人直接接触。实际上，张荫棠根本不承认此刻英国在江孜合法任命的贸易代表。他明确告知印度政府，中国官员现已在噶大克、亚东和江孜就职，作为“大清皇帝贸易和外交代表，照看商人利益，解决各个市场的外交问题”，并礼貌地询问英方何时打算任命相应的官员，这些官员可能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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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问题，张荫棠还提出，根据条约，贸易市场的确已经原则上设立了，但并不能说已经开始运转，除非张荫棠本人宣称这些市场已开埠，并承认这些任命的英国官员资质。如果英国政府没有正式宣布任命江孜贸易代表，张荫棠或高都不打算拜访这些驻守在江孜的贸易代表。究竟谁应当拜见谁这个问题，引发了1907年上半年间的大部分中英纠纷。

张荫棠发起的消磨英国江孜贸易代表及西藏其他英国官员意志的运动，仅仅是中国在西藏地位发生剧烈变化的一个方面。截至1907年1月，张荫棠已将年迈的驻藏大臣有泰逮捕，罪名是未能阻止荣赫鹏使团进入西藏，并将其戴手铐脚镣押送回内地。亲英派或反汉派的藏族官员都遭到清洗。班禅喇嘛接到通知，不准更多的英国人访问日喀则，若班禅依靠英国人的支持反对中国，那就太愚蠢了。整个西藏行政体系遭到大的冲击，贪污腐败和寺院懒散首当其冲。依照中国的模式，煤矿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商业委员会，战争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手工业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等，都在拉萨设立，与传统的西藏无政府主义形成竞争。一支规模大约为4万多人的新型藏军正在组建。一些英国观察家认为，若张荫棠大兴变革的势头继续下去，西藏极有可能成为中国行政框架体系下的另一个省份，或一系列省份之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市场实际上变成了条约港口，对所有国家都开放；而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地位或许就会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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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荫棠抵达西藏后，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欧康纳正在请假，贝利担任临时贸易代表。1907年1月，欧康纳戏剧化地返回西藏，带着两辆汽车抵达江孜。一辆汽车为克莱门特（Clement），印度政府打算将这辆车连同一些狗，作为礼物送给班禅喇嘛。另一辆车为标致小轿车（baby Peugeot），是欧康纳的私人座驾。这两辆车在翻越锡金山口和春丕谷之时遭到粗暴对待，但它们似乎成功地走完从唐古拉山到江孜的最后一段旅程，且完全依靠自己的动力；为走完最后这段路，欧康纳还令人清理道路。或许，当他的标致汽车在空气稀薄的“世界屋脊”上蹒跚而行时——在这种地方，司机和乘客都必须下车与之并排而行，因为这些车只有在加足马力的情况下才能开动——欧康纳或许将自己视为汽车版的圣乔治（St. George）
 
[21]

 ，正在前往屠杀中国龙张荫棠的路上。欧康纳对于自己离开期间西藏的发展走势颇为沮丧。他一回来就开始反击中国人对江孜贸易机构的每一次进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他本人虚构的；因为他认为该贸易机构是依据拉萨条约成立的。通过他的一系列行为，欧康纳与高和张荫棠的关系迅速恶化。政策之间的冲突很快演变成私人之间的争吵。在审判江孜贸易机构的一名印度兵和一名藏族女子之间的争端时，欧康纳故意无视高先生的存在便行使了治外法权，这显然超越了权限。高先生则恶意阻止欧康纳获取打算种在贸易代表机构花园的柳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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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07年中期，印度政府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人绝不仅仅是在和急需外交援助的欧康纳较劲。张荫棠成功地发动了几次“政变”，令英国人颜面尽失，或许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斯文·赫定访问日喀则事件。读者一定还记得，由于印度事务部的莫利的干涉，伟大的瑞典旅行家斯文·赫定没能在1906年从英国领土进入西藏。1907年初，史诗般地从中国新疆进入西部西藏后，赫定抵达日喀则，受到了班禅喇嘛十分殷勤的招待。于是，他致函在江孜的欧康纳，宣布前往印度边界的最后一段旅程，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张荫棠。就在拉萨获得赫定抵达日喀则报告的那一刻起，张荫棠便下令在日喀则的中国人告诉赫定：他必须立刻沿原路返回。赫定对于事态的发展失望至极，便通过欧康纳寻求英国的外交援助，这丝毫不足为怪。英国人当然无能为力，因为正是他们最近向中国外务部建议西藏应紧闭大门，不得令外国探险家入内，而中国人现在正在这么做。最后，斯文·赫定不得不经由西部西藏原路返回，他边走边抱怨：“我感觉不到英国的一丝丝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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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孜局势激怒了欧康纳，返回西藏几周后，他便主动向印度政府提出了一项政策，该政策几乎和寇松当年决定派荣赫鹏使团前往拉萨一样具有深远影响。1907年2月3日，欧康纳提出，现在，中国政府令英国驻江孜贸易机构无法运转。印度商人无法进入市场。贸易代表不得与西藏官员联系。他本人每天都不得不屈服于因琐事带来的屈辱。这些都在不断地腐蚀着英国所剩无几的威望。如果印度政府还打算继续其西藏政策，就应开启新的航向。正如欧康纳自1904年末期开始坚持的观点，印度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班禅喇嘛的影响，为班禅喇嘛配备英国武器和弹药（欧康纳认为400支过时的马提尼-亨利来复枪就足够了），建立一支班禅喇嘛自己的武装防御力量。一旦将其全副武装，印度政府就应鼓励班禅喇嘛从政治上独立于拉萨，英国将会随机承认班禅政权。在此过程中，英国应当修改当前的英藏协议，承认两个独立的西藏世俗政权，一个位于拉萨，另一个位于日喀则。最后，英国贸易代表就应从江孜转移到日喀则。欧康纳认为班禅喇嘛必然十分欢迎此举，即便是出于纯粹的商业原因，此举也合情合理，因为日喀则是一个远比江孜重要得多的贸易枢纽，例如，日喀则有93个常驻商业中心，而江孜只有22个。除此之外，与江孜老百姓不同，日喀则人以对英国人友好而著称。欧康纳解释道，这些都是常识，但也有一定的道义因素。最近，班禅喇嘛由于宣称与英国的友好关系而陷入非常艰难的境地。欧康纳获得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决定要好好教训班禅喇嘛，甚至有可能杀一儆百，警告其他的西藏高官显贵，远离英国人才是明智之举。欧康纳反应十分激烈：如果班禅喇嘛果真面临如此严峻的危险，则印度政府应以出手相助班禅为荣。综上所述，欧康纳请求印度政府允许他即刻启程前往日喀则安抚班禅喇嘛，并告诉他英国人的援助正在路上。
 
[24]



欧康纳的想法似乎给敏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康纳提到班禅喇嘛面临的困境，触动了印度总督敏托的良心，长期以来，他就因为邀请班禅喇嘛访印，随后又否认自己做出的承诺而倍感不安。正如他私下致电莫利时提到的：

希望你不要以为我们过于焦虑了。我从欧康纳处获得私下信息，如果班禅喇嘛无法保护自己，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担心中国和拉萨政府可能会趁机消灭他。中国人不会原谅他的印度之行，正在伺机报复。如果班禅喇嘛遭受暴力，我们将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为了避免这一点，我认为很有必要立刻向张荫棠展示我们的力量，向其发出英国与班禅喇嘛关系友好的全部信号。我希望，这样的智力支持不会导致严重问题。班禅喇嘛的军事器械寥寥无几。欧康纳建议给他送去三四百支来复枪。如果您准许我如此行事，此事很容易办到。
 
[25]



对于所有这些予以班禅喇嘛的隐蔽性援助，敏托接受了欧康纳的大多数建议，并提出了一些其他建议。1907年2月3日，敏托致函莫利，认为英国政府应当采取五项主要措施，以改善在西藏的地位。第一，针对张荫棠及其属下高之流，英国政府应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第二，针对西藏地方政府应支付的第二笔和第三笔分期赔款，英国应坚决避免重复第一次由清廷代替西藏地方政府支付赔款的行为。第三，英国政府应允许欧康纳立即起身前往日喀则，或许欧康纳可利用印度政府送给班禅喇嘛的汽车礼物为借口派欧康纳前往。第四，张荫棠无疑应被排除在外，印度政府并未承认在贸易市场的中国官员替换西藏官员，自签订《拉萨条约》以来，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一直都在和西藏官员打交道。第五，印度政府应正式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尽管存在1906年中英条约，他们依然认为拉萨条约是完全有效力的，并仍对西藏具有约束力。
 
[26]



面对这些建议，莫利惊恐万分。西藏现在真如九头蛇怪一般，一旦九头之一被砍掉，立刻就有其他的头取而代之。莫利即刻给敏托发去电报称，英国本土政府“完全不支持欧康纳访问扎什喇嘛和任何给日喀则送去枪支的建议”。他认为，如果中国人杀害了班禅喇嘛，“将会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让自己和班禅喇嘛站在同一战线，并陷入又一次‘使团’风波（带着我们的400多支来复枪），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会陷入无止境的错综复杂之中，更不必说会在尼科尔森和伊斯沃尔斯基的谈判间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这也将会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莫利提醒印度总督敏托，“我们的政策决不是要取代中国，只是要保证中国不违反协议（1906年中英协议）”。在敏托提出的五项建议中，伦敦仅完全接受了向北京提出外交抗议张荫棠言行这一项。
 
[27]



的确，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并未真正相信西藏局势如同印度政府电报、欧康纳报告中所言如此严重。截至1907年，西藏边界上发出了若干次警报，但真正发生的危机却寥寥无几，因此，白厅的观察家认为，坚持精明无为政策实在再简单不过。欧康纳所描述的那些困境：高的阴谋诡计，与西藏官员切断联系，供给短缺，甚至担心西藏和中国军队的攻击，诸如此类，在英国外交部引发的不过是出于礼貌、毫不相信的笑声。看过这样一封电报后，哈定评论说：“看来，欧康纳上尉的影响力还不足以让西藏的局面有所缓和”；格雷评价说：“欧康纳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官员，他的观点是，如果不想让拉萨远征的成果付诸东流，就必须采取积极政策。但这不是我们的政策。”
 
[28]

 在另一个场合中，格雷提到，“在他的电报中，热忱已经超越了其（政策的）连贯性”。
 
[29]

 由于在西藏引起的麻烦，欧康纳备受指责。英国外交部的坎贝尔在1907年8月的备忘录中写道：“这很明显是个人问题。他们……［张荫棠和高］……无法忍受欧康纳上尉，不想和他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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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康纳旨在反对张荫棠和高的“挣面子”斗争产生了三个结果，并非所有结果都是英国贸易代表所期望的。第一，成功地将高从江孜调走，可算作是英国取得的一个小小胜利。7月，当朱尔典多次提请中方注意江孜贸易代表的诸多问题后，清廷外务部同意召回这位官员，因为，正如他们在1907年7月10日告诉英国驻华大使的那样：

他们曾有一段时间认为……［高］……或许不太适合这一职务，不希望让他和欧康纳上尉之间产生更多冲突，因此他们会召回他……与英国贸易代表产生冲突的原因总是困扰着外务部。
 
[31]



因此，高被调到满洲里一个更为重要的职位上。第二，欧康纳对中国政府的抵制行动极大地帮助张荫棠达成他的目标之一：基于荣赫鹏使团引发的英国残留在西藏的特权而重开英中谈判。英国在北京抗议江孜发生的一切，导致清延外务部指出，只要中英代表双方制定出一套新的西藏贸易协定，且拉萨条约中也有相关规定，则江孜的贸易局面无疑会得到改善。英中针对此问题开启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很难拒绝，这也由此引发欧康纳与中国政府发生冲突后导致的第三个结果，即欧康纳本人被召回。1907年8月，欧康纳被召回印度参加谈判，此后他再也没有返回西藏。
 
[32]

 尽管印度政府费尽心机掩盖真相，但毫无疑问，欧康纳-高危机不仅令中国官员撤离，也导致英国官员的离任。这极有可能也是张荫棠的计划之一。欧康纳，由于其缺乏耐性，痴迷于前进政策，令印度事务部的莫利难以接受；但在当时来看，欧康纳是可供印度政府差遣的最有西藏事务经验的英国官员。此外，他的确受到西藏人的广泛敬重。在随后多年间，班禅喇嘛始终与其保持通信，将他视为真正的朋友；在听到他离任的消息后班禅喇嘛十分失落。在欧康纳离任很久之后，在西藏旅行的外国人还能听到藏族人讲述这位人物的各种功绩，这位与西藏政策有直接关联的荣赫鹏使团最后一位资深成员。张荫棠能促使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垮台的事实，的确是值得中国人骄傲自豪的事，我们或许可以确信，这也是促使张荫棠被整个西藏高原津津乐道、广为传颂的一件事。

在与张荫棠的斗争中，在西藏边界上的英国官员竭尽全力反对中国势力与威望的日益增长，而提高在西藏的威望已成为满洲在中亚政策中准确无误的目标。然而，他们也在尽其所能防止西藏再次成为俄国人施展阴谋诡计、英国人却无法有效反击的地方。在北京看来，拉萨条约暗示着中国在西藏主权的减少，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但拉萨条约并未直指中国。在英属印度政府眼中，荣赫鹏与西藏人签订的条约是抵抗俄国人的一种措施。缴械武器之后，那些在“大角逐”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英国官员会情不自禁地感到，英国正在将自己的利益出让给俄国。在1906年下半年和1907年上半年期间，即伊斯沃尔斯基和尼科尔森谈判正在进行期间，很多为印度政府服务的雇员，包括印度总督敏托勋爵，相信英国本土政府采取了一种毫无必要的姑息纵容政策，英国人费尽千辛万苦获得的优势地位竟然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放弃了。像惠德、贝尔、欧康纳这样的人物，当他们敦促与班禅喇嘛结成更密切联系，或主张英国应当继续占领春丕谷，或坚决抵抗江孜高之流自命不凡之人的时候，他们显然意在给亚瑟·尼科尔森爵士这样的人好好上一课，正如他们想好好教训一下张荫棠那样。或许，他们一定希望，如果他们在西藏边界上的立场足够坚定，英国外交部或许也会受到鼓舞，在圣彼得堡谈判的时候愈战愈勇。这是一种很难用文字表达的希望，暗示着英国政府文员对内阁制定的政策是否明智发出的质疑。因此，这种希望在文献中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表述，但我们不能否认其存在。只要这些英国边疆官员有可能影响伊斯沃尔斯基与尼科尔森的谈判进程，他们就会竭尽全力而为之。因此，1907年8月底签订的英俄协定令这些“边疆人”极为沮丧。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促使他们继续反击中国人的进攻，但直到1910～1912年爆发西藏危机，他们影响英国政策的幻想才破灭。就在边疆人发生态度转变的同时，英中两国开始谈判新的西藏贸易协定，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此类协议竟然能够达成的原因。

第三节 1908年西藏贸易协定

1907年8月，英国、中国和西藏代表在西姆拉会面，开始贸易协定谈判，以此取代1893年协定。这是张荫棠采取骚扰在藏英国官员政策的直接结果，也算是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胜利。尽管在与中方谈判其遵守拉萨条约过程中具有丰富经验，印度政府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与中国政府谈判其与西藏以往的条约关系。

1893年贸易协定，由于其仅涉及1890年英中谈判时设立的亚东贸易市场，从未真正令英国人满意过。
 
[33]

 荣赫鹏前往拉萨途中，曾携带着内容涉及亚东、噶大克和江孜的条约草案，印度政府希望荣赫鹏能劝说西藏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34]

 然而，英国使团并没有足够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匆匆离开了拉萨，该内容被推迟到以后的谈判中解决。拉萨条约第三款规定：“西藏政府承诺，任命被达赖喇嘛完全授权的代表前往与英国政府代表谈判附件细节”，以此令1893年协议适应西藏的新局势。在1904年末和1905年，至少有一个城市辛迪加（City syndicate，企业联合组织——译者注）向印度政府要求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希望能获得在西藏开采金矿的特许权，但白厅和加尔各答都拒绝谈论这一话题。很可能如塔克斋（Thakur Jai Chand，首任英国驻噶大克贸易代表）报告，曾频繁出现在19世纪著作中的西部西藏金矿，现在依然富产，足够欧洲资本家开采。然而，鉴于英国政策几乎与西藏毫无关联，因而这不是什么好消息。正如戴恩爵士（Sir L. Dane）所言：“从印度来的淘金潮，或更糟，从俄国来的淘金潮……都会带来极大的问题。”
 
[35]

 即便拉萨条约第九款（d）可以被理解为允许英国在西藏开采矿业，允许在西藏开矿也是英国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因此，这也是最好暂时忘却西藏贸易协定的原因之一。

随着1906年英中条约的签订，印度政府无视新签订的贸易协定的动机更强烈了，因为现在这些条约的签订都必须既与清廷又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中方必然会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继续攻击国际社会承认拉萨条约暗示的西藏自治权。1906年夏季，张荫棠开始准备进入西藏，印度政府小心翼翼地起草新的贸易协定，并交由与印藏贸易直接相关的各省政府审读，但并未建议与中国或西藏进行讨论，也没有显示出在不久的未来如此行事的迹象。
 
[36]

 印度政府毫不怀疑中方将会利用贸易协定谈判，正如他们在谈判中利用中方是否坚持拉萨条约，导致中国尽可能“干涉”英藏关系的诸多方面。
 
[37]

 拉萨条约宣称新条约应当由英国和西藏代表订立，在这种语境下，并没有提及中国政府；若允许中国政府参与到西藏外交关系领域，将意味着荣赫鹏签订的拉萨条约被进一步弱化。

然而，从英国贸易代表在江孜面临困境，并成为英国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之主题的那一刻起，中国政府也应理所当然地参与到全新的西藏贸易协定中。1907年4月，正如清廷外务部向朱尔典指出的那样，作为对英国抗议张荫棠和高先生政策的回应，像江孜这样的贸易市场很难顺利运转，除非双方同意制定相关的运转条例。江孜出现了一些亚东市场没有的问题，且1893年条约中也没有提及这些问题。因此，外务部提出，新的贸易协定起草的越快，英国贸易代表就越快地停止被攻击。
 
[38]

 不难想象，印度政府对中方此举非常不满，指出：只要张荫棠不停止攻击欧康纳，就不会和中方举行谈判。
 
[39]

 然而，对伦敦而言，中方的建议似乎为西藏边界上日益紧张的局势提供了唯一的和平解决办法。敏托勋爵因为这种紧张的边界局势而向本土政府建议采取愈加激进的寇松主义政策。
 
[40]



本土政府对中国主动提出讨论新的贸易协定并未心存幻想。正如格雷在1907年4月在备忘录中写道的：“中国人显然想在和英国处理贸易市场问题时取代西藏官员”。清廷外务部试图取消拉萨条约第三款，即规定英藏之间直接谈判贸易协定，并未特殊提及中国人参与其中。然而，英国外交部认为，如果他们必须遵守1906年中英协议，希望在英国对藏政策的其他方面与中方合作，那么，他们不得不重视中方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发挥的作用。因此，同意与中方谈判贸易协定，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有“完全授权”的西藏代表参与其中，似乎是明智之举。
 
[41]

 印度事务部同意了。敏托的建议被忽视了，即除非西藏贸易代表已经被任命，并允许西藏贸易代表与英国贸易代表自由沟通，否则不与中国人开始任何谈判。
 
[42]



中国政府并不欢迎英国方面坚持西藏代表参与谈判的观点，但他们却很难阻止西藏人参与谈判，因为他们须遵守拉萨条约的相关条款。然而，他们提出了一个巧妙高超的建议，将西藏代表参与谈判造成的政治影响降到最低。他们建议：欧康纳和西藏代表在江孜会面，谈判新的贸易协定。一旦二人拟定草案，则张荫棠应抵达印度，与敏托勋爵讨论草案。条约的文本将最终由中方与英方全权代表张荫棠和敏托签字。西藏人尽管也参与到实际的谈判中，但却没有体现出拥有任何缔结条约的权力。张荫棠一定是想展示他和敏托勋爵的地位平等。然而，英国人坚持认为，如果真有谈判发生，则必须在印度举行，而且必须由中英藏三方代表参加，由于中方首先提出谈判的建议，因而不得不同意上述条件。
 
[43]



1907年8月24日，张荫棠在西藏代表擦绒协摆的陪同下，抵达西姆拉（Simla），贸易协定谈判正式开始。英方代表为印度外交大臣路易斯·戴恩爵士（Sir Louis Dane，the Indian Foreign Secretary），同时，由中国领事机构的韦礼敦（E. C. Wilton）和欧康纳陪同。韦礼敦曾担任滕越（Tengyueh）领事，具有在中英边界缅甸段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外交经验，他也曾是荣赫鹏使团成员之一，在1905年加尔各答谈判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欧康纳是谈判中的西藏事务顾问，但毫无疑问，他的任命原因之一便是他暴躁的脾气无助于缓解英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将其调离西藏一段时间。莫利认为，任命戴恩特别重要，因为毋庸置疑，印度外交大臣“忠于服从命令，服从英王陛下政府的西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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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谈判中，莫利下定决心，坚决杜绝寇松主义的侵犯。英国的目标是达成协议，而非为采取前进政策寻找借口。

贸易协定谈判表面上看仅仅是讨论印藏贸易的一些细节问题。实际上，该协定蕴含着中国在西藏地位中的广泛外交问题。拉萨条约和1906年中英条约均没有对此问题做出完全清晰的说明。通过这些条约，英国宣称在一定程度上有权与西藏政府直接接触。但什么是西藏政府？正如约翰·朱尔典爵士（Sir John Jordan）所说：

“西藏政府”这一特别术语需要被清楚定义。在1904年拉萨条约的汉文文本中，仅出现了“西藏”这个字，在拉萨条约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政府，现实中，中国人只承认中国政府。处理现行条约的短暂经验令我深信：让中国承认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的西藏，总是极其困难；这种倾向越来越将1906年中英协议解释为恢复中国的完全主权。当前这种情况颇有些反常。有时候，我们完全撇开西藏人，与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例如科学考察团等问题；又有一些时候，我们坚持认为：根据1904年拉萨条约，西藏人的合作对于承认中方行为的有效性至关重要。这正如同，若美利坚合众国单独与纽芬兰签署渔业协定（Fishery Convention），并坚称，虽然大不列颠可以自由调整与纽芬兰岛上的其他对外关系，但它必须和殖民政府保持联系，并确保这一特殊协议的条款完全得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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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坚持认为，“西藏政府”（Tibetan Government）这一术语，至少在事关国际关系方面，应当被理解为在西藏的中国政府（Chinese authorities in Tibet）。而另一方面，正如其在1905年加尔各答谈判中所持立场，印度政府认为，的确存在一个真正的“西藏”政府，该西藏政府与英国进行谈判并承认了拉萨条约，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并未参与其中。若非明确则是心照不宣，贸易协定谈判从一开始就变成一场战争——对这两个相互冲突的西藏地位定义做出解释。现在注意力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与实际的印藏贸易都没有直接关系。第一，西藏代表擦绒协摆的身份究竟如何准确定位？他是否拥有和路易斯·戴恩爵士以及张荫棠那样的权力？抑或，他实际上只是某种意义上代表中国方面的顾问？第二，谁将会成为贸易市场上与英国贸易代表打交道的政府？是西藏官员还是中国官员？

在新的贸易协定开始之前，必须首先定义擦绒协摆的地位，该问题引发了英中两国之间的争论。张荫棠希望擦绒被描述为在中国“命令之下”行事。戴恩（后来被任命为旁遮普总督）和1908年初继任英国代表团代表的韦礼敦坚持认为，擦绒是被西藏政府“完全授权”的代表。最后，中英双方达成妥协，擦绒被定义为西藏“完全授权代表，听命于张荫棠”，这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澄清问题，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同样，对于谁来负责贸易市场运转的问题，英方也做出了妥协。中国政府最初的条约草案清楚规定，贸易市场处于中国官员的控制之下：而英国的第一份草案则规定是西藏官员；最终的文本提到中国和西藏官员的时候有些含混不清，但在其他地方，含义却十分清晰，只要同时提到中国官员和西藏官员，中国官员必然占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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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印度政府可以完全自由地插手这些谈判，他们绝不会接受1908年4月20日在加尔各答签订的条约最后文本。然而，敏托勋爵自始至终都面临来自伦敦的巨大压力，只能达成某种妥协。敏托很可能意识到，如果他任由谈判在印度流产，则谈判只能转移到北京或伦敦举行。印度政府发现：1905年加尔各答谈判失败后付出了代价，重新恢复在印度之外举行的谈判很有可能签订忽略印度利益、无视印度观点的条约。因此，在中方代表固执己见的时候中断谈判，似乎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另一种可能性，即通过英国施加压力对抗中国，但英国本土政府政策已排除了这种可能性。1907年8月，当谈判开启之后，拉萨条约中向西藏施加压力的两种手段幸存了下来。西藏人不得不支付最后一笔分期赔款，英国军队仍然占领着春丕谷。因此，仍有可能在赔款问题上做文章，强迫西藏人自己支付赔款，此举必然会对拉萨政府产生一定影响。此外，根据拉萨条约，英国从春丕谷撤军只能在藏方赔款完全支付之后，且“西藏人完全遵守拉萨条约条款”；由此，英国方面可以如此辩解：拉萨条约根本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敏托时不时地列举出拉萨条约受到无视的各个方面——英方占领春丕谷的时间应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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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刚刚开始，敏托勋爵就确信自己可以稍微利用这两个制衡点，赔款和占领春丕谷。然而，他很快就失去了这些有力武器。

莫利并不反对在最后一笔赔款支付的问题上做点小文章。西藏方面在1907年支付赔款时不能再次进行中国政府给印度财政部电汇赔款的行为。西藏人应亲自递交赔款支票，但英国却不能强迫他们支付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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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1908年1月底，当擦绒拿出一张张荫棠签字的、支付最后一笔赔款的支票时，印度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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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方将赔款完全支付后，英国就很难再为延长占领春丕谷辩解了，因为最初占领春丕谷，就是为了确保赔款按时支付。此外，在伊斯沃尔斯基和尼科尔森谈判期间，英国人出于某种原因承诺，若有必要延长占领这块小小西藏领土的时间，则必须首先征求俄国政府的意见，这就令春丕谷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在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看来，尼科尔森的确向伊斯沃尔斯基承诺，英军将按时撤离春丕谷，若要延长占领，也要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敏托列举出的西藏人破坏拉萨条约的种种不是，或许从印度政府的角度而言令人印象深刻，但却不足以减少俄国人的怀疑：英国政府正在竭尽全力设法逃避英俄协定的某些条款。正如莫利私下告诉敏托的那样：

英俄协定是英国不准给中国找麻烦、不准找借口延长在西藏驻军的最佳保障。就算这会伤透欧康纳的心，我们也必须在［1908年］1月之前撤离春丕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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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敏托列举西藏人破坏1904年拉萨条约的诸多细节中，莫利注意到：“如果我们想留在西藏”，这些内容可以令我们占据春丕谷变得“十分得体，颇有道理”，“但我们不想，也不打算占领春丕谷”。莫利意识到，这一政策可能会让敏托与中国人的外交战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你小心翼翼，严格认真，不卑不亢，你仍然能够有效地与中方战斗。然而，请记住，我们已作茧自缚，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在我看来，我怀疑你的一些建议已接近干涉西藏内政的边缘，十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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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警告说，最重要的是，敏托不能给俄国“染指西藏”的任何借口，而英军继续占领春丕谷恰恰会导致这个结果。因此，敏托毫无选择，只能下令撤军。1908年2月8日，英国军队从春丕谷撤出，进入锡金，西藏人获悉，英国对春丕谷的管理到此结束。

1908年4月20日，韦礼敦、张荫棠和擦绒协摆在加尔各答签订的西藏贸易协定最终文本清楚地表明：因为得不到英国本土政府的支持，印度政府的外交地位显得虚弱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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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贸易协定解决了一些贸易市场日常运转的问题，但却毫无悬念地承认中国政府最终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主导地位。例如，贸易协定第三款声明，尽管“贸易市场的管理权属于西藏官员，但这些官员‘归中国官员’的监督和指导”。该条款还特别规定，对于印度政府和“在拉萨的西藏高级政府”之间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当征询北京的意见。西藏贸易协定第五款规定，西藏政府“服从北京的命令”，“坚定地改革西藏的司法系统”。第六款规定，英国人在西藏修建的电报线和驿站等，最终将被移交给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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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款规定，只要中国政府能有效地维持中部西藏的社会秩序，英国贸易代表的护卫队将会被撤离，“如此便能消除当地居民心中引发疑虑和不安的因素”。第十五款规定，条约文本将会在伦敦和北京而非在拉萨获准生效，条款还规定了两位“全权代表”（Plenipotentiaries）张荫棠和韦礼敦，与西藏“代表”（Tibetan Delegate）擦绒协摆之间的区别。对于这种承认中国在西藏宗主权的情况，印度政府曾在1905年加尔各答谈判，以及张荫棠的1906～1907年西藏政策中竭力避免其发生。假如没有莫利持续不断的关注和警惕，敏托永远不会在1908年4月承认这些问题。戴恩有一次轻描淡写地评论：“我们并不十分热衷于贸易协定”
 
[54]

 ；对于那些同情荣赫鹏使团目标的所有人来说，这些特定的协议似乎都是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后获得的。

然而，对于无意维系英国在西藏威望、无意与中国斗争的那类人而言，莫利显然应当属于这类人，1908年西藏贸易协定有很多可取之处。该协定具体规定了江孜贸易市场的范围和界限，以及希望前往江孜做买卖的英国臣民的权利（见协定第一款）。协定还赋予英国贸易代表至少在近期享有治外法权，如此，贸易代表便能主持或出席包括英国臣民在西藏的各种审判（见协定第四款）。协定还规定在市场上收取欠款的相关事宜（见协定第七款），以及保护江孜贸易代表与英属印度之间的交通线措施（见协定第八款）。在贸易市场上的当地西藏政府需调查英国或印度商人在前往市场途中、或在市场上遭盗窃后的损失，犯人则需被快速审讯（见协定第十款）。如果英国臣民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惯例，他们可在市场自由贸易，以现金或物物交换方式买卖商品（见协定第十二款）。新的贸易协定有效期为10年，在此期间，条约可以被修改，也可以在未来10年保持不变；当10年有效期结束之际，可再行修改协定（见协定第十三款）。从纯商业的角度来看，西藏贸易协定的主要缺点是没能规定印度茶叶在西藏销售的问题。这个曾被推迟到1893年协定中再行讨论的问题，在谈判过程中被英方提出；但中英双方无法对此达成一致意见，因而又被推迟到将来的某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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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1908年贸易协定为贸易市场上的印藏贸易提供了足够合理的基础。

和印度政府一样，中国人对于此刻外国人在西藏进行贸易的问题并不十分感兴趣。他们认为英国试图将贸易协定谈判作为攫取政治目标的手段。英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有效反对中国采取更加直接控制西藏内部事务政策的国家。中国人努力地试图通过谈判消除之前的英藏关系，因为印度政府可能会利用这种关系在将来证明反对中国的合理性。随着战争赔款被付清，英国人撤离出春丕谷，印度政府还能用来向西藏政府施压的唯一实际的抗衡筹码，就是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及其护卫队。如果英国贸易代表在未来的某次危机中宣称自己处境危险，有可能遭遇当地百姓的袭击，那么印度政府就有理由派兵增援，并找借口在西藏领土上驻扎一支英国军队。因此，在1907～1908年的谈判中，张荫棠对江孜贸易代表有权维系一支武装护卫队的现状提出了质疑，因为之前没有哪一条协定有过这样的规定，实际上，这不过是荣赫鹏使团附带产生的。敏托及其顾问极为重视江孜护卫队一事，但他们没能说服莫利。因此，张荫棠得以在西藏贸易协定的最终文本中加入以下内容：

警察和当地政府的责任就是始终为市场上，以及前往市场途中的英国臣民提供有效保护，中国必将在贸易市场及其道路沿线实施有效的治安管理举措。在按时执行这些措施之后，大不列颠应撤出贸易代表在市场的护卫队，不得在西藏驻扎任何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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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新的西藏贸易协定签订整整两年后，中国人用以上言辞证明他们军事占领中部西藏的合理性。此外，当中国人展示他们有效维持市场治安的同时，西藏贸易协定也规定英国人向中方交出修建在锡金-江孜路上的11处驿站（rest houses），如果英国人希望保留权利，可以用一半的价格继续使用这些房屋。最后，西藏贸易协定声明：一旦江孜与中国电报系统连接起来，连接江孜贸易代表与印度之间的关键纽带——江孜电报线，就应立即移交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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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何时执行这些规定，江孜贸易代表都极有可能任由中国人摆布。随着江孜贸易代表立场的中立化，可以说，曾由荣赫鹏在中部西藏建立起来的、英国仅剩的一点威望也被清扫干净了。敏托勋爵对这种结果十分警醒，莫利却无动于衷。他评价道：“英国在西藏的威望！到底有什么价值？在荣赫鹏使团出发后，英国在西藏的威望就比其出发之前多值一分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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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贸易协定的主要细节都是戴恩爵士和张荫棠在1908年2月6日一致同意的，现在只剩下西藏代表擦绒协摆应当参与协议最后签字的问题，这个“面子”问题最终由朱尔典和外务部在北京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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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张荫棠的私人秘书刘（Liu）先生，向韦礼敦提出了一个令人相当吃惊的建议，该建议或许会以全新的观点取代中方对此次谈判的态度。刘说，一旦西藏贸易协定签订，张荫棠就有权谈判“中英结成保障两国在亚洲利益的秘密防御同盟”。英国将保障中国在外蒙古的利益，对俄国向外蒙古的扩张予以外交支援。作为回报，中国将会竭尽全力帮助英国，令西藏贸易市场成为繁荣的印藏贸易的核心。刘强调说，这是一个非常秘密的建议，不能被记录在案。
 
[60]

 当莫利通过私人秘密电报从敏托那里获悉此事后，立刻予以拒绝。他说，英国人不会缔结防御同盟，即便缔结了这种同盟，此类谈判也应在北京或伦敦，而绝不能在西姆拉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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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的建议清楚地表明，中国人依然认为，西藏问题和蒙古问题只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个表面，正如18世纪和19世纪时他们所持的观点一样。这个建议应与俄国人曾提出的建议作比较，即英俄协定谈判期间，俄方好几次提出类似的建议，希望通过英国在西藏自由行事来换取俄国在蒙古的野心。很难说刘提出的建议包含多少严肃的成分，很可能它不过是投石问路，用以考验英国人的反应。无论如何，刘和张荫棠此后再也没有提出过该问题。

欧康纳是如下总结1908年西藏贸易协定的：通过这一协定，英国“彻底、正式地承认了中国在西藏的权威”，作为交换，中国人做出了一些在贸易市场运转中与英方合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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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严格的商业角度来看，这些承诺在实践中究竟有多大价值呢？一旦欧康纳、张荫棠和高离开西藏，江孜贸易代表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很难说英国人与西藏官员之间的自由联系便因此存在。身处贸易市场的西藏官员深谙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之力量，十分不愿冒险令中国人不悦。他们既不愿意，很可能也不能做出任何阻挠印藏贸易的事，英国贸易代表总是时不时地引起他们的注意。

1893年和1908年签订的贸易条约都没有特别规定从印度进入西藏领土的货物税价。1893年贸易协定规定，截至1898年末，除了少数几个禁运品如茶叶等外，印藏贸易应当是完全自由的，同时还应当制定双方一致同意的关税。在1904年，印藏贸易关税问题仍然没有确定；拉萨条约再次推迟了该问题，称“西藏允定，除将来立定税则内之税课外，无论何项征收，概不得抽取”。1908年，贸易协定也省略了讨论关税的问题，印度政府很自然地假想，西藏政府将会继续按照该款条约实行不征税的政策。西藏人对此问题似乎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除非设立确定的关税标准，否则仍应按照传统的税收体系对进出西藏的货物收税。因此，在1908年和1909年，印度政府发现，在拉达克边界附近的鲁多克（Rudok）和碟木绰克（Demchok）、从旁遮普到噶大克市场主路，以及从锡金到江孜道路的帕里，西藏官员对印度商人征收10%的从价税（ad valorem d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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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第一次抗议这种特殊的税收制度是在1894年。至少在这一点上，印度政府发现自己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颇为沮丧。在帕里征收10%的税收，曾被寇松用来作为支持荣赫鹏使团的论据之一，这似乎成为大英帝国无力消除的一个障碍。

除了10%关税的问题——这显然是西藏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1908年贸易协定签署之后的很多年，印藏贸易继续受到西藏人各种活动的阻碍，而这些活动也大多数是符合传统的。长期以来，拉萨政府习惯于对西藏贸易的各个方面授予个人垄断；1908年之后，他们继续如此行事。例如，在1909年秋天，印度政府发现这种垄断已扩展到西藏出口的羊毛和牦牛尾等物品上，牦牛尾在印度被作为祛除蚊蝇的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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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年底，作为派遣荣赫鹏使团之前遗留下来的令西藏人厌恶的结果之一，西藏人犯下了印度政府认为的又一个破坏拉萨条约的恶行，即彻底禁止锡金地区的拉钦（Lachen）和拉琼（Lachung）居民进入西藏做生意，并严禁西藏商人进入锡金的这两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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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与此同时，帕里政府禁止该镇出售从印度进口的大米、纸张和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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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政府及时关注了这些意外事件，却没有像欧康纳时代那样提出任何抗议。敏托勋爵太过了解英国本土政府面对西藏危机的态度了。

敏托勋爵很乐意针对一个问题向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施加压力。在19世纪后半期，西藏已经被认为是销售印度茶叶的具有极大潜在价值的市场。已经垄断了西藏茶叶贸易的中国人，在1893年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曾成功地推迟了西藏茶叶问题的讨论。在接下来的谈判中，由于印度政府希望实现的是政治目标，因而对这一问题没有过于紧逼。因此，直至1908年末，对于印度茶叶能否在西藏出售这一问题，或西藏政府是否有权排除中国商品之外的所有商品等问题，条约中并没有清楚的规定。实际上在此期间，一定数量的印度茶叶正在向北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寻找销路。至少，印度的生产商之一，来自库马翁贝莱纳格（Berenag in Kumaon）的贝尔莱尔斯先生（Mr. Bellairs），已经掌握了中国砖茶生产的机密。1906年，贝尔莱尔斯向西藏出售了12000磅的砖茶，且根据西藏传统小心翼翼地将茶叶包裹在红色和黄色纸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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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量的印度茶叶也开始经过锡金—春丕谷路线、经过亚东慢慢渗透，其中一些茶叶就是个别希望利用新的贸易市场迪拉吉拉尔（Dhirajlal）和纳特瓦尔拉尔（Natwarlal）的印度商人发出的。然而，在1908年9月，中国人决定终止这项茶叶买卖。四箱原本属于迪拉吉拉尔和纳特瓦尔拉尔的茶叶被中国亚东海关官员没收，理由是，印度茶叶不得进入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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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听到这个消息，敏托立刻要求中英在北京开启茶叶问题谈判。他建议派欧康纳作为代表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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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尔典“很不赞成欧康纳少校的在场可以令谈判容易得多”，反对开启茶叶谈判。时机颇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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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事务部也赞同朱尔典的看法，敏托只得放弃重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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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08年贸易协定令印藏边界上的中英关系不再那么紧张，但似乎并没有迅速改善印藏贸易条件，也似乎没有对印藏贸易价值产生多大影响。1908年贸易协定并没有令西藏和孟加拉经由亚东的贸易数据发生任何变化。在1902～1903年，就在荣赫鹏使团出发前夕，根据官方报道的数据，西藏和孟加拉贸易价值总额为1906835卢比，1905～1906年该数字上升至3028378卢比，1908～1909年，也就是西藏贸易协定签署后的第一年，该数字微增至3077646卢比。在接下来的1909～1910年，贸易总额降低到1538082卢比，1910～1911年，亦即中国军事占领中部西藏第一年之后，轻微上升至2004351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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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张荫棠与喜马拉雅公国

莫利很想嘲弄印度政府致力于维系英国在西藏威望的价值。他告诉敏托勋爵，“我今生今世也无法看到我们将会在这场持久战中获得怎样实质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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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莫利并非不理解印度政府的观点：与其说西藏本身有什么特殊重要性，不如说西藏能够为印度提供从北方前往喜马拉雅公国不丹和尼泊尔的途径，而不丹和尼泊尔对英国的忠诚是非常值得维系的。在寇松时代，印度政府担心俄国利用西藏作为和尼泊尔人勾结的基地，“由此沿着东北边疆一线引发骚乱”。截至1907年末，俄国不再被印度视为直接威胁，但随着张荫棠抵达西藏，中国人似乎迅速完成了所有印度政府从前一度预期沙皇的代理人竭力想做的事情。随着强大的中国直接与其北部领土接壤，尼泊尔人开始认真考虑他们1792年接受的中国朝贡国地位。面对中国人近在咫尺，不丹的统治者也不会迫切地宣示与印度政府的友好关系。英国竭力想要保留他们通过拉萨条约在西藏获得的成果，这给尼泊尔人、不丹人和西藏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张荫棠自1907年开始密切关注尼泊尔和不丹事务之际，印度政府变得日益警惕起来。

1907年初，张荫棠通知尼泊尔大公，他打算在不久的未来访问加德满都。当时有流言传道：张荫棠此行是要向尼泊尔政府提出借贷一笔金额不明的款项，用以帮助中国人在西藏的行政改革项目，此外，他还打算寻求廓尔喀的帮助，训练一支现代化的藏军。据说，张荫棠还会指责尼泊尔大公在荣赫鹏使团赴藏过程中给英国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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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荫棠主动联系尼泊尔人时，心中必然有一个想法。1907年，一个尼泊尔朝贡使团准备出发前往北京。据传，自1792年中国干涉尼藏战争以来，这是最后一支每5年前往中国一次的使团。张荫棠认为，在此关头，一位中国高级官员访问尼泊尔首都将会进一步强调尼泊尔作为中国朝贡国的地位，这种朝贡使团的含义也正是如此。

尼泊尔政府并不欢迎张荫棠的建议，访问加德满都也从未实现。此外，1908年5月慈禧太后接待的尼泊尔朝贡使团很难称得上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在尼泊尔使团前往北京及返回的漫长陆路旅程中，他们受到的沿途中国地方政府的待遇十分简陋。尼泊尔使团首领贝鲁伯·巴哈杜尔（BhyrubBahadur）向朱尔典爵士吐露心声，他认为这些使团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用：在过去，尼泊尔人愿意在中国人面前忍受轻微的屈辱，因为这样他们可以获得丰厚的贸易利润，但有些年来，他们几乎无利可图。即便在北京，尼泊尔特使及其成员尽量避免承认自己是中国的附属国。他们与英国公使馆保持密切联系，拒绝接受其他使团的拜访，例如，俄国军事代办科尔尼洛夫上校（Colonel Kornilov，the Russian Military Attaché）的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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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截至1908年，印度政府并不真正担心尼泊尔会落入中国影响范围。相反，印度政府有十分合理的理由担心中国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中尼关系的紧张。一旦英国遏制了尼泊尔向东西南三个方向的领土扩张，尼泊尔大公就会认真考虑通过牺牲西藏来征服其北部边界。1854～1856年，尼泊尔与西藏发生战争，强迫西藏人每年向尼泊尔缴纳赔款。在19世纪下半期，尼藏边界总是危机四伏，有时似乎很难避免发生战争。在此期间，尼泊尔人与其北方邻居的商业联系也时常处于紧张状态。自1856年以来，尼泊尔商人就在西藏享有特殊地位，但却不受西藏人的厚爱，拉萨时不时会爆发反对尼泊尔人的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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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泊尔人遭到怂恿，希图利用此类事件向西藏境内扩大其边界线；但在最后关头，尼泊尔总是因英国人不赞同边界陷入混乱而加以阻挠。尼泊尔军队依赖英国人为其提供武器和弹药，尼泊尔经济也开始和输出到印度军队中服役的廓尔喀雇佣军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英国驻加德满都代表所表达的看法之外，尼泊尔大公也不能无视印度政府的态度。因此，尼泊尔人不断地支持他们的西藏政策，英国人无法否认这一点。西藏的政治形势发生任何变化，都是他们磨盘上的谷物。因此，在荣赫鹏使团出发的前夕，尼泊尔大公表示非常担心俄国势力在拉萨的增长。毫无疑问，1903～1904年，一支英国军队被派往西藏的原因之一便是移除（remove）尼泊尔自己派军前往西藏的借口。

当张荫棠抵达西藏之后，尼泊尔大公又能辩解说，北部的政治局势的确在发生剧变，这很可能威胁到尼泊尔的合法利益。1907年4月，尼泊尔首相钱德拉·沙姆舍尔·江格（Chandra Shamsher Jang）向英国代表曼纳斯·史密斯指出，如果张荫棠坚持对加德满都进行国事访问，而尼泊尔人拒不迎接他，那么中国人可能会通过禁止尼藏贸易，并将拉萨的尼泊尔代表遣返回家予以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尼泊尔人很有可能被迫捍卫自己的利益。英国人对此持何种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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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年9月，钱德拉声明，如果中国人打算进攻尼泊尔，他希望英国会出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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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印度政府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所言，尼泊尔首相“现在极想和西藏打一架”，而且提前竭力争取英国的支持。只要中国人继续在西藏干扰尼泊尔事务，尼泊尔人就能找到正当理由，证明自己受到北方的威胁。正如敏托所言，英国将会“陷入可怕的困境”中，如果尼泊尔人

在西藏鲁莽行动——因为根据英俄协定，我们应当立刻达成妥协，而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就是向尼泊尔施加压力，并冒着真正发动战争和失去尼泊尔友谊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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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如果英国人支持尼泊尔人反对西藏的任何行动，无论该行动是否因中国的威胁而显得多么合乎情理，都很难避免俄国人的外交干涉。实际上，1907年英俄协定规定：英国人在没有征求圣彼得堡意见的情况下，不得对西藏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总会存在这样的风险：俄国人可能会认为，英国试图设法逃避亚瑟·尼科尔森爵士做出的承诺，如此便会降低英俄协定的价值，而莫利和格雷都认为英俄协定取决于英俄互信的维系。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决定，与其冒险和俄国人打交道，不如抑制尼泊尔，而这样必然导致英尼关系紧张，甚至可能引发重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最佳政策就是竭力避免出现尼泊尔人可能利用的局面。也可以认为，这正是张荫棠在计划访问加德满都之时提出的看法。他或许说过：“如果你们英国人坚持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恢复自己的合法地位，我会让你们在边界的形势比现在困难得多。”

1906年，从张荫棠进入春丕谷的那一刻起，他与锡金统治者之间就一直保持着秘密通信，这可能隐藏着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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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还表明张荫棠与不丹的关系，1908年初，张荫棠向不丹派出了一支中国使团。面对中国的压力，不丹要比尼泊尔脆弱得多。20世纪初，廓尔喀人完全可以应对中国人发起的任何军事行动，但不丹几乎称不上是一个军事国家。尼泊尔人与中国的朝贡关系可能在外交上对大公处理邻国关系有些用，但对廓尔喀统治家族而言并没有多大感情上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不丹人与西藏的关系自古代就已产生，并通过强大的宗教联系纽带加强。不丹政府属于西藏文明世界，相比发生在西姆拉或加尔各答的重大事件，拉萨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不丹产生的影响则要大得多。就是在这一政治领域内，中国人希望在不丹获得的威望可与印度政府在不丹的影响相抗衡。

19世纪初，不丹人不断地威胁到印度北部边疆的和平；但当1865年英国人被迫在不丹山脚下发动战争之后，不丹变得安静下来，其统治者因英国人支付的补偿金而得到安抚。到19世纪末，随着仲萨本洛（Tongsa Penlop）在不丹的崛起，不丹内部赢得了稳定的政治局势，这是不丹早期历史中尤为缺乏的：不丹领土上的两大领主仲萨（Tongsa）和帕罗本洛（Paro Penlops）不断地相互内斗，或者发动反抗其名义领主德布王的战争。仲萨本洛乌坚旺秋（Ugyen Wangchuk）成为喜马拉雅边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荣赫鹏使团赴藏期间，仲萨本洛给予英国人不少帮助，经常充当印度政府和拉萨政府之间的中间人。作为回报，“为了表明在不丹边界上他是我们的被保护者”，在班禅喇嘛受邀访问印度期间，即1905年底，他受邀来到加尔各答会见威尔士亲王，并被授予K.C.I.E.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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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之前，印度政府曾几次尝试与不丹政府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英国特使前往不丹，然而，结果却差强人意。在1865～1905年，英国官员都没能进入不丹领土。不丹人在大吉岭设立了一个瓦基尔（Vakil），或曰代表，充当不丹与印度联系的渠道。只要仅仅涉及印度政府给不丹支付补偿金及讨论较小的边界问题，这种方式便运转良好。1865年，英国与不丹签订《新曲拉条约》（the Sinchula Treaty），令印度政府有权调解不丹和英国保护下的邻国锡金及库赤比哈尔之间的纠纷。
 
[82]

 然而，1865年条约和现存的英不关系机制都不足以对抗中国企图影响不丹事务的尝试。1908年，当张荫棠宣称此举为其政策的一部分后，印度政府感到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

荣赫鹏使团赴藏期间，掌管不丹事务的锡金政务官惠德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到了这一危险。1905年，惠德前往不丹拜访仲萨本洛，他带着K.C.I.E.勋章前往，并要求不丹酋长前往加尔各答；1906年，惠德前往不丹解决印不边界管理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
 
[83]

 此次访问，惠德意识到中国人在西藏日益增加的影响力，认为英不关系结构应当改革，1865年条约应当修改。1906年12月，惠德指出，中国人必然会利用英国人撤离春丕谷的机会，增强在不丹的影响力。春丕谷—不丹边界之间的纷争由来已久。这些纠纷曾在过去引发武装冲突，将来无疑还会再发生冲突。一旦控制了春丕谷，中国人必然会在今后利用此类危机作为借口，通过充当不丹人和春丕谷百姓之间的调停人，重申他们对不丹的宗主权，并对不丹产生影响。为了预防这一点，惠德敦促修改新曲拉条约，这样英国人就能控制不丹的对外关系，而不仅仅只涉及锡金或库赤比哈尔。为此，惠德在1907年建议印度政府，利用仲萨本洛被选为不丹国王的机会，派自己前往不丹。惠德带去印度政府的庆贺，并认为，修改不丹宪法必然需要修改原先的英不条约。惠德补充道：印度政府可以主动提出将英国给不丹的补偿金翻番，以此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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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允许惠德前往参加仲萨本洛的国王就职典礼，但不允许他修改英不条约。敏托认为，在国王举行加冕礼的同时提出修改条约，会让不丹人理解为英国已成为乌坚旺秋王朝的靠山，而实际上这个王朝的稳定性还十分可疑。敏托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就是该届印度政府陷入一场不丹内战。
 
[85]

 此外，惠德的计划与印度事务部对喜马拉雅山国的政策恰好冲突。就在荣赫鹏使团出发前，寇松勋爵已从孟加拉政府手中攫取了英国处理与锡金和不丹关系的权利。刚刚抵达印度事务部后不久，莫利就决心撤销这个决定，理由是：完全控制锡金和不丹事务看起来像是采取了更加激进的边疆政策，而当地政府根本不敢提倡。
 
[86]

 分权的政策并不符合增强英国控制不丹对外关系的建议。结果是，1907年12月惠德访问普纳卡时，他没能利用这一绝佳的宝贵机会为英国获取条约权，令不丹不再受中国人的影响。
 
[87]

 张荫棠很快利用并填补了这一空白。

1908年4月，接替惠德任锡金政务官的贝尔，通过不丹驻大吉岭代表乌金嘎箕（Ugyen Kazi），获得了在西藏的中国官员写给不丹政府的两封信。
 
[88]

 一封来自驻藏大臣。信中提到，不丹作为“中华帝国的南大门”，处于中国的宗主权统治下，驻藏大臣建议派一名中国官员前往该处，以便报告该国的情况。第二封信来自一位负责管理春丕谷的中国官员马吉符（Ma Chi-fu）
 
[89]

 ，要求不丹人为他即将前往该处访问做好准备。乌金嘎箕说，不丹人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朝贡国
 
[90]

 ；但他的确承认，几年前，现任国王乌坚旺秋在担任仲萨本洛的时候曾经从拉萨驻藏大臣那里收到过中国官员官衔徽章、一个印章、一顶帽子、一个珊瑚纽扣和一根孔雀羽毛。他从未使用过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在一个盒子里收起来。后来，帽子和羽毛就被虫子咬坏了。乌金嘎箕拒不承认中方说法的有效性，显然很担心马吉符即将到来。他暗示，普纳卡欢迎英国在此刻伸出援手。没有英国的帮助，不丹人认为自己无法阻止马吉符的到来。贝尔向印度政府如实汇报了所有情况，印方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决定，马吉符就在20多名中国士兵的陪同下启程前往不丹。过程十分简短。马吉符仅仅抵达距离春丕谷边界很近的不丹中心城镇帕罗（Paro），很快便一无所获地返回西藏。然而，马吉符之行令敏托勋爵相信，英国再也不能忽略不丹了。最近刚刚通过西藏贸易协定占领先机的中国人，现在又开始向英国的另一个弱点瞄准了。敏托在写给约翰·莫利的信函中指出，“是时候挫败中国对不丹的阴谋诡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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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就在张荫棠离开西藏，前往北京外务部任职后不久，敏托向英国本土政府提出他最近从张荫棠对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举动中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张荫棠的这些举动表明，中国已经开启了其西藏政策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即加强中国对西藏自身的控制。新动向表明，中国人似乎开始创造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大西藏”（Greater Tibet），即西藏与喜马拉雅公国组成的联盟，包括尼泊尔、锡金、不丹，甚至可能是拉达克等，目标就是为了反对英国。驻藏大臣联豫（Lien Yü）
 
[92]

 在拉萨开设的一家中国报纸在1908年8～9月刊印了相关信息。
 
[93]

 敏托注意到，

西藏与印度接壤的地方气候严寒，寸草不生，无法持续为任何较大规模军队提供补给。然而，介于西藏和印度平原之间的诸公国，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在当下以及不久的将来都能为大规模部队提供补给……中国人显然意识到在这些国家获取立足点的重要性。在一次演讲中，张荫棠……将中国、西藏、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联合比作是五个种族的融合；他还打比方道：西藏、尼泊尔和不丹就像是一个人口中的臼齿，他此言无疑表达了中方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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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打算对英属印度发动武装进攻？在西藏贸易协定签约之前，韦礼敦很可能总结了英国对此问题较为流行的看法：

有些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官员，希望将来有朝一日能通过西藏侵略印度，但我认为，这并非有责任心的中国人当前希望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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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礼敦认为，中国人更有可能采取唐绍仪曾倡导过的政策，即在中国西藏和英属印度之间制造政治、行政、外交和军事上的障碍，如此便可避免荣赫鹏使团侵藏的重演。然而，无论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中国人对喜马拉雅地区公国的渗透都是印度政府无法容忍的。惠德提出的修改英不条约，以及增加英国给不丹国王乌坚旺秋的补偿金数额等建议，曾在1907年被拒绝，但现在却被敏托和莫利所接受。
 
[96]

 在1909年末期，贝尔前往普纳卡开始秘密谈判；1910年1月8日，新的英不条约签订，莫利对此评价：“（该条约）完全达到了保障印度边界不受外来侵略，防止外部阴谋诡计的目的。”
 
[97]

 新的条约规定，不丹“需在对外关系方面接受英国政府的建议”，并规定将英国给予不丹的补偿金翻番，从每年5万卢比增加到每年10万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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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棠对尼泊尔、锡金和不丹采取的外交策略称不上成效卓著。以不丹为例，英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多少令中国人感到震惊，因为之前由于拉萨条约曾导致英国人多次向其屈服。然而，在此阶段，张荫棠及其同事不大可能对在喜马拉雅山脉南端分水岭制造中国势力范围怀有太高期望。1907年的一系列举措很可能只是打算考验英国人及喜马拉雅山国首领的探路石，中国人必定从中思考良多。第一，英国人对马吉符在不丹冒险的反应表明，印度政府当下对中国人在此地区施加的压力是何等敏感；而中国人有能力在这些地区（给英国）制造压力，也表明中国人具备某种讨价还价的能力。第二，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统治者在面对中国外交的时候，很可能不如他们令像印度政府认为的那般顽固不化。中国政府现在必然相信，一旦他们在中部西藏占据更强的军事地位——他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获得（1908年中国军队已经从四川边界向西、向拉萨方向推进）——喜马拉雅公国便不会如此确信英国是与之联盟的最安全国家。第三，英国人对马吉符不丹之行反应如此之快的事实，显然为喜马拉雅边界地区诸国周知，并没有损害中国的威望。如果一个小小的中国官员和20多名中国士兵都能让英国人如此紧张担心，那么，一支真正大规模的中国军队出现在这个场景又会怎样？1910年2月，从四川而来的中国军队最终进入拉萨，印度北部边界上的每个地方无疑都可能面临这个问题。

第五节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1908年秋，在张荫棠离开西藏之际，中国已经在西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不仅消除了英国在西藏高原残留的威望，而且还为在中部西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主导下的行政体系打下基础。英属印度的观察家越来越清楚，所有这些举措都标志着两步走的序曲：清朝首先制定完成全新的西藏政策，并最终将中亚这块地区纳入中国的省份框架下。张荫棠及其在拉萨的同事联豫，他们的工作都是为让达赖喇嘛在中国监护下返回拉萨，并将中国的军事主导力量从四川西藏边界扩张到中部西藏铺平道路。

正如人们所料，印度政府对张荫棠政策的诸多方面极为关注，因为张的政策已影响到英国在贸易市场上的地位和英国与喜马拉雅山国之间的关系；但印度政府并不十分关注中国改革西藏行政体制的举措。从欧康纳、惠德及贝尔等人的角度看待西藏及其边界，必然认为张荫棠心无旁骛，只想专心侮辱英国人。当然，事实上，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爱国主义典型，张荫棠有可能对自己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而自豪，但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完成外交使命，确保英国接受中国在西藏的权威，尽管他使用了多种手段才令这种权威更加有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20世纪清朝的西藏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碍，与其说是英国人的敌对立场，不如说是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保守性。藏传佛教寺院及其为首的达赖喇嘛，是西藏作为自治地区幸存下来，并能保留其特殊文化的关键因素。在过去，满族刻意扶植藏传佛教。而在荣赫鹏使团侵藏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削弱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1906年末，抵达西藏后不久，张荫棠便开始对西藏政府体系实行世俗化改革，创立了世俗政府委员会，以取代达赖喇嘛封建体系的无政府主义；张荫棠还建立了一支用现代化方式训练的军队，以取代西藏传统的封建劳役制。所有这些改革都伴随着中国化的政策，在1907年接任有泰的驻藏大臣联豫，将这些政策付诸实践。有泰是荣赫鹏使团抵藏时的驻藏大臣，他遭到张荫棠弹劾，戴着手铐脚镣被送回了北京。1908年6月，联豫主动请缨：

西藏人民已经同外部世界切断了联系，除非他们掌握汉字、会阅读汉文书籍，否则其头脑将无法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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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联豫在拉萨设立了一所学校，他当时从印度购买印刷机器，出版中国经典著作的藏文翻译本：“逐步传播这种经典文学将有助于影响这个民族的习惯和风俗。”截至1908年中期，他还在拉萨成立了一所军事院校，其中有15名中国训导员和2名日本训导员培训年轻的西藏人，让他们成为现代化中国模式军团的核心力量。此外，他还打算培训少数年轻的蒙古族和廓尔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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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棠和联豫并没有忽略西藏的经济发展。促进西藏农业发展的建议，引进中国内地定居者的可能性，都在他们的考虑之列。道路建设也已规划。他们在拉萨成立矿产委员会，开发西藏的煤炭和黄金资源；规划设计从内地电报线的终点、东部西藏巴塘修建一条通往拉萨的电报线，还聘用丹麦工程师埃里克森（Ericksen）监督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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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财政部门拨专款资助西藏的这些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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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甚至开始对西藏货币进行改革，将中国银币引入西藏，这种银币的重量和纯度可与印度卢比相媲美。
 
[103]

 中国政府明白，所有这些措施都会激起西藏统治阶层、旧封建家族及僧人的反对。北京任命一位思想观点更自由的年轻人温宗尧担任帮办大臣一职，很可能赢得了西藏老百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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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中国在中部西藏的政策背后，无疑具有一定理想主义和智慧的因素。即便是欧康纳本人也看得出，在令他极讨厌的张荫棠实行的计划中不乏真诚的因素；但是，和当时印度政府绝大多数官员一样，欧康纳无法真正下决心认真看待中国人。因此，欧康纳对中国人在西藏改革的评价或许值得详细引用；虽然这不能增加我们对于欧康纳作为一个政治观察家的敬仰程度，但至少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很多同行印度公务员都在某种程度上赞同欧康纳的看法，无法看到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到底打算在中亚做什么。1907年4月6日，欧康纳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中国高级官员斗志昂扬，想真正干一番有益的事业，来补偿他们在过去数百年间的玩忽职守和贪污腐败，这绝非西藏政治局势荒诞不经的一面；然而，不幸的是，他们虽然怀着全世界最好的初衷，但却如此愚昧无知，高高在上，完全不了解西藏文明和成就，因此，他们的改革只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终将面临着众所周知的危险。我认为，中国官员［在西藏］对我们表现出的敌意和怨恨，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嫉妒。他们意识到，我们的诚实正直和科学技术都比他们强，身处一个缺乏独立性、且习惯于将中国人视为智慧和时尚楷模的民族之中，中国人很自然地对我们的出现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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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08年中，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巩固了在中部西藏的地位，因而可以镇定自若地考虑流亡的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事宜。如果达赖喇嘛毫无疑问地效忠于清王朝，那么，他再次出现在西藏将会十分有助于中国政府政策的执行。第一，他的回归将会给张荫棠和联豫的改革盖上合法的印章。第二，达赖喇嘛的支持或许对保持西藏的平静局面至关重要，尤其当中国在东部西藏的军队最终成功地跨过西藏边界进入拉萨之际。自1905年，中国军队就开始了征服东部西藏部族的斗争。截至1908年，在精力充沛的赵尔丰
 
[106]

 指挥之下，打箭炉附近从巴塘到四川的所有边界似乎都被平定了，最后向拉萨的推进似乎已经迫在眉睫。一旦占领了拉萨，并将达赖喇嘛变成一个傀儡，清王朝再次控制西藏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此次占领甚至比乾隆皇帝时期都更强有力。赵尔丰在东部西藏发起的运动，戏剧般地影响了英国对印度北部边疆的态度，详情将会在下一章进行讨论。

1904年，当达赖喇嘛为躲避荣赫鹏使团逃离拉萨后，中国人宣布剥夺他的世俗权力。流亡期间，他首先在蒙古停留，后来驻于青海西宁附近的塔尔寺，始终没有放弃恢复其财产的全部希望。虽然英俄签订了协议，但达赖喇嘛似乎仍在继续寻求俄国的拯救；英俄协定也没有阻止达赖喇嘛试图与中国人达成某种妥协的尝试，他甚至寻求美利坚合众国的调停。例如，1905年8月，达赖喇嘛派出一名使者拜访美国驻华大使、著名的西藏探险家柔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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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英俄协定的签订，十三世达赖喇嘛寻求外国援助的想法开始动摇——但正如我们所见，这种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他决定更努力地争取与中国达成妥协。他下定决心要去北京向清王朝统治者致敬。1908年初，在一支规模巨大、掠夺成性的随行人员陪同下，达赖喇嘛抵达山西的佛教中心五台山，并由此寻求继续前往中国首都的许可。他在五台山并没有令自己赢得当地中国人的敬爱。首先，他的随行卫队在他所到之处拆除各种拱门和关口，如朱尔典所言，“由于世界上没有什么能高于神圣达赖喇嘛，因而其所到之处空无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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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在五台山待了几个月，他的停留令山西政府耗资巨大，他们对这笔支出越来越不情愿。在五台山，他接见了外国外交官，包括柔克义（Rockhill）
 
[109]

 和一位德国公使馆成员，还有英国殖民机构驻威海卫地区长官约翰斯顿（R. F. Johnston）。
 
[110]

 1908年7月，当山西政府再也无力承担达赖喇嘛的花销之际，他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9月，他最终出发前往太原府（T’a-yan-fu），他和他的随行护卫队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北京火车站，他受到军机大臣那桐（Grand Secretary Na-t’ung）
 
[111]

 、贝勒毓朗（Duke Yu-lang）
 
[112]

 和刚刚在外务部就任的张荫棠的欢迎。随后，达赖喇嘛上了一顶16人抬的轿子，随行人员包括：无数的中国官员，一支中国仪仗队，一群西藏高僧，号手，其他音乐家，掌旗手，手持刻有藏汉文达赖喇嘛头衔木牌的脚夫，等等。他在庄重的仪式下穿过前门，进入中国的首都。他住在黄寺（Huang Ssu，the Yellow Temple）
 
[113]

 ，即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觐见刚成立的清王朝皇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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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的到来给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Jordan）和俄国驻华大使克罗斯托维茨（Korostovetz）带来了一些外交礼仪性问题。在往常，他们很可能忙于钩心斗角，以获得达赖喇嘛的青睐；但此时，在签署了英俄协定之后，英国人和俄国人似乎应当在与这位西藏神权首领打交道时结成统一战线。朱尔典和克罗斯托维茨决定向对方公开与达赖喇嘛的谈话，并与之谈论非政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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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当达赖喇嘛的随行人员中正好包括德尔智的时候，此类协议似乎是极有必要的。德尔智这位俄国布里亚特僧人在20世纪初的几年中东奔西走，在英国派荣赫鹏使团前往拉萨这一决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刚刚抵达，德尔智就立刻拜见了克罗斯托维茨和柔克义，他显然是想为达赖喇嘛寻求国际援助，而达赖喇嘛当时似乎仍然完全信任德尔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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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斯托维茨首先在黄寺正式拜见达赖喇嘛。几天后，10月20日，朱尔典也拜见了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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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交和领事人员陪同下，在张荫棠在场的情况下，朱尔典给达赖喇嘛献上一条哈达。通过中方提供的翻译，朱尔典和达赖喇嘛相互问候，达赖喇嘛说他希望寇松勋爵时期不幸发生的事件现在已被遗忘。他告诉朱尔典：

不久前……发生了一些事情，并非他所造成；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他真诚地希望两国之间能够保持和平友好；

他还希望朱尔典能将这些话转达给英王爱德华七世。他还给朱尔典赠送了一条哈达献给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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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达赖喇嘛给这位英国驻华大使赠送了一份私人礼物，一磅“长寿”枣。此次不超过8分钟的会面就这样结束了。这位从前的英国敌人，现在第一次和一位英国高级官员面对面交谈——后来的情况表明，这绝非最后一次——朱尔典的中文秘书梅耶斯（S. F. Mayers）当时也在场，他这样描写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外表是典型的藏族人，35岁，脸上有一些麻子，皮肤黝黑，留着一撮黑色的八字胡，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略有突起，牙齿洁白整齐。他几乎裸露至肩的胳膊，细长的双手要么呈玷污的棕色，要么很不干净。他的手指自始至终都处在紧张状态。他的头大概有10天没有理发了。松散的袍子呈栗色和黄色，看上去整洁干净。整个会面场面极为庄重肃穆……中国官员的态度从头到尾都很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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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次正式会面之后不久，达赖喇嘛开始热切地寻求外国援助反对清廷，达赖喇嘛的特使是德尔智。10月底，德尔智与克罗斯托维茨、柔克义和欧康纳进行了长谈。欧康纳当时碰巧也在北京，因其正陪同锡金王位继承人库玛尔周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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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尔智的看法是，当下赵尔丰等从边界地区进入中部西藏腹地迫在眉睫，现在很可能是达赖喇嘛获得与清廷谈判保留西藏自治权的最后机会。当赵尔丰及其川军最终抵达拉萨后，西藏将很有可能置于四川省政府的控制下，达赖喇嘛的政治影响力将会彻底消失。但是，如果做到以下几点，这种情况或许可以避免。第一，达赖喇嘛劝说清廷承认他的任职早于中国对西藏的控制，由此授予他在中国保护下的统治者的地位，而非被清廷提名的人。第二，清廷同意他提出的（不经过驻藏大臣）直接向朝廷奏事。达赖喇嘛最为关注和重视的是第二点。因为承认这一点就会令他心存一些幻想，即他仍然在中华帝国的政治框架中享有一种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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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尔智显然希望在北京的英国、俄国和美国大使能够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劝说中国政府同意以上两点。

首先，德尔智找到了柔克义。他发现美国人尽管心存同情，却爱莫能助。德尔智提到，无论中国政府提出什么条件，达赖喇嘛都会接受。柔克义对德尔智印象十分深刻，他认为德尔智并非操纵西藏政治的危险人物。他是这样给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报告的：

我发现他安安静静、礼貌得体，像所有蒙古人那样容易受影响。显然，尽管他游历过亚洲和欧洲，但他和西藏人一样不了解世界政治。很明显，他对藏传佛教及其首领达赖喇嘛十分虔诚，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达赖喇嘛。作为一个俄国臣民，早期又在俄国受教育，德尔智自然想寻求俄国人的建议，但我认为，他和所有亚洲人一样，在第一次遭遇中亚政治中这种全新而复杂的西藏政策问题时，尤其当其邻居是两大帝国之时，充其量不过是个密谋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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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克义认为，无论对德尔智还是达赖喇嘛来说，现在想在“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很可能即将被终结”的情况下有所作为已经为时太晚。柔克义感觉到，1908年初，中英贸易协定的签订，已标志着这条路只能进、不能退。他在给总统的报告中提到，“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

当英国与中国谈判印度和西藏之间贸易问题的时候，并没有获得在拉萨设立贸易官员的权利。如有这样一位贸易官员，则可以对中国人和西藏人产生一定的限制作用，还会在西藏经历行政管理和平变革之际有所裨益，阻止威胁英国在西藏利益的情况再次发生。当然，俄国必然会要求获取同样的特权，但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反对俄国这样做，很多人都持赞同态度，尤其当大不列颠和俄国已经针对西藏达成协议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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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扩张主义政策面前，英俄在西藏的合作或许真正足以保证西藏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但德尔智很快发现，俄国人或英国人，无论单打独斗还是结成联盟，都不愿在这一特殊地区尽自己的努力。俄国驻华大使克罗斯托维茨告诉德尔智，根据1907年英俄协定，沙皇政府已经放弃干涉西藏事务。随后，当德尔智提到，如果俄国不愿出手相助，他只能求助英国人之时，克罗斯托维茨指出，英国人也决心不再干涉西藏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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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尔智还两次会见欧康纳，第一次是在俄国公使馆吃晚餐之时，还有一次是在英国公使馆喝茶之际；德尔智发现，克罗斯托维茨对英国人态度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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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在这些外交斡旋过程中，德尔智扮演了一个令人颇为怜悯的角色。欧康纳对于德尔智在寇松时代制造的所有麻烦颇为释怀。像往常一样，伦敦的《泰晤士报》做了如下总结：

很难让人相信，这位宗教虔诚、单纯简单的55岁堪布竟然以老谋深算的阴谋家的形象活在历史中，他在中亚的那些阴谋诡计甚至需要英国派出一支军事远征军前往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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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智没能赢得外国援助，达赖喇嘛别无选择，只能任由慈禧太后摆布；但达赖喇嘛通过一些吹毛求疵的行为，成功地将觐见慈禧太后的时间往后拖延到10月之后。11月3日，慈禧太后接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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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他似乎避免了行叩头礼，并祝贺这位令人生畏的老太太75岁寿辰。慈禧太后授予达赖喇嘛“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的名号，并命四川财政部门分季度赐予他1万两白银，最后还颁布谕旨：

当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他必须谨慎遵守主权国中国的法律，必须传达清廷的良好意愿。他还应劝说西藏人恭顺服从，品行端正。他必须遵守通过帝国驻藏大臣向我们奏事的定制，并恭敬地等候我们的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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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慈禧太后的最后一次官方行为，因为她在接见达赖喇嘛几天之后去世。

外国观察家毫不怀疑达赖喇嘛北京之行的含义。英国外交部十分确信，在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之后，他“将发现自己的羽翼已被修剪”。爱德华·格雷爵士认为，“达赖喇嘛弄得一团糟”，获得一定的满足之后，他认为，“如果达赖喇嘛始终和我们交好，英国根本不必派远征军去西藏，现在他也不会卑躬屈膝地当中国的附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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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莱斯（Bryce），研究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英国驻华盛顿大使，从罗斯福总统处看到柔克义撰写的报告后，发现中世纪欧洲历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世俗权力战胜宗教权力”的事件，当国王亨利五世（Emperor Henry V）抓住教皇帕斯卡尔二世（Pope Paschal II）后将其囚禁起来，直到他接受罗马帝国提出的条件。布莱斯认为，达赖喇嘛受到的屈辱是荣赫鹏使团引发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直接后果；而荣赫鹏使团除了令印度北部边界上“虚弱无力、半野蛮半开化的西藏人”被“强悍、警觉、顽固的邻居”中国人取代之外，一无所获；“中国迟早有一天会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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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在北京待到1908年12月底，悼念慈禧太后之死，仍然希望中国政府在最后一刻缓和立场，授予他直接向皇帝奏事的权利。但中国政府并没有软化立场，达赖喇嘛缓慢地启程前往青海塔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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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德尔智并没有追随他的主人，而是自行前往圣彼得堡，据他所言是与俄国政府讨论宗教问题。或许他打算最后一次请求俄国人支持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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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09年夏末，达赖喇嘛离开塔尔寺，处于自己流亡之旅的最后阶段，行动仍然十分迟缓。10月，达赖喇嘛在西藏东北部的一个寺院停留，并与班禅喇嘛会面。班禅担心自己会因为独立的外交政策受到达赖喇嘛的惩罚，匆忙与拉萨同僚和解。在1909年的圣诞节，离开了西藏5年后的达赖喇嘛再次回到他的首府，居住在布达拉宫。

第六节 赵尔丰向拉萨推进，1905～1910年

张荫棠、联豫和其他中国官员在中部西藏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他们手中微弱的军事力量。除了驻藏大臣的护卫队，即一小队纯粹履行象征性职责的人员之外，19世纪最初的10年间，拉萨并没有驻扎多少中国军队。拉萨有一支藏军，在危机时刻可以扩成一支由僧人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其规模庞大、难以驾驭、缺乏训练、领导无方，但可帮助西藏抵御外来进攻；这支军队在荣赫鹏使团来藏期间已展现出其极低的效率。然而，拉萨并没有驻扎一支中国军队，以便在西藏发生严重暴乱时维持清朝在中部西藏的权威。张荫棠和联豫的改革得到的支持也不过是由于中国人的威望，若要避免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改革所能获得的成效便十分有限。

实际上，中部西藏距离中国人口众多的中心城市非常远。在拉萨和中国甘肃省、四川省和云南省的边界之间，是全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地区，这里分布着纵横交错的道路，且途经迫不及待伺机抢劫掠夺的游牧部族聚居处。如果有可能，支援中国政府的军队前来拉萨则不得不穿越这片游牧部族居住的地带，而且要耗费极长的时间。截至19世纪末，中国官员发现，比起选择陆路、横穿西藏边界抵达拉萨，从北京出发，经由上海、加尔各答和大吉岭抵达拉萨显然是一条更舒适、更安全、更快捷的途径。1909年，当中国打算派军进入中部西藏之际，他们首先试图获取英国的批准经由印度进入西藏，印度政府毫不费力地拒绝了这一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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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中国人并不能指望轻松地控制拉萨和日喀则，除非他们能安全地控制连接中部西藏到中国内地的交通线。

从中国到拉萨主要有三条道路。第一条从云南大理（Tali）出发，第二条从四川边界打箭炉出发，第三条从青海湖附近的青海西宁出发。在这些路线中，途经打箭炉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路线，它连接着从拉萨到四川首府成都，也是与西藏事务最密切相关的省政府驻锡地。绝大部分汉藏贸易都选择这条路线，并直接抵达东部西藏人口聚居的主要中心城市。这三条道路途经之处，均地势崎岖；此外，面对充满敌意的百姓，需要保证有相当数量的军事力量才能道路畅通。拉萨政府和中国各省政府都发现，控制东部西藏的这些地区是一项极为棘手的任务。与在中部西藏不同，达赖喇嘛政府在中部西藏的权威大体没有遇到任何挑战（即便是成为中国的傀儡政权之际），但东部西藏是一个主权划分不清的地区。萨尔温江上游和中国各省边界之间的地区被许许多多的小邦国分而据之，其中一些小邦国如聂荣（Nyarong），除在拉萨主权统治之下（即便是名义上的），其余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分别隶属于云南、四川和青海各省。截至1905年，比起19世纪上半期，中国和拉萨的权威在东部西藏大部分地区有所衰落，在有些地区甚至彻底消失了。

在达赖喇嘛统治区和在湄公河上游、萨尔温江、长江沿岸实质上独立或受中国影响的邦国之间，中部西藏和东部西藏之间的差别在原则上是足够清楚的。然而，要真正划分边界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对于拉萨地区和东部西藏之间的边界究竟在何处，汉藏之间对此的争论由来已久，甚至最终导致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的流产。达赖喇嘛的东部边界在很大程度上随中亚历史的流沙而上下波动，明智地选择档案记录就会为大范围的边界划定找到历史依据。早在18世纪，当清王朝开始将西藏纳入中国保护之下的任务时，曾经试图绘制这些通过达赖喇嘛效忠于中国的地区，和通过当地酋长与中国政府直接联系而效忠于中国之间的边界。1727年，中国人在巴塘以西的邦拉山口（Bum La）竖立界碑，表明他们或多或少将这一边界看作是湄公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在这条边界线以东，他们建立起一套置于其保护下的邦国体系，处于四川省政府的大体监督之下，充当中部西藏（中国在此地的利益由拉萨驻藏大臣确保）和中国内地之间的缓冲区。在东北方向，拉萨和中国驻青海西宁大臣之间似乎也划定了类似的边界。在东南方向，拉萨和云南政府之间也是如此。中国对于这条线以东西藏地区的控制，除了主要道路之外，都是名义上的。在19世纪后半期，随着中国军事力量在帝国边疆地区的衰落，甚至这些主要道路也时不时地被西藏叛军所拦截，该情况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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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部西藏，中国前进政策的基地是巴塘，这也是中国在西藏边界地区影响力的桥头堡。在19世纪后半期的巴塘，四川政府允许基督教传教使团在此传教，而位于长江上游的巴塘则是那些持有中国护照的欧洲游历者试图从中国进入西藏的最西点。

即便在19世纪，中国也没有直接管辖巴塘。边界地区的很多藏民族属于游牧部族，仍处于当地小国王、小的世袭领主、小活佛等管辖之下。中国人在主要道路上驻扎了不少小型游击队，但在腹地则需依靠当地统治者的忠诚。中国的地位更多是通过外交而非武力支撑的。四川省政府的责任是保证范围更大的边界地区的和平，他们在扶持一个领主打击另一个领主方面可谓得心应手。当然，他们也得到拉萨政府的智力支持，至少在19世纪末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拉萨政府在此类问题上都与中国进行良好合作。

只要中国能维持18世纪光辉岁月里对各部族建立的权威，只要他们对中部西藏的控制没有受到严重挑战，在付出可承受的代价前提下，中国在边界地区的权力结构就能基本满足维持边界的平静局面。边界地区偶尔出现的危机，通常都可由四川派出的特殊远征军解决。中国人并没有真正打算永久性军事占领整个边界地区。然而，就在19世纪末，随着十三世达赖喇嘛打算制造一个独立的西藏，边界地区的形势发生剧变。拉萨当局开始在边界地区煽动反抗清朝统治的叛乱，时值中日战争结束，中国战败后军事威望一落千丈。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不能更好地保障从打箭炉到拉萨的交通线畅通，就无法给中部西藏施加压力。就在荣赫鹏使团出发前夕，俄国在中部西藏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英国显然打算派军越过喜马拉雅边界，这时候中国人终于下定决心加强自己在边界地区的地位。1904年夏，当荣赫鹏在前往达赖喇嘛首府的路上时，中国政府采取了行动。他们在边界地区新建了一个哨岗，在昌都设立了一位帮办大臣，负责中国加强对东部西藏的控制，并将这一任务委任给凤全（Feng 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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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凤全在巴塘设立了指挥部（此时他名义上的昌都驻地实际上并不在中国有效管辖范围内），开始采取高压手段打造中国直接管辖的行政体系中心。凤全希望这一中心最终会把统辖范围延伸到整个边界地区。他当即提出一项将内地人员迁徙到边界定居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建议从四川招募有经验的农民前往巴塘地区，开垦至少1万亩荒芜的土地。他意识到，无论是农业改革还是行政管理改革，他最主要的敌人就是当地的藏传佛教寺院势力。和中部西藏的情况一样，东部西藏寺院享有巨额的财富和极大的权力，他们构成了阻挠改革的保守势力。因此，凤全打算对这些既得利益僧人势力发起进攻，但他忘了自己应该等到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镇压僧人必然发动反抗的时候再动手。根据一位欧洲观察家的看法，到了1904年末，在巴塘和理塘地区的中国军队大约有16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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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1905年2月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坎贝尔（C. W. Campbell）所言，“凤全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显然计划：如果中国在东部西藏的军力得不到增强，就必然制造严重的动荡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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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5年3月底，坎贝尔预料中的“严重的动荡局面”开始了。凤全颁布命令，减少东部西藏各寺院中的僧人数量，20年内暂缓剃度。他还决定给在巴塘的法国天主教神父拨一块土地，这些神父系藏传佛教僧人最大的敌人，凤全此举可谓压在巴塘藏传佛教寺院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3月26日，一群全副武装的僧人放火焚烧了巴塘附近打算划拨给中国人定居的军营。一两天之后，凤全发现自己被包围在衙门内。4月2日，巴塘的罗马天主传教点被摧毁。4月5日，凤全认为自己在巴塘衙门毫无希望，成功地说服僧人给他和自己的20多名中国卫兵提供庇护所。随后，他向理塘方向撤退；但就在距离巴塘几里外的地方，凤全遭遇藏族部族成员的攻击，他和他的卫兵们都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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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与此同时，在巴塘牧守仁（Father Musset）和苏烈（Father Soulié）二位神父被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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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边界地区反抗中国人的动乱已爆发，伴随这一过程，又有两名法国神父迪贝尔纳（Father Dubernard）和神父布尔多内（Father Bourdonné），在云南边界湄公河附近的茨开（Tsekou）失去性命。
 
[140]



四川和云南省政府以不同寻常的速度做出反应。四川提督马维骐立即前往巴塘，很快重新占领并摧毁了那些反叛的寺院。云南政府也从阿墩子派出一支军队进入边界地区。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锡良，刚刚收到动乱的消息，便命人替补死去的凤全，并由此引发了未来5年间将中国军队引入拉萨大门的一系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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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全被一名汉族旗人替换，此人名叫赵尔丰，来自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家族，其兄赵尔巽曾一度担任过财政部长，随后在满洲里奉天（Mukden）担任一名重要的军事统帅。赵尔丰被授权监督平息西藏边界事态。赵尔丰是完成此项任务的理想人选。他精力充沛，正直诚实，不怕吃苦，对敌人残酷无情，且无法忍受属下无能或违反军规。赵尔丰令东部西藏的中国军队士气大振，令外国观察家震惊不已。5年之内，赵尔丰便创立了一支小型军队（共有大约6000人），由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这是自18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西藏的力量达到最强盛的时刻，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再次抵达西藏。

重新占领巴塘并没有结束这种混乱状态。清政府极其严重的报复性劫掠只会加深西藏人的仇恨。从巴塘逃出的僧人历尽艰辛抵达乡城（Hsiang-ch’eng or Chantreng），这样一来，乡城的桑披寺（Sangpiling Monastery）便成为反抗清廷的核心和武装的藏族游牧部落的聚集地。乡城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也是绝大多数地图上的未知地。它位于打箭炉-巴塘主路以南，西藏人从这里出发，便能切断四川和巴塘之间的交通线。占领乡城令赵尔丰获得第一个优势地位。1906年1月，赵尔丰率领约2000名受过现代化训练的四川士兵，配备着德国来复枪，架起四门克虏伯生产的野战大炮，开始围攻桑披寺。桑披寺的墙体厚达4英尺（约1.2米），高达20英尺（约6米），由2000余名僧人守卫，是一座十分令人生畏的城堡。直到6月，赵尔丰都没能攻破这座堡垒，但却成功地切断了桑披寺的大部分供水。如果不是伪装成藏军援兵，欺骗抵抗者打开桑披寺大门，赵尔丰极有可能会放弃围攻。由于上当受骗，抵抗者在6月19日兵败如山倒。几乎所有僧人都被赵尔丰部下所消灭。桑披寺被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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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的陷落虽没能阻止西藏人在其他地方抵抗，但至少给了赵尔丰机会，令其实行在过去几个月间制定的行政改革。这些改革首先在巴塘地区贯彻。主要内容体现在赵尔丰于1906年4月起草、但直到来年12月才执行的章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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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塘善后章程》是一般与特殊的复杂混合体，中国人至今还牢记这种西藏特色。该章程共有15条，具体内容如下：

1.巴塘地区所有居民，藏族部族人员和僧人，现在都是清朝皇帝的属民，都隶属于清朝司法管辖范围。

2.所有税收都须上交给清朝人。

3.给西藏部族酋长和寺院的传统应付款和礼物现一律被废除。

4.所有居民，无论其族别，现在都必须服从清朝法律。

5.僧人不得在当地行政体系中发挥任何作用。

6.藏族肢解尸体的传统做法现被废止，因为清朝只有罪犯才被如此对待。

7.每个寺院的僧人数量不得超过300人。

8.在不久的将来，巴塘将会开设汉语学校，培养当地藏族人。

9.巴塘所有的男性居民都必须剃头留辫，“根据习俗，所有男子都必须削发，否则男子与活鬼无异”。

10.巴塘百姓应保证个人卫生，采取汉式装束。

11.巴塘的每个藏族家庭都应选一个汉姓。

12.奴隶制度被废除。

13.警告当地居民吸食鸦片的危害。

14.巴塘城镇的街道须保持清洁。

15.不久的将来，在巴塘城镇的便利之处将会修建公共小便池和厕所。

实际上，巴塘已经成为中国的又一个统治区。传统的两名藏族世袭酋长和巴塘寺院的活佛转世制度都被废除。人们必须采用汉语姓名，适应汉族风俗，吸收汉族文化。此外，为了加速巴塘百姓的汉化进程，赵尔丰决定继续采取凤全鼓励汉族人到巴塘定居的计划。1907年初，四川成都等主要城镇的公共场所都出现了公报，上称：巴塘和西藏东部的部分地区现在欢迎汉族前往开拓。公报指出，他们到边界地区可以获取肥沃的土地，但当地藏族不懂如何正确耕地。公报承认，该地区十分寒冷，但低温是由于不良耕作和人口稀少造成的。“如果该地区被开垦并植树，将会令土壤自由呼吸，由此天气更加暖和”。公报继续称，内地人在边界地区定居将会受到保护，当地土地系免费，一旦耕种，土地便归开垦人所有。只要不是罪犯或鸦片吸食者，只要在抵达西藏后提交保证金表示不会放弃，都受欢迎。潜在定居者还可获得去往西藏的资助费用，政府会给他们发放工具和种子，帮助他们白手起家。公告继续称，在西藏生活的费用很低，单身汉很容易迎娶部族女子；公告还特意提醒，虽然西藏男子出名的懒惰，但西藏女子却极能吃苦耐劳。公告最后极力怂恿地总结道：

“四川人口过多的情况令人们不得不为生活而奔波。何不赶快来这片希望之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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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以及四川政府非常重视内地人到东部西藏拓殖垦荒的计划。中国官员召集那些潜在的定居者。政府还在边界地区的打箭炉设立办事处，照看这些拓荒者，确保他们有个新家。但似乎很少有内地农民愿意冒险。内地人并不傻，四川人似乎并不相信农业能令气候变暖的理论。截至1909年，只有200多内地人在巴塘地区定居。然而，一年后，大约80多人死了，100多人陷入绝望后返回内地。正如一位欧洲观察家所记，其余的20多人艰难地维系生计，很可能也快要放弃了。实际上，内地人完全过高地估计了当地土地的肥沃程度和所能获得的耕地面积。他们发现最好的土地已经被占了。例如，从理论上讲，自赵尔丰征服之后几乎就没有人居住在乡城地区了，但不知为何在1907年，这里的藏族人和1905年的数量一样多。赵尔丰实行的“官方灭绝”当地部族更多是纸上谈兵，并未落到实处。
 
[145]



对于巴塘及边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赵尔丰还有其他一些想法。他在巴塘建立了一个制革厂，希望能把西藏人山坡上的牛羊变成生产鞋子的原材料。他引进了桑树，希望能经营养蚕业。他还提出了好几个修路和开矿的建议。但没有一个计划进展顺利。气候、地形和当地人全都在制造障碍，想要成功，还需要更多时间。然而，东部西藏绝大多数是美国人的新教徒传教士、外国观察家，他们却毫不怀疑赵尔丰及追随者将赢得最终的胜利。正如一位目睹了赵尔丰改革的传教士埃德加（J. H. Edgar）在1910年写道的：

尽管困难重重，但中国兼并边界地区的政策必然会在某个时刻获得成功，除非有人（或有事）强烈反对，令事态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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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教（Protestant）和天主教传教团（Catholic missionaries）都首先倾向于赵尔丰，因为他们和赵尔丰一样，都痛恨西藏僧侣，而这些僧人反对基督教传播的坚定立场，一如他们反对中国在边界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

一旦在巴塘地区的行政改革进展顺利，赵尔丰便希望继续其军事镇压活动。然而，1907年春，赵尔丰被任命为代理四川省总督，直到1908年3月，他才又一次真正地开始了镇压运动。与此同时，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被任命为四川省总督，而赵尔丰本人则担任边务大臣。赵尔丰现在所处的地位十分有利于将边界地区纳入中国统辖之下的事业。而他的职衔以及相应的威望也得到空前的提高。有其兄长赵尔巽在成都（担任四川省总督），赵尔丰得到了四川省的全力支持。1908年，赵尔丰将面积最大、物产最富庶、西藏边界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德格，坚定地纳入中国的直接统辖下。1909年12月，赵尔丰手下的6000余人——其中很多是早期追随他的老兵——已经准备好进攻边界地区和达赖喇嘛中部西藏领地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昌都。1910年初，川军占领了昌都，通往拉萨之路现在变得无比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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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09年年底，中国军队向东部西藏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达赖喇嘛逃离拉萨的事实。边界地区的反汉动乱显然得到了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智力支持，但只要达赖喇嘛仍然流亡在外，驻藏大臣联豫仍能将西藏首府掌控在手中，这些暴乱基本上就无济于事。正当赵尔丰准备开进昌都之际，达赖喇嘛在这最后一刻回到拉萨。尽管达赖喇嘛的返藏是清朝政策的产物，但依然威胁到赵尔丰的计划，令情况变得复杂化。理论上，现在达赖喇嘛已在清廷面前卑躬屈膝，并承诺遵守清廷的命令。当然，实际上，或许是在最后一刻达赖喇嘛才决定抵抗清廷，并号令西藏人反抗清廷的。因此，对赵尔丰而言，川军尽快进入拉萨至关重要。1909年11月，在赵尔丰的要求下，清廷外务部询问朱尔典：印度政府是否愿意让两三千名中国士兵经由加尔各答和大吉岭进入中部西藏，这令朱尔典震惊不已。印度政府立刻拒绝了这一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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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印度路线的关闭，赵尔丰匆忙派钟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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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领一支先遣队从昌都进入拉萨。钟颖是一名年轻军官，在西藏事务中曾起到了短暂但重要作用。中国军队迅速占领拉萨变得日益紧迫起来。达赖喇嘛对军队占领昌都感到十分警惕和惊讶，向英国、俄国和美国（通过柔克义）发出了绝望的求救。当时的印度政府极有可能出手援助达赖喇嘛。

钟颖率领的军队由2000多名配有现代化装备的士兵组成，驻藏大臣联豫用尽一切外交手段劝说拉萨政府在不做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放钟颖所部进入拉萨。联豫向达赖喇嘛保证说，只有1000人会来到西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镇压西藏人，而是根据1908年贸易条约的规定，前来维持贸易市场社会秩序的，这样才能迫使英国人撤回江孜贸易代表的护卫队。在双方达成谅解之后，达赖喇嘛同意让中国人进入他的首府。然而，2月初，他才发现中国军队的真正规模，震惊无比。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西藏人的信任，他也曾保证过进藏的中国军队不会超过1000人，但他似乎也是最后一刻才发现了联豫的真正用意，他很快就辞职了。
 
[150]

 达赖喇嘛认为自己被朝廷玩弄，但此刻再组织有效抵抗为时已晚。为了避免成为赵尔丰手中的傀儡，达赖喇嘛决定逃往印度。1910年2月12日，正当钟颖的先头部队——40名骑兵和200名步兵，从一扇大门进入拉萨之际，达赖喇嘛却从另一扇大门秘密地离开了拉萨。中国军队发现达赖喇嘛逃跑之后，立刻派兵追击。在雅鲁藏布江边上的查克萨姆（Chaksam）渡口，达赖喇嘛差一点被抓到；多亏有一个叫曾萨南杰（TsensarNamgyal）的勇敢后卫出手相助才得以逃脱。此人就是后来的擦绒（Tsarong），成为达赖喇嘛最有影响力的顾问之一。当所有船只都驶向南岸之际，南杰和一小队人马阻断了中国军队的追击。随后，他又成功地避开中国军队，并伪装成给江孜贸易代表送信的邮差，最终逃到英属印度边界。2月20日，达赖喇嘛抵达亚东，他在英国贸易代表大卫·麦克唐纳处避难；第二天，在忽略了中国春丕谷官员希望其留在西藏的建议之后，达赖喇嘛进入英属印度，前往纳荡（Gnatong）的英国电报处（the telegraph office）。两名极感意外的英国电报员邀请“达利拉莫”（Dally Larmer）进去喝杯茶，由此翻开了英藏关系的全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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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军队向拉萨推进——标志着西藏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赵本人之前从未到过西藏首府。中国政府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赵尔丰也还需要继续完成行政改革，以巩固自己的征服；但在1910年2月，谁也无法否认，中国政府就是中部西藏的主人。在过去，像张荫棠、联豫这样的人主要靠他们的外交技巧在西藏发挥作用，而现在，如果符合他们的政策，拉萨的中国政府可以完全忽略西藏人的情感了。西藏不再是英属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区了。现在，中国的边界线横亘于喜马拉雅山脉之上。这种情况很难不影响到英国的政策。正如英国晨报（Morning Post
 ）的一位编辑在1910年2月28日所言：

一个伟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印度东北边界上，无人能预测到其未来的军事力量。由此，西北边界问题很有可能在将来重演，而印度帝国的防御力量也会面临着双重压力。

到目前为止，无论原因是什么，那些建议留在拉萨的人似乎还没有错得太离谱。现在看来，撤离春丕谷肯定铸成了大错。那条战略线已经失去，或许可以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沉重的代价。总之，中国来到了印度大门口，英国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现在只能希望印度政府能尽其所能挽回局面，利用达赖喇嘛［在印度］作为筹码，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边界问题上的让步。

最终，印度政府和英国本土政府都十分赞同这些结论，但他们表态的速度绝没有《英国晨报》这样迅速。

第七节 达赖喇嘛，尼泊尔，西藏贸易代表及其他问题，1910～1911年

1910年2月，中国人在西藏获得了比18世纪末还要强大的权力和地位。如果他们巩固地位的事业没有被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所打断，那么，中部西藏和东部西藏都将被毫无疑问地并入中国省份行政管理架构，而英国人则将不得不面对喜马拉雅山脉上的中印冲突，一如当今印度共和国艰难面对的情形。中国人短期内成为拉萨的主人这一事实，足可以令印度政府焦虑不堪，令其考虑对印度北部边疆的政策做出大的调整。从钟颖率领的赵尔丰先遣队进入拉萨的那一刻起，英国从1904年拉萨条约中获得的残存成果便受到威胁，1908年中英贸易协定对印度政府的价值大大降低，中国似乎又一次占得先机，他们甚至可以自此挑战英国在尼泊尔和不丹的权威了。英国人对1910年初西藏局势的最悲观解释的确令人沮丧，甚至乐观派都估计中国在印藏边界影响力的提升，连同达赖喇嘛现在停留在印度领土上的尴尬境地引发的误解，有可能会令喜马拉雅边界地区的紧张局面和不确定因素加剧。

正如之前的英藏关系出现危机时刻，印度政府首要担心的就是尼泊尔的态度。廓尔喀人会不会抓住机会在中国人站稳脚跟之前、在局势仍然陷于混乱之际，干涉西藏政治，甚至可能攫取一些西藏领土作为补偿，这正是他们长期以来想做的事情。抑或，比这还要糟糕，他们会不会慑于中国在西藏的势力，从而结束和英国人的传统友好关系？廓尔喀人为英国提供兵源，“正如廓尔喀人对印度政治和宗教事务所持的超然态度那样，廓尔喀士兵的质量对于印度本地士兵而言至关重要，而廓尔喀人的忠诚”可能快要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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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中国很可能会开始招募自己的廓尔喀军团了，1909年末，驻藏大臣主动找尼泊尔大公谈及此事。
 
[153]

 如果尼泊尔人决定反对中国，那么，根据条约规定，应将尼泊尔人视为自己敌人的印度政府很可能与中华帝国在边界上交战。另一方面，如果尼泊尔人决定从此刻起开始恢复对中国的传统效忠，英国人将很难在不进一步疏远他们的情况下指出其行事错误。印度政府认为，“尼泊尔不是印度的被保护国，非常嫉妒任何干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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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利的不干涉政策支配伦敦印度事务部期间，英国人的另一个担忧是：无论多么不情愿，也要避免令英国人陷入中藏之争。而1910年2月的中藏之争似乎很可能是中国向中部西藏推进政策导致的结果。在距离印度北部边界如此之近的地方，英国能否在这场冲突中保持中立？例如，如果中国或西藏官员及军队试图在英国江孜贸易代表处寻求庇护，他该如何行事？如果他为其中一方提供庇护，该如何抵抗来自另一方的进攻？
 
[155]

 敏托带着这些问题敦促英国驻北京代表立刻向中国外务部提出抗议，反对中国人向西藏的推进，因为中方此举莫名其妙地改变了西藏的现状；还要警告中方，如果他们继续推进，印度政府将不能保证阻止尼泊尔人对达赖喇嘛出手相助。与此同时，既作为反对中方攻击的保证，又作为宣誓力量的象征，江孜贸易代表的护卫队力量将会立刻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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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托的建议很快被提交给在北京替代朱尔典的署理驻华公使麻穆勒（Max Müller）。麻穆勒认为，当前的局势实际上没有多少内容值得他提出抗议。他很可能会向中国政府提出不要再在西藏有任何举动，因为这可能激怒尼泊尔人。但他提到：

我们所了解的事实和1906年的条约内容，都不允许我们抗议西藏可能出现的现状改变，或抗议此举破坏了我们与中国或西藏的条约精神。我们很久以来就在关注中国远征军的举动，因此，我反对这些有点姗姗来迟的观点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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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提出抗议的时机本应发生在赵尔丰占领昌都之后。中国人并没有隐藏自己的动机。1909年9月，驻藏大臣联豫已经在拉萨贴出公告，内容大致是：中国军队正在前往拉萨的路上，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在贸易市场“维持治安”，履行英国在1908年贸易协定中接受的中方应承担的责任。1910年2月25日，在一道宣布第二次废黜达赖喇嘛的敕令中（第一次是在1904年），中国已经清楚地声明了自己的立场。该敕令宣称，自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他就“骄奢淫逸，暴戾恣睢，为此前所未有，甚且跋扈妄为，擅违朝命，虐用藏众，轻启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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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达赖喇嘛已经表现出不打算继续充当中国傀儡的角色。该敕令继续道，在从北京返回西藏的途中，达赖喇嘛“沿途逗留”。基于这些重大原因，因此

此次川兵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藏人本无毋疑惧。讵该达赖回藏后，散布流言，借词抗阻，诬毁大臣，停止供给。叠经剀切开导，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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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旨继续道：前据联等电奏，川兵甫抵拉萨，该达赖未经报明，即于正月初三日夜内潜出，“不知何往”。达赖喇嘛

掌理教务，何得叠次擅离。又查该达赖反复狡诈，自外生成，实属上负国恩，下辜众望，不足为各呼图克图之领袖。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着即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与齐民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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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著驻藏大臣迅访灵异幼子数人，遵照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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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毫无疑问是清廷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做出的评价，2月26日便为驻京公使馆和伦敦外交部所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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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清廷宣告废黜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际，达赖喇嘛本人正居住在大吉岭，他通知敏托总督，“我现在寻求您的保护，我相信英国政府和西藏的关系将会像父子关系一般亲密”。印度政府立即派遣查尔斯·贝尔前往拜访达赖喇嘛，探明究竟发生了什么，达赖喇嘛身处英属印度领土可能会预示什么。此外，敏托已决定，一旦一切安排妥当，便立即将达赖喇嘛带往加尔各答，显示出对他的无比敬重，并将他及随员安置在黑斯廷斯寓所（Hastings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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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贝尔拜访达赖喇嘛之际，达赖喇嘛形象地描述了自己不得不逃离拉萨的情景，并警告贝尔：中国政府一旦在中部西藏立足，就会继续向尼泊尔、锡金和不丹扩张。他认为，如果无人阻拦，中国人必然会向印度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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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3月14日，达赖喇嘛前往加尔各答总督府拜访敏托勋爵。贝尔充当翻译。达赖喇嘛十分迫切地澄清了英藏关系在过去存在的误解，他把所有过错都归咎于中国人。现在，达赖喇嘛希望英国人支持自己回到拉萨，将中国人驱逐出拉萨，这样他就有权统治西藏了；自17世纪以来，这权力就被五世达赖喇嘛所使用，这个事实等于宣布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an independent state）。他强调，他无法接受中英在1890和1906年签订的关于西藏的条约，因为西藏人并没有参与这两个协议的签订。但是，一旦重新掌权，他十分欢迎英国政府和他的政府建立直接亲密友好的联系。他反复提醒英国人中国人对喜马拉雅诸国怀有的野心。当敏托提及俄国布里亚特人德尔智及其活动曾在过去引发了如此之多的麻烦时，达赖喇嘛称，德尔智仅是他的宗教顾问之一。当问及达赖喇嘛本人的宪法地位时，他回答道，此次他随身携带着自己的印信，但在拉萨留下一位摄政代表他本人；然而，中国政府现在试图中断他和西藏之间的联系，他们搜查路过边界的每一位游历者，因此他只能通过越来越难送达的走私信件与自己的政府保持联系。敏托充满敬意、饶有兴趣地聆听着达赖喇嘛的诉说，但却非常谨慎，没有承诺印度政府是否会干涉西藏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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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托勋爵夫人情不自禁地在日记中记录下这一场景：“令人好奇的是，5年前，达赖喇嘛逃离中国是为了躲避英国人；现在，情况完全相反，他为了避开中国人而来到英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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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敏托勋爵颇感轻松的是，来到印度的仅是达赖喇嘛一个人。曾有一篇报告称，班禅喇嘛也在前往印度的路上，这让敏托勋爵十分发愁：“两位喇嘛都来了，我该如何是好？”现在看来这份报告毫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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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10年3月底，敏托勋爵已完全清晰地了解了西藏的局势，并由此制定出相应对策。通过从达赖喇嘛和其他渠道所了解的信息，敏托勋爵得出结论：在这特殊时刻，根本不存在中国会侵略英属印度或喜马拉雅山国的真正危险。无论如何，根据条约，喜马拉雅山国仍然完全处于印度政府的保护之下。敏托认为，“然而，中国势力在距离我们边界诸国如此近的地方获得极大的增长，这仍是令我们厌恶和不快的”。英国人自然应当劝导中国人将其在西藏的兵力控制在最低限度。如果有可能，达赖喇嘛应返回西藏。敏托建议，英国人或许可以代表达赖喇嘛与清廷斡旋。实际上，敏托认为，面对佛教徒臣民持续不断的起义，清廷很快就会将达赖喇嘛召回西藏。因此，“达赖喇嘛现在留在印度，很有可能成为我们手中的一张好牌”。还有一张可打的好牌，即英国可控制尼泊尔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以往英尼条约中所忽略的地方。尼泊尔大公表示，英国曾经做出保证，不允许发生中国人进入中部西藏的事实影响到尼泊尔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和利益，作为回报，尼泊尔会把所有关于中国朝贡国地位引发的问题（当然，尼泊尔承认朝贡国地位不过是象征性的）提交给印度外交局（Indian Foreign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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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向喜马拉雅诸国的统治者表明：中国军事力量出现于此并不意味着英国将会在该边界失去所有影响力，敏托建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印度政府应坚持严格遵守1908年中英贸易协定和拉萨条约的残余条款。自1908年4月以来，贸易市场上的中国人和西藏人就始终坚持忽略这些协议中的某些条款。英国贸易代表发现，很难和西藏官员取得联系。西藏依然对边界贸易收税，并垄断了贸易。自从贸易协定签订起，边界上的英国官员依然在收集破坏条约的名单，以往，印度政府会默默无闻地将这些名单归入档案。现在，敏托宣称，对于中国人和西藏人的一言一行，该提出抗议时就要提出抗议，决不姑息。

敏托还试图寻找出条约可以制约中国势力在西藏增长的先例。他指出，中国人证明自己占领中部西藏合理的依据是，他们现在是在贸易市场“维持治安”，而这是1908年中英贸易协定命令规定的。敏托对此辩解：1908年中英贸易协定第三条暗示，治安管理并非是中国人的责任，而应是西藏人的分内事。这其实是相当软弱无力的论据，因为敏托对该条约第12款的内容视而不见，即“中国人应当在贸易市场及通往市场沿途安排有效的警力”，该条根本就没有提及西藏人。敏托继续提出，根据拉萨条约，英国人已经承认西藏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根据1906年中英条约，中方部分承认了拉萨条约的有效性，也就接受了西藏作为政治实体存在的事实。现在，中方实际上吞并了西藏的一些领土，如察雅和昌都等，如此，中方便重新定义了“西藏”这个词，也由此单边修改了1904年和1906年条约。对于这一微妙的推理，印度政府在后来多年不止一次地使用过。然而，这个推理经不起仔细推敲。拉萨条约和1906年中英条约都没有包含任何划定西藏地理界线的条款，敏托根本无法证明昌都和察雅在近些年处于拉萨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下。最后，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中，印度政府认为：在真正谈判中国在藏势力和影响力的本质之前，很有必要对作为地理名词的西藏予以某种条约性的规范，划定其范围。

敏托认为，既然1904年和1906年条约精神已被中方无视，英国人向北京政府提出约束中国今后在藏行为的保证是合乎情理的。第一，应要求中国同意其在拉萨的驻军规模不得大于维持当地法律秩序的必要力量。第二，中国应承诺真实的西藏政府将继续存在，中国不会直接控制西藏的内部行政管理。第三，中国应当允许西藏人自己承担起在贸易市场维持治安的责任，如果有必要，也可在中国官员的监督之下进行。第四，驻藏大臣联豫应被某位不对英国那么仇视的官员接替。第五，在西藏的中国本地官员应当和英国贸易代表相互合作，而非处处阻挠英国代表与西藏官员进行直接接触。以上这些要求还需得到以下这条威胁性规定的保障：敏托提出，“中国政府应当了解到，鉴于现状发生的变化，当地中国官员的不友好态度以及西藏的混乱局面，如有必要，英国政府必须保留固定和增加在亚东及江孜护卫队的权利”。“现状”（the status quo）这个措辞是敏托全部发言的关键点。英国在签订1904年条约，1906年条约以及1908年条约之际，鉴于赵尔丰的撤离和达赖喇嘛的逃亡，其与西藏打交道的政治背景现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敏托认为，根据条约规定，在没有英国人同意的情况下，中国方面不能做出这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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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可不这么认为。1910年3月，外务部那桐贝勒（Grand Councillor Na-t’ung）向麻穆勒重申，中国人不过是在履行条约规定的职责，为西藏贸易市场提供足以维持治安的力量。他提到，过去，中国政府常因无法控制西藏人而遭诟病，而现在，当中方真正控制西藏人了，英方的态度却又不甚满意，他感到非常惊讶。他还指出，达赖喇嘛没有逃亡俄国而是去了印度，英国应当感到幸运；他似乎还了解到，在中国军队向拉萨推进之前，达赖喇嘛已通过德尔智向沙皇求助。麻穆勒理所当然地认为，外务部对此必然有充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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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事务部进一步称：“我们或许喜欢中国人，也可能不喜欢中国人”，政治部认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论据无可置辩”。伦敦很难明白：为何敏托如此沮丧。“印度政府提起赵尔丰出现在昌都之时，就好像这是一个意外事件。但赵尔丰的活动自1905年就开始了”。印度国会委员会成员威廉·李华纳爵士（Sir William Lee-Warner）在备忘录中如下写道：“我认为，我们无法责怪中国人有效控制西藏的行为。西藏政府已证明自己是个多么糟糕的邻居……［而且］……我们应当欢迎一个更好、更强大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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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利在私下写给敏托的一封信中，概括了他所在的印度事务部的立场，值得我们详细引用。莫利说：

我坚信，如果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允许中国替代俄国充当魔鬼的角色，那将会是致命的错误。看看这封信吧……我觉得你们外交部好像对中国有偏见，而偏见在处理此类事务中显然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缓冲国的想法非常好，与更强大、组织更良好的邻居相比较而言，缓冲国概念代表了一种合乎情理的原则。正如一位极为熟谙中国事务的人所言，中国正在苏醒，她开始对其附属国的地理知识有着越来越多的了解，并愈发感兴趣。因此，如果中国想更有效地加强她一直以来对西藏的控制，我们无权为此大惊小怪，因为我们过去常常激烈地指责中国对西藏管理不力……

因此，我认为，鉴于中国兴起的新力量和新精神，我们不应再采取你的长电报中的最后一个建议提倡的那种无谓政策……［1910年3月12日电报］……英王陛下政府不得不宏观、宽泛地声明我方立场及我方对边界国家的权利，勇敢地面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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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宏观、宽泛地声明我方立场”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截至3月底，印度事务部做出决定：英国采取强硬立场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既然中国现已强有力地控制了拉萨，现在印度政府可以合理地期望印藏关系的处理、贸易市场的运转、印藏贸易的自由，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必须严格遵循条约的规定。中国政府不能再以西藏人拒绝服从他们的命令为借口了，他们在过去常常频繁利用这一借口。第二，印度政府必须坚持中国不再干涉尼泊尔、锡金和不丹事务，这三个处于英国保护之下的国家之外交关系是印度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对于第二点，英国外交部有些担忧。当然，锡金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因为1890年中英两国曾签订过关于锡金的条约。而不丹自1910年1月以来，也已将处理外交关系的权利交给印度政府。然而，尼泊尔却存在一些问题。毕竟，尼泊尔和中国及西藏曾签订过条约，而且是在英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谈判的。英国有一条声明曾宣布，尼泊尔的外交关系现已处于印度政府的控制之下，这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英国一度并没有控制过尼泊尔的外交关系，因为中国政府宣称的尼泊尔是自己的朝贡国仍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实际上，中国政府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尼泊尔的现状所发生的变化，与英国人主张的西藏地位发生的变化完全相反。或许，当前情况下英国最好完全不要提及尼泊尔。然而，格雷最后决定，尼泊尔问题不可避免。他说：“我不回避尼泊尔。如果尼泊尔还指望依赖我们，我们不应当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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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10年4月，在格雷发给北京外务部和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关于西藏局势的备忘录中，尼泊尔被提及。中国人被告知，英王陛下政府期望所有关于印藏贸易和印藏关系问题的现有条约，都会被“小心翼翼地得到遵守”。此外，英国人不会容忍西藏政府发生可能会影响到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完整性的任何变化。如果有必要，这些喜马拉雅国家将会仰仗英国的保护。英国政府还希望，中国人不要试图在西藏阻挠英国贸易代表和西藏本地官员之间的合作。最后，英方还警告，印度政府不希望中方将大量军队驻扎在中部西藏，印方认为，1908年中英贸易协定第12款规定的“简单维持治安的责任”并不需要中方派驻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备忘录总结到，印度政府或许会认为，如此大规模的中国军队出现在边界上，会令当地人心中产生不安情绪，这或许会令印度政府认为有必要在边界上布置军力相对等的军队，以保障边界的宁静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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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在印度的英国官员而言，这些备忘录的语气似乎极其缺乏说服力。锡金政务官贝尔精通藏语文，且熟谙西藏政治，这令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边疆人”的代言人；正如欧康纳在签署1908年中英贸易协定之前宣称，英国应为了自身的利益尽其所能地帮助达赖喇嘛。他说，最近中国势力在西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莫利逼迫敏托采取的政策所造成的。贝尔写道：“因此，阻止［中国］势力压迫西藏老百姓的道德责任，或许是我们注定为自己招致来的。”在当时形势下，英国政策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维系达赖喇嘛政府的传统结构。英国的外交政策应当是协助取消达赖喇嘛被废黜的命令。英方应劝说中方将驻扎在中部西藏的军队人数缩减到1904年荣赫鹏使团来藏前驻藏大臣的随员人数，即最终的固定数字300人。贝尔显然批准了西藏人提出的请求，即英国应派一名官员到拉萨关照达赖喇嘛的利益；贝尔称这是达赖喇嘛本人提出的要求。贝尔还提交了一个清单，内容有关于中国官员及西藏官员破坏拉萨条约及1908年贸易协定。贝尔还报告说，不丹国王乌坚旺秋爵士（Sir UgyenWangchuk）对不丹北部发生的重大事件十分感兴趣，因而请求英国官员前往拉萨，并提出中国政府应减少驻扎在西藏军队的人数。贝尔指出，达赖喇嘛本人现在身处危险之中，驻藏大臣还悬赏巨额奖金刺杀在印度流亡的西藏官员。贝尔详细地向他的上司描述了驻藏大臣在拉萨采取的一系列动作：关闭西藏军械库和铸币厂，没收西藏人的来复枪，阻止摄政履行宗教义务，强行打开达赖喇嘛在拉萨之外罗布林卡封闭的大门，剥夺那些陪同达赖喇嘛流亡官员的职衔和职务并在其宅院驻守卫兵。贝尔认为，他提供所有这些细节都是为了说明：印度政府应当出兵援助达赖喇嘛抵抗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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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支持这一政策，贝尔得出了一个最终的、决定性的结论。他报告说：

达赖喇嘛对他的随行人员说，有些在北京的外国驻华大使已经向他提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会帮他反对中国政府。若印度政府不主动为达赖喇嘛提供援助，他很有可能向其他国家求援，作为援助的回报，他会让这些国家充当西藏的保护国。同理，如果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努力的，如果我们没有受到条约限制，我们现在也可能成为西藏的保护国。达赖喇嘛及其噶厦可能首先会向日本和俄国寻求帮助，如果失败了，可能还会向其他国家求助。达赖喇嘛随身携带着西藏政府的所有印章，因此他和其他任何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的国家签约的宪法地位是十分稳固有力的。众所周知，达赖喇嘛及其噶厦都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这种宗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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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西藏经验的英国官员也赞同这些观点。甚至欧康纳，虽然现已从喜马拉雅政界调往波斯锡斯坦担任领事职务，他也向敏托勋爵建议，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应当立即向拉萨转移。他说，“只有在拉萨，英国贸易代表的影响力才足以拖延中国人与其他边界国家相互勾结，才能让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都相信，我们的利益、权利和愿望必须得到尊重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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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完全忽略贝尔和欧康纳之流的观点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自荣赫鹏使团以来的多年间，“边疆人”提出的警告始终不绝于耳。派一名英国官员前往西藏首府的建议很容易给出答案：正如敏托在1910年4月的备忘录中提到的，“我们不能向拉萨派出官员，破坏英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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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提出的建议，即若遭到英国的拒绝，达赖喇嘛可能向其他国家求助，没有多少可信度。英国外交部坚信，俄国人在1908年访问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提出要援助达赖喇嘛。就在前不久，1910年3月，伊斯沃尔斯基还告诉尼科尔森，他收到了来自达赖喇嘛的求援，并称，尽管俄国人十分同情达赖喇嘛所处的困境，且其布里亚特臣民均对西藏的发展感兴趣，但在不征求英国人意见的情况下，他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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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日本人真对西藏感兴趣——毕竟日本是佛教徒国家——英国外交部认为，日本也绝不会无视自己与英国同盟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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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俄国和日本拒绝提供帮助，达赖喇嘛还能向谁求助呢？

因此，即便是关心喜马拉雅形势甚于关心其伦敦主子的敏托勋爵，虽然不愿意采取寇松主义解决方式，但也毫不费力地拒绝了“边疆人”提出的极端要求。但是，敏托认为有必要接受贝尔的观点之一。1910年5月，当印度事务部正式决定拒绝西藏人向英国提出的求援时，显然有必要通知达赖喇嘛，他无法指望从印度得到任何援助。贝尔指出，当这一事实公之于众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支持者——贝尔称是绝大多数西藏人——不可避免地寻求解救自己的措施。迄今为止，这些西藏人相信流血是没有必要的，英国人很快就会让事态顺利发展，因而没有对清廷提出任何武装抵抗。现在，鉴于遭到印度政府的背叛，他们愿意起来反抗清廷；但极有可能的是，他们的部分仇恨依然直接指向英国人。实际上，英国江孜贸易代表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现自己遭到愤怒的西藏暴徒的围攻。因此，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尽快增加江孜护卫队的数量是明智之举。英国驻亚东贸易代表大卫·麦克唐纳同意这种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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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托的确不可能相信西藏人会突然强夺英国驻藏贸易机构。然而，正如他告诉莫利的那样，他“无权怀疑”身处边疆的下属的观点。因此，在征求了军事顾问的建议后，敏托建议增强英国贸易机构护卫队的力量，并派一个营的印度步兵，两个山地步兵小分队，一个工兵及地雷工兵小分队增强英国在西藏的力量；目前英国在西藏的军事力量主要包括江孜的一名官员和49名工作人员，亚东的24名工作人员，帕里的两位电报操作员，此外，驻扎在锡金甘托克的两名官员和133名人员也为西藏的英国官员提供支持。敏托认为，加强如此虚弱的贸易代表卫队，很难说会造成什么损害，但却在安抚尼泊尔和不丹、令其相信英国在依然拥有军事力量方面意义重大。
 
[182]



截至1910年6月，在印度事务部收到敏托的建议之际，莫利已经比之前更了解边界形势的现实情况，因为他碰巧有机会询问到自荣赫鹏使团后断断续续在江孜停留过、当时正好请假回英国的贝利（F. M. Bailey）。和许多其他在印度边疆服役的英国官员不同，贝利从未受到过我们在荣赫鹏、贝尔和欧康纳等人的某些公文中所发觉的那种缺乏真实感的神秘主义之影响。他过去、现在始终都是一个极为理智、具有亲和力的人，难怪贝利在不同时期成功担任了不同的角色：外交官、探险家、秘密代理人、鳞翅类学者及植物学家。贝利告诉莫利，西藏人攻击英国贸易机构是“极不可能发生的事”；莫利信任贝利，因而也就知道如何回应增强贸易机构护卫队力量一事了。敏托可以为增强英国在藏兵力做准备，给各相关部门发布警告命令，但除非对英国贸易机构的威胁到“万般无奈”的地步，英国军队不会再越过西藏边界。如此，敏托便几乎失去了行动的自由。1910年6月30日，莫利在私下写给敏托的信中尽可能表达了自己对西藏边界局势的观点：

当然，我们不能冒任何风险［在英国贸易机构方面］。一方面，在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提供帮助的话），我们绝不能允许西藏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即我们特意在他们与中方的争端中支持西藏一方。如果这世界上还有常识，那就是我们应立刻撤回护卫队，不参与西藏人和中方之间的斗争。但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迷信往往能战胜常识；除了关于威望的无聊唠叨之外，我一刻都没有忘记我们是否对尼泊尔采取行动及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对于（西藏人）攻击（英方）贸易机构的推测，我认为这是极不可能发生的。西藏人一定明白：进攻英国人必然会遭到英方强有力的报复，到时候，他们就不仅和中国人、同时还与英国人为敌了。我反对你建议在纳荡征集大量供需品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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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的措辞表明，西藏人对（我方可能采取的）行动做了“有利于他们的解释”。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应当打消西藏人的如下念头：我们（英国人）会和中国人挑起争端，以恢复他们宝贵的达赖喇嘛名号。如果你们没有清楚地了解我的这层意思，那么我很遗憾。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是一个致命的动物，他在北京已经向清廷证明了这一点。他应该自作自受，自食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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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阶段，莫利最多能做到加强英国在锡金的力量，连这一点都是极不情愿的。

截至6月底，印度政府已开始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加强贸易机构卫队的力量了。印度政府的计划是加强在英属印度边界附近纳荡的兵力，至少包括两个营的印度步兵、工兵和炮兵力量，并准备了所有必要的储备，随时准备在危机爆发后开往江孜。正如印度事务部军事大臣（Military Secretary at the India Office）波尚·达夫爵士（Sir Beauchamp Duff）注意到的，该计划令英国军队尽可能接近西藏，但实际上又不需要跨越边界，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然而，此计划却没有多大的军事意义，因为若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真的身处险境，那么，在英国军队远征100多英里、翻越纳荡和江孜之间的高原地带抵达西藏之前，贸易机构早就因无法抵挡西藏方面的猛烈攻击而陷落了。达夫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立刻派一支规模略小的援兵前往江孜会更合理。当然，莫利绝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他当前至多能接受加强在纳荡的兵力这一事实。
 
[185]



莫利认为（敏托）在江孜贸易机构采取的冒险行为是小题大做，他甚至疑虑重重。他想知道，这是不是“寇松主义”政策的重蹈覆辙？正如在荣赫鹏时代那样，这只是精心策划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最初阶段，并最终导致英国将会派出一支军队深入到西藏领土？他几乎完全不信任诸如贝尔这样的边疆官员在恰当时机降临之际还会严格遵守他的不干涉政策。7月初，莫利将这一问题提交给内阁，显然，莫利针对江孜贸易代表安危问题提出的全新解决方案备受关注。如果贸易代表真的身处险境，何不在局势稳定之前让他们先行撤离呢？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一支英军留在纳荡听候调遣。一旦发生意外，这支军队会立刻前往江孜解救贸易代表威尔上尉（Captain Weir），并将其护送回印度。如果莫利能够提供援助，江孜贸易机构无论如何都绝不会主动发起勇敢的防御举措。莫利清楚地记得，上一次英国使团被围困在江孜，也正是在威尔上尉现在占据的同一座房屋内，结果直接导致了荣赫鹏使团向拉萨推进。
 
[186]



敏托惧怕任何主张撤回江孜贸易代表的观点，即便是在重兵护卫之下也不行。采取这一措施无疑会危害英国的威望，在任何情况下都绝非必要之举：毕竟，江孜贸易代表并没有面临即将到来的危险，或许之前的报告在语气上有些过于危言耸听。伦敦英国外交部密切关注想竭力保住英国在西藏立足点的敏托，认为敏托并非是在预防西藏或中国的攻击，而是为了防止莫利的进攻，因而，外交部的注意力被大大分散了。哈定，这位很快就能体会到敏托的感受、本人也在努力争取处理西藏问题的英国官员，猜测“我们听到的很可能不过是计划中的江孜远征军”；格雷则巧妙地讽刺道，“我们有趣地发现：一旦江孜哨岗需要加强时，对江孜贸易哨岗的威胁就变大了，而当撤回该哨岗提上日程时，这种威胁立刻被淡化了”。
 
[187]

 一位英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这样总结道：“我始终认为，印度边界上的官员似乎一直都倾向于夸大局势的危险性”，哈定补充道，“我也一直都这样认为”。
 
[188]



敏托肯定意识到了自己对江孜贸易代表护卫队问题上表现出的某些荒唐举动，并招致莫利对此展开的一系列道德攻击，他匆忙为自己辩护。7月21日，在写给莫利的信函中，他提到

我不能过多依赖贝尔。我情不自禁地怀疑，除了缺乏判断之外，贝尔还心存偏见，他的看法有利于达赖喇嘛；因而他很有可能希望自己请求派出的军队能有助于达赖喇嘛的利益。从个人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的护卫队不可能冒任何真正的危险。但我们忽略这种危险的警告也是不对的，我们同样不能无视的是：如果当这些警告出现之后，我们还不采取合理的应急预防措施，公众可能会发出的呼声。
 
[189]



然而，截至此时，在纳荡集结军队遭遇了彻底失败。正如敏托所言：“军事当局已铸下大错。”他们突然明白了波尚·达夫爵士（Sir Beauchamp Duff）已经留心到的问题，即从军队后勤补给而言，从纳荡来迅速解救江孜困局是不可能的，军队需要在帕里设置一个进攻的基地。敏托说，“这当然是纯粹的无稽之谈”；然而，就在劝说军队重新考虑之际，敏托遇到了更严重的挫折。严重的洪水切断了通往大吉岭的铁路，这就令英军前往边界的行动变得只有望洋兴叹。而当9月铁路线最终重开之际，关于江孜贸易机构面临危险的争论已被削弱到无人再为加强这一机构的必要性认真辩护的地步。在纳荡集结兵力一事也被取消。但在此之前，媒体已获悉相关消息，并激发俄国人关于英国军队打算进入西藏的尖锐质询。
 
[190]



当然，在纳荡集结英军并非英国对中国方面采取的唯一反制措施。自年初，敏托就一直倡导发起一场外交战役，反对西藏人破坏拉萨条约和贸易协定，诸如西藏人垄断牦牛尾贸易，以及在帕里征收不可避免的10%税收等。敏托认为，英国人应当向拉萨的西藏政府提出抗议，并向中国人通报西藏人的这种行为，由此表明：在英国人心目中，与中国政府截然不同的西藏政府依然存在。敏托依然怀着别有用心的动机，希望与西藏人开始谈判允许印茶进藏的问题。
 
[191]

 此外，在3月底，中国人给了敏托一次机会，以展示英国人虽然目前在西藏没那么明显地强大，但仍具有一定的给对手造成麻烦的价值，如果出于这一原因，英国人还是值得迁就的。3名打算前往西藏的中国军官出现在大吉岭，但印度政府建议他们原路返回，理由是英属印度在中国与西藏之间发生的战争中保持中立态度，因而不允许交战一方的军队途经印度领土。伦敦政府批准了这一行为，但不希望公开做出解释，因为这就意味着西藏发生了战争，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最后，印度政府以内线规定（the Inner Line Regulations，即孟加拉越界规定，Bengal Frontier Crossing Regulations）为理由，禁止三名中国人越过边界。内线规定：当地政府无须做出任何解释，有权向私人关闭边界。
 
[192]

 对于英国人宣称他们有能力拒绝让中国人使用北京和拉萨之间的最快路径一事，中国人对此似乎并未留下太深的印象。然而，此次事件作为一个先例导致它在1912年成为英国政策中的一个元素，英方告知中方：如果中国人不接受英国方面提出的条件，将禁止中国官员出入印藏边界，阻断信函往来。

截至1910年中期，敏托勋爵愈发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人不会离开中部西藏，印藏边界问题也不大可能永久性解决，除非被莫利勋爵称之为“恶毒致命的禽兽”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十三世达赖喇嘛自访问加尔各答以来，一直住在贝尔给他租来的大吉岭郊区的一处住宅。一旦达赖喇嘛相信印度政府无法给予他帮助，他自然开始考虑其他的援助手段。曾有一段时间，达赖喇嘛似乎考虑准备前往西伯利亚，在俄国布里亚特居民中定居下来，这无疑让人联想起1906年的布里亚特卫兵事件。
 
[193]

 然而，到了1910年7月，达赖喇嘛似乎认定自己已过够了逃亡的生活，下一步最明智的行动是返回西藏。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可能性令敏托忧心忡忡。这位印度总督告诉莫利，如果“令人讨厌的达赖喇嘛决定逃跑，他有可能在西藏人中煽动一场暴乱，从而搅乱局势，这只会让已经十分不稳定的局势变得更加混乱，并可能导致尼泊尔人干涉局势，这是（英国人）不愿看到的事情”。因此，敏托发布命令，应当严密监视达赖喇嘛，如有必要，则应限制其向北的任何举动。
 
[194]

 然而，敏托似乎误读了达赖喇嘛的意图。达赖喇嘛根本没想过要令动荡局势升级，反而心灰意冷，打算和中国政府达成某种妥协，近期来中国政府正在迅速削弱达赖政府的传统基础。
 
[195]

 他不再收到拉萨提供的经费。
 
[196]

 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支持者，尤其是柳霞，他与摄政赤仁波切（即当时的摄政甘丹赤巴罗桑坚赞——译注）在拉萨成为其小集团的首领，但已被捕。
 
[197]

 中国方面极有可能扶持达赖懦弱的对手：班禅喇嘛，取代达赖喇嘛当时已基本消失的世俗功能。

截至8月，中国人似乎已经认定，他们会从达赖喇嘛返藏一事中获益。正在奉命行事的驻藏大臣联豫发现，寻访一位新的转世灵童取代现任达赖喇嘛绝非易事。这位已被废黜的神权领袖出现在距离边界如此之近的大吉岭，令藏族人民极为担忧，他们对中国试图改变西藏人生活方式的做法感到越来越愤怒和不满。此外，联豫还担心，只要英国人一直收留十三世达赖喇嘛，就会存在他们利用达赖喇嘛作为再次派使团前往拉萨借口的风险。因此，驻藏大臣联豫决定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派遣他的秘书陆兴祺
 
[198]

 前往大吉岭。9月17日，陆兴祺抵达大吉岭。他很快拜访了贝尔，解释了此行的原因。陆兴祺说，如果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他将不会受到惩罚；经过一段试用期后，中国政府很可能会恢复他的宗教职务。他会收到中方的补助，并获准居住在布达拉宫。陆兴祺清楚地阐明立场：达赖喇嘛绝不会再次成为西藏政府的最高世俗首领：中国政府将该角色留给他们自己了。
 
[199]

 班禅喇嘛致函，劝达赖喇嘛接受这些条件。春都，即民众大会（Tsongdu，the Tibetan National Assembly），已派出一个代表团并抵达了大吉岭，告诉达赖喇嘛：他若返回西藏将会得到他所有臣民的欢迎，即便他仍需与中方达成妥协。一位蒙古王公，显然受联豫之托，也建议达赖喇嘛返藏。
 
[200]

 英属印度政府认为（向达赖喇嘛发起的）这些主动联系令人宽慰。敏托勋爵虽然严格奉命不得试图以任何方式劝说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但非常期望达赖喇嘛能与中方达成妥协，伦敦的英国外交部也是如此期望。正如哈定所说，达赖喇嘛“在中方许可下返回西藏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
 
[201]

 。

10月12日，陆兴祺与达赖喇嘛简短地会面，并阐明了观点。达赖喇嘛表示拒绝。他改变了主意，不再希望将自己置身于中国势力的掌控之下，或许是接受了尼泊尔人的意见。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贝尔的确不建议他返回西藏。11月初，陆兴祺发现自己继续留在大吉岭毫无意义，便请求贝尔安排他与西姆拉的印度总督面谈。陆兴祺所奉的指令中，很可能包括在达赖喇嘛无法回到西藏的情况下，对中英之间是否可能达成协议做一定调查；或许按照中方外务部最近的建议，即达赖喇嘛前往北京，这样既不会造成危害，又可作为藏传佛教寺院的正式首领。但陆兴祺的请求遭到拒绝，11月15日，他动身前往拉萨。
 
[202]



就在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如果印度政府不愿意帮助他，或许英国本土政府愿意。就在陆兴祺离开的两天前，达赖喇嘛告诉贝尔，他打算亲自前往英格兰，将自己的情况面呈英王乔治五世，并邀贝尔与他一同前往。是不是贝尔将这一想法灌输给达赖喇嘛的呢？我们不得而知。达赖喇嘛认为，英国对他的情况缺乏同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馆施展的阴谋诡计。如今他唯一的对策便是亲自前往伦敦。达赖喇嘛秘密请西藏寄来银元，以支付此行的开销，并宣称他打算在1910年12月或1911年1月离开。然而，英属印度政府反对这一计划。于是，达赖喇嘛反过来提出打算参观印度的佛教圣地，或许还打算参访尼泊尔。
 
[203]



1910年下半年，印度政府没能出台任何特别有前景的对藏政策；达赖喇嘛仍然在印度手中，中国人则继续消磨？着西藏自治的标志和象征。江孜贸易代表发现，尽管中英签订了1908年贸易协定，但与其西藏同事建立私人沟通关系依然十分困难。
 
[204]

 虽然朱尔典在北京提出了抗议，但驻藏大臣联豫仍拒绝了诱惑，没有取消他在1910年3月颁发的一道禁止西藏僧人与外国人发生任何接触的命令。
 
[205]

 9月，班禅喇嘛致函江孜贸易代表，对英王乔治五世之父爱德华七世的去世表达了慰问之情；但中国驻江孜官员马吉符截获了这封信函，他拿着这封信，坚持认为这种通信只能经由中国人之手才能抵达英国。
 
[206]

 此外，中方除了宣称自己对西藏的所有主权外，对于英国要求的拆除西藏人在印度贸易路线上设置的障碍似乎无能为力，例如西藏方面从印藏边界西部的碟木绰克（Demchok）至春丕谷-拉萨途中的帕里强行征收的10%从价税。然而，当印度政府遵守前一年制定的规则，试图直接向拉萨的西藏摄政甘丹赤巴罗桑坚赞抗议此类事件，并由此改善印藏贸易条件，表明与中国政府相对的西藏政府仍然存在于西藏时，对问题做出回应的总是驻藏大臣联豫。
 
[207]



中国向中部西藏的推进及其结果在英国引起了关注。那些支持1904年荣赫鹏使团背后所奉行政策的人很快指出，如果当初采纳寇松勋爵提出的政策，在拉萨设置一位英国代表，那么，达赖喇嘛很可能就不会被迫逃亡印度，中国也不会成为自德尔智使团拜访沙皇以来印度喜马拉雅边界上一个如此巨大的威胁。诸如欧康纳等仍供职于政府公职的英国官员，只能在私人信函中表达自己的看法。
 
[208]

 然而，他们中最伟大的边疆人荣赫鹏此时已退休，可以自由地直抒胸臆，他牢牢抓住机会证明自己过去的西藏政策是正确的。在诸如《泰晤士报》（The Times
 ）及中亚学会（the Central Asian Society）等论坛上，以及他在1910年刚刚出版的著作《印度与西藏》（India and Tibet
 ）中，他宣称：自1905年以来，英国一直在处理西藏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犯错误。因此，对于中国的苏醒，印度政府颇为猝不及防。荣赫鹏对中亚学会这样说道，“沿着我们的东北边疆，西藏和云南与缅甸交界，中国人越清醒，我们自己也应当越清醒”。英国应当怎么办？荣赫鹏无疑认为，从长期来看，至少应在西藏派驻一个英俄联合使团（a joint Anglo-Russian mission）
 
[209]

 。诸如此类对1907年英俄协定作了极大修改的建议，通常会被自由党内阁视为荣赫鹏等人“无耻奸诈的伎俩”
 
[210]

 ，莫利就是这样告诉敏托的；荣赫鹏之流正是引发当前危机的根源，并出版了与此相关的蓝皮书；该文件要求严格仔细地审核文字，坚决避免提到中国对尼泊尔的宗主权等具有危险本质的事件。
 
[211]

 莫利认为，对于批评自己西藏政策的那些英国评论家的最佳回击，便是印藏边界处于安静平和的状态。无论如何，英俄联合干涉西藏问题的建议应被绝对禁止；对此，印度政府和绝大多数“边疆人”（frontier men）都表示衷心的赞同。

截至1910年8月，在1907年英俄协定的框架范围内发起英俄联合干涉西藏事务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了。英俄政府同意禁止科学考察团进入西藏探险的照会将于8月31日过期。英国外交部决定不再续约，俄国政府也同意让这一照会过期。
 
[212]

 然而，迟早会有人不可避免地站出来说明情况：通过英国与俄国联合组成使团前往拉萨，并配备护卫队，伪装成一个科学考察项目，便可能解决整个西藏问题。美利坚合众国驻俄国大使柔克义（W. W. Rockhill）似乎是第一个将这种想法付诸文字的人。1911年1月，在与圣彼得堡的英国领事馆二等秘书基德斯顿先生（Mr. Kidston）的一次谈话中，柔克义提出这一观点。在讨论了印度边疆问题的本质后，既然中国正试图在尼泊尔和不丹树立影响力，柔克义想知道大不列颠如何能袖手旁观？他建议道，为何不派一个英国科学使团前往拉萨？他继续说，抑或，

还有更好的办法！为何不派出英俄科学使团？克兹洛夫可以当俄国考察队首领，大不列颠也有很多科学家乐意前往西藏考察。若向拉萨派出这样一支使团，一年之内我们就不会再听到中国人蚕食西藏的消息，而科学研究的好处将会极为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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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建议不像是荣赫鹏当时在致《泰晤士报》的一封信函中提到的，英俄代表应当驻守拉萨，也似乎没有征得达赖喇嘛的同意；但荣赫鹏并没有提出过派遣科学考察使团这样的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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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克义的主意的确很有吸引力，尤其鉴于中国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漫长的边界造成的威胁日益增长之际，但正如英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所言，“此举自然暗示着英俄协定被撕毁，还有可能被斥为不切实际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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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印度政府再三思考了柔克义所提计划的含义后，决定坚决反对英俄打着“伪科学”旗号的任何赴藏冒险活动。毕竟，如贝尔所言，“我们现行的西藏政策的主要优势，就是将俄国排除在西藏之外”。1911年初期，英俄关系是颇为友好的；但“我们不能说在未来20年间英俄关系还能始终保持友好”。贝尔指出，若俄国置身于自我感觉不甚愉快的环境之中，这将是“不明智的政策”
 
[216]

 。

1910年末，印度事务部和英属印度政府都发生了变化。英国外交部的哈定接替敏托成为新一任印度总督；莫利则将执掌多年的印度事务部大权拱手相让于克鲁侯爵（the Marquess of Crewe）。这些变化对英国政策的影响并不大。比起敏托任职期内，哈定则不那么同情“边疆人”，希望（印度政府）尽可能不卷入西藏事务。克鲁勋爵则与莫利的立场一样，希望维持边界宁静而平和的状态。然而，正如我们后来所见，当中国人开始渗透阿萨姆边界的主要山脉地带，中国人在西藏的影响力正日益稳步地、越来越多地威胁到英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威望。到了1911年，这种情势演变迫使印度政府及哈定勋爵在边界地区发起更为密集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却与达赖喇嘛问题及贸易市场、印藏贸易等老话题均无任何关联，这让人深感意外。

1911年，达赖喇嘛的未来出路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到了1911年底，英国控制范围之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开始标志着这一问题可能获得解决。中国人坚持劝说达赖喇嘛按照他们的条件返回西藏。而达赖喇嘛则继续努力争取英国的援助，5月，达赖喇嘛致函沙皇，请求俄国提供帮助反对中国，并将该信函的复印件寄给现任俄国驻法国大使的伊斯沃尔斯基。
 
[217]

 1911年底，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期间，政治野心大大膨胀的班禅喇嘛提出建议，希望前往亚东与达赖喇嘛谈判；但印度政府反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的任何此类会面，因而该建议再无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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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1月，达赖喇嘛再次致函沙皇，希望俄国人能帮他返回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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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截至此时，中国在中部西藏的地位显然被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削弱，由此便出现了全新的政治局势，其详情容后文待续。截至这一关键时刻，印度政府成功地避免对达赖喇嘛予以任何援助和支持的承诺。

在辛亥革命发生的前夕，哈定勋爵政府的确已经开始接受中国控制中部西藏的事实，认为这是边界事务的永久性因素之一。当然，英国对中国控制西藏的某些方面感到极端憎恶；其反抗中国对喜马拉雅诸国和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渗透及影响的决心与日俱增。然而，只要一涉及那些老生常谈的英藏关系、贸易、贸易市场等问题，英国又或多或少下定决心通过在拉萨的中国政府解决问题。在1911年，中英之间的谈判主要围绕印藏邮政服务问题（以此替代1908年贸易协定规定的江孜贸易机构邮递系统）展开；英属印度政府正竭力从中国政府手中获取江孜贸易机构新址的租约，自1904年以来英国占领的旧址已经破烂不堪，不再适宜继续充当这一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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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6月，哈定甚至建议，既然“亚东和江孜及贸易路线均由中方积极负责维持治安，目前我们也无法否认中方采取这些措施的积极有效性”；而一年前江孜贸易代表的护卫队也面临着很大危险，现在应当撤除了。我们很难说哈定此番言语有多少严肃的成分在其中。最终，他的建议遭到了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的否决，二者均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此举必然无法赢得中国政府的欢心，因为他们极有可能将其解读为象征英国虚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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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朱尔典继续时不时地提醒中方外务部注意：联豫及其下属继续无视1908年中英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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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不过是象征性地重申英国在西藏已不那么强大的地位。

第八节 一些结论

本书正是以反对寇松—荣赫鹏对西藏采取的前进政策而开篇；无论该政策的拥护者宣称如何截然相反的事实，该前进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令英国对西藏建立某种保护国地位，并由一位英国代表长期驻守在拉萨。由于英国本土政府对通过采取此类极端手段对抗俄国在印度边界影响力的做法缺乏热情和兴趣，故毫不掩饰自己企图的寇松及下属荣赫鹏均无法贯彻执行这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外交基础，《拉萨条约》，也没有过多渲染英国打算成为全新西藏的保护国的做法。然而，《拉萨条约》颇为间接地为印度政府提供了一些令英国对西藏政治生活的核心施加影响力的可能性。毫无疑问，如果英国本土政府允许的话，寇松必然会充分利用荣赫鹏所签订条约的潜力，最终结果也必然作为英国成为拉萨保护国的基础，尽管英国从未公开宣称过。一旦这种保护国地位确立，它是否能经得起俄国的外交猛攻和中国对西藏边界的军事进攻，都非常值得怀疑；然而，最终，它从未有机会经受这样的检验。荣赫鹏一离开拉萨，《拉萨条约》中的“保护国”元素就被当时因寇松请假而担任代理总督的庵士尔勋爵完全消除或削弱了。尽管修改后的《拉萨条约》为英国在西藏树立影响提供了比1904年之前大得多的机会，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令英帝国失去了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障碍进行扩张的潜在蓝图。

1905年末，英国本土和印度的高层任免均发生了变化。自由党内阁在坎贝尔-班纳曼的领导下接替了巴佛尔为首的保守党政府。敏托勋爵取代寇松勋爵成为印度总督。布罗德里克将印度事务部大权移交给自由主义学说的创立人约翰·莫利。约翰·莫利很快便制定了对藏政策，摒弃了寇松所提倡的对藏政策中所有令人厌恶的元素。莫利明确说明：从现在起，英国应对西藏采取一种不干涉的态度（an attitude of noninterference）。莫利认为，英国在西藏唯一合法的利益就是确保其他欧洲国家不得在西藏立足。印藏贸易几乎没什么价值，不值得引起一个伟大帝国政府的注意。对于印藏边界的管理问题，诸如西藏方面拒绝划定1890年条约口头规定的锡藏边界等，莫利认为这些问题都没有重要到哪怕令其稍微偏离不干涉政策的程度。既然西藏在国际社会已被中立化，那么英国也应尽可能与其少打交道。

西藏的中立化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6年的中英条约已经规定了西藏的理论地位。西藏是隶属于中国人的一个地区，但中国人在西藏的权利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不得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英国保留了一些《拉萨条约》规定的在西藏的经济特权，中国人现在也承认了该条约。第二阶段，1907年英俄协定规定，俄国同意不与达赖喇嘛及其人民建立政治关系。同样的英国也宣称不和达赖喇嘛及其政府建立政治关系，但英国人保留了一些特殊的经济特权，对此，中国人已在1906年表示默许。第三阶段，1908年，中英新签订的贸易协定对英国与西藏的商贸联系机制做了改善，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1906、1907和1908年的这些协定产生的效力和影响，不仅从理论上阻挠了俄国在拉萨的政治阴谋，同时也通过设立可怕的外交和政治障碍，阻挠了英国对藏政策。显然，莫利认为，对于他的对藏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将英国势力撤出西藏。莫利意识到，无论哪一届印度政府，即便是像敏托勋爵这样反对寇松主义的人，如果听任其自行其是，也会纯粹因为惯性而竭力试图填补西藏的权力真空。与班禅喇嘛的关系、鼓励英国人前往喜马拉雅北部探险，诸如此类情况，尽管微不足道，但累积起来必然会逐渐稳步提升英国对西藏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也会转变成与保护国性质日益相似的某种东西。

莫利的态度令印度政府不可能与自1906年末张荫棠抵达后在中部西藏日益增长的中国势力相抗衡。的确，莫利对中国人在西藏的感觉，很可能与西姆拉对其怀有的那种厌恶之情完全不同。毕竟，一个中国（掌控下的）西藏正是这种不干涉政策导致的合理结果。如果要将俄国人和英国人的势力驱逐出拉萨，如果——在当时似乎是相当确信了，西藏人无法靠自己站稳脚跟，那么由中国人主导恐怕是西藏稳定的唯一可能性。1910年2月，对钟颖带队进入拉萨一事，尽管呈现出印度政府坚决反对和抗议的局面，但也为莫利继续坚持不干涉政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论据。迄今为止，例如，在寇松时代，印度坚持采取前进政策的主要论据之一，便是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控制他们的西藏臣民。1886～1888年，他们无力劝说西藏人从锡金撤兵；他们没有能力确保1893年贸易协定的合理执行；他们也没能将1890年条约规定的锡金-西藏边界强加给达赖喇嘛。即便寇松真正感兴趣的是挫败俄国人，他依然发现在公共场合能证明自己的前进政策合情合理的理由便是：中国不能确保西藏人遵守条约，中国人宣称自己对西藏的控制不过是一种“虚构”。只有在没有中国人参与的情况下，英藏之间直接建立联系，才能令这些条约发挥作用。然而，1910年之后，英国人需要的正是英中合作，而非英藏合作。中国政府控制着贸易市场。达赖喇嘛逃亡在外，1904年之前存在的那个拉萨政府已成为中国的某种傀儡政权。如果真如英国人频繁宣称的那样，他们想从西藏获得的不过是令西藏人尊重以下条约：锡金-西藏条约，1893年贸易协定，1904年拉萨条约，那么，1910年中国人进入拉萨被证明是一个（对英国）有利的局面。尽管困难，但这很有可能令中国人尊重这些条约：没人能成功地让西藏人做到这一点。

因此，从条约的观点来看，莫利不干涉政策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势，将会是（英国）承认中国在西藏拥有某种高于宗主权的权利。正如我们所见，整个1911年，英属印度政府实际上是在逐步承认这一点，这体现在诸如贸易市场、贸易代表的护卫队、江孜电报线、英国人在春丕谷——江孜路线上修建的驿站等等问题上。如果英国对藏政策紧紧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那么这种事实上的承认极有可能会及时地获得法律上的认可，而英国人也很可能会像1954年独立后的印度所做的那样，承认在中国的主权之下存在某种“中国西藏地区”。然而，英国人关注的问题远比贸易市场等问题重要得多。

中国政府控制下的中部西藏或许会给印藏贸易带来一定好处，但却只会给喜马拉雅边界带来政治纷争。英属印度政府认为，中国政府已准备好加强在尼泊尔和不丹影响力的阴谋诡计了。此外，他们现在已能够渗透到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而迄今为止，这些地区在行政管理方面始终处于闭塞停滞、与世隔绝的状态。根据条约，英国人可以保护锡金—西藏边界，他们也可以与中国人在尼泊尔和不丹竞争，但他们却厌恶这么做。然而，1910年，他们绝对无意挫败中国对山地诸国的任何分裂西藏与阿萨姆的计划。截至1910年，英国的影响力几乎还未涉足山地地区，此时他们控制的英国边界距离南部还很遥远。而若任由中国政府填补阿萨姆喜马拉雅的权力真空，中方很可能会将中华帝国的边界从喜马拉雅边界扩展到布拉马普特拉平原的边缘。印度政府绝不能对发生这种可能性坐以待毙。

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问题的局势在1910年、1911年发生了剧变，颠覆了英国在西藏利益的根本性质。这是一个远比1886年西藏人占领锡金隆吐山更为严肃重要的边界问题。中国打算要打破的是北印度的巨大天然防御线，从传统而言，该防御线是无法逾越的。1911年末，一个刚刚经历革命的亚洲国家，即将与印度平原上的民族发生直接联系。这不仅包含着政治风险，也蕴藏着军事威胁。如果有能力做到的话，中国是否会激发印度民族主义者焦虑不安的情绪？敏托勋爵以及1910年末接任的哈定勋爵政府，都有强有力的理由不屑考虑中国在阿萨姆山区产生的影响。但他们要做什么才能挫败中国政府呢？

其中有一个可能性，虽然十分符合不干涉政策的逻辑，但已不再被认真考虑。理论上，作为英国承认中国在西藏拥有主权，并宣布西藏无权自行缔结外交关系的回报，中国政府或许会同意签订大致解决印藏边界问题的协议。但处于相当大的外交压力之下的中国，拒绝在缅甸—云南边界上签订此类协议。还有什么理由设想中国政府会在西藏采取更多行动呢？此外，单单喜马拉雅边界处于谈判之中这一事实，也会令英国人产生几多尴尬。尼泊尔和不丹自然也会在讨论之中，而中国政府必然会抓住这一机会，重申自己自古就对喜马拉雅诸国拥有权利。英国人能否主动将此类问题提交到国际舞台？此外，在阿萨姆喜马拉雅，究竟什么是合法地位？1910年英国人承认的边界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脚划分的。通过英中谈判，是否可能令英国获得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地方？如果中国政府同意沿着喜马拉雅山脊划分边界，俄国人难道不会根据1907年英俄协定宣称英国打算吞并西藏领土？若要俄国人也接受这一点，英国需要付出哪些代价呢？

或许，如果中国人留在中部西藏，那么英属印度政府最终可能会别无选择，只能冒险与中方展开英中边界谈判。如果双方真的展开谈判，印度政府今天的形势恐怕要乐观许多。然而，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决定，中国在中部西藏的权力便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轰然倒塌了。因而，英属印度政府面临着解决阿萨姆边界的另一种方式。如果可以通过英藏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同时又可以永久性地将中方排斥在谈判之外，那么喜马拉雅地区的防御或许可以在不必引发外交风险的情况下得以修复。1912年，英国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这便迅速偏离了莫利对西藏采取的不干涉原则。实际上，将中国人排斥在西藏之外意味着一个若非完全独立、则是类似于自治的西藏国的诞生，它有划定的边界线，也有反对中国再次征服的防御力量。很显然，没有英国的支持，这样一个自治国绝无任何生存的希望。的确，一个真正脱离了中国的西藏将不得不依靠英国的积极保护。由此，英国的对藏政策再次回归到寇松时代的对藏政策。

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问题是本书第二卷的主题。该问题导致了寇松主义方案的复活。印度总督的公文中，再次出现在拉萨设立英国代表，以及英国占领春丕谷等话题。然而，到了1912年，印度政府再也不可能像1904年那样自由处理西藏事务了。1907年签订的英俄协定牢牢地束缚了英国的手脚，任何偏离不干涉政策的企图都有可能招致俄国人的不满。此外，现在欧洲的紧张局势也令英国比过去10年更不愿在既定的印度边界之外做更多承诺。1904年，保守党政府被诱使授权派遣一支英军进入西藏，前提条件是不得永久性占领西藏。一旦荣赫鹏抵达拉萨之后，该政府又成功地确保此次事件不会继续推动突然终止的前进政策。而1910年之后，自由党政府绝不可能像1904年时的巴佛尔政府那样为所欲为。现在，再派遣一支荣赫鹏使团赴藏是不可想象的。寇松已经给英国本土政府上了难忘的一课。因此，如果想把中国人排挤出阿萨姆边界，必须是在不会导致英国成为西藏保护国的前提下。现在亟须一个折中的方案。本书第二卷将会述及详情。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不可能有真正的折中方案。要么把中国视为印度的邻居，英国会竭力与之共存；要么英国不得不准备给脱离中国后的西藏予以军事支援，并面对此举带来的一切后果。在缺乏武装支持的情况下，对中国在西藏的权利做任何限制都将注定是不稳定的。中国迟早会重新崛起，等到其足够强大的时候，便会重复赵尔丰的伟业；鉴于中国对西藏的态度，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一时刻最终在1950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之后来临。随后便是西藏的“和平解放”。

尼赫鲁政府在面临1910年事件重演之际，也采取了颇符合逻辑的莫利不干涉政策。在1954年中印协议中，印度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即所谓“中国西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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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尼赫鲁先生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虔诚的措辞和亚洲反帝运动下团结一致的大环境，会令中国人毫不抵抗地接受印度主导下的边界划定。中国共产党会像他们的满洲或民国先辈那样，极有可能同意接受1910～1912年中国曾接受的边界，但这一边界根本就不存在。印度版的“中国西藏地区”南部边界是英国曾划定的、除北部锡金短短一片领土之外的边界，从未获得过中国政府的有效认可。的确，1914年之后，英国不断否认印藏边界与中国的关系，认为这无论如何都不再是中国应当关心的问题。果然不出所料，在1954年中印协议谈判的初期阶段，中方确保对中印边界进行大致谈判。印度人的想法则完全相反。

或许，如果不是西藏人主动反抗中国，印度人或许最终会同意与中国进行现实的边界谈判。然而，西藏人发动暴乱，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此二者激起了中国政府的怀疑：印度人渴望和平共存的初衷是否真诚？如此，印度国内便产生了对华采取敌对态度的舆论。在这种相互猜疑的氛围中，边界问题成为双方谈判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借用苏加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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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本人的表述，喜马拉雅地区已成为中印武装“对抗”的地方。1962年，这种对抗几乎演变成一场战争。这种局势是否可以避免？或许，但只有在双方都极其了解英国统治期间中印边界历史的前提下。中国人不得不看到：正是出于对中国的不信任，才促使英国企图将中国尽可能远地排除在喜马拉雅边界之外；除非中国人停止惯性思维，表现出更为友善的精神，否则独立后的印度仍然会采取英国人的态度。印度人也必须看到：在极为真实的情况下，中国人所继承的边界是英国人的反华行为所导致的，无论其作为边界的优点是什么，中国人都不会满意，都会质疑其有效性。如果双方都无法对边界问题表现出特别的理解，那么不愉快的后果自然不可避免。

对喜马拉雅地区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分析后不难看出：如果当初英国人与中国成功地达成某种大致的边界协议，那么独立后的印度所面临的问题会容易得多。如果莫利的不干涉政策也包含某种积极因素的话，即他宁愿希望把西藏看成是中国的，也不愿西藏变成一个不稳定的权力真空，正如19世纪90年代初期印度政府竭力想让帕米尔成为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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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中关于西藏条约或许也会出现在1910年。结果很可能会是：第一，一个经过谈判并达成一致的边界——这当然没那么容易获得；第二，中国强有力地控制着中部西藏，并平安度过1912年辛亥革命的风暴。1912～1950年若存在一个中国西藏，或许不一定会保证今天的中印友好关系，但必然会发生一段截然不同的中印关系史。




 [1]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历经太平天国、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译者


 [2]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署名今亮，谥文襄，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少年时屡试不第，后转而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后破格敕赐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译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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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利文档（D. 573/2），莫利致函敏托，1907年7月5日。


 [45]
 FO 371/209，第31724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7年8月7日。


 [46]
 FO 371/619，第707号文件，外交部备忘录，1908年12月31日。


 [47]
 FO 371/408，第28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07年12月29日。


 [48]
 FO 371/408，第222号，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8年1月2日。


 [49]
 FO 371/408，第3163号，敏托致函莫利，1908年1月27日。


 [50]
 莫利文档（D. 573/2），莫利致函敏托，1907年9月7日。


 [51]
 莫利文档（D. 573/3），莫利致函敏托，1908年1月3日。


 [52]
 1908年西藏贸易协定文本详情参见附录6。


 [53]
 1909年，锡金和江孜之间的11个驿站以22778卢比的价格被卖给中国人。然而，英国人继续从中国政府手中租用这些驿站。但双方达成共识，一旦英国交出江孜电报线的管理权，中国人就要接管至少一半的驿站。从理论上看，这些驿站最初是供修建电报线的巡边员使用的，但实际上他们对经常往来于江孜和印度之间的贸易代表和其他英国臣民十分有用。参见FO 228/2568，朱尔典致函外务部，1909年1月11日，FO 371/620，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9年9月11日。


 [54]
 PEF 1908/22，戴恩致函里奇，1907年9月25日。


 [55]
 中方贸易协定草稿声称，在条约生效6年后，印度茶叶不得进入西藏销售。在最后的草拟条约中，这条规定被取消了。参见FO 535/10，韦礼敦致函巴特勒，1908年4月20日。


 [56]
 贸易协定第12款。


 [57]
 贸易协定第6款。贸易协定规定，英国人经营电报线期间，他们将会传递西藏和中国方面的信息。1912年，英国决定忽略这则条款，拒绝让中国人使用该电报线。


 [58]
 莫利文档（D. 573/3），莫利致函敏托，1908年1月24日。


 [59]
 FO 371/619，第707号文件，外交部备忘录，1908年12月31日。


 [60]
 莫利文档（D. 537/29），私人电报，敏托致函莫利，1908年2月7日。


 [61]
 莫利文档（D. 573/29），私人电报，莫利致函敏托，1908年2月24日。


 [62]
 FO 535/11，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8年9月21日，附件，欧康纳致函印度，1908年3月13日。


 [63]
 PEF 1908/24，第364号文件，旁遮普致函印度，1908年12月9日；第822号，荣赫鹏致函印度，1908年3月13日。


 [64]
 FO 371/617，第40526号，曼纳斯·史密斯（Manners Smith）致函印度，1909年9月17日。


 [65]
 FO 371/620，第21676号，贝尔致函印度，1909年3月22日。


 [66]
 FO 371/620，第934号，贝尔致函印度，1908年10月29日。


 [67]
 FO 66，机密文件，中国：西藏各类文件（英国外交部图书馆），阿尔莫拉助理专员卡塞尔斯（W. S. Cassels）致函U. P.，1907年9月23日。


 [68]
 FO 371/619，第19268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9年5月21日。


 [69]
 FO 371/619，第6709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09年2月10日。


 [70]
 FO 371/619，第7192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9年2月22日。


 [71]
 FO 371/619，第12251号文件，莫利致函敏托，1909年3月30日。


 [72]
 FO 371/1611，第28928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3年5月13日，附件，关于西藏贸易的报告。


 [73]
 莫利文档（D. 573/3），莫利致函敏托，1908年1月24日。


 [74]
 FO 535/9，第116号文档，敏托致函莫利，1907年3月23日。


 [75]
 FO 371/424，第20528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4月29日；第25994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6月5日。


 [76]
 例如，参见BCCA，第153～155页。


 [77]
 FO 535/9，第184号文件，曼纳斯·史密斯致函印度，1907年4月23日。


 [78]
 FO 228/2568，印度致函尼泊尔领事，1909年4月8日。


 [79]
 莫利文档（D. 573/20），敏托致函莫利，1909年4月7日。


 [80]
 FO 535/11，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8年9月21日，附件，韦礼敦关于印度东北边疆的备忘录，1908年3月9日。


 [81]
 FO 17/1754，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5年3月7日，附件。惠德致函印度，1905年1月20日：PEF 1912/25，第474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07年2月21日。

对于不丹政治发展史的简单描述，参见Karan，P. P.与詹金斯（Jenkins，W. M. Jr.）合著《喜马拉雅王国：不丹、锡金和尼泊尔》（The Himalayan Kingdoms：Bhutan，Sikkim and Nepal）
 ，普林斯顿，新泽西，1963；Karan，P. P.：《不丹的地缘政治结构》（Geopolitical Structure of Bhutan
 ），载《印度季刊》（Indian Quarterly
 ），XIX，第3号，1963；帕特森（Patterson，G. N.）：《北京与德里之争》（Peking Versus Delhi
 ），伦敦，1963，第13章。


 [82]
 对于1865年的新曲拉条约内容，参见附录7。


 [83]
 PEF 1912/25，第1628号，惠德致函印度，1906年7月19日。


 [84]
 PEF 1912/25，第1048号，惠德致函印度，1906年12月18日。


 [85]
 PEF 1912/25，第981号，敏托致函莫利，1907年6月8日。


 [86]
 PEF 1912/25，第474号，莫利致函敏托，1907年5月3日。


 [87]
 PEF 1912/25，第522号，惠德致函印度，1908年1月17日。


 [88]
 FO 371/410，第20742号，贝尔致函印度，1908年4月19日。


 [89]
 马吉符：（1876～1920），字竹君，安徽怀宁人，回族。为清朝贡生，自学而精通英、日语。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四川提督马维骐幕僚。次年入藏，历任拉里、后藏、靖西同知，后任亚东、江孜关监督。在20世纪初英、俄列强觊觎西藏的大背景下，一面积极建设西藏，一面依据国际法准则，有理有力地进行外交斗争，迫使侵略者霸占西藏图谋不能得逞，为保卫西藏主权完整做出了贡献。——译者


 [90]
 实际上，中国人在历史上曾多次干预不丹事务。例如，1884年，他们调停帕罗与仲萨本洛和德布王之间的争端，强迫两位本洛接受他们的调停方案。参见BCCA，第178页。


 [91]
 PEF 1912/25，第1921号，敏托致函莫利，1908年10月1日。


 [92]
 联豫，字建侯，满洲正黄旗人。曾随薛福成出使欧洲，光绪年间任四川雅州府知府。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继凤全之任，为驻藏帮办大臣。10月，清廷调驻藏大臣有泰回京述职，即令联豫补授驻藏办事大臣。以张荫棠为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旋即辞职，联豫遂兼任帮办大臣。联豫在西藏兴改革、编练新军、改革管制、铸银元，兴办汉文、藏文传习所、印书局、武备学堂、白话报馆等。民国六年，联豫经印度回北京。联豫驻藏奏牍由吴丰培编辑成书，于1979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


 [93]
 PEF 1912/23，第654号，贝尔致函印度，1909年2月25日。


 [94]
 PEF 1912/25，第1921号，敏托致函莫利，1908年10月1日。


 [95]
 FO 535/11，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08年9月21日，附件，韦礼敦关于印度东北边界备忘录，1908年3月9日。


 [96]
 PEF 1912/25，第3343号文件，莫利致函敏托，1909年6月25日。


 [97]
 PEF 1912/25，第530号文件，莫利致函敏托，1910年4月15日。也可参见PEF 1912/25，第472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0年1月25日；贝尔：《西藏》，如前所引，第99～106页。


 [98]
 参见附录7。


 [99]
 FO 371/426，第25999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6月10日，附件，1908年6月2日，联豫所撰备忘录，出版于北京。


 [100]
 FO 371/426，第25999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6月10日，附件，1908年6月2日，联豫所撰备忘录，出版于北京。


 [101]
 PEF 1908/25，第2872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1月6日。印度政府抗议张荫棠雇用埃里克森，理由是中国政府已经在1906年中英条约所附的备忘录中同意，自1907年4月之后在西藏不再雇用外国员工。1908年3月，朱尔典将相同内容的照会发给清廷外务部，随后中国人决定推迟修建巴塘—拉萨电报线，因为他们发现埃里克森对这个项目而言至关重要。PEF 1908/25，第2958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3月19日。


 [102]
 FO 371/426，第14851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4月9日。


 [103]
 FO 371/618，关于阿拉伯、东北边疆与缅甸事务信息备忘录，1908年11月。


 [104]
 FO 371/426，第35632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9月21日。


 [105]
 FO 539/9，第174号文件，欧康纳日记，1907年4月6日。


 [106]
 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光绪二十九年任四川总督。三十四年二月庚申，赏赵尔丰尚书衔，为驻藏办事大臣，仍兼边务大臣。武昌起义，资政院弹劾赵尔丰，后为标统尹昌衡所杀。参见吴丰培、曾国庆编撰《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第274～282页。——译者


 [107]
 FO 17/1755，萨道义致函兰斯顿，1905年8月24日。


 [108]
 PEF 1908/21，第3207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3月17日。


 [109]
 柔克义（W. W. Rockhill）：《拉萨达赖喇嘛及其与中国清朝皇帝的关系，1644—1908》（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1644-1908
 ），《通报》（T’oungPao
 ），XI，1910年第91页。


 [110]
 PEF 1908/21，第3810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7月9日；第3859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7月21日。


 [111]
 叶赫那拉·那桐（1856～1925），字琴轩，一字凤楼，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先后充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并兼任过京师步军统领和管理工巡局事务。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慈禧西逃，那桐充任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鸿章与联军议和。《辛丑条约》后，任专使赴日本道歉。清帝退位后，迁居天津。——译者


 [112]
 爱新觉罗·毓朗（1864年8月27日～1922年12月14日），即多罗敏达贝勒，爱新觉罗溥煦第二子，同治三年（1864）七月廿六（8月27日）生。字月华，号余痴，清末军机大臣。乾隆帝长子定安亲王爱新觉罗·永璜之后，定慎郡王爱新觉罗·溥喣之子。光绪十二年（1886）封三等镇国将军，三十三年（1907）袭多罗贝勒。辛亥革命事起，积极参与宗社党活动。民国十一年（1922）壬午十月廿六（12月14日）溘逝，年59岁，谥曰敏达。——译者


 [113]
 黄寺位于安定门外黄寺大街，有东黄寺和西黄寺，故称双黄寺。东黄寺又名普净禅林，建于清顺治八年（1651），西黄寺建于顺治九年（1652），达赖喇嘛五世在当年12月来京时住此。顺治十年（1653），达赖喇嘛辞归。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禅额尔德尼六世来京，清高宗指定把五世达赖曾经住过的西黄寺作为他的安禅之所。——译者


 [114]
 PEF 1908/21，第4196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9月30日。


 [115]
 PEF 1908/21，第2798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10月12日。


 [116]
 PEF 1908/21，第4277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10月25日。


 [117]
 PEF 1908/21，第4277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10月25日。


 [118]
 达赖喇嘛给爱德华国王七世转达的信息和赠送的礼物给英国外交部带来了一些问题。英国人能否直接给达赖喇嘛发去信息，还是通过清廷这么做？最后，英国决定通知驻藏大臣，英方已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则信息，但没有向驻藏大臣显示信息的内容。PEF 1908/21，第3188号文件，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09年3月31日。


 [119]
 PEF 1908/21，第4277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10月25日。


 [120]
 当达赖喇嘛还在五台山之际，欧康纳和锡金国王候选人库玛尔就已拜访了达赖喇嘛。参见欧康纳《在边界上》，如前所引，第123页。


 [121]
 PEF 1908/21，第4277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10月25日。


 [122]
 FO 371/619，第738号文件，布莱斯致函格雷，1908年12月17日，附件，柔克义致函罗斯福，1908年11月8日。


 [123]
 FO 371/619，第738号文件，布莱斯致函格雷，1908年12月17日，附件，柔克义致函罗斯福，1908年11月8日。


 [124]
 PEF 1908/21，第4277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10月25日。


 [125]
 欧康纳：《在边界上》，如前所引，第125～126页。


 [126]
 《泰晤士报》1908年12月4日。


 [127]
 PEF 1908/21，第2894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11月11日。


 [128]
 台克满（E. Teichman）：《一位领事官员在东部西藏的游记，印藏关系史》（Travels of a Consular in Eastern Tibet together with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ibet and India
 ），剑桥，1922，第14～15页。


 [129]
 FO 371/410，第45134号文件，阿斯顿与格雷所撰关于朱尔典致函格雷的备忘录，1908年11月11日。


 [130]
 FO 371/619，第738号文件，布莱斯致函格雷，1908年12月17日。


 [131]
 《泰晤士报》，1908年12月22日与24日。


 [132]
 PEF 1908/21，第2983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8年12月23日。


 [133]
 PEF 1908/24，第4232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9年11月12日，第1631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09年11月22日。


 [134]
 迄今为止，对东部西藏政治局势描述最佳的著作仍是台克满所著《东部西藏》，如上所引。英国领事机构供职的台克满在1918年作为汉藏冲突调解人访问了西藏边界地区。


 [135]
 凤全，字弗堂，满洲镶黄旗人。以举人出身，同治十二年捐官入四川。先后署理过开县、成都、绵竹、蒲江等县和崇庆州、邛州、资州、泸州及嘉定府、成都府。光绪三十年四月，清廷任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赏给副都统衔。后在巴塘改土归流过程中被杀，成为清代历史上自乾隆十五年西藏珠尔墨特之乱杀害驻藏大臣傅清、拉卜敦之后，第二次发生的杀害驻藏大臣事件。凤全极力推行的开垦、收瞻、练兵及改土归流，限制寺庙势力等举措，是立足于“固川保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是贯彻清政府“经营川边，以为西藏后援”这一正确战略决策的必然。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层面上看，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只不过凤全昧于边情，对三大领主的反对估计不足，过于操切行事，才使其成为悲剧人物。参见任新建《凤全与巴塘事变》，《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译者


 [136]
 FO 17/1754，萨道义致函兰斯顿，1905年1月23日，附件，霍西致函萨道义，1905年12月21日。亚历山大·霍西是当时英国驻成都总领事。


 [137]
 FO 17/1754，坎贝尔致函萨道义，1905年2月20日。


 [138]
 FO 17/1754，萨道义致函兰斯顿，1905年5月30日，1905年7月6日。也可参见台克满《东部西藏》，如上所引，第20页。


 [139]
 FO 17/1754，威廉逊致函萨道义，1905年4月28日。


 [140]
 FO 17/1756，萨道义致函兰斯顿，1905年11月2日。


 [141]
 台克满：《东部西藏》，如上所引，第21页。


 [142]
 台克满：《东部西藏》，如前所引，第22页；巴考（J. Bacot）：《西藏革命》，巴黎，1912，第134～139页；FO 535/11，第55号文件，福克斯致函朱尔典，1907年11月25日。


 [143]
 FO 535/9，第110号文件，戈夫（Goffe）致函朱尔典，1906年12月29日。


 [144]
 FO 535/9，第165号文件，福克斯致函朱尔典，1907年2月23日。


 [145]
 FO 371/855，第41913号文件，麻穆勒致函格雷，1910年11月1日。也可参见PEF 1910/16，第1918号，贝利致函印度，1911年9月19日；贝利（F. M. Bailey）：《1911年中国、西藏和阿萨姆游记》（China，Tibet，Assam：a Journey，1911
 ），伦敦，1945，第67页。


 [146]
 FO 371/855，第41913号文件，麻穆勒致函格雷，1910年11月1日。埃德加属于中国内地传教团，1908年来到了巴塘。美国基督教传教团在巴塘设立了一个由谢尔顿医生（Dr. Shelton）负责的传教站。参见弗洛拉·谢尔顿（Flora B. Shelton）《谢尔顿在西藏》（Shelton of Tibet），纽约，1923。


 [147]
 台克满：《东部西藏》，如上所引，第23～24页。


 [148]
 PEF 1908/24，第4232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09年11月12日，第1631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09年11月22日。


 [149]
 钟颖（1887～1915），字鼓明，清代满洲正黄旗人，爱新觉罗氏。宣统元年（1900）奉命率约1700余来源复杂的人组建的军队入藏。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为首任驻藏办事长官，但西藏方面以只认钦差不知办事长官为名胁迫钟颖离藏。1912年12月12日，钟颖被迫离开拉萨，1913年初由印度返回内地。1914年被捕。1915年钟颖被判处死刑。——译者


 [150]
 台克满：《东部西藏》，如上所引，第28页。


 [151]
 大卫·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在藏二十年》（Twenty Years in Tibet
 ），伦敦，1932，第67～74页；斯潘塞·查普曼（F. Spencer Chapman）：《圣城拉萨》（Lhasa：the Holy City
 ），伦敦，1938，第80页；雷慕少将（Major-General P. Neame）：《西藏和1936年拉萨使团》（Tibet and the 1936 Lhasa Mission
 ），JRCAS XXVI，1939，第245页。


 [152]
 FO 371/853，第3543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1月31日，英国外交部备忘录。


 [153]
 FO 371/853，第5426号文件，曼纳斯·史密斯致函印度，1910年1月3日。


 [154]
 FO 371/853，第4722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0年2月9日。

这场危机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令印度政府开始非常密切地关注并调查尼泊尔与中国关系的精确本质。结果得出了颇为乐观的结论：廓尔喀人很难说真正是中国的朝贡国。能说明尼泊尔依附于中国的证据之一便是1856年尼藏条约。根据1909年艾奇逊条约集的收录，该条约包括以下几条：

序言：我们进一步同意，两国如从前一样服从（obeyed
 ）中国皇帝。

第二款：迄今，廓尔喀王国和西藏都效忠于（borne allegiance to
 ）中国皇帝。

印度政府认为，1860年代拉姆赛上校从尼泊尔文本翻译的这一版本具有一定误导作用。1910年，欧康纳又重新翻译了该条约，随后该版本便被收入1929年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第49页，关键措辞如下：

序言：我们进一步同意，两国像从前一样对中国皇帝致以敬意（pay respect
 ）。

第二款：迄今，廓尔喀王国和西藏都尊重（respected
 ）中国皇帝。

（以上引文中的斜体字系作者所标注。）

参见历史印度事务部，政治与机密局保密备忘录，B. 176，《尼泊尔与中国关系历史笔记》（Historical Note on relations between Nepal and China
 ），日期为1910年11月4日。这份文件是亚瑟·赫泽爵士（Sir Arthur Hirtzl）所编辑，他尽可能挑选出最佳释义（从英国人的角度而言），的确成为特殊诉状的一个出色范本。英国人永远不会完全说服自己相信中国对尼泊尔具有宗主权。

由于1910年西藏危机，英国通过在北京的朱尔典最后一次正式否认中国对尼泊尔的朝贡国地位，由此中断了尼泊尔对北京几乎从未中断，且长达一个世纪的每五年一次的朝贡。


 [155]
 FO 371/853，第5558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2月15日。


 [156]
 FO 535/13，第4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1月31日。


 [157]
 FO 535/13，第7号文件，马克斯·穆勒致函格雷，1910年2月15日。


 [158]
 译文参见《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第262页，“310，联豫为奉旨革除名号致达赖喇嘛札（宣统二年［1910］正月二十八日）”。——译者


 [159]
 译文参见《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第262页，“310，联豫为奉旨革除名号致达赖喇嘛札（宣统二年［1910］正月二十八日）”。——译者


 [160]
 译文参见《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第262页，“310，联豫为奉旨革除名号致达赖喇嘛札（宣统二年［1910］正月二十八日）”。——译者


 [161]
 台克满：《东部西藏》，如前所引，第16页。


 [162]
 FO 535/13，Nos.21 and 21a，中国大使致函英国外交部，麻穆勒致函格雷，1910年2月26日。


 [163]
 FO 535/13，第15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2月22日。


 [164]
 FO 535/13，第37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3月3日。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澄清了一个自1901年以来就始终令英国官员困惑不解的谜团。1901年，寇松勋爵致函达赖喇嘛，并请不丹驻大吉岭代表乌金嘎箕代为转交。达赖喇嘛从未回复过这封信函，寇松怀疑乌金嘎箕实际上从未向达赖喇嘛递交这封信函。当时，寇松勋爵写道：“我认为乌金嘎箕是个骗子，他很有可能是西藏人雇佣的一个间谍。”寇松拒不接受乌金嘎箕做出的已完成任务的保证。乌金嘎箕本人在新签订的不丹条约谈判中起到重要作用。贝尔非常了解乌金嘎箕，他自然十分好奇地想了解寇松那封信函的真相。他向达赖喇嘛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是否收到过寇松总督的信函。当获悉乌金嘎箕的确做了自己承诺要做的事，那封信的确交到了达赖喇嘛手中后，贝尔如释重负。十三世达赖喇嘛宣称，他收到了那封信，但没有打开，因为他曾做出承诺，在没有驻藏大臣参与的情况下，不得与外国建立联系。参见BCCA，第251页。


 [165]
 莫利文档（D. 573/23），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3月17日；FO 535/13，第46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3月17日；查尔斯·贝尔爵士：《达赖喇嘛的画像》（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
 ），伦敦，1946，第93～96页。


 [166]
 敏托伯爵夫人，玛丽（Mary，Countess of Minto）：《印度、敏托和莫利，1905～1910年》（India，Minto and Morley 1905-1910
 ），伦敦，1934，第387页，敏托夫人日志（Lady Minto’s Journal），1910年3月14日。


 [167]
 莫利文档（D. 573/23），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3月10日。


 [168]
 莫利文档（D. 573/23），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3月17日；FO 535/13，第46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3月12日，第54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0年3月31日。


 [169]
 这些观点和建议首次形成于以下文件中：FO 535/13，第46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3月12日。


 [170]
 FO 535/13，第40号文件，麻穆勒致函格雷，1910年3月6日，第50号文件，麻穆勒致函格雷，1910年3月14日。


 [171]
 PEF 1908/21，第382号，有关敏托致函莫利的备忘录，1910年3月5日。


 [172]
 莫利文档（D. 573/5），莫利致函敏托，1910年3月23日。


 [173]
 FO 535/13，第54号，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0年3月31日；FO 371/853，第11015号文件，艾斯顿、坎贝尔和格雷备忘录。


 [174]
 FO 371/853，第11905号文件，格雷致函麻穆勒，1910年4月8日，第13272号文件，格雷致函中国驻伦敦大使，1910年4月14日。


 [175]
 FO 371/853，第13351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0年3月26日；FO 371/854，第14521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0年4月27日。


 [176]
 FO 371/854，第19526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0年4月30日。


 [177]
 FO 372/854，第15282号文件，欧康纳致函印度，1910年3月20日。


 [178]
 FO 371/854，第12471号文件，格雷关于敏托致函莫利的备忘录，1910年4月11日。


 [179]
 FO 535/13，第47号文件，尼科尔森致函格雷，1910年3月20日。


 [180]
 FO 371/854，第15282号文件，格雷致函麦克唐纳，1910年3月3日。


 [181]
 FO 371/854，第19526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0年4月30日，第20646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6月9日。


 [182]
 FO 371/854，第20646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6月9日。

除了集中在纳荡（Gnatong）的军事力量之外，敏托还下令将一个廓尔喀军营从阿尔莫拉调往大吉岭。参见PEF 1908/23，第834号文件，达夫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Beauchamp Duff）备忘录，1910年6月9日。


 [183]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莫利无法阻止敏托下令在纳荡聚集少部分军队，并提供一定的军需。


 [184]
 莫利文档（D. 573/5），莫利致函敏托，1910年6月30日。


 [185]
 PEF 1908/23，第925号文档，波尚·达夫爵士备忘录，1910年6月28日。


 [186]
 莫利文档（D. 573/5），莫利致函敏托，1910年7月8日；PEF 1908/23，第974号文件，政治与机密局备忘录，1910年7月11日；英国外交部 371/854，第25573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0年7月14日。


 [187]
 FO 371/854，第26989号文件，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7月23日，哈定与格雷的备忘录。


 [188]
 FO 371/854，第25551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0年7月14日，R. N. S.与哈定的备忘录。


 [189]
 莫利文档（D. 573/25），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7月21日。


 [190]
 FO 371、855，第39819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部，1910年10月31日；FO 371/854，第27682号，格雷致函尼科尔森，1910年8月2日；FO 535/13，第112号文件，尼科尔森致函格雷，1910年8月1日。


 [191]
 FO 371/854，第14819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0年4月29日。在英国外交部的建议下，这一次实际上并未提及茶叶问题。


 [192]
 FO 371/853，第10738号文件，印度总督致函印度事务部，1910年3月26日，第10838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0年3月30日。


 [193]
 贝尔：《达赖喇嘛的画像》，如前所引，第101～102页。


 [194]
 莫利文档（D. 573/25），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7月28日。


 [195]
 FO 371/854，第19526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0年4月30日。


 [196]
 FO 371/854，第25054号文件，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0年7月18日。


 [197]
 FO 371/854，第23790号文件，印度总督致函印度事务部，1910年7月1日。


 [198]
 陆兴祺，字蕴秋，祖籍广东，客家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印度加尔各答活动，经营天益商行。他与清朝驻藏官员往来密切，天益商行成为清朝官员途经印度进藏时的临时住所。驻藏大臣联豫委任他为驻藏采办，每月发给饷银30两，1910年又向清政府保举他晋升为四品官衔的候选同知。辛亥革命爆发后，西藏政局发生剧烈变动，在英帝国主义的挑拨、支持下，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在1912年年底把驻藏清军逐出西藏。在这种形势下，陆兴祺多次致电中央政府，呼吁保卫西藏、巩固边疆，并为中央政府与九世班禅等爱国上层人士及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转发、递送了许多往来电文。由于陆兴祺的特殊经历和出色工作，北京政府1913年4月2日任命他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由于英印政府阻挠无法进藏，陆兴祺在中央政府同意下于印度组建衙署正式办公。1920年，陆兴祺被正式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1931年8月，他完成《西藏交涉纪要》一书，详细介绍了西姆拉会议前后中英交涉的情况。——译者


 [199]
 FO 371/855，第34322号文件，印度总督致函印度事务部，1910年9月21日。


 [200]
 FO 371/854，第29010号文件，印度总督致函印度事务部，1910年8月8日。FO 371/855，第33798号文件，印度总督致函印度事务部，1910年9月16日。


 [201]
 FO 371/854，第25105号文件，哈定对总督致印度事务部函所作的备忘录，1910年7月9日。


 [202]
 FO 371/855，第41651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0年10月18日，第42038号文件，印度总督致函印度事务部，1910年11月17日，第34654号文件，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致函格雷，1910年9月8日。


 [203]
 FO 371/855，第44262号，贝尔致函印度，1910年11月13日；第44559号文件，印度总督致函印度事务部，1910年12月6日；第46899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0年11月26日；PEF 1908/21，第311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1年1月21日；FO 371/1078，第10420，印度致函贝尔，1911年1月23日。

印度政府十分委婉而成功地说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去尼泊尔。


 [204]
 FO 371/855，第38838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0年10月24日。


 [205]
 PEF 1908/24，第4181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0年8月9日。

1910年3月16日，联豫颁布的这道命令共有两个版本，即藏文本和汉文本。藏文版本命令僧人禁止“在国事或私事方面与外国人发生任何沟通”。而汉文版本，外务部也提过，其语气要温和一些：令喇嘛“在给任何外国人寄信之前，都要首先寄给距离最近的中国官员过目”。据悉，西藏人只能看到藏文版的命令。这种使用两种措辞和含义颇不相同的文本的情况在清朝晚期十分常见。


 [206]
 PEF 19108/24，第1565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0年9月26日。


 [207]
 FO 371/855，第40687号文件，印度致函赤仁波切，1910年9月16日；PEF 1908/24，第1909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0年12月4日。


 [208]
 FO 371/855，第37888号文件，英国驻呼罗珊领事欧康纳致函印度，1910年8月5日。


 [209]
 FO 371/855，第46899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0年12月28日；荣赫鹏爵士：《我们在西藏的地位》，《中亚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Central Asian Society
 ），1910年11月2日，第3页；荣赫鹏爵士著《印度与西藏》（India and Tibet
 ），伦敦，1910年，第421页。


 [210]
 莫利文档（D. 573/5），莫利致函敏托，1910年9月1日。


 [211]
 蓝皮书（The Blue Book），Cd. 5240，西藏通信续集（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ibet
 ），出版于1910年7月15日。参见莫利文档，（D. 573/5），莫利致函敏托，1910年7月15日。


 [212]
 F0 371/855，第31496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0年8月26日，兰利与格雷的备忘录。


 [213]
 FO 371/1078，第3400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1年1月17日。


 [214]
 FO 371/855，第46899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0年11月24日。


 [215]
 FO 371/1078，第3400号文件，艾斯顿对布坎南致函格雷的备忘录，1911年1月17日。


 [216]
 FO 371/1078，第23493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1年3月24日。


 [217]
 FO 371/1078，第19979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1年5月24日。


 [218]
 FO 371/1078，第35165号文件，威尔致函印度，1911年8月11日，印度致函威尔，1911年8月15日。


 [219]
 FO 371/1078，第50894号文件，本肯多尔夫致函格雷，1911年12月18日。


 [220]
 PEF 1908/25，第186号文件，哈定致函克鲁，1911年1月5日，第654号文件，哈定致函克鲁，1911年4月16日；PEF 1908/13，第785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1年4月10日。


 [221]
 FO 371/1078，第24220号文件，印度总督致函印度事务部，1911年6月3日，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1年6月20日，第25082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1年6月26日。


 [222]
 FO 371/1078，第33446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1年8月9日。


 [223]
 参见附录20。


 [224]
 苏加诺（Bung Sukarno，1901-1970），1901年6月6日出生于东爪哇苏腊巴亚（泗水）的土著贵族家庭。致力于民族独立斗争，历任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联盟主席，印度尼西亚党主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等职务。一贯主张执行反帝反殖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合作，1965年“9·30事件”后总统权力被军人集团剥夺。1967年3月被撤销总统职权并遭软禁。1970年6月21日在雅加达病逝。——译者


 [225]
 对于1895年前英国和中国对帕米尔的政策详情，参见兰姆著《中印边界》（China-India Border
 ），如前所引；阿尔德著《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如前所引。


第二卷 哈定、麦克马洪与西姆拉会议

第四章 阿萨姆喜马拉雅危机，1910～1912年

第一节 1910～1911年中国在西藏、缅甸与喜马拉雅诸国采取的行动

在某种程度上，自18世纪以来清王朝从未实现的统治西藏的计划，在1910年2月似乎即将成功了。赵尔丰部下占领拉萨一事，令中国人有可能加速改革中部西藏行政体制的计划。中国人目前还不打算将达赖喇嘛的领土并入中国行省体系中去，正如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刚刚重新征服“中国突厥斯坦”（新疆），以及当时赵尔丰计划在边界所做的那样：通过一个西藏傀儡政府来统治拉萨仍然利大于弊。然而，在军队撑腰和达赖喇嘛外逃的情况下，驻藏大臣联豫（Lien Yü）开始比过去更少地顾及西藏保守派的感情。帮办大臣温宗尧
 
[1]

 在达赖喇嘛外逃后辞职，似乎标志着在拉萨采取的这项有争议的政策的终止。温宗尧接受过西式教育，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尽管他认为中国应当将西藏庇护在自己羽翼之下，但他相信这种变化应当有一个渐进的过程。1912年，温宗尧告诉一位英国官员，西藏人是一个和中国人不一样的种族，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中国人应当争取赢得西藏人的支持，而非通过威胁恐吓的手段令其服从于己。温宗尧对1904年荣赫鹏使团在藏期间与西藏人的相处方式印象深刻。温宗尧还说，西藏人总是告诉他，“英国人像兄弟一样对待他们，而中国人对待他们却像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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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温宗尧离开之后，像兄弟一样对待西藏人的理念便在驻藏大臣衙门完全过时了。联豫热衷于让西藏高级官员对他行跪礼。对西藏百姓犯下暴行的中国军队却逍遥法外。

然而，尽管对西藏的一切充满鄙夷之情，联豫却成功地找到了足够多的西藏同盟者为其政治目的服务。陪同张荫棠参加1908年贸易协定谈判的擦绒协摆，是一名资历颇深、德高望重的西藏官员，他与中国人结成了联盟。
 
[3]

 班禅喇嘛则在拒绝随同达赖喇嘛一起逃往英属印度之后，向有利于驻藏大臣的政策施加巨大的宗教影响力。截至1911年，班禅喇嘛已经将驻锡地从日喀则搬到了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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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拉萨寺院发现，尽管从宗教和爱国的角度来看，支持中国人是一件非常令人憎恶的事，但他们却能从中获得经济上的利益。毫无疑问，只要联豫背后有中国军事力量撑腰，只要中部西藏和四川之间的交通主干线畅通无阻，联豫在拉萨就有一个支持并满足其需求的团队。

有一个傀儡政权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中国人就能贯彻执行在中部西藏进行的大批现代化项目，并巩固他们在中部西藏的影响力。在1910年之前，拉萨已经成立了一所汉语学校。1910年，联豫开始建立同样的学校，旨在主要城镇给西藏人教授汉语文。1910年7月22日，江孜便开设了这样一所学校。在拉萨，1910年9月，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兵营：扎什兵营竣工了。兵营外墙6英尺厚，10英尺高，能够容纳1200名士兵。连接新兵营至联豫驻藏大臣衙门的电话系统也开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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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10年末或1911年初，一个名叫邓维屏的具有非凡能力的中国人抵达拉萨，开始接管拉萨的中国邮政局。伦敦《泰晤士报》这样评价邓维屏：“一个讲一口流利法语和英语的杰出创业家。”邓维屏立刻开始计划用电报和无线电连接西藏首府和中国及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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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大约由200多名中国军事警察组成的小分队抵达中部西藏，开始接管维持贸易市场的法律与秩序。截至此时，至少在贸易机构的周边，这些中国人从西藏人手中夺走了越来越多的司法审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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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清朝晚期政府在中部西藏政策的最终目的还不完全清楚。如果清政府有足够的时间，他们会不会消除西藏自治的所有征兆和迹象，并将西藏地区变成中国的一个或多个省份？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极有可能的是，西藏傀儡政权的生存似乎只有在清政府对重塑西藏边界行政管理计划做最后画龙点睛的修饰后才能获得保障；由此，现在将由拉萨决定其领土是否分裂成中国的一个县或治安管理区。

1911年春，赵尔丰的兄弟赵尔巽被召回北京。赵尔丰无疑相信自己在边界地区的征服和巩固行动即将大功告成，因而接管了四川总督的职务。他将自己先前的使命托付给自己的部下之一：傅嵩炢。此时此刻，对所有观察家而言，中国人在东部西藏的势力可谓所向披靡。的确，虽然在当地中国驻兵与藏军通力合作下，曾在1906年给赵尔丰制造诸多麻烦的乡城在1910年末再次起来反抗赵尔丰，但赵尔丰毫不费力地重建统治，以他惯有的凶残作风严惩了叛乱者。只有澜沧江以东的一个藏族地区瞻对（Nyarong）还没有被纳入到中国人的直接统治下。该地区在19世纪60年代曾置于拉萨统治之下，当时清朝为了奖励拉萨援清平定叛乱而将该地赐予西藏。1908、1909年，在试图从达赖喇嘛手中购买此地失败之后，北京下令赵尔丰不得接管该地。1911年夏天，就在前往成都赴任四川总督的途中，赵尔丰未经授权便自作主张吞并了瞻对，赶走了当地的西藏政府，以中国司法行政长官取而代之。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及其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因此举意味着四川边界上的澜沧江和打箭炉之间再也见不到拉萨政府的丝毫踪迹。1911年8月，赵尔丰在边界的继承者傅嵩炢向清廷奏疏，大意内容为：他定义下的整个东部西藏，即西至距离拉萨以东只有100英里的江达，现在应当正式宣布纳入由33个县组成的中国西康省。这33个县中，位于怒江以东的27个县城已经设立。然而，怒江以西的6个县城仍然只是计划。这些县城还未来得及划归西康省，辛亥革命便爆发了，这导致清政府在中部西藏权力的崩溃，给中国正在边界进行的机构重组带来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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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中国在西藏巩固地位的行动，给中英两国在贸易市场、中部西藏和英属印度在尼泊尔、锡金及西部不丹之间的边界造成冲突；令迄今为止在英国喜马拉雅政策演变过程中微不足道的印藏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升温。在1910～1911年，拉萨的中国军队镇压了波密，即雅鲁藏布江突然向南拐弯变成布拉马普特拉河所在的一个藏族地区。迄今为止，波密似乎始终享有真正独立于达赖喇嘛拉萨政府的地位；而现在，波密似乎并不欢迎中国人在当地的直接统治。正当赵尔丰筹划向波密派军之际，他决定扩大自己在边界的统治区域，将其直接并入波密东部、位于洛希特布拉马普特拉河（察隅河）上游的察隅。波密和察隅的南部均与阿萨姆山区的部族地区接壤，而英国在当时还未认真考虑过直接管辖这些地区。这片绝大多数还是蛮荒之地的高山丛林，立刻成为中英两国竞争的目标。至少从英国方面来看，双方竞争的结果便是产生一个远比印藏边界问题严重得多的边界问题，因为1888年英国已将西藏人驱逐出锡金。阿萨姆喜马拉雅问题将会在后文中详细述及。

察隅及与之相邻的波密对中国人而言利益攸关，因为这两处地方控制着拉萨和云南省之间的最短路径，也是通往四川—拉萨主干道的一条可选之路。此外，根据西藏人的标准来看，察隅和波密两地有大片土地位于海拔极低之处。将阿萨姆喜马拉雅一分为二的雅鲁藏布江河谷，其底部还不到海拔5000英尺。在察隅河谷，人们甚至可以种植大米。对赵尔丰而言，中国拓荒者在这里吃到的东西比起寒冷荒凉的巴塘地区的产物强多了。1910年8月，赵尔丰决定在察隅地区招揽中国人定居，成都和四川其他大城市都贴出了广告，声称“有一片气候与成都相似的辽阔平原”“居民可以在这里种植稻谷”。赵尔丰继续进行宣传道，在察隅有大片大片无人居住的肥沃土地。水资源非常充沛。住在那里的极少数本地人爱好和平、十分友善。赵尔丰承诺：凡是来察隅定居的中国人，都会得到免受西藏人攻击的保护，而且会为其配给公牛、犁和种子，三年之内还清即可，期限非常宽松。这些广告还指出，在四川中部，农民必须缴纳一半或更多自己收获的粮食作为租金。赵尔丰反问道：“仅凭剩余的粮食，你如何能养活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此外，既然有那样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在等待着你，何必留在四川，背负着生活的重担，为解决困难而苦苦挣扎？

在边界之外……［西藏边界］……你只需要辛勤劳作，不必懈怠；你所开辟的土地正如你自己购买的土地，将会永远成为你子孙后代的财富，而且还无须偿还。这是多好的事啊！

正如早期在巴塘的计划，这些有望定居察隅的人还能收到一笔旅行费用。那些拥有一定资产的人则被告知，只要能负担得起，他们想占用多少土地就可以占用多少土地。计划实施的前三年之内，政府不征收任何土地税。赵尔丰呼吁道，“早点来吧，这样就能在别人出手之前占到良田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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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此时（1910年8月），察隅处在中国人强有力的管控之下。那些反对清廷的西藏官员早已被解除职务，并得到相应的惩罚。大约300余人的中国驻军在察隅行政中心日马以北的鸡贡（Chikong）安营扎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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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人看来，赵尔丰的殖民计划必然会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而中国开垦的农业用地则有可能像某种真菌一样出现在东部阿萨姆和北部缅甸的边界上。

正如我们所见，截至1910年中期，清政府的行政管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波密（Pome，有时候也写作Bomi，Pomed，Poyul，等等其他名称），赵尔丰将波密视为农民又一个潜在家园。然而，中国的规章制度没那么容易可以强加给波密，正如中方在察隅所做的那样。根据某种说法，波密人具有西藏人和中国人的混血——来自中国混血的原因是，在18世纪末期，中国军队曾经在波密驻扎过——因而，他们拥有政治独立的传统，似乎不会轻易放弃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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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10年末，波密人杀害了一位清政府高级官员。政府展开了一场报复性远征，引发波密人的公开反抗。1911年初，曾在1910年2月率先遣队进入拉萨的钟颖，率领300余人进入波密，希望能平定叛乱。很难说钟颖率部在波密获得成功，但他很快被召回，并由陆兴祺取而代之。陆兴祺系驻藏大臣联豫的私人秘书，他刚从大吉岭返回，原本打算劝说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家园，但未能成功。陆兴祺率领拉萨约1000余名精兵强将至波密，还得到赵尔丰的部分驻军以及察隅大部驻军的增援。这支军队起初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却因波密部族在山中发起的游击战，而没有能力将波密部族征服。清兵的军事供给和医疗设施完全无法缓解自己面临的巨大压力。陆兴祺军队的规模迅速缩小，士气遭到重创。1911年年末，当驻藏大臣联豫将幸存者召回拉萨之际，清军实际上已处在发动叛乱的边缘。在获悉内地爆发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就开始拒不服从长官的命令，并将其长官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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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只是非常短暂地控制了波密和察隅。1911年末，清廷派往波密的军队最后以失败告终。1912年初夏，西藏人屠杀了那些残留在察隅的中国士兵。然而，与毗邻波密、察隅两地的阿萨姆喜马拉雅部族地区有着长期往来关系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有必要对那些居住在这片新划定的中国边界、且不信仰佛教的部族百姓施加一定的影响。在波密南部的雅鲁藏布江峡谷山谷（此处称之为底杭Di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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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香河Siang），居住着阿波尔部族（Abor），该部族十分凶悍，在历史上常与其南北的邻居发生冲突。在洛希特布拉马普特拉河岸边的察隅下游居住着米什米部族（Mish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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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察隅河两岸居住着中国垦荒者，则米什米部族是否安守本分就显得格外重要。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部族问题的实质稍后将会在本书详细讨论。现在我们只需注意到：中国人一旦出现在波密和察隅这样的地方，就不可避免地要与阿萨姆山区的部族发生某种联系，正如英国人无法避免在阿萨姆布拉马普特拉河区域和这些部族发生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这些部族，对于维系边疆地区的和平至关重要。1910年，当赵尔丰开始采取措施将中国人的影响力向部族地区，尤其是与米什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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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领的、与察隅地区毗邻之地扩展时，他只是做了任何一位明智的行政长官在此情形下都会做的事情，即尽可能以廉价、简单的代价，竭力保护自己的侧翼免受骚扰。随后我们还会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然而，英国人却不这样看待中国政策。习惯于将阴谋论套用在俄国人对印度边界所怀企图的英国人，对中国政策也很容易做出同样的分析判断。在西姆拉看来，中国与阿萨姆山区部族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人对英属印度帝国、英属缅甸帝国东北边界怀有冒犯性企图，并沿着边界从尼泊尔扩张到缅甸—云南边界。中国人声称对尼泊尔和不丹拥有宗主权，中国人对阿萨姆喜马拉雅感兴趣，中国人拒绝接受英国人对缅甸边界的调停，在英国人的意识中，所有这些零零散散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不过是同一个阴谋的不同体现。1914年7月8日，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其《西姆拉会议的最终备忘录》（Final Memorandum on the Simla Conference
 ）中，是这样描述发生在1910年和1911年的这些重大事件的：

一旦中国军队抵达拉萨，情况就会变得显而易见：中国人绝不会寻求印度与中国之间保持友好和平的关系，当英王陛下政府在1906年与之缔结协议的时候，就希望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在东北部边界的和平受到中国人在从不丹到上部缅甸边界线的侵略性行为的严重威胁。显然，中国人统治下的西藏会不断与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相互勾结。由于中国人的敌对态度，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之前所有与西藏相关的协议中所保障的好处都有可能消失，我们可能会在印度东北边界上承担重大的政治责任和巨额的军事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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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人是否真正如此看待问题？是否如麦克马洪及其同僚想当然认为的那样，中国人在大英帝国面前公然挑战，并质疑印度政府保卫其边界的能力呢？在中国人心目中，尼泊尔、不丹、阿萨姆喜马拉雅和缅甸东北之间的关系是否如英国官员所认为的那般密切呢？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极有可能是否定的。从1910年至1912年间，中国政府从未咄咄逼人地做出任何一件协同完成的、威胁印度北部边界领土完整的事情。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也从未对中亚形成一个前后连贯一致的政策。清王朝的最后几年，基本上是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她打算毫无争议地在中亚建立统治。然而，这项丰功伟业究竟如何完成，却交给了一系列彼此关系错综复杂的机构，这些机构的关系远远达不到和谐的程度。例如，中国对西藏的政策，部分受北京涉藏、涉蒙的特殊机构的影响，部分受外务部即中国外交部影响，还会受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影响，在与西藏交界地区的中国首领也能对其产生一定影响，最后，还要受西宁大臣、四川省政府、云南省政府等的影响。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只能用原始简单这个词来形容。甘肃省、四川省和云南省之间几乎不太可能合作并协调一致地行动。四川人和云南人之间的相互嫉妒、猜疑可谓人尽皆知；在中华民国成立早期，这两个省份之间常常发生战争。因此，云南人对缅甸边界施加的压力不可能与拉萨的中国驻藏大臣之行为发生密切关联。

比起印度政府，英国驻京公使馆对中国在中亚政策的本质有着更为清晰、更为现实的分析，这一点不足为奇。当清朝外务部在1910年宣布尼泊尔是中国附属国时，印度政府对此表达了警惕之情，但在北京的麻穆勒（Max Müller）和朱尔典却不完全认同这一点。在西姆拉，印度政府似乎认为中国现在正在启动一项计划，争夺廓尔喀人对英国的忠诚。实际上，中国人所做的不过是重申自18世纪末以来尼泊尔是中国的朝贡国这一说法。中国在1910年、1911年发表的宣言，确实和中国在1908年于北京接待尼泊尔朝贡使团一样微不足道。1911年4月，朱尔典在总结中国人对尼泊尔之态度时所说的这些话很可能是正确的：

现在，尼泊尔是仅剩的一个仍向北京朝廷进贡的国家，中国必然会不屈不挠地维护这最后一丝残迹，证明她曾一度在东亚施行过广泛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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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清朝晚期对尼泊尔宣称的宗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在西藏的中国官员或许时不时地把对尼泊尔人的阴谋视作对英国人的冒犯，但在北京，对尼泊尔政策的首要现实目标，很可能是削弱尼泊尔人在西藏的威望，并非特定地反对英国人。廓尔喀人在拉萨设立了一位代表。部分原因在于廓尔喀人在1854～1856年间曾胜利地征服了西藏，因此他们有能力对西藏政治事务施加很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如果能够对内公布西藏人接受了尼泊尔是中国的朝贡国这一事实，显然是有利于中国人的。这似乎也可能是1910～1911年间中国在尼泊尔的主要利益。然而，到了1912年，正如我们所见，以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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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首的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在面临当地叛乱的时候，的确曾考虑过劝说尼泊尔帮助中国人维系其在西藏的地位；但这只是一种绝望之举，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是进攻性的，不如说是防御性的。正如1910～1911年间那样，廓尔喀人在1912年表示，他们从未处于中国宗主权统治之下，并宣称，每五年一次的朝贡使团不过是表示“友好和表示敬意的关系”。在1911年初，当朱尔典正式通报清廷外务部，中国在尼泊尔从来不曾享有任何权利之际，他们表现得欣喜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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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英国人而言）尼泊尔与中国在西藏拥有权力的问题，与其说取决于中尼联盟的可能性，不如说是由于存在廓尔喀人是否决定进攻中国人的危险。英国政策自然会竭力避免边界纷争。此外，若中国在西藏的权力颇为强大，则印度政府就会发现尼泊尔大公愈发难打交道。尼泊尔首相面临着这样一种诱惑：是否应当以阿富汗埃米尔为榜样，利用自己的邻居之一反对另一个邻居。然而，这一切很难说是由中国人一手蓄意策划的结果。从整体来看，钱德拉·沙姆舍尔·江格（Chandra Shamsher Jang）明智地抵制了中国人的诱惑。尽管印度官员多次发出警告，尼泊尔在接下来的1910～1913年间的西藏危机中几乎没有制造什么麻烦，这令印度政府感到出乎意料。如果中国人真的曾经策划阴谋，企图以尼泊尔来威胁印度，那只能说明他们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至少从理论上而言，不丹受到中国的“威胁”要比尼泊尔所受的中国“威胁”严重得多。廓尔喀人拥有一支足以应对中国人进攻的军队。实际上不丹却根本没有建立有组织的防御力量。如果中国人决定加强他们对不丹的宗主权——清廷外务部在1910～1911年间曾好几次这样宣称过，虽然遭到英国人的抗议——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会获得成功。在1910年，直接控制英国与这个喜马拉雅公国（即不丹）关系的贝尔报告说，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正日益加强对不丹施加压力。例如，贝尔获悉，中国人最近坚持要求在乌金旺秋的领土上流通中国货币。到了1910年中期，据说中国人在错那——一个距离不丹最东北部非常近的行政中心——集结军队，这极有可能拉开侵略的序幕。而实际上，这些军队不过是清廷在波密采取行动的军队分支。在1910～1911年间，除了张荫棠在西藏的几句象征性声明引起了关注之外，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对不丹采取过行动。无论如何，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人对不丹宣称拥有宗主权，其主要目的不过是给西藏人留下深刻印象，以维持自己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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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不丹和尼泊尔的政策，如果不是特别指向英国人，则至少是中国人企图巩固自己在西藏高原上的地位和权力的尝试。然而，除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表达相同的见解，中国人对缅甸边界的政策（地图2及地图4）与西藏问题毫无关联。中国对缅甸边界的政策始于英国在1886年吞并上部缅甸（Upper Burma），此举致使中英之间又有了新的边界，即，从湄公河上的法属印度支那最西北部，直至喜马拉雅山脉的伊洛瓦底江源头。中国人长期以来已习惯于将缅甸视作大清朝贡体系成员之一，对于英国达夫林勋爵（Lord Dufferin）镇压曼德勒王国（the Mandalay kingdom，即指不丹）的行为非常不满。只是当英国人同意放弃当时正在大吉岭做准备的马科蕾使团访问拉萨作为回报之后，英国才劝说清朝总理衙门（当时的中国外交部）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然而，总理衙门并不同意“缅甸”（Burma）这一术语的定义，中缅边界的划定也成为日后中英谈判的话题之一。此外，由于中国人处理边界问题的习惯方法，这一问题不大可能被主动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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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4年英中条约谈判的过程中，以及1897年该条约修改过程中，英国获得中国方面对从湄公河Mekong River，其上游是中国境内的澜沧江以北到北纬25度35分之间边界调整的承认，该处大致将缅甸的密支那（Myitkyina）和中国云南腾越Tengyueh 位于腾冲县——译注一分为二。该边界调整规定成为1898～1899年中缅边界划定的主要依据，由此并没有产生任何争议。沿着这条边界线中段的一部分，是由乔治·斯科特爵士（Sir George Scott）在1898～1899年间对方缺席的情况下划定的；对于这段划界，截至1914年，中国人始终没有同意；但中方对于这条事实上的边界也没有提出严肃的质疑。然而，对于中国人坚称北纬25度35分系双方边界线的说法，英国人完全无法接受。自从英国吞并上部缅甸以来，英国就始终坚称云南西部边界与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开江东岸接壤。1892年9月，在伦敦的中国公使馆和英国外交部之间针对缅甸边界问题展开了谈判，中国公使谢大人（Sieh Tajen）正式向罗斯伯利宣称，中国领土已扩展到伊洛瓦底江，英国人应承认这一现实，即作为缅甸地位发生变化而向中国做出的补偿。谢辩解说，该地区的部族长久以来始终承认中国的最高权威，中国商人和定居者在此地颇为活跃，从诸多方面来看，该地区已经汉化了。谢声称：凡中国文明繁荣发展之处，便是中国领土。英国反对中国对伊洛瓦底江边界地区的主权，理由如下：英国认为，如果接受这一现实，将会令中国占据优势地位，从而可以进一步深入渗透英属缅甸。中国人占据这片土地之后，将会为那些英国领土上的叛乱者和对英国心怀不满者提供避难场所。沿着伊洛瓦底江水路，走私贸易必然会繁荣起来。所有这些情况都将导致英国为驻守这片险恶的边土并维持其和平的军事花费大幅增加。英国人认为，在克钦邦东部只有一条边界线，那便是恩梅开江与萨尔温江之间的分水岭。

在1892年，中国人拒绝接受恩梅开江-萨尔温江分水岭作为中缅边界线。1898年初，他们从云南派遣一名中国官员；据来自仰光的消息，这名官员随身携带的护卫队大约有200余人，他们宣称中国实际上有效控制了恩梅开江河谷。英方向北京提出抗议也无济于事，印度政府的寇松勋爵下决心捍卫这片争议领土。1900年2月，赫兹（H. F. Hertz）带着一些护卫人员在奇贝（Hpare），即英国宣称的分水岭边界线南端，与中国军队遭遇，并将中国军队赶回云南，中方大约有70余人阵亡。1902年，据报道，中国军队再次越过恩梅开江-萨尔温江分水岭。萨道义向清廷外务部提出抗议，外务部同意将此事提交云南政府。1903年初期，云南省政府派遣官员赴现场调查此事，发现分水岭线位于中国领土境内100余里地。外务部亲王一获悉该消息就向萨道义提出建议，中英双方应立即成立一个中英联合边界委员会，在云南政府所提供的信息基础上展开勘界活动，缅甸政府对此建议表示极度厌烦。但他们授权萨道义向中方建议：中英联合调查争议边界小组或许可以作为将来继续谈判的基础。中方表示同意。由此，调查的任务交给了英国驻云南腾越领事官员立顿（G. L. J. Litton）和腾越道台施大人。立顿在过去几年已沿着恩梅开江-萨尔温江分水岭对附近大部分地区进行探险，还受到八莫副专员（the Deputy Commissioner for Bhamo）利维森（Leverson）的资助。联合勘察行动从1905年3月持续到5月。施大人的思维方式似乎还合乎情理，如果不是在勘察行动结束之前他被仓促调离，立顿认为中英双方还有可能达成某种有用的结果。因此，施的调离被英国人理解为中方蓄意的破坏行为。

由于1905年的调查行动，立顿得出结论：

1.我们发现，实际上，中国人对分水岭之外的领土，现在没有，将来也极有可能不会有任何有效的管控或行政管理……因此，我们首先建议，英方只应当承认分水岭为唯一的边界线。

2.我们发现，从地理学和人种学的角度来看，这条界限不仅十分方便，而且还可称之为是一条理想的边界线，其最北部与西藏边界接壤。这是一道显而易见不会弄错的山脉，跨度十分宽广，山脊两侧完全不适宜人居的地方距离山顶6～8英里……这条山脉将所有克钦人（缅甸一侧）和中国人（云南一侧）一分为二。此外，除了少数几个零散的村落之外，所有傈僳族也将位于中国一侧。

3.我们发现，采用任何其他边界线都将极大地危害到缅甸的利益，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对中国的利益也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英国不能承认中国对恩梅开江的领土主权，否则该地便产生了一片飞地（enclave），所有心怀不满者、不守规矩者和罪犯等都可以找到一个在英国政府管辖范围之外的安全避难所。这将会极大地提高英国政府的开销，增加其管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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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顿还补充道，由于中国人实际上接受了分水岭以西的几个村庄的贡品，因而英方或许可以给中方提供一些损失补偿，但这也是他所建议的唯一让步。1906年，就在中英协定其中，英方要求中方承认拉萨条约签署后不久，萨道义向清廷外务部通报了立顿得出的结论，萨道义说，这些结论现在代表着英国的政策。他宣称，如果中国人不接受分水岭的建议，英国人将扩大自己的直接管辖范围，在当时而言，这范围已抵达密支那以北的地方，就在恩梅开江与萨尔温江的分水岭处。中国人拒绝放弃自己在恩梅开江河谷的主权，要求进一步勘察该地。于是，英国人开始考虑做一系列让步，例如，修订瓦邦地区的分界线，诱使中国人接受分水岭分界线，但截至1908年，此举没有产生任何作用。无论如何，印度政府强烈地反对做任何让步。

1908年1月，缅甸政府发现，在去年秋天，一位中国官员带着50名中国士兵越过分水岭，在恩梅开江的一个小支流奇帕拉河（Hpala）竖起分界碑。因此，副总督建议英军应当再次在这片争议地区采取积极巡逻的态度。自1900年赫兹与中国人在奇贝发生冲突以来，该地区从未被打扰过。莫利不喜欢这样的计划，担心长期在偏远地区维持警力，保障其安全并为其提供后勤保障过于昂贵。最终，在1908年11月，他极不情愿地同意密支那副专员W. F. 赫兹（W. F. Hertz）与其兄H. F. 赫兹（H. F. Hertz）一起，带领不超过100人的护卫队展开一次十分有限的游历活动。莫利的前提条件十分清楚：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导致英国长期占领此类无人管理之地的情况发生。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避免与中国人发生武装冲突。1909年1月，由于中国方面再未采取进一步措施，赫兹之行也就被取消了。

1910年2～3月间，一场新的危机爆发了。从中国边界一侧出现了大批人马，显然是中国臣民登埂土司（Tengkeng）的追随者，占领了分水岭西侧的片马村（Pienma，or Hpimaw）。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似乎是片马百姓拒绝向登埂土司缴纳日益增加的棺木税，因片马人已习惯于从云南购买棺木。英国驻滕越公使阿奇伯德·罗斯（Archibald Rose），在调查此事后得出结论，此事远不止一件边界纠纷那样简单，云南政府很可能打算支持登埂土司，并将片马也纳入中国统治之下。罗斯认为，这次事件不过是将所有争议地区都纳入中国治下的一个序曲。罗斯提到，云南当时正在训练新招募的军队。在1910年7月，英方再次报道中国人越过分水岭之界线，具体表现形式是：一名中国官员带着一队护卫队，来到康提垄（Hkamtilong）地区，即迈立开江源头或伊洛瓦底江的西部支流处。与此同时，中国对片马产生兴趣的本质变得日益清晰。中国人在该地似乎至少建立了三所学校，似乎成为中国政府向该地扩张的文化先头部队。所有这些引发缅甸政府打算重启赫兹之行的计划，这一次，印度政府批准了。赫兹带领大约500余人组成的护卫队，直接来到了争议地片马周边地区，向当地人象征性征收贡品，承诺英国人将会保护当地酋长，并拆除他所能看到的所有中国人竖起的界碑。印度政府还派出一支前往康提垄的探险队。在伯纳德（J. T. O. Barnard）的率领下，探险队打算访问缅甸北部的这片偏远角落，据悉中国人已经渗透该地。英国探险队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即向克钦人及其他部族澄清：他们都是英国人的臣民。

1911年1月，赫兹及其护卫队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便进入片马（Pienma）。英国人发现，中国人在片马的行政管理机构，仅由一位年长的中国校长组成，赫兹毫不费力地劝说其返回云南。由于赫兹所奉之命是英国不得长期占领片马，因而在老校长离开之后，赫兹本人也迅速撤离了。随后，中国人便开始抗议赫兹这种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如他们自己所描述。在云南，一次抵制英国商品的运动被匆忙组织起来，据传言，新训练的军队很快就会被派往争议地区。1911年2月，据传中国人打算重新占领片马（该传闻很快就被证明是假的），缅甸政府打算再次派遣赫兹。然而，印度事务部和印度政府都表示反对这一计划，理由是，在朱尔典有机会在北京重新谈判缅甸边界问题之前，英国不应贸然采取行动。的确，赫兹曾报告说，中国宣称对片马拥有主权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因为登埂土司长期以来占据着该地区；但他辩解说，登埂土司是作为一个个体而非中国臣民统治占领该地区的。

1910年，提交给印度政府关于中国占领片马的各种报告，与中国渗透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各种报告十分类似。在北部缅甸和阿萨姆山区，英国当时都没有实行直接管理；而英国对争议地区的领土主权，均是理论上的主权，而非实际存在的。对于这两处地区，英国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派遣远征军，将不速之客驱逐出去；但随之而来的便是驱逐不速之客后，英国应如何应对的问题。敏托在私下致函莫利，谈及赫兹率领远征军前往片马时曾写道：

我认为，我们应当对远征军抵达当地之后，应采取什么政策了然于胸……而让我们坐等中国人再一次蚕食鲸吞（这些地方）是不可能的。远征军轻易就能树立我们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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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派遣这种类似的远征军并没有什么意义，除非派遣远征军的结果将是英国以某种形式长期占领该地。然而，莫利仍然沉浸在不干涉印度边界事务的想法中，无法以同样的观点看待问题。在1910年7月18日写给敏托的回信中，他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莫利写道：

我十分理解你对中国人（在这些地区）的活动所产生的兴趣，正是人的本性中恶的一面令你觉得我们应当“展示一下我们的厉害”。但还有些问题是印度不能决定的，即便从印度政府的角度来看也不能自行决定。英王陛下政府在处理中国问题的时候，必须综观纷繁复杂的全盘大局。如果我们在恩梅开江-萨尔温江分水岭问题上“展示厉害”过于激烈，有可能导致中国人抵制英货，如此我们便会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这种情况下，公共舆论将极有可能追问我们：这样做是否值得？昨天下午［1910年7月17日］……我和格雷及哈定在外交部进行长谈……我们把中国局势当成一个整体来讨论，我们并不打算屈服于清朝人，但是也真切地意识到他们有能力给我们制造麻烦。如果他们认为，就连公正善良的英国人都打算威胁中国，施行他们称之为的“瓜分中国政策”，中国被（列强）东咬一口，西咬一块。而当你再次提到英王陛下政府有必要“意识到，在缅甸远征军声明了我方立场后，我们不可能撤兵”的时候，我本人就不那么确信。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谁知道呢——这就是人事的偶然性和变化性啊——但你和寇松勋爵可能会联合起来，怒火冲天地责备我破坏萨尔温（边界）！然而，寇松仓皇逃离索马里，可谓自讨苦吃；即便他并非虚心好学之人，也必然会在将来更加小心谨慎。正如古语云：肠满今朝愁，莫添他日忧。W. F. 赫兹率领500多名警力……在天公作美的情况下，毫无疑问会前往边界之地。在我们签订了1906年条约之后，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当然，如果中国是一个体面正派的地方，我们就会通过仲裁，联合划界委员会和其他文明手段解决边界问题；但这些措施并不适用于那些地域歧视者，对付他们，只能通过伪造的地图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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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同意莫利关于中国不是“一个体面正派的地方”的说法，但他们完全不相信莫利不打算破坏萨尔温划界及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事宜的说法。在这种十分焦虑的状态下，印度政府更倾向于相信：中国人正确估计了英国人的反应，即侵略英属印度偏远地区，这是十分值得警醒的。在此期间，莫利固执地坚守他的不干涉理念，印度的许多英国官员根本不相信中国人在这个时候采取前进政策仅仅是个巧合。他们认为，中国人必定是感觉出英国人的软弱和犹豫，因而才决定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个时机。

的确，这种印度中心观（Indocentric outlook），在印度政府设计构想如何在挫败中国人的同时绕过约翰·莫利及其内阁同僚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然而，这种印度中心观并没有正确地理解中国在此阶段所采取政策的本质。麻穆勒在1910年4月致函爱德华·格雷爵士时，大体上阐释了中国的前进政策，他认为这是中国在新疆、蒙古、西藏和缅甸边界所采取的一种政策，本质上是在有利的条件下，通过宣称中国传统权利而获利的机会主义策略，不管这种权利虚弱到多么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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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前进政策既没有什么大师计划，也没有提前规定务必要在当地达成某一特定目标。该政策自然也没有阴谋策划要反对英属印度帝国。基于目前所能获得的证据，这种观点似乎比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之前引用的段落中所说的内容更加合情合理。无论如何，试图将中国在西藏的行动与他们在缅甸-云南边界采取的措施过于密切地联系起来的做法是荒谬不堪的。1910年中国人在这两个地区的活动均有着漫长的历史背景。恩梅开江-萨尔温江分水岭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1892年：中国在西藏地位的本质问题，及中国与喜马拉雅诸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则可以追溯到1886年缅甸-西藏条约和1890年锡金-西藏条约。鉴于中国在20世纪最初10年的中亚政策的基本方向，这两个问题的日益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 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问题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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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

1910～1911年，中国人在波密和察隅的行动令他们接触到一些居住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山地部族，这令英国人开始积极关注这一地区。虽然自1826年英国就首次接触该地区，但从政策而言，该地区实际上处于基本自治状态。自1826年扬端波条约（the Treaty of Yandaboo）签订以来，英国人从缅甸人手中获得阿萨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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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1910年，这片沿着印藏边界、从不丹到缅甸的区域，都被印度政府视作英国和西藏地区之间的一个极为便利的缓冲区。然而，到了1910年，由于中国人在该地的积极行动，这片山脉和丛林就被认为是印度帝国陆地防御区的一个严重的薄弱环节。

从我们现在的研究角度来看，阿萨姆喜马拉雅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地区。第一，与喜马拉雅不丹王国东部边界毗邻的地区，即如今我们习惯称之为达旺的地区（Tawang Tract）——1913～1919年间，该地区被（英国）正式描述为东北边疆西段的一部分（part of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1919年，该地成为巴里帕拉边疆地区（Balipara Frontier Tract）；再后来，就变成东北边疆局卡门分支（the Kameng Division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NEFA）。达旺地区是一个条形地带，大约有80英里宽，东西从喜马拉雅山脉山脊延伸至阿萨姆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地区。第二，从达旺地区向东，直至缅甸边界，是一片山区，大约100英里深的苏班西里河谷（the valleys of the Subansiri）、底杭（Dihang，or Siang香河）、迪邦（Dibang）、洛希特河流域地区（Lohit river systems），居住着阿萨姆喜马拉雅“土著”部族。目前，达旺地区及其东部的山区，作为东北边疆局的一部分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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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两个地区，即达旺地区和“土著”部族居住地，在很多方面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当前关于印度喜马拉雅边界文字记载的内容并非完全能够理解这一点。正如我们所见，西藏与达旺地区的关系同西藏与更东部山地诸国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

二 达旺地区

达旺地区（地图6）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在最北部，宛如楔子一般插入一个由1914年划定的麦克马洪线、不丹边界以及海拔13940英尺的色拉山（山口）所在山脉三边包围而成的三角地带，或许可以称之为达旺地区的本部。其周边则是伟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达旺寺，也是拉萨附近哲蚌寺的姊妹寺，大约容纳着500～700名的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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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拉山东南部是达旺地区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卡门河支流比乔姆河谷（Bichom Tributary of the Kameng River）流经之处和行政中心德让宗之所在地。再往南，由海拔9640英尺的邦迪山口（Bomdi La）将比乔姆河从中分开，即达旺的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卡门河腾加支流（Tenga tributary of Kameng）流域。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村庄，茹巴村（Rupa）和谢尔岗村（Shergaon）；谢尔岗村距离阿萨姆平原的乌达古里（Udalguri）以北的直线距离只有25英里。达旺地区的南部边界的确如之前所说（1914年之前），东西距离乌达古里只有11英里，距离布拉马普特拉河只有30英里。

达旺地区的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之一也就是西藏人熟知的门隅（Mönyul），与不丹的地形特征十分类似，探险家华金栋（the explorer Kingdon Ward）曾一度对之十分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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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喜马拉雅山脉大部分地区，遍布着十分辽阔的河谷地区，这些河谷令季候风从山间穿过，由此导致降水量极高的地区向山脊地区蔓延：总之，西藏人必须面对他们极不喜欢的一种气候。然而，在锡金的梯斯塔河谷（Tista valley）和达旺地区东部苏班西里河谷流域之间，位于前部的山脉相对而言不容易受到主要河流的侵蚀，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能更有效地阻挡降雨。因而，这里便形成海拔1500米高的河谷低地依然拥有足够凉快和干爽的气候，这对于西藏人和不丹人这类山地人群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

因此，依据现实的分类法，几乎在阿萨姆平原的每一个角落，达旺地区都居住着与西藏，而非与印度低地关系更为密切的部族。这些部族便是门巴人，佛教徒，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已经基本藏化，与不丹东部的居民十分类似，与更远一些的喜马拉雅族群如锡金雷布查人也颇为相似。人们或许认为，门巴人受到了位于西藏高原边缘的达旺本部西藏人的极大影响。而居住在德让宗地区的门巴人，也称之为谢却巴人（Sherchokpa），则有很多明显的非藏族特征；甚至在更广泛的程度上，茹巴村和谢尔岗的门巴人，即谢尔杜克彭人（Sherdukpen）也是如此。但所有的门巴人，即便是那些距离雅鲁藏布江河谷西藏中心最遥远的门巴人，在文化上也属于北方而非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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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1963年）的一项报告表明，东北边疆局卡门分部（达旺地区现在的名称）的门巴人总人口数为36600，其中包括2600谢尔杜克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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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论上讲，直到1914年更晚一些时候（正如我们所见），尽管通过复杂和相当遥远的渠道及方式对茹巴村和谢尔岗村等地区进行管理，但门巴人都始终处于西藏政治的管理控制之下。华金栋在1938年评价达旺地区的时候说道：“门隅实际上是西藏的外围地区，正如春丕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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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自从中国共产党开始质疑麦克马洪线边界的合法性以来，在某些时候否认或模糊这一结论（华金栋上述结论）就成为一种时尚。然而，在研究自1826年以来英国与达旺地区的关系史之后，我们就能确信无疑地认为，至少直到1914年，印度政府认为正如华金栋所言，这一地区（达旺地区）是“西藏的外围地区”，有诸多理由支撑这一论点。

最初，英国与达旺地区领土发生直接接壤，是由于1826年2月24日扬端波条约签订的结果。英国人从缅甸人手中获取了阿萨姆，但他们在此之前就知道这一地区的存在。从西藏到阿萨姆的一条重要的商业路线就经由达旺，每年西藏商业探险队都会通过达旺地区访问阿萨姆平原，并带来大量的银元（这些银元的价值至少是10万卢比）和一坨的岩盐（rock salt），并用这些东西和阿萨姆商人进行物物交换，正如汉密尔顿告诉我们的：“图萨布（Tussa cloth），是奎恩河下游的阿萨姆本地妇女手工编织的一种粗丝布；阿萨姆还发现了铁和紫胶，其他动物毛皮，水牛角、珍珠、珊瑚，大量的稻米，起初都是从孟加拉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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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9年的这笔贸易价值总额据估计可达到20万卢比，除了盐巴和银元，西藏人还带来了羊毛制品、金粉、麝香、小马、牦牛尾和中国丝绸。缅甸人在19世纪20～30年代对经由达旺地区的贸易进行强夺、扰乱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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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了1833年，英国人成功地复兴了途经达旺的贸易：卢瑟福中尉（Lt. Rutherford）在乌达古里设立了每年一次的集市。对此，1884年，研究阿萨姆边界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麦肯锡基于自己在1870年的亲身经历，写下了以下文字：

一个极为有趣的奇景或许每年会出现……［乌达古里］……来自西藏各个地方的商人，有些来自拉萨，东方或西方，甚至还有来自北方的商人，他们成群结队地来了；有些人穿着中国式的衣服，使用着来自中国的工具，留心一切与中国相关的东西。许多人携带家眷，将货物驮在马骡身上，每年都有成百上千驮货物运到集市来。1852年，政府批准了一项倡议，将集市的地址迁到曼噶代［Mungledye］……［曼噶代Mangaldai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附近］……如此一来，对孟加拉和阿萨姆商人更为便利。山地大篷车也不会冒险到如此远的平原之地，现有的一些安排等也不会再被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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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获取阿萨姆，不可避免地导致印度政府与达旺地区政府发生某种政治联系。距离平原最近的门巴人在此过程中获取了山脚南端的某种土地权，这标志着他们正式占领该地的界限。这些权利究竟是什么，还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卡里亚帕拉杜尔地区（Kariapara）的一些非门巴居民，在英国人统治之前曾经习惯于向他们的门巴邻居缴纳各种赋税，而这些赋税则可能被理解为暗示某种政治上的臣服。19世纪30年代曾专门研究过阿萨姆和孟加拉北部边疆的彭伯顿认为，卡里亚帕拉杜尔地区由达旺和阿萨姆两地共享；达旺政府被彭伯顿描述为直接隶属于拉萨，而且只是在寒冷的季节占领杜尔地区，在炎热的时候则放弃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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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结果无疑是季节性迁徙活动导致的，正如厄尔文告诉我们的，至今仍有一些谢尔杜克彭门巴人继续进行这种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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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19世纪初期，英国人似乎认为，杜尔地区的主权是由达旺而非阿萨姆政府所拥有。1841年，罗宾逊（Robinson）在他的《阿萨姆志》中写道，基于诸多官方资料信息：“该杜尔地区由达旺酋长所掌控，而达旺酋长则直接听命于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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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年，英国人最终获得了对卡里亚帕拉的主权，当时的东北边疆局总督弗朗西斯·詹金斯少校（Major Francis Jenkins），劝说六位门巴族酋长完全臣服于该杜尔地区，作为交换，杜尔地区每年付给门巴族酋长5000卢比。据估算，5000卢比是该争议地区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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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1844年协议的达旺地区酋长似乎是从德让宗、茹巴村和谢尔岗村来的谢却巴和谢尔杜克彭人成员，而在当时，英国人还不完全了解这些地方的政治地位。詹金斯很自然地将其视作“达旺酋长”的代表，除了“不归不丹政府管辖，但属于拉萨政府的附属”之外，他对这些人几乎一无所知。他认为，英国与达旺政府保持友好关系利于英国获得一些贸易好处，因为经由达旺的贸易路线不仅是英属印度和拉萨之间的最短路径，而且

这条路线不必经过任何独立政府，英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领土……（中国）［作为西藏的宗主国］……在此接壤，这是连接中国西北省份、西藏东部省份以及鞑靼与英国领地的最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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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达旺商业路线依然颇具吸引力，尽管詹金斯时代，这条路线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在亚历山大·麦肯锡还担任孟加拉政府助理秘书（Junior Secretary）之际，他曾提醒诺斯布鲁克勋爵（Lord Northbrook）关注达旺地区，因为“达旺地区由完全独立于不丹本部的菩提亚人掌控，由此直接隶属于西藏。西藏官员完全有可能参与那里发生的一切……到时候……我们就会与西藏发生直接联系了”。英国希望那些爱管闲事的当地酋长，如不丹和锡金酋长，没有直接插手干涉达旺贸易路线的机会，并借此阻挠英属印度领土和拉萨政府之间经由此地的过境贸易。麦肯锡说道，无论如何，达旺路线的潜在价值至少与大吉岭路线的价值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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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对英国—达旺边界关系的隐晦结论，虽然可能比（英国与）喜马拉雅边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的关系都要平稳顺利，但实际上却没有大量足够的证据支撑。的确，在1852～1853年，这个特殊边界爆发了一次危机，几乎导致英国和达旺政府之间爆发武装冲突。冲突的起因在于1844年英国答应付给达旺政府的5000卢比。这笔费用每年都由英国交给了谢尔杜克彭或谢却巴门巴人的酋长之一，这些门巴人每年来到乌达古里集市的原因也在于此。英国人认为，这些被称之为七王（Satraja，the Seven rajas）的酋长所享有的权利比实际上要大得多；正是印度政府所熟知的最重要的一位土王（酋长）即格隆土王（Gelong，or Gelling Raja）负责收取费用。1852年，已经收到5000卢比的格隆土王，试图将其据为己有，因此被迫在英属印度领土上寻求避难。他的同辈土王们向自己的上级——即色拉山北部的达旺寺僧人（尽管当时英国人并不知晓）报告其恶行。达旺寺僧人很可能受到位于后来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西藏行政中心——错那宗政府的支持，派遣了一支武装力量来到英属印度边界，强烈要求引渡格隆土王。英国人拒绝其要求，并立即派出一支400余名步兵和两门6磅大炮组成的英军前往边界。由此，西藏人又建议达成妥协。如果英国人愿意签署协议，宣布格隆土王已经去世，那么，西藏人将会立刻和平撤军，显然还会失去5000卢比。英国人拒绝帮助西藏人挽留颜面。若西藏人愿意原谅希望继续居住在英属印度领土的格隆土王，英国人则会最终同意继续支付5000卢比，因而双方展开漫长的谈判（参见附录9）。1861年，格隆土王似乎和其主子达成了和解，返回了达旺；但没过多久，他就被迫再次来到边界以南寻求避难。1864年，奉达旺政府之命，一伙山地部族人越过英属印度边界，谋杀了格隆土王，此举令印度政府异常愤怒。印度政府曾一度认真考虑实行报复，但最终决定忽略这些小事，以便达成共识：如果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那么英国政府将停止支付5000卢比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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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1873年冬，很可能为了减少未来发生边界冲突的风险，达让副专员格兰汉姆少校（Major Graham，Deputy Commissioner for Darrang）主动承担了拆毁达旺-英国边界的任务，作为当时正在进行的不丹-英国基本划界的组成部分。格兰汉姆和几位门巴酋长（the Satrajas）讨论边界线问题，门巴酋长清楚地表示：如果没有征求他们西藏首领的同意，他们绝不会和英国签订任何协议。在屡次谈判过程中，有四位西藏官员在场。格兰汉姆报告说：“我发现他们看上去就像是牧师，似乎是立场鲜明之人。门巴酋长对他们毕恭毕敬。到最后，酋长才说，这些来自拉萨的陌生人是来这里视察的。”这四名官员究竟是谁，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或许是达旺寺的代表，但似乎更有可能是拉萨派出的（或许是来自达旺寺的母寺——哲蚌寺的僧人），抑或是错那宗政府派来的人。无论如何，他们的出现让划界成为可能，因为正是他们劝说门巴人同意划定东西朝向距离乌达古里北部大约17.6公里的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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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十分有趣，这条边界线似乎是英国人认为的唯一一条西藏人参与的情况下划定的印藏边界线；但到了1914年，这条边界线却不再被承认，因为印度政府决定划定基于此线更北部96公里的麦克马洪线。

1875年，印度探险家（班智达）纳恩·辛格（Nain Singh）回到印度，他代表印度三角测量局（the Great Trigonometrical Survey of India），从拉达克途经西藏和达旺抵达阿萨姆后，为英国人提供了有关达旺地区的国家、人民和政治等准确的一手资料。1913年的贝利（Bailey）及莫斯海德（Morshead）以及1914年的内维尔（Nevill），都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进一步扩展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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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达旺地区，门隅，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西藏统治下，但西藏政府对该地的统治既不连贯一致，在某些地方又非直接施行。位于达旺河谷和娘江河（Nyamjang）附近色拉山以北的达旺本部，是达旺寺的所在地，也是西藏行政区错那宗的完整组成部分。错那宗的两位宗本（或地区长官）习惯于在达旺度过寒冷季节，因此他们认为达旺是其冬都。当然，作为拉萨附近哲蚌寺的姊妹寺，达旺寺在当地的影响力极大，寺院代表统治着当地的议事机构（Trukdri），处理达旺本部的日常事务。而在色拉山以南的德让宗、茹巴村和谢尔岗村，错那宗宗本似乎并没有直接对其实施管理，除了森格宗（Sengedzong）这个小村庄例外。森格宗位于色拉山南麓，与其说这是错那宗领土的一部分，还不如说这是错那宗宗本理所当然的私人财产。除了森格宗之外，色拉山以南均属达旺寺统辖范围，并直接延伸至与英国边界接壤。达旺僧人在位于卡门河支流比乔姆河谷的德让宗（Dirangdzong）设有地方官员，同时也在位于卡门河支流腾格河分支之一的河谷上游打陇宗（Talungdzong）设有地方官员。每年天气寒冷之际，也即阿萨姆集市开放之时，打陇宗的官员们就搬到更南部的阿马土拉（Amatulla）（此地就在英属印度边界上），以便监督往来于乌达古里（Udalguri）的交通状况。德让宗和打陇宗官员在当地征收赋税，并负责抵御西部的不丹人和东部的非佛教部族。然而，他们直接涉入当地管理事务的程度却因地而异。谢尔杜克彭门巴人显然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有时达旺僧人对该村庄的控制仅仅是名义上的。色拉山以南达旺的管理，并非贝利和内维尔等英国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不需要过多评价。门巴人受到重税盘剥，却得不到他们所期望的保护：相邻部族地区常常对其进行劫掠。
 
[46]



近些年来，常常有人辩解：严格说来，达旺地区从来不是西藏的一部分。据说，达旺地区的门巴人仅仅从宗教意义上从属于达旺寺，他们给达旺寺所缴纳的赋税也属于宗教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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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种观点恐怕不能用在色拉山以北的达旺地区，因为该地区处于错那宗统辖之下，正如西藏帕里位于春丕谷河谷上游那样，两地的功能在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但在色拉山以南，达旺寺的地位就很难定义了，而且此类证据只能证明达旺与西藏之间仅存在宗教关系这一论点。然而，经检查之后，发现该证据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和西藏很多其他类似的寺院一样，达旺寺的僧人毫无疑问地承担着本地世俗管理的责任。如果在西藏政教合一体制范围内有可能将宗教事务和世俗事务区分开的话，德让宗和打陇宗的僧人宗本的职责绝非仅限于处理佛教事务。他们所征收的是赋税，而非宗教意义上需要人们自愿缴纳的什一税。此外，在管理色拉山以南的达旺地区时，达旺僧人并不代表自己，而是作为其母寺：拉萨哲蚌寺的代理机构行事；而哲蚌寺在西藏政府中扮演着十分明确的角色：既关乎宗教事务，也涉及世俗事务。例如，哲蚌寺的印章曾出现在1904年拉萨条约上。

有人为了进一步论证麦克马洪线在国际法上的有效性，声称达旺地区不仅在世俗意义上不属于西藏，甚至在1914年之前，达旺实际上已处于英国人的保护之下。
 
[48]

 支持此类观点的人宣称，英国人自1844年以来付给达旺地区酋长的5000卢比是一种补贴，暗示着接受者一方在政治上依附于英属印度政府。然而，实际上，我们只需浏览1844年协议（参见本书的附录8）便可知，门巴人签字方接受印方每年5000卢比的补偿，仅仅是为了补偿其在阿萨姆卡利亚帕拉杜尔地区所失去的权利。因而，他们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该杜尔地区出租给了英国人。的确，有人可以辩解说，在某种意义上，英国人至少在卡利亚帕拉杜尔地区Kariapara Duar依赖于达旺地区政府。1844年和1853年条约中提到的5000卢比所蕴含的政治含义似乎不可能发挥什么特殊作用。门巴人在收到乌达古里的英国人所给的5000卢比之后，将其交给了达旺寺，而达旺寺在留下500卢比之后，将其余所有4500卢比全部交给了拉萨哲蚌寺：因此，正如阿萨姆政府大臣博瑟姆（A. W. Botham）在1922年用一种不甚幽默的方式所说：“达旺是拉萨的附属，西藏是中国的附属，因而，为了卡利亚帕拉杜尔地区的阿萨姆德让地区，我们正在以某种方式给中国人纳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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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中国人派了一小支军队前往错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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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1911年末中国没有爆发辛亥革命，从而令中国在波密和察隅实施的计划招致厄运，几乎毫无疑问：中国官员迟早会进入达旺地区，来到与乌达古里以北相距17.6公里的英国边界。因此，中国人的统治也必然会渗透喜马拉雅障碍，直抵阿萨姆平原的边缘。对英国人而言，他们最不想看到的这种中国对藏政策结果，通过印度政府无法控制的情况获得阻止。在1910～1912年，达旺—英国边界问题还没有变得十分严重。然而，该问题的存在所蕴含的危险，并没有逃过英国战略家的关注。正如印度总参谋部在1912年6月所言：

关于达旺的边界线划分，需要特别深思熟虑。现存的边界（划定的）位于达旺以南地区，即向西从乌达古里附近沿着山脚至不丹南部边界，由此，米里……［非佛教部族］……地区和不丹之间……存在一个危险的三角区域。一条相对容易、行人较多的商业路线南北横跨该三角地带，中国人可能通过这条路线对不丹施加影响力或压力，而我们却无法从侧翼抵达这个突出的三角地带，正如我们在春丕谷的境遇。因此，修正这条边界线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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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14年，英国人通过麦克马洪线将这一“三角地带”并入英国领土丝毫不足为奇；但此举究竟是如何完成的，还需留待下一章解决。

三 非佛教徒山地部族

位于达旺地区以南的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被几条极为宽广的水系深深渗入或从中横切。苏班西里盆地、香河或底杭河、迪邦河，以及洛希特河流等，将辽阔无比的灌木丛地带和高山地区变成季风气候。这种季风气候地区几乎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山脊，我们发现不丹和达旺地区的西藏人非常不适应这种气候。被这种气候所包围的山腰和山脚地带，在大约160公里深、480公里宽、直抵缅甸边界的范围内，生活着不信仰佛教的山地部族，他们或许还被描述为“土著部族”，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成功地保留了相对不受印度平原文明或西藏高原文明影响的一种文化传统。根据近期估计，这样的山地部族人口大约有18.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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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属于诸多小群体，大体上划分为七大类或八大类。他们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鲜为人知。他们的语言大体上可划归为藏缅语族。从体质特征来看，他们绝大多数似乎属于蒙古人种，一些人类学家检测出他们和缅甸闪族人等类型的部族之间存在一种普遍关联。其中一些部族始终停留在食物采集阶段而未能进一步进化，但其他一些部族，例如阿帕族（Apa Tanangs），已形成了基于水稻种植的一种非常复杂的经济形式。对于这些民族的文化和经济，我们很难一概而论；幸运的是，本书可以不必探讨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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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少数山地部族居住在达旺地区东部边缘，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门巴族邻居藏式文化的影响，但无论怎样，阿萨姆喜马拉雅的非佛教徒山地部族绝非藏族人。沿着这些部族居住的山地北面，如在香河上游（the Upper Siang）、锡约尔河谷（Siyom valleys），少数的藏族人或门巴人已经定居于此，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土著人”杂居在一起；但这种例子可谓极个别情况。然而，如果这些部族总体而言不是藏族人，那么正如1937～1942年间担任阿萨姆总督的罗伯特·里德爵士曾告诉皇家中亚学会的那样，“无论从种族起源，外貌特征，生活习惯，抑或看待事务的观点来看，他们绝对不是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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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山地部族：由于居住在与世隔绝之地，他们没有受到印度—雅利安人文化的影响。这些阿萨姆边界非印度部族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张。当然，主流观点认为，这些部族居住在同一个边界上。正如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他们绝非印度—雅利安大海中的孤岛：他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世界，即印度平原文化和西藏文化之缓冲区。他们的存在，令上文提到的这道鲜明的文化边界线将达旺地区沿线的阿萨姆与西藏截然分开。

出于管理的原因，也由于科学原因，在19世纪，这些部族被划分为六个主要群体，即阿卡人（Akas），达夫拉人（Daflas），阿帕人（Apa Tanangs），米里人（Miris），阿波尔人（Ab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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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米什米人（Mishmis）。直到20世纪初，以上六大群体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这种分类有一定价值，因为它为阿萨姆喜马拉雅主要的部族地区提供了十分便利的专门名称。阿卡人和一些达夫拉人居住在达旺地区和苏班西里盆地之间的地区。更多的达夫拉人，以及阿帕人和米里人则居住在苏班西里河及其支流附近。香河或底杭河河系是阿波尔人生活的故乡。在迪邦河河谷，沿着洛希特河流域的地方，居住着米什米人。当然，对于专业的人类学家而言，这种部族分类法远远没有产生如此大的作用。例如，阿波尔人（人类学家现在更愿意将其称之为“阿迪人”［Adis］）便绝不属于同一种类。维里尔·埃尔温将阿波尔人分为以下几类：米农人（Minyongs）、帕达姆人（Padams）、帕西人（Pasis）、潘吉人（Panggis）、西蒙人（Shimongs）、博里人（Boris）、阿兴人（Ashings）、坦噶姆人（Tangams）、噶隆人（Gallongs）、拉莫人（Ramos）、博卡尔人（Bokars）以及派里博人（Pailibos）等，上述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鲜明的特征。此外，主要部落族群的很多名字都使用了阿萨姆语，而非来源于部族。例如，阿波尔（Abor）在阿萨姆语中的意思是“不守规矩”（“unruly”）或“不顺从、不听话”（“disobedient”）；而意为“山地人”（hillmen）的阿迪（Adi）这一术语，现在已经取代了“阿波尔”这一名称。

从政治角度来看，部族的名称微不足道。事实的本质在于：有大量小型部族群体，其政府组织机构仅仅停留在村庄水平；探讨一个阿波尔，或米什米，或达夫拉邦国是毫无意义的。沃德中校（Lieutenant-Colonel G. L. S. Ward）曾参加过1899～1900年针对米什米山的军事行动，他清晰地描述了至少一个地方的地位，他注意到：“米什米人中间绝对没有任何固定的政府——每个村庄，甚至每户人家都是完全独立的，自行其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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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同这些山地部族缔结的很多条约都发生在19世纪，当时英国并没有和任何主要部族签约，而是和一些村庄的头人签约，这些头人只能约束他自己特定的小社区。现在的东北边疆局所绘制的地图，虽然标明了主要部族的分布情况，但却十分具有误导性，因为该地图表明：这些部族从山脚到山脊的确切控制区域，这与尼泊尔和不丹的情况如出一辙。

情况再清晰不过，在19世纪，这些部族不仅被划分为文化群体，之后被分配到山地各个地区，而且在这些山地区域之内，又存在同一水平的不同分支，如此，泛部族组织（pan-tribal organization）就无法出现。专门研究这些部族的学生，如达尔顿（E. T. Dalton）所撰写的《孟加拉描述性人种学》（Descriptive Ethnology of Bengal
 ）虽出版于1872年，但至今仍是一部极为有趣的著作。该书作者除了在洛希特河沿岸的米什米地区之外，没能找到任何能够证明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居民有着南北迁徙习惯的证据。在毗邻英属印度领土山脚地带居住的山地部族中，有大量证据表明，当地部族与西藏人居住地区有着间接的联系，例如，当地发现了铜质器皿、小铜铃、玻璃念珠、铁质刀具和铁剑等等物件，但几乎不可能找到任何在喜马拉雅山外真正拜访过这些地方的人，而这些物件均来自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地方。例如，达尔顿发现：帕达姆阿波尔人（Padam Abors）“出于某种原因有意隐蔽自己的对外交流情况，总是拒绝和西藏人进行直接贸易；他们会告诉你，在高高的雪山背后，仍然存在着野蛮部族，但无论哪个部族都不会承认自己曾经越过野人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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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发现，山地米里人和达夫拉人总是提起这些居住在他们和西藏之间以北的野蛮部族。对这种水平分层现象的解释，基本上可以视作经济原因所致。与阿萨姆和西藏市场直接毗邻的部落群体，给那些生活在内部部落群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他们的地理位置赋予他们垄断这种贸易的特权，他们对这种特权充满警惕和猜疑。那些内部部族无法避免和外界的所有接触，因为他们不得不获取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十分罕见的一种物品：盐巴。他们要么从阿萨姆获得盐巴，要么从西藏获取；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分界线，米尔斯和海门道夫将其定义为“食盐分界线”（the salt divide），将那些需要这种重要商品的南部部族和北部部族区分开来。
 
[58]

 只有沿着阿萨姆和西藏察隅之间的洛希特河谷，有一些可与横穿达旺地区的印藏贸易路线相提并论的地方；沿着洛希特河流域的贸易并不能让米什米部落在政治上联合起来。

居住在水平分层中海拔最低的部落群体，即那些居住在阿萨姆平原边缘的部族，与其南部首领发生联系的历史由来已久。部落之间为抢夺财物和奴隶而发起进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此方面，达夫拉人和阿波尔人似乎尤其令人畏惧。在英国人来临之前统治阿萨姆长达几百年的阿洪王朝（the Ahoms），逐渐形成了一种将部落袭击负面影响最小化的体系。每年向距离边界最近的部族缴纳一定的费用（布沙，posa），要么换回该部族认为他们在平原边缘上长期享有的领土权，要么或多或少作为给部落族人的贿赂，劝说他们维持和平（“敲诈”，blackmail）。根据麦肯锡（Mackenzie）的研究，布沙是“真正经得起检验的一种税收缴纳（方式）”。布沙有时候由部落群体自己从边界地区的农民处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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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沙很可能起源于阿萨姆人在其土地殖民化的过程中，周边的山地人习惯于在寒冷季节进行迁徙，正如谢尔杜克彭门巴人迁徙到卡利亚帕拉杜尔地区那样（因而产生布沙）。1826年，当英国人控制了阿萨姆之后，他们接管了这一体系；但他们竭力试图阻止这种向农民直接征收贿赂的行为；相反，英国人努力将布沙变成一种由政府直接向当地部族支付的费用，但部落群体并非总能欣然接受这种变化。

英国接替自阿洪王朝以来向山地部落缴纳费用的这种体系，以及英国人试图努力通过与山地头人签署一系列文字性协议令其合理化的行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体系。然而，总体而言，这种体系与其在阿洪王朝时期一样，并非特意暗示着阿萨姆政府对山地部族地区拥有主权（至少在西藏边界地区——某些诸如卡米特人（Khamits）以及新颇人（Singphos）等部落便绝对承认自己隶属于英国保护之下）。英国人和这些部族签订的许多条约中，都小心翼翼地提到这些部落和英国领土之间存在共同边界。例如，1844年英国人与阿卡人酋长签订的协议，要求阿卡人在英国领土上的时候遵守英国法律，这就意味着，该文本暗示的是平原而非山地。这一区别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与阿波尔人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中也显而易见。1862年11月，英国与米农阿波尔人的头人（亦即gams）所签条约之第二款规定：

米农人承认并遵守如下规定：英国领土范围扩展至山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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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整个1862年条约文本，均反复强调英国对“山脚地区”拥有唯一主权；英国人只希望控制该部族在这条边界线以南的行为。在1862年签署的另一个条约中，与英国签约的部族每年可以从英国那里获得100个铁锄头，40孟德（maund，印度等地的重量单位，1孟德相当于82.28磅）盐巴，100瓶朗姆酒，2孟德烟草，“足以令条约序言中提到的阿波尔部族或社区维持治安”，以阻止英国边界遭到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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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举可视为一种援助，正如美国帮助越南驱逐共产主义者，并非提供资金就暗示自己（对该地）拥有主权。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英国人认为阿萨姆喜马拉雅的非佛教徒部族地区并不属于他们的印度帝国。一方面，与达旺地区不同（英国人承认达旺是西藏的一部分），英国人认为这些地区不领属于其他任何国家。毫无疑问，非佛教徒部族地区和英国边界直接毗邻——那些和英国不相毗邻的内部部族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西藏统治之下。如果部落群体冒犯了英国边界——他们时常会这么做，印度政府认为自己可以随时下令停止支付布沙以及其他费用，如此便可以给部族强加经济壁垒，阻止他们前来阿萨姆市场；英国还有最后一招杀手锏，那就是派遣惩罚性远征军进入部族地区。在英国的某些远征行动中，如1899～1900年间针对贝贝吉亚米什米人（Bebejiya Mishmi）的远征军，就是经过精心筹划的：1899年，英国本打算派遣一支1200人左右的兵力前往米什米地区，但最终只派了100多人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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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政府认为，尽管英国承认中国理应有权关注西藏事务，但平息山地部族的这些远征行动并非涉及国际利益之事，因而，英国派军前往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也从未考虑过要通知中国政府。尽管山地部族所居之处并不在英国领土范围内，但印度政府认为它们仍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因而印度政府有权采取保护其利益的正当行动。然而，在1910年之前，印度政府认为似乎没有必要通过任何国际性条约承认这种局面。

在19世纪后半期，随着阿萨姆地区经济的发展，维系这一山区边界和平的任务变得复杂起来。喜马拉雅山脚的制茶业开始引发人们的兴趣。木材公司充满嫉妒地密切关注着山地部族边缘宝贵的森林资源。显然，如果不受任何约束，企业向部族地区的这种商业扩张行为必然会导致两者发生冲突，如此就有可能迫使政府采取代价昂贵的惩罚性远征行动。在边界地区制定规章制度显得至关重要。因此，英国政府于1873年制定《孟加拉东部边境章程》（The Bengal Eastern Frontier Regulation of 1873），提出一条称之为“内线”（Inner Line）的边界线，这条“内线”成为随后一批批探险家的眼中钉，肉中刺。麦肯锡如下定义这条“内线”：

（该规定）赋予副总督（孟加拉及阿萨姆相关责任人）以权力，令其划定一条称之为“内线”的边界线，规定所有英国臣民以及外国居民，在没有通行证或许可证的情况下不得向北越过“内线”。通行证或许可证也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发放。此外，还制定了关于贸易、占用边界线外的土地以及其他情况下的规定，这令执行规定的政府享有有效的控制权。该规定还要求保护大象，授权政府制定捕获大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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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大象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设陷阱捕猎大象的人不断闯入部族地区，随后便被山地人捕获并成为其奴隶。内线并不是印度帝国的国际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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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制造一个缓冲区的手段，即国际边界线和常规行政管理区之间的缓冲区，该缓冲区标志着山地部族和阿萨姆平原之间的相互转换。通过限制人们从南部进入该地区，英国希望将部族制造麻烦的风险降到最低。与此同时，那些从北面越过国际边界线、但仍处于内线之外的部落族人，若英国政府选择对其进行管理，则仍将服从英国的司法管理。据说内线（的划定）破坏了山地部族和平原之间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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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实际上，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尽管该协定令平原人更难进入山地部族区，但似乎并没有通过任何显著的方式限制山地人参加各种集市，如萨地亚行政中心每年举行的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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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线（Inner Line）并不是国际边界线，但却起到国际边界线的诸多作用，英国作家一般将其视为印度领土的有效边界，故近些年的中印边界争端由此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与喜马拉雅山脉毗邻的阿萨姆达让（Darrang）及拉金普尔（Lakhimpur）地区，1875～1876年规定的“内线”定义则很有可能令真正的国际边界（international boundary），即“外线”（Outer Line）变得模糊，因为“外线”也是在同一时刻划定的。近些年来，在中印边界争端中替印度一方辩护的人从根本上否认外线的存在，认为只存在一条1914年划定的麦克马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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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根本不必怀疑外线的真实存在。在上述提到的英国与阿波尔某些头人所签协议的条款中，已经暗含着外线的存在。“外线”（Outer Line）是指“内线”以北几英里处的“山脚沿线”（the line of the foot of the hills）。1875年，划定“外线”是根据其长度而定，即从达旺地区东南角到巴洛伊河（Baroi River）北纬27度，东经93度20分的地方，沿着山脚分界线。从巴洛伊河到迪邦河的尼扎木哈特（Nizamghat，又译作里嘎、尼柴姆加特），外线并没有划定，但依据其定义，外线应当是遵循“沿着山脚、容易辨认”的原则而划定的分界线。尼扎木哈特以东，根本不存在外线，似乎只有内线标志着英国司法管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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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部孟加拉和阿萨姆省》（The Province of Eastern Bengal and Assam
 ）地图中，沿阿萨姆喜马拉雅的外线绘制得十分精确，比例尺为1英寸=32英里，是由印度政府外交部门（the Foreign Department，Government of India）在1908年特别绘制；这幅地图后来成为1909年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二卷中的一幅插图。该地图中划定的边界线由长短虚线交替（alternating dots and dashes）的细线标注出，此处显示的范围系从不丹南部边界至巴洛伊河；紧接着便由破折号和十字架交替（alternating dashes and crosses）的细线取代，表明此处已划定边界，但还没有具体的边界线；到了尼扎木哈特，破折号和十字架构成的横线由一条虚线（a dotted line）所取代，向东与内线边界线（the Inner Line alignment）相连接。这幅特殊的地图标注出阿萨姆喜马拉雅山地部族居住区，但却没有标注达旺地区，用一道浅黄色的彩线表明：尽管该地区位于国际边界线之外，但出于某种特殊原因，该地区仍然大致处于英国势力范围之内。值得一提的是，外线的划分并非基于阿萨姆人居住区和山地部族地区之间的任何种族划分（ethnic demarcation）。许多山地部族已经在外线以南地区永久性或季节性定居下来。外线不过是遵循着山脚沿线便利的地理情况划定，它就像“自山谷而起的一面墙”（like a wall from the valley）。

在19世纪，英国官员时不时地越过山脚分界线，渗透到山地部族居住区；但除了洛希特河谷之外，他们只到过距离英属印度以北附近的地方。例如，早在1826年，贝德福德上尉（Captain Bedford）就曾在阿波尔地区短途探险。到了19世纪末，欧洲人已经和绝大多数主要部族群体居住的南缘发生了联系。然而，内部部族（interior tribes，这里针对边界部族而言——译者注）依然鲜为人知。例如，阿帕族（the Apa Tanangs），是在1890年被一位欧洲人首次发现的：当时一位名叫克罗（H. M. Crowe）的茶农正沿着苏班西里河谷下游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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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确定的是，直到1910年，除了沿着洛希特河之外，还没有哪一位英国官员成功地进入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来到与之交界的西藏领土附近。在这方面，1826年前的阿洪王朝统治者在阿萨姆的代理人所能做到的，似乎比英国人强不了多少。例如，截至1947年英国与印度移交政权之际，英国官员似乎都没能沿着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苏班西里河，从平原地区游历至西藏高原。近些年来，由于中印边界争端而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在东北边疆局统辖范围内，英国人及其之前的阿洪王朝，在阿萨姆喜马拉雅沿线地区实行过有效管理和统治，这条线也就是1914年划定的麦克马洪线。这种观点缺乏十分有力的证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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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其他欧洲探险家仅仅以官方或非官方的形式，到过洛希特河流域的米什米人居住区，该地区毫无疑问处于西藏的控制下。在英国统治阿萨姆的最初时期，将阿萨姆萨地亚和西藏察隅地区连接起来的洛希特河，就被英国人视作通往中华帝国内地诸省的潜在商业路线。威尔考克斯中尉（Lieutenant Wilcox）在1826年曾从萨地亚出发，沿着洛希特河谷向上行走了60多英里，他注意到英国边界附近的许多米什米人都在使用一些诸如中国烟斗、中式宝剑和西藏刀剑、西藏生产的羊毛外套、中国或西藏手工制造的玻璃珠以及玛瑙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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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考什（J. M’Cosh）在1837年写道，根据洛希特河及其周边路线，“如果有必要对中国人进行报复，从布拉马普特拉河派遣一支武装力量就能越过高山，进入中华帝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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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如果探险者出于一时冲动袭击洛希特河谷，那么在底杭河或苏班西里河的人并不能看到这一幕。紧随威尔考克斯中尉和贝德福德上尉1826年探险之旅的是1836年出发的格里菲斯医生（Dr. Griffith），他抵达了萨地亚和西藏领土之间的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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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44～1845年间，罗拉特中尉（Lieutenant Rowlatt）试图通过这条路线抵达西藏，但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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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1年，法国传教士克里克神父（Father Krick）千辛万苦游历至瓦弄（Walong）后被迫返回，他认为此处就是西藏边界。1854年，在布里神父（Father Boury）的陪同下，克里克神父再次试图沿着洛希特河这条路线进入西藏，但这两位神父被米什米人谋杀，随后招致来年伊登中尉（Lieutenant Eden）率领一小支英国惩罚性探险队沿着洛希特河谷来到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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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年12月，印度政府试图与西藏东部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团建立联系，故从萨地亚派遣信使沿着洛希特河出发，但信使在出发15天之后，遭到一伙西藏人的拦截，这些西藏人似乎是来向米什米人征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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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69～1870年间，自封为“商贸先驱”的库珀（T. T. Cooper）雄心勃勃，试图寻找一条印度茶叶抵达中亚市场的通道，于是便尝试从洛希特河前往。还在距离西藏边界很远的地方，米什米人就迫使他原路返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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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年，显然代表着英国利益的卡姆提酋长却萨姆（the Khamti chief Chowsam），试图通过这条路线抵达西藏，但却没能越过米什米-西藏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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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年1月，负责英国与东部阿萨姆山地部族关系的萨地亚助理政务官尼德汉姆（J. F. Needham，the Assistant Political Officer），和掌管拉金普尔边界治安的莫尔斯沃斯上尉（Captain E. H. Molesworth）来到距离西藏察隅行政中心日马不到1英里的地方。他们此行之所以获得成功，仅仅是因为却萨姆先行一步，阻止了米什米人提前警告西藏人他们的到来。1886年，尽管洛希特路线几乎还没有任何商业潜力，但尼德汉姆认为，该路线完全可以发展成一条主要的商业路线，“向西藏东部运送英国商品”；他还建议印度政府，应当沿着洛希特河修建一条通往西藏边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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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弗林勋爵为首的印度政府，当时正忙于缅甸事务和马科蕾使团赴藏事宜，对此倡议并不热衷。英属印度政府不大可能修建此类道路，“除非能拿出有力证据证明其必要性和有用性”，而在尼德汉姆的报告中，政府并未发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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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热情洋溢的托马斯·霍尔迪奇爵士（Sir Thomas Holdich）再次倡议修建洛希特路，他劝说荣赫鹏使团时期的印度政府认真考虑在察隅开办贸易市场；但一经仔细考察后便发现，1904年倡议修建洛希特道路，正如在1886年时一样前景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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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沿着洛希特河谷的探险活动，尽管将英国官员带到西藏领土的边缘，但却很难让人理解为英国管理着这片区域。英国在洛希特河谷，正如阿萨姆喜马拉雅部族地区的所有地方那样，采取了莫利后来描述为“不干涉”（non-interference）的政策。实际上，这种政策可以追溯到英国统治之前的阿洪王朝，而英国在19世纪70年代划定的内线和外线则将这一政策固定下来。麦肯锡在总结英国政策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阿波尔地区，他说道：

长期占领和直接管理的政策虽然成功地在纳加（Naga）、伽罗（Garrow）、科萨亚（Cossyah）、金提亚（Jynteeah）、奇塔贡（Chittagong）等山地得以贯彻执行，但在阿波尔边界上却由不得我们继续施行这种政策。吞并阿波尔山区，只能让我们接触到更为野蛮、更鲜为人知的部落群体；我们也不应为吞并山脚地带而寻找休息场所，除非我们已在亚洲高原上建立起一个基地；或许，即便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依然无法吞并山地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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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自然不打算将“吞并山脚地带”推进到洛希特河谷，无论其作为潜在的贸易路线多么富有吸引力，除非能够抵达西藏边界。的确，我们不能确定的是，西藏边界究竟在哪里。克里克神父认为，第一个西藏村庄是瓦弄，即1914年麦克马洪线边界以南的几英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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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德汉姆似乎同意了这种看法。然而有证据表明，尽管西藏人不在瓦弄以南居住，但西藏人的影响力早已达到沿着洛希特河谷很远的米什米人居住区。格里菲斯曾在1836年到过该地，即德累河支流汇入洛希特河之地，也即距离瓦弄以南不远的地方，但格里菲斯被米什米人驱赶回来；格里菲斯认为，米什米人这样做是因为惧怕如果允许陌生人进入其领地，西藏人就会对其大加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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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希特河的一个支流——杜河下游（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Du）的地方，亦即德累河以东，罗瓦特中尉曾于1844～1845年间遇到过西藏喇嘛，他们劝他原路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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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69～1870年，米什米族的一个分支，米米人（members of one M：shmi group，the Miju）告诉库珀，“他们是西藏政府的臣民，他们因为服从命令才不让我进入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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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1899～1900年自己在米什米地区的经历，沃德支持库珀的说法。他写道：“毫无疑问，在米什米人和西藏人之间存在某种沟通交流。麦具米什米人（Meju Mishmis）被视为西藏人的看门狗，只要一有陌生人接近西藏边界，他们就会提前向西藏人报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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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年，尽管尼德汉姆不倾向于同意克里克神父认为的瓦弄就是米什米人和西藏之间的边界，但他怀疑该地方是否存在欧洲人所认为的国际边界线。他报告说：“缺乏任何明显的地理界线，西藏政府在察隅河谷最西南部的界限似乎很有可能取决于偶尔实施武力，而非察隅本地人和其米什米人邻居之间相互承认的任何分界线。”例如，在1836年，一小支西藏武装力量沿着洛希特河谷而下，参与了米什米人两大群体之间的冲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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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并没有为“山脚吞并地带”划定特别的休息区。

我们发现，有些证据表明，早在19世纪，西藏人就至少对距离察隅最近的米什米人居住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么，西藏人是否也对阿萨姆喜马拉雅河谷上游的其他山地部族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呢？直至1910年，关于这一问题，印度政府仍然没有任何可靠信息，但印度政府却和约翰·莫利一样疑心重重：“在阿波尔山地部族的背后是一片外国领土，即西藏；或许在阿波尔和西藏领土之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受西藏影响的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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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自1910年可获得的旅行者报告和其他资料来源，现在我们或许可以说莫利是正确的，西藏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脊以南的几个地方。和英国人一样，西藏人也无法避免和其边界附近的山地部族发生联系，他们将其称之为珞巴人（Lopas）。此外，在过去数年间，西藏人或类似的西藏人（如不丹人或门巴人）已经对极少数部族地区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殖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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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初期，从东部西藏诸多地区来的西藏人经迪邦河上游源头移居到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他们试图寻找一个佛教圣地白马岗（Pemak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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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先知曾预言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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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认为已经在曲里卡塔米什米（Chulikatta Mishmis）找到了这个地方。几千名定居者来到这里，但截至1909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么死亡，要么幻想破灭，重新启程返乡。1913年，仅剩的几名西藏人发动了反抗充满敌意的米什米人的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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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后，西藏人无法抵抗来自山地部族的进攻，彻底放弃了迪邦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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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相较而言从北方来到雅鲁藏布江—香河流域的定居者更为成功。他们主要是不丹人和来自达旺的门巴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定居在锡约尔河谷上游（巴恰西仁地区，the Pachakshiri country）。不丹人移民似乎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了；1913年，一些殖民主义者仍将自己视作终萨本洛的臣民，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承认自己北面的工布（Kongpo）和波密（Pome）政府的权威。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相邻的部落，大概是阿波尔部族，已经开始藏化，并接受了佛教。其他部族依然对定居者保持敌对态度——这些定居者，无论是从不丹还是其他地方来的，基本上都被认定是门巴人（Mönpas）。1905年，在遭受了阿波尔人的猛烈袭击后，门巴人在香河上的吉多（Jido on the Siang）修建了一座堡垒，该点与后来的麦克马洪线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大约16公里。1913年，门巴人宣称对西蒙（Simong）的香河流域征收赋税（与麦克马洪线的直线距离大约64公里）。这则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的信息表明，在19世纪、20世纪初，门巴人沿着香河持续缓慢地向南迁徙。西藏人将这些门巴人视作自己的属民，其中很多门巴人，尤其是锡约尔河谷上游的门巴人，显然已经成为西藏最大的封建家族之一——拉鲁家族的家眷和侍从。
 
[95]



从达旺向东沿着西藏和部族（珞巴人）之间的边界地区，西藏人与距离最近的部族群体保持着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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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地方，某些珞巴人拥有在西藏领土从事贸易的权利。在其他地方，西藏人习惯于以现金或物品的方式向珞巴人支付一定的补偿金，以此试图劝说他们不要再劫掠西藏。这种“保护费”（protection money）在达旺东部边界尤为苛刻。在苏班西里河上游地区，也即该河流变成西藏境内的杂日河（Tsari Chu）之处，西藏人对他们南部的珞巴人领土有着特殊的兴趣。在这里，即西藏人所知道的杂日（Tsari），被1914年的麦克马洪线定义为西藏村庄马及墩以南的边界线。作为西藏和珞巴人居住区之间的分界线，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见，这条线故意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整个这片地区都被西藏人视作圣地，每12年西藏人就要来这里朝拜：长期朝圣之旅（Ringkor，Long Pilgrimage）是指成百上千的西藏人沿着苏班西里河—杂日河，来到和察隅河汇合之处，而这个汇合点距离麦克马洪线以南只有30多公里。信徒们沿着察隅河返回西藏。只有当部族（珞巴人）首先接受巨额贿赂，并保证不再骚扰这些虔诚的信徒，西藏人这种周期性进入珞巴族人领土的行为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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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1910年，印度政府的确对于西藏和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非佛教徒部族之间的关系几乎一无所知；但毫无疑问这种关系是必然存在的，这也为西藏宣称对喜马拉雅山脉阿萨姆一侧的至少某些领土拥有主权提供了基础。随着中国人来到波密和察隅，距离山地部族如此之近，这就给英属印度政府敲响了警钟。根据中国与不丹和尼泊尔打交道的经验，英属印度政府深深明白，中国人最擅长从传统关系中谋求政治利益最大化。当英属印度政府在1910年发现中国的确打算在某些山地部族居住区树立影响之时，整个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的安全似乎受到了威胁，而英国当时仍然坚持不干涉政策。英国人不了解中国人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这种关系，而正是这一事实让局面看起来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

第三节 阿萨姆边界危机，1910～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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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诺埃尔·威廉逊和不干涉政策，1905～1910年

英国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实行不干涉政策，意味着英国官员只能偶尔越过内线。他们有意识地避免越过“外线”，除非山地部族激怒了英国臣民或破坏了英国边界，英方有必要派遣远征军越过“外线”惩罚那些部落族人。对于划定内线的早期历史而言，与边界的非佛教徒部族关系最直接密切的英国军官便是尼达姆（J. F. Needham）。这位萨地亚助理政务官精力充沛、积极进取，他在1885～1886年冬季洛希特河谷的探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除了在洛希特河谷之外，尼达姆对部族地区的渗透是非常肤浅的。1884年，在任职萨地亚助理政务官两年后，他拜访了梅布村（Membo，Mebu），亦即距离萨地亚最近的一个阿波尔定居点，该村似乎就在外线的英国一侧边上（虽然已标注但并未划分边界线）。尼达姆报告说，英属印度最后一次前往梅布村还是30年前的18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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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尼达姆再也没有拜访过梅布村。1905年，当他退休之际，英国官员出现在内线和外线之间的条状区域仍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20世纪初，英国针对内线政策的初衷开始遭到一些阿萨姆官员的质疑，负责直接处理该地区事务的尼达姆也是其中之一。真正的内线没有被很好地标注：自19世纪70年代划定以来，很多标志着内线的界柱被移走，或被蛀虫腐蚀，或被埋在丛林之下。因此，想要确定具体某一个点是禁止无护照英国臣民前往之地，并非易事，尤其当内线的原始记录并非处处都保存完好之际。此外，还有一些因素表明，无论内线多么精确，都应当被修改，或与越过内线相关的规定应当重新修订。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来自阿波尔部族的几名族人开始向内线以南迁徙，或多或少希望长期定居在英属印度领土上。这一进程难免影响英国与相关部族之关系的实质。大约与此同时，阿萨姆的几家木材公司开始对生长在内线、外线之间的木棉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6年11月，有两家公司，即西西锯木厂贸易有限公司（Sissi Saw Mills and Trading Co. Ltd.）和麦克拉努迪锯木厂（the MecklaNuddee Saw Mills）向政府提出请求，希望修改内线章程（the Inner Line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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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这两个公司和其他类似的公司一样，面临着内线英属印度一侧合适的木材供应量缩水的困境。他们竭力试图从恰当的相关部门，如拉金普尔地区专员办事处（the office of the District Commissioner，Lakhimpur）获得许可证，以便能够在内线以北采伐；但他们遇到了重重困难，因为地区专员也不确信自己是否有权授予公司在英属印度领土之外从事大规模商业活动。因此，木材公司借助于非官方手段，雇用阿萨姆承包商，再让承包商雇用山地部族人，主要是米里人，在禁区之内砍伐树木。承包商不存在许可证的问题，于是，他们驱赶大象，越过内线，前去搜集那些伐倒的树木。这些活动给山地部族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索要“保护费”的机会，他们将这一机会利用到极致。由于木材公司间接地在英属印度的国际边界线——外线的范围内砍伐森林，他们自然不愿给山地部族支付敲诈金，何况从技术角度讲，这些部族人都是外国人。随着内线丛林开采规模的扩大，部族人的讹诈程度也在上升：两个曾向政府提出申诉的公司经理宣称：他们砍伐木材生产的最终产品——印度茶叶箱的成本，已经无法和挪威及日本生产的茶叶箱竞争。因此，两位经理申诉：第一，内线需要往前推移，以便和山脚下的外线合并；第二，印度政府需为那些在内线范围内劳作的伐木工提供保护，抵抗山地部族的压榨。

木材公司似乎是在1902年首次提出内线的问题。阿萨姆政府听完他们的申诉之后，几乎没有表示任何同情。然而，当1906年他们再次提出请求时，正值阿萨姆政府遵循寇松勋爵提出的孟加拉分治，发动一场大规模革命之际。阿萨姆和东部孟加拉合并，构成一个副总督级省份——之前阿萨姆隶属于首席专员管理之下——该省份新任命的兰斯洛特·海尔（Lancelot Hare）副省督，打算考虑修改内线章程，而最后一任首席专员班菲尔德·富勒爵士（Sir Bampfylde Fuller）曾在1904年拒绝修改内线章程。此外，截至此时，尼达姆已经不再负责处理英国与阿萨姆喜马拉雅东半部部族之间的关系。他的职务被年轻而富有野心的诺埃尔·威廉逊（Noel Williamson）所接替。威廉逊想要尽可能地到部族生活的山地深部去探险，他坚决反对不干涉政策造成的诸多限制。

1907年9月，兰斯洛特·海尔爵士致函敏托勋爵，同意木材公司提出的意见，即印度政府不应允许山地部族向在内线地区劳作的伐木工敲诈所谓“使用费”，毕竟，内线地区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印度帝国范围内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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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政府应告诫那些部族立即停止这种讨厌的行为，如有必要，可以使用武力迫使其停止收费。印度政府应当允许威廉逊前往内外线之间巡游，向那里的村庄及其北面的部族解释印度政府的新政策。海尔并没有预测到会有麻烦，但他认为如果威廉逊随身带领150名巡警组成的护卫队也无妨，这样可以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海尔认为，将内线向后推移并不会带来任何特殊好处。他觉得英国的主要需求是在全新的基础上与山地部族建立关系。旧的布沙体系，理论上是用现金折合偿付过去山地部族向平原村落征收的赋税，但迄今为止，布沙实际上只是一种补贴，应当被终止。相反，萨地亚助理政务官（威廉逊）应当使用等额的金钱购买礼物，赠送给那些表现良好的部族头人，尤其是那些曾经在威廉逊巡游内外线之间的过程中为其提供帮助的人。由此，部族的合作就会收到有目共睹的回报。如此旨在赢得居住在内外线之间和外线北部边界山地部族友谊的灵活而积极的政策，现在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在内线以南居住的山地族人数量尤为巨大。海尔认为，在适当的监督下，如果英属印度领土上的新移民不会受到边界以外的同族人的煽动，那么，这种南向的移民并不会产生较大的危险。例如，海尔认为，阿波尔人“并非他过去认为的顽固不化的野蛮人”，“他们没有纳迦人那样嗜杀成性，更愿意协调一致采取行动，很可能更容易接受文明的影响”。印度政府欢迎阿波尔人及其同类部族。海尔甚至想象，一旦足够多的部族人南下，基督教传教团将会为他们开办学校，正如他们已经为卡西人（Khasis）和其他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南的部族所做的那样。

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如果部族地区边缘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文明开化”，如果英国官员积极前往外线巡游，那么，在很短时间内，将内线取而代之的外线，将会成为英国管辖范围的真正边界线。届时，木材公司遇到的所有麻烦都将迎刃而解，根本不用正式推进内线。然而，像威廉逊这样的英国官员，甚至包括海尔，必然十分清楚：英国积极向外线扩张其管理范围，将不可避免地令英属印度与边界外的部族地区发生直接接触：这种接触的结果，即便再怎么伪装，也将会是英国向北“吞并山脚地带”。自然，海尔所提建议的含义引起了敏托勋爵的顾问的关注。尽管印度政府十分同情木材公司的遭遇，也明白必须采取行动，将内外线之间的部族纳入英国管控范围，但他们非常担心：在此过程中，英国人绝不应当发起任何可能导致其领土边界发生真正扩张的行动。印度政府尤其担心英国官员过于频繁地巡游管辖范围之外的地区，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他们一定预见到，（如此下去）迟早会发生后果不堪设想的“意外”。的确，威廉逊已经在进行这样的巡游了。1905年，他沿着阿波尔地区边缘进行游历，来到底杭河（Dihang）、西塞里河（Sisseri）和迪邦河（Dibang）的发源地。1907～1908年之交的冬季，就在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对未来内线政策提出建议之际，威廉逊从洛希特河（Lohit River）来到萨迪（Sadi），一个距离瓦弄（Walong）只有几英里的小村庄。威廉逊认为，瓦弄是西藏领土内第一个有人居住的定居点。他报告说，他可以轻易追随尼达姆的步伐，一路前往日马（Rima）；但为了遵守政府的相关规定，他没有越过西藏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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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月，敏托批准了阿萨姆边界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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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上述提及的原因，该政策比海尔希望的要温和一些，但尽管如此，该政策依然象征着英国对山地部族地区的态度发生了激烈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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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地部族被禁止在内外线之间敲诈勒索，如有必要可以动用武力。定居在内外线之间的山地部族必须向印度政府缴纳人头税：如果他们拒绝，应当立即被驱逐。生活在外线以北的部族，如果还在外线以南耕种土地者，则应向英国缴纳土地税。如有可能，旧的布沙支付体系应被发放礼物这种灵活方式取代，礼物的具体发放由威廉逊自行决定。应鼓励部族人到内线以南定居并光顾萨地亚等地集市：印度政府希望山地部族能够意识到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应当要求在内外线之间地区居住的部族迎接那些履行职责拜访他们的英国官员。应采取措施防止过度开发内线以外的木棉树。最后，威廉逊应亲自前往外线以北的这些村庄巡游，并向村民解释英国的新政策。但必须强调一点：将来此类巡游不可反复进行，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常规的英国巡逻队将不会出现在国际边界线之外。如果威廉逊在阿波尔的巡游获得成功，这也是印度政府最为重视的一次巡游，那么，还将派其前往洛希特河谷的米什米地区巡游。

莫利对这些建议并不完全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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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1908年9月告诉敏托，“我认为，不干涉政策从根本而言是正确的”。他想知道，如果这些部族，即便是居住在内外线之间的部族，拒绝遵守威廉逊的命令，或拒绝支付新政策强加的税款，会发生什么后果？这是否意味着英国要派遣一系列惩罚性远征军，并占领这些地方？一旦占领行动开始，究竟到什么程度才能终止？另一方面，莫利十分赞同木材公司的抱怨，认为山地部族向内外线之间的伐木工敲诈勒索一事值得引起重视，必须采取措施终止这种罪恶行径。或许威廉逊率队前往该地巡游会起到一定作用。他会和部族协商，如何补偿他们失去勒索金的损失。莫利认为，“他们毫无疑问会考虑合法的收入来源”。对于派遣威廉逊继续前往拜访外线北部边缘部族村庄的建议，莫利显然不大乐意，他并没有批准这一建议，但也没有长篇累牍地表示反对。

在了解了莫利的观点之后，印度政府决定授权威廉逊于1908～1909年之交的冬季在内外线之间巡游，但将越过外线巡游的计划推迟到1909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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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逊的主要目标是和内外线之间地区的部族发生联系，尽可能获取情报，向他们解释印度政府对勒索金等的新立场，并努力建立一种新机制，好让他们也能获得在内线之外开采自然资源的好处。问题在于，需要给部族提供某种他们欠缺的东西，与此同时还要在某种程度上承认部族对使用费或讹诈金等拥有的权利。解决该问题的手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威廉逊本人了。

截至1908年年末，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的威廉逊及其某些上司认为，在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采取更积极的一种英国政策迫在眉睫，除了木材公司的利润之外，还有更多问题值得担忧。中国在西藏的野心本质日渐清晰。毫无疑问，威廉逊坚信，中国人绝不仅仅满足于对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施加影响。威廉逊洛希特之行已经表明：洛希特这条路线极其容易受到中国人的渗透。无疑，香河河谷上游也是如此，而当时的英国人对香河河谷等地区还几乎一无所知。面对中国人掀起的这场暴风骤雨，如果过于遵守外线的神圣性，显然是愚不可及的。他决定无视那些禁止他在1909年年底前不得越过国际边界线的命令，决心一有机会就尽可能到底杭河和香河河谷。在1908年末，他偶然遇见一位来到平原的卡邦阿波尔村头人（the gams or headmen of the Abor village of Kebang）。据威廉逊报告，这位头人邀请他拜访自己的村庄，即底杭河西岸，距离外线上游大约20英里的地方。威廉逊没有以政府官员的身份，而是以私人身份接受了头人的邀请。与之随行的还有拉姆斯登上校（Colonel D. M. Lumsden）和杰克曼神父（Rev. W. L. B. Jackman，一位美国传教士，精通阿波尔语）。威廉逊一行于1909年1月出发前往底杭河。在这位态度友好的头人家所在地卡邦，威廉逊一行被礼貌地阻拦了。阿波尔人一点也不凶，距离卡邦以北大约20英里的底杭河东岸上的一个村落里乌（Riu）村的一位头人甚至表示：明年里乌村也会欢迎威廉逊的到来。据说，在当年，外来拜访者对当地人而言依然是十分新鲜的事，族人恐怕需要时间适应。在从卡邦返回的途中，威廉逊得了很重的病，因此他被授权在内外线之间的巡游也不得不往后延迟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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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接受了私人访问卡邦的谎言，这毕竟已是既成事实，除接受之外别无他法。此外，威廉逊关于他在阿波尔受到友好接待的报告，削弱了英国官员越过外线只会导致“意外”的论点。因此，印度政府和印度事务部——后者略有些不情愿——发现自己不得不接受威廉逊最终在内外线之间完成巡游的事实。根据印度政府在1908年10月发布的命令，威廉逊应当将此次巡游和其他越过外线以北、前往阿波尔定居点之行结合起来。然而，日期并没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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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09～1910年之交的冬季，威廉逊没有访问阿波尔地区，反而第二次踏上沿着洛希特河、越过西藏边界之旅。在此行过程中，他得以会见一位来自日马的重要的西藏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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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月和2月，他再次沿着洛希特河游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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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直到1911年3月，威廉逊才开启延迟已久的阿波尔之行，但此行却以悲剧告终，同时也为英国心照不宣地终止“不干涉政策”提供了直接原因。当然，截至此时，中国人对阿萨姆边界的威胁——威廉逊早在1908年就已预见——已经变得十分严重，即便是最致力于追随莫利政策的人也不能忽视了。

二 中国渗透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1910年

1910年5月，洛希特河流域潘格姆米朱米什米人（the Miju Mishmis of Pangam）的一位名叫通诺（Tungno）的酋长，来到萨地亚，讲述了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故事。他向威廉逊报告：最近有两名西藏人拜访了他的村落，还宣称1000名中国军人刚刚抵达日马（Rima），并要求西藏人向其纳税。由于西藏首领拒绝其要求，很快就被囚禁起来，此外，现在已接管察隅进行统治的中国人，派遣西藏信使来到米什米地区，命令酋长，包括潘格姆酋长在内，“修建一条从西藏通往阿萨姆的道路，道路宽度可允许两名骑兵并肩骑行”。潘格姆酋长通诺拒绝服从这一命令，至少他告诉英国人的理由是：他是萨地亚助理政务官司法管辖范围下的一名英国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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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月后，即7月，另一个叫作哈拉姆（Halam）的米朱米什米人（tha Miju Mishmis）告诉威廉逊，一群中国人从日马出发，已经沿着洛希特河来到瓦弄，并在从西流入洛希特河的叶普河（the Yepak River）竖立界桩。
 
[112]

 10月，米什米人拜访萨地亚，称中国人现在已经禁止米什米人和西藏人之间的所有贸易，此举似乎是在部族地区和西藏察隅之间划定一条隔离线，我们已在上文提过，赵尔丰已选择察隅作为中国人进行“拓荒”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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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认为，这种消息是相当鼓舞人心的，这表明中国人打算沿着洛希特河在距离萨地亚很远的地方划定一条边界线。毕竟，诸如尼达姆以及威廉逊等英国官员，已经接受在中国人竖起边界旗帜所在地附近的瓦弄（Walong）为西藏的有效边界。发现这也是中国政府的边界，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距离瓦弄下游数英里的潘格姆酋长通诺所下的命令，令英国人忧心忡忡。尽管中国政府似乎打算在瓦弄，也即他们的内线，设立真正的管辖范围，但却建议在瓦弄以南建立一个势力范围圈，这正好一路扩张到了英国内线（British Inner Line）。洛希特河附近和更西向的地方不同，没有一条获得承认的英国外线（British Outer Line）：实际上，内线发挥着双重作用——既是英国主权范围的实际边界线，又是英国管辖范围的实际界限。潘格姆酋长通诺可以宣称他是一个英国臣民，但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也宣称：他们“不承认他有任何权利提出这种主张。米什米人并没有收取布沙，他们没有给印度政府纳税。（我们）也从未干涉过他们的内部事务。只要不骚扰英国臣民，他们就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但是，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继续说：“然而，米什米人也不是西藏臣民。比起他们曾接触过的其他外国而言，他们无疑最尊重英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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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认为解决米什米人问题有三个可行的方案。第一，米什米人仍然可以留在原处，作为“英国领土和西藏之间的野蛮的独立部族”。从理论上看，这是最好的政策，奉行存有疑问的时候采取不作为的既定原则。然而，即便英国人会这样做，在日马的中国人也极不可能放过米什米人。第二，米什米人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这一过程会带来诸多棘手的管理问题。从萨地亚沿着洛希特河到西藏的边界将近有240公里。正如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指出的：

显然，我们把领土扩张到西藏边界，必须将哨岗也推进到我们现在位置之外数英里的地方，并将其安置在人口稀疏的多山地区。此外，尽管对通往日马的路线有所了解，但我们现在仍然很难划定我们与日马以南或以北的边界问题，或在划定边界的时候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边界。另一方面，日马距离中国基地一定很远，中国人是否会冒险忽略这样一则声明：即我们绝不容忍任何越过西藏西部边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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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英国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中国人愿意，那就让他们吞并米什米部落吧。”但是，正如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声明中轻描淡写地称，“让中国影响力沿着与布拉马普特拉河相毗邻的山脚扩张，必然会带来管理上的严重不便”。根据这种分析，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宣称所有米什米人都是英国的臣民，宣布将英属印度领土沿着洛希特河一直扩张到瓦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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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米什米部落地区的渗透，即便是非常小规模的，也对整个阿萨姆边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绝不仅仅限于洛希特河谷流域。正如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指出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阿萨姆都是毫不设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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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贝尔引用印度参谋部的阿萨姆军事报告（the Military Report on Assam
 ）所言：

印度政府从未考虑过阿萨姆会遭到训练有素的军事国家侵略，因而没有任何战略计划，没有防御措施，没有任何能够驱逐真正侵略的组织机构……阿萨姆应对一场真正侵略的唯一仅有的保护便是环绕在她边疆的群山。

现在看来，中国人似乎处于如入无人之境般渗透这一高山障碍的有利位置。除非印度政府采取一些行动，否则中国军队可能会突然出现在距离萨地亚只有几英里的地方，而洛希特并非唯一面临危险的地方。对于一个野心勃勃的军事长官而言，有很多条路线可以成功越过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对于脱离实际的战略家而言，高山似乎是完美的屏障，但汉尼拔
 
[118]

 和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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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从不这样认为。因此，贝尔建议，此时此刻，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英国人应将其影响力扩张到所有中英之间的山地地区，或许可以尽可能和山地部族群体缔结条约。贝尔建议，这些条约的模式当然应当是他与不丹之间的缔约方式。一旦这些部族处于英国保护之下，印度政府至少拥有合法权利去保护那些中国军队所渗透的部族地区，而目前英国并不拥有这种权利。然而，即便签订了条约，部族地区的安全也仍取决于英国人警惕与否。贝尔建议，将部族山区至少划分为两个边界地区，每个地区都派遣一名专门任命的英国专员前往监督，该专员应直接隶属于（英国）中央政府（the Central Government）。

贝尔自然深深明白，针对受到威胁的东北边疆的任何政策，既要有效，又试图获得英国本土政府的同意，很有可能必须满足两个标准，而从某种程度来看，这两个标准是相互冲突的。充分保证山地部族能够反对中国渗透的防御体系，不可避免要涉及树立英国人在当地的影响力。然而，内阁显然不愿意看到印度政府采取让英国政府解读为向西藏扩张领土范围的举动，更不必提俄国政府或其他国家。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在1910年间，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认为，令阿萨姆喜马拉雅的国际地位继续处于当前的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是非常鲁莽和轻率的行为。兰斯洛特·海尔爵士毫不怀疑印度应当对洛希特河谷行使主权，即便这会给英国政府增加额外的负担。印度总督敏托勋爵在自己就任的最后几周内也打算考虑将英属印度边界向北推进。1910年10月，敏托向印度事务部提出，解决阿萨姆问题最佳方法是“通过向西藏扩张外线而获得一个缓冲区”。他认为，这条“新外线”（the new Outer Line）应当：

从楔形地带东部的达旺地区之西藏领土部分，沿着英国边界奥达古利（Odalguri）以北，在东北方向处于北纬29度东经94度处，由此向东南方向直至察隅河（Zayul Chu），最东接近日马地区；由此再穿越察隅河至察隅河-伊洛瓦底江分流处，之后沿着分流处直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我国怒江—译者）的分界线。据悉，这一地区的部族大多都是独立的，其中一些部族已置于我们（指英国——译者）的影响之下。
 
[120]



这是导致后来划定1914年麦克马洪线的一系列划界建议中的第一个建议。有趣的是，在此阶段，印度政府仍将整个达旺地区排除在英国领土范围之外。

克鲁侯爵接替莫利勋爵后执掌的印度事务部，对于这一计划包含的意义表现得非常不安。实际上，如果外线需要推进，那么英国在这一范围内的管理，亦即意味着人力和财力等配套措施也必须一并推进。由于敏托即将离开印度，眼前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先不表态，直到敏托的继任者哈定（Hardinge）上任，待哈定有机会调查情况并形成自己的结论之时再议不迟。
 
[121]

 来自彭斯赫斯特的哈定勋爵，亦即不久前供职英国外交部的查尔斯·哈定爵士，是推动签订英俄1907年协议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无疑，印度政府认为哈定在将英国领土向中亚推进方面必然比敏托勋爵淡漠。在过去的五年间，莫利时常怀疑敏托秘密倾向于使用寇松主义的方式解决印度边界问题。

1910年11月，哈定抵达印度后，立刻开始熟悉阿萨姆边界问题。11月22日，他在加尔各答和兰斯洛特·海尔爵士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兰斯洛特·海尔爵士给哈定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122]

 海尔对中国人所怀的意图之担忧和焦虑，丝毫不能令哈定信服。哈定告诉海尔：

任何推进英国边界范围的举动都会遭到强烈反对。在哈定勋爵看来，英国不会在毗邻阿萨姆的部族地区遇到中国人的侵略，反而会在进攻中国沿海地区之时发生。因此，他反对冒着风险或花费金钱，推进英国的行政管理范围，制造一条战略性边界线，他根本不可能同意做出任何承诺去支持从我们的边界外求救、并反对中国人侵略的米什米人或其他部族。哈定勋爵认为，边界官员应当限制自己，不要和边界部族培养友好关系，反而要惩罚他们在英国领土范围内的敌对行动。
 
[123]



换句话说，哈定打算批准诸如1910年11月达夫拉远征军这样的行动，因为达夫拉人进攻英国臣民，在内外线之间从事捕获野生大象等行为，从而遭到威廉逊和达夫苏瑟兰德-邓巴尔爵士（Sir G. Duffsutherland-Dunbar）率领的100多名军警组成的小规模部队的惩罚
 
[124]

 ；但他认为目前没有任何必要去改变英国边界线。他用以下话总结自己的政策：

我们认为，中国人的行动或许最终会迫使我们划定一条不可能有所推进的边界线；但我们认为目前没有必要采取前进性措施，深入到我们控制范围以外的部族地区，从而招致风险，带来责任。
 
[125]



边界官员应当暂时约束自己和外线范围外的部落族人“培养友好关系”，执行既定的政策：即惩罚那些在英国领土上发生的，或者反对英国臣民的暴行。然而，

在不冒险的情况下，也应当尽可能获得更多关于“外线”之外范围的信息，我们应当准备发起有目的的探险活动，但我们不允许增加任何朝此方向进行的探险活动。我们也不建议向这些部族做出任何此类承诺：万一西藏或中国人入侵这些部族，他们不能依赖我们的援助或保护。
 
[126]



哈定发表的关于用“进攻中国沿海地区”代替中国人侵略阿萨姆的评论，乍一看似乎有些奇怪。当然，哈定的言论完全出自一个来自英国外交部的资深人士的角度，即印度政府不应纯粹站在印度的角度看待阿萨姆边界问题。中国人进攻英属印度领土，就等于中国人进攻大不列颠，这是最符合英国全球战略的理论。一场中英战争，很可能并非取决于中印边界上的任何战役，而是通过英国向中国腹地施加压力决定的。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这并不能解决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提出的问题，而这才正是阿萨姆边界上所迫切需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定并没有完全彻底洞悉阿萨姆边界问题。正如我们从莫利和敏托之间的通信看到的，莫利是如何没能理解印度政府传统上一贯重视的印度权威的微妙性。对于允许米什米人这样的部族置于中国影响之下的看法，哈定竟然似乎能如此淡定地接受，对于现任印度国会成员的老牌印度官员休·巴恩斯爵士（Sir Hugh Barnes）来说，“简直匪夷所思”
 
[127]

 。印度事务部政治与机密局主管亚瑟·赫泽尔爵士（Sir Arthur Hirtzl）对哈定的态度表示震惊。在写给印度常任国务次大臣（the Permanent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里士满·里奇爵士的私人信函中，赫泽尔总结了自己对阿萨姆边界存在的威胁以及哈定态度的看法，鉴于此人处理边界事务由来已久，其观点值得长篇引用。赫泽尔写道：

哈定谈论进攻中国沿海地区的轻率态度令我十分震惊。但除此之外，他没有试图对其做出解释或辩解，这是很糟的。当然，尽管举证责任在另一方，但国务秘书仍然有权了解为何另一方的观点遭到驳回。

如果阿萨姆出了问题，强大的公众舆论将会把我们掀翻。西北边疆沿线并没有任何欧洲人的企业，或许一个印度胖商人丝毫不足为道——然而！在拉金普尔地区，大约有7万亩茶园，每年生产3000万磅茶叶，雇用着超过200名欧洲人和10万名印度人。欧洲人在茶叶方面的资本风险一定是十分巨大的，何况还有其他工业（例如煤炭产量大约每年25万吨）。这些茶园位于住着野蛮人的山脚下，但他们的防御措施只有一个本地人组成的步兵营和一个营的军警（850人）。想想那些种植茶园的庄园主会发出怎样的怒吼！茶叶价格又会怎样暴涨！当然，印度政府都了解这些情况，但是在这类人的公文中……［哈定1910年12月22日写给克鲁侯爵的公文］……他们应当告诉大家他们知道些什么；如果他们不了解情况，我认为印度国务秘书应把他们从“进攻中国沿海地区”的海市蜃楼中拉到更平淡真实的边界保护及管理等问题上来。
 
[128]



实际上，中国人对阿萨姆的威胁，看起来似乎十分遥远，却不能被忽略，因为阿萨姆制茶工业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意义。这其中也涉及英国资本，而英国资本在议会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尽管印度事务部致力于莫利理想的不干涉政策——证据表明克鲁勋爵在此方面与其前任没什么两样——但也无法承受让阿萨姆边界变成展示“精明无为”政策的舞台。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突发事件令这一切变得不可避免，如果哈定无法自行做出决定，那么他迟早都会服从命令，在阿萨姆“更平淡真实的边界保护及管理等问题”上变得更加积极。

三 威廉逊之死

哈定对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建议的拒绝，带来的并非绝望，而是沮丧。据威廉逊的一位朋友说，“威廉逊绝对是无所畏惧的，他在做事的时候完全一意孤行”。
 
[129]

 很可能在假设兰斯洛特·海尔爵士默许的情况下，威廉逊决定自行其是。1911年1月初，在没有征得任何官方同意的情况下，威廉逊沿着洛希特河出发，“尽可能准确地弄清中国人究竟在日马附近做什么”。
 
[130]

 2月4日，他们抵达曼尼克莱（Menilkrai），就在叶普河以南、洛希特河西岸；1851年，克里克曾在此处见到一块巨大的砾石，他声称这是西藏和米什米部族地区间众所周知的边界。除了发现这块巨砾之外，威廉逊还发现了中国人在1910年竖立的边界标志，由两面旗帜组成，一面旗帜现在已经变得破旧不堪，还有一面绣着中国龙的旗帜依然清晰可见。第二天，威廉逊越过叶普河，拜访了瓦弄村。他发现瓦弄村现在的居民全都是米什米人。瓦弄百姓告诉威廉逊，1910年，中国人曾两次来到曼尼克莱巨砾进行探访，一次是一名低级官员率人前来，还有一次显然是三名高级中国官员。他们说，现在日马只有大约40名中国士兵，但至少有500名士兵组成的中国军队驻扎在鸡贡，即距离此处向北三天行程的地方。那天之后，威廉逊遇到一名从日马来的西藏商人，他告诉威廉逊，“中国人颇处心积虑地对待西藏人，占领这片西藏领土对当地居民并不会造成多大影响”。尽管威廉逊明白中国人对叶普河南岸并不拥有主权，但他并没有试图移走中国人的边界标志：瓦弄是中国人在此片区域的最南端界限。威廉逊从他的米什米线人那里获悉，自竖立了边界旗帜后，中国人并没有试图干扰他们边界以南洛希特河流域居住的部族。即便中国人真的曾强行禁止贸易，现在该禁令也已被取消。实际上，现在洛希特河附近的边界看上去相当宁静。

然而，洛希特并不是中国人威胁阿萨姆的唯一一条路线。正如人们普遍怀疑的那样，虽然还未经证实，但如果雅鲁藏布江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是同一条河流，那么连接西藏和阿萨姆地区的底杭河Dihang或香河Siang Valley，或许也和从日马通往萨地亚之路一样，是可以穿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一条通行路线。对这条路线的调查，自然成为威廉逊1909年1～2月阿波尔之行的目标之一。但正如我们所知，威廉逊的那次游历并没有抵达西藏边界附近的任何地方。现在，他下定决心再次拜访底杭河谷，目标是超越他1909年抵达的地方，向更北的地方前进，“为了探究西藏人在当地的影响力达到什么程度”。
 
[131]

 如果正如威廉逊所确信的，底杭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可以被证明与雅鲁藏布江是同一条河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人正对波密显示出极大的兴趣，而波密正位于雅鲁藏布江开始横穿阿萨姆喜马拉雅的拐弯点上。1910年11月，贝尔从达赖喇嘛那里获悉，驻藏大臣联豫刚刚下令命波密人（Pobas，the people of Pome）臣服于中国人，而且打算以武力确保这项命令的执行。波密人是谁？贝尔认为：“‘波密人’这一称呼完全有可能包括一些居住在阿萨姆边界以北的部族，如阿波尔人、达夫拉人、阿卡人等。”
 
[132]

 由此，一旦中国人开始真正在波密发动军事行动，他们似乎很有可能将这些底杭河上游或香河河谷流域的山地部族也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威廉逊认为，无论如何，一定要抢先行动，阻止中国人。贝尔这种沿着山地部族区制造警戒线条约的计划，或许可以达到这种目的，但政府却否决了这一计划。因此，威廉逊意识到，如果必须成功地做点什么，他将不得不自己做主，自行其是。

威廉逊计划的具体细节是什么，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他获得了一位同盟的支持，即对探险充满兴趣的茶园医生格雷戈森（Dr. Gregorson）。威廉逊和格雷戈森决定冒险私自行动，尽可能抵达底杭河—香河，甚或希望抵达多次提到的西藏领土内之雅鲁藏布江瀑布。格雷戈森主要对地理学感兴趣：发现这个或许比尼亚加拉瀑布或维多利亚瀑布还要大的巨型瀑布的荣誉，对他而言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然而，威廉逊此行自然还有不少政治目的。除了探究西藏在此地统治的范围，中国是否在该地区取得任何进展之外，我们相信，他希望各部族将他的出现理解为大英帝国权力的象征，并希望这些部族最终能归于英国保护之下，这样，当他返回之后，他的上司便很难驳斥这一既定事实。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假设。威廉逊和格雷戈森再也没能回来。

1911年3月14日，这两名旅行者离开了萨地亚，与他们同行的还有1名军警勤务员，1位名叫拉尔·巴哈都尔的苦力，格雷戈森医生的西藏仆人，35名尼泊尔脚夫和4名米里人。他们沿着底杭河西岸一路前行，抵达阿波尔村庄若通（Rotung）。3月22日，他们不听威廉逊的老朋友卡邦酋长的建议，离开若通，越过底杭河东岸。跨过底杭河之后，在阿波尔人居住地西辛（Sissin），一些脚夫生病了。威廉逊当即决定，将其中三位病情最重的尼泊尔脚夫送回英国管辖区帕西加特（Pasighat），格雷戈森医生继续和其他病人留在西辛，威廉逊本人则继续前往空辛村（Komsing）。三名生病的尼泊尔脚夫由一位米里人陪同，威廉逊委托这位米里人给英国驻帕西加特官员捎去一些信函。这些信函是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物品，因为白色的信封周围镶嵌着黑色边框（为了纪年爱德华七世国王），而信封口上则用红色封蜡进行密封。3月29日，当这位米里人抵达底杭河西岸的若通时，情不自禁地向当地阿波尔人炫耀这些信函。当阿波尔人问及这些信函的颜色代表什么含义时，这位米里人解释说，白色代表两名白人，黑色代表他们的护卫队和脚夫，红色表示威廉逊对阿波尔人非常生气。若通人相信了这种解释，决定拦截这些信函。米里人和三名尼泊尔脚夫刚刚出发，就遭到伏击，失去了性命。当这一消息传到卡邦，那里的部族人决定除掉威廉逊、格雷戈森和其余人，如此，关于此事的报告就不会被传到平原。威廉逊的朋友，那位酋长争取克制的辩解也无济于事。阿波尔人派出一支作战队伍，越过底杭河，杀害了格雷戈森及其一位同伴。随后，他们继续前往空辛村，与威廉逊发生了激战，经过一番激烈的抵抗，子弹耗尽之后，威廉逊遭到阿波尔人的残害。
 
[133]

 威廉逊一行只有5人成功地逃脱了阿波尔人，最终返回英属印度领土。
 
[134]



在获悉威廉逊之死
 
[135]

 的消息后，伦敦的第一反应是：威廉逊越过外线打算做什么？谁授权让他进行这次探险？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难道不明白英国政府已经制定政策，未经最高政府的明令许可，任何英国官员不得越过外线？
 
[136]

 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成功地提出各种辩词。实际上，威廉逊前往阿波尔地区，包括越过外线的行为，早在1909年就被授权允许了，他现在的行为仅仅是服从该命令较晚而已。
 
[137]

 当伦敦听到传言，即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实际上已拒绝威廉逊对该地进行官方巡游，而仅仅允许他以私人身份前往该地冒险之后，该辩解愈发显得站不住脚。
 
[138]

 然而，即便威廉逊被杀害时并没有公务在身，即便伦敦政府认为威廉逊之死引发的责备应多于同情，事实仍然摆在那里：当中国人积极活跃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北部之际，伦敦政府很难公开承认印度政府无权惩罚那些距离英属印度边界如此近的部族犯下的暴行。阿萨姆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人或许和威廉逊被谋杀有一定关联，但阿萨姆官方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139]

 然而，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是：威廉逊之死受到公众的极大关注，公众将注意力聚焦于英国在阿萨姆边界上的软弱无能。正如里士满爵士对莫利勋爵所说的：“威廉逊先生一行被阿波尔人屠杀，重新唤醒了我们对阿萨姆边界部族的政策问题，与之相关的还有中国在西藏东南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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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逊被谋杀，令哈定勋爵不得不在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至少在阿波尔段边界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在1911年夏季，关于中国人所怀意图的新消息进一步表明，采取这一政策的确是应急之举。6月，塔拉居里（Tarajuli）帝国茶叶公司经理费尔斯（D. H. Felce，manager of the Imperial Tea Company）从其一名雇员处听说，有4名神秘人士抵达特兹普里（Tezpur）以北的阿卡地区（the Aka country）。据报告，塔吉拉加村（the village of Tagi Raja）的阿卡酋长说，这些人肤色很白，留着辫子，穿着宽松的裤子，除了小刀之外，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他们背上扛着包裹。达让警察局长贾尔斯（A. R. Giles）认为，这些人是中国人，可能是沿着达旺地区前来调查或探险的。
 
[141]

 就在此刻，中国人在波密的行动达到顶点。驻北京的英国武官威洛比上校（Colonel Willoughby，the British Military Attaché in Peking）报告说，波密局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人进入阿波尔地区，他认为现在中国人的哨岗距离空辛村，即威廉逊遇害处，只有13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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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报告，1911年夏，中国人在洛希特河谷的米什米边界上的活动十分频繁。印度从一开始就将其视作对边界的最大威胁，因为这包含着一条已知的从中国人控制下的西藏抵达印度的道路，强大的赵尔丰部，而非更弱的联豫部从这里经过。此外，自1910年初以来，中国人就与上部缅甸的康提垄地区十分接近，已经有报告称中国人已渗透到英国领土。因此，印度政府非常认真地研究了贝利在1911年7月沿着洛希特河而下的描述，也即贝利从北京到印度的最后一个阶段的陆路探险。7月15日，在瓦弄对面的洛希特河东岸上的提奈（Tinai），贝利遇到了两名米什米酋长，他们正在前往驻鸡贡的中国指挥部。他们告诉他，一年前中国人就下令召唤他们，令其臣服于鸡贡政府，但他们没有服从这一命令。最近，他们又收到新的命令，大意内容是，如果他们不立刻抵达鸡贡，中国军队将强行将他们带去。贝利建议他们在前往中国人处之前，先看看萨地亚助理政务官（邓达斯，W. C. M. Dundas）对此问题有何看法。米什米人同意了，他们陪贝利沿河走了一段，但他们最终厌倦了，漫步到丛林中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没过多久，贝利又遇到两名前往鸡贡的米什米酋长，他同样劝说他们不要前去。7月20日，在米什米敏宗村（Mishmi village of Minzong），贝利遇到两名西藏官员，他们说，中国人派遣他们拘捕米什米人，如果他们不能圆满完成任务，就会被砍头。这些西藏人刚刚得知，鸡贡驻军中大约有350人被召回波密，在那里中国人面临的情况似乎有些不顺，这个消息让他们非常高兴：他们已经迟到，也不愿看到雇主愤怒的样子，现在他们只希望逃离。贝利认为，中国人离开鸡贡意味着他们与米什米酋长的会面会被推迟一段时间，但中国人不会放弃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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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在10月，即贝利返回印度的几个月之后，米什米潘格姆酋长通诺在萨地亚告诉邓达斯，两名西藏人已经在他的领地上发布新的召唤令了。通诺还报告说，当年早些时候，一些中国官员沿着洛希特河支流迪里河谷活动，但后来英国人发现了更多关于中方此次探险的情况，因而此处的描述也相应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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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迹象表明，只要还在西藏，中国人就不愿离开阿萨姆山地部族，而将此现象和为被阿波尔人谋杀的威廉逊复仇一事联系起来，就迫使哈定勋爵不得不考虑制定一项比攻击中国沿海地区更切中要害的政策。6月底，该政策的轮廓已经形成；9月21日，哈定向克鲁勋爵详细描述了他的想法。这标志着，莫利理想的不干涉主义政策暂时被搁置，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1914年麦克马洪线的划定成为可能。这种新政策的目的是，既要惩罚阿波尔人，又要挫败中国人，后者实际上是英国最重要的目标。该政策主要基于敏托勋爵1910年年底离开印度前提出的建议，自那以后，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就一直处于制定政策的过程。

四 阿波尔远征军

远征军的首要任务就是惩罚阿波尔人。1911年5月，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建议派遣惩罚阿波尔人的远征军；6月，哈定同意这一建议；7月，克鲁勋爵向远征军授权。尽管导致威廉逊丧命的探险“未经当地政府的同意或批准”，“与众所周知的未经批准不得越过外线的命令相违背”，但印度政府绝不允许山地部族任意屠杀英国官员而不受惩罚。阿波尔远征军应在1911年10月出发，抓捕杀害威廉逊的凶手，将其绳之以法；并好好教训这一地区的部族，让他们永远铭记此事。然而，远征军要做的远远不止于此。应当利用此次远征军“尽快攫取中藏与从不丹开始，包括米什米地区的部族领地之间的合理战略性边界，这将……成为我们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阿波尔远征军应当引发沿着迪邦河、洛希特河、米里地区以及苏班西里河等地的多次探险，这些完全是威廉逊事件发生之外的地区。阿波尔远征军也可以说是由这些探险队，米什米使团和米里使团构成，目的就是发现西藏领土的具体分界线，以此作为完成划定新国际边界线的第一步。该国际边界线“距离我们现在的管辖范围要尽可能远，以便阻止中国人在我们的领土范围内搞阴谋诡计”。西藏领土边界线清晰的地方，例如洛希特河上的瓦弄以南领土，就要竖立起边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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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哈定首先构想出这一计划，他强调自己并不打算将英属印度的管辖范围扩张到新的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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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哈定甚至没有打算将居住在新边界线和老外线之间的部族纳入英国保护之下。新边界线的界标只是用来标注出英国的权利范围，增强今后英国与中国人谈判时的力量。与其说新边界是英国主权的北部分界线，不如说它表明了中国和西藏主权在南部的极限。实际上，正如印度事务部的赫泽尔所言，此处将会产生“多条线的重合”（a multiplicity of lines）
 
[147]

 。老内线（the Old Inner Line）仍标志着英国的行政边界。老外线（the old Outer Line）则继续象征着英国政治官员在此地巡游的有效边界。而最终，新的北部边界（指新外线——译者）则在绝不允许中国势力立足的地方划定了一处无主之地。

除了现有的内线和外线，增加第三条线的想法是非常精明狡猾的：如果能诱使中国人承认新边界线，那么，该计划就能满足贝尔在1910年夏天提出的两大标准，即在名义上可以抵御中国，而又不必相应地扩大英国的管理责任。当然，在现实中，该计划从未真正被贯彻执行。在印度事务部，诸如亚瑟·赫泽尔和休·巴恩斯等人，对印度政府的现实状况了如指掌，他们十分清楚：无论在何种程度上推进边界线，不管这个边界线被称作什么，都将意味着领土的推进，而该领土范围内的居民必然会渴求英国的保护。例如，在米什米地区，新边界线的划定将会防止中国人向瓦弄以南的地区渗透。如果中国人真的进入瓦弄以南的米什米部族地区，而部族又向英国求助，那么印度政府无法拒绝保护米什米人不受中国人骚扰的请求。英国外交部的格雷也同样对哈定建议的制造“某种本质上的三重边界”十分不满。格雷认为，三重边界“必然会引起更多混乱局面”。格雷指出，若不打算控制某地，最好首先不要吞并该地。1911年7月21日，格雷写给印度事务部的信中指出：

派遣探险队到无人管理之地，然后宣称该地为边界，随后又撤离该地的政策，现在受到公开的反对，因为这会导致和英国最近派远征军前往片马地区（Pienma district）
 
[148]

 所遇到的情况类似的困难，由此，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应由当地探险队决定一个适当的、可以防御的边界，随后，不仅要宣称对该地拥有主权，还应采取措施管理该地区，这是更合时宜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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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哈定产生过这种三条边界线的想法，那么，在1911年9月，该想法就被彻底放弃了。哈定说，新边界线是在推进外线的过程中产生的。只有几英里宽的内外线之间的范围，现在将会被扩展到更大范围，即阿萨姆喜马拉雅南麓。在此，哈定提出了一种名为“松散的政治控制”（loose political control）的政策，不同于威廉逊和兰斯洛特·海尔爵士在敏托勋爵执政期间曾经提倡的那种政策，该政策主张在正常情况下，如今被广泛分开的内外线之间的部族将自己管理自己，自行其是。然而，如果中国人进入了部族领土，或部族破坏了内线或新外线，或者，如果部族打算获得“不合时宜的独立”，那么印度政府应当采取行动。这并不意味着在和平时期英国人就会对内外线之间区域完全置之不理。在一些地方，政府必须建立长期的哨岗，例如，在洛希特河上游地区；在其他地方，他们或许可以依赖泛泛的部族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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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是修改之后，格雷和英国外交部也仍然无法信服这一政策明智与否，因为这一政策意味着“宣布对我们不打算管理的领地拥有主权”，但他们还是接受了印度政府的这一观点，不再继续争论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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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定建议，一旦新边界粗略划定，“应当正式通知中国政府我们所辖领土的范围”。的确，正如哈定所看到的，此类宣言对整个计划至关重要。因为这样做会招致英国的反对：他显然决定忽略中缅边界划定后中国人继续越过边界的这一例证。此外，哈定认为有必要为阿波尔远征行动及其与之相关的使团获取某种外交盾牌。流亡中的西藏政府已经表明，西藏政府的管辖范围包括阿萨姆喜马拉雅等地。1911年8月，印度政府已经通知西藏边界上的印度官员，“不应当和达赖喇嘛及其噶伦讨论和东北边界上的阿波尔、米什米及其他部族相关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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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举必然包含着某种外交含义，一旦阿波尔远征军进入山地部族领地，中国人就会宣称英国人正在中国领土范围内发动军事行动。现在看来，最明智的行为莫过于先发制人，首先发布一条英国势力范围的笼统声明，然后再前往该地区将其占领。然而，格雷的看法完全相反。哈定欲做的这种声明，只会提前警告中国人，让他们获悉英国人的想法，除了拖延中国人之外，实际上还在鼓励中国人：在他们还有能力的时候，要尽可能远地渗透到部族地区。
 
[153]

 因此，格雷坚持认为：“除非基于现在的探险调查结果，英国政府已经完全决定如何划定边界，否则不必向中国政府告知英王陛下政府的领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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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定所想的新外线，实际上正是敏托在1910年10月曾经建议的那条线。该线起始于达旺地区最东南角的山脚，随后向东北方向延伸，直至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脊北纬29度、东经94度的一个地方，从该点开始，大体上沿着北纬29度划界，直至东经96度，随后转向东南方向，直至日马以南的洛希特河谷，最后在洛希特河-伊洛瓦底江分水岭所在的缅甸边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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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洛希特河附近的米什米地区外，这条边界线横穿了整个当时不为英国人所知的平原地区，标注出了英国在部族地区的势力范围，尽管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但仍然在不少地图中显示出来。1909年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二卷中所附的地图，其参考资料已经注明，用浅色标明了外线之外的这片区域。这条新的边界线是1914年麦克马洪线的基础，但和麦克马洪线不一样的是，这条线将整个达旺地区至乌达古里的区域划在西藏范围之内，印度总参谋部很快指出了这种令人极不满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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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底、10月初，印度政府下达关于阿波尔远征军、米里和米什米使团的命令。阿波尔远征军由少将汉密尔顿·鲍威尔（Major-General Hamilton Bower）负责总指挥，本丁克（A. Bentinck）担任政务官。此次远征军的主要目标：第一，为威廉逊和格雷戈森之死复仇，让阿波尔人对此负责；第二，尽可能多地拜访底杭河-香河（Dihang-Siang）两岸的阿波尔村庄，让这些部族百姓了解到他们现在处在英国的“宽松政治控制下”；第三，证明雅鲁藏布江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是同一条河，且与底杭河-香河相连；第四，劝说或驱逐在已承认为“中藏”边界以南的中国人，令其撤到北边；第五，获得划定横穿底杭河-香河的新边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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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什米使团的行动由萨地亚助理政务官邓达斯负责率领，又分为两支相互独立且有所关联的行动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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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分队打算沿着洛希特河向管带程凤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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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叶普河附近插界旗的地方前进；另一支分队，包括贝利（F. M. Bailey）在内，主要任务是探索洛希特河与底杭河-香河之间的迪邦河谷（the basins of Dibang）和西塞里河（Sisseri River）。迪邦河和西塞里河段的计划，发生在几乎完全不被人知的地方，无法详细规划：其主要作用在于，研究西藏人和中国人在此地影响的程度和本质，并划分好边界线。然而，根据阿萨姆喜马拉雅政府的理解，洛希特河段在英国非常熟悉的地区范围内，因而为其提出了十分明确的指令。第一，前往叶普河（Yepak River），“为了以一种准确无误的方式标明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边界”，在中国竖立的界旗旁边竖起一个堆石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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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尽力探索洛希特河谷以西地区，最终确定流向迪邦河上游的边界，与另一支米什米分队相互衔接；第三，打算修建一条从洛希特河到叶普河的小路；第四，礼貌地将现在英属印度领土上的中国官员和西藏官员驱逐出去。由科尔伍德（G. C. Kerwood）带领的米里使团，其任务是在苏班西里河及其分支进行考察，收到的指令与以上相同。印度政府告知科尔伍德，“使团的主要目标将是：同当地部族建立友好关系，调查探索该地区，以便获得印度与西藏-中国领土之间进行令人满意的划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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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底，汉密尔顿·鲍威尔少将率领的阿波尔远征军主力正式出发，深入山区。由1000多名士兵组成的军队，再加上几千名纳迦脚夫，这支远征军毫不费力地征服了阿波尔人，并将杀害威廉逊的凶手绳之以法。英国军队的伤亡总数是：5人被杀，6人受伤。截至1912年1月，此次行动的军事目标已经达到，但调查工作进行得更久一些。英国军官来到了底杭河-香河附近北纬28度55分的地方，亦即辛金（Singing）附近，是一个比英国人以前到过的地方更北部的点，但距离后来的麦克马洪线仍然有30多英里的距离。英国官员还在底杭河-香河的一些支流进行探险，例如锡约尔河（Siyom）和亚奈河（Yamne）。与中国“威胁”相关的结论是：这段边界似乎不存在直接危险，但由于底杭河-香河上游的阿波尔村落打算让步给门巴人和其他从西藏来的佛教族群，则英国也应当将边界尽可能向北部推进。然而，目前还不可能划定精确的边界线。负责阿波尔地区政治工作的本丁克注意到阿波尔山区部族的一个生活特征，后来米尔斯和海门道夫也讨论过这一特征，亦即阿波尔村落倾向于对途经他们的领地至深山部族的过境贸易强加限制。本丁克在提到距离英属印度领土最近的这些阿波尔居民时，说道：“根本不可能对本村之外的地方打开门户，就像是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拉了一道帘子，将彼此隔开。”因此，那些从逻辑上讲应当和印度平原发生贸易关系的部族，只能被迫越过雪山和西藏进行贸易。位于老外线和1914年麦克马洪线之间中间点上的村落西蒙（Simong）北部的贸易，尤其是盐业，完全是和西藏之间进行的。本丁克提到，无论新的国际边界线在地图上的何处划定，印度政府都必须找到一些办法，在英国影响力沿着老外线的村庄以外抵达这里之前，令山地部族内部之间的沟通交流更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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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苏班西里河流域的米里使团，和去往阿波尔调查的远征军一样，都没能在1911～1912年间抵达西藏领土的边界线，但在苏班西里河支流上的塔里村（Tali）和卡姆拉村（Kamla），远征军碰到当地人和西藏人进行贸易的繁荣景象。西藏人的盐巴用来换取当地人的兽皮和大米，大米主要是阿帕人（Apa Tanang people）生产的。米里使团无法到达塔里村以外的地方，因为当地人对使团充满了仇恨之情。塔里距离1914年麦克马洪线的直线距离大约64公里。然而，在这里，使团无论如何见不到西藏政治对当地的影响。西藏的货物、念珠、铜铃、刀剑等等，充斥着塔里地区，但米里使团的首领科尔伍德后来获悉，西藏人从来不到如此南部的地方来。因而，中国人渗透的威胁几乎不可能在此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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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1910年以来出现的那样，这片区域最大的威胁就是洛希特河谷。由于传来报告说中国人再次召唤米什米酋长到鸡贡，并考虑将其边界旗帜推进到瓦弄以南的七个边界地区，米什米使团加快了离去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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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1月3日，当邓达斯及其一行抵达叶普河时，他们发现中国人已在前一天于1910年的旧标志旁边竖立了崭新的边界标志。新的标志由一面绣着四爪巨龙的红色旗帜，和一个写着汉语、藏语的牌子组成，牌子上写着：“察隅，最南端，清帝国边界线。”米什米使团一直在瓦弄附近待着，直到1月31日离开。在此期间，他们与察隅的中国政府有过联系。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抗议英国军队出现在距离边界如此近的地方，反而送来表示欢迎的礼物：鸡肉、鸡蛋以及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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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中国人在1912年1月忙于从洛希特扩张边界至阿萨姆平原；但在当时，出现在察隅的中国军队已经被缩减为仅剩的象征，大批的驻军已经被调往困难重重的波密。1911年7月，当贝利横穿日马时，只有40多人组成的中国驻军；截至1912年1月，40人已经缩减为2人。然而，一旦波密战争结束，中国人似乎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返回米什米地区，继续复兴其前进政策。此时辛亥革命爆发的重大意义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当时，中国军队在中部西藏发动的兵变，似乎最多导致四川省派来援军增加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米什米使团发现的关于中国在洛希特河支流迪里河一带的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迪里河从格雷山口（Glei Pass）向南流向洛希特河，在距离萨地亚144公里的地方汇入洛希特河。1911年12月，邓达斯派遣一小支先遣队，由哈卡索上尉（Captain Hardcastle）率领，前往迪里河探索，与这个沿着迪里河上游离群索居的米什米社区发生了联系。哈卡索从当地的一位名叫马扎农（Mazanon）的米什米酋长处获悉了以下故事。1911年5月，一名自称为“大老爷”（Ta Loh）的中国官员，带着大约50多名中国士兵和100多名西藏人，越过格雷山口，在迪里河谷停留了一周。他将米什米头人召集到自己的营帐里，命令他们沿着迪里河修建一条通往洛希特汇合处的道路。米什米人，或曰马扎农报告说，他向中国官员解释修建那条路有多么困难，如果大老爷希望进入洛希特河谷，那么他最好通过日马和瓦弄前往。中国官员似乎愿意接受他的建议。于是，他给米什米人颁布了一个文件，交代道：任何可能途经这里的中国和英国官员都应当看看这个文件。他还给米什米人一面旗帜，下令米什米人将这面旗帜插在迪里河和洛希特河交汇之处。如果马扎农的故事属实，那么米什米人拒绝了这份文件和这面旗帜。于是，中国人给了他们9坨盐巴，让他们无条件接受了。和大老爷在一起的西藏人将其描述为“一个大块头”，冒犯此人将会是轻率之举，西藏人建议米什米人给他送礼物，马扎农说他们并没有这么做。随后，中国人一行再次越过格雷山口，向东前往波密方向。马扎农的故事表明，除了9坨盐巴之外，米什米人决没有向中国人做出任何承诺。根据另一条消息，三名西藏人访问了迪里河上游，哈卡索从他们那里听到了版本完全不同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米什米人对中国人要比马扎农向英国官员描述的恭顺得多。根据西藏人的说法，中国官员大老爷，他们称之为张大老爷（Chang Ta Lao-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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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米什米酋长解释道，从现在起，他们必须服从中国人的命令，并将自己视为中国臣民；张大老爷还给酋长们每人一个类似于护照的文件，或一份保护令，上面的内容用汉语和藏语书写，最后落款是以赵尔丰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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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卡索上尉成功地搜集了15份此类文件，米什米使团的一位成员杰弗里上尉（Captain Jeffery）将文件从汉语翻译成英文，印证了西藏人所说版本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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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卡索上尉的信息更加证明了英国人心目中对于中国和英属印度帝国之间边界的想象，正如中国人所见的那样。自1910年以来在阿萨姆喜马拉雅积攒的经验，加上赫泽尔、伯纳德、克拉克等人在1910～1912年间对中国宣称对缅甸康提垄以及恩梅开江河谷所拥有的主权之本质的发现，英国人认为，中国人显然形成了一种最不能为他们接受的边界线。在云南一侧，该边界线始于片马附近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分水岭，向西北横穿恩梅开江上游和伊洛瓦底江支流迈立开（Malihka）河，直至瓦弄以南的洛希特河上由来已久的米什米-西藏边界线。从这里，该边界线略向西南，再度与洛希特河和其支流迪里河的汇入点相遇：这也是马扎农告诉哈卡索上尉的那个故事所蕴藏的含义之一。中国人对洛希特河-迪里河的西部边界究竟如何划分，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划分的边界线似乎大体上遵从西北朝向，横穿迪邦河与西塞里河盆地的支流上游，与底杭河-香河在阿波尔探险队调查最远点以北不远的地方汇合，或许在辛金（Singing）和觉多（Jodo）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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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边界线，包括缅甸和阿萨姆两个走向，将印度政府日益相信原本属于英国的大片领土纳入中国领土范围内。

五 松散的政治控制

截至1912年春天，印度政府获得了大量关于东北边疆部族地区的情况，并希望将中国从该地排除出去。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发动的阿波尔远征军及与其相关的使团，连同赫泽尔、伯纳德和克拉克等人在缅甸最北部的一系列行动，令印度政府掌握了大量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对于划定诸如1914年麦克马洪线那样精确的边界线还不够充分的话，对于哈定勋爵特别提出应当遵循的新外线的规定而言，却是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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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了解更多详情，还需要进一步的探险活动。因此直到1913年年底，英国探险队还活跃在阿萨姆和缅甸边界。然而，要点已经确立下来，1912年的问题是：如何让新边界线成为一条有效的边界线。一旦中国人从辛亥革命危机中恢复了元气，例如，1912年印度一些观察家认为中方很快就会再次行动起来，英国该怎样做才能阻止中国人不再继续渗透阿萨姆平原呢？尽管既没有界定，也没有划定，但是否应当告知中国政府这条新的英国外线的存在？英国是否应该把统治范围扩大到新边界线，抑或，正如中国“威胁”产生之前那样，英国是否应该对山地部族保持不干涉的态度呢？哈定勋爵“松散的政治控制”政策的设定，就是为了解答这类问题。

“松散的政治控制”同样也用在英属缅甸最北部，正如在阿萨姆喜马拉雅，中国人将其影响力扩展到英属印度领土直接管辖的边缘。缅甸和阿萨姆的情况有诸多相似之处，英国的有效政策必须同时顾及到这两个地区。然而，一方面，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涉及了缅甸不存在的问题，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在缅甸北部，正如在阿萨姆一样，有效地排除中国人的影响就必须要加强英国的统治管理，并将英国的统治范围延伸到那些在过去基本处于自治状态的部族地区。英国可能不得不在这里建立永久性岗哨：这一点很快就在迈立开河谷（Malihka Valley）源头附近的葡萄县（Putao，赫兹堡，Fort Her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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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分水岭附近的片马（Pienma，Hpimaw）实现了。英国还不得不在这些偏远的山区修建道路。英国政府在缅甸的花费成本将有所提高。然而，从理论上而言，英国在缅甸境内的主权管辖范围并没有增加。因此，英国依然维系了1886年接管曼德勒王国时对伊洛瓦底江河谷上游的主权头衔。现在，英国不过是在捍卫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并没有占领新的领土。然而，很难说阿萨姆喜马拉雅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便印度政府辩解称，非佛教徒山地部族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但却没有相关的任何条约或正式声明。印度政府同样还可以辩解称，这些部族地区构成了外国领土，通过推进外线，哈定勋爵正在扩大大英帝国的领土范围。这就是印度政府对于阿萨姆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解释，而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都希望尽可能避免领土的扩张。在阿斯奎思先生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选举平台上，帝国的扩张并不占有一席之地。此外，如果老外线以外的部族地区是真正的外国领土，谁能绝对地保证这些领土不是西藏的一部分呢？1907年，英国已经向俄国保证，绝不吞并西藏的任何领土。如果一旦公开承认外线的推进意味着英国主权领土的推进，最终很可能导致英国人向圣彼得堡做出解释，正如1914年英国的确所做的那样。

阿波尔远征军包括向外线之外的地方派遣英国军事武装力量。当然，印度国务大臣克鲁勋爵已经批准了该行动，但议会还没有正式表示同意，这一疏忽很可能破坏了1858年印度政府法案（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ct，1858）。该法案第55条有如下规定：

除了阻止或驱逐对英王陛下之印度领土的真正入侵，或在突然紧急情况之下，印度税收不得在未经议会两院同意下，用于支付英王陛下领土之外部边界以外发生的任何军事行动的开支。
 
[172]



老外线（the old Outer Line）是否真正构成了一条外部边界线？印度政府和印度事务部都宁愿相信老外线是一条外部边界线。然而，他们明白，发布任何此类需要征求议会同意阿波尔远征军的公开声明，都会不可避免地招致中国政府开始加强其对阿萨姆喜马拉雅领土的主权声明，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这么做。因此，印度政府决定忽略与1858年印度政府法案第55条相关的外线所包含的意义。此外，为了避免回答那些令人尴尬的问题，印度事务部费尽心机、小心翼翼地编辑特定的文件，后来这些文件不可避免地被收入到阿波尔蓝皮书（the Abor Blue Book）中，“目的是尽可能消除与‘国际’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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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政府尽可能让媒体不要报道和阿波尔远征军相关的内容，还尽可能地将米里使团和米什米使团的内容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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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印度政府这些举动并不能阻止精明的议员利用1858年印度政府法案发表批评言论。印度政府所能做到的，就是确保此类人只能了解那些绝对必要的信息，除此之外一概保密。威廉·拜尔斯爵士（Sir William Byles）是一位非常厌恶惩罚性战争的约克郡议员，也是第一位公开提出1858年印度政府法案第55条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阿波尔蓝皮书的出台就是为了应对他提出的令人难堪的问题。10月31日、11月7日，拜尔斯提出质疑：印度政府派出阿波尔远征军和米什米使团是否没有考虑参照1858年法案。他得到的回答是：米什米和阿波尔都位于英属印度外部边界之内。拜尔斯并不信服。11月14日，他拿出若干地图来，包括《印度帝国地名辞典》（Imperial Gazetteer of India
 ），证明米什米和阿波尔在英国领土之外。他得到的回复是：“帝国地名词典中的地图并不意味着印度和西藏之间科学精确的边界线，因为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边界线从未划定过。”根据1858年印度政府法案，那些有问题的部族都可以被认作在英属印度领土范围之内。11月28日，仍不满意的拜尔斯再度发问：阿波尔远征军的目的之一是否划定中印边界，如果是，是否征询过中国政府的意见。拜尔斯被告知参阅刚刚公布的阿波尔蓝皮书第19条。这一对哈定1911年9月21日公文精心编辑过的版本，并没有让拜尔斯失去明智的判断，但他接受了议会印度事务次大臣蒙塔古（E. S. Montagu）的保证，即“阿波尔远征军的目的并不是要扩展印度政府的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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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尔斯及其同僚在议会的发问及质疑，令克鲁勋爵下定决心：英国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执行的“松散的政治控制”新政策，应尽可能像老政策“不干涉”原则那样制定。无论如何，正如赫泽尔所言：“尽管阿波尔远征军是英国新政策得以实施的手段，但新政策与反对阿波尔人的惩罚性远征毫无关系。新政策之所以必须制定，仅与中国人在该地的推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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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春，在叛乱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在西藏的权力如风卷残云般消散，伦敦某些部门认为，阿萨姆边界问题的永久性解决办法似乎可以推迟一阵子了。在过去，解决阿萨姆和阿波尔部族之间关系等当地问题，还从未导致英国占领老外线之外的领土。随着中国人威胁日渐减少，现在的英国边区村落也不存在如此迫切的需求了。

然而，截至现在，哈定勋爵已经开始支持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自1906年提出的观点了，即如果仅仅出于对当地阿萨姆人管理的原因，英国与山地部族的关系不应当再重复不干涉政策时期所运行的体制了。正如东孟加拉和阿萨姆副省督贝利爵士（Sir C. S. Bayley）在1912年2月提出的：

阿波尔人向来都是这一边界最令人讨厌的部族。过去的经验证明，通过在平原上设立岗哨对其实施行之有效的管控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纳迦人（Nagas）和卢夏人（Lushais）之所以纳入英国管辖是因为其领地被永久性占领了。迄今，派遣远征军到阿波尔领地、实施惩罚、随后撤军的政策，始终不变地被相关的部族所误解。暂时的占领很快会被遗忘，新的麻烦又将随之而来。现在，这种政策必须被彻底放弃，原因有二：（1）现在需要一个能够成功的新政策；（2）出现了一个咄咄逼人、擅长阴谋诡计的邻居，为了防止该邻居对我们边界上的山地部族施加影响力，有必要重新考虑全局，因为这不仅和阿波尔地区有关，而且事关从不丹到卡姆提地区，以及缅甸以北的无人管理区等整个印度边界。
 
[177]



换句话说，正如部族问题令（印度政府）采取旨在挫败中国人的合理措施那样，现在这些措施也可能是为了想出一个永久性解决部族问题的方法。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如果英国对山地部族不实行更有效的控制，边界就无法得到保护；如果不对边界实行比以往更好的防御政策，将会很难控制这些部族。支持东孟加拉和阿萨姆政府观点的哈定勋爵认为，这两大目标得以实现的最佳方式，就是执行在迄今英国管理范围之外的部族地区设立少数几个永久性岗哨的政策。在阿波尔地区应设立一个这样的岗哨，底杭河-香河西岸的若通（Rotung）似乎是个不错的地方。在曼尼克莱似乎也应设立一个岗哨，就在洛希特河上的瓦弄以南。
 
[178]

 这就是“松散的政治控制”政策所包含的意义。

伦敦政府却不这么看待“松散的政治控制”政策。正如蒙塔古指出的：

我认为松散的政治控制意味着反对任何外国的干涉，我相信这一政策最好通过从我方领土上的基地出发，以巡视或探险的基本方式获得，根本不必在部族地区设立任何岗哨。
 
[179]



克鲁勋爵同意这一点。除了若通岗哨之外，他“基于一般性政策”，非常“不愿意批准在阿波尔地区建立永久性治安岗哨”。印度政府本应在帕西加特（Pasighat）和科博（Kobo）设立岗哨，这两个地方都可以被视作“我们自己领土内、极容易维系的基地”。他们本不应该在老外线之外的山地拥有任何永久性的基地。
 
[180]

 该决定遭到了哈定的强烈反对，印度事务部的其他几个高级官员，包括亚瑟·赫泽尔爵士在内，也怀疑该决定不够明智。
 
[181]

 在1912年年底，也即争论结束6个月后，有人劝说克鲁勋爵对自己的决定稍做修改。正如他总是说的那样，若通不会设有永久性的警察或军事岗哨。然而，他愿意允许印度政府在那里建立一个贸易站点，每年一定的时间都开放。他强调说，“这绝不是行政措施或政治行为”。然而，新的贸易站点和老的治安岗哨并没有什么重要区别：因为该贸易站点获准可以拥有一支配备超过100支来复枪的护卫队。雨季来临的时候，站点就会关闭，但建议成立的治安岗哨也同样只能在寒冷季节运转。
 
[182]



从防止将来中国人渗透的角度来看，在曼尼克莱设立岗哨显然比在若通设立岗哨重要得多。毫无疑问，在1910～1912年间，在察隅的中国人一直试图对与其边界毗邻的米什米部族地区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中国人在西藏的运气有所改善，那么他们必然还会故伎重施。此外，洛希特河谷也会成为深入到康提垄地区的后门，自1910年以来，中国人就一直试图从云南方向接近康提垄。放弃洛希特河谷，就等于敞开这扇门。还有很多关于在本地区维持英国影响力的观点，克鲁勋爵不打算一一驳斥。如果印度政府不在洛希特河附近派驻警力，中国人可能会得出结论：英国已经放弃了对该地的主权，从而迅速填补真空。这绝非学术观点。综观1912年，英国观察家认为，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人在中部西藏的计划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但他们却依然能够维系对察隅的虚弱控制，这一点日益明显。1912年4月，正如成都的中国媒体所报道，四川政府已经派遣了一位特别调查官蒋方琪（音译，Chiang Feng-ch’i）前往察隅边界地区，与米什米使团会面并商讨相关事宜（当然，米什米使团已经返回印度）。四川政府还派出三名测量员前往这段边界线，他们称“英国军队偷偷溜进此地”
 
[183]

 。后来有传言道，1912年6月9日，蒋方琪抵达叶普河，在那里竖起了一个新的边界标志，宣称该点在中华民国的南部边界线上。
 
[184]

 1912年11月，北京正式宣布察隅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县或行政区。
 
[185]



授权下令在洛希特河上建立一个岗哨，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但在操作层面上设置这样一个岗哨却并不容易。从萨地亚沿着洛希特河直至西藏边界的道路，必须经过全世界环境最恶劣的一些地方。早期到过该地的游历者中，几乎没人承认自己喜欢这段经历。布里斯少校（Major Bliss）曾在1911～1912年间指挥过米什米使团，他报告说，“米什米地区的交通是我所见过的最糟糕的地方”。
 
[186]

 通往官员们建议在瓦弄附近的曼尼克莱修建岗哨之路，途经充满着异常凶残的水蛭（蚂蟥）的丛林，还要经过刀削般锋利的峭壁，四周都是断崖绝壁，跨过肆虐的激流，山体斜坡则常面临泥石流滑坡的危险。充斥这条道路的艰难险阻，令英国军队必须驻留在曼尼克莱，因为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部队不可能冲过这段区域：维系这支部队的供给，以及补充军力都是极端困难的。因此，曼尼克莱岗哨的修建，取决于修建一条沿着洛希特河谷、状况良好的道路。这条路在1912年开始动工，印度政府希望其在1912年年底竣工。事实证明，这项任务太过艰难，花费过于昂贵，直到1914年，只修建到萨地亚之外的几英里的地方。修路计划悄无声息地被放弃了，同样被放弃的还有曼尼克莱岗哨。
 
[187]

 该计划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被重启，但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始终未能完成。

如果“松散的政治控制”政策没有带来什么戏剧般的丰功伟绩，那么，它仍然引发了处理英国与西藏边界上的阿萨姆山地部族之间关系的机制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一些阿波尔部族和米什米部族心照不宣地被纳入英国保护范围内。在阿波尔远征期间，英国向阿波尔村民发布的一些命令，以及在米什米使团和洛希特河沿岸部族之间建立的关系，都意味着英国干涉部族事务的程度比起“不干涉”政策时期，政府的容忍程度增大了许多。
 
[188]

 此外，英国探险队在山地地区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13年末，这一定让部族人相信，英国人现在对部族地区采取的政策，必然不限于派遣远征军这种传统模式。1912～1913年间成立的诸如米什米探险调查分队（the Mishmi Exploration Survey Detachment）和阿波尔探险调查分队（the Abor Exploration Survey Detachment）等部门的运转，也证明有必要获取划定新外线的最终地理学细节。但实际上，这些部门的运转也包含着一定的政治目的，即让当地人了解大英帝国的存在。
 
[189]

 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干扰，这种官方“探险”很有可能会成为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管理的一个常态化特征，这种探险就以其独特的作用，在很多边远的高山地区为英国人制造事实上的岗哨。

英国在边界山区的永久性出现，通过设置政务官的形式具体化，产生了象征意义。政务官的特殊职责在于处理英国和山地部族的关系。1912年，沿着阿萨姆喜马拉雅的印度东北边疆被划分为三段：西段、中段和东段。西段涉及达旺地区和西部山地部族，如阿卡人和达夫拉人，1913年西段交给内维尔上尉（Captain G. A. Nevill）管理。1919年，该地仍在内维尔掌管之下，但已成为巴里帕拉边疆地区（the Balipara Frontier Tract）。与阿波尔和米什米山区相关的中段和东段边界则在1912年合并，归邓达斯（W. C. M. Dundas）掌管，其总指挥部位于萨地亚。在帕西加特还设立了一位助理政务官。1919年，中段和东段边界组成萨地亚边疆地区（the Sadiya Frontier Tract）。
 
[190]

 尽管从一开始就对阿萨姆边界上的政务官的行动有所限制——在没有特殊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沿着洛希特河至西藏边界之间游历——然而，比起尼达姆和威廉逊时代，他们现在的存在依然能够确保印度政府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发生重大事件的更密切的关注。
 
[191]



1912年和1913年设立的东北边疆行政机构，是印度政府体系的一部分，后来演变成现代印度共和国的东北边疆局（NEFA）。该机构的出现，正如珀西瓦尔·兰登（Percival Landon）在1912年10月的《双周刊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
 ）中所言，大大地拓展了阿萨姆的领土边界，或多或少制造了“一个东北边疆省”（a North Eastern Frontier Province）。
 
[192]

 兰登认为，这一切“几乎是在暗中偷偷完成的”，因此“一百万人中也不会有一个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说的没错，因为1858年印度政府法案第55条的确规定，英国有必要以极大的谨慎向北推进边界。印度政府永远不会坦率地承认，但实际上边界已经向前推进了。正如我们所见，印度事务部已经在1911年11月暗示，新外线（the new Outer Line）实际上已经和老外线（the old Outer Line）完全一样了。印度共和国至今仍然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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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来自印度的信函，第48卷，1886年，印度致函阿萨姆，1886年9月14日。


 [81]
 霍尔迪奇爵士著《神秘的西藏》（Tibet the Mysterious
 ），伦敦，1908，第333～336页。


 [82]
 麦肯锡：《东北边疆》，如前所引，第55页。


 [83]
 达尔顿：《人种学》，如前所引，第14页。


 [84]
 孟加拉秘书处出版社：《文件》，如前所引，第119页。也可参见格里菲斯《米什米山区之行》（Visit to the Mishmee Hills），《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第六卷，1837年；格里菲斯（W. Griffith）著《阿萨姆、缅甸、不丹等地行记》（Journal of Travels in Assam，Burma，Bootan，etc.
 ），加尔各答，1847。


 [85]
 达尔顿：《人种学》，如前所引，第14页。


 [86]
 库珀：《米什米山区》，如前所引，第245页。


 [87]
 沃德：《报告》，如前所引。


 [88]
 尼德汉姆：《沿着上部阿萨姆萨地亚和西藏东南日马之间的洛希特布拉马普特拉河之旅》（Journey along the Lohit Brahmaputra between Sadiya in Upper Assam and Rima in South-Eastern Tibet），如前所引。


 [89]
 PEF 1910/13，莫利致函敏托，1908年9月4日。


 [90]
 有关该课题的主要资料来源（欧洲语言）是贝利所著《报告》，如前所引，该著作在之后编纂而成的著作如卡拉斯科（Carrasco）中被较多征引

贝利并非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或政治科学家，但在1913年（正如其他几次探险一样），他展现出非凡的观察能力和清晰的思维能力。他的《报告》，尽管不能说是文学上的经典之作，但却是迄今为止中亚探险类记述著作中最精准、信息量最大的著作。后来，为了出版亦即我们现在看到的《无护照西藏之行》（No Passport for Tibet
 ），贝利修改并部分重写了《报告》，但遗憾的是，在重写的过程中，他删去了《报告》中大量非常有用的信息。我非常感激贝利上校让我使用他最后存留的、非常珍贵的《报告》复印本。


 [91]
 《藏汉大辞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1610页“Pad-ma-bkod”条解释：“白马冈。西藏自治区墨脱县旧名于”。——译者


 [92]
 巴考（J. Bacot），《西藏叛乱》（Le Tibet Révolté
 ），巴黎，1912年，第10页。


 [93]
 贝利：《报告》，如前所引，第3页；贝利：《无护照西藏之行》，如前所引，第35～38页。


 [94]
 贝利上校亲口这样告诉我。


 [95]
 贝利：《报告》，如前所引，第2～3页；卡拉斯科，如前所引，第101，104页。

对于底杭河和香河交汇而成雅鲁藏布江流域地区的混杂人口的记述，可以参见华金栋（F. Kingdon Ward）所著《雅鲁藏布大峡谷之谜》（The Riddle of the Tsangpo Gorges
 ），伦敦，1926，第110页；华金栋：《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Through the Gorges of the Tsangpo），《中亚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Central Asian Society
 ），XIII，1926，第142页。


 [96]
 贝利：《报告》，如前所引，第17～21页。


 [97]
 除了长期朝圣之旅（Ringkor，Long Pilgrimage），还有短期朝圣之旅（Kingkor，Short Pilgrimage），即每年一次，仅限于杂日，即现在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对于“林廓”（Ringkor）和“金廓”（Kingkor）的描述，参见贝利《报告》第10～12页；卢德洛（F. Ludlow）：《苏班西里河和锡约尔河的源头》（The Sources of the Subansiri and Siyom），《喜马拉雅期刊》（Himalayan Journal
 ），X，1938年，第9～10页；阿农（Anon）：《苏班西里河和锡约尔河的源头》（Sources of the Subansiri and Siyom），《喜马拉雅期刊》（Himalayan Journal
 ），IX，1937，第145～146页。


 [98]
 本节某些内容已经在兰姆所著《中印边界》一书中有所提及，如前所引，第130～142页。


 [99]
 尼达姆：《英国边界外的阿波尔村落报告》（Report on the Abor villages beyond the British Frontier），1884年，皇家地理学会图书馆，分类号Z.48.3。


 [100]
 PEF 1910/13，西西锯木厂贸易有限公司和麦克拉努迪锯木厂致函海尔（the Honourable L. Hare，C. S. I.，C. I. E.）备忘录，1906年11月。


 [101]
 PEF 1910/13，东孟加拉与阿萨姆致函印度，1907年9月9日。


 [102]
 威廉逊：《在阿萨姆和西藏东南之间的洛希特河-布拉马普特拉河，1907年11月至1908年1月》（The Lohit-Brahmaputra between Assam and South-Eastern Tibet），《地理期刊》（Geographical Journal
 ），第34卷，第4期，1909。


 [103]
 PEF 1910-1913，敏托致函莫利，1908年6月11日。


 [104]
 温迪·帕雷斯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尽管威廉逊一行遇害事件性质严重，但发生在阿萨姆喜马拉雅的事件仅仅是1911年英国对藏政策发生转变的原因之一。出现在缅甸边界小村庄皮玛（Pienma）的问题才是影响英国对整个印度态度的关键所在。参见：Wendy Palace，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1900-1922
 ，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5，p.75。——译者


 [105]
 PEF 1910/13，莫利致函敏托，1908年9月4日。


 [106]
 PEF 1910/13，东孟加拉和阿萨姆致函威廉逊，1908年10月31日。


 [107]
 PE F 1910/13，东孟加拉和阿萨姆致函印度，1909年6月29日；拉姆斯登上校的日记提到他最近试图抵达桑颇瀑布（the Sangpoo Falls）

这是欧洲人第一次抵达卡邦，但却不是印度政府雇员第一次抵达该地。1901年，在印度三角测量局（the Great Trigonometricd Survey of India）工作的两名廓尔喀调查员沿着底杭河来到了卡邦，该地点在当时标志着这一地区调查的北部极限。参见邓巴（G. Dunbar）：《边疆》（Frontiers
 ），伦敦，1932年，第81页。


 [108]
 PEF 1910/13，莫利致函敏托，1909年9月1日。


 [109]
 PEF 1910/13，东孟加拉和阿萨姆致函印度，1910年5月26日。


 [110]
 PEF 1910/13，威廉逊日记，1911年1月至2月。


 [111]
 PEF 1910/13，东孟加拉和阿萨姆致函印度，1910年5月26日。


 [112]
 PEF 1910/13，东孟加拉和阿萨姆致函印度，1910年7月4日。


 [113]
 印度事务部，政治与机密局秘密备忘录，B. 189，中国人在米什米边界的活动。


 [114]
 PEF 1910/13，东孟加拉和阿萨姆致函印度，1910年5月26日。


 [115]
 PEF 1910/13，东孟加拉和阿萨姆致函印度，1910年5月26日。


 [116]
 PEF 1910/13，东孟加拉和阿萨姆致函印度，1910年5月26日。


 [117]
 PEF 1910/13，贝尔致函印度，1910年8月20日。


 [118]
 北非古国迦太基著名军事家。生长的时代正逢古罗马共和国势力的崛起。少时随父亲哈米尔卡·巴卡进军西班牙，并在父亲面前发下一生的誓言，要终身与罗马为敌，自小接受严格和艰苦的军事锻炼，在军事及外交活动上有卓越表现。现今他仍是为许多军事学家所研究之重要军事战略家之一。——译者


 [119]
 拿破仑·波拿巴（法文：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出生于法国的科西嘉岛，世界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执政官，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拿破仑对内多次镇压反动势力的叛乱，颁布了《法国民法典》《商法典》《刑法典》，完善了世界法律体系，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秩序，传播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对外五破反法联盟的入侵，沉重反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创造了一系列军政奇迹与短暂的辉煌成就。拿破仑于1814年和1815年两度战败并被流放。1821年，拿破仑病逝于圣赫勒拿岛。——译者


 [120]
 PEF 1910/13，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10月23日。


 [121]
 PEF 1910/13，敏托致函莫利，1910年10月25日。


 [122]
 莫利文档（D. 573/26），哈定致函莫利，1911年5月4日。哈定写道：“事实证明，海尔在东孟加拉遭遇了彻底的失败。我认为东孟加拉是整个印度治理最差的省份。”

对于海尔和哈定之间的会晤，参见里德《阿萨姆边疆》，如前所引，第221页。


 [123]
 PEF 1910/13，哈定致函克鲁，1910年12月22日。


 [124]
 对于1910年11月达夫拉远征军的详细描述，参见PEF 1910/16，文件号1918/6。


 [125]
 PEF 1910/13，哈定致函克鲁，1910年12月22日。


 [126]
 PEF 1910/13，哈定致函克鲁，1910年12月22日。


 [127]
 PEF 1910/13，第4300/1900号文件，巴恩斯爵士备忘录，1910年12月15日。


 [128]
 PEF 1910/13，赫泽尔致函里奇，1911年1月12日。


 [129]
 邓巴尔：《边界》，伦敦，1932，第92页。


 [130]
 PEF 1910/13，威廉逊日记，1911年1月和2月。


 [131]
 PEF 1910/13，哈定致函克鲁，1911年4月13日。


 [132]
 FO 371/855，第45042号文件，达赖喇嘛致函贝尔，1910年11月6日；FO 371/1078，第283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0年11月28日。


 [133]
 对于威廉逊一行被阿波尔人杀害的原因，有两种看法。第一种即米里人错误地向阿波尔人解释威廉逊所写信件，从而引发阿波尔人的愤怒，持这种看法的代表人物主要包括战地记者安格斯·汉密尔顿（Angus Hamilton），他在代表作In Abor Jungles，Being an Account of the Abor Expedition the Mishmi Mission and the Miri Mission（London，Eveleigh Nash，1912）如是认为。对此表示赞同的有F. M. 贝利（贝利著、春雨译《无护照西藏之行》第13页）和Alastair Lamb（《麦克马洪线》）。贝利在其著作中这样提到：“汉密尔顿的书极不寻常，他写此书是签了合同的。但他到现场才知道讨伐队不允许记者相随。因此他不得不用废话充斥其书，以迎合出版商的需要。尽管如此，他对威廉逊和格雷戈森之死的记述要比目前流行的其他解释更加可靠”（F. M. 贝利著、春雨译《无护照西藏之行》，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年内部发行，第219～220页）。第二种观点则是：威廉逊因口粮和酒被偷而与阿波尔人产生纷争，最终被杀。这种说法是巴普雅利根据“阿波尔远征军”助理政治教官本丁克（H. W. Bentinck）给上级的报告所述：威廉逊一行由于一些口粮和酒被阿波尔脚夫偷了，威胁要回去惩罚他们。结果阿波尔召开村民大会，决定将威廉逊一行干掉（H. K. Barpujari，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North-East Frontier，1873-1962，Gauhati：Assam，1981，p. 168.）。但本丁克所撰写的文章《阿波尔远征：地理成果》（发表在《英国地理杂志》，1913年2月，43卷，第99页）却持有另一种看法，即威廉逊一行被杀的原因是“由于一个信使的愚蠢和空辛、罗同村年轻人的冲动而促成的”，这与他给上级报告的完全不同，转而赞同战地记者安格斯·汉密尔顿的看法。本丁克持有两种观点的做法令人深思。译者推测，由于英国官方说法，即“阿波尔远征军”新闻报告人普尔少校（Major Poole）所持有观点是第一种观点，故汉密尔顿以及本丁克等人在公开发表的著作或刊物上都须与英官方保持一致，而本丁克在给上级汇报中（内部资料）则是第二种观点，故第二种观点的可信度或许略高一些。——译者


 [134]
 参见汉密尔顿（A. Hamilton）著《在阿波尔丛林中》（In Abor Jungles
 ），伦敦，1912年；也可参见贝利《无护照西藏之行》，如前所引，第28～30页。在1911年年底出版的《阿波尔蓝皮书》（The Abor Blue Book
 ），记载了威廉逊之死情况的官方记录。参见Cd. 5961，《东印度（东北边疆）》（East India ［North-East Frontier
 ］，《反抗阿波尔人的行动》（Operations Against the Abors
 ），1911年。


 [135]
 有关威廉逊之死，英国和印度有很多报道，报纸上多赫然写着“The Abor Massacre”，“the Massacre in Assam”，“Treacherous Abors”，“Frontier Tragedy. Indian Officials Murdered. Act of Savages”，参见http：//trove.nla.gov.au/newspaper/。可知英印舆论在拼命为英国出兵远征阿波尔造势。——译者


 [136]
 PEF 1910/13，印度致函东孟加拉和阿萨姆，1911年5月8日。


 [137]
 PEF 1910/13，东孟加拉致函印度，1911年4月22日。


 [138]
 PEF 1910/13，第900/1911，赫泽尔备忘录。


 [139]
 PEF 1910/13，第866/1911，鲍威尔少将致函达夫爵士中将。


 [140]
 PEF 1910/13，里奇致函莫利，1911年4月8日。


 [141]
 FO 371/1065，第33488号文件，费尔斯致函贾尔斯，1911年6月20日；PEF 1910/13，哈定致函国务大臣，1911年7月7日。


 [142]
 PEF 1910/13，朱尔典致函格雷，1911年7月22日。


 [143]
 PEF 1910/13，贝利致函印度，1911年8月8日。也可参见贝利著《中国-西藏-阿萨姆》（China-Tibet-Assam
 ），如前所引，第141～147页。


 [144]
 政治与机密局秘密备忘录，B. 189。


 [145]
 PEF 1910/13，哈定致函克鲁，1911年9月21日。


 [146]
 PEF 1910/13，哈定致函国务大臣，1911年6月29日。


 [147]
 PEF 1910/13，第1081/1911号，赫泽尔备忘录。


 [148]
 参见上书第288页。据报告，赫泽尔一从片马撤军，中国人就重新返回到该地。


 [149]
 PEF 1910/13，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1年7月21日。


 [150]
 PEF 1910/13，哈定致函克鲁，1911年9月21日。


 [151]
 PEF 1910/13，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1年11月6日。


 [152]
 FO 371/1065，第35166号，贝尔致函印度，1911年8月5日，印度致函威尔，1911年8月15日。


 [153]
 PEF 1910/13，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1年10月26日。


 [154]
 PEF 1910/13，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1年11月6日。


 [155]
 PEF 1910/13，哈定致函克鲁，1911年9月21日。这一重要文件出现在里德所著《阿萨姆边疆》一书中，如前所引，第226～228页。


 [156]
 在印度参谋部，1912年6月“东北边疆备忘录”中，该文本出现在PEF 1910/14中，提到达旺是不丹和部族山地之间的“一片危险的楔形区域”。参谋部建议：整个达旺地区，包括错那宗，都应被纳入英属印度范围内，这将导致比1914年麦克马洪线范围更广的边界范围。从1912年中期开始，对于至少包括色拉山以北的达旺地区范围都应并入英国领土这一看法，已经没有任何怀疑。这一地区边界线的演变问题，将会在后面与麦克马洪线相关的谈判章节中详细探讨。

1912年6月1日参谋部的备忘录已出现在里德《阿萨姆边疆》一书中，如前所引，第280页。


 [157]
 PEF 1910/13，印度致函鲍威尔少将，1911年9月25日。


 [158]
 PEF 1910/13，印度致函邓达斯，1911年10月5日。


 [159]
 程凤翔，字梧刚，湖南人，原为赵尔丰之厨师，勇猛善战颇受赵之青睐，任为管带。1910年率军深入察隅地区，及时阻止了英帝对这一地区的侵略。参见任乃强著《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第134页。——译者


 [160]
 最后，没有竖立任何堆石界标。


 [161]
 PEF 1910/13，印度致函科尔伍德，1911年10月5日。


 [162]
 PEF 1910/14，本丁克，关于阿波尔远征军的政治报告，1912年4月23日。


 [163]
 PEF 1910/14，科尔伍德，1911-1912年米里使团报告，1912年5月24日。


 [164]
 PEF 1910/13，哈定致函国务大臣，1911年10月10日。


 [165]
 FO 371/1335，第13372号文件，米什米使团日记。


 [166]
 此处的张大老爷很可能是程凤翔派出的哨长张绍武，当地人将其尊称为张大老爷。吕一燃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下卷）也提及“赵尔丰的川边军队一汉官Chang Ta Lao-yeh”，参见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第615页。——译者


 [167]
 据记载，赵尔丰曾批示“外人竖旗之后，因查询居民业已……领有护照，即将旗帜拔去。兹由本大臣随批发下护照千张”，参见《程凤翔禀复洋人插旗拔旗情形》，《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册，中华书局，1989，第604页。——译者


 [168]
 PEF 1910/14，哈定致函国务秘书，1912年1月28日。也可参见政治与机密局保密备忘录，B. 189。


 [169]
 米什米使团的迪邦河分队获悉，中国人正在试图和住在德里河上游或迪邦河上游的米什米人发生联系。然而，截至1912年，中国官员都还没有真正在迪邦河谷落脚，而是利用西藏商人作为中方和部族之间的联系纽带。参见PEF 1910/14，贝利：《1911～1912年间米什米使团迪邦分队的工作报告》（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Dibang Column—Mishmi Mission 1911-12）。


 [170]
 和英国在阿萨姆喜马拉雅的远征军不同，英国在1913年深入缅甸最北部的探险活动，导致伯纳德率领的英国探险队和中国人在恩梅开江支流阿赫克扬河谷（Ahkyang Valley）的小分队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武装冲突。在1913年4月，发生了一次此类冲突之后，伯纳德受伤了。毫无疑问，如果中国人真的打算渗透到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正如他们在云南-缅甸边界上表现出的决心那样，那么，划定后来为人们所知的麦克马洪线将会变得困难得多。


 [171]
 葡萄县，缅甸克钦邦所管辖的一县，县设葡萄市，位于缅北葡萄平原之迈立开江左岸，土壤肥沃，矿产资源丰富。葡萄市是一个幽静的小乡村，而孕育此地的葡萄平原周围都是喜马拉雅山南麓，除生产葡萄外，玉米、稻米也是主要粮食。赫兹堡位于葡萄县境内。——译者


 [172]
 我加上的斜体字。参见PEF 1910/15，文件号1918/4，里面有1858年法案的全文及阿波尔远征军所包含的意义。


 [173]
 FO 371/1066，第47933号文件，沙克伯（Shuckburgh）致函麻穆勒（Max Müller），1911年11月4日。


 [174]
 FO 371/1066，第48949号文件，印度致函东孟加拉和阿萨姆，1911年10月26日。

印度政府不允许媒体记者跟随阿波尔远征军或使团；他们只能依赖官方报告撰写新闻。普勒少校（Major Poole）的谨慎令其获得“迟钝的普勒”（The Stagnant Poole）之昵称。参见贝利《无护照之行》，如前所引，第29页。


 [175]
 对于和阿波尔远征军相关的议会质疑，参见PEF 1910/15，文件号1918/4。


 [176]
 PEF 1910/14，赫泽尔致函里奇，1912年4月26日。


 [177]
 里德：《阿萨姆边疆》，如前所引，第241页，引自贝利致函印度，1912年2月22日。


 [178]
 FO 535/15，第49号文件，哈定致函国务大臣，1912年3月21日。


 [179]
 PEF 1910/14，第1493/1912号文件，蒙塔古备忘录，1912年5月1日。


 [180]
 FO 535/15，第49号文件，国务大臣致函哈定，1912年4月6日。


 [181]
 PEF 1910/14，赫泽尔致函里奇，1912年4月26日。


 [182]
 PEF 1910/14，国务大臣致函哈定，1912年10月3日。


 [183]
 政治与机密局秘密备忘录，B. 189。


 [184]
 PEF 1913/28，奥卡拉汗旅行日记（O’Callaghan’s Tour Diary），1914年3月7日。


 [185]
 FO 535/15，第283号，国务大臣致函哈定，1912年11月5日。


 [186]
 里德：《阿萨姆边疆》，如前所引，第239页。引用布里斯少校，《1911～1912年米什米使团简介》（Brief Narrative of the Mishimi Mission，1911-12）
 。


 [187]
 PEF 1913/39，第1310/1914号文件，如，1914年4月4日备忘录。


 [188]
 参见《艾奇逊条约集》，如前所引，XII（1931年），第165～166页。


 [189]
 参见巴拉德上校（Colonel S. G. Burrard）所著《印度调查记录四：1911-12-13年间在东北边疆的探险》（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IV：Explorations o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during 1911-12-13
 ），加尔各答，1914年。该文集包括冈特少校（Major C. P. Gunter）所著《米什米探险调查分队报告，1912～1913年》（Report of the Mishmi Exploration Survey Detachment，1912-1913
 ）和特伦查德上尉（Captain O. H. B. Trenchard）所著《阿波尔探险调查分队报告，1912～1913年》（Report of the Abor Exploration Survey Detachment，1912-1913
 ）。


 [190]
 里德：《阿萨姆边疆》，如前所引，第265，303页。


 [191]
 例如，参见FO 535/16，第229号文件，阿萨姆致函印度，1913年4月5日。


 [192]
 引自达斯（T. Das）所著《英国在西藏的扩张》（British Expansion in Tibet
 ），加尔各答，1927，第105～106页。


第五章 英国对藏政策和辛亥革命在西藏，1912～1913年

第一节 清末民初中国失去对卫藏地区的管理权：1911年11月至1913年4月

1911年11月，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开始削弱其在中部西藏的地位，因而大大缓解了英国人对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上直接面临的危险而产生的焦虑。在当月的最后10天，英国驻亚东和江孜贸易代表报告说，中国驻军拒不服从命令，中国高级官员携带家属在英国的两个贸易机构内寻求避难。
 
[1]

 截至12月，中国驻拉萨军队宣称，清朝驻藏大臣联豫被废黜，钟颖将军取而代之。钟颖曾在1910年初率领先遣队占领过拉萨。据报告，钟颖十分同情革命，在士兵中威望甚高。有那么一段时间，就好像钟颖完全能够稳定局势，维系中国人在拉萨及中部西藏其他城市的统治。然而，局势很快完全失去了控制。
 
[2]

 钟颖或许和拉萨驻军有所关联，但他完全没有能力处理和士兵的关系。这些士兵从1911年年底开始从遭受重创的波密陆陆续续返回拉萨。这些波密战争的幸存者，在撤退途中，对沿途的西藏城镇大肆烧杀劫掠，包括行政中心泽当。他们处死了自己的长官罗长裿（Lo Ch’ing-ch’i）
 
[3]

 ，抵达拉萨城门后，他们已经变成一伙难以驯服的乌合之众。在波密战斗中被打败，三分之一的士兵战死，可谓完全摧毁了他们的士气。现在，他们只希望有足够的资金和交通条件，可以保证他们回到内地的家。然而，钟颖将军并没有什么资金。的确，他刚刚在选举后下令敲诈勒索了一大笔钱，或许有25万卢比，是通过威胁抢劫布达拉宫而向西藏政府索要来的。但这些钱已经全都分配给了那些在拉萨的中国驻军，以期望继续收买他们对自己的忠诚。钟颖无法满足从波密回来的幸存者，其人数大约为500～800人。这些人很快开始在拉萨烧杀抢劫，正如他们沿途一路的所作所为。由此，在拉萨的军人和西藏人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战斗，1912年3月，这场战斗蔓延到日喀则和江孜。
 
[4]



江孜和日喀则的驻军人数很少，一共不超过300人。他们对于这场激烈的生死大战丝毫不感兴趣。在英国驻亚东贸易代表大卫·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和尼泊尔驻拉萨代表拉尔·巴哈杜尔（Lal Bahadur）的帮助下，他们很快被说服，向西藏人交出武器和弹药，以此换回安全通行证和旅费，并出发前往印度边界上的春丕，这也是他们返回内地的第一段旅程。在拉萨，钟颖在3月初便发现自己的地位毫不稳固，难以维系。他主动和西藏政府联系，商讨停火事宜，并为他的士兵索要安全通行证。3月20日和21日，双方开始谈判，但随后便破裂了。中国人不信任西藏方面做出的承诺。西藏人虽愿意让中国方面向印度方向撤退，但却不愿同意钟颖的建议，即允许钟颖及其部下行军至对中国有利的地方：东部西藏。钟颖有可能认为，即便达赖喇嘛本人表示愿意为中国人提供安全通行证，但他的愿望完全有可能被色拉寺和甘丹寺反对中国人的狂热分子所忽略。谈判刚刚破裂，钟颖部下就试图占领色拉寺，但未能成功，该事件象征着中国与西藏之间的战斗重新打响。截至4月初，钟颖被围困在拉萨新兵营（扎齐，Trapchi）和一个依然亲中国的小寺院（丹杰林，Tengyeling）。
 
[5]

 钟颖所率部队人数接近1000人，几乎都是刚刚经过训练，配备了包括一些轻型克虏伯大炮等现代化武器；从理论上讲，钟颖本人比起那些反对他的僧兵要优秀得多。然而，钟颖因为极度缺乏资金而陷入绝望，他的弹药也不足以应对敌人的围攻。此外，他不能保证部下所有人都忠诚于他，因为士兵中大多数人都是从波密来的幸存者。他只有总数不足130人的贴身侍卫值得完全信赖。在此期间，同样被围困在拉萨，完全无法与接受钟颖指挥的军队建立联络的人，是驻藏大臣联豫及其大约60多名侍卫。这些老式的中国士兵仍然坚守在驻藏大臣衙门。
 
[6]



钟颖一定是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然而，他认为，如果他在拉萨将中国人的落脚点维系足够长的时间，他就会被西藏边界上的中国营地派出的远征军所营救。1912年初，中国在东部西藏的局势混乱不堪。在1911年12月爆发的辛亥革命中，赵尔丰被处死，尹昌衡
 
[7]

 取而代之。虽然刚刚满25岁，但尹昌衡是一位野心勃勃，寡廉鲜耻的阴谋家，他在清军中几乎没有任何威望。赵尔丰之死预示着边界地区将发生一系列反对中国人的起义。最严重的起义或许是昌都当地的部族百姓协同3000多昌都寺院僧人一起对中国驻军发起进攻。然而，绝大多数地方的中国人成功地逃过这一劫难。例如，由彭日升率领的中国驻昌都驻军，下定决心自我防御，并在抵抗的过程中摧毁了昌都寺院，这令达赖喇嘛异常失望。1918年，达赖喇嘛的军队开始报复。尹昌衡发表声明：他绝不打算偏离赵尔丰的西藏政策。他宣称：“西藏是国家边界上的壁垒——宛如人的四肢，用来保护颜面——西藏的繁荣与否对中国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他建议，应当立即准备向拉萨派遣援军。尹昌衡的建议得到了刚刚成立的袁世凯中央政府的支持。
 
[8]

 因此，钟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只需再坚持几个月，尹昌衡就会派来援兵。我们将在下文中继续探讨西藏边界上的中国援兵。我们大概确信的是，驻藏大臣联豫和钟颖一样等待着中国从西藏东部发来的援兵。联豫在拉萨的地位愈发朝不保夕。一方面，他面临着西藏人的进攻。另一方面，钟颖的支持者已宣布将他废黜。无疑，联豫相信，只要他成功地守住驻藏大臣衙门，就有可能赢得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这样他就有可能继续在政府供职，或许，甚至有可能让他一向讨厌的钟颖在政治上垮台。

在等待东部西藏局势发展的同时，拉萨的各个派别似乎也开始考虑和西藏人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截至5月底，英国人获得消息，称中方再度开始探索寻求停火的可能性，如果能获得通行证和荣誉，他们就打算撤退到印度边界。西藏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现在，丹吉林寺院遭受西藏方面从中方截获的炮火攻击。整个西藏的军队都正在或打算前往拉萨汇集，加入围攻中国军队的行列。例如，错那宗和达旺派出一名代表前往流亡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政府处，报告他们派援兵到拉萨的打算。
 
[9]

 钟颖则除了自己的贴身侍卫外，失去了对其他士兵的真正控制。在丹吉林和扎齐的中国军队，或多或少需要起来为自己而战。

此外，截至5月，西藏方面也开始希望和中方谈判并签署协议，以便终止在拉萨的战斗。拉萨的西藏人远未达到团结一致。尽管色拉寺和甘丹寺对中方发动了进攻，哲蚌寺却遵循更为温和的政策：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两大寺院派别之间的紧张日益升级，极有可能发生内战。自2月以来就一直待在噶伦堡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越来越急切地想返回西藏；但他又不愿意离开印度，除非西藏首府拉萨的局面更加稳定。到了5月，他决定最好还是和中国人达成妥协。在中国统治西藏期间与驻藏大臣联豫过往甚密的班禅喇嘛，现在也急切地盼望双方和解，由此他本人也可以恢复一些曾经失去的威望；或许，通过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还可以保护他本人远离达赖喇嘛的嫉恨。尼泊尔人也在敦促和谈。由于拉萨战争引发的混乱局势对尼泊尔商人财产的损害，西藏的尼泊尔商人遭受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加德满都不止一次表示，愿意派军前来西藏恢复秩序，这一计划引发了英国人的诸多担忧：因为英国政府已通过英国驻尼泊尔领事夏沃斯中校（Lieutenant-Colonel Showers）提出过建议，即尼泊尔大公应当试图通过其驻扎在西藏的代表在西藏人和中国人之间调停。此外，英国希望尽快停火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不少英国臣民居住在拉萨，即拉达克穆斯林群体，人数大约超过150人，包括妇女儿童等，他们一直在向英国贸易代表抱怨自己最近遭受的损失，希望能寻求英国人的保护。他们的商店已被洗劫一空。一名拉达克人已经遇害，还有一名受伤。拉达克社团的首领古拉姆·默罕默德（Gulam Mohammed）连同12名同伴，当前在拉达克人的清真寺中遭到了中国人的围攻，因为该清真寺不幸位于拉萨东部中国人立足之地。
 
[10]



在5月的第一周，中藏双方真正达成了短暂的停火，但并没有签署协议。根据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命令，西藏政府同意允许中国人撤离，但前提条件是中方必须首先缴械。中国人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一点不足为奇。甘丹寺和色拉寺的僧人强烈地反对与敌人达成任何妥协。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便给中国人发放了安全通行证，甘丹寺和色拉寺僧人也会对之采取完全忽略不计的态度。难怪钟颖如此了解情况。仅仅过了三天，这次毫不稳定的停战便宣告结束，5月6日，拉萨再次爆发战争。
 
[11]



截至5月底，印度政府已经设想出一个解决方案，根据该方案，由英国充当此次危机的调停人，因为英方得出结论：中藏双方达成和解的主要障碍就是缺乏相互信任。英国的结论是，将此任务托付给其信任的少数几个当地代理人，而当时可以随意在西藏自由行动的人只有大吉岭警察局局长莱登拉（Laden La）。莱登拉是一个锡金人，他的叔叔是喇嘛乌金嘉措（Lama Ugyen Gyatso，曾一度为孟加拉政府所倚重，负责搜集西藏事务的情报）。自荣赫鹏使团赴藏以来，莱登拉本人和英国对藏政策的所有阶段都有所关联。1905～1906年间，他曾陪同班禅喇嘛前往印度。自1910年以来，他受雇于印度政府，充当印度政府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的联络员，达赖喇嘛显然对他十分信任。现在，印度政府告知莱登拉令其立即前往拉萨劝说中国人投降，在他的监督下确保中国人在撤退到印度边界期间不会受到骚扰。哈定勋爵认为派遣莱登拉赴藏是合理的，并向其在伦敦的上司指出西藏局势稳定的迫切性。哈定说，尼泊尔正变得越来越好斗；他们现在宣称，无论中藏之间发生的战争出现怎样的结果，他们都会为尼泊尔臣民遭受的损失索要赔偿，如有必要，他们会动用军队索取赔偿金。拉萨的战争持续时间越久，就越难以约束限制尼泊尔人。与此同时，达赖喇嘛最后下定决心从英属印度领土返回西藏。6月24日，他最终离开噶伦堡，前往春丕谷。
 
[12]

 哈定指出，至少在西藏人眼中，过去两年间生活在英国保护之下的达赖喇嘛，十分不愿意自己卷入拉萨的混乱局面中。万一他遇到中国人的攻击怎么办？到时候，英国是否会避免采取措施，以确保他的安危？如果英国人出手相救，俄国人会怎么说？此外，在英国人按兵不动的情况下，是否有能力限制廓尔喀人采取积极的干涉行为？这些都是莱登拉使团面临的争议问题，而且是带有非常强烈的质疑的问题，但正如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哈定毫无疑问在这个锡金警察身上看到了远胜于当下西藏危机调停人的潜质，后来的情况证明，莱登拉成为首任英国驻拉萨代表，这正是当年荣赫鹏在1904年《拉萨条约》独立条款中试图寻求的目标。伦敦的决定令哈定沮丧不已。莱登拉在抵达西藏首府之前，由于克鲁勋爵和爱德华·格雷爵士下达的紧急命令而被耽搁。我们会在其他章节详细谈及这一问题。
 
[13]



7月初，正当拉萨局势一片混乱之际，十三世达赖喇嘛抵达位于春丕谷上游的帕里。达赖喇嘛离开英属印度，令哈定勋爵为首的印度政府如释重负。在过去几个月，达赖喇嘛打算离开印度期间，他令英国置身于相当尴尬的局面中，让印度政府在涉及1907年英俄协定的时候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另一方面，一旦返回西藏，达赖喇嘛就能再次自由地行使独立的外交政策。事实已经足够清晰：据传言，在帕里等待达赖喇嘛的不是别人，正是德尔智（Dorjiev）。为此目的他专门从蒙古赶来。最近一段时间，德尔智一直在圣彼得堡。神秘的俄藏阴谋的老套故事会不会再次上演？最终，德尔智并没有在西藏停留很长时间，而是去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与此同时，在距离江孜30英里、位于前往拉萨路上的拉隆（Ralung），十三世达赖喇嘛会见了班禅喇嘛。两位转世活佛显然希望暂时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主要分歧。随后，达赖喇嘛就一直留在白地湖（Lake Palti，或曰Yamdok Tso，羊卓雍错）边上的桑顶寺（Samding Monastery），直到拉萨足够安全，他才返回布达拉宫。
 
[14]

 从1910年2月匆忙逃离拉萨，直至1913年1月23日，达赖喇嘛才又重新回到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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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初，在尼泊尔驻拉萨代表拉尔·巴哈杜尔中尉的帮助下，中国人和西藏人重新开始5月中断的停战和谈。中国人提出了下列条件：中国军队将武器弹药存贮在一个上锁的战备仓库，直到收到北京的命令才会最终做出处置措施；西藏方面为中国人撤退至印度提供资金；中国人撤离期间的安全通行证将得到中间人（尼泊尔代表）的保证，尼泊尔代表也将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中藏双方在停战协议达成后立即从各自占领的寺院中撤兵，西藏军队将会离开色拉寺和甘丹寺，中国人则离开丹吉林。经过一番讨论，符合各自要求的协议于8月12日签订。在中国人、西藏人和尼泊尔人的联合看顾下，中方将自己的武器弹药收起来。中国军队在撤退至印度边界的途中不会受到骚扰。中国臣民将会继续留在拉萨，例如中国商人等，只要他们遵守西藏法律，西藏政府将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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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对这一结果相当满意，并已做出相应安排，让拉萨驻军和其他中国人通过印度返回中国内地。6月，袁世凯总统通过朱尔典提出要求，如有可能，印度政府应援助中国军队撤离；朱尔典便主动提出令其武官威洛比上校（Colonel Willoughby）作为中国军队和印度政府之间的联络官。袁世凯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威洛比上校十分熟悉中国军队的相关情况，也掌握一些中文。几天后，8月12日停战协议签署之后，他抵达印度。9月初，他组织的遣送中国人回国使团（Chinese Repatriation Mission）开始在锡金-西藏边界上活动。截至1912年11月底，大约有1000多名中国官员，老百姓，以及180多名妇女儿童，经由他的使团指挥部，经过印度返回中国内地。然而，威洛比发现，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后，情况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的确，1913年3月，当他最终离开锡金边界之时，仍然发现有少数一些中国士兵仍驻留在春丕谷，在春丕的钟颖将军打算利用一切可能推迟自己的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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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西藏边界上的英国观察家而言，8月12日签署的拉萨停战协议囊括了中国军队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驻藏大臣联豫及其护卫队，钟颖将军及其贴身侍卫，扎齐军营和丹吉林的捍卫者，截至此时，他们都对钟颖的命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扎齐兵营和丹吉林的士兵大都是波密战役的幸存者，他们非常迫切地希望拿着合理合法的通行证，离开西藏；但他们对于将自己的武器留在拉萨这一决定不甚满意，尽管尼泊尔代表拉尔·巴哈杜尔保证，决不允许西藏人使用这些枪支弹药。最终，当他们把螺栓留在武器中，这些武器就彻底无法使用了。这令西藏人非常恼火。毫无疑问，拉萨一些更为极端的寺院希望利用中方自己的武器彻底消灭这些侵略者。关于西藏政府为中国军队在拉萨和印度边界之间的差旅费用额度大小的问题，仍有不少争论。然而，到了9月中旬，扎齐兵营和丹吉林的中国人纷纷踏上前往春丕谷的路；到了10月中旬，他们大多数已经进入印度，开始着手准备返回家园的最后阶段了。驻藏大臣联豫一行，以及钟颖将军一行的撤退问题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

9月初，钟颖收到北京任命他为拉萨驻藏大臣（或相当于中华民国时期的驻藏大臣）的命令，将联豫取而代之。钟颖奉命留在拉萨，而联豫则被告知返回中国。因此，钟颖告知西藏人，他和他的随从仍将原地不动。他辩解道，这并不是对8月12日停战协议的破坏，因为停战协议针对的仅仅是自1910年初来到拉萨的那些中国军队。西藏首府拉萨总是需要一名驻藏大臣及其护卫队。他继续留在拉萨不过是遵从长久以来的惯例而已。
 
[18]

 不希望再看到中国人的西藏人，自然不准备接受这一解释，他们立刻宣布8月12日停战协议遭到破坏。驻藏大臣联豫也被钟颖的决定所困扰。他认为，钟颖将自己取而代之的命令实际上是无效的；他决定留在西藏，直到其地位问题弄清楚再离开。但是，他的确从拉萨撤离到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距离江孜以北几英里的地方；如果有必要，他也可以前往英国贸易机构寻求庇护。此时，由于英国在当年8月宣布关闭印藏边界与中国人之间的几乎所有通信，并以此强迫袁世凯正式开启关于西藏未来地位问题的谈判，联豫和钟颖与他们在四川和北京的上司都完全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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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钟颖宣布留在拉萨，拉萨再次爆发中藏之争。当时担任江孜贸易代表的年轻的古德（Basil Gould），从道义上给联豫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因而联豫自11月初开始出发，缓慢地踏上前往春丕谷的路，同时仍然希望得到来自北京的确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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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底，钟颖的决心和意志力开始弱化，在可遇见的未来，他越来越不可能看到来自东部的任何援军，但他宣称，除非在英国人的监督之下，否则他不会和西藏人达成任何停战协议。
 
[21]

 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建议古德专门为此目的从江孜来拉萨，但该计划遭到了哈定勋爵的断然拒绝，理由是英国官员前往西藏首府会破坏1907年的英俄协定。
 
[22]



12月11日，驻藏大臣联豫最终从春丕谷越过锡金，由此放弃了中国政府可能会恢复其官职的所有希望。
 
[23]

 此刻，钟颖正在认真考虑撤离拉萨的问题。在11月的最后一周，钟颖的情况有所改善。他似乎成功地占领了存储所有中国军队武器弹药的军火库，这令他在和西藏政府讨价还价的时候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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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再次同意通过尼泊尔代表拉尔·巴哈杜尔的调停和西藏人重开谈判。12月14日，双方签署了一项新的停战协议。在尼泊尔人的监督下，钟颖交出了中国军队的武器；在钟颖及其部下抵达春丕谷之前，这些武器不得交给西藏人。西藏人同意为中国军队的撤离提供交通和食宿。达赖喇嘛政府承诺不会对仍选择留在西藏的中国商人或在中藏冲突中站在中国一方的丹吉林寺院僧人打击报复。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和其他中国官方建筑都将移交给西藏人，西藏人随后就会将这些建筑的大门封闭起来，究竟如何处置还悬而未定。西藏政府还保证钟颖一行在前往印度边界途中不会受到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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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6日，根据双方协议，钟颖交出武器。12月19日，在一位尼泊尔官员及尼泊尔驻西藏代表护卫队的16名廓尔喀士兵护送下，钟颖一行，包括诸多中国平民、商人及其家眷等人离开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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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钟颖抵达江孜。他在江孜拜访了英国贸易临时代表古德。古德后来撰写回忆录时提到，“他高大魁梧，身高6英尺以上（即1.8米以上——译者），身材宽厚结实”。古德邀请钟颖参加圣诞晚餐，就是“一只火鸡和平常的配菜”，钟颖吃完了四个双份火鸡及配菜，在返回营地后，将其描述为“一顿正餐”
 
[27]

 。钟颖从江孜出发前往春丕谷。到了春丕谷，他终于收到了数月来北京发来的第一道命令。他被告知：在西藏能留多久就留多久；因此，钟颖又延长了在春丕谷的停留时间。据报告，他在2月中旬迎娶了一位春丕谷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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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颖继续停留在西藏这一事实令英国人极为气恼。印度政府建议，如果他自己不主动离开，或许可以采取武力迫使他离开。克鲁勋爵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些建议。
 
[29]

 西藏人和英国人都要求袁世凯总统下令钟颖离开西藏，但毫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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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定居在春丕谷的钟颖开始忙着和尼泊尔人勾结。尼泊尔人似乎希望看到西藏局势继续动荡不安，这样他们就有机会直接干预西藏政治，由此他们在西藏的威望也会大大提高。
 
[31]

 钟颖私下还和班禅喇嘛保持通信往来。他的这些计划大多是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在印度的秘密代理人陆兴祺的鼓励。这位陆兴祺在加尔各答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天益商行（the Thinyik Co.）。通过陆兴祺，钟颖得以了解中国在东部西藏计划重新占领拉萨的进展情况。毫无疑问，重燃东部救兵前来援助的希望，进一步坚定了钟颖坚持下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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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13年3月初，钟颖在春丕谷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风雨飘摇。他把自己的指挥中心修建在中国驻亚东海关的房屋旧址上，距离英国边界很近，他显然希望英国人能够为他提供保护。
 
[33]

 然而，西藏军队正在春丕谷聚集。到了3月中旬，大约有250多名全副武装的西藏人包围了钟颖，切断了他和北部的一切联系。
 
[34]

 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在北京也遭到攻击。2月初，联豫返回北京，开始密谋反对这位在西藏将自己取而代之的人。
 
[35]

 联豫把整个西藏危机归咎于钟颖，他宣称，钟颖的残酷无情最终引发西藏人起来反对中国人。联豫似乎非常擅长搞阴谋诡计。当钟颖最终回到中国后，袁世凯政府以其在西藏犯下的罪行逮捕钟颖，令其接受审判并最终将其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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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藏人在春丕谷与日俱增的压力，面对联豫在北京针对自己的阴谋诡计，钟颖最终决定：他别无选择，只能进入锡金领土。他的很多追随者自1月和2月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4月14日，钟颖带着大约30多名随从，离开西藏前往印度，一周后抵达噶伦堡。他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的确，他获得北京的许可，在陆兴祺和天益商行的帮助下离开印度，但他也在私下被告知：如果离开印度回国，他在中国的家族将会遭殃，他本人也会被砍头。
 
[37]

 事实证明，这一消息是完全正确的。钟颖离开春丕谷标志着：自1910年2月赵尔丰派遣钟颖率领的先遣队抵达拉萨以来，中国对达赖喇嘛领地的军事统治宣告终结。直到49年之后，中国人才得以返回中部西藏；但从钟颖最终离开春丕谷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期间，中国人从未放弃过这一打算。

第二节 中国人的反应

一 中华民国中亚政策的本质

1911年年底爆发的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对中亚地区所奉行的政策本质。尽管如此，辛亥革命或许令传统上表述这一政策的语言发生了某些变化。中华民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处显示出掌控新疆、西藏和蒙古的决心。当西藏和蒙古真正脱离中华民国掌控之际，民国政府强调这不过是暂时的一种状态，北京不会永远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的。

至于西藏，民国政府制定了两个特征鲜明、而又密切相关的行动方针。一方面，政府竭尽全力劝说西藏人民和政府，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便是继续保持与中国的传统关系。中华民国受到欧洲和美国的政治理论概念的影响，其中民族自决的因素被注入中国中亚政策当中，这在清朝末期已经突显出来。有人主张，西藏人，蒙古人，更不必说新疆的穆斯林，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中亚民族的代表们也应加入到中华民国大联盟中来。正如中国通过革命进入一个变革的年代，而革命又会把中国变成一个完全有能力抵御外国入侵的现代化国家那样，西藏人、蒙古人和穆斯林都应加入到这场伟大的冒险中来。在中亚，这种理念有着深刻的社会含义。中华民国提出的五族共和理念，五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穆斯林）、藏族，这种理念包含的意义对中亚的这些封建阶级构成了一定威胁，无论是世俗阶级还是宗教阶级，一直以来清政府的政策都是依靠这些封建阶级。许多支持中华民国的中国人的确都强烈反对封建统治，但袁世凯总统周围的顾问则认为，或许最好还是和西藏的僧侣阶层、蒙古及新疆的部落酋长和首领等达成妥协。至少在西藏，中华民国打算非常肤浅地通过重新启动清王朝的那套组织机构贯彻中国权力，从而摧毁王公贵族、喇嘛僧人权力的建议，已经遭到了中国人的竭力贬低。袁世凯总统竭尽全力试图将达赖喇嘛拉到自己阵营一边，在整个民国期间，这一政策得到了兢兢业业地贯彻执行。当达赖喇嘛表现出不愿接受拉拢的姿态时，袁世凯又转向拉拢班禅喇嘛。这一策略显得更为成功，但在袁世凯有生之年并没能取得什么结果。1923年，六世班禅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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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没有采用西藏传统的算法，而是将“九世班禅喇嘛”
 
[39]

 算作是“六世班禅喇嘛”——译者注）逃离了西藏，前往中国内地避难。他的继任者七世班禅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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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指十世班禅
 
[41]

 ——译者注），从被选中之日起就为中方所操控。

无论是通过公众呼吁，还是通过政府密谋，争取西藏人的政策都伴随着非常真实的中国“威胁”，是一种外柔内刚、外宽内严的手段。自1912年以来，中国政府一刻都没有放弃从东部边界地区武力推进占领中部西藏，重现赵尔丰的丰功伟绩的计划。自1918年绒坝岔停战协议签署以来，边界上的确出现了一段宁静时光，中藏边界似乎稳定下来了。但这些不过是中国政府迫不得已的中断行为，因为他们正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方：他们忙着反抗日本人，随后又忙着应对共产党人。西藏人逐渐意识到，很多西藏政客无疑也都意识到：当中国国力衰落时主动与中国人达成妥协，远比中国人强盛起来后被迫接受其统治明智得多。袁世凯总统竭尽全力为这一方向努力；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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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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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他们的意识形态有多么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会赞同袁世凯。

为了分析辛亥革命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对西藏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反应，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两种政策。尽管相互有所关联，但它们并不总是能够严格地区分彼此。中国政府试图劝说西藏僧俗百姓加入中华民国大家族由来已久。四川和云南省的军事司令官以武力征服西藏的计划也非一日形成。有时候，这些历史是同样的大师计划所导致的。但多数情况下，情况并非如此。自中华民国肇始，边疆地区的中国政府就处于北京最松散的管理之下；有时候，这些边疆省份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云南省和四川省都发生过内战，但有时候四川和云南之间也会发生战争。因此，在本书所涉及的剩余部分，并非总能轻易地从复杂的中藏关系中得出有效而统一的政策的结论。然而，所有中国领导人共同的心声便是：一直以来，西藏始终以某种方式归属于中国，不应当允许西藏脱离中国的掌握。然而，因北京对四川省和云南省缺乏控制，尤其对西藏事务颇感兴趣的四川省缺乏控制力，由此导致的危险往往会被夸大。例如，当英国人向北京政府抗议四川省提出征服西藏的某些新建议时，中国外交部（the Wai-chiao-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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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很容易表达遗憾之情，但却对四川省当前发生的诸多叛乱等问题束手无策。西方历史学家很有可能低估了中华民国初期中央政府对地方省份的控制力。

然而，无论北京与云南省、四川省之间关系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从方便阐述的角度而言，毫无疑问，若将中国在西藏边界的军事活动的历史与中国人和中部西藏政府谈判及阴谋诡计的历史分开来谈，则有太多问题可以展开叙述。无论如何，此处将会采取这一权宜之计。一部分内容会涉及到中国对拉萨、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及其直接属民的政策；另一部分则会探讨和东部西藏、西藏人的希望、四川政府和云南政府的失败等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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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拉拢西藏人：袁世凯执行五族共和政策

从一开始，中华民国就下决心把西藏、蒙古和新疆来的代表集中在一起，结成同盟，从而表明：中亚各民族和中国本地十八个省的居民一样，从辛亥革命中受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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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12年初，袁世凯就已经完全意识到达赖喇嘛之宗教支持的重要性，他通过北京的黄寺主动和这位藏传佛教领袖联系，希望能够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站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一边。1912年3月，袁世凯试图说服中亚各族人民，一项新协议在北京等着他们，中国官员再也不会将他们视作劣等民族，因为袁世凯颁布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法令。这份文件的颁发日期为3月25日，它引发了英国的极大焦虑；英国人因而抗议这份法令所涵盖的含义，这份文件内容如下：

凡我蒙、藏人民，率循旧俗，作西北屏障安心内向。近年，边疆大吏措施未善，每多压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不禁慨然。现在，政体改建共和，五大民族……［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均归平等。……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与内地平等，以其大同而享幸福，是至所望。（参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册，第84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译注）
 
[47]



在4月13日袁世凯颁发的总统令中，他又补充道：

五族——汉、满、蒙、回、藏——各宜互通婚姻。一以除异同之迹，一以期情谊之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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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袁世凯宣布，所有阻碍民族融合的障碍现在都将被中华民国宣告非法。再来看袁世凯1912年4月21日颁布的法令（或曰总统令），他增加了关于民国政府对西藏政治地位的理解，是一些极为有趣的评论；这与印度政府当时所期望的西藏地位的理念有许多分歧之处。他宣称：

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民国政府于理藩不设专部，原系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现在统一政府业已成立，其理藩事务，着即归并内务部接管。其隶于各部之事，仍归划各部管理。在地方制度未经划一规定以前，蒙、藏、回疆应办事宜，均各仍照向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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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西藏当地政治纳入“划一规定”的部分过程，包括中国通过从四川派遣远征军在中部西藏重建军事力量，该问题留待下文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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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划一规定”政策，诸如接下来四川计划流产这样日益重要的政策，可以通过谈判和劝说来实现，而不必诉诸武力；在整个拉萨驻军被围困的过程中，袁世凯始终将这一点牢记心中，即便在钟颖（Chung Ying）最终离开西藏领土前往锡金之后，他都没有忽略这一点。

20世纪上半叶，欧洲和美国的作者所撰写的关于西藏的著作，尤其是查尔斯·贝尔爵士（Sir Charles Bell）和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的著作，均展现出一幅这样的画面：西藏人民团结一致反抗中国人，他们憎恨中国人的一切。毫无疑问，这是一幅曲解变形、令人误解的画面。可能几乎不会有哪位西藏人如此理解中国政府的统治。若1912年在西藏高原上发起一次民意测验，问起“你是否希望看到中国退回到1910年？”这样的问题，必然是一片压倒一切的“不愿意”。另一方面，中国人和西藏人打交道由来已久。对西藏人而言，中国是深奥微妙、精细复杂文明的中心。藏传佛教寺院实际上是中国官方机构设置的组成部分。20世纪初，西藏的大宗贸易仍然是与中国内地进行的，许多有影响力的西藏大家族都是依靠这些贸易发家致富的。西藏人饮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茶叶，也是来自中国内地；即便是在1912年中藏危机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达赖喇嘛政府也没有表示出希望印度茶叶取代中国茶叶的迹象。而印度茶叶取代中国茶叶是很多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商业先驱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在荣赫鹏使团撤离后的多年间，中方似乎从来没有在和西藏人的合作问题上发愁过。1912年初，当西藏人在中部西藏攻击了中国军队之后，一些和中国政府合作过的西藏重要首领境遇凄惨。签署过1908年贸易协定的西藏代表擦绒协摆，在1912年春被处以死刑。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也未能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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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张荫棠和联豫时代的许多（亲汉的）西藏官员显然幸存下来，他们从未彻底打消过与中国达成妥协的念头。在西藏政治中始终处于强势地位的一些著名拉萨寺院，疯狂地反对中国人。色拉寺和甘丹寺在进攻拉萨驻军的过程中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然而，哲蚌寺显然对于和中国人作对一事缺乏热心。还有一个更小的寺院，丹吉林，积极地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1913年，充满复仇之心的达赖喇嘛下令，致使丹吉林整个建筑遭遇灭顶之灾）。因此，袁世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并继续怀有希望，尽管中国军队当前遭受了一些挫折，但还有可能通过谈判在拉萨成功地保留中国权力的象征。

中国人手中现在握有两张很有价值的牌。班禅喇嘛自拜访印度以来，始终站在中国人一边，但他同时也在竭尽全力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赢得达赖喇嘛一派的好感。中国人或许可以提出合理的假设，随着他们在拉萨失去权力，班禅喇嘛的确变得非常担忧；他们还可以进一步预测，无论达赖喇嘛从印度流亡返藏后和班禅喇嘛之间最初的会面多么诚恳，这两大活佛之间的紧张关系迟早会升级，中国人很可能会利用这一点。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地位还不足以强大到一劳永逸地除掉自己的竞争对手，他或许会发现，限制自己竞争对手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的外交军械库中的第二件武器是尼泊尔。本书前面的章节已经阐述了这样一种情况：由于20世纪初，寇松认为每当西藏发生危机时，俄国人都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因而英国政策制定者始终把尼泊尔人考虑成一个影响因素。纵观整个1912年，尼泊尔人在西藏的外交活动都十分活跃，我们已目睹他们的调停活动极大地加速了在拉萨的中国人最终的撤离。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尼泊尔对西藏的兴趣和印度政府对西藏的兴趣是一致的。在加德满都，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尼泊尔政府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在其北部立足，因为廓尔喀统治者从未放弃过征服北方领土的希望。然而，精明的尼泊尔大公一定十分清楚，一个完全摆脱了中国影响的西藏，势必会面临成为名义上的英国保护国的危险。如果是这样，那么尼泊尔将会完全被印度政府所控制的区域包围，这完全不符合尼泊尔人的利益。因此，尼泊尔人有充分理由希望1912年的西藏危机所导致的结果不是倚靠英属印度的独立西藏，而是中国人将其权力恢复到荣赫鹏使团到来之前的西藏。荣赫鹏使团完全扰乱了西藏的政治情势，其造成的影响如此之巨大，证明了所谓西藏“独立”的宣称完全是虚假的，但还没有强大到遮蔽加德满都的威望。因此，尼泊尔人希望中国人将拉萨带回到驻藏大臣及其护卫队仅起到象征性作用的状态。

此外，对于西藏人而言，尼泊尔自18世纪末以来至1912年始终都是一个威胁。18世纪80年代，廓尔喀人曾两次入侵西藏。19世纪50年代，廓尔喀人再次向拉萨政府发动战争，并向拉萨政府强加了达赖喇嘛认为颇有羞辱性的和约。一旦站稳脚跟，西藏极有可能会再次面对尼泊尔人提出的领土或经济特许权要求。要是单打独斗，西藏人绝不是廓尔喀军队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得不求助于中国或英属印度。无论十三世达赖喇嘛个人如何希望求助于印度，但大多数西藏人必然不会支持这种做法。此外，英国人实际上并没有做出任何保证，会向西藏政府提供帮助。西藏人不可能意识不到稳定、连续的廓尔喀兵源对印度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中国人可以十分有底气地说，单靠他们就能保护西藏免受其咄咄逼人的尼泊尔邻居的侵害。

钟颖自然十分了解尼泊尔的重要性。袁世凯似乎也是如此。1913年2月，当钟颖放弃在拉萨的抵抗，决定为保住在西藏最后一处立足之地而在春丕作最后一搏时，他建议北京政府授权自己主动接触尼泊尔，然后建议尼泊尔正式加入“五族共和”。该建议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们还不清楚。钟颖很可能希望一些尼泊尔人宣称与中国人利益攸关。北京十分认真地考虑了钟颖的观点。1913年2月13日，钟颖致函尼泊尔首相，建议尼泊尔加入到五族共和中来，为了见证这一时刻，尼泊尔应立刻派遣使团前往北京，祝贺中华民国的诞生。这是一种尝试，试图使中华民国复兴尼泊尔派遣朝贡使团的古老传统；如果尼泊尔同意了这一建议，毫无疑问会给西藏政府留下深刻印象。尼泊尔人以十分礼貌的方式拒绝了钟颖的建议。首相在信中写道：“由于尼泊尔是一个古老的印度教王国，希望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状态，她无法满足中华民国提出的五族共和理念，从而加入中华民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没能获得尼泊尔人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但即便如此，中国人也有能力宣布北京和加德满都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从而劝说尼泊尔人对其北部邻居采取克制、拘谨的态度，通过这种方式帮助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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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观点倾向于让中部西藏政府相信，与中华民国达成某种妥协，同意在拉萨保留一位清朝驻藏大臣在民国的继任者，是十分明智的举动。该观点暗含的意思是，一方面，应该在1910年初占领拉萨的中国军队，和那些可能正在破坏古老协定的人之间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还要区别驻藏大臣与其传统的护卫队。中华民国如此这般的阐述方式，就是对赵尔丰的滥杀无辜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打算以这种观点给中藏关系带来全新的内容。因此，在1912年初夏，联豫告诉西藏人，如果西藏人愿意接受中国代表继续留在拉萨，且配备一支大小适当的护卫队，根据联豫的意思，这支护卫队大约500人左右；那么，作为交换，他愿意令当时在拉萨的所有中国军队都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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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联豫开始意识到，无论西藏危机的结果如何，袁世凯都不大可能让他继续担任驻藏大臣，他才决定放弃保护拉萨的驻藏大臣衙门。钟颖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他当时就是受到希望西藏人最终会理解一名中国代表留在拉萨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并接受他取代联豫作为驻藏大臣的鼓舞。

直到1912年8月，中国人主要依赖联豫和钟颖施加其对西藏人的影响。然而，随着西藏危机的演变，中国军队在拉萨的情况开始恶化，袁世凯决定寻找其他的外交手段。其中一个明显的手段是，派遣一个亲中国的喇嘛代表团前往西藏，这些喇嘛将会为西藏人接受中国宗主权进行辩护。该代表团主要由一个中国官员杨芬（Yang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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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领的蒙古人组成，他们于1912年9月初抵达大吉岭，打算通过大吉岭前往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居住地。杨芬伪装成一个僧人，中国人显然希望杨芬和他率领的使团能够在不引起英国政府注意的情况下越过西藏边界。然而，印度的情报工作比起寇松执政时代已经大有改善。寇松执政期间，德尔智竟然在英国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经过印度前往俄国。杨芬使团的真正本质后来被发现了。此外，印度政府还发现杨芬的兄弟杨芳（Yang Fong）也是使团成员之一，而且已经在1910年初抵达大吉岭，当时就曾劝说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与中国人和解
 
[55]

 。印度政府采取了最近才决定的一项政策（我们会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绝不允许使团——后来将其称为“喇嘛使团”——越过印度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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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芬不得不作出妥协，在锡金等候很长时间，直到1913年5月，还有人看到他在噶伦堡和大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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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他忙于一些小的阴谋诡计；威洛比中校认为，此人成功地将中国在西藏驻军遣返事宜变得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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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阻碍没能进入西藏，杨芬仍然获准通过江孜电报的方式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联络。当然，他收发的藏文信息以及他从北京接收的电报指示，都受到印度政府非常仔细的监视。因此，英国人很快获悉袁世凯授权杨芬代表他本人所给出的建议之本质。杨芬和达赖喇嘛之间大致讨论了整个西藏问题。杨芬希望达赖喇嘛接受在拉萨继续保留一名中国代表即钟颖的建议。中国人指出，中藏关系产生危机的所有原因都归咎于满洲人的无能和愚蠢，而不应责怪中华民国。如果达赖喇嘛接受中华民国，那么袁世凯将会忘记达赖喇嘛过去反对中国人的举动，并会恢复达赖喇嘛的所有头衔。杨芬奉命作出承诺，中国人将会为拉萨驻军在混乱中的破坏行为作出一定形式的补偿。杨芬最后总结说，袁世凯希望很快就能派遣一名高级官员赴藏调查，并授权其矫枉过正。杨芬暗示，如果西藏人不接受这些建议，他们可能会面临民国从四川派军前往西藏进行再次的军事征服。11月27～29日期间，杨芬将所有这些观点都告知了十三世达赖喇嘛。随后，民国政府公开宣称，达赖喇嘛的头衔已经得以恢复，钟颖已经被正式任命为新的驻藏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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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达赖喇嘛是怎样理解杨芬的建议的，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比起给他建议的英国朋友查尔斯·贝尔爵士，他更有可能听从了中国人的建议。无论如何，袁世凯似乎得出结论，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将会率领一个调查宣慰使团前往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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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11月15日，北京宣布，边疆事务学院的毕业生、蒙藏事务处成员傅施言（Fu Shih-yen，音译）被任命率领使团赴藏，将西藏首领和人民带入与其他四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据报告，傅施言对授权自己率领使团一事非常激动，他竟然主动提出由自己出钱负责来往西藏路途上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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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施言使团似乎没能成行，仅存在于筹划阶段；但却代表了中华民国没有轻易放弃的一项政策。民国政府准备派遣其他官员调查西藏局势；在某种程度上说，西姆拉会议可以被理解为任命这些赴藏官员的一个意外结果。

1913年初，印度政府获悉，又有一名中国官员被任命赴藏，试图向达赖喇嘛及其支持者陈述情况。可以确定此人就是陆兴祺（Lu Hsing-chi）。英国人很快就发现陆兴祺是“中国在印秘密情报机构首领”，根据《1864年外国人法案三》第三部分，印度政府非常严肃地考虑将陆兴祺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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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兴祺与一家加尔各答贸易公司天益商号有关，该公司在安排中国驻西藏军队经由印度遣送回国过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该公司的成立是否纯粹出于政治目的，抑或其经营出于爱国主义，在除正常的贸易运转外是否还从事政治活动，都不得而知。我们也不清楚陆兴祺与天益商号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无论如何，自1912年10月以来，陆兴祺已经成为北京的袁世凯总统和西藏边界上的中国官员之间的主要联系渠道。在1913年间，陆兴祺又成为中国对藏政策的主要设计人之一，陆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人。随着钟颖最终撤离春丕谷，陆兴祺实际上成为反对中部西藏的中国外交先头兵。而他最后则取代钟颖成为袁世凯总统作出的驻藏大臣候选人。

陆兴祺的使命是，无论中国军队在中亚的变迁兴衰如何，他都要让中国人同西藏人及其相邻政府之间保持一定的联系。似乎正是陆兴祺建议钟颖与廓尔喀人谈论尼泊尔与五族共和大家族结盟的问题。也是陆兴祺鼓励钟颖在放弃拉萨后仍在春丕谷坚守。当钟颖最终消失在西藏舞台上时，陆兴祺加速了与各派西藏人勾结的步伐。他的政策可以通过一系列发往北京的电报勾勒出来。所有这些电报都被印度政府所截获，翻译并被认真归档，以备日后印度政府咨询。陆兴祺建议，首先，中国人要继续通过和解的姿态，试图赢得西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他倡议，应当按照晚清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在清朝统治末期提出的建议和方法对待西藏人。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政府应当竭力渗透到西藏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在其中安插自己的卧底情报人员。陆兴祺敦促民国政府扩大当时在西藏运转的秘密情报机构，该机构的负责人似乎是当地颇有谋略的札喜旺堆（Tashi Wangdi）。陆兴祺建议，应通过劝说或施加压力，让西藏人承认中华民国，并同意选举西藏代表参加中国议会。达赖喇嘛应当和中国人正式和解，专门为此目的派遣一名高级官员前往北京，同意在西藏边界的某个地方重开中藏谈判，陆兴祺个人倾向于在昌都谈判，因为这样就能避免英国人的干涉了。在承认达赖喇嘛为西藏政府的合法首领的同时，陆兴祺从未忽略在必要时用班禅喇嘛代替达赖喇嘛的可能性。他频繁地和扎什伦布寺的这位活佛联系，同时在日喀则也安插了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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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钟颖的离去，陆兴祺被袁世凯任命为西藏办事长官一职，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中华民国对于清朝拉萨驻藏大臣这一旧有职务的新称。正因如此，陆兴祺希望获准从印度进入西藏，丝毫不足为奇。印度政府坚决地予以了回绝。5月，袁世凯总统秘密下令达赖喇嘛派遣护卫队到锡金边界，护送陆兴祺到拉萨；但达赖喇嘛并没有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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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英国在1912年8月正式告知北京政府，决定向所有中国官员关闭印藏边界，陆兴祺面临着外交方面的极大困境，陆在北京的上级也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有时候，中国人获准可以使用连接英属印度和江孜的电报，但即便中国官员在技术上再怎样天真无知，他们也一定意识到了这条电报线往来的信息必然会被印度情报机构接触到，因为这些电报都是由英国电报员通过英国电报代码发报的。除非陆兴祺在西藏立足，他才能自由地使用自己的外交技巧对抗西藏人。因此，整个1913年夏天，陆兴祺都在继续想办法规避英国人的禁令。陆兴祺不止一次地告诉袁世凯，他必须尽快前往拉萨，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

幸运的是，迄今为止，达赖喇嘛还没有宣称自己不再效忠于中央政府；英国人也还继续把西藏视作中国的附属国；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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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达赖喇嘛及其他西藏官员的往来信函中，陆兴祺总是用一种息事宁人的口气，但他偶然也会透露一些中国人打算在四川和云南进行的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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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种温和的态度不应当诱使人们相信，陆兴祺是在倡导与清朝、中华民国、国民党、共产党时代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一种政策。提到西藏的时候，陆兴祺敦促袁世凯，令其时刻不忘“之前隶属于满清的领土，现在都隶属于中华民国，西藏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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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建议和中部西藏政府和解的同时，陆兴祺也强烈支持从四川重新征服西藏的计划。他建议中国军队尽快地重新发动波密战争，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导致波密战争突然中断，中方损失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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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3年春夏期间，陆兴祺反复告知达赖喇嘛，他现在被授予权利，可以在拉萨或其他的西藏中心城市全面商谈西藏问题。达赖喇嘛认为，陆兴祺不会获准进入西藏，但他说，他将非常乐意派遣一位西藏高级官员与陆兴祺在大吉岭或英属印度的其他类似地方谈判。这个建议似乎是达赖喇嘛最初提出的。达赖喇嘛告诉贝尔，他在1913年1月底2月初提出了这个建议。达赖喇嘛心目中的西藏高级官员正是伦钦夏扎。自擦绒倒台后，伦钦夏扎成为西藏政客中资格最老的一员。夏扎曾一度着迷于建立更为密切的俄藏关系，但现在已经坚信只有英国能够帮助十三世达赖喇嘛摆脱中国的控制。对于陆兴祺提出的每一个建议，达赖喇嘛都反复回应：在大吉岭开启谈判。正如我们所见，该建议最终成为西姆拉会议的基础之一。1913年10月，西姆拉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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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西姆拉会议的正式召开，陆兴祺必然意识到自己的希望暂时破灭了。在1913年底，他离开西藏边界，前往加尔各答参与一些商业活动。但从1913年10月到1914年7月，也即西姆拉会议召开期间，陆兴祺仍然是中国代表团和北京之间的联络纽带，双方十分重视他的建议。陆兴祺声称，他是中国驻印度领事。印度政府对此拒不承认，但这并不能够阻止陆兴祺扮演领事角色和完成外交任务。

尽管中国人没能说服西藏人承认自己对中华民国的依赖，但他们从未放弃最终达到该目标的希望。西姆拉会议的召开，被英国人视为象征着西藏事实上的独立，但北京却不这样认为。例如，1913年11月13日，当西姆拉会议进行了一个多月之时，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华民国议会，用行政委员会取而代之。他还小心翼翼地规定：蒙古选派四名代表，西藏也应选派四名代表参加这个新的机构，由此为西藏再次成为中国大家庭的一员而做好准备。
 
[70]

 最近，有人声称，中国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暗示着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真正承认了西藏“独立”。正如我们所见，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打算。无论如何，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袁世凯或他的高级官员始终一致同意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北京官方的眼中，五族依然是团结的。

三 东部西藏：追随赵尔丰的步伐

辛亥革命导致赵尔丰及其下属的垮台。赵尔丰被奉命执行死刑——根据某些说法，他被尹昌衡（Yin Ch’ang-heng）亲手所杀；赵尔丰生前的二号人物傅嵩炑（Fu Sung-mu）被关入成都的监狱，但他保住了性命，最后获准隐退，撰写了一部西康创省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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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尔丰及其培养的部下之失败，对东部西藏的中国权力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还不是致命的打击。中国在边界地区的军队无疑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方面，远甚于当时的西藏军队。尹昌衡的才干不如赵尔丰，也缺乏赵尔丰通过一次次成功所累积的威望，他只是个年轻而精力旺盛的司令官，在1912年初的几个月间，他似乎很快整顿好军队，打算派遣援兵前往拉萨解救被围困的中国驻军。尹昌衡明确表示，重新恢复中国在中部西藏的地位是他所接受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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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人并没有做好立刻从边界地区出发前往拉萨的准备。辛亥革命的消息致使东部西藏爆发了一系列反对中国人的起义。赵尔丰几年前不辞辛苦收复的乡城，再次脱离了中国人的控制。在昌都，彭日升率领的中国驻军遭到当地西藏大寺院的3000多名僧人发起的严重攻击。整个边界地区，从中国占据有利形势的湄公河（澜沧江），到打箭炉附近的四川边界，中国军队的供给线遭到游牧部族的武装侵袭。尽管袁世凯总统已经批准从边界增派援军前往拉萨，但在主要道路上的秩序重建之前，从四川派遣援军一事仍不得不延迟。

6月，在四川都督胡景伊（Hu Chin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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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支持下，尹昌衡认为自己做好了最后的准备，打算派遣远征军前往中部西藏解救中国驻军。6月16日，此次解救行动从成都正式开始。尹昌衡宣布自己是战无不胜的。他对排列成队的士兵吼道：“是我在军中砍掉了赵屠夫的头！”如果他连赵尔丰都敢于面对，并且战胜了赵，他还会惧怕西藏的那伙乌合之众吗？他宣称，此次出兵的目标就是将西藏带回到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大家庭中。西藏人在这个大家庭遭遇困难之际将其抛弃，理应受到惩罚。此时此刻，尹昌衡先派遣700人充当先头兵，四川省政府计划至少派遣8000大军前往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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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一打响，局势似乎有利于中方。但到了7月底，据朱尔典报告，当尹昌衡本人率领大约4000人抵达打箭炉之际，彭日升在昌都发动猛攻，镇压了僧人的起义，在此过程中摧毁了昌都的大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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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昌衡需要做的，似乎就是打通打箭炉与昌都之间的道路，一切都将为猛攻拉萨服务，正如1910年初钟颖率领先遣队前往拉萨，导致达赖喇嘛出逃那样。在打箭炉，尹昌衡将他的部队分为两个纵队。一个纵队由刘锐恒（Liu Jui-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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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率领，打算沿着北路前往昌都，途经道孚（Dawu），甘孜和德格。另一支纵队由尹昌衡本人率领，计划由南路推进，途经理塘、巴塘、察雅。这两支纵队形成巨大的钳形攻势，向昌都汇集聚拢，随后共同向拉萨进军。从理论上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计划，也曾是赵尔丰平定边界地区时采用过的方略。然而，尹昌衡手中没有足够数量的军队，部队的素质也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省份之间的嫉妒心令他拒绝了云南分遣队主动提出的援助，云南分遣队原本可以从阿墩子加入他的纵队；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拒绝了袁世凯总统提出从湖北派出2万人马为其提供援助的建议。9月初，尹昌衡宣布他已经清理了巴塘以东的主路，很快就能占领巴塘以西的地方。然而，当时驻扎在成都的英国领事路易斯·金（Louis King）告诉朱尔典，尹昌衡的确非常乐观，即便在打箭炉周围地区，中国人的控制都是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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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包括路易斯·金在内的很多观察家来说，显而易见，截至1912年年底，尹昌衡的军队已在中国驻军之间的旷野地区多次遭遇捉摸不定的小股藏军后陷入困境。在乡城，尽管和反复报告的完全相反，西藏人似乎还控制着局面，他们配备着从中国人那里缴获的先进现代武器。1912年的乡城和1905～1906年间的乡城面临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严重威胁到从打箭炉经理塘、巴塘通往昌都的南路；除非尹昌衡有能力恢复这里的秩序，否则他绝不可能冒险将自己的供给线向西扩张到昌都以外。实际上，西藏人在乡城的胜利，令中国援军暂时不可能对拉萨的钟颖驻军施行有效的救援。的确，很多证据表明，截至1912年9月，尹昌衡和胡景伊已经不再重点考虑重新征服中部西藏，而是做出决定：随着中国重新控制昌都以东地区，当下合理的计划应当是继续执行赵尔丰和傅嵩炑的政策，创立中国的新省西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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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不仅是计划将西藏完全纳入到中国省份框架之内的行政中心，又是中国和英属印度之间的缓冲地区。毫无疑问，成都和北京的中国政府都相信，英国对西藏的帝国主义企图要远远多于朱尔典爵士所宣称的。中国新闻媒体十分关注并不断讨论阿波尔远征军和米什米使团。例如，一份成都新闻报纸《国民报》（Kuo-min Pao）在1912年3月27日报道，英国人在洛希特河沿岸的活动，显然指向察隅和“野人居住区”（指米什米部族地区）。该报纸宣称，如果英国人控制了察隅，那么他们会轻易地继续向东北方向进军，包括巴塘和昌都在内的地方都将成为印度帝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在东部西藏的影响力将最终导致英国占领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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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3月底，英国驻成都总领事威尔金森（W. H. Wilkinson）告诉朱尔典，另一家成都报纸《言今报》（Yen-chin Pao）也同样了解英国对藏政策的本质。该报提到：

我们明白英国军队在西藏始终不懈地煽动喇嘛搞西藏独立，并打算援助、教唆他们。英国人的真实愿望是利用这一点促进他们在西藏的殖民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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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政府认为察隅是从印度控制东部西藏的战略要点，为了监视英国在察隅地区的阴谋，他们在1912年初期派遣了两个调查使团，一个使团由蒋方琪（Chiang Feng-chi，音译）率领，另一个使团由四川调查局局长（chief of the Szechuan Survey Department）傅燮辰（Fu Hsieh-ch’en）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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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报告令四川政府相信，不能再忽略察隅和波密。蒋方琪还奉命调查了阿波尔地区的局势，他计划尽可能地沿着雅鲁藏布江（或香河）前进。他还随身带了一名英语翻译，以防遇到英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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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8月底，四川都督胡景伊正式向袁世凯总统提出：应当启动创立西康省的计划。该计划不仅可以用来对抗英国的阴谋，而且还是巩固中国在东部西藏的势力、并将该势力向西扩展至拉萨和中部西藏的唯一可靠手段。还应创立新的中国行政管辖区（县）。应当鼓励中国拓荒者向西藏进发。胡景伊说，在西康：

土地真正肥沃，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天堂。如果我们建立县级组织机构，带领诸多拓荒者在那里的土地上定居，用不了几年，土地和其他的税收就足够支付政府和军事占领的所有支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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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伊建议在昌都治理新成立的西康省。政府首领将会是“边界地区和西藏宣慰使”，其职衔为省级总督。尹昌衡将会是首任宣慰使。他的印章已经在刻。截至1912年10月底，袁世凯总统似乎正式同意了该计划。到了1912年年底，英国观察家已经清楚获悉了这一新创省份的领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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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年，赵尔丰和傅嵩炑在从四川边界至澜沧江上的昌都之间的领地上建立了中国人的直接统治。关于昌都地位如何的怀疑仍然存在，但可以颇为确定地说，在赵尔丰任职期间，昌都标志着西藏边界地区事实上的西部界限，昌都以西便是达赖喇嘛统治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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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现在批准同意建立的西康省，其范围则要更西，包括察隅和波密；民国政府宣称西康省与拉萨领土之间的边界为江达（Giamda），在距离达赖喇嘛首府拉萨以东大约100英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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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中印在阿萨姆喜马拉雅之间存在一个边界线（和印藏边界相对），该边界向西一直延伸到苏班西里河沿岸。很显然，中国人在这条边界线上十分活跃。中华民国自然会继续赵尔丰当年在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的非佛教徒山地部族地区所执行的政策，对此，傅嵩炑在他1913年初出版的著作中已经作了说明。傅嵩炑指出，西康政府不可能忽略该边疆地区诸如阿波尔人和米什米人等族的存在（当然他没有使用这些名字）；解决这一部族问题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手段便是“将这些野蛮人归化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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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关注西藏问题的中国官员——陆兴祺就是这样一个例证——都支持创立西康省，并将其边界尽可能延伸到昌都以西，包括波密和察隅地区，实际上，直至1912年底，中国并没能控制这样一个省。尹昌衡根本无法收回乡城，但他不时地向北京报告说胜利近在眼前。在乡城，尹昌衡面对的似乎不仅仅是西藏部族和僧人，还有一部分数量不少的中国军队，这些人拒绝将赌注下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上。在乡城的不断失败终于让尹昌衡精疲力竭。据报告，1913年5月，尹昌衡抛下自己在边界的部队，任其自行其是，独自返回了成都。尹昌衡原本希望在西藏迅速获胜可以让自己在四川重新执掌权力，从而除掉胡景伊，他昔日的挚友，今天的敌人。尹昌衡在没有获得任何辉煌胜利的情况下返回成都，他决定精心策划并发起一场反对胡景伊的密谋。6月，袁世凯试图在这二人之间调停，任命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没有使用宣慰使这一称号，或许是策略性地暗示尹昌衡，他已经完成了宣慰的工作），任命胡景伊为四川都督。尹昌衡对此并不满意。1913年7月3日，他在成都发起一场政变，逼迫胡景伊撤退到成都郊区的一个寺院，宣布胡退休。此次政变的成功迫使袁世凯总统将尹昌衡提拔为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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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的新头衔并没有增强他的军事地位。成都的财政已经枯竭。他无法增强那些从事围攻或边区驻军的实力。1913年底，川军数量总共大约7000多。此外，就在尹昌衡发动政变后的一个月，四川军队面临一场更大的危机，以重庆为基地的第五分支发动叛乱，反对成都政府。中国在边界地区的军队隶属于第三分支，仍然效忠于成都。1913年9月，两派之间达成和解。而当内部危机发生的同时，四川政府发现自己和云南省也即将爆发战争，由此彻底排除了四川、云南军队联合进军西藏边界的可能性。这些武装冲突和紧张局势产生的副作用，严重降低了军队的士气，作战效率和中国在东部西藏的号令之统一。正如英国驻北京武官罗伯逊少校（Major D. S. Robertson）在1913年11月总结时所说：

从过去川军的混乱局势中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可以十分确认地说，川军现在不适合从事任何军事行动并取得胜利，如在面临西藏人有效的武装抵抗的情况下重新征服西藏的军事行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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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13年3月，袁世凯总统得出结论，当前中国在边界地区的军事行动不可能获得任何戏剧性的结果。此外，袁世凯还要面临英国的沉重外交压力，强行限制川军当前和未来的军事行动，并同意划定比他自己提出的温和得多的西康省边界。因此，袁世凯决心和西藏人在边界开启谈判，正如他当时正在努力和达赖喇嘛政府在中部西藏进行的那些讨论一样。1913年3月，他任命两位西藏宣抚使，王鉴清（Wang Chien-ch’ing）和郭昶匡（音译，Kuo Chang-kuang），任务是劝说东部西藏的首领参加在昌都举行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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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在东部西藏的军事长官噶伦喇嘛（Kalon Lama，即江巴登达-译者）似乎准备听从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就在此时，他一定意识到，中国军队的潜能远比西藏军队强大。一旦中国军队整饬完毕，他们迟早都可能拥有一个可以重演赵尔丰的丰功伟绩的长官。因此，1913年夏，噶伦喇嘛开始和昌都的中国人谈判。成都收到的报告表明，噶伦喇嘛提出的条件如下：

（1）中国人承认达赖喇嘛为藏传佛教首领；

（2）在西藏本土，达赖喇嘛的统治范围，西藏人可以自行收税，招募军队，并以其他方式行使政府的作用，如有必要，中国人可以提供帮助；

（3）中国人将会借给西藏人金钱，用以资助西藏经济发展计划，帮助西藏人创立现代教育体系；

（4）除了爆发内战，中国人不得派遣军队进入西藏本土；

（5）中国人不得在西藏创立新的管理哨岗，中国人的代表不得超过1910年之前；

（6）中国人需扩大每年给西藏某些寺院的现金资助规模；

（7）西藏享有与中国争取来的外国之间建立联系的一切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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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印度政府获悉这一消息后，西姆拉会议上的西藏首席代表伦钦夏扎拒不承认噶伦喇嘛和中国人达成了任何此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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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事实上，中藏之间的谈判无疑正在举行，但显然后来在1913年秋天的某个时刻被中方所中断。因而该谈判只能在1918年的某个时刻时断时续地重新开启。随后边界的局势就通过绒坝岔协议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下来。自1913年中期，中国人的政策倾向于在谈判和战争之间摇摆不定。

1913年11月，因为没能在边界地区获得任何戏剧性的胜利成果，尹昌衡被袁世凯召回北京。他刚刚抵达首都，就被袁世凯派人逮捕了。据说是由于赵尔丰的兄弟赵尔巽进行的一系列长期阴谋的结果。尹昌衡在四川的一些竞争对手也请求中央政府对其执行死刑；但出于对已经原谅尹在7月发动政变的胡景伊的愿望之尊重，尹昌衡得以保住一条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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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尹昌衡不再是边界地区的主导力量之一。英国人对于他的离去丝毫不感到遗憾。尹昌衡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当时的英国人很少和这种人打交道，但英国人开始逐渐熟悉那些民国期间像尹这样的军阀。他出身卑微，父亲是一位普通劳动者，母亲是一个洗衣工。他出生在距离成都不远的一个小村庄的肮脏小茅屋。他的崛起源于他的旺盛精力和残忍无情。也正是这种品质令他引起了赵尔丰的注意。赵尔丰后来成为他的赞助人。他基本上没有受过任何教育。1913年12月在北京见过尹昌衡的朱尔典爵士告诉他在伦敦外交部的朋友沃特尔·兰利爵士（Sir Walter Langley），称“尹昌衡是我在中华民国遇到的最糟糕的人，之所以得出这种印象，是因为他吹嘘自己如何亲手杀了赵尔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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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昌衡后来被张毅（Chang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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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而代之。张毅曾在日本接受过训练，一些观察家认为，他将会重启中国在边界地区发动过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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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914年底，张毅证明自己除了极端胆怯之外，没有任何此类特质。到了1914年中期，中国人毫无疑问在东部西藏呈守势，在近期完全不可能在波密和察隅立足，更不用说从他们的基地昌都出发，重新占领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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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英国人的反应

一 与达赖喇嘛的关系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达赖喇嘛再一次成为印度政府所面临的一个尖锐问题。中国在中部西藏的势力迅速衰落，十三世达赖喇嘛势必要打算返回西藏。一旦在拉萨重新立足，他是否重新寻求俄国人的支持？怎样才能避免他这样做？显而易见的答案便是，英国为达赖喇嘛提供援助对抗中国人，并在西藏首府设立一名英国代表。然而，自1907年英俄协定签约以来，以上措施便完全从英国政策的总节目单上消失。印度政府是否可以想出任何办法，要么设法避免这条令人讨厌的条约的限制，要么劝说伦敦政府主动向圣彼得堡提出建议修改和西藏有关的条款？

自1911年底起，哈定勋爵政府就从没幻想过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会忘记俄国在西藏问题方程式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们已经见识了自1904年达赖喇嘛逃离拉萨以来，他如何通过德尔智与沙俄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即便是在逃亡大吉岭期间，他的噶伦是如何提醒他，如果英国人不能提供援助，他或许还是要将自己置于沙皇的怜悯之下。随着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一事逐渐变得不再遥不可及，印度政府也开始怀疑俄藏关系或许会再次成为喜马拉雅边界安全的威胁，除非英国在边界地区阻止俄国。

在1911年初夏，十三世达赖喇嘛致函沙皇，要求沙皇提供帮助反对中国人，他将这封信的复印件寄给了伊斯沃尔斯基，当时的俄国驻巴黎大使。但是，奈拉托夫（M. Neratov，代理俄国外交大臣）告诉布坎南（Buchanan，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俄国人并不打算回复达赖喇嘛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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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1911年12月，沙皇再次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函。本肯多尔夫告知格雷，这一次，沙皇打算作出回复，但仍是泛泛的回复，“不包括任何政治性”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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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仍然在英属印度领土上，递交这份信函需要印度政府的合作；经过一番谈判，印度政府才极不情愿地表示同意。在此期间，即1911年12月至1912年1月，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来访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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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非常不情愿在国王访问印度期间，允许另外一位君主与英国的一位客人进行直接联系，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外交礼仪等方面的问题。因此，直到1912年2月，乔治国王离开后一个月，沙皇的信函才获准被送达；即便如此，也是在将其影响力降到最低的条件下完成的：这封信由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雷维利奥特（M. Reweliotty）亲自转交给达赖喇嘛在大吉岭的代表查尔斯·贝尔。这封信件的原始版是用俄文写的，雷维利奥特将其翻译成英文交给贝尔，随后再由贝尔翻译成藏文版亲自交给达赖喇嘛本人。转交沙皇信函的仪式在1912年2月10日举行。贝尔将藏文版的信函呈给达赖喇嘛；然而，令贝尔感到相当吃惊的是，雷维利奥特本人也准备了这封信的藏文版，因而达赖喇嘛坚持要求将其与贝尔的版本进行比较。在举行了这些仪式之后，达赖喇嘛的噶伦竭力争取与雷维利奥特举行私下会面，但该计划遭到了贝尔的破坏。正如贝尔向哈定勋爵报告的那样：“我觉得此次达赖喇嘛与俄国政府代表的会面也需要我的出席。”在这种严格限制的情况下，达赖喇嘛的噶伦也只能提出一些含义模糊的问题，例如英俄之间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有无可能举行，对此，雷维利奥特别无选择，只能尽最大可能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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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似乎对于英俄两国联合干涉西藏问题极感兴趣。在他看来，这一手段极为有用。两个大国联合起来行动，必然会有效地防止其中任何一方在西藏政府中获得主导地位。此外，英俄联合起来，就能非常有效地限制中国的外交活动空间。因此，在给沙皇的一封回信中，达赖喇嘛这样写道（这封信必然不为英国所喜欢，贝尔很快通过锡金警察莱登拉获知了这封信的内容）：

我请求善意的俄国及英国政府尽快深入、仔细讨论英俄协定（1907年），这样所有的中国官员和士兵都会从西藏撤离，我们或许就能恢复西藏王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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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不认为英俄调停是解决西藏问题唯一的可行方法。尽管这个办法可以为他提供最大程度上的独立，但该方法发挥效力的速度或许没有那么快，比不上直接从印度政府获得积极援助来得快，即便这种援助或许会附加一些政治条件。1910年，印度政府拒绝为他提供任何援助；但现在，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印度政府有可能改变主意了。无疑，比起其他所有办法，一支英国军队恐怕是令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最快捷的途径了。因此，在亲自探究英俄联合干涉西藏问题的可能性的同时，达赖喇嘛还在探索争取英国单边援助的希望。在两次流亡过程中，达赖喇嘛已经学会做一个机会主义者和不择手段的政客。他一定意识到了，无论如何，英国的援助都必然会将俄国重新带回到西藏问题中，但或许只能在英军护送他成功返回拉萨之后。因此，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看来，英国的支援和英俄联合干涉这两种手段似乎并非是两个相互排斥的选择。

1912年2月，就在同雷维利奥特会面的几天后，达赖喇嘛的噶伦首次正式向贝尔提出，要求英国提供军事援助护送达赖喇嘛返回家园；人数是100名英军，到了3月初，这个数字增加到500人，还提出额外附加建议，即西藏人或许还要购买200支英国来复枪。3月14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伦钦夏扎，穿着正式的藏袍，在他的儿子和另一位西藏高级官员的陪同下，在印度外交大臣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加尔各答的办公室进行拜访。他们反复要求英国提供援助。作为交换，他们主动提出将西藏置于英国保护之下。伦钦夏扎说：“西藏是一个宗教国家，它的主人（达赖喇嘛）是一位宗教人士，没有其他势力的帮助和支持，这个国家根本无法存在。”麦克马洪十分警惕地应对这一切。他用一些模糊的词句谈论英藏友谊，但他并没有主动提出军事援助。遭到英国人拒绝之后，伦钦夏扎掩饰不住失望之情，但他随后即掩饰了这种失望，顺便提及达赖喇嘛或许会求助俄国人。麦克马洪依然不为所动，此时伦钦夏扎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如果英国人无法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提供军事护卫队，他们至少应该派遣一位英国官员陪同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除说了句“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之外，麦克马洪未作任何评论。随后，双方会面即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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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方面提出的要求令印度政府感到十分尴尬。麦克马洪，或许哈定勋爵也是同样，在原则上均不再反对为达赖喇嘛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派遣一位英国官员随同前往西藏的主意颇具吸引力，这是一种在拉萨设置英国代表的间接方式。现在，设立拉萨代表一事被印度外交局（Indian Foreign Office）认真地视作英国政策的目标之一——在1914年，这也是西姆拉条约的一个条款的主题。然而，在现在这个关头，英国人干涉达赖喇嘛的任何行为都会涉及破坏1907年的英俄协定。伦敦依然将这一条约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如果英国人不对达赖喇嘛表示出丝毫的善意和友好，极有可能如伦钦夏扎所言，他将被迫重新恢复与圣彼得堡之间的秘密外交。当年荣赫鹏使团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挫败俄藏秘密外交，而参与1907年条约的英国谈判者也在竭力避免俄藏秘密外交再次成为英国人担心的一个目标。

1912年5月底，印度政府打算派遣一名非欧洲籍官员前往拉萨安排中藏双方的停战事宜，同时也为那些遭到围攻的中国驻军从印度撤离铺平道路，而这些考虑的背后必然都存在诸如此类的担忧。
 
[104]

 尽管从理论而言，西藏首府蔓延的紧张局势令这一决定合乎情理，但毫无疑问印度政府派遣官员前往拉萨的决定，是在暗中试图满足达赖喇嘛提出的要求：由一位英国官员护送他返回西藏。此外，一旦到了西藏，这位英国官员似乎也没什么理由不成为英国驻拉萨的代表。印度政府选出的这位英国官员是莱登拉，上文已经介绍过此人；哈定勋爵发电报给克鲁勋爵时，这样评价莱登拉：

莱登拉是一个英国臣民，土生土长的锡金人。他是孟加拉警察局的副局长。自达赖喇嘛抵达印度后，他就曾执行过陪同达赖喇嘛这一特殊任务。他还曾在扎什（班禅）喇嘛访问印度期间（1905～1906年）做过陪同。之前，他曾受雇于西藏使团（1904年）。除了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这一点令西藏人愿意接受他之外，他还是一个具有战略思维的、颇有能力、值得信赖的人，精通英语、尼泊尔语、藏语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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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莱登拉近似于德尔智（为俄国）扮演的角色。印度政府希望能够指望此人。

毫无疑问，莱登拉的冒险令伦敦政府颇为惊讶。派遣这位锡金警察前往拉萨的建议，是哈定勋爵在5月31日首次向印度事务大臣克鲁勋爵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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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5日，经过内阁讨论，当伦敦政府决定“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莱登拉使团可能会造成某种误解”之时，据传莱登拉已经出发前往拉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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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认为此次冒险会带来极大的麻烦。俄国人可能会提出抗议，英国派遣一位尽管不是欧洲人的官员进入西藏，证明英国无视1907年协议的存在。西藏人可能会，而且会十分愿意将莱登拉此行解读为英国人对西藏政府做出的承诺，即愿意帮助达赖喇嘛一方反对中国人，即便仅仅是策略性的承诺。由此，哈定被告知，立即将莱登拉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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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7日，当总督回复说莱登拉现已不可能被召回时，英国外交部决定通知俄国人关于莱登拉使团事宜，同时也通知日本人，由此将此行导致的外交资本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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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印度政府向江孜贸易代表发出“停止行动”的电报，但莱登拉证明自己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阻止的人。当他最终收到召回命令之时，他距离拉萨只有31.5英里：尽管只差这么一小段距离，但印度政府却无法在西藏首府设立自己的代表了。一旦到了拉萨，可就没那么容易让莱登拉离开了。哈定很可能认为，下令撤回这位英国代表恐怕是向整个西藏高原宣布英国不打算在西藏采取任何行动的最佳方式；而这个消息只能让达赖喇嘛的随从灰心丧气，同时也在鼓舞中国驻军继续坚守。正因如此，哈定勋爵为了让莱登拉在西藏停留一段时间，故意曲解了其上司的命令。在江孜贸易代表那里，这位锡金警察和各方建立了联系，包括拉萨的西藏人和中国人。在江孜，莱登拉的表现好像真如西藏人相信的那样，他是“英国政府派来调和中国人和西藏人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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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不必提及俄国人自然地将此次调停理解为英国干涉西藏内部事务，而这完全违背了1907年的英俄协定第一款的基本精神。

格雷担心莱登拉使团“最终会让西藏人理解为我们正在承担帮助他们反对中国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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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鲁则认为，俄国人很可能会利用这一事件支持他们在中国中亚（Chinese Central Fsia）的其他地方，如蒙古增加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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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政府为了避免这些危险，最多能做到的是发布一道宣言，将莱登拉出现在西藏的外交含义降到最低。6月25日，日本和俄国驻伦敦大使都被英国外交部告知：

拉萨的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均向印度政府提出请求，希望派遣一名官员前往拉萨安排中国军队撤离，以及为其前往印度颁发安全通行证等事宜。英王陛下政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同意这一请求；在印度政府服役的一位本地警察现在西藏，但英王陛下政府到现在还未批准其前往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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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并不怎么令人信服，但英国外交部只能说这么多了。格雷无从得知印度政府还藏着掖着多少莱登拉，说不定哪个时刻就突然出现在拉萨。

通过伦敦政府的迅速行动，莱登拉计划带来的危险暂时被移除了。然而，哈定勋爵当时并未完全放弃向达赖喇嘛做出某些实质性友好表示的打算。1912年6月，达赖喇嘛在大约50名官员和150名仆人的陪同下，似乎真正打算从噶伦堡出发前往西藏了。当年的早些时候，达赖喇嘛在噶伦堡耽误了一段时间。一定是在贝尔的建议下，哈定决定给达赖喇嘛发去一条告别的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中解读出其包含的政治含义。该信息不仅表达了希望继续保持印度和西藏政府之间真挚的友谊——这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表述——而且还向达赖喇嘛保证，英国希望等他在西藏立足之后能够继续收到他的来信，还告诉达赖喇嘛，英国希望看到“西藏能保持隶属于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但其事务不受中国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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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派遣莱登拉赴藏一样，伦敦政府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建议。在英国外交部看来，印度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的任何信函往来都会遭到俄国人依据1907年协定发起的抗议。正如参加了那次谈判的尼科尔森所言，“我认为，我们是在玩火自焚”。当达赖喇嘛仍在印度领土上时，还能为此类通信做出解释；但既然现在达赖喇嘛已经返回西藏，就绝不应该再继续保持通信。尼科尔森认为：“印度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直接通信绝不符合我们与俄国签订的1907年协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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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辩解说，1908年贸易协定实际上已经授权此类通信，但伦敦不接受这种解释。1908年贸易协定允许英藏之间直接通信的话题极为有限。正如格雷所言：“除了该条约第三款规定的话题之外，我们与西藏之间的其余交涉只能通过中国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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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总督提出针对西藏地位的建议，也遭到了伦敦的驳斥。印度事务部认为，这似乎有些“轻率”。无论在实践中多么令人难以接受，但从理论上而言，英国仍然要依靠中国人监督西藏人履行其对印度政府的条约责任。或许在未来某个时刻会有这种需要，但因为俄国的缘故，英国直接向西藏人施加压力的可能性已经完全被排除；此外，在所有情况下宣布所有中国人干涉西藏事务的行为都不合法，这似乎也不是明智之举。这样做无疑等同于宣布西藏人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控制了。因此，印度事务部提出以下建议：

只要西藏人履行了条约责任，西藏和印度之间可以保持友好关系，那么，印度政府需要做的便是确保在中国宗主权之下保持西藏的内部自治，且中国不得干涉西藏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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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建议，哈定对信件的内容做了一些修改。印度事务部则不情愿地批准了哈定寄给达赖喇嘛的告别信息。

印度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伦敦建议的修改和删除，但哈定本人非常生气。无论如何，不管伦敦政府如何唱反调，万一未来局势发展表明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他可不愿意承认自己竟然没有能力与达赖喇嘛保持通信往来。
 
[118]

 达赖喇嘛7月9日抵达春丕谷上游的帕里之后所发生的情况，证明了印度总督的观点是正确的。正如上文提到的，达赖喇嘛在帕里与近期一直在圣彼得堡的德尔智会面。在哈定眼里，德尔智在历史上是俄国的代理人，现在很可能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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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哈定曾在圣彼得堡做过英国大使，德尔智使团在1900年赴俄国的故事众所周知。如果德尔智继续穿梭在圣彼得堡和拉萨之间，那么印度政府必然要对致函达赖喇嘛的权利持保留态度：否则，寇松勋爵在荣赫鹏使团出发前夕所面临的情况将会再次重演；无论有没有英俄协定，印度政府必然不会忽略这一点。

1912年中部西藏的局势自然诱惑英国进行干涉，但英国同时又受到1907年英俄协定的束缚。除了中国驻军在拉萨被包围而引发的持续危机之外，还包括喜马拉雅地区政治的其他一些长期因素，如尼泊尔人的影响，还有班禅喇嘛的问题。由于担心因为自己与中国人合作而受到达赖喇嘛的惩罚，班禅喇嘛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他好几次都提出希望英国能为其提供保护，并主动提出将日喀则的各种特许权交给英国；班禅喇嘛始终认为日喀则不包括在英国涉藏条约的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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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政府是否继续拒绝班禅喇嘛的请求呢？随后，德尔智又将继续影响西藏政治，此人只需要出现在西藏，就会触动印度政府脆弱敏感的恐俄症神经。还有一点值得注意，1912年，西藏受到的外部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三个国家了，即英、俄、中三国。日本人现在也对西藏事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例如，达赖喇嘛刚刚跨过边界进入西藏，在桑顶寺安置后等待适当时机重返拉萨时，就有一个叫做矢岛保次郎（Yasujiro Yajima）的日本人迎接他，此人是西藏政府的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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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定丝毫不怀疑矢岛保次郎是一个日本间谍，英国驻东京公使馆的报告也没能改变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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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国和日本间谍在西藏都有着很好的立足之处的情况下，印度政府在西藏还能不安置自己的间谍吗？

达赖喇嘛并不鼓励印度采取的限制性态度。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威胁到他的地位，无论是拉萨驻军还是西藏边界地区的中国军队，他就打算竭尽全力地让英国人来帮助自己。他十分欢迎莱登拉使团，的确，很可能是他策划了这次来访。一旦到了西藏，达赖喇嘛继续和英国人通信，他希望莱登拉或类似于莱登拉的人继续前来拉萨，他总是在寻求英国援助的迹象和象征。例如，在1912年8月，达赖喇嘛建议向哈定勋爵派遣特使，正式转达他对英国人所提供的帮助的感激之情，以及自1910年以来他所受到的殷勤接待。这一次，他提出如下请求，这似乎准确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观念的本质：

我们的希望是学习英国语言，遵循我们所依赖的英国政府的习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西藏的繁荣昌盛才能有所提升，英国和西藏之间的伟大友谊才能永恒不变。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希望能从一些有声望的家族中选派精力旺盛、聪明过人的孩子，在一些官员的照料下，随着派往印度的西藏官员前往伦敦，学习语言和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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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才有了四名西藏男孩前往拉格比学校（Rugby）学习的奇怪故事。本书附录11描述了这个故事。接收这样内容的来信，令英国人如同在英俄协定的薄冰上滑行，更不必说打算优先考虑其内容，而达赖喇嘛显然希望在此过程中有所突破。

截至1912年中期，哈定勋爵打算在某种程度上让印度政府参与达赖喇嘛的事业，但还不会达到提供军事援助反对中国政府的程度。当然，他不会像他的某些下属，如查尔斯·贝尔那样，非常希望看到英国军队护送达赖喇嘛返回拉萨。但他似乎认为，若在西藏首府设置一位英国代表，那么英国人的利益将会得到很好的保护，尽管目前只有一位略带伪装成分的莱登拉之流；哈定已经对英俄协定失去了大部分尊重，而在很大程度上，他本人应当为英俄协定负一定责任。伦敦的格雷和克鲁仍然不愿意这么做。在拉萨设立英国代表，蕴含着他们无法接受的含义。但伦敦和西姆拉一样，都认为后荣赫鹏时代的英国对藏政策显然无以为继了。一种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的积极政策已经被阿萨姆边疆所接受，这种政策从诸多方面来看都根本性地偏离了不干涉政策的实质。随着中国在中部西藏的势力正在明显消失，现在英国需要一个全新的办法解决英国与中部西藏关系的问题。伦敦并不否认一个真实的西藏问题的存在。然而，伦敦倾向于用一种和印度所持观点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法。

自寇松时代以来，印度政府在西藏看到的不外乎边界防御和行政管理两大问题。对寇松而言，尽管表述语气已经远远没有那样强烈，对敏托和哈定也是一样，他们几乎不可能接受英属印度的领土边界上存在着一个与英国完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正如英国坚持要和阿富汗及尼泊尔建立联系一样，他们也必须和西藏建立某种联系。建立这些关系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消除其他所有国家的影响，尤其是其他欧洲国家的影响。一旦这个目标得以实现，那么，边界问题和其他同类的当地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因此，印度思维方式的关键，就是在这些边界的核心地带建立英国人的某种积极影响，这既是一种防御性措施，又是一种进攻性措施：防御性在于它能保证排除其他竞争对手的影响，进攻性在于它能消除已经存在的此类影响。因此，似乎一旦达赖喇嘛能够回到中部西藏重掌政权，印度政府就会不可避免地竭力确保这种有利于己的外交关系。此外，一旦达赖喇嘛摆脱了仍驻守在拉萨的中国军队，印度政府几乎立刻会认真地考虑在西藏首府设立一名长期的英国政治代表。因此，印度对于未来英藏关系的走势持有一种我们可称之为本质上乐观的态度。一旦掌握了某种解决方案，1912～1914年间印度政府的这种乐观态度与1903～1904年间寇松总督所持的态度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例如，寇松的西藏政策的一大支柱，即设立拉萨代表，再次开始在印度官方圈子中被公开讨论。因此，1912年8月20日，当哈定勋爵说出以下言论时，读者的确不应当感到吃惊：“占领春丕谷似乎总是对我们有利的”，但他随后又补充了“我们无法……在当下关头建议占领春丕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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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听到印度总督谈论春丕谷，还是在1908年西藏贸易协定谈判期间，当时需要考虑到延长英国占领春丕谷的时间；而当前总督再次谈论春丕谷，以一种极佳的方式展现了英属印度关于西藏的想法已达到了一种怎样的程度。

对伦敦而言，至少就西藏而言，这种积极解决办法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它显然与1907年形成的英俄关系在亚洲的模式相冲突。1907年协定的基本原则是消极而非积极的。在亚洲的某些地方，即英国和俄国一直以来积极争夺的那些地方，条约签订双方一致同意不采取一系列特殊行动。印度政府或许会说，要是能让印度政府自己的人到某某地方的核心地带该有多好。英国自由党政府坎贝尔-班纳曼和阿斯奎斯（Asquith）倾向于这样认为：让另一方同意不要让他们的人来我们的地方，也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以西藏为例，伦敦和西姆拉的根本立场的分歧导致各自看问题的重点有着很大的区别。印度辩解道，现在既然中国势力已经退出西藏，荣赫鹏使团当年不能完成的任务终于有机会可以完成了，即把达赖喇嘛置于英国外交的势力范围之内。从现在开始，只要符合道义，英国人的支持足以将中国人排除在中部西藏之外，而通过在拉萨设立代表，英国人的警惕和警觉足以保证达赖喇嘛不会再次被俄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阴谋诡计所诱骗而误入歧途。另一方面，伦敦倾向于这种观点：当前，随着中国由于革命导致其中央权力处于无序状态而被迫离开西藏，这是一个用外交手段确保将有害的中国势力永远排除出西藏的绝佳机会。中国人或许会被迫签署一则满足英国人要求的确定西藏地位的条约。1907年协定在许多重要问题方面很可能足以继续将俄国人排除在西藏外。因此，当1912年印度政府纠结于英国与西藏政府的关系能否保持积极态势的问题时，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则在探索通过一种外交手段确保减少中国在西藏的势力，直至其不再危害英国利益为止。

二 对中国人施加压力

至少从1886年开始，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就在不断向中国政府提交各种针对西藏局势的抗议。在荣赫鹏使团之前，这些抗议主要针对西藏人的行为，英国人表达出这样一种愿望：希望中国人能够约束他们的西藏臣民的行为。英国使团撤离出拉萨后的若干年，中国人的行为而非西藏人的行为，成为英国抗议的目标。对于这两种情况，中国人通常都会以颇为温和的答案来应对，随后又任由事态和原先一样。因此，到了1912年，英国人认为再继续这种外交上的装模作样毫无意义。正如1888年，达夫林勋爵最终迫使自己将西藏人从锡金驱逐出去那样，向北京提出抗议和召回根本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在当前情势下，唯一的办法似乎是：若英国人对中国威力最脆弱的裂缝处施加实质性的压力，或许会产生英国预期的后果。很有可能在1910年哈定谈论通过中国东部海岸来解决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问题的时候，他就预见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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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政府从来都提倡对中国人实施强硬政策。然而，在1912年前，这些观点基本上都遭到英国外交部的反对，因为英国外交部不愿意对北京施加过大的压力。在列强的亚洲大角逐中，中国毕竟是重要的被瓜分对象。此外，伦敦非常重视对华贸易。英国认为，如果在没有任何商业价值的西藏权利问题上将北京逼迫得过于厉害，英国在贸易上就会遭受损失。1912年，英国外交部对此问题的态度发生了一些改变。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横扫清王朝。取而代之的便是中华民国：一个软弱无力、不堪一击的崭新政权。这件大事恰好发生在四个大国对中国势力范围感兴趣之际，即英国、俄国、法国和日本。这四个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同盟，主要反对德意志帝国。中国的友好不再是特别抢手的商品了。中国似乎处于瓦解的边缘，全国18个省都面临着日益迫近的内战，列强竭尽全力争夺势力范围，如在新疆、外蒙古和内蒙古等地。日本已经吞并了朝鲜（1910年8月22日日本吞并朝鲜——译注），正对满洲里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中华民国对外国支援的需要，远远超过外国对袁世凯政府帮助的需要。朱尔典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威胁手段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而若回到1910年，他或者麻穆勒（Max Müller）永远不会这么做。

朱尔典在1912年提出的抗议并没有什么根据。中国政府宣布的“五族共和”，中国计划重新从四川和云南发兵征服中部西藏，中国建议在东部西藏创立一个新的行省西康（Sikang），中国迟迟不肯同意撤离拉萨的驻军，中国人同尼泊尔及其他喜马拉雅诸国的阴谋诡计，所有这些都成为朱尔典向袁世凯总统和他的外交部抗议的照会主题。然而，这些照会与英国更早时候的抗议有两点不同。第一，它们包含着威胁的元素，英国之前提交给中国的诸多关于西藏的照会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第二，在1912年8月，它们以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的方式达到顶点，该照会要求中国政府对其与西藏关系的本质做出英国可以接受的明确声明。

在1912年初，中华民国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它是一个新生政权，迫切地需要国际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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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显然引发中国本土地位发生了变化。这是否意味着中华民国之前的清王朝的附属国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呢？如果确实如此，在中国人获得列强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之前，希望中国人宣布这些周边地区，诸如西藏、蒙古和新疆的新的确切地位是什么，难道不合情理吗？1912年3月，哈定就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他建议，英国承认中华民国应当以中国解决西藏问题为前提条件。哈定勋爵认为，在当前这个阶段，这种解决手段显然包括中国承认西藏的政治独立。中国政府对于这种要求会做出何种反应呢？中国会不会爆发反对英国的大暴动？从而威胁到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和贸易安全？总体来说，哈定认为不会。他认为：

据我们所知，俄国支持蒙古政府并没有导致中国爆发反对俄国的起义；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假设如果英国支持西藏独立于中国，中国就会爆发反对英国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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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蒙古和西藏的局势进行比较，似乎主导了1912～1913年间英国政客的中亚思维方式，我们还会在后文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哈定辩解说，中国人应当收买英国人的承认，作为交换，关于一系列长期困扰中英外交顺利发展的边界问题的特殊协议将会被签订。中国应当承认其对尼泊尔和不丹的主权无效。中国应当同意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分水岭为云南—缅甸边界。中国应当承诺停止“对已经承认的属于中国领土之外的东北边界上（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的部族地区蚕食鲸吞，因为这些部族地区已经处于大不列颠的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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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克鲁勋爵原则上反对使用这种粗暴的承认方式，从中国获取令人满意的解决印度边界上的“纯粹当地争端”。然而，他认为，

无论如何，承认中华民国应以新政府宣布其有能力控制帝国外围省份为条件。没有这种控制力，就无法保证维护外国权利和利益，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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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或许不会被迫放弃西藏的全部领土，或其部分领土（最好因为其他国家可能会利用其作为对英国不利的先例），如此一来，英国似乎唯有把承认中华民国建立在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和解的前提条件下了。鉴于目前达赖喇嘛一派显然占据上风，如此的中藏和解必然意味着中国承认西藏在一定程度上的真正自治，即便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引发虚构的中国“宗主权”问题。爱德华·格雷爵士同意这种推理，他提出，俄国人已经在利用类似的方式处理蒙古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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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印度咨询在北京的朱尔典的看法时，他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政府被迫接受的西藏局势，不应该是西藏“独立”，而更应该是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西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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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尔典将这种局面描述为保持现状（status quo），意味着这种局面是荣赫鹏使团在1904年出发前夕英国人所设想的西藏局面。与1910年麻穆勒提出的看法不同，朱尔典认为，英国人应当合乎情理地期望中国承认这样一个西藏王国（a Tibetan state）：达赖喇嘛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家的主人，而中国权力的呈现不外乎通过一个驻藏大臣和一小支象征性的护卫队。然而，这种西藏政权显然是达赖喇嘛不在西藏的情况下，通过1904年的拉萨条约总结出来的。这种政权应该被恢复重建。现在英国需要制造出一个诸如此类的神权体制下的西藏，而其宪法本质和地理边界，都将会呈交给中国政府。

如果仅仅依赖对中华民国的承认，而没有其他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作辅助，将会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承认一个国家是一种国际性事务。如果其他国家决定承认中华民国，那么英国或多或少都会被迫追随这种潮流，无论西藏问题能否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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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还不得不借助其他手段。朱尔典认为，或许可以考虑从经济上施加压力。新生的中华民国不得不极大地依赖外国贷款。英国为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似乎也能以中国人合理解决西藏问题为条件。因此，1912年6月，当听闻四川省政府打算发动军事远征以解救拉萨驻军之际，朱尔典向格雷建议：

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或许我可以奉命警告袁世凯，如果是为了支援某些省份从事远距离军事行动，我们不会给中央政府任何经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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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朱尔典继续利用这种获得优势的开局布棋。例如，在1912年6月23日，朱尔典会见袁世凯时讨论了中国从四川出兵西藏的问题。在他的备忘录中，朱尔典是这样报告此次会面的：

朱尔典爵士告知民国大总统，消耗在此次远征军上的经费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等同于：四川省本应该每年支出100万两白银向外国支付赔款（义和团运动的补偿），现在不但没能按时兑现，还打算用这笔经费资助西藏远征军。与此同时，中国还要向外国借钱来弥补赔偿金的亏空。

袁世凯对这种可能性嗤之以鼻，但朱尔典爵士坚持认为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并警告袁世凯总统，英王陛下政府绝不会资助中国从事此类越过中国领土边界的远征活动（从四川到西藏）。我们也不希望借钱资助此类冒险行为，换句话说，让中国扰乱中亚的和平局面，从而威胁印度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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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朱尔典试图通过威胁手段劝说袁世凯总统放弃他的西藏冒险活动时，他所考虑的不仅仅是英国的利益。他认为，当下对新生的中华民国之政治重建最大的威胁，莫过于在中亚边缘发动一系列远征行动，因为这将分散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现在急需的财力和资源。然而，朱尔典也意识到袁世凯可能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像四川、云南这样的省份，无论北京说什么，这些省份的首领依然会继续从事边界战争。正如朱尔典告知格雷的那样：

尽管看上去好像很奇怪，但当前中国本部的混乱状态似乎只会更加刺激国家外围省份的侵略性行为，一种全新的、危险的创建武功的精神开始为云南、四川这样的省份增加生机活力，而实际上这两个省已经完全摆脱了中央控制。如果能解决围困在拉萨的中国驻军之撤退问题，也就不必要再发动军事远征活动，从而大大增强这里（北京）的政府与四川打交道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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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与其说保证相信袁世凯声明的痛恨中方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不如说米尔典，已经宽恕了这一点。但确定无疑的是，即便北京希望这么做，也没有能力阻止成都重蹈赵尔丰的覆辙。只要被围攻的拉萨驻军继续存在下去，给袁世凯和中国外交部施加压力，令其撤回在边界的远征军毫无意义。如果英国从中插手，那么，很快会签订敦促中国政府从中部西藏撤军的西藏协议。此外，一旦中国政府彻底从达赖喇嘛领地撤出，从外交上来看，维持中国在拉萨领土上的“宗主权”而非“主权”则会容易得多。因此，英国主动提出帮助中国政府经由印度撤离拉萨驻军；也因此，那些留在拉萨的驻军将领则竭尽全力地抵抗撤离行动。

监督拉萨驻军撤往印度，其重点是英国在自己国土上采取措施，几乎不会给未来的外交埋下任何复杂的因素。只要印度政府不向拉萨派遣代表，俄国人很难对英国政府为中国政府提出的援助提出任何抗议。但若在不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英国能否劝说中国政府真正放弃在西藏的立足点，而这又完全违背了1907年的英藏协定？在1912年，英国人针对此问题的探索提出了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例如，6月，克鲁勋爵想知道：能否通过突然中断西藏从印度进口大米，从而迫使在拉萨的中国驻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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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军队似乎仍然能够突破对西藏的包围防线获得大米供给。哈定勋爵用行政原因否决了这一计划。因为这将涉及尼泊尔、锡金和不丹以及英属印度之间的贸易问题，无论如何，如果不给那些通常从事印藏大米贸易的商人支付昂贵的补偿金，这种封锁根本起不到任何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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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政府认为，如果可以借助印度边界上的封锁这类手段，那么，这种行为最好用在封锁人员往来和封锁信息往来方面。在西藏的中国人和云南、四川之间的直接联系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切断了。行政命令、工资账单、新闻消息，他们只能通过英属印度这条渠道获得所有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宣布英国边界对所有中国人封闭起来，直到西藏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呢？这种禁令必然会在好几个方面伤害中国人的事业。这将会弱化拉萨驻军的士气和力量。还会让中国人“颜面尽失”。也由此，英国的外交力量会得到增强。

或许，在这个阶段，最有效的英国武器便在于整个中亚局势的不明朗，基于此原因，也便没有必要用明确的术语向中国人做出解释。此外，在更早阶段的西藏问题中，英国也使用过这一武器：例如，在其帮助下，中国人决定开始谈判1890年锡金—西藏协议。如果中国人不与英国达成有关西藏的某种协议，如果不能宣称是主权国，他们至少还宣称他们是西藏的合法宗主国；印度政府发现自己的耐心已经耗尽，于是自行采取行动，压根不去征询中国人的意见。一方面，英国人或许可以放任他们的尼泊尔属国在西藏的行为，利用尼泊尔军队驱逐残余的中国势力，就能保证将来也可以把中国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英国人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正式承认西藏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这样西藏就可以在无须中国人参与的情况下自行缔结任何条约。此举除了会影响中国在中亚，诸如在蒙古和新疆的威信地位，还会对中国的民族自尊造成严重的打击。与其冒险让尼泊尔人干预，或英藏之间在没有中国政府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进行谈判，袁世凯似乎更可能接受“宗主权”（suzerainty）的解决方案，即便如英国人理解的那样，也总胜过什么都没有。

这些形形色色的筹码，无论是潜在的还是实际存在的，都可以用来向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这些筹码或许可以迫使中国政府接受令英国政府满意的西藏地位的定义。英国希望中国同意哪一种对西藏的定义呢？自1911年年底以来，伦敦和印度都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当时，辛亥革命蕴含的意义才刚刚开始被英国人所理解。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很快就得出结论，目前现存的条约，根本不存在西藏彻底脱离中国领土范围的问题。另一方面，新生的中华民国根本没有机会完成英国怀疑满洲已经努力在做的事情，即完全将西藏并入中国的省份框架之中，如此一来，不仅加剧了阿萨姆边界问题，而且将其向西扩展到整个喜马拉雅地区，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即便西藏名义上是中国人的，但中国人在这里的影响却有名无实。正如印度事务部的沙克伯格（J. E. Shuckburg）在1912年2月所推理的，定义这样一个西藏应当包括以下三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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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中国人是西藏的宗主国，而非主权国，这意味着尽管他们可以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但他们不得干涉西藏的任何内政。

（2）除了驻藏大臣纯粹是礼仪性的、小规模的护卫队外，任何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西藏。

（3）再次重申，除了驻藏大臣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任何中国文职官员驻留在西藏。

总之，这种西藏将会和大英帝国自治领地之下的某些自治成员国没什么区别，驻藏大臣像有些英国总督一样，只发挥着纯粹的象征性功能。

英国外交部同意沙克伯格提出的这种基本原则，但关于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具体内容，还有待于继续商讨：印度事务部倾向于正式划清主权（sovereignty）和宗主权（suzerainty）的界限，而英国外交部则根本不愿意看到主权（sovereignty）这个词汇出现在任何文本中，并被注入中英涉藏外交的语言体系中来；因而，主权最终被省略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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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7月，根据这些原则，英国起草了一个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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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都认为，“用正式、清晰的语言”向中国政府阐述英国关于西藏地位的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朱尔典奉命向中国政府提交了备忘录的最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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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是1912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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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尔典备忘录的全部文本，也是英国涉藏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可参见本书的附录12。备忘录在警告中国人，如果他们企图坚持从四川派兵解救拉萨驻军，将会面临的风险之后，朱尔典提出了以下五点主要内容：

（1）英国政府虽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但拒绝承认这种宗主权地位赋予中华民国干涉西藏内政的权利。1906年签订的中英条约第一款规定内容除外。

（2）自1910年以来中国人在西藏的种种行为，如开始干涉西藏内政，宣布袁世凯在1912年4月21日颁布的总统令等政策，称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均不能承认。

（3）中国可以在拉萨拥有一位驻藏大臣，随带“相宜护卫”，并有劝导西藏外交事宜之权，但中国在拉萨的驻军不能没有限制。

（4）英国政府须根据上述1～3点内容达成书面宣言，方能承认中华民国。

（5）中国如不承认以上各款，英国将“彻底”对中国关闭中印边界；只有从拉萨撤离至印度的中国驻军可以获准跨越中印边界。

向中国外交部提交这样一份备忘录，实际上令英国承诺开启又一轮中英涉藏谈判。朱尔典一定明白，袁世凯不可能轻易同意英国人的宣言。此外，如英国所见，备忘录的前三点内容并没有为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任何完整的答案。第一，备忘录没有提到西藏的实际边界线，因为这一术语只有在备忘录的上下文中才能理解。中国人在中部西藏的势力的确非常微弱。然而，他们在东部西藏的力量却不可小觑。中国政府不可能在所有被占领的西藏人居住的地方和西藏文化存在的地方承认自己的“宗主权”地位。中国人的“宗主权”西藏和“主权”西藏之间的界限必须被划定，这就为英国和中国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第二，朱尔典的备忘录并没有规定英国在西藏行使影响力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印度政府现在是否拥有和达赖喇嘛政府保持直接通信的权利，而且通信内容不仅限于贸易市场？实际上印度政府已经这样做了。显然，印度政府打算竭尽全力争取中国承认他们拥有这种权利，无论如何，他们实际上已经在享用这种权利了。由此，朱尔典备忘录中包含的意思便是类似在拉萨设立一位英国代表等问题，而这一问题本身又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虑。英国与俄国之间签订的条约束缚了英藏关系，而英国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也是如此。朱尔典现在努力争取的定义西藏地位这样富有戏剧性的事情，必然会引发俄国人的兴趣。没有俄国人的同意，英国人几乎不可能获得这样一个定义。因此，在将这份文件寄给中国政府的同时，英国人内部之间的争论一点也不比他们和袁世凯总统之间的争论和讨论少。从理论上来说，英国人踏入涉藏外交领域的可能性被1907年的英俄协定一劳永逸地禁止了。对此，英国人自然了然于胸。寄出朱尔典备忘录一事，是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在征询了哈定勋爵的意见之后，才决定授权的。在此之前，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详尽彻底地讨论了中亚发生的辛亥革命对英俄关系在亚洲的基本框架内所产生的更广泛的含义。

三 俄国、中亚和辛亥革命

1912年8月17日向中国人提交朱尔典备忘录的决定，是在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最严谨、详细地考察了当时的西藏、蒙古、新疆的政治局势后才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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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和新疆均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二者的未来地位似乎和西藏地位一样悬而未决。在1906～1907年间，正当英俄协定进行谈判之时，英国人特别小心地避免英俄议事日程将除西藏之外的中国中亚其他地方囊括进去。他们觉察到俄国人对蒙古的未来极感兴趣，他们还意识到，俄国人已在新疆拥有十分强大的地位；但他们不愿毫无缘由地主动承认俄国在这两个地区的特殊权利，这一点不足为奇。蒙古和新疆在当时面临的主要政治危机，令尼科尔森成功地将话题局限在正式讨论西藏问题上。1912年，整个中国中亚都受到辛亥革命巨浪的席卷，英国外交官不可能像1907年那样将西藏问题孤立起来。辛亥革命若不是彻底打破了，也是严重弱化了中国中亚和北京之间的联系纽带。蒙古和新疆似乎正在落入俄国人的手中。在没有为自己在西藏寻求到全新、更有力的地位之情况下，英国能够接受这一现实吗？此外，作为一个推论，要求俄国承认英国与西藏的关系本质发生的变化，以此作为交换，英国承认俄国在蒙古和新疆的成果，这从外交上来看难道不是很合理的吗？

在1906～1907年间英国与俄国在圣彼得堡的谈判中，为了获得俄国承认英国在阿富汗的根本利益，尼科尔森将西藏视作一个可以让步妥协的筹码。他并没有试图用英国在西藏的利益制衡俄国在其他地方的利益：他放弃了英国在西藏的利益，希望俄国人也会放弃在其他地方的利益；在此过程中，他还开创了相当多的外交先例，后来令他的英国同僚都感到厌恶。现在，为了英国将来在西藏的前途，英国人显然需要采取强硬手段才能避免1910～1912年间中国政府统治拉萨时的动荡局面。因此，英国外交官建议俄国接受修改1907年英藏协议中的相关限定条件，并以此换来英国承认俄国在新疆和蒙古的全新地位，尤其是后者，是符合逻辑的。然而，现实中俄国为什么应该这样做，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蒙古和新疆实际上已在俄国的掌控之中，英国人也没有提出抗议的条约依据；俄国人反而能够合法地抗议英国干涉西藏内政的一切行为。如果除了他们已经拥有的权利之外，俄国人不提出其他更多的要求，以此交换同意修改1907年英俄协定中的西藏部分之内容，那么俄国人就是真正的傻子。截至1912年年底，英国外交部愈发明白，过快地改变西藏地位，以及过快地改变英国和达赖喇嘛政府关系的模式，都很有可能导致俄国人提出修改1907年英俄协定中有关波斯和阿富汗的条文。英国在西藏的全新地位看起来代价颇为昂贵。

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国人在蒙古极为活跃。俄国观察家认为，中国人的政策标志着“在我们眼前所上演的一部伟大戏剧的最后一幕；彻底消灭一个曾一度极为强大的国家——蒙古”；结果将会是“中国和她的四万万同胞很快就会成为俄国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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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策的直接目标是：摧毁强大的蒙古封建酋长，将蒙古人汉化，最终目标将是把蒙古并入中国版图。这一过程令俄国人极为厌恶，也招致蒙古各阶层的不满。1911年7月，蒙古的主要酋长和喇嘛派遣代表团到俄国，寻求俄国人的帮助，以对抗中国人。俄国人决定利用这个天赐良机，他们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加强在库伦的领事安保力量，随后，辛亥革命便在10月爆发。

1911年12月，蒙古人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率领下（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主要首领），正式宣布蒙古“成为一个在新政府领导下的独立国家，有权独立地与他国处理各项事务”；他们宣称从此刻起，“我们蒙古人再也不必遵守清政府或中国官员的命令，他们的行政权力已经被彻底废除，因此，他们将被遣返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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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新成立的蒙古政府意识到，面对中国人的反击，若没有外国支援，他们必然支撑不了多久，而此时只有俄国人能为他们提供援助。俄国人帮助并鼓励了蒙古独立运动，蒙古至今还维持着独立；但获得俄国的援助必然是有代价的。蒙古人为俄国援助付出的代价体现在1912年10月21日至11月3日签订的《俄蒙协议》（the Russo-Mongol Agreement）以及附加条款（参见附录1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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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协议赋予俄国在蒙古拥有的非常重要的商业和政治特权，等同于俄国控制了蒙古的外交关系。由此，俄国在蒙古获得了寇松的西藏政策追随者们梦寐以求的希望英国能通过荣赫鹏使团在西藏获得的权利。蒙古领导人似乎已经非常乐意地准备好放弃这些权利了。或许，他们对于俄国人提供的及时援助的结果之一还不甚满意。俄国人虽然欣喜于看到中国人在蒙古的毁灭，但却不愿意接受新生的蒙古获得在国际法中承认的完全主权国地位。

俄国人采取这种态度是有诸多原因的。不经过一番争取，中华民国不可能接受一个完全独立的蒙古。在这里，太多的“面子”需要挽回。因此，为了使蒙古独立，俄国人很可能不得已制造一场中蒙战争，在此过程中也冒极大的风险，因为这有可能损害俄国人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利益。俄国人在蒙古的目标，即保护俄国的商业贸易，在俄国和中国领土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而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佳途径莫过于维持一个内部事务自治的蒙古，同时又须承认中国宗主权，这有些类似于英国处理西藏问题。俄国人仍然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同时中国人的“脸面”也保住了。对蒙古问题的此种解决方式，是俄国人通过1913年10月23日至11月5日的《中俄宣言》（Russo-Chinese Declaration）和关于外蒙古的换文（exchange of notes regarding Outer Mongolia of 23 October/5 November 1913）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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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10月21日至11月3日俄蒙协议中的相关条款获得了承认，但协定本身并没有被承认，因为其含义包括蒙古的完全独立。外蒙古，即1911年脱离中国的、居住着蒙古人的部分领土，被承认是自治的，但“处于中国宗主权之下”。中国人同意：不派军队前往外蒙古领土，也不干涉外蒙古的内政。然而，中国人可以在外蒙古库伦设立一名代表，在协议中被称为“高官”（Dignitary，或曰高僧），这位高官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和护卫队。该协议的措辞和含义都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英国人在1912年8月17日提交的备忘录；的确，产生这两份文件的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有类似之处。

对俄国人在蒙古的利益和英国人在西藏的利益进行比较，自然逃不过英国观察家的注意。正如1912年12月3日的《泰晤士报》中评论的那样：

西藏和蒙古的案例十分类似。中国在这两个地方的主权都十分模糊不清。这两处地方都是最近才获得行政独立的，这是中国发起前进外交政策所导致的两个严重后果。大不列颠和俄国针对西藏和蒙古分别表明几乎同样的立场——不干涉他们的自治。

因此，在制定1912年8月17日备忘录背后的政策时，英国不可避免地会考虑与俄国人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或许，为了换取英国人承认外蒙古地位的变化，俄国人有可能被说服忽略一些英国不遵守1907年英俄关于西藏协定条款的行为。然而，如果希望这种交换可以不必考虑俄国希望加强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影响力，那就是乐观主义者的看法了。例如，新疆就不容忽视。

新疆（Sinkiang），即中国突厥斯坦（Chinese Turkestan），长期以来被英国视作与克什米尔（Kashmir）之间的重要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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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新疆已经成为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角逐场地，这种角逐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与英国在喀什噶尔代表完成的。直到1908年，中国人才最终承认这位代表拥有领事地位。在英国人的战略思维中，新疆是俄国和英帝国之间的障碍。根据1895年《帕米尔协定》（the Pamirs Agreement of 1895），划定了俄国与阿富汗边界的最东端，英国人希望他们可以在新疆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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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新疆与俄国的西段边界从未被划定过。俄国现在仍然有可能从帕米尔进军中国领土。1901年，随着俄国在塔什库尔干（Tashkurghan）位于中国一侧的萨雷阔勒山（Sarikol range，又译作色勒库尔山，塞勒库勒山）上设立武装岗哨，俄国人似乎又要开始进一步的蚕食鲸吞了。结果是：如果俄国人决定吞并新疆，为了剥夺俄国人利用自己在喀喇昆仑山英国边界上争端的政治优势和不确定性的机会，英国应当试图从中国方面获取新疆和克什米尔之间划定边界。实际上，在1901～1902年间，俄国人并没有接近英国在克什米尔的边界线，但他们继续对新疆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如果忽略俄国人的又一次前进行动将是鲁莽和草率的。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伦敦和印度的很多观察家，包括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在内，都认为目前俄国可能要接管整个省份。中国军队发生兵变，喀什噶尔和其他城市发生暴动，还发生了针对俄国臣民和受俄国保护的人的攻击。正如圣彼得堡所言，1912年6月，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驻军获得700多名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士兵的增援而力量大增，俄国驻新疆其他各地的领事馆也增派了小规模的军队，俄国人采取了自卫措施。由于马继业的报告，印度政府密切关注着俄国人的一举一动，他们得出结论，如果不采取措施，当前俄国人力量的增强最终会演变成长期性的军事占领，新疆则会“变成，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而且实际上受俄国保护的一个地方”
 
[150]

 。但英国又能做什么呢？实际上，英国是否应该有所行动？

英国必然不欢迎俄国占领新疆，但印度事务部认为，英国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或意愿，对喀喇昆仑山北麓局势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抗议活动。如果俄国人真的想占领新疆，新疆就在那里，任他们去占领吧。无论如何，英国相对应的损失不会是灾难性的。面对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积极活跃的姿态，英国在一个自己并非威望显赫的地方失去一点影响力似乎不算什么；在一个俄国人交通线更为通畅、在市场竞争中比英属印度货物流通更占据优势地位的地方，英国人的一点贸易损失也不足为道；所有这些结果都不能证明英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当然，俄国人一旦在新疆立足，距离英属印度的人口中心城市将会非常近，但如果英国人足够警惕地加强克什米尔北部山脉的自然防线，俄国人可能不会做损害英国的事情。眼下英国自然要确保将新的英俄边界尽可能远地保持在北部。如果英俄边界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即便只是事实上的），则英国在外交上承认俄国吞并或占领新疆将会不可思议。然而，总体来说，正如克鲁勋爵对英国外交部所言：

目前似乎没有什么行得通的案例能解释这一外交行动，的确，如果俄国能做出适当的补偿，默认俄国的最终占领是否有利于英国。这种补偿……或许会在西藏问题方面，因为英俄协定的条款令英王陛下政府在调整其与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并使之符合英国利益的时候，越来越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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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疆出现的新情况也正是辛亥革命导致的结果，蒙古的情况也是如此，这表明，英国有可能令俄国放松1907年英俄协定强加给英国的在藏行动自由的枷锁。

修改1907年英俄协定的想法，对克鲁勋爵似乎颇具吸引力，但外交部的一些官员对此设想颇有微词，表示怀疑，因为他们处理的都是英俄外交中实际存在的问题。艾尔·克罗爵士（Sir Eyre Crowe）是在英国政府机构服役人员中最有能力的一位外交官，他这样说道：

在多年采取按兵不动政策正中俄国人下怀之后，若不是鼓舞人心，对于同俄国所签的协议做出任何修改的困难，以及将中国人从西藏真正排除出去的困难，无疑会是巨大的。英王陛下政府实行的这种政策，即先进入拉萨，随后又在未签订任何协议保证英国在西藏权威被承认或保证西藏本土政府稳定的情况下便撤离西藏，在当时就备受诟病。现在，印度事务部似乎得出结论，否定这一政策是错误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的确通过与俄国人签订协议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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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克罗认为，想要消除这些障碍还是值得一试的。即便是向英国承认对于俄国向印度边界推进从来都不满意的印度政府，也同意新疆在英国有效管控范围之外的观点。哈定勋爵认为，如果必须把新疆交给俄国，则若能首先获得一个更好的新疆-克什米尔边界，随后，俄国又能同意英国在西藏放开手脚，将会是“理想的补偿”。因此，英国官方舆论一致认为，修改英俄协定至少值得尝试；而随着萨佐诺夫在1912年9月访问英格兰，为解决这一问题又提供了不少便利。

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Sazonov）希望和英国内阁成员讨论英俄涉及波斯关系的令人不满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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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和克鲁似乎都认为，既然要讨论1907年协议的某一部分，那么，由此引发的其他问题恰好也可以同时提出来。因此，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Sir George Buchanan）奉命探究萨佐诺夫对于在即将到来的谈判日程上增加西藏和其他中国中亚地区抱有何种态度。起初，布坎南希望俄国人采取合作的态度。他报告说，俄国媒体非常同情英国在涉藏问题上的遭遇。例如，1912年9月10日，俄国报纸《新闻时报》（Novoe Vremya）对于英国在西藏和俄国在蒙古的境况做了比较，敦促俄国政府对蒙古施加同样的压力，正如英国当时在西藏所做的那样，最后还引用了朱尔典在8月17日提交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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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离开俄国前往伦敦之前，和英国大使的一次告别谈话中，萨佐诺夫表示：除了波斯问题之外，他也打算讨论西藏和蒙古问题。布坎南认为此言颇为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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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种乐观主义并没有持续太久，俄国外交大臣抵达英国后，情况即发生了变化。

9月24日，在巴尔莫勒尔堡（Balmoral），萨佐诺夫对爱德华·格雷爵士清楚地声明了立场。正如格雷如下描述这次会面：

我向萨佐诺夫解释，为什么中国人通过引发尼泊尔和中国之间的战争侵略西藏会如此困扰我们。我希望我们能通过在北京的外交照会避免中国人的侵略。我们希望在中国的宗主权之下，西藏能继续保持自治。假如这样的话，除了已经和西藏签署的商贸协议之外，我们别无所求。但不可预见的麻烦总可能会发生，我们希望派遣代表前往拉萨，以便了解最新情况。我现在没有什么提议，但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请求俄国放宽对英俄协定的限制。萨佐诺夫说，他十分乐意倾听这些，但他必须为俄国争取一些补偿。蒙古不在英俄协定框架之内，他不认为蒙古和西藏处于类似情况之下。他向我保证，俄国不会让德尔智承担任何使命，但他出现在西藏则属于他自己的冒险活动。
 
[156]



所有这些话归结起来，便是萨佐诺夫不愿同意正式修改1907年英俄协议的西藏部分，以此作为交换英国承认俄国在蒙古的行动自由。他愿意接受在1907年英俄协议框架之内，英国做出的补偿和让步，当然，这样便和蒙古毫无关联了。萨佐诺夫心目中期望英国所做的让步，可以从他在9月29日与克鲁勋爵在克鲁大厅的谈话中管窥。克鲁勋爵做了如下报告：

至于之前爱德华·格雷爵士已经提到的西藏，我说我们绝对无意进入西藏，而是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在拉萨设置一位英国官员作为代表是完全不值得冒险的。但印度必须非常关切中国在西藏的任何蚕食活动，我们曾通过非外交途径坦率地告诉过中国人。因此，我们或许有必要通过可以信赖的渠道，了解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萨佐诺夫先生说，如果对英俄协定做出的任何修改看上去似乎仅仅有利于英国一方，那么他回国后会受到严重的攻击。因此，他希望我们愿意考虑通过私下的方式获取我们的信息。于是，我询问道，如果中国的侵略活动导致我们采取了明显违背英俄协定的措施，俄国的公共舆论会不会像条约已经被轻微修改后的反映那样，不会掀起轩然大波。萨佐诺夫先生断然进行驳斥，他举例说，我们最近对中国发出的警告，在俄国就众所周知；如果作为中国进攻（西藏）之后的后续，我们占领了春丕谷，他认为俄国会一言不发。当我提到修改关于尼泊尔边界事宜时，他说这又会是另一个不同的立足点，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此次谈话框架的主题。然而，总体而言，他认为最好自然地处理那些影响西藏的所有事件，而不要尝试对协议做任何正式修改。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能在阿富汗问题上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他也能在其他问题方面更从容地面对俄国舆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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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方的所有表态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说明：俄国人绝不打算接受对1907年英俄协定做任何修改，除非能在阿富汗问题上得到相应补偿。但他们或许（或许不会）对我们非正式破坏1907年英俄协定采取默认态度，且不会提出如上要求，这就是俄国人的立场，直到1917年沙皇政权倒台后才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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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阿富汗究竟想得到什么？萨佐诺夫在他访问英国期间，举了许多例子，阐明俄国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俄阿关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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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双方存在从阿富汗流入俄国的河流灌溉用水争端问题。近些年来，阿富汗在穆尔加布（Murghab）地区的用水量日益增加，因而俄国从该河流获得的供水量日渐缩减。俄阿之间需要对这些水流的分配签订协议。是否可以不必在喀布尔（Kabul）谈判便能签署协定？1907年协定中，俄国人还承诺不向喀布尔派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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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此外，萨佐诺夫还指出诸如黑死病（淋巴腺鼠疫）的传播，蝗虫成群地从阿富汗飞往俄国等事项，这些都需要俄国和阿富汗政府在超越1907年英俄协定之外的更广范围内讨论。这一次，萨佐诺夫并没有针对阿富汗提出建议，但英国人怀疑他实际上是在为俄国寻求某种类似于俄国在阿富汗北部和西北部的势力范围。最近俄国在波斯东北部的军事力量大增，例如，在距离赫拉特省（Herat）不远的托尔巴特谢赫贾姆（Turbat-i-Shaikh Jam）建立了哥萨克哨岗，俄国还建议沿着阿富汗边界从奥克苏斯河（阿姆河旧称，the Oxus）到铁尔米兹（Termez）修建铁路，这些都直接揭露了俄国的这一野心。对于印度政府来说，他们几乎在整个一个世纪内致力于将沙俄的影响力排除在阿富汗埃米尔王国之外，他们非常不愿接受萨佐诺夫的言外之意。因此，比起在伦敦的英国本土政府，印度政府不那么迫切地希望让西藏问题成为英俄谈判的话题。此外，印度政府并没有忘记，阿富汗埃米尔从未同意过1907年英俄协定的阿富汗部分，因此，也可以说该条约是无效的。如果俄国人针对阿富汗问题与英国谈判无果后，决定从法律上无视1907年英俄协定强加给他们的限制怎么办？实际上，如果俄国人真的派遣一位代表前往喀布尔，英国人能否竭尽全力地提出抗议？尤其是，当情况表明印度政府自身都在无视1907年英俄协定的西藏条约，又该如何抗议俄国呢？

或许，英国人可以在新疆问题，而非阿富汗问题上做出让步？从萨佐诺夫对克鲁勋爵所言可知，英国若从这个方向考虑问题，也同样希望渺茫。正如克鲁勋爵在9月29日如下记录他们的谈话：

我们并没有详细讨论中国新疆问题、罕萨（Hunza）问题等，萨佐诺夫说，他愿意直截了当地指出，俄国绝对无意行政占领中国新疆。即便俄国向新疆推进，也仅仅是在新疆北部边界周边，固尔扎（Kulja，今伊犁）和伊犁河附近，因为这里的边界更容易跨越，边界两侧有可能发生意外事件。但对于喀什噶尔和克什米尔边界，从俄国突厥斯坦（Russian Tuikestan）出发很难到达这两个地方，他们绝对无意在那里立足。引起最近俄国兵力增加（俄国领事馆的哥萨克士兵）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俄国商人在喀什噶尔遭到野蛮对待。在新疆的任何地方，只要俄国有所行动，都会提前告知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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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和他的同僚不可能相信这些话；但他们又只能接受萨佐诺夫的说辞。因此，到目前为止，英国无法将新疆作为一枚棋子，以换回自己在西藏的权利。

萨佐诺夫已经表明，俄国人不打算接受直截了当的交换蒙古—西藏问题，因此，这便阻碍了英国在喜马拉雅山以北的政策，然而截至1912年年底，许多英国观察家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俄国在蒙古势力的增强令英国更密切关注西藏事态的发展。1912年11月，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俄国已经承认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即便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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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前，西藏民众大会——春都，通知哈定勋爵，西藏现在已经和中国切断了一切关系，希望看到所有中国官员和士兵离开西藏，这些措辞令人想起1911年12月的蒙古独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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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12年年底，西藏和外蒙古好像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一般开始谈判，并最终签订1913年1月11日蒙藏协定（Tibeto-Mongol Treaty of 11 January 1913）。西藏方面的主要代表是德尔智，他直接从库伦前往圣彼得堡，还带着一封达赖喇嘛写给沙皇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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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与此同时，一个蒙古使团也抵达圣彼得堡，要求在库伦设立等同于俄国大使的职务，库伦后来即成为外蒙古（Outer Mongolia）这个新生国家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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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俄国人同意，那么，他们本该正式获得自己已实际拥有的、在一个与西藏有着独特条约关系的国家（指蒙古—译者）的核心拥有强大影响力。由于蒙藏协定第三款宣布“蒙古和西藏两个国家，从此在面临内外危险情况时，将永远为对方提供帮助”，因而，俄国现在似乎已经从理论上获得了积极干涉西藏事务的手段。例如，如果达赖喇嘛请求蒙古军队帮助自己反对中国人，由于该条约暗含着俄国在西藏的间接政治影响，英国怎样才能阻止俄国人训练并装备一支蒙古远征军为西藏服务呢？或许有人会辩解，在这个时候，蒙古和西藏的领土实际上并没有毗邻之处，中间还隔着青海和新疆。然而，实际上，这些荒无人烟的地带根本构不成任何障碍。蒙古和西藏东北部之间的游牧民族迁徙活动非常频繁，完全不在中国权力的掌控之中。此外，如果新疆真正落入了俄国之手，即便是西藏和俄国势力范围之间的这层脆弱不堪的薄膜也会轻而易举被穿透。

萨佐诺夫告诉布坎南，他认为蒙藏协定是“不存在或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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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钦夏扎等西藏噶伦后来否认达赖喇嘛曾授权德尔智签署蒙藏协定。然而，伦敦、印度和北京的英国官员却无法忘却蒙藏协定蕴含的深意。即便是无效的协定，谁也无法阻止今后该条约获得认可。此外，俄国支持下的蒙古想要干涉西藏事务，根本不需要一条正式协定。自辛亥革命在中国爆发以来，西藏和蒙古经历的政治变迁为俄国人在中国中亚实行前进政策提供了机会，而在寇松时代，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德尔智使团第一次从拉萨前往圣彼得堡就让寇松极为震惊。俄国通过蒙古干涉西藏事务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了。根据朱尔典报告，新成立的蒙古国的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the Urga Hutukhtu，这里指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实际上就是一个西藏人，一位在达赖喇嘛机构供职的西藏人的儿子。俄国顾问正在训练大约6000人的蒙古军队。俄国公司忙于将温彻斯特来复枪通过其在库伦的代理人运往拉萨。俄国人刚刚在青海西藏边界上的塔尔寺安置了两名在库伦接受训练成为领事学生的布里亚特人。朱尔典认为，这些人“现在无疑成了拉萨和俄国驻库伦代表之间的联系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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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局势中的西藏因素丝毫不能被忽略。截至1913年3月，一些敏锐的英国观察家意识到，现在一切都指向对1907年英俄协定的修改。克罗爵士对此问题的观点上文已提到。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蒙藏协定令1907年与伊斯沃尔斯基共同签署英俄协定的亚瑟·尼科尔森爵士也相信，自己签署的协定没有那么完美。他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为将蒙古排除在1906～1907年圣彼得堡谈判日程之外负责任。1913年3月，他一定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犯了错误。正如他所言：

我所好奇的是俄藏涉及蒙古关系，以及我们如何才能避开俄国在西藏势力的大幅增长，即便是间接的——我认为这是非常紧迫的。我能想到的限制俄国影响力的最佳途径就是与俄国进行坦率的对话，或者彻底修改现存的英俄协定，再或者重新起草一个全新的协定。如果我们不采取反击行动，俄国影响力必然会增加。自1907年起，发生了许多直接影响到西藏的重大事件。我不必一一列举，但它们显然改变了西藏的现状，以及俄国、英国与西藏的关系。我承认，让俄国通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掩护与拉萨和达赖喇嘛之间发生联系是不明智的。目前，我们与俄国的关系十分友好，或许这种友好关系会长期保持下去，但形势和友谊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我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当为所有意外情况做好准备。
 
[168]



爱德华·格雷爵士十分赞同尼科尔森的推理，但他指出，“如果我们直接要求修改英俄协定的西藏部分，我担心他们（俄国人）会要求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对英俄协定中的阿富汗部分做出修改”。这就是他对1912年9月萨佐诺夫谈判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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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西藏问题，而不必做出如此巨大的决定去改变阿富汗在英俄外交中的地位？这个问题导致英国在兴都库什山发动了两次战争。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在1913年1月所做的备忘录，于1913年1月27日提交给内阁，清晰地阐述了英国当时的政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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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个可能性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虑，即在西藏开始采取一些英俄联合干涉行动，或许可以伪装成一次科学考察使团，正如柔克义在1911年初建议的那样。但英国人竭力将俄国人排除在西藏之外，看不出无缘无故帮助俄国在西藏立足会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还有一种想法认为，应当帮助中国人重新占领中部西藏，以此作为回报，中国人同意在满足英国人要求的前提下解决整个印藏和中缅边界划定问题，但这个建议涉及放弃西藏现在虚弱的状态而给英国带来的潜在好处，以此换回中国颇为可疑的承诺。实际上，这个观点的提出注定会遭到驳斥而不予考虑。还有一种可能性，自寇松时代以来就备受英国战略家的青睐，即利用尼泊尔。尼泊尔军队可以将残余的中国军队驱逐出西藏，并确保他们无法返回。英国人或许可以通过加德满都，实现对达赖喇嘛的间接保护，以此反对无法对此提出抗议的俄国人。然而，利用尼泊尔的想法违背了当前英国对喜马拉雅王国政策的主流趋势，即英国需要限制而非增长尼泊尔大公的行动自由。尼泊尔势力一旦进入西藏，可能会失去控制；而尼泊尔人卷入中亚军事冒险活动，必然会耗尽英国人所需要的廓尔喀兵源。正如印度事务部的亚瑟·赫泽尔爵士所写的，“廓尔喀是印度军队中最强的一股战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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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将尼泊尔军队用于西藏，那么或许英国人可以雇用他们自己的军队，同时完全忽略1907年英俄协定。英国人的干涉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体现：从大规模派遣远征军前往拉萨，到派遣规模有限的远征军前往春丕谷和察隅，再到为西藏人提供英国武器和军事教练。一切的重中之重是印度政府很可能希望在遵循这些原则的前提下采取一些行动，扩大阿波尔远征军背后的政策范围；但印度政府明白，仅仅出于外交和财政这两大原因，再加上欧洲紧张局势加剧，此类干涉行动便不在考虑范围内。由此，只有1912年8月17日朱尔典备忘录中提到的政策保留了下来。

8月17日的英国备忘录，实际上不仅仅包含中英协定，还包含英藏协定。8月17日备忘录是聪明的英国人构想出的一个折中计划。英国人的要求是，西藏不应当再成为印度边界上的威胁，这意味着将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影响力（或俄国人通过蒙古的间接作用）都排除在外，而与此同时，西藏的政治地位则不应随着英国人采取可能会招致俄国人抗议、破坏1907年英俄协定、令俄国人希望在其他印度边界敏感地区如阿富汗等得到补偿等行为而改变。为了获得所有这些，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国人还必须同意放弃在中部西藏的真正权力，以此“挽回颜面”，保留在西藏的宗主权；西藏人也必须放弃他们获得完全政治独立的愿望，以此换回有保证的内部自治。然而，中国和西藏都会通过这个协定获得真正的好处。中国会得到她曾经失去的权利，即在中部西藏享有的宗主权，无论其实际价值有多么微不足道；如果不这样做，中国就称不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西藏将会得到解脱，再也不必担心中国会从边界地区发动进攻，或担心有一天中国强大起来可能会重新夺取1912年失去的东西。英国人非常希望在这个框架模式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当然，在此过程中，在英国与西藏之间必然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外交接触，而俄国会将此理解为破坏1907年英俄协定。然而，有疑问的外交都会成为秘密；在很多英国观察家看来，俄国人会同意这一点。正如克鲁勋爵对格雷所言，在三个多月后仔细消化理解当初和萨佐诺夫的会谈内容，俄国外交大臣真正想说的是“我们在西藏做什么，对他们根本不重要，只要我们在私下秘密完成就行，但他不能同意对英俄协定做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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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尔典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折中办法，包含着西藏、中国和英国之间以某种形式进行三方会谈。在他看来，这是8·17备忘录符合逻辑的发展结果。一方面，解决西藏地位问题包括划定达赖喇嘛所统治的西藏的地理边界，并划定西藏与中国之间的边界。中国人必须承认西藏的自治，西藏的自治范围必须令中国直接统治的领土不再与英属印度的北部和东北部边界的敏感地区毗邻。只有当英国人出席谈判，才能确保这一点正确执行。1913年3月6日，在写给格雷的一封电报中，朱尔典勾勒出根据这些原则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这实际上就是当年秋天举行的西姆拉会议的一个粗略蓝图。他指出：

这些新的事实——终止中国人（在西藏）的影响力，俄国通过蒙古与西藏建立联系——对我而言，似乎需要修改我们的对藏政策，放弃我们过去漠不关心的态度，除非我们愿意看到西藏逐渐向俄国人倾斜，因为西藏根本无法独立支撑多久。这种变化的第一要素在于，和达赖喇嘛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更充分地了解西藏政府有什么打算和安排。作为反对中国人蚕食西藏东部边界的回报，西藏或许会接受劝诱在拉萨设立一位中国代表，并配备适当的护卫。大不列颠，中国和西藏之间的三方会谈很可能是最佳解决方案，在印度举行三方谈判也是达成此类协议的有益开端。即便失败了，也会让我们（指英国人）在撇开中国与西藏进行谈判的时候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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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尔典的三方会议和三方协定，尽管为英国政策制定者指明了一些方向，但仍然无法消除英俄谈判的可能性，仅仅是推迟了英俄谈判。西藏地位发生的任何正式变化，或西藏与英国关系的本质发生了任何变化，即便对印度政府是最微不足道的变化，也仍然需要取消1907年英俄协定中的某些明显的或暗含的禁令。朱尔典的“第一要素”，“和达赖喇嘛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如果在不破坏1907年英俄协定的前提下，根本无法实现。因为英国在1907年协定中宣称：他们不会与达赖喇嘛产生政治联系；即便产生联系，也只能通过中国人；谈论的也只能是1890，1904，1906年条约规定的和贸易、贸易市场相关的话题。这个事实给英国人提出了三个选择。首先，英国人可以在完全不告知俄国人的情况下，继续与达赖喇嘛的谈判，在拉萨设立英国代表，尽管他不清楚这代表的头衔是什么。正如萨佐诺夫在1914年提到的，这相当于“撕毁”1907年英俄协定。纵观欧洲事务中的英俄关系，此举很难说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第二，英国人可以通过中、英、藏三方会谈的方式心照不宣地和西藏签订一则无效的条约，这是一种现实的解决方法，但不符合法律。有没有一种既不违反法律，又稳定持久的方案呢？第三，英国人寻求俄国人同意修改1907年英俄协定的西藏部分，如此就会面临非常真实的风险：俄国会反过来提出让英国在亚洲其他地区做出补偿。如此，西藏不得不和波斯、阿富汗，或许新疆放在一起综合平衡考虑。截至1917年年底，随着沙皇政权在俄国的垮台，英国人仍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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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FO 535/15，第284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2年11月11日。

在1912年下半年，钟颖或多或少与英国江孜贸易机构保持着联系。出于某种原因，钟颖始终用法文给江孜贸易代表写信。


 [22]
 FO 371/1329，第51046号文件，总督致函国务大臣，1912年11月29日。


 [23]
 FO 535/15，第304号文件，总督致函国务大臣，1912年12月12日。


 [24]
 FO 535/15，第305号文件，总督致函国务大臣，1912年12月13日。


 [25]
 FO 535/16，第181号文件，古德致函贝尔，1913年2月14日。


 [26]
 FO 535/16，第321号文件，总督致函国务大臣，1912年12月28日。


 [27]
 古德（B. J. Gould）著《莲花上的宝石：印度政治回忆录》（The Jewel in the Lotus，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Political
 ），伦敦，1957，第25页。


 [28]
 FO 535/16，第104号文件，总督致函国务大臣，1913年2月23日。


 [29]
 PEF 1913/16，第672/13号文件，总督致函国务大臣，1913年2月22日、23日；FO 535/16，第114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2月26日。


 [30]
 FO 535/16，第116号文件，总督致函国务大臣，1913年2月28日。


 [31]
 FO 535/16，第198号文件，夏沃斯中校致函印度，1913年3月11日。


 [32]
 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33]
 FO 535/16，第148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3月23日。


 [34]
 FO 535/16，第141号文件，总督致函国务大臣，1913年3月18日。


 [35]
 FO 535/16，第163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3月5日。


 [36]
 台克满：《东部西藏》，如前所引，第40页。钟颖在1915年被判处死刑。据称，他的主要罪名是谋杀波密远征军指挥官罗长裿（Lo Ch’ing-ch’i）。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钟颖无疑是颇为无辜的。在1915年3月22日的帝国敕命中，所有罗织起来反对钟颖的案例，基本上完全是基于联豫提供的证据。


 [37]
 FO 371/1611，第28928号文件，贝尔致函印度，1913年5月13日。


 [38]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丹巴益西（1738～1780），是于藏历第十二绕迥之土马年（1738年，清乾隆三年）生在襄地扎西则（今后藏南木林宗扎的西则）地方；父名唐拉，咒师出身；母名尼达昂茂，是贵族宗室之女。1740年，经过札什伦布寺喇嘛寻访、考察五世班禅“转世”情况，在拉萨请护法神“降神”之后，七世达赖派代表，会同“噶厦”政府官员，共同求证，最后确认罗桑丹巴益西就是前一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并不久便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恩准。七世达赖给“六世班禅”取法名为“罗桑丹巴益巴”。金鸡年（1741年）六月四日，将灵童迎到札什伦布寺日光殿举行了“坐床”典礼；乾隆帝特派专使与七世达赖的代表一起，由颇罗陪同到札什伦布寺祝贺“坐床”典礼。——译者


 [39]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1883～1937），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本名仓珠嘉措，法名全称吉尊洛桑曲吉尼玛格勒朗杰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中国前藏塔布地方噶厦村人。据刘家驹《班禅大师全集》：“寄父名当珍，母名当琼措姆”，“班禅生而母哑”。八世班禅丹白旺秋去世以后，扎什伦布寺派出代表多人，寻找转世灵童，结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个“灵童”。遵照清朝政府批准择定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正月十五，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面，举行金瓶掣签仪式，从金瓶中用象牙筷子抽出一名，是塔布地区的仓珠嘉措的名字，于是就认定为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当天在布达拉宫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禅拜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为师，剃发取法名为吉尊洛桑曲吉尼玛格勒朗杰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译者


 [40]
 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丹白尼玛（1782—1853），出生于后藏地区，父名巴丹顿珠，母名其美甲姆。在第六世班禅去世后，一共找到了四个转世灵童。扎什伦布寺代表拿着六世班禅遗物前去考察，让灵童分别辨认，结果只有丹白尼玛全部准确，就被确认为最终的转世灵童，1782年清政府批准。1784年他被迎入扎什伦布寺举行典礼，成为第七世班禅。自七世班禅坐床以来，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达到了全盛时期，《钦定二十九条章程》和西藏重大政治制度与宗教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制定的。但是，廓尔喀人两次入侵西藏几乎将扎什伦布寺抢掠一空，由于七世班禅的勤勉努力，到其晚年时，扎寺及所属百姓基本上恢复到廓尔喀入侵前的水平。七世班禅一生经历了清高宗、清仁宗、清宣宗和清文宗四个皇帝的统治，和他共事的驻藏大臣前后有37人，帮办大臣有39人。他对历代皇帝都非常恭顺，对历任驻藏大臣也十分尊重。凡扎寺大事，都通过驻藏大臣请示皇帝批准；清朝皇帝交付其办理事宜，均尽心尽力。——译者


 [41]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青海循化人。1943年被班禅堪布会议厅认定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迎往青海省塔尔寺供养。1949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其为十世班禅，并于同年8月10日派员赴青海塔尔寺主持坐床大典。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代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第一至五届名誉会长，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1956年获印度瓦拉那西梵文大学名誉博士称号——译者。


 [42]
 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译者


 [43]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诗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1949至1976年，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其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译者


 [44]
 外交部（the Wai-chiao-pu）是中华民国的外事机构。直到1861年，中国人都没有这样一个外事机构，与朝贡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都是通过中央和各省机构来完成。1861年，在列强的压力之下，清帝国颁布御旨，命令成立总理衙门，使其成为处理中国外交关系的中央机构。总理衙门的最终结构在1864年成型，该机构被分为5个局，其中4个局处理与各个外国势力的关系，剩下的一个处理与海军相关的事务。总理衙门的存在一直支撑到义和团运动的爆发。1901年，作为和列强打交道的中国机构的一部分，总理衙门成为清政府的一个省部级别的部门——迄今为止也不过是个政府委员会——凌驾于其他各大部之上。后来，总理衙门变成了外务部（the wai-wu-pu）。外务部和总理衙门一样，也被分成各个局，其中一些局处理如矿业、铁路、电报特许权事宜，其中一些局处理海关事务，还有一些局处理边界事务。与列强的外交关系通过交际司（the Bureau of Harmonious Intercourse）来处理。中华民国成立后，外交部依据更多的西方标准进行外务部重组，于是外务部（the wai-wu-pu）变成了外交部（the Wai-chiao-pu）。外交部的内部机构做了进一步的调整，一直持续到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终结。

参见L. Tung《中国与国际法的某些短语》（China and Some Phases of International Law
 ），伦敦，1940年，第105～110页；Y. G. Chang：《外交部的组织结构》（The Organization of the Waichiaopu），《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第一期，1916。


 [45]
 在现代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中，最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莫过于菲茨杰拉德（C. P. Fitzgerald），我强烈建议读者参阅菲茨杰拉德撰写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在世界中所处地位的看法》（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达姆研究所）论文集（第一集），（Chatham House Essays No. 1），伦敦，1964。


 [46]
 FO 535/15，第9号文件，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2年1月13日。


 [47]
 FO 371/1326，第16605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3月31日。


 [48]
 FO 371/1326，第20650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4月27日。


 [49]
 FO 371/1326，第20650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4月27日；FO 535/15，第67号文件。


 [50]
 参见本章后文。


 [51]
 FO 371/1327，第29195号文件，亚东贸易代表日记，1912年5月。


 [52]
 FO 535/16，第83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2月8日；第198号文件，夏沃斯中校致函印度，1913年3月11日。


 [53]
 FO 371/1327，第25314，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2年6月13日。


 [54]
 杨芬，祖居喀喇沁左旗，蒙古族，少年时代念过私塾和官学，对古汉语和汉族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幼年在家自修时师从一位老禅师学习藏语，在北京蒙藏学校又进一步加深藏语文水平；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习英语。民国政府决定派政府代表团赴西藏安抚，并与英军交涉，令其退军。外交使团初步组成，却挑不出适当的团长人选，后来只能在高校学生中选拔，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高材生杨芬便被选中——译者。


 [55]
 根据《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册第843页记载，此处劝说达赖喇嘛返藏的仍然是杨芬，该书并未提及其兄弟杨芳——译者。


 [56]
 FO 535/15，第198号，印度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2年9月4日；第200号文件，格雷致函朱尔典，1912年9月7日；第206号文件，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2年9月11日。


 [57]
 FO 371/1611，第23143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5月19日；第25572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6月2日。就在1913年5月底，杨芬放弃了等待，前往加尔各答，他从此消失在史料记载中。


 [58]
 FO 371/1610，第16114号文件，威洛比《报告》。威洛比形容杨芬是一个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民国人，大约27岁，是热河本地人，讲非常有限的英语。


 [59]
 FO 371/1329，第55846号文件，截获的中国电报，日期为1912年11月27日，29日。


 [60]
 要理解这一阶段西藏人对他们的国际地位的态度很难。一方面，他们当然打算和中国人维系某种联系；另一方面，正如春都，西藏民众大会在1912年10月1日写给哈定勋爵的一封信中所言，他们宣布他们和中国断绝了一切联系，这相当于宣布西藏的政治独立。


 [61]
 FO 371/1329，第49006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10月30日；第55585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12月14日。


 [62]
 PEF 1913/19，第1021/14号文件，印度事务部关于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的备忘录，1914年3月14日。


 [63]
 FO 535/16，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4月30日；FO 371/1610，第17522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4月15日。


 [64]
 PEF 1913/17，第2131/13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5月29日。


 [65]
 FO 535/16，第304号文件，陆兴祺致函袁世凯，1913年5月28日。


 [66]
 FO 535/16，第160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3月28日。


 [67]
 FO 535/16，第304号文件，陆兴祺致函袁世凯，1913年6月7日。


 [68]
 FO 371/1611，第27086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6月13日。


 [69]
 FO 371/1609，第6124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2月4日；FO 371/1611，第28024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6月18日。


 [70]
 FO 371/1613，第52286号文件，尼科尔森爵士备忘录，1913年11月14日。


 [71]
 台克满《东部西藏》；如前所引，第33页；FO 535/15，第41号文件，威尔金森致函朱尔典，1912年2月1日；FO 371/1610，第17750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4月2日，附录为傅嵩炑所著《西康省创立的历史》（History of the Creation of His-kang Province）
 。


 [72]
 FO 535/15，第67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4月27日。


 [73]
 胡景伊（1878～1950），字文澜，出生于重庆巴县。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他获官费派赴日本学习军事。先入学成城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歩兵科第三期。与他同期的校友有蔡锷、蒋百里等。留学期间，他参加了蓝天蔚组织的拒俄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回国后任四川陆军武备学堂监学兼教习。后历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广西陆军协统。后因调解川滇冲突而任四川军团长，又因拥戴袁世凯遂取代尹昌衡成为四川都督，镇压了二次革命的熊克武部之后，被袁世凯心腹陈宦取代。——译者


 [74]
 FO 535/15，第108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6月18日；FO 371/1328，第37348号文件，威尔金森致函朱尔典，1912年6月21日。


 [75]
 台克满：《东部西藏》，如前所引，第38页。


 [76]
 1915年4月30日～1917年9月接任张毅任署理川边镇守使。——译者


 [77]
 FO 535/16，第45号文件，罗伯逊少校，关于中国在西藏边界的军事情况报告，1913年1月3日；FO 371/1329，第46282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10月17日；第54747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12月5日。


 [78]
 FO 371/1329，第50430号文件，威尔金森致函朱尔典，1912年9月4日。


 [79]
 PEF 1910/14，第3521号文件，政治与机密局备忘录，第B189号。


 [80]
 FO 371/1327，第26168号文件，威尔金森致函朱尔典，1912年3月30日。


 [81]
 FO 371/1326，第24384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3月18日；PEF 1910/14，第3521号文件，备忘录，第B1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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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326，第24384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5月18日。


 [83]
 FO 371/1329，第50430号文件，威尔金森致函朱尔典，1912年9月4日。


 [84]
 FO 371/1329，第46282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10月17日；第47178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10月23日；第54747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12月5日。


 [85]
 FO 371/1329，第55589号文件，波特致函朱尔典，1912年11月26日，附备忘录：关于赵尔丰在东部西藏的有效管辖范围（On Limits of Chao Erh-feng’s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in Eastern Tibet）。


 [86]
 FO 371/1329，第47178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10月23日。


 [87]
 FO 535/16，第194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4月2日。


 [88]
 FO 535/16，第333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7月14日。


 [89]
 FO 371/1612，第52945号文件，罗伯逊少校，关于四川军事行动的报告，1913年11月3日。


 [90]
 FO 371/1612，第43257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9月8日。


 [91]
 FO 371/1613，第50007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11月1日。


 [92]
 FO 371/1613，第50007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11月1日。


 [93]
 FO 535/16，第461号文件，金致函艾斯顿，1913年11月3日；FO 371/1930，第20995号文件，波特致函朱尔典，1914年2月21日和25日。


 [94]
 英国外交部，朱尔典文件，朱尔典致函兰利，1913年12月29日。


 [95]
 张毅，原名义新，字蓬，1876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原籍湖北安陆，先后在云南、四川任职——译者。


 [96]
 FO 371/1929，第14205号文件，金致函朱尔典，1914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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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由爱德华（S. M. Edwardes）修改后再版，牛津，1923年，第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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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FO 535/15，第82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2年5月31日。


 [107]
 FO 371/1326，第24187号文件，印度事务大臣致函总督，1912年6月5日。


 [108]
 FO 535/15，第93号文件，印度事务大臣致函总督，1912年6月6日。


 [109]
 FO 371/1326，第24317号文件，格雷备忘录。


 [110]
 FO 535/15，第107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2年6月17日。


 [111]
 FO 371/1327，第26186号文件，格雷备忘录。


 [112]
 格雷文档（英国外交部图书馆馆藏），第59卷，克鲁致函格雷，1912年6月25日。


 [113]
 FO 371/1327，第25530号文件，英国外交部致函本肯多尔夫，1912年6月25日；第27011号文件，格雷致函麦克唐纳，1912年6月25日。


 [114]
 FO 535/15，第99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2年6月11日。


 [115]
 FO 371/1327，第25530号文件，尼科尔森关于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1912年6月14日。


 [116]
 FO 371/1327，第27017号文件，格雷关于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1912年6月22日。1908年贸易协定规定：英藏之间只能针对由西藏贸易市场的管理而引发的问题通信，其余问题均由中英之间通过探讨解决。


 [117]
 FO 535/15，第104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2年6月14日。


 [118]
 FO 535/15，第163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2年7月26日。


 [119]
 参见第五章第二节。十分有趣的值得一提的是，尼科尔森并不赞同哈定当时对德尔智的怀疑。尼科尔森说道：“我认为，我们不必过于紧张。我敢说，德尔智希望谈论的只是和俄国布里亚特人相关的话题。”参见FO 371/1327，第29267号文件，尼科尔森关于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的备忘录，1912年7月9日。


 [120]
 例如，参见FO 371/1327，第27317号文件，古德致函印度，1912年5月28日。


 [121]
 FO 535/15，第167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2年8月2日。


 [122]
 从各种资料来源看，印度政府颇为了解矢岛保次郎（Yasujiro Yajima）。1908年，他曾在四川省军队担任教员。1911年5月，他首次出现在大吉岭。1912年6月，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他越过英属印度边界进入西藏。他是一个专业的军械士。从英国驻东京大使麦克唐纳处可知，1904～1905年，矢岛保次郎可能参加过日本军队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并在富山（Toyama）军事学院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教员。1907年，他离开帝国军队，加入一个叫做“日本力行会”（Nippon Rikkokwa）的特殊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897年，正如麦克唐纳所言，“目标是教育和培养信仰基督教的穷苦学生”。自从加入该组织后，矢岛保次郎环游世界，用一切无形的方式“培养坚强的意志，观察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在1907～1912年，他依次去过以下地方：上海、四川、西藏、印度、美国、印度、日本、印度和西藏。麦克唐纳认为，他的旅行“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但麦克唐纳很难让印度政府也相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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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FO 535/15，第167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2年8月2日；FO 371/1328，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2年8月22日；FO 371/1327，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2年8月6日；FO 371/1329，第44227号文件，麦克唐纳致函格雷，1912年10月2日；FO 371/1327，第25704号文件，麦克唐纳致函格雷，1912年5月25日；FO 535/15，第246号文件，格雷致函麦克唐纳，191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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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535/15，第193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8月17日。附件，备忘录文本。


 [143]
 FO 535/15，第177号文件，包含印度事务部的观点，转交给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2年8月15日，还包括一个外交部备忘录选集。


 [144]
 Tang，《俄国在满洲里和蒙古》（Russia in Manchuria and Mongolia
 ），如前所引，第295页。


 [145]
 Tang，《俄国在满洲里和蒙古》（Russia in Manchuria and Mongolia
 ），如前所引，第300页。


 [146]
 在采取这一措施之前，通过承认日本在蒙古部分地区，他们称之为内蒙古的势力范围（内蒙古当时还没有脱离中国），俄国人已经在1912年7月清除了日本人的阻碍；作为交换，日本人接受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日本和俄国外交官都拒不承认签署了此类协议。参见（E. H. Zabriskie）所著《美俄在远东的竞争：1895～1914年间外交和权力政治研究》（American-Russian Rivalry in the Far East：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power politics 1895-1914
 ），费城，1946，第187页。


 [147]
 参见附录15。


 [148]
 参见兰姆《中印边界》，如前所引，简要描述了新疆和克什米尔边界的历史以及英国对此边界线的态度。


 [149]
 1895年《帕米尔协定》的历史在阿尔德（G. J. Alder）所著《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5～1895年》（British India’s Northern Frontier 1865-1895
 ）有详细的描述，伦敦，1963。


 [150]
 FO 535/15，第177号文件，纽金特（R. T. Nugent）备忘录，1912年8月26日。


 [151]
 FO 535/15，第177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2年8月15日。


 [152]
 FO 535/15，第177号文件，克鲁勋爵备忘录，1912年9月2日。


 [153]
 关于萨佐诺夫访问英国之行的文件集，可以在G. P. Gooch和H. Temperley所编辑的《1898～1914年间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
 ）第九卷，《巴尔干战争》（The Balkan Wars
 ）第一部分，《序言》（The Prelude
 ），《的黎波里战争》（The Tripoli War
 ），伦敦，1933年［此后引作BD IX（I）］，第749～772页。

1912年是波斯危机四伏的一年，俄国首先反对摩根·沙斯特（W. Morgan Shuster）率领的美国经济使团在1911年访问波斯。俄国人在遭到波斯国家主义分子的袭击后，发动了对波斯北部的军事占领，最终导致1912年3月俄国轰炸麦什德的伊玛目雷萨圣坛（the Shrine of Imam Reza at Meshed）。随着俄国人在波斯力量的与日俱增，他们希望修改1907年英俄协定中英国和俄国势力范围划分部分。而在这个时候，英国人也不满足于1907年英俄协定的部分内容，打算讨论修改所谓的中立区（the so-called Neutral Zone）。

参见Sir P. Sykes，《波斯历史》，两卷本，伦敦，1951，第二卷，第84章。


 [154]
 FO 535/15，第210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2年9月11日。


 [155]
 FO 535/15，第210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2年9月18日。


 [156]
 FO 535/15，第226号文件，格雷爵士关于西藏的备忘录，1912年9月24日；BD IX（I），第758页。对于萨佐诺夫描述的这一会面，参见廓索维慈（J. J. Korostovetz）著《从成吉思汗到苏维埃共和国》（Von Cinggis Khan zur Sowjetrepublic
 ），柏林与莱比锡，1926，第135页，引用自《赤色档案·三》（Krasny Archiv III
 ）.


 [157]
 FO 535/15，第229号文件，克鲁勋爵和萨佐诺夫先生在克鲁大厅的谈话备忘录，1912年9月29日；也可参见BD IX（I），第759～761页。


 [158]
 例如，参见PEF 1912/82，政治部备忘录，印度事务部，1915年8月，《1907年英俄协定的修改》（Revision of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of 1907
 ）。

有些评论员误解了俄国的立场。例如，普莱斯（E. B. Price）在他的《俄日条约》（Russo-Japanese Treaties
 ）（如前所引，第64页）一书中提出，实际上，萨佐诺夫的确给了英国人在西藏自由活动的权利，以此换回英国承诺不反对俄国人在蒙古的行动。


 [159]
 对于在此期间俄国对阿富汗感兴趣的相关文件，参见外交部机密文件集（Conf. 10295），《关于1912年俄国和中亚的通信》（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1912
 ）。


 [160]
 1907年英俄协定仅允许俄国人与边界上的阿富汗当地官员联系，并且否认了俄国在阿富汗首都设立代表的权利。


 [161]
 BD IX（I），第760页。


 [162]
 参见本章及附录13。


 [163]
 FO 535/15，第284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2年11月11日。


 [164]
 《泰晤士报》，1913年1月6日；《每日电讯》，1913年1月15日；英国外交部FO 371/1609，第7222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3年2月14日。

对于蒙藏协定的文本，以及相关参考书，参见附录14。


 [165]
 FO 371/1608，第2252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3年1月13日。


 [166]
 FO 371/1608，第2600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3年1月17日。萨佐诺夫认为，作为一名俄国臣民，德尔智根本不可能代表达赖喇嘛从事外交活动。无论如何，英国外交部认为，萨佐诺夫的坦白是由于还不了解德尔智的活动，应当“斟酌对待”。

现代评论家对于蒙藏协定的合法性观点不一。像贝尔这样的人，至少在公开场合都不承认这个协定。W. K. Lee 在《现代世界政治中的西藏》（Tibet in Modern World Politics
 ，纽约，1931年，第139页）一书中承认蒙藏协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XVI，1932-1933）中发表的一篇关于Lee所著该书的书评中，邵孙成（Shao Hsun-cheng）认为德尔智无权签署此类条约；但当时的中国爱国主义者总是很难接受西藏在没有中国人参与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


 [167]
 FO 371/1608，第13452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3月10日。


 [168]
 FO 371/1610，第12462号文件，尼科尔森备忘录，1913年3月12日。


 [169]
 FO 371/1610，第12462号文件，格雷备忘录，1913年3月12日。


 [170]
 FO 371/1609，第4477号文件，英国外交部关于西藏备忘录，1913年1月；PEF 1913/16，第3191/13号文件，西藏备忘录，印度事务部赫泽尔爵士，1913年1月27日。

也可参见PEF 1908/23，第252/13号文件，印度事务部备忘录，1913年1月27日；FO 371/1609，第2534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1月16日。


 [171]
 PEF 1913/16，西藏备忘录，赫泽尔，1913年1月27日。


 [172]
 FO 371/1609，第4477号文件，克鲁致函格雷，1913年1月22日。


 [173]
 PEF 1913/40，第916/13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3月6日。


第六章 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1913～1914年

第一节 中国同意参加在西姆拉举行的会议

不出意料，中国政府主动地、毫不掩饰地回复了朱尔典（John Jordan）在1912年8月17日提交的备忘录。在伦敦英国本土政府（the Home Government）有足够的时间回味萨佐诺夫（Sazonov，俄国外交大臣——译注）的言论，并针对英国对藏政策如何能够与俄国在蒙古和新疆政策相互关联而冥思苦想之前，朱尔典奉命不得就此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无论如何，袁世凯政府显然不可能不做任何带有威胁性的反驳和争辩，就轻易发表一个可以接受的关于西藏的声明。袁世凯的一些同僚，中国青年党成员、中国外交部次长颜惠庆博士（Dr. Yen）
 
[1]

 ，言辞激烈地反对中国放弃清朝于1910年在西藏所获地位的一切行为。他们把西藏视作一个可以输送内地过剩人口的地方；他们在日记中怀着对西藏充满同情的语气，宣称如果英国干涉中国“在他们自己的边疆领地的拓荒计划，他们（中国人）可能被迫把注意力转向澳大利亚，将其变成一个输出成百万过剩中国人的目的地”
 
[2]

 。

12月3日，印度事务部（the India Office）最终决定，是时候让中国人回应英国备忘录了。
 
[3]

 等待俄国人的合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此外，中国人则在整个夏末和秋季活跃于东部西藏，继续执行其在西康建省的计划；他们还再次建议将察隅纳入中国的直接管辖范围，现在，冬天的降临阻止了这一切。1913年春，在采取任何新的行动之前，应当让中国人同意在其领土边界地区划定清晰的界线，这样，中国军队和官员就再也不会直接抵达阿萨姆喜马拉雅的英属印度边界了。
 
[4]

 克鲁勋爵Lord Crewe认为，现在应当迫使中国人接受沿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Salween-Irawaddy分水岭划定中缅边界Sino-Burmese border的界线，让他们放弃在片马（Pienma）和康提垄（Hkamtilong）的所有主权。如果英国始终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一事实对中国人仍无法构成足够大的威胁，那么

朱尔典爵士应当奉命通知他们，如果他们还不打算根据上述方针参与谈判，并在三个月内完成整个谈判，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将视1906年中英协定不再有效，并自由地与西藏直接进行谈判。此外，如果中国军队进入西藏，英国打算向西藏人提供积极的援助，以抵抗中国人的推进，他们还会帮助西藏人获得并维持独立。

当然，最后一句话的重点是强调必须划定边界。但如果中国人希望避免英国军事援助达赖喇嘛，他们究竟应当在何时停止？印度事务部最后宣称，中国人应当在收到提醒日期后的14天内回应朱尔典，实际上，这是针对8·17备忘录给中国政府下达的最后通牒。

格雷（Grey，英国外交大臣——译注）认为印度事务部的建议颇有价值，他将该意见转交给朱尔典。
 
[5]

 当然，英国外交部（the Foreign Office）意识到英藏直接对话和英国对达赖喇嘛提供军事援助会对1907年英俄协定造成威胁；显然，如果俄国在阿富汗得不到自己所希望的补偿，在当前情况下，他们不会对西藏问题做出任何让步；但尼科尔森（Sir Arthur Nicolson，英国驻俄大使，参与1907年英俄协定谈判的英方代表——译者注）认为，在面临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俄国人或许会理智一些。无论如何，正如印度事务部指出的，不能忽略中国人将英国直接和达赖喇嘛打交道一事与最近的俄蒙关系进行类比的可能性。如果这样做，可能势必导致国际社会承认西藏“独立”，而这正是中国政策长期以来所反对的目标，无论是在清王朝还是在中华民国都是如此。然而，除非能从北京公使馆等到中方回馈的观点，且除非英国内阁已经讨论过整个西藏问题，否则，格雷并不打算批准此类的最后通牒。

朱尔典赞同是时候给中国外交部施加更大压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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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并不赞同印度事务部的所有观点。第一，他认为在现阶段，将中缅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捆绑在一起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不完全赞同威胁中国的做法。中华民国若受到一定程度的胁迫或许会安然无恙，但承受过多的压力则只会激发中国人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满情绪。正如朱尔典所指出的，英国人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利益，经受不起再冒这类风险，就像处理英俄关系那样。他打算做的，就是先暂缓执行伦敦的指令，向中国外交部指出，在英国人改变主意、提出更不利于中华民国的条件之前，中方应根据8月17日英国备忘录的精神，明智地与英方达成协议。

12月14日，很可能是由于受到英国公使馆的某种刺激，中国外交部提出与朱尔典面谈，讨论8·17备忘录。被朱尔典认为“故意刁难”的中国外交部次长颜惠庆博士，指出8·17备忘录非常站不住脚。中国人有权控制整个西藏，只要他们认为合适。历史上，英国人承认中国的这种权利。他们怎么能为现在的立场辩护呢？朱尔典根据一些观察报告提出了反对意见，他针对自1888年以来中国在拉萨权力的真实本质指出，只有当中国政府表明自己没有能力影响自己的臣民之后，达夫林勋爵才将西藏人从锡金赶出去；颜惠庆博士“似乎相当厌恶”此番言论。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虽然双方意愿良好，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朱尔典在总结这次会面的时候提出：

根据备忘录（8月17日）的条款起草的时间，当时中国政府在西藏仍有一些权威，远比现在中国人所预期的条件有利得多。我强烈建议他们在英国人还愿意的时候接受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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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回复了朱尔典的8月17日备忘录，并总结了12月14日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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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1906年中英协定条款规定的那样，中国在西藏拥有完整的权力。中国政府不打算把西藏变成中国的一个或多个省份，中国人提出的“国家团结，实现五族共和”与最终将西藏变成一个行省相去甚远。中国人希望根据条约权利治理西藏，“从来没有打算在西藏无限制驻军”。中国外交部认为没有必要重新订立一个关于西藏的条约：1906年和1908年的中英协定仍然具有法律效力，足以满足英国人的所有合法利益，主要在喜马拉雅北部的商贸利益。随后，中国人抗议英国对他们关闭印藏边界的行为，宣称：

根据国际惯例，除非出现战争状态，否则不应借助关闭交通渠道这样的手段。中国和大不列颠历来都是友邦，当前这种举动令中国政府极其不满，中国政府殷切地希望早日恢复正常状态。

最后，中国外交部评价了中英两国的商贸关系传统——很可能是暗中威胁中国打算限制英国在华贸易——并宣称，英国承认中华民国不仅是双方友谊的象征，而且还会带来双方的共同繁荣。若公正无私地看待，所有这些说法都合情合理，朱尔典较客观地研究了这些观点。然而，这些观点无论如何没有提供解决西藏问题的简易之道。

1913年1月30日，无疑受到蒙古发生事件的影响，中国外交部总长陆徵祥（Lu Cheng-hsiang）要求朱尔典进一步与他讨论8·17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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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打算认真考虑备忘录了，但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使用宗主权（suzerainty）这个概念来形容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在以前的条约中，宗主权一词从未被使用过。朱尔典拒绝对此问题做出评论，但认为如果不试图划定西藏的边界线，无论怎样谈论西藏，都是毫无意义的。陆徵祥回答道，边界问题极端复杂，现在考虑边界问题只会导致拖延。陆徵祥的观点似乎是，同意将中国在中部西藏的权力限定在一位驻藏大臣及其护卫队，但这样做的前提是，不能限定中国对边界地区的政策及在西康建省等事项。然而，不划定边界线，就无法分辨中国人所理解的中部西藏（Central Tibet）究竟是什么范围。朱尔典怀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他是对的，中国人理解的中部西藏，距离拉萨以东并没有多远，必然将波密和察隅等与印度政府利益攸关的地方排除在外。可以说，中国人对于驻藏大臣及其卫队的立场，与英国人对此的观点相差并不是很远。我们也已看到，当中国军队残余势力撤离西藏之后，钟颖和陆兴祺是怎样努力地劝说西藏人像1910年之前一样保留这个职位。然而，中国将他们的驻藏大臣视作他们将来能够返回拉萨的基石，印度政府却认为驻藏大臣不过是个历史古董，提醒人们中国人曾短暂地统治过西藏，但历史永远不会再现。象征着两种不同态度之间分歧的问题，正是拉萨和中国控制领土之间的边界。显然，中国边界越往东部推进，中国人重返拉萨时就越困难。

在1913年的前几个月，始终关注蒙古局势的英国人打算继续修订他们的西藏政策。现在存在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凡驻藏大臣返回拉萨，都应带一支不超过300人的卫队，印度政府估计，这个数字是在荣赫鹏使团出发前夕的1904年确定的。中国人在西藏仅剩下这种象征性的影响力。英属印度政府划定的西藏范围，不仅包括拉萨及其西部，而且包括拉萨以东的察隅、马尔康（Markham，又作玛尔康，今西藏芒康一带——译者注）、察雅、昌都、嘉德（Gyade，部族合称，指三十九族和达木蒙古八旗——译者注）和那曲卡。这意味着中国边界就位于巴塘以西，印度政府认为这是18世纪初确立的。然而，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要接受这样一个边界，他们就必须放弃像昌都这样的地方，而当时中国仍然掌控着昌都。最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截至1913年2月，英国人已经得出结论，无论英国与中国之间针对8·17备忘录举行多么严肃的谈判，西藏人都应当出席。

西藏人直接参与此类谈判的想法在当时不是什么创新。这是至少自1886年危机以来，英国对藏政策的一个目标；该想法导致了1904年拉萨条约的签订，同时也令西藏代表出席了1907～1908年间的中英贸易协定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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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蒙藏协定签订以来，西藏代表的出席成了最重要的问题。蒙藏协定为俄国影响拉萨提供了一张入场券；而西藏代表出席中英谈判则可以被理解为：达赖喇嘛现在已将自己视为一个主权国家首领，不打算看到本国事务由他国越过自己来决定。例如，如果没有一则明明白白的西藏协定，谁能保证驻藏大臣及卫队究竟以何种方式返回拉萨呢？西藏人参与中英谈判角逐场的机会如此近在咫尺，唾手可得。与此同时，正当英国人努力争取与中方讨论8·17备忘录时，中国人也在竭尽全力试图绕开英国，直接与西藏谈判。当然，他们坚称此类谈判的地点要么在拉萨，要么在东部西藏；在此基础上，达赖喇嘛政府拒绝参加谈判。然而，1913年初，或许担心英属印度政府会忽略自己，直接与北京进行谈判，达赖喇嘛同意和中国人举行公开谈判，条件是中方停止在东部西藏施加压力，接受英属印度领土大吉岭作为谈判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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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赖喇嘛的建议为把两个单独的双边谈判即中藏谈判和中英谈判，合并为一个三方会谈提供了机会。

截至1913年2月，在英属印度政府领土上，要么大吉岭，要么西姆拉，举行一次三方会谈，以解决西藏问题的概念，最终被印度政府视作一项政策。回想起1905年在加尔各答谈判的命运，以及认为印度利益在1906年初的北京谈判中被牺牲而引发的诸多不满，上述政策表明印度政府非常不愿意看到涉及诸如西藏的边疆安全这样重大的问题，交给伦敦或北京的英国外交家来任意处置。该政策还指出极有影响力的一个先例：擦绒协摆（Tsarong Shape，噶伦）作为西藏代表参与了1908年在印度举行的中英贸易协定谈判。截至3月底，伦敦的英国本土政府仍在担心，比起在北京举行的中英谈判，此类三方会谈会轻易招致俄国人根据1907年英俄协定引发抗议，但他们还是同意了印度政府的观点。4月5日，朱尔典接到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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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现了蒙古局势对英国对藏政策产生直接影响的例证，印度事务部或多或少下定决心：这次三方会谈应努力争取英国在拉萨设立长期代表的权利。克鲁勋爵认为，英国现在行使该权利的时机还不够成熟——正如当时英国中亚政策的诸多问题那样，这取决于对1907年英俄协定的修改——但令各方在原则上接受英国人的这种权利，绝对值得尝试。克鲁勋爵长期工作在印度事务部的一些同僚则持更强硬的立场。例如，莱昂纳尔·亚伯拉罕（Lionel Abrahams）宣称：

或许可以说，我们在过去10年得出的全部教训，就是西藏没有能力独自存在；西藏必须隶属于某种影响之下；我们决不允许英国之外的势力对西藏产生影响；英国人的影响力只能通过以某种方式在拉萨设立英国代表得以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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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赫鹏（Younghusband，1903—1904年第二次入侵西藏的英军政治首领—译注）看到这段话一定非常高兴。

看出英国政策演变方向的中国人匆忙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他们认为，西藏人参与三方会谈，势必损害他们的威望，必然会为英藏直接谈判制造一些机会，即便这类英藏谈判是秘密进行的。3月27日，中国外交部通知朱尔典，现在中国正式提出在8·17备忘录基础上全面讨论西藏问题，并打算为此目的向伦敦派出一名全权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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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温宗尧将会是恰当的人选。读者或许还记得，在钟颖率领赵尔丰部下的先遣队来到拉萨之际，温宗尧曾担任过联豫在拉萨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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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感到中国人背离了向西藏人的许诺，温宗尧辞去职务。英国政府认为温宗尧十分同情西藏人民。中国政府任命温宗尧的目的是在鱼钩上安装诱饵。实际上，尽管可能比联豫人道一些，但温宗尧很可能和其他所有中国官员一样，迫切地希望中国能够控制西藏。他显然是五族共和政策的支持者。英国人如果期望他能做出任何戏剧性的让步，那就太愚蠢了。最后，英国人没有接受诱惑。格雷命朱尔典通知中国外交部，西藏代表和英国代表将会在大吉岭欢迎温宗尧的到来；但不会在伦敦举行任何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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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伦敦的英国本土政府首次讨论西藏人参与中英谈判的观点时，英国外交部的格雷认为，谈判结果不会是三方协议。谈判应当在西藏人和中国人之间进行，但依然会遵循8·17备忘录的基本原则，英国人的角色应当仅限于提供“善意的援助”
 
[17]

 。格雷认为，如果不是这样，俄国人就会指责英国人破坏1907年英俄协定，因为该协定规定英藏之间不得违背1890年、1904年和1906年协定的规定直接进行政治谈判。然而，朱尔典现在可以极有说服力地反驳这一观点了。他说，出于现实的原因，英国参与三方会谈的讨论以及最后达成的协议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没有英国的参与，谈判必然会被无限期延长，毕竟，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擅长外交拖延的。第二，如果英国人不在此次会谈可能签订的任何协定上签字，在中国人看来将会是英国示弱的表现。如果英国人不参加谈判，他们如何才能做出保证呢？第三，现存的英国与西藏或涉藏条约关系中的诸多方面，例如，1908年贸易协定等，都需要修订；此外，印度政府也需要和西藏签署协定。朱尔典还辩解说，1908年贸易协定已经确立了此类三方会谈的先例，当时并没有激起俄国人的抗议；因此，俄国人现在也不会抗议三方会谈或此类协议。格雷对朱尔典的此番言论印象十分深刻。正如他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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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正地说，我们有权成为与中国和西藏进行谈判的三方会谈中的一方，这完全没有破坏1907年英俄协定。根据该协定，我们有权与中国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我们有权履行我们在1907年之前与西藏签订的协议。因此，我们拥有正式参加与中国和西藏举行的谈判的权利。

然而，他又补充：

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在此三方协议之下，我们不应当拥有破坏英俄协定的权利，也不应当承担违背英俄协定的责任。如此，我们就能向俄国人解释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打算停留在何种范围内。我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通知俄国人发生了什么，因为这只涉及英中涉藏关系，但我们必须要让俄国了解我们的行动范围。

由此可知，举行充分的三方会谈之决定并非授予英国无限制的活动自由。正如莫利勋爵（Lord Morley，1905年12月10日至1910年11月3日期间担任印度事务达臣——译注）在1913年7月28日对众议院解释的那样，这种局面，或者至少我们所假设的这种局面，必须维持下去：

我们暂且将中国和西藏称之为主导者。除非出现了其他情况，否则我们将会是诚实的中间人，但作为一名诚实的中间人，也要对我曾向诸位描述的诸多利益（例如，拉萨条约，等等）保持时刻警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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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13年4月底，在伦敦本土政府对于西藏谈判的三方会谈本质达成全面一致意见之前，1912年8月17日出台的英国备忘录原则已经经历了很长的过程。起初，英国人希望迫使中国政府对于西藏地位，以及中国在西藏的权利和利益之本质等问题给出确切的定义。现在，从表面上看英国人则充当了中藏谈判的中间人角色。这种变化有其弊端。若想要此次三方会谈顺利产生一则条约或其他任何协定，现在必须要征求西藏和中国的同意。然而，这种变化也必然带来一些好处。现在，西藏方面和中国方面同时在场，各方就能对英国与西藏的关系、英国对西藏的影响之本质做出巨大的修改，这正是荣赫鹏没能争取到的。但此处又出现了1907年英俄协定带来的问题。这些修改需要俄国的同意。然而，一旦这种修改的可能性获得许可，便立刻与俄国谈判现在可能已经在西藏获得的此类特权，会不会不明智呢？正如印度事务部当时（1913年4月30日）发现的，英国或许可以通过接下来的谈判获得如下特权：在拉萨设立唯一的英国代表，获得重新占领春丕谷的权利，直接与西藏政府各个阶层联系的自由，从尼泊尔人那里获得一些好处，诸如纠正尼藏边界，补偿尼泊尔商人在1912年拉萨动乱中遭受的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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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格雷爵士（英国外交大臣——译注）承认此类事件需要俄国人的同意，但他认为，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在圣彼得堡提出这些问题显得轻率鲁莽。当前需要做的，就是告知俄国政府，三方会谈即将召开。进一步的英俄谈判很可能需要延期，直到三方会谈产生某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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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5月26日，朱尔典通知中国外交部，英国政府现已接受中方所请，在1月30日讨论1912年8月17日英国备忘录一事。
 
[22]

 此次会谈在印度，或者大吉岭；西藏代表也需要参加。中国政府很不乐意。此外，就在此时，中方在边界地区再一次发动进攻，希望在没有英国人帮助的情况下，改善他们在西藏的地位。袁世凯总统对朱尔典所提建议的唯一明确回答便是：四川和西藏的边界线不应超过江达以西，距离拉萨不到100英里。
 
[23]

 朱尔典认为，这是中国对沿着阿萨姆喜马拉雅的西藏大片土地，包括察隅和波密等地，宣称拥有主权的一种间接迂回的表达方式，而印度政府却认为这些地方都应当摆脱中国的影响。中国军队在边疆地区的捷报显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精神，包括收复长期麻烦不断的乡城。
 
[24]

 6月5日，朱尔典拜访了袁世凯，用极其强烈的语气抗议袁世凯颁布的总统令所暗含的意义，袁世凯很快表示否认，现在看起来此举不过是“挽回颜面”的一种姿态。
 
[25]

 在朱尔典的压力下，袁世凯似乎放弃了在印度召开三方会谈的打算。然而，袁世凯解释道，温宗尧不能再担任中国政府代表了，因为温宗尧认为，若在伦敦谈判，中国人会受到更好的待遇，因而他拒绝前往印度。袁世凯提议张荫棠取而代之，或许是最后一次做出抵抗的姿态。朱尔典拒绝接受张荫棠参加谈判，因为此人曾在1906～1908年间给印度政府制造了很多麻烦。随后，袁世凯又建议陈贻范
 
[26]

 参加会谈。此人最近担任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参赞；要不是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他可能会前往云南—缅甸边界参加中英谈判了。朱尔典立刻宣布，印度非常欢迎陈贻范，伦敦的英国外交部也持同样的观点。正如沃特尔·兰利爵士（Sir Walter Langley）所评价的：

陈贻范九年来都是中国公使馆的二号人物，我们都很熟悉他。他被任命参加谈判是最理想的，因为他对我们都很友好，英语非常流利，人又极其聪明。
 
[27]



第二天，袁世凯总统就正式宣布，陈贻范将会参加印度举行的三方会谈。
 
[28]



朱尔典刚刚获悉陈贻范被任命的消息，印度政府就立刻开始着手安排会议的相关事宜。6月5日，哈定（Lord Hardinge，1910年11月23日至1916年4月4日担任印度总督——译注）致函达赖喇嘛，请他派一名代表赴印度参加会谈。
 
[29]

 这显然是一封“政治”信函，被1907年英俄协定明确禁止。几天后，总督任命印度外交大臣（the Indian Foreign Secretary）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作为英国代表参加三方会谈，并由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以及中国领事机构的一名成员协助。
 
[30]

 哈定还建议，会议场所应当从大吉岭转移到西姆拉，在那里，“我们能对会议实施更多有效的控制，而西藏代表也不会过分暴露在大吉岭的中国人阴谋中”，这显然表明，印度政府打算操纵西姆拉会议。
 
[31]

 6月17日，哈定获悉，达赖喇嘛已经选派伦钦夏扎作为西藏政府代表参加现在为我们所知的西姆拉会议。

当然，如果英国人以为，一旦袁世凯任命了一位代表参会，他就会停止所有将此次会议变成有利于中国的企图，那么英国人就过于天真了。例如，在陈贻范被任命的几天后，袁世凯就宣布，还将有一名中国代表参加会议，地位也与陈贻范相同。
 
[32]

 此人就是胡汉民
 
[33]

 ，前任广州都督，最近因为五国贷款（Five Power Loan）一事和中央政府发生争执，如果他能离开中国一段时间，袁世凯正求之不得。胡汉民是众所周知的反英派，毫无疑问，他出现在西姆拉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陈贻范的魅力和亲和力。朱尔典休假离京期间的代办艾斯顿（Alston）立刻抗议袁世凯任命胡汉民，随后袁便取消了这一任命。袁世凯称，胡汉民本人很有可能拒绝出任该职务。
 
[34]



关于陈贻范的头衔问题，中英双方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争议。根据总统令，袁世凯任命陈贻范为“西藏宣抚使”（Commissioner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ibet），代表的含义是：陈贻范将会在前往西藏首府履职途中，顺便在西姆拉停留。
 
[35]

 当然，这样的解释是存在先例的，1905年唐绍仪前往加尔各答谈判期间也被任命为这一职务。
 
[36]

 唐绍仪也是前往西藏的路途中顺道访问印度。英国人认为，应当反对陈贻范的这一职衔，理由有二：第一，西姆拉会议实际上需要决定中国能否在中部西藏派遣官员，袁世凯此举被英国认为是通过一种间接方式预测西姆拉会议的决定。
 
[37]

 第二，“宣抚使”这一术语有着特定含义，表明中国人希望通过武力征服西藏。艾斯顿及时提出了抗议。中国外交部回复道，他们使用“宣抚使”仅仅是为了表明他们的和平意愿（后来应英国要求“宣抚使”被改为“西藏议约全权专员”——译者注）。英国政府对此回复并不满意。

围绕西藏代表参加会谈的地位问题，中英双方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在1907～1908年举行的中英贸易谈判过程中，中方竭力否定西藏代表具有和中方代表平等的地位。
 
[38]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在辩论中占上风。现在，他们宣布伦钦夏扎应和当年擦绒协摆（Tsarong Shape）的地位相同，这表明其中存在的一些定式，例如，作为西藏代表，签订会议中的任何协定都需“秉承中国代表训示，随同商议”，艾斯顿表示反对。
 
[39]

 随后，中国外交部又提出另一个计划。为什么不进行两轮特点鲜明的谈判呢？陈贻范可以先与西藏代表谈判，随后再与英国代表谈判。1907～1908年间，中方就曾提出过这种建议。艾斯顿回答：会议必须是真正的三方会谈，要么就取消会谈。
 
[40]

 最后，中国外交部又提出一个建议，他们将宣布：

现在，中国政府的责任是：命令全权代表启程赴印度，与英国全权代表和西藏全权代表一起商谈一则临时协定，签署各方可能达成一致的条款，如此，所有过去存在的困难都将得到解决。
 
[41]



艾斯顿认为，这是他所期望的最好结果。至少中国政府在原则上同意此次会谈为三方会谈，并承认存在一位西藏全权代表（a Tibetan plenipotentiary
 ）。中方提到的“一则临时协定”（a provisional treaty）无疑是个略微不祥的征兆；但或许仅仅意味着一则需要批准的条约，而西姆拉会议无论将产生什么协议，都必然需要获得批准。

从此刻起，中国政府不再提出一些重大问题，但到了10月，西姆拉会议即将开始之际，他们又继续开始耽搁延迟、支吾其词，不断提出一些小问题。陈贻范似乎非常不愿离开中国。他提出将西姆拉会议延迟几周，以便他在上海量身定做一套新衣服。
 
[42]

 8月25日，艾斯顿告诉袁世凯，原本计划在7月1日召开的西姆拉会议将会在10月6日准时召开，无论陈贻范是否抵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才奉命出发。
 
[43]

 在被任命为印度政府顾问参加西姆拉会议的领事官员阿奇伯德·罗斯（Archibald Rose）的陪同下，陈贻范9月3日从上海启程。10月5日，陈贻范抵达西姆拉，这时距离艾斯顿的最后期限只剩一天
 
[44]

 ，伦钦夏扎此时已经抵达西姆拉11天了。
 
[45]

 此外，陈贻范此行还有一位陪同，即在中国海关供职的布鲁斯（B. D. Bruce）；布鲁斯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Aglen）
 
[46]

 所派，以期在西姆拉会议上协助中国代表。
 
[47]

 这种在最后一刻增强中国实力的行为遭到印度政府的强烈反对，他们对于在早期西藏问题中，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欧洲员工所扮演的角色有着非常不愉快的记忆。此举立刻令麦克马洪更加坚信，中国人绝不会希望达成真正的协议。

一旦袁世凯总统接受三方会谈的决定，印度政府便希望中国停止在边界的一切军事行动，至少在西姆拉谈判期间暂时停止。然而，实际上，四川省政府似乎不打算继续推迟再次征服西藏的计划了。艾斯顿奉命警告袁世凯，这种举动可能会带来一些后果：他指出，中国军队在边界地区的重大推进，可能会导致中英谈判崩溃。但是，格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威胁中方即使没有中国人参与，英藏也将进行直接谈判，或者英国人将会积极支持西藏人（因为英王陛下政府会得到建议，除非已准备在发生危急情况下继续支持西藏人，否则不要轻易承诺。而英国本土政府是不会这么做的）
 
[48]

 都是不明智的。因此，艾斯顿的警告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无论如何，正如英国外交部的看法，袁世凯总统实际上不可能拥有挫败四川省政府野心的权威。贯穿整个西姆拉会议，边界局势始终剑拔弩张。英国人所能做的就是在打箭炉设置一位领事官员路易斯·金（Louis King），在会议进展之际监督、报告边情。
 
[49]



在会议最终做好准备之前，西藏人似乎也问题不断。7月27日，他们给哈定勋爵寄去他们准备接受的条件。
 
[50]

 西藏应当完全掌控自己的内政。在外交关系方面，可允许英国人在重要事件方面具有一定发言权，其余事件则由西藏人自主决定。不允许中国官员和士兵返回西藏，即便是驻藏大臣和他的几百人卫队也不允许。唯一能留在西藏的中国人只能是诚心诚意的商人。达赖喇嘛认为，西藏的领土一直向东延伸到打箭炉。当然，根据拉萨政府的说法，以上所有这些都是西藏人民自17世纪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期以来就享有的权利。这种说法蕴含着真正彻底的西藏“独立”，并宣称对中国统治了100多年的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拥有主权，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如果西藏人坚持这些条件，西姆拉会议必然不会产生任何有用的条约。此外，有证据表明，达赖喇嘛对于参加会议明智与否仍有疑虑，有时候他甚至认为，他还不如在没有英国人参与的情况下直接和中国政府交涉。昌都的中国司令通过噶伦喇嘛主动向他提出的建议，令他颇为动摇。例如，8月10日，伦钦夏扎告诉贝尔，如果最近中国政府代表没有抵达印度，西藏政府将在东部西藏开启谈判。
 
[51]

 最后，又出现了班禅喇嘛的问题。班禅喇嘛显然非常急于参加西姆拉会议，如果无法参加，他自己将会和中国人达成协议；但截至目前，印度政府认为忽略班禅喇嘛不会带来什么危险。
 
[52]

 然而，麦克马洪本应毫不怀疑印度政府在西姆拉会议上的目标，即：让复杂的中藏平衡关系达成妥协，原本不会如此轻易实现。

当西姆拉会议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时，英国外交部小心翼翼地确保俄国人随时了解会议进展，但只是大体上的情况。萨佐诺夫并没有试图以技术或远非技术手段，利用英国可能对1907年英俄协定造成的破坏做文章——这让英国人颇受鼓舞——但他的确打算安排俄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出席西姆拉会议，哈定勋爵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俄方的计划。
 
[53]

 然而，到了西姆拉会议召开前夕，西姆拉已经汇集了各个国家的间谍，包括俄国和日本间谍。
 
[54]

 印度政府意识到，相比1905年的加尔各答谈判或1907～1908年中英贸易协定的谈判，如今的西姆拉会议已经被呈现在一个更为公开的舞台上。1913年10月的西姆拉会议，自然无法再像1904年9月荣赫鹏在拉萨举行的会议那般为所欲为了。

第二节 西姆拉会议首轮会晤，1913年10月至1914年1月

西姆拉会议正式开始于1913年10月6日，其第一次工作会议则于10月13日举行，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被选举为会议主席。
 
[55]

 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英国代表团组成情况为：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担任英国全权代表，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1870年10月31日-1945年3月8日，英属印度官员、藏学家。1908年担任锡金的治专员。1913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任命贝尔为所谓“西藏问题”顾问。其著作《西藏今昔》和《达赖喇嘛画像》中对西藏属于中国的历史事实多所歪曲——译者注）作为西藏问题顾问，领事机构的阿奇伯德·罗斯（Archibald Rose，英国驻云南腾越领事，被印度政府选中，针对中国事务为英国代表出谋划策——译者注）则为中国问题顾问。西藏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是达赖喇嘛政府首席噶伦伦钦夏扎（Lönchen Shatra），贝尔十分熟悉此人，因其1910～1912年间陪同达赖喇嘛在印度停留。中方代表陈贻范（Chen I-fan，or Ivon Chen），是一位谙熟英国人生活方式、精通英语的外交家。从理论上说，西姆拉会议已经准备就绪，正如麦克马洪的委员会所言，因为“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政府之间处于交战状态，因此……（1906年中英条约）……已经失去效力”；还因为“达赖喇嘛已经请求我们（英国政府）出面调停，以消除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所有分歧”
 
[56]

 。从理论而言，英国人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属于调停中藏争端的“诚实的中间人”。因此，当西姆拉会议一开始麦克马洪就要求中藏双方宣读各自立场的声明书时，丝毫不足为奇。
 
[57]



10月13日，西藏代表向西姆拉会议提交了书面声明。该声明对自1910年以来中国人在西藏的行为提出抗议，宣布“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神圣怙主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统治者，掌管所有的世俗和宗教事务”；声明否认1906年签订的中英协定对西藏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声明还宣称达赖喇嘛的统治权力不仅限于中部西藏，也包括所有边界地区，直至打箭炉（Tachienlu）和青海地区（Kokonor Territory）；声明继续宣称，所有中国官员均不得进入西藏；此外，声明还指出，蒙古与西藏之间存在密切的外交关系；最后，声明要求中方对1912年拉萨动乱期间造成的损失赔偿现金，还要为尼泊尔人和拉达克人支付一定的赔偿。
 
[58]



10月30日，中方代表针对西藏代表的声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59]

 在四顾中国对西藏事务产生影响的悠久历史之后，陈贻范提出了以下条款：

（1）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向为中国领土之关系，继续无间。

（2）中国可派驻藏长官驻扎拉萨，所享之权力，与前相同。并有部队二千六百名，除一千名驻扎拉萨外，余一千六百名由该员斟酌，分驻各处。
 
[60]



（3）西藏于外交及军政事宜，均应听受中国中央政府指示而后行，非经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与外国订商。

（4）西藏人民之以向汉之故，因而身被监禁，产业被封者，西藏允一律释放给还。

（5）前订之通商条款如需修改，须由中英两方面根据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中英所订藏事正第二款商议，西藏方面无须参与。

（6）中藏边界兹于附上之图内约略画明，边界就在江达地区，距离拉萨100英里，正如袁世凯早先所宣布。
 
[61]



研究了这两份文件之后，麦克马洪于11月18日召集会议，向陈贻范和伦钦夏扎解释：在中国与达赖喇嘛政府之领土边界划定之前，讨论其他充满分歧的问题毫无意义。
 
[62]

 鉴于双方声明存在巨大分歧，因江达和打箭炉之间相距大约1000多英里，故双方必须做出一些妥协。陈贻范认为，在没有收到北京的指令前，他不同意这一建议。陈贻范所奉之命是：在讨论具体边界之前，首先讨论西藏的政治地位问题。然而，伦钦夏扎则表示同意麦克马洪的观点。北京由于担心英藏之间会进行双边谈判，便于11月23日授权陈贻范也参加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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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讨论地点从西姆拉转移到德里，因德里气候没有西姆拉那样寒冷，此外，中藏代表也可乘机远离“来西姆拉参加会议的日本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成员的好奇引发的不便”。

当谈判涉及提供证明领土主权声明的证据时，西藏代表发现自己的准备工作远比中方代表充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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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贻范随身携带的不过是傅嵩炑撰写的关于赵尔丰发动战争的小宣传册，以及欧洲人撰写的几部关于西藏的著作，例如托马斯·霍迪奇爵士（Sir Thomas Holdich）的著作。陈贻范绝望地向中国驻法国公使馆发去电报，索要《满清王朝机构》（Institutions of the Manchu Dynasty
 ）的官方复印件，希望这份资料可以为自己提供一些所需事实。相反，伦钦夏扎则在参会之前用货车运来了大量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公元822年的唐蕃会盟碑文本，大量寺院提供的资料，以及西藏各地部族酋长所发来的表示臣服的信函，这些酋长最远可达东部的打箭炉。麦克马洪报告说，一些文献“是精美的手稿，封面装饰华美”，其中包括“五世达赖喇嘛编撰的西藏的官方历史，即《世界顶饰黄金树》（the Golden Tree
 of the Index of the Sole Ornament of the World，疑为《西藏王臣记》——译者注），这是一部视野宽广，篇幅宏大的巨著”。随着伦钦夏扎一方搜集的手稿资料等越来越多，陈贻范也变得愈发烦躁（有人怀疑，在1960～1961年中印边界谈判期间，当印度一方开始引用梵文史诗时，中国外交官也是如此表现）。12月18日，陈贻范建议应当休会一段时间，以便搜集与谈判主题相关的一些文件资料等。他建议双方现在都应该起草一个全面详细、确凿可靠的关于领土主权范围的声明，当声明准备好后，应交由大会考虑。无论如何，陈贻范现在非常迫切地需要北京提供资料。经过一番劝说，伦钦夏扎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一旦声明准备好之后，将交由麦克马洪仔细研究，并进行某种程度的仲裁。于是，西姆拉会议暂时休会了。在圣诞节期间，陈贻范参观了泰姬陵（Taj Ma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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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钦夏扎则前往一些佛教圣地进行朝拜。会议仍在德里举行，日期被安排在1月12日，届时中藏双方都将自己的声明摆上谈判桌。

在西姆拉会议的第一阶段大部分时间，麦克马洪所做的就是为争取时间而拖延。当1913年10月西姆拉会议开幕时，他手头并没有一份既符合参会双方当前局势、又获得伦敦英国本土政府批准的会议草约。1913年3月，印度政府起草的一份会议草约已经无法使用，因为当时并没有规定西藏代表参会，仅仅是1912年8月17日英国提交的备忘录的扩充版。自1912年以来，印度政府对该涉藏条约形成了日益清晰的看法。西姆拉会议开始之后，麦克马洪开始和本土政府讨论条约事宜。他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近期发生的、证明外国在藏影响力的事件，包括日本、俄国在拉萨的活动情况，他尤为关注蒙藏协定（Tibeto-Mongol Treaty）的影响。他指出，自1912年以来

中国在藏权力的崩溃，俄国在蒙古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西藏现状发生彻底改变，这显然有损于大不列颠的利益，鉴于我们的地理位置和不断延展的边界线令我们与西藏之间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外国都更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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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洪认为，所有这一切表明，未来十分有必要在英藏之间直接建立关系，并在拉萨设立一位英国代表。那么，英俄协定该怎么办呢？麦克马洪认为，必须说服俄国人同意对1907年英俄协定的西藏部分做出修改。他指出，俄国人拒绝在蒙古和西藏局面之间进行类比，但这种情况已无法继续维持下去。麦克马洪指出，根据俄蒙协定Russo-Mongol Treaty和蒙藏协定，俄国已经

为穿越西藏北部边界贸易打开一扇大门，也为蒙藏臣民参与西藏的工业企业等提供了机会。通过蒙古，俄国已经真正掌握了一种现实而间接的手段，以克服英俄协定第三款和第四款强加给自己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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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部应当向萨佐诺夫指出，俄国已经无视了英俄协定的存在，英国现在只需效仿俄国即可。

1913年3月7日印度事务部提出的这个现存的草案，是依据1912年8月17日英国备忘录起草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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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两国政府（中国和大不列颠）承认，西藏处于中国的宗主权，而非主权统辖下，双方承诺尊重西藏的领土主权完整，不得干涉其内政。西藏内政大权仍然掌握在拉萨的西藏政府手中。

第二款

中国政府承诺不派军队进入西藏，或在西藏设置公务官员或军事官员，或在西藏设置殖民地。自条约签订之日起，若还有中国军队，官员或殖民者留在西藏，则应在一个月之内撤离。

第三款

前述条款不应妨碍古老惯例的执行，即历史上中国驻藏代表携一支人数恰当的卫队驻扎在拉萨，有权在外交关系方面为西藏政府提供建议，但这支卫队的人数不应超过300人。

第四款

据此，中国不必再遵守1908年4月20日与英国签订的中英贸易协定；英王陛下政府由此会监督西藏政府履行上述条款关于贸易市场的管理、贸易路线的保护等贸易规定。

第五款

根据当前协议，西藏应当包括察隅、马尔康、察雅、昌都、嘉德、那曲，以及位于唐古拉山脉以南以西的所有地方。

这份协议的措辞与1912年8·17备忘录不同之处在于，提出了新的贸易协定。根据新协定，中国人不能再以任何方式干涉英藏关系的合法领域，以及试图划定原本属于达赖喇嘛领地的民族西藏和文化西藏的地理边界线。这份草约太过温和，不符合麦克马洪的胃口。与1914年4月和7月的西姆拉协议相比，该草约有几处重大的不同点。

在1913年11月，麦克马洪所需要的草约大致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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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款

大不列颠政府和中国政府承认西藏处于中国的宗主权，而非主权之下，双方承诺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不得干涉西藏内政。西藏内政仍交由拉萨的西藏政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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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藏政府决定今后改革其行政体制，除了此次条约的签订方之外，西藏应承诺不寻求或获得任何国家或任何国家臣民的建议或帮助。

第二款

（内容与印度事务部的草约第二款相同。）

第三款

前述条款不应妨碍古老惯例的执行，即历史上中国驻藏代表携一支人数恰当的卫队驻扎在拉萨，但这支卫队的人数不应超过300人。

大不列颠政府也同样有权在拉萨设立一位代表，和西藏政府讨论与解决利益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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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三国政府，在承认西藏的特殊地位，以及英国和中国在维持西藏和平方面拥有的特殊利益基础上，同意西藏将远离中国的所有政党和省际政治，中国代表在拉萨的任命和撤职，都将由中华民国总统在与北京的英国驻华大使商议之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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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承认西藏政府授予的权利（中英政府及其各自臣民享有如下权利）：在西藏建设铁路、公路、电报、开矿、工业和其他事业的特许权，但西藏政府必须同意，此类特许权不得再授予其他任何国家，除非获得参与本条约签订的签约方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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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

中国、英国、西藏政府承认，由于英国的地理位置，因而在与西藏的外交关系中拥有特殊利益，由此必须承诺，在未经英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西藏不得与任何国家进行任何谈判或签订任何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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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款

据此，中国政府不再享有1893年、1908年贸易协定的任何权利，也不必履行相关义务；同时，中国也不必遵守1890年协议第三款，即防止锡金—西藏边界的西藏一方的任何侵略行为。

据此，印度政府承认其遵守1893、1908年贸易协定规定的责任，即维持贸易市场，保护贸易路线的安全等。

据此，中英藏政府重申，除了目前这些协定，之前三方参与的关于西藏的所有协定都需要根据当前协定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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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款

根据当前条约，西藏领土应当包括本条约所附地图上红线所标示出的边界线以内的所有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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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款

据此，中国政府同意付给西藏政府补偿金，即从1905年1月1日起至本条约签订之日期间，由中国官员和士兵对西藏政府及臣民，以及在西藏居住的尼泊尔人、拉达克人造成的损失。同样，西藏政府同意，对所有因为同情中国人而被西藏政府关入监狱的西藏官员和臣民提供补偿金，恢复他们已被当局没收的所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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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款

当对比条约文本之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对于麦克马洪提出的草案，以及哈定勋爵（Lord Hardinge）对该草案的支持，英国本土政府并不满意。印度一直忙于准备草案，假设的前提条件是俄国人会默认该条约，“不会提出任何令人尴尬的问题”。这是不现实的。确切地说，自从萨佐诺夫1912年9月访英以来，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都始终非常确信——对1907年英俄协定做出任何修改，都会促使俄国人要求英国在波斯、阿富汗或新疆做出补偿。哈定勋爵明确表示，他反对阿富汗地位发生任何变化。他也不喜欢让俄国人在新疆为所欲为的想法。在波斯做出让步同样会带来不少坏处。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呢？克鲁勋爵（Lord Crewe）建议：

我们必须考虑到替换（1907年英俄协定）第四款将西藏划分成英国和俄国两国的商业影响势力范围的相关内容，我们不为自己寻求任何特许权，也不允许俄国在自己势力范围获得特许权。可供选择的是，该条款可仅仅被修改为确保英俄两国都不得在西藏寻求或获得特许权，除非其中一方表示优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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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定勋爵也会考虑印度所需要的势力范围。该范围自然应将拉萨囊括在内。或许，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向北延伸200英里的一块西藏领土会成为解决问题的答案。克鲁勋爵认为，假如印度政府不同意在西藏之外的地区作出补偿，俄国人绝不可能接受修改1907年英俄协定。无论如何，俄国人永远不会接受麦克马洪提出草约的第五款，因其暗示着英国在西藏的商贸垄断地位。此外，英国代表前往拉萨的权利也无疑会引发麻烦。克鲁勋爵希望将这一条删去。

据猜测，哈定强烈反对俄国在西藏获得任何势力范围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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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主要目标就是不让俄国势力进入西藏。麦克马洪建议的第五款立即被否定了。然而，哈定无论如何不会放弃在拉萨设立英国代表这一条款。在促成协议成功这方面，哈定绝对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哈定，该草约的其余部分只能停留在学术阶段，绝不会获得执行。哈定希望英国外交部更加坚定地进行再一次尝试，获得俄国接受在拉萨设立英国代表的要求，“代价是，我们会承认蒙古协定，但不能在重开的英俄协定中讨论其他问题”。哈定仍然无法相信萨佐诺夫的话。哈定允许保留英国在拉萨设立代表一事，给克鲁勋爵和爱德华·格雷爵士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或许也在考虑，将来在国内与俄国讨价还价的时候，是否放弃这一条可以用作还价的筹码。

1913年12月，麦克马洪本人对他提出的草案做了重大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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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俄国人如何在最近与中国人解决了极端困难的蒙古地位问题，令其在1911年宣布独立，俄国人甚至还在1912年与蒙古签订了一则协定，这一切都令麦克马洪刮目相看。在1913年10月23日至11月5日的俄中宣言（Russo-Chinese Declaration）里，蒙古被划分为两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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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表明，一个区域是内蒙古Inner Mongolia；根据宣言，中国是内蒙古的主权国。另一个区域则是外蒙古Outer Mongolia，该地方：

（1）处于中国的宗主权统治之下；

（2）拥有自治权；

（3）属于中国的部分领土（最后一点是在发表宣言的同时，双方互换的外交照会中指出的。）在外蒙古，中国人同意：除了“最高长官”（Dignitary）及其卫队之外，不保留任何中国官员或士兵。条约还规定，将来中俄之间还需讨论由于当前外蒙古地位引发的问题。条约还规定了外蒙古的边界划定范围。当麦克马洪目睹中方代表和藏方代表都试图描绘出范围差异极大的西藏时，麦克马洪情不自禁地想到，或许中藏双方这些彼此冲突矛盾的声明可以借助蒙古宣言的原则获得和解？为什么不建议将西藏人所声称的最广范围内的西藏划分开来呢（参见本书地图12）？一个区域，内西藏（Inner Tibet，简称“内藏”），处于中国一定程度上的主权管辖范围内；另一个区域，外西藏（Outer Tibet，简称“外藏”），将会是中国宗主权Chinese Suzerainty之下的达赖喇嘛自治领地the autonomous domain of the Dalai Lama。由此，中藏争论的焦点也会有所改变。西藏的“西藏特征”（the Tibetan character of Tibet）再也不必担心受到质疑。现在，双方的讨论便可局限于这两个区（即内外藏）之内的领域。而此类划分也会给英国带来一系列的政治好处。如果处置得当，英国领土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界地区，再也不会与中国控制下的内藏相毗邻，由此避免了中国人今后向部族山区的渗透。此外，制造出一个内藏，还能在自治西藏和蒙古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区，这就令蒙藏关系的落实在现实中更为困难，俄国人也就更难利用蒙藏关系渗透西藏了。狭长的甘肃地区将可可诺尔地区（青海地区）的西藏同外蒙古分隔开来，但在1913年末，麦克马洪似乎认为，因中国占领着甘肃，故（让甘肃作为缓冲区——译者注）并不安全。何况蒙古人还住在甘肃。尽管中俄宣言中规定要为外蒙古划界，但至今还未划定其边界。或许，等印度政府哪一天醒来后很可能会发现，外蒙古已经吞并了中国的这条狭长地区（指甘肃），并成了西藏的邻居。

直到1914年2月20日，伦敦政府才批准了麦克马洪的草案，但1月6日，伦敦政府就立刻批准了麦克马洪提出的将西藏划分为内藏、外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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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面看来，麦克马洪划分的内外藏逻辑性很强。然而，这需要更为严格地阐释蒙古和西藏局势的类比，从历史事实讲恐怕说不通。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区别是清朝在实践中留下的一个先例，时间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而内藏和外藏之间的区别，对中国人来说则是全新的概念。在清朝，西藏的确被分为许多地区，其治理方式也各不相同。在东部西藏，分布着诸多通过四川、云南和甘肃省向中国效忠的封建邦国和寺院领地。在中部西藏，则是在拉萨驻藏大臣控制之下的达赖喇嘛领地。但在清朝人看来，中部西藏或许还没有东部西藏的自治程度高。到了清末民初，情况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则是说法上变成了拉萨领地和中国内地。对中国人而言，若在1914年接受内藏的概念，那就意味着明确宣告放弃了西康省——赵尔丰曾经苦心经营的目标。

对于达赖喇嘛政府，划分内外藏的观念也没有受到完全的欢迎。内外藏之间稳定的边界线会令拉萨与中国的东部边界更为安全，但与此同时也意味着西藏人要放弃他们声称拥有主权的大片领土。西藏人观念中的主权与当今西方国际社会律师所言的主权完全不同。在他们的意识中，政治臣服与宗教臣服的区别颇为模糊。西藏边界地区和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传统关系倒是十分符合西藏人在世界上的地位。达赖喇嘛对于赵尔丰时代发生的变化极为不满，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这些变化影响了拉萨在东部西藏的权力，实际上拉萨在东部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是由于这种变化违背了康熙、乾隆时期确立的原则和模式；这些变化成为内外藏概念暗含的合法依据。内藏或许被认为不符合中国的省份结构模式，而西康也会被宣告无效，但内藏仍然在中国的某种主权统治之下。很难说内藏也处在西藏主权统治下。因此，西藏人不得不面对他们原本已经忽略的局势。现在，正如西康建省一样，西藏人被剥夺了对东部地区的象征性控制。但在西藏人的政治理念中，他们非常重视这种象征意义。

正如我们所见，内外藏这两个区域的概念，对亨利·麦克马洪爵士而言似乎合情合理，颇具吸引力，但这一概念也致使西姆拉会议最终未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三方协定。从很大程度来看，未能形成有效的三方协定导致了今天中印边界处于不稳定状态。

第三节 第一次草签的西姆拉条约，1914年4月27日

当下正在德里召开的西姆拉会议，在圣诞节之后的1914年1月12日重新启动。陈贻范和伦钦夏扎都准备了详细的陈词，尤其是西藏代表准备的文件，长度惊人，附件的数量也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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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的陈词相对简短，这表明陈贻范缺手头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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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宣称江达是拉萨领土和边界地区之间的边界线，诸如昌都、察隅、波密、白马岗、德格等地都在中国领土范围内。中国宣称对嘉德拥有的权利也充满争议，这意味着中国领土中存在一块突出的地方，从可可诺尔方向（或曰青海）直指拉萨，而可可诺尔也被认为是中国的领土。根据这份声明，整个可可诺尔地区都位于中国设在西宁的代表（Amban）管辖之下。这里居住着蒙古族和所有二十九族，而非西藏人，早在清朝初年这里就是中国的属地。

西藏代表则在声明中坚称，西藏的领土一路向东延伸到四川边界上的打箭炉；他们提供了多达90份的文献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将需要耗费数月时间梳理文献，然后才能对其相关性和权威性做出某种有效评估。此外，这样一项工作本应需要研究西藏宪法历史和法律的专家提供相应服务。麦克马洪既没有专家，也没有时间。他将西藏代表声明中范围最广的西藏边界定义作为有用的标准，然后依据蒙古的模式，将西藏划分为内藏和外藏（参见本书地图12）。在2月17日，此次西姆拉会议开始之前，麦克马洪就提出了划分内外藏的建议；他在一幅地图上标注了两条线，一条红线，一条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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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线所显示的西藏是“作为地理和政治实体”的西藏，或多或少遵循了西藏代表的声明。蓝线则将内藏和外藏从中分开，这条分界线主要依据了中国人提供的证据，尤其是清朝18世纪在巴塘附近所竖立的界标。麦克马洪提出，这块位于长江和湄公河河谷之间邦拉山口上的石头，表明了中国主权和中国宗主权之间的真实历史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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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论上说，麦克马洪所言暗示着，邦拉山口以东的领土，即内藏，仍然是西藏领土；中国人只能“在内藏实施一定程度的管理，恢复及捍卫其在内藏的历史地位，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破坏作为地理和政治实体的西藏领土”。事实上，实际含义也就是：如果他们坚持内藏是神秘的大西藏（mystical Greater Tibet）的一部分，中国人可以在内藏为所欲为；但外藏则是享有一定自治权利的，事实上和理论上均如此，中国人在外藏只能保留一位驻藏大臣和象征性的护卫队。

陈贻范无法接受这种内外藏的划分。他认为这种划分没有任何历史依据、法理依据和传统依据。此外，这种划分意味着中国将失去长江—湄公河分界线以西的领土，例如中国当时占领的昌都地区。此刻，他似乎最多打算承认拉萨周边地区享有含义较为模糊的西藏自治。麦克马洪决定继续和陈贻范进行辩论。3月11日，当内外藏划分的问题被再度提出时，西姆拉会议认为可以重新考虑。此外，在3月11日，麦克马洪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最终从伦敦发来的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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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草约基本上类似于1913年11月麦克马洪本人提交的那份草约。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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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条

本约附表中所列之条约，除本约所更改，或与本约有异议或冲突之处外，均继续有效。

第二条

中、英各政府，既认西藏为非属于中国统治权，乃属于中国宗主权之国，并认外藏有自治权。兹订定尊重该国疆界之完全，所有外西藏之内政（达赖喇嘛之选举及其就职在内），应由拉萨政府掌理，中、英政府均不干涉。

中国政府议定不改西藏为中国行省，西藏不派代表出席中国议会或类似机构，英国政府议定不占据西藏任何部分。

第三条

中国政府现在既承认英国以西藏地理上有特别利益，欲西藏建立有实力政府，保守附近印度边界，及毗连西藏各处之治安。今特将议定除本约第四款所载外，中国不于外西藏派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之事。如本约签字之日，外西藏尚有军队官员与殖民等，应于一月内撤退。

英国政府今订定除1904年英藏条约所载外，不在西藏派驻文武官员，除商务委员卫队外，不派军队，并不由该国办理殖民事宜。

第四条

上款所述并不阻止中国代表带有相当之卫队驻扎西藏，所驻地点，随后再定。惟该项卫队今订明不得逾三百人。

第五条

中藏政府今订定，彼此不以藏务议约，除1904年9月7日英藏条约、1906年4月27日中英条约所载外，亦不得与他国议约。

第六条

1906年中英条约第三款，今订定作废。1904年英藏条约第九款所载外国字样，并不包括中国。

第七条

甲、1893、1908年通商章程今明定作废。

乙、西藏政府今允与英国政府议订新通商章程，以实行1904年英藏条约第二、第四、第五条各款，并速派相当之代表办理此事，而所订新章程，非经中国政府允许，不将本约有所更改。

丙、1890年中英条约第三款所定禁阻西藏侵凌哲孟雄边境一节，中国以后不负责任。

第八条

按照1904年9月7日英藏条约第二款所载之驻居商埠之英国委员，如遇有本约发生之事，查得非由通信或别项办法所可解决，必须前往拉萨与西藏政府商议者，该员可于无论何时，随带卫队前往。

第九条

现以订定本约之故，所有西藏边界，以及外西藏与内西藏之分界，以红蓝线绘明于所附之地图内。

西藏政府应在内西藏享有之权利，如选派寺僧，保存关系宗教之事权，缮发委任于酋目及地方官，以及征取向收之租税等事，绝不以本约有损害。

第十条

在西藏之廓尔喀、拉达克人因此次中国官兵之举动受有损失者，中国政府订定偿还四十二万四千八百四十元卢比。

第十一条

本约于签字日施行，中、英、藏文字俱经详细校对，如有因解释本约字句而起之辩论，应以英文为准。

一览表

1、1890年3月17日于加尔各答签订的中英关于锡金和西藏条约；

2、1904年9月7日于拉萨签订的英藏条约；

3、1906年4月27日于北京签订的中英关于西藏条约。

（上述汉译参考《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 895～898页。）

麦克马洪认为，对于西藏分治的建议和草拟协定的内容，“明显刺激了中国人，他们开始起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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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1913年宣称他是中国驻加尔各答领事，同时也是驻拉萨的中国驻藏大臣（印度政府拒不承认他的地位）的陆兴祺，现在正密切地关注着西姆拉会议，并通过电报向北京汇报进展。英国人及时拦截了这些电报，并对其分析研究，归档收藏。陆兴祺认为，这次三方会谈中国将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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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出，如果中国同意麦克马洪现在提出的这类条款，那么，中华民国边界上的其他列强也将引用这一先例。陆兴祺向袁世凯总统建议：陈贻范应当立即退出西姆拉会议。这样，中国人就能集中精力在边界上对西藏人施加压力，中方的目标是，首先夺取波密和嘉德，随后，就像钟颖在1910年所做的那样，向拉萨进军。英国人当然会抗议，但他们不可能采取更多行动。印度正处于政治不稳定的状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印度政府不会在西藏高原的荒山野岭上出动大批军队。陆兴祺的建议令中国政府的立场立刻强硬起来。例如，中国外交部在3月初斩钉截铁地宣布：中国政府一刻也不会考虑将其边界退至萨尔温江上游至昌都以西的恩达以东：这虽然比（之前中方所提的）江达要强，但距离麦克马洪提出的内外藏边界线湄公河-长江分水岭仍然有很长一段距离。印度政府考虑过驱逐陆兴祺，但随后决定不这么做，以免向中国人暴露其电报被印度政府监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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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陈贻范拜访了麦克马洪，称中国政府已经完全拒绝了整个草案，并决定如果中藏边界必须划定，也必须沿着萨尔温江，而非2月17日麦克马洪在地图上所标注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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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此刻，从与会方中国而言，西姆拉会议似乎真的要宣告结束了。3月26日，麦克马洪做了相当于最后通牒的回复。他说，中方的态度，“似乎表明他们对西藏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制止西藏人从边界地区进攻中国人变得日益困难（显然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除非陈贻范准备好用更理智的心态参加谈判，否则，麦克马洪“别无选择，只能撤销当前的草案及所附地图，并在大会上提交一份性质完全不同的草案”。麦克马洪所说的一切都是希望陈贻范相信：如果他不接受麦克马洪的草案和地图作为讨论基础，那么英国人将会与西藏代表直接达成协议，无须中方代表参加。很难说麦克马洪的此番威胁有多严重。没有中方参与的英藏协定必然涉及英俄协定；印度政府也不确信爱德华·格雷爵士能否在此方面给予外交支持。无论如何，麦克马洪下决心准备接受中方代表撤出西姆拉会议的现实。就在威胁陈贻范的当天，麦克马洪就把草案寄给拉萨以获取达赖喇嘛的批准。大约要等14天，西藏政府的回复才能抵达西姆拉，现在会议地址从德里移回到西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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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4月7日，麦克马洪仍然有时间思考他的下一步。

4月7日，在西姆拉，陈贻范提出召开会议，他将陈述中国政府的最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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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问题仍是中藏边界的位置问题，陈贻范称中国政府仍然拒绝从萨尔温江以东撤离。在会议之后，麦克马洪私下会见陈贻范，他用更强硬的语气重申了3月26日曾提出的威胁。麦克马洪告诉陈贻范，如果中国方面不表现出“更为理智的态度”，麦克马洪就会“终止与中国全权代表的私人关系”。第二天，罗斯拜访了陈贻范，提醒他现在西姆拉会议已经进行到第六个月，但毫无进展；罗斯还通知陈，英国代表将会在4月14日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将会是结论性的”。陈贻范现在非常担忧。英藏之间若达成双边协议，必然会招致中国政府的反对；更不用说万一英藏达成双边协议，他在袁世凯总统手中的命运会如何。然而，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始终固执己见。4月13日，陈贻范拜会了印度外交局（Indian Foreign Office），询问英国政府能否对内外藏边界线进行小的调整，这样他可以劝说中国政府放弃萨尔温江上的恩达，同时又能保住中方的“面子”。罗斯建议，青海湖、打箭炉和阿墩子可以排除在内藏之外，归中国内地管辖。因此，陈贻范要求将麦克马洪提出的最后期限推迟几天，这样他就可以征询北京的意见。英方给他的最后期限是4月22日。

4月15日，陈贻范再次拜访印度外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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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西姆拉会议拉开序幕以来，陈贻范似乎第一次准备认真谈判。陈贻范和英国代表用了10个小时一点一点地研究麦克马洪草案；在某些方面双方还达成了一定的协议。条约的第一款仍照旧。第二款，陈贻范反对使用“统治权”sovereignty这一术语，麦克马洪同意仍保留“宗主权”suzerainty，正如1912年8月17日备忘录中的提法。陈贻范还认为，此处应增加一些内容，表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麦克马洪同意在最终协议的外交照会中增加一句短语。随后，陈贻范又提出，中英之间应签订一个单独的协定（a separate agreement），界定“宗主权”的精确含义，麦克马洪拒绝了这个要求，此事暂时搁置。关于达赖喇嘛以及中国议会等相关事宜，麦克马洪同意了陈贻范的要求，将这一条移到照会中去，如此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及放在正文中那样大。第三款，麦克马洪接受了两处较小的改动，删去了第一段最后一句话中的“殖民”（colonists）一词，并将条约签字之日起一个月内撤退的期限延长为三个月。第四款的措辞也做了轻微的修改。第五款和第六款仍照旧。第七款，经过一番讨论，麦克马洪同意将其中的第三条移到照会中。第八款，陈贻范显然不喜欢其规定的英国代表访问拉萨一事，希望能明确规定，贸易代表在拉萨只能与西藏政府讨论商贸事宜。麦克马洪拒绝修改这一条，但表示愿意将贸易代表的护卫规模限制到中国驻藏大臣卫队的75%。第九款是比较棘手的问题，陈贻范依然无法改变中国政府对内外藏边界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马洪对内外线划定问题反而不那么狂热了。当然，该条款不过只有一幅地图，讨论其措辞绝不会影响边界问题。陈贻范反对对于西藏在内藏权利本质的描述；麦克马洪同意删去“缮发委任于酋目及地方官，以及征取向收之租税等事”。由此，该条款不仅令拉萨在内藏拥有宗教方面的权利，而中国人拥有的世俗主权也不再发挥效力。第十款，规定对西藏的尼泊尔人和拉达克人给予一定的现金赔偿，陈贻范表示断然拒绝。既然当初插入这一条就是为了讨价还价，麦克马洪自然很乐意将其删去。陈贻范用以下内容替换了第十款：

如有中藏因照本约发生问题，彼此意见不合当由英政府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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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贻范而言这是一次重大的让步，也令英国政府在今后拥有干涉中藏关系的条约权。麦克马洪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一条。经过长时间的谈判，陈贻范和麦克马洪达成了一份协议草案（a draft agreement），并附有7份“交换文书”，读者可参见本书附录17。内外藏边界的真正划分并没有出现在草案的文本中，而是直接标注在草案所附的地图中。因此，此后西姆拉会议的重点就放在确定所附概图中红线和蓝线的具体位置上。

尽管陈贻范本人对草案协议的态度突然变得非常理智，但他却在麦克马洪的最后通牒令即将过期的前夕，都没有向大会报告中国政府针对边界问题的观点已经做了重要修改。中方的观点体现在以下主要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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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四川与西藏之间的边界（中国政府坚持描绘的内外藏边界）为萨尔温江；

2.萨尔温江（Salween，即中国境内的怒江）以东，中国享有完全的控制权，其主权毫无质疑；

3.西藏人应承认：萨尔温江以西至江达，即之前拉萨和西康之间的边界，即便他们享有有效的自治，其地位仍不同于拉萨领土，这是保持西康省概念存活下去的象征性方式；

4.整个可可诺尔地区，即中国所称的青海地区，现在和过去都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下。

5.嘉德，也就是三十九旗地区（或三十九族地区），位于萨尔温江上游，应享有特殊地位，处于中国间接统治的传统模式之下，其体制照旧，中国不设郡县。当然，作为连接可可诺尔（青海）和中国主权领土在萨尔温江恩达的分界地区，嘉德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4月22日，由于边界问题，陈贻范认为自己无法在西姆拉会议上（麦克马洪宣称是最后一次会议）签署草约及其所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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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钦夏扎认为中国代表现在就要离开西姆拉会议，因而宣布，鉴于当前中国政府的态度，西藏政府不准备接受一条规定驻藏大臣返回拉萨，以及将德格（Derge）和瞻对（Nyarong，又称新龙——译者）等地割让给中国的条约。伦钦夏扎此举是否和麦克马洪事先串通一气，我们还不完全清楚。他很可能没有事先串通麦克马洪。无论如何，伦钦夏扎的干涉让麦克马洪宣布，英藏之间签署双边协议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性现在变得非常真实。麦克马洪下令将桌面上的草案“尽可能正式地”撤销。现在，伦钦夏扎和陈贻范两人都变得焦虑不安，从而暴露了他们“平日平静沉稳、难以捉摸的伪装”。陈贻范的焦躁不安已经显露无遗。伦钦夏扎很可能意识到，自己正在采取有可能令其主子达赖喇嘛不高兴的行动。就在这个时刻，麦克马洪决定将西姆拉会议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推迟5天，到4月27日，这样陈贻范就有机会再次征求北京的中国政府意见。听到这个消息，陈贻范和伦钦夏扎似乎都如释重负。

4月26日晚，陈贻范收到了中国外交部的最后指令，内容依然是含混不清，并未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改变了主意。陈贻范告诉麦克马洪，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在草约和所附地图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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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7日早上，当西姆拉会议再次召开之际，陈贻范的立场依然如此。麦克马洪随即告知陈贻范，如果他不打算和英藏代表合作，则现在应离开会议室。此外，在陈贻范缺席情况下签署的任何条约，都不会再包含用“宗主权”描述中藏关系的词汇了，这句话含义十分明显：如果陈贻范不同意在现有草约上签字，英国人将会承认西藏为完全独立国家。陈贻范非常沮丧，因此来到了隔壁的一间屋，罗斯在那间屋陪同他。现在，麦克马洪决定再给中国人做最后一次让步。一旦陈贻范离开会议室，他便询问伦钦夏扎，西藏政府是否愿意接受可可诺尔的部分领土——他认为“中国人似乎非常重视可可诺尔，但中国人和西藏人对该地的本质和居民都不甚了解”——出现在地图上的中国领土范围内，而非内藏范围内。此外，他还称，草案附件中国政府规定禁止西藏代表参加中国议会一事，仅用于外藏。伦钦夏扎同意做出这些变化，麦克马洪将这些情况通知了在另一间屋的陈贻范。独自再三思考之后，陈贻范下定了决心。他说，他愿意在草约和地图上“画行”，“但明确声明，画行与签押，当截然分为两事”。他的画行对中国政府并没有约束力，现在，他需要发电报征求中国政府的意见。基于这种理解，陈贻范再次走进会议室，在草案和地图上“画行”，实际上他写下的是全名。亨利·麦克马洪爵士随即祝贺各方代表，宣布西姆拉会议结束。然而，西姆拉会议还没有结束，因为还需要中国政府批准陈贻范的“画行”。

4月29日，中国外交部在陆兴祺的建议下——陆兴祺在西姆拉的间谍向其报告了最新进展——驳斥了陈贻范的行为，并称：中国政府决不可能承认陈贻范画行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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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30日，中国外交部的顾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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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访了在北京的朱尔典，严重抗议了陈贻范被迫草签与中国官方政策相悖的条约。他指出，如果印度政府继续坚持该条约（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西姆拉条约）的有效性，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将遭受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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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Lew Yuk-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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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格雷抗议；同一天，朱尔典报告称，中国外交部现在建议，既然西姆拉谈判已经中断，中英涉藏谈判应当转移到伦敦或北京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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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截至1914年4月底，西姆拉会议都没有能产生一个有效的三方协议。然而，该会议的确让英国捞取了不少其他好处，这一定让麦克马洪觉得自己没有白白浪费过去的六个月时间。第一，1～3月在德里期间，英藏代表在没有征求中国代表意见的前提下，达成划定阿萨姆喜马拉雅印藏边界的协议。此次协议的成果麦克马洪线，将在后文讨论。第二，伦钦夏扎接受劝告，与英国代表签署新的英藏贸易协定，取代1908年和1893年的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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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则新的贸易协定在谈判过程中同样没有中国代表的参加，改变了英国在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贸易活动条件。贸易市场与中国条约口岸非常类似，英国贸易代表在这些口岸拥有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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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人有权完全控制贸易市场和印度边界之间的交通线。西藏人同意放弃对这些贸易的垄断。英国商人现在能在整个西藏经营贸易，英国贸易代表可以任意和西藏官员谈话或通信。尽管没有明确规定，但现在印度茶叶也获准在西藏销售。这些贸易市场并没有具体规定是哪些，据此，印度政府可能认为这些市场是除了噶大克、江孜和亚东外的其他市场。1914年贸易协定可能会令19世纪的英国“贸易先锋”（pioneers of commerce）欣喜若狂，但必须承认，该协定没能得出解决印度北部边界政治问题的方案。

第四节 第二次签订的西姆拉条约，1914年7月3日

果然不出麦克马洪所料，北京政府拒绝承认陈贻范草签的西姆拉条约，这就令英国政府面临两种可能：要么让西姆拉会议不了了之，要么和西藏代表达成双边协议。当然，总还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由于不愿看到拉萨政府像主权国一样行事，中华民国可能会改变对西姆拉条约的看法，但英国政府方面几乎没有人持如此乐观的态度。正如我们所见，从一开始英国人就意识到，很可能到了某个阶段，英国就需要与圣彼得堡沟通西姆拉会议的进展，并征求俄国人的同意。这也是1907年英俄协定造成的无法逃避的结果。但是，英国政府决定先获得西姆拉条约的签订，然后再和俄国人谈判。现在，英藏之间直接谈判并签署协定不仅在学术上成为可能；英国外交部的格雷认为，英俄谈判不应再耽搁下去。

显而易见，自萨佐诺夫1912年访英之后，俄国人非常乐意让英国人在西藏自由行事，从而获得一定的补偿。在英国人心目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补偿就是承认俄国在蒙古的利益；但萨佐诺夫宣布，不应将西藏问题和蒙古问题混为一谈，因为1907年英俄协定中并没有提及蒙古。正如萨佐诺夫后来所说，蒙古和西藏，“根本没有任何联系，不应将这两个问题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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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除了1907年英藏协定之外，难道西藏和蒙古之间就没有任何关联吗？这是自1912年11月俄蒙协定签署以来，英国外交部始终在研究的一个问题。1913年11月的俄中宣言出现了一种可能性，证明了俄国在蒙古的商业地位，这也是1912年俄蒙协定的库伦附约所勾勒出来的。现在，外蒙古被纳入中国贸易的总体框架中。英国难道不能在外蒙古追求自己的商贸特权吗？当然，蒙古贸易是英国人当时最不感兴趣的贸易之一。1913年，只有两家英国公司，或部分属于英国人的公司，英美烟草公司（the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和普莱斯蜡烛公司（Price’s Candl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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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在库伦做生意，但由于俄国商人的优先待遇，他们必然遭受了一些损失。或许，现在时机已成熟，英国人应该主动和外蒙古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寻求外蒙古对那里的英国商人实行“门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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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为了不让英国的外交影响力渗透到库伦，萨佐诺夫会改变主意，将蒙古和西藏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一旦英国外交影响力渗透到库伦，就会和库伦的俄国人产生竞争，正如当年德尔智在西藏与印度政府的关系那样激怒圣彼得堡。

1914年2月至3月，英国驻俄国大使布坎南在圣彼得堡与萨佐诺夫针对这一话题进行了多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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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俄国外交大臣并不感兴趣。他并没有认真对待英国人未来在蒙古的贸易利益。他指出，蒙古商人在获得报酬方面经历了极大的困难，并说道：英国人应该避免进入这种毫无利润的商业领域。无论如何，通过1862年和1881年分别签订的条约，俄国人已经获得与中国陆路贸易的特权，这和英国人在中缅贸易中所享用的权利类似。萨佐诺夫暗示道，英国人是否愿意同意将云南和蒙古这两个地区放在一个条约中去？英国人当然不愿意，通过贸易手段来解决蒙古问题将会充满危险，无论如何，萨佐诺夫的问题很难回答，如果英国人真的想把他们的货物出口到外蒙古，他们为什么不通过俄国呢？因为在俄国他们还可以享受跨西伯利亚铁路所带来的交通便利。英国人继续时不时地思考蒙古问题，例如在库伦设立一个领事馆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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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截至1914年4月他们显然没能在英俄条约关系框架之内找到一条将蒙古和西藏连接起来的办法。因此，要求圣彼得堡对1907年英俄协定的西藏部分做出让步，则正如1912年9月以来的情况所暗含的那样，英国必须在波斯、阿富汗或者新疆做出让步，格雷对此不抱任何幻想，他命令布坎南1914年5月初开始和萨佐诺夫再一次讨论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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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坎南在年轻的英国外交部大使专员纽金特（R. T.Nugent）——他自1912年就在处理关于西藏的文档——的协助下
 
[113]

 ，奉命于5月4日向萨佐诺夫展示以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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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914年4月27日草签的西姆拉条约；

（2）草拟新的贸易条约文本；

（3）与麦克马洪线——后文将详细讨论——相关的照会，但是这些照会没有附上地图；

（4）作为西姆拉条约附件，标出内外藏边界的地图。

此处需要俄国人同意的草约主要包括两大点：第六款的商贸协定和允许英国代表访问拉萨的第八款，布坎南还被授权用争议较小的内容来替换第十款，即暗含英国可以有权控制西藏的外交关系。对于麦克马洪线问题，布坎南向萨佐诺夫揭示，之所以可能划定该线主要是因为近期的一些探险活动。

这条线遵循符合西藏与印度政府控制下的半独立部族之间的传统边界线的主要地理特征……这条线尽可能把藏族族裔占领的地方和那些英国势力范围之内的米里人、阿波尔人、达夫拉人及其他部族人居住的地方精确地划分开来。

这并不表明布坎南告诉萨佐诺夫，依照麦克马洪线照会英国人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原比春丕谷大得多的西藏领土。格雷敦促布坎南尽快与萨佐诺夫达成协议：因为伦钦夏扎越来越不耐烦，打算返回拉萨，一旦夏扎离开，西姆拉会议就彻底失败了。

在此基础上5月17日布坎南开始与萨佐诺夫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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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外交大臣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帮助。尽管他当时没有反对英方新提出的英藏商贸协定，但他对西姆拉草约的第八款与第十款提出抗议。萨佐诺夫认为第十款实际上使英国成为西藏的保护国，必须被替换掉。格雷的确也已同意。俄国人接受第八款英国官员基于政治原因前往拉萨的条件，是由于俄国政治代表或非欧洲人有权访问阿富汗的赫拉特省。正如萨佐诺夫所说，除非他能拿出一些如此重要的外交成果，否则他就无法指望从他在帝国政府中政敌的攻击中幸存下来，这些必然会成为控告他犯有对英软弱的叛国罪。布坎南竭力辩解，就英国人接受俄国最近在波斯轰炸麦什德，企图购买阿塞拜疆（Azerbaijan）的大片领土，驻军超过1.2万名士兵——萨佐诺夫称只有6000人——在该国的北部所有活动而言，西姆拉草约第八款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买卖。英国大使宣称，对所有这些活动，俄国人已完全背离了1907年协定的精神，萨佐诺夫无动于衷。

布坎南得出结论，萨佐诺夫对英国在西藏做了什么并不关心，只要他们能秘密活动就行，对俄国人态度的这种阐释，实际上克鲁在1912年年底就已经得出了。对于俄国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表面看起来怎样，这一点在5月18日与萨佐诺夫的第二次会见时变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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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外交大臣说，如果英国人愿意提交一份照会，令俄国也获得在拉萨派驻代表的权利，那么他很乐意接受第八款。随后俄国人愿意再签署一个秘密协定，大意是俄国人永远不会试图派代表去拉萨。布坎南看上去十分沮丧，因此萨佐诺夫又提出另一个建议，如果英国人愿意提交一份有关第八款的照会，大致内容是英国代表未经俄国批准不会前往拉萨，随后俄国人愿意秘密承诺，此类批准可不必坚持。萨佐诺夫暗示，同样的方法还可适用西姆拉草约第六款。如果俄国被草约赋予权力，可以在西藏获取商业特权，那么俄国将会再次秘密承诺永远不会使用这种权力，此外，萨佐诺夫还要求在其他地方如阿富汗和波斯积极为俄国谋取成果，以此作为反击政敌的武器，例如，据报道，著名的M.克里沃申（M. Krivoshein）正试图将他拉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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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萨佐诺夫希望为俄国争取在赫拉特省设置一位当地代理人的权力，以处理灌溉问题，并确保不得在赫拉特修建铁路，以便与俄国人设置的铁路线竞争，换句话说，不仅要在赫拉特省设立一位代表人，而且英国人还要接受赫拉特地区完全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在波斯，俄国的人要求就没有如此迫切，但萨佐诺夫向布坎南开诚布公地说，他很快就得寻求一个英国人的照会，承认“俄国人在波斯北部的利益更具主导性，这样我们英国人就不会总是抱怨俄国领事在当地的所作所为”，萨佐诺夫说，这不是西藏协定的条件，而是西藏协定的“结果”。
 
[118]



格雷决定认真考虑萨佐诺夫的大多数条件，但他绝对不同意给俄国人在赫拉特省设立政治代理人的明确的权力——印度已发出让人震耳欲聋的抗议声。
 
[119]

 他告诉布坎南，遵循上述方针向萨佐诺夫提交一份关于第六款和第八款的公开照会，以此换取俄国人的秘密照会，并建议用某些不会招致反对的用词来替代第十款。格雷希望各方能在此基础上签署西姆拉条约。与此同时，布坎南开始与萨佐诺夫讨论阿富汗问题，该问题无法在一夜之间获得解决，印度政府对事件发生如此逆转并不满意。
 
[120]

 已经构成西姆拉草约一部分的第十款，如何让一个已经不可靠的文件在没有彻底失效的情况下被改变。但在布坎南再次征询了萨佐诺夫的意见之后，格雷仍坚持删去第十款。

在印度事务部的建议下，格雷决定阿富汗问题的讨论必须涉及相关地区精确的地理界线的划定。
 
[121]

 同样，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阿富汗协议都将严格保密，否则阿富汗人必然得出结论，他们的国家已经依据波斯模式被划分为势力范围。哈定勋爵对阿富汗人的态度有着更为直接现实的关注，敦促不得划定任何地理界线，因为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划定界线的消息很可能都会泄露出去，这样就会给埃米尔留下他的国家正在被瓜分的印象。此外，哈定认为在圣彼得堡开始任何关于阿富汗的谈判之前，先在喀布尔讨论相关事宜至关重要。
 
[122]

 然而，克鲁和格雷都忽略了印度政府的观点。

如果格雷真的相信，英国在阿富汗让步的精确形式尚未确定之前，他就能获得俄国人对西姆拉条约的承认，他就太过乐观了。萨佐诺夫坚持认为阿富汗协议不仅应该公开，而且阿富汗协议必须在西姆拉条约之前签订；毕竟，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俄国舆论满意。
 
[123]

 6月6日格雷告诉布坎南，继续讨论阿富汗问题。
 
[124]

 格雷没有提及俄国在赫拉特设立代理人，但是以某种迂回曲折的方式表示，英国会承认俄国人在与英属印度毗邻的阿富汗北部地区拥有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并没有赋予俄国在该地区具有任何类似于保护国，或者甚至势力范围的权力；但是，它们的确意味着俄国会得到保证，其他国家（例如英国）绝不会在该地施加影响力或者获取利益。阿富汗北部既没有英国的影响力，也没有英国的相关利益。这是一个奇怪而且消极的概念，体现在英国如下的一个照会中：

俄国政府重申，坚持阿富汗位于俄国政治影响范围之外的原则。

英国政府承诺，不支持英国臣民在阿富汗北部从事灌溉、铁路、谋求商贸或工业企业优先权。

这是要公之于众的内容，还会有一个定义“北部阿富汗”（Northern Afghanistan）的秘密协定，该协定规定有一条线，由阿富汗北部的喷赤河（播蜜川，Ab-i-Panja）沿着伊斯喀山（Ishkashan）至泽巴克（Zebak），经辛吉塔克（Sinjitak）和巴达克山口（Badak Passes）至穆贾恩山口（MunjanPass），至杜希（Doshi）；在班德·伊·阿密尔（Band-i-Amir）至塔库什（Tarkuch），至道拉特·雅尔（Daulat Yar），然后沿着科巴巴山（Koh-i-Baba）和斯亚巴巴山（Siyah Baba ranges）山脊，至哈里（the Har Rud）的佐勒菲卡尔山口（Zulfikar）与俄国领土接壤。以上用词均系精挑细选，将赫拉特和阿富汗哈里（Afghan Hari Rud）平原排除在外。

6月10日，萨佐诺夫对英国人的建议做出评论。
 
[125]

 第一，他坚持认为，北部阿富汗的任何定义都应公开，毕竟，他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令俄国公共舆论相信，他没有出卖国家利益，帮助英国人解决西藏问题。第二，他指出，对于俄国灌溉而言，哈里河（Hari Rud）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阿富汗河流；无论怎样定义北部阿富汗，都不应将哈里河谷排除在外。因此，他建议英国政府提出的定义应当予以修改，道拉特亚尔（Daulat Yar）边界应沿着塞弗德库（Safed Kuh）山脉向南穿过哈里河，而非沿着该山脉北部山脊横穿该河流，正如布坎南在前面提出的。在此关头，萨佐诺夫还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让步理念，他现在认为有必要证明1907年英俄协定在西藏条约上做出让步是合理的。他要求印度政府允许前往佛教圣地朝拜的俄国信徒从英属印度进入西藏。1914年2月和3月，已经有不少俄国信徒抵达印度，但在穿越印藏边界的时候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导致加尔各答的俄国总领事馆提出抗议。
 
[126]



当然，除了1907年英俄协定已经规定的相关内容之外，印度政府不愿意再听到俄国人要求为其提供进入中部西藏更便捷的途径。如果俄国佛教徒希望进入拉萨或扎什伦布寺，那么，他们应该通过蒙古或中国内地前往该地。至于俄国人建议的将赫拉特纳入“北部阿富汗”范围之内，英国人打算对此问题采取折中态度。
 
[127]

 或许，除了英方建议的照会中国政府勾勒出的定义，还应当存在第二区域，即赫拉特地区（the Herat Region），在该地区，英国人拒绝对灌溉问题等做出任何让步，但不涉及铁路和商贸问题。该建议实际上为俄国在某一地区保留了某些有限的利益，否则该地区就会是未被分配的。布坎南认为，如果不为俄国人从哈里河供水提供一定的保护措施，他们很可能会“把法律的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
 
[128]

 。

现在，在圣彼得堡谈判一事渐渐没人再提。布坎南显然认为，萨佐诺夫并不打算用英国人尤为迫切愿意付出的代价换回对西姆拉草约的承认。英国人也不愿同意公开“北部阿富汗”地区的定义，因为这显然会被喀布尔的埃米尔误解；英国人现在打算牢牢坚守赫拉特（Herat）和阿富汗哈里河（Afghen Hari Rud）这两个阵地。1914年6月，随着欧洲危机的演变，对于英俄外交家而言，中亚问题必定显得微不足道。因此，英俄代表的谈判被推迟到1915年初，届时，英国和俄国在波斯、阿富汗、新疆和西藏的地位问题会被再次考虑，这次还会增加达达尼尔海峡问题和俄国可能获得君士坦丁堡的问题。
 
[129]

 因此，截至1914年6月中旬，印度政府不再奢望俄国人会很快同意修改1907年英俄协定，以此适应西姆拉草约中的相关条款。然而，陈贻范和伦钦夏扎还在西姆拉，他们都迫切希望回家。英国政府必须尽快做出一些决定。

自陈贻范的画行草签遭到中国政府的驳斥和否认之后，西姆拉的形势变得非常简单。印度政府已经劝说西藏代表同意西姆拉草约及其所附地图上的内外藏边界的划定。中国人似乎接受了草约的全部内容，现在只对地图上的两条线存在争议。还有没有别的让步能让他们回心转意呢？麦克马洪突然想到修改第10条，这是萨佐诺夫提出的要求，或许可以在这种情况下稍作尝试。他建议，英国政府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已经打算尊重中国人的感受，修改西姆拉草约第10条……撤销英国人在草约中的一切不恰当的建议”，格雷认为该计划“太过聪明，但又不够聪明，中国人或许无法理解，甚至还会嘲笑它”
 
[130]

 。印度政府再也不能利用草约第10款了。

另一个让步是朱尔典在6月上旬和中旬提出威胁言论之后建议的，但中国外交部不为所动。
 
[131]

 这个观点是朱尔典在6月16日与中国外交部长孙宝琦
 
[132]

 的交谈过程中产生的，孙宝琦提出，中国和西藏北部之间的真正边界不是阿尔金山脉（Altyn Tagh Range），而是昆仑山脉。在考察了柔克义、威尔比、斯文赫定、邦瓦洛特和亨利·奥尔良王子（Prince Henri of Orleans）在西藏的探险行纪之后，朱尔典得出结论，孙宝琦所说不乏道理。昆仑山以北地区，即通常被人们称之为羌塘的地方，荒无人烟，是一个真正的无人区。为什么不把西藏边界从南移到昆仑，而把羌塘地区让给中国内地呢？6月23日，麦克马洪同意了这种观点，但随后朱尔典又发现，中国外交部根本没有为之所动。
 
[133]

 中国人绝对不打算放弃昌都或其他任何他们在边界地区占优势的地方。

英国人现在如何是好？一个可能性，即将西姆拉会议转移到北京或伦敦，并拒绝西藏代表参加，无论如何印度政府都不会同意。另一方面，在中国不同意的情况下签署西姆拉条约，但这样或许过于明显地违反了1907年英俄协定，必会令英国臭名昭著。此外，如果英国和西藏达成了双边协议，这就等于英国实际上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而西藏很快就会求助英国人捍卫其独立。在欧洲的国际紧张局势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中亚再发生一次中英冲突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似乎只有一个办法，毫无疑问，英国可以在伦敦举行自我庆祝，作为英国人成为擅长妥协的天才的又一次例证。西姆拉条约显然无人签字，但英藏代表将会签署声明，大意内容是：他们同意遵守西姆拉条约内容，该条约赋予中国的权利和特权将会予以保留，直到北京也在条约上签字。
 
[134]

 如果条约仍能是三方协定，那么此举可迫使西藏人同意驻藏大臣及其卫队回到拉萨，接受中国人的在藏宗主权。此举还能令新签署的、不需要中国人签字的协定——西藏贸易协定得到真正意义的执行。正如我们所见，此举还能为关于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的英藏秘密协定增加更多效力。

毋庸置疑，麦克马洪宁愿希望西藏代表能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7月2日，他宣布翌日将正式召开西姆拉会议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议，显然他还是非常希望这样做的。然而，他几乎无法忽略克鲁勋爵在7月3日发来的加急电报，告知他“英王陛下政府无法授权单独与西藏代表签字”
 
[135]

 。由此，西姆拉会议便以一场作秀收尾了。在最后一次请求陈贻范改变主意未果后，麦克马洪和伦钦夏扎便签署了英藏联合声明，宣称签字双方将持有西姆拉草约，他们会先对条约进行草签，随后再签署新的西藏贸易协定。所有这一切都是当着陈贻范的面完成，但麦克马洪带着几分满意地报告，“会议上所签的这些文件之性质还不为中国全权代表所知，我的理解是，陈贻范以为西姆拉条约已经签订。我认为没有必要纠正陈贻范的这一印象”。麦克马洪告知陈贻范：

伦钦夏扎和我本人（麦克马洪）现已达成协议，这是最终文本，现在再也无法做任何修改。然而，我向陈贻范保证，经过和我的西藏同僚商议，我们准备随时向中国代表敞开大门，并希望他在我们离开印度之前在条约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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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贻范承诺会向中国政府转达这一事实。西姆拉会议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137]



麦克马洪所获得的西姆拉条约，和陈贻范在4月27日草签的那份西姆拉草案是一样的，除了第10款和第11款。第10款，正如我们所见，已经被删除；第10款的位置现已插入第11款的第二自然段内容，内容涉及各种文本的比照。俄国人并不接受西姆拉条约。那么，西姆拉条约到底有什么价值？麦克马洪认为，西姆拉条约意义重大。在谈判西姆拉条约的过程中，英藏签署了新的贸易协定，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也已经划定。他辩解说，中国人总有一天会恢复理智，在条约上签字的，由此也就提供了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与此同时，英国人还获得了与拉萨政府之间通信的权利，再也不必面对通过中国人的调停解决当地边界问题的噩梦了。

那么，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在离开西姆拉，满载而归地回到英格兰之前，麦克马洪又提出了很多建议，内容关乎“令西姆拉会议生效，使其符合西藏和我们自己的利益的必要措施”
 
[138]

 。显然，对于英国驻拉萨代表，还需采取一些措施，因为这是维系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但简单地执行条约第8款，很可能会暂时因为萨佐诺夫的态度而被排除。据此，麦克马洪提出了一个相当迂回曲折的办法。在西姆拉条约附录的第七条写明，一旦所有中国军队和官员撤离外西藏，驻藏大臣及其卫队就会来到拉萨。
 
[139]

 附录继续声明，中国人的撤离将会得到执行，“直到条约三方均满意为止，他们会毫不耽搁地调查和汇报情况”。麦克马洪将这句话理解为，英国使团有权前往内外藏边界线访问。现在，麦克马洪向罗斯提出建议，希望他率领一小支调查先遣队，在西藏政府的帮助下，经由拉萨、昌都和打箭炉返回中国内地。由此，英国人就会出现在中藏冲突的真实前线上，四川省政府也会从中吸取教训。该计划遭到伦敦的驳斥，理由如下：

英俄协定限制与西藏之间通信的权利，除非英俄能够重新达成关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的协议……（印度政府）……只能根据刚签订的条约行事，不得违反1907年英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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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洪还认为，现在是时候加强江孜贸易机构的力量和重要性了。江孜贸易代表的卫队规模应当扩大。
 
[141]

 应当安置一位资深的长辈来提升其层次（麦克马洪希望贝尔承担此职务）。贸易代表的住房环境也应有所改善。换句话说，江孜贸易机构应变成某种类似于流动的英国代理机构，随时等候着向拉萨调遣。英国本土政府从原则上批准了这一建议。麦克马洪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是，在昌都开埠新的贸易市场，或许路易斯·金会是第一任贸易代表。英藏新签订的贸易协定并没有提及允许在西藏开埠几个市场，达赖喇嘛必然欢迎英国在昌都设立贸易机构，因为当时昌都还处在中国人的强有力控制下。昌都贸易机构会令英国关注并挫败中国人在边界地区的计划，防止任何类似赵尔丰于1910年进军拉萨这样的事情重演。伦敦的英国本土政府毫不费力地否决了这个计划，但作为替换选项，同意路易斯·金在打箭炉观察点多停留一段时间。

麦克马洪相信，除非中国政府最终有所醒悟，并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他始终坚信他们总有一天会签字——否则达赖喇嘛政府将始终面临边界地区的川军威胁。噶伦喇嘛或许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在强大的压力下，迫使他与当地的中国对手达成妥协，自1913年以来他一直在考虑此事。因此，帮助西藏人增强军事力量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一个强大的西藏自然不会太在意中国方面的主动提议。麦克马洪建议为西藏政府提供3000～5000支来复枪，配备50万发子弹，并为藏军提供几位英国军事教官作为指导。这些英国军事教官不仅是插入拉萨军队的中枢神经，而且会和已经受雇于藏军的日本人及俄国布里亚特人形成竞争。因此，这些教官应当是欧洲人，而非印度人。不仅仅是西藏军队受益于英国人的建议，西藏政府的其他方面也同样受益。应给达赖喇嘛派出英国调查员，地理学家和医生等，年轻的西藏人应被鼓励前往印度接受特殊培训。所有这些帮助都会极大地增强西藏的力量，无论未签字的西姆拉条约如何否认，西藏都会成为英属印度边界上的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伦敦同意了麦克马洪的部分建议。截至1914年9月，武器弹药和供给等物品已经在运往拉萨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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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赖喇嘛感激不尽，他为印度政府提供了所有的无形和有形的帮助，只要是他的权力所能及，就都予以大英帝国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时所需要的一切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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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永久性解决西藏问题的角度来看，西姆拉会议很难说获得了彻底的成功。西姆拉会议的确产生了英藏贸易协定以及麦克马洪线，这满足了英国政府在喜马拉雅边界地区的要求，但却没能最终确认西藏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未签字的西姆拉条约的存在，似乎防止了英属印度政府在1914～1947年间明确承认西藏“独立”。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代表长期驻于拉萨，但从未获得正式的外交头衔。虽然从事实上来说，英国最终将西藏视作主权国家与之处理往来关系，但从法律上讲，无论宗主权的含义如何，英国人认为自己无法否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suzerainty）。1950年，当处于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最终对西藏实行了宗主权之际，很难说中国人因而实行了侵略行为。1954年，在4月29日的《中印协定》（Sino-Indian Agreement of 29 April）中，印度政府承认了中国在被描述为“中国西藏地区”（Tibet region of China）内所拥有的权利，再也没有试图提出主权和宗主权之间的细微差别。
 
[144]



如果不是因为麦克马洪建议的划分内外藏之间的边界线，中国人可能已经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了。即便麦克马洪提出了诸多让步，中国人仍然要面对放弃他们当时占领的、西藏人很难将其驱逐出去的领土。例如，在1914年，袁世凯总统就不大可能批准同意让中国人从昌都撤离。彭日升将军和他的四川上司永远不可能遵守袁世凯总统的此类命令。因此，中国人从昌都撤离，很可能需要在英国军事援助下的西藏人挑起事端；而若表示了同意，中国中央政府实际上也就同意了英国人对外藏的军事干预。麦克马洪对中国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对中国在中亚统治的历史也知之甚少，正如沃特尔·兰利爵士（Sir Walter Langley）告诉朱尔典的那样，当麦克马洪回到英国并与之会面后，“无疑很难让任何从印度回来的人相信，中国人的看法也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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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尔典也提到，麦克马洪没有意识到，“内藏（Inner Tibet）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地理概念，划分内外藏听上去像是让中国人放弃了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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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马洪提出的划分内外藏，不仅要求中国人完全从外藏撤离，而且从理论上要求中国人放弃在外藏的完全主权（full sovereignty）——无论在现实中多么微不足道——包括内藏的巴塘、理塘等地，北京将这些地方视作和中国四川省一样。此刻，当麦克马洪表示巴塘和理塘都位于内藏时，在西姆拉会议期间的英国驻打箭炉领事官员路易斯·金，竟然向四川政府申请中国护照，以便访问这些地方。

身处北京的朱尔典对于西姆拉会议召开的方式并不是特别满意。1914年6月底，就在西姆拉会议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议召开前夕，朱尔典在写给他的朋友、英国外交部的沃特尔·兰利爵士的一封私人信函中总结了自己的看法：

无论中国是否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未来的前景都令我很不满意。如果中国代表签字了，那也是勉勉强强，他们根本不打算遵守条约。如果中国拒绝签字，形势将会更加恶化，中方可能会采取更为直接的行动。印度政府需要充分考虑到所有可能招致的后果之后，才能向西藏政府做出保证。此举除了可能会给我们在中国的巨大商贸利益和工业利益带来影响之外，我本人看不出它有任何可行性。我猜想，我们几乎很难想象英国军队向西藏进军的场景，我们也很难建议印度间接地参与一场边界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战败方通常都会给那些苟延残喘的生者提供赔偿。然而，所有这些都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外。

我希望边界谈判不要戛然而止，并希望我们能达成一项有可能是长期性的协议。我非常了解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完成这项任务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我和那些与中国人谈判过的绝大多数人有相同的经历，不得不面临其拖延带来的失望和沮丧。

或许是由于迟滞和我们所收到的信息有缺陷，不知为何，德里的谈判（从1914年1月至3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似乎是缺乏真实性。英藏代表似乎非常了解彼此的底牌，而陈贻范则似乎对他自己的政府不够忠诚。印度政府使用的这些手段与俄国人和日本人的手段非常类似，但最终几乎不会产生任何作用，随后他们就认为应抛弃这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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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严肃对待朱尔典对英藏代表相互勾结反对中国代表的暗中指责。在整个西姆拉会议召开的过程中，麦克马洪与西藏代表的距离要远比中国政府代表近得多。毫无疑问，伦钦夏扎对待麦克马洪的态度，更多地像是一件法律诉讼案件中的被告对其律师的态度。因而，麦克马洪相应地要为西藏代表辩护，并尽其可能做最好的辩护。在西姆拉会议期间，有时候伦钦夏扎实际上由英国代表之一罗斯负责代理。作为对英国人提供帮助的回报，西藏人同意和麦克马洪签订了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边界协定，而麦克马洪本人的名字也因此与这一边界产生了永久性的联系，此外，西藏人还与英国人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或许，相比赢得这场官司而言，麦克马洪对于获得自己的报酬更感兴趣。如果不是因为使用了某些在会议室中看起来有效的论点，或许他就会赢了这场官司，也就是说，让中国代表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但在此过程中，他或许会失去自己的客户。正如我们所见，麦克马洪提出将西藏划分为内外藏的建议，会让中国人和西藏人放弃他们所珍视的权利和态度。还有一些权利，则是西藏人坚决不同意放弃的。例如，他们坚称对昌都拥有主权，昌都就是赵尔丰在征服拉萨之前占领的那个城镇，而中国人也是在彭日升摧毁了昌都大寺之后才留在那里的。如果与中国签订的协议涉及放弃昌都，那么西藏人很可能宁愿和中国人达成妥协，而无须英国人的参与。因此，他们或许也就不必和英国人再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因为他们对新协定的某些内容还不满意，必然会导致他们竭力不去遵守该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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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他们或许还会避免因遵守麦克马洪线而带来的理论上的领土损失。多年后，西藏人还在辩解，称他们当年之所以向印度政府做出如此让步，主要是为了换回和中国的东部边界有所保障。因此，从印度边疆政策的角度来看，如果麦克马洪想从西藏人那里获得有用的、重要的成果，就很可能无法再向中国人承诺超过一定限制的让步。

鉴于西姆拉会议举行的外交环境，麦克马洪很可能上了一堂颇有意义的课程。新的贸易协定极大地改善了英藏往来通信的条件，令其不必局限于商贸问题。麦克马洪线至少提供了解决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英属印度边界问题的临时方案，令印度政府扩大了自阿波尔远征时期树立的、在山地部族地区的影响力。这些都是十分具体的成果。如果这些成果的获得是以中国代表未能签署西姆拉条约为代价的，那么，这个代价或许也没那么昂贵。一旦西姆拉条约被各方签约，也还需要俄国的同意，而之前英方和萨佐诺夫的谈判已经清楚地表明，俄国人的同意恐怕还需要英国在阿富汗的条约地位上做出让步。西姆拉条约到底是否值得让英国做出如此让步？我们可以肯定，麦克马洪的答案是否定的。

麦克马洪是否有可能获得一个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协定，与此同时又能保证西藏人仍站在他的一侧？如果不是麦克马洪提出了划分内外藏的建议，他很可能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在1913年11月、1915年6月的俄国关于外蒙古的协定中，谈判者面临的地理划界问题，与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期间面临的问题十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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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1913年协定中，外蒙古范围的划定并没有那么精确。这个范围是由该协定所替换的中国司法术语描述的，但是

尽管没有详细的蒙古地图，且其行政边界线也不确定，但谈判方同意了外蒙古的具体边界线，正如科布多地区和阿尔泰地区之间的边界线那样，都将成为宣言第五条所规定的今后会议谈判的主题。

1915年协定也使用了类似的、但略为详细的语言，规定在不久的将来划定具体边界。实际上，中蒙边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最终划定。俄国人的重点放在政治目标上，将地理边界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既然蒙古协定和西姆拉条约有如此多的相似处，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麦克马洪没有采取同样的方法解决内外藏边界问题？或许，麦克马洪原本可以只在西姆拉会议中加入内外藏分界的原则，而不必通过在地图上标注出具体区域从而强行实现内外藏分界。若没有地图，中国人很可能就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了。而麦克马洪依然可以获得他的分界线及新订立的英藏贸易协定。

那么，为什么麦克马洪没有这样做？他很可能发现，当他允许中藏双方代表提交领土声明的那一刻起，他就无法避免讨论内外藏分界的细节了，而内外藏边界的划分也是导致西姆拉条约最终没能实现的主要原因。此外，或许麦克马洪对1913年1月签订的蒙藏协定的理论含意留下了不适当的印象，他认为俄国人可以借助该条约对西藏的政治中心直接产生影响力。划分内外藏边界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制造一个中国人控制下的缓冲区，但又与中国人拥有的蒙古和西藏之间的领土不同。国际社会对内藏边界的承认，本不可能让中国在未来与俄国或俄国支持下的外蒙古在谈判过程中转让这一缓冲区。在1914年6月他最后一次提出的让步中，麦克马洪本人将这些争议中的绝大部分区域从内藏划到中国。如果中国人在7月3日的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印度政府本不该获得这方面附加的保障。

中国人常因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而备受指责。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人在西姆拉会议中如此坚守的昌都地区，实际上在1918年被噶伦喇嘛通过武力获取。中国人还差点失去打箭炉。1918年10月在艾瑞克·台克满监督下签订的中藏绒坝岔停战协定（the Sino-Tibetan truce of Rongbatsa），制造了一个临时边界线，一个停火线，或多或少沿着当年的麦克马洪地图上的湄公河—长江分水岭划定。然而，1914年，中国的政治家绝对不会预测到1918年的边界发展形势；1918年的中国，面临被内战四分五裂的危险，又遭受着日本人的压力，士气低落，在边界地区节节败退。此外，即便是在1918年，中国人仍然坚称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西藏拥有主权，而如果他们当年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他们可能就必须宣布放弃这些地方了。如果中国人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很难说他们会获得什么好处。他们或许可以让驻藏大臣，或中国代表回到拉萨，但无法据此推测，驻藏大臣的出现就一定会增加中方已经拥有的与西藏政府的外交联系手段。此外，如果中国不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那么英国也不会在西藏设置长期代表。中国人可能会获得承认在西藏拥有宗主权，但他们从来不会特别重视这个词汇。无论如何，通过没有签字的西姆拉条约和之前的协定，英国人仍然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在西藏拥有的特殊地位，即便英国人在现实中否认这一点。在1914～1950年间，英国很难对中国人的宗主权提出质疑，即便中国人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最后，通过拒绝签署西姆拉条约，中国人既不用承认1914年英藏贸易协定的有效性，也不必承认“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

当获悉西姆拉会议结束的消息后，袁世凯总统一定欣喜若狂。他的主要遗憾，或许是陈贻范过于脆弱，让自己被麦克马洪说服（袁世凯本人可能使用了“敲诈”一词）在1914年4月27日的西姆拉草约上签字。接受西姆拉条约原本就不会在中国受到欢迎，因为该条约被广泛认为是外国人入侵中央王朝后签署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很多无可挑剔的中国革命观点，即便将其放在1914年，也必然不会与1959年中国共产主义者对西姆拉会议的描述有本质区别：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英帝国主义者立即煽动他们的党羽，西藏上层社会的反动分子，发动一场叛乱……英帝国主义者的下一步，就是在外交领域策划他们的阴谋行动。与西藏反动分子相勾结，他们发起了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他们借助西姆拉会议给当时中国的军阀政府施加压力。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人蓄意谋求吞并西藏，通过其在印度的殖民政府扩展其殖民统治。这激起了中国人民，尤其是西藏人民的强烈抗议。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中国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西姆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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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麦克马洪线

即便中国人签了字，西姆拉条约也不可能为阿萨姆喜马拉雅的英属印度边界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的确，从理论上而言，内外藏的划分的确可以令中国领土不再与部族山区发生直接接壤，但并不能保证今后西藏人不会在中国的支持下对该地区宣称拥有权利和影响，虽然印度政府认为自1910年以来该地区处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1910年以来，主要由于阿波尔远征军及其他探险活动，印度政府对于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边界应在何处有了相当清楚的了解。现在除了保证将中国影响力排除在外藏之外，还需要通过签订条约划定这条边界线；而这样一份文件也正是哈定和麦克马洪希望通过西姆拉会议获得的成果之一。然而，除了上述提到的原因，印度政府决定不与中国政府讨论阿萨姆边界问题，因而便有充分的理由保证不将其放在西姆拉会议日程上。看起来，似乎利用西姆拉会议作为英藏代表直接讨论边界问题的场所——没有中国代表的参与——显得更为明智，如果天赐良机，其谈判结果或许会通过最终的三方协议获得确认（或许会通过间接方式）。正如我们所见，通过3月24日和25日的换文，麦克马洪获得西藏代表同意边界线的划定，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麦克马洪线（the MacMahon Line）；再通过巧妙地使用一些红色墨水，便将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的大西藏边界范围变得更为延长，麦克马洪竭力地争取中国代表承认他所绘制的这条线。

自20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恶化以来，印度官员始终认为，麦克马洪线的附件仅仅是“将该地区自然的、传统的、民族的、行政的边界线变得正式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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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其声明所言，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部族地区，在公元8世纪，《瑜伽尼往世书》（Yogini Purana）创作之际，就已经在印度人的管理之下了；自那时起，直至现在，该地区始终处于印度的管辖之下。正如一位印度作家指出的：

直至麦克马洪线的整个部族地区，始终都处于阿洪王朝的持续统治下，阿洪王朝之后便是英国人继续管理该地区。在英国人的管理期间，从一开始，部族地区先是在政治代理人或毗邻地区的副专员的司法管辖之下……全世界没有哪一条边界线像中印边界一样依据传统、条约和管理而确立，不存在任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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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无论多么符合现代印度外交的需要，我们都很难说其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山地部族区域的治理历史的理解是正确的。在1910年初，中国人占领拉萨之际，西藏政府的权利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延伸到达旺地区，直至阿萨姆平原地区的边缘。在当时，除了洛希特河谷之外，英国人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渗透仅仅是非常肤浅的。不少英国人和其他欧洲旅行家都曾前往洛希特河谷，他们在洛希特河谷瓦弄附近看到了西藏边界的标志；即便是在洛希特河谷之上，也不能说当时的米什米部族以任何合法的方式归属于英国的主权之下。在1914年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换文中所确定、地图中所标注的麦克马洪线，并非古老的印度边界线，而是一条全新的边界线，英国人将其设计出来之后，用以替换沿着山脚的老外线（the old Outer Line）。这条边界线并非基于古老的传统，而是1911年初威廉逊被阿波尔部族人杀害后，英国人积极的调查工作产生的结果。

作为一条印度边界线，麦克马洪线起源于1910年10月23日敏托勋爵的一份电报中，相关情况上文已有所述及。
 
[153]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人对洛希特河沿岸的米什米地区产生兴趣的证据已为众人所知，敏托建议，通过向北推进外线（the Outer Line），在英国和中国领土之间“获得缓冲区”；他建议，新的边界线应遵循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山脊的一般界限，从达旺地区东部边缘延伸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分水岭。1910年，印度政府仍将达旺地区视作纯粹的西藏人领土，从达旺直至山脚下的领土都是如此，因而不建议由于新边界线的缘故而将其纳入英属印度领土范围内。1910年的建议实际上非常模糊。除了洛希特河谷之外，关于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的地理信息还十分贫乏。除了洛希特河谷，英国官员仅仅渗透到外线以北的山区几英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本土政府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对敏托的建议做出判断，因而这些问题暂被搁置了。

1911年9月21日，在威廉逊被谋杀一事充分影响了印度边疆政策之后，哈定勋爵再次提出敏托勋爵的建议，在阿萨姆划定一条新的印藏边界，以此作为自己的“松散的政治控制”政策（policy of loose political control）。尽管克鲁勋爵对“松散的政治控制”政策包含的意义怀有一定质疑，但依然同意，这种类型的新边界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因而被确定为阿波尔远征军及其相关探险活动，米里使团和米什米使团的目标之一，以便通过这些远征活动与探险考察确定一条最适合的线作为新的边界线，并令中国人尽可能地远离印度平原，也尽可能与西藏人占领该地区的事实相互妥协与调和。截至1913年年底，印度政府已经拥有足够多的信息，足以详细具体地描述出这条边界线。当然，还有不少没有探索到的地方，但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山脊已经不再像1910年那样，对印度外交部门而言是未知地区。

正如许多印度观察家在中印争端过程中指出的那样，新边界线划定的明显原则是流入阿萨姆和流入西藏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不幸的是，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本身的特征尤其不适于始终用分水岭概念来划分其边界。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被亚洲的大河之一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Tsangpo-Brahmaputra）从中切断，从距离印度河河源不远的雅鲁藏布江源头发端，这条河流经数千英里毫无疑问属于西藏的领土。印度平原和中亚之间的真正分水岭就位于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以北；遵循这条线作为边界，则拉萨、日喀则、江孜以及中部西藏的绝大多数城镇都将属于印度范围内。随着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探险活动的增加，人们发现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绝不是唯一的一条穿越新边界线的河流。在最东部，即缅甸和西藏交界处，塔伦河（Taron）上游，即伊洛瓦底江的恩梅开江分支的一条支流，流经西藏人居住的一个地区。位于瓦弄以北、历史悠久的洛希特河，流经西藏察隅地区就变成了察隅河。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的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以西，探险家发现苏班西里河及其支流察隅河的源头也确定无疑地位于西藏领土内，而从西藏流经达旺地区北部直至东部不丹的娘江河（Nyamjang Chu）也是如此。因此，现在情况十分清楚，如果新的边界线不会导致英国吞并西藏大片领土，那就不得不横穿至少六条主要河流。因此，这条边界线的最终形式——麦克马洪线，实际上并没有遵循印度-中亚的主要分水岭，而是沿着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最高峰北麓的几条主要大河的一系列河谷分水岭划定的。在这条边界线的好几段组成部分中，麦克马洪及其顾问不得不在两条或更多的分水岭界限中做决定。详细地界定麦克马洪线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说这条边界线清晰地遵循了传统以及人种学、民族学，不如说是英国人一系列决定产生的结果。

在选定一条令人满意的新边界线的过程中，印度政府在达旺地区面临的困难尤为突出。正如上文提到的，西藏领土在达旺地区被认为从山脉山脊向南延伸至山脚、位于乌达古里以北几英里的地方。在1910年10月23日敏托的建议以及1911年9月21日哈定的建议中，二人都认为不应再修订英属印度和达旺地区之间的边界线。他们一定认为，如果修订这条边界线，势必导致英国吞并西藏领土，而这一点恰恰与1907年英俄协定中的规定相冲突。然而，达旺地区并没有被忽略。因为这是一处将喜马拉雅山脉屏障一分为二的突出地区，而其处于西藏的控制之下（由此也处于潜在的中国控制下）。作为英国防御链上的一个弱点，达旺要远比其西面的春丕谷重要得多。因此，截至1912年6月，印度总参谋部决定，尽管存在1907年英俄协定的限制，印度政府必须对达旺地区采取一些措施。印度总参谋部指出：

划定关于达旺地区的边界线要求我们深思熟虑。当前的边界（已经划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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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达旺以南，从乌达古里附近沿着山脚向西直到不丹边界以南，由此，米里地区和不丹之间被插入了一个危险的楔形地带。一条相对容易通行、使用较多的贸易路线从北到南横穿这片楔形地带，中国人可以利用这条路线给不丹施加影响或压力，而我们却无法从侧翼抵达这片突出地带，正如我们在春丕谷的情况那样。因而，我们必须修订这条边界线，一条理想的边界线将会是从山上东经93度、北纬28度20分的地方出发，到错那宗以北的不丹边界，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直线，位于不丹北部边界领土内。这似乎是一处非常便利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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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参谋部在建议中提到的边界线修订范围，不仅暗示着英国将占领达旺和门巴人居住的达旺以南，而且包括西藏行政中心错那宗。当印度政府意识到有必要占领达旺地区的部分领土后，他们显然认为只有选定一条更靠南的边界线才能满足其需求。在1913年10月28日的备忘录中，麦克马洪指出，印度政府还必须遵守达旺地区的山脚边界线；他还附上了在皇家地理学会所绘地图基础上绘成的草图。皇家地理学会绘制的这幅地图的名称为《西藏及周边地区》（Tibet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1906年编辑，比例尺为1∶3800000，在整个西姆拉会议期间被使用，标注出各种各样的边界线，标明英国边界线是从不丹向东延伸，经由德旺吉里（Dewangiri）和乌达古里（Udalguri）北部，直至完全经过达旺地区，过了达旺之后突然向北延伸，与苏班西里河谷以西、后来所称的麦克马洪线相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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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13年11月中旬，一条更为激进的边界线被确定了。现在，印度政府劝说哈定勋爵接受新边界穿越色拉山口（Se La Pass），距离达旺寺（Tawang monastery）以南只有几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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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14年2月。1914年1月22日，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致函亚瑟·赫泽尔爵士的一幅草图中，标明了这条位于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的新边界线，是在与伦钦夏扎讨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当时的色拉山边界线仍然是标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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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另一幅地图中，即1914年2月19日麦克马洪寄给赫泽尔的那幅地图，边界线略显向北延伸，遵循着麦克马洪线的最终划定，将达旺寺的所有地区都囊括在英属印度的领土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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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边界线出现这种变化的准确原因，我们还不得而知。1914年前三个月期间，英藏关于麦克马洪线谈判的备忘录似乎并没有保存在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有理由认为，这些备忘录实际上从来没有寄到伦敦。将达旺寺囊括在英国领土范围内最有可能的解释或许是，1913年末，麦克马洪从贝利（Bailey）和莫希德（Morshead）处获得了关于达旺地区的最新准确信息；此二人在刚刚沿着雅鲁藏布江探险的归途中经过了达旺地区，他们在1913年11月26日抵达西姆拉后，向麦克马洪报告了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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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利在报告中提出，达旺寺在管理色拉山以南的门巴族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麦克马洪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很可能认为：如果英属印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达旺寺的僧人，那么今后英国在色拉山以南的治理将会容易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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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麦克马洪似乎还希望，通过向北拓展英国边界，西藏和阿萨姆之间经由达旺的古老商贸路线就会再次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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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贝利的报告中，麦克马洪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若听任达旺寺僧人自行其是而不加干涉，他们很可能会想尽办法阻挠途经达旺经商的商人。

达旺地区以东，这条新边界线的其中一段经过了苏班西里河（Subansiri，也就是西藏的杂日河，Tsari Chu）及其支流察隅河。米里使团访问该地区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此；但苏班西里河支流卡姆拉（Kamla tributary）上游居住的部族百姓的敌对态度，迫使科尔伍德（Kerwood）及其率领的部下在尚未抵达西藏最南端之前就不得不原路折返。在这偏远的地区，从西藏一侧到过苏班西里河上游的贝利和莫希德二人，可以提供第一手的可靠信息。他们提到，在苏班西里河，或曰杂日河，马及墩（Migyitun）标志着西藏人占领的最南端，从马及墩往南，则是珞巴人（Lopa tribal）居住的地区。然而，他们发现西藏人习惯于每隔12年就沿着马及墩南部的苏班西里河进行朝圣，同时还要用盐巴和其他物品重重贿赂珞巴族商人，以此劝阻他们不要屠杀虔诚的朝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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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贝利的建议下，麦克马洪似乎将新边界线确定在马及墩以南，但同时意识到这些小的调整必须符合西藏人的宗教情感。

苏班西里河以东是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这条大河从喜马拉雅山脉中穿过的地方。在这里划定一条令人满意的边界线存在几个困难的抉择。第一，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支流锡约尔河上游，居住着一些信仰佛教的人，他们似乎处于西藏大贵族拉鲁家族的封建统治下，给工布地区的西藏政府缴纳赋税。第二，很难沿着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自身，在阿波尔和西藏人定居处、或受西藏人影响地区之间绘制一条清晰明确的分界线。比起最南端的西藏村庄，这里的阿波尔村庄向更上游的地方一直延伸到一处地方，不丹人在19世纪曾向这里移民；直到1913年，这里的定居者还认为自己是不丹仲萨本洛的臣民。阿波尔和西藏人、门巴人（Mönpas，一个术语，专用来概括来自达旺地区和东部不丹的人）的关系始终都不太平。过去发生的战争常常给距离老外线以北不远的阿波尔村庄强加各种义务，例如，迫使他们向波密和工布的西藏政府缴纳各种贡赋等。1912年和1913年，由于英国调查队和探险队的缘故，这里的情况日益清楚：直至科博（Korbo），底杭河谷（或香河）主要居住着阿波尔人，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与西藏人存在某种关联，但在文化上和语言上并不能归类为西藏人。从科博以北到聂拉姆河（Nyalam）和金珠曲（Chimdru）汇入雅鲁藏布江-香河之地，有时又被称作白玛科钦（Pemkoichen），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其中藏族和门巴人占绝大多数。在聂拉姆-金珠曲河以北，居住着绝大多数藏族人，但阿波尔人（或珞巴人）会时不时回到这里经商。然而，位于白玛科钦的藏族和门巴族村庄，都是最近才迁居来的，时间不超过100年，他们迁居此处都是以阿波尔人为代价的。根据获得的所有信息，邓达斯和内维尔在1913年10月提出两条穿越底杭河谷的可行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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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条边界线包括白玛科钦在内，沿着北部的纳姆拉（Nam La）和最近发现的海拔7620米高的南迦巴瓦峰（Namche Barwa）划定。这条边界线将大批西藏人和门巴人划入英属印度领土界内，但英国政府的正当理由是，白玛科钦曾一度属于阿波尔。另一条边界线越过香河向南，位于科博村（Korbo）和孟库村（Mongku）。这条边界线排除了阿波尔属于少数群体的地方，很可能更容易治理。印度政府决定采纳这条边界线。

底杭河谷以东是迪邦河谷，1912年和1913年，米什米使团的分支曾沿着洛希特河谷来过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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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迪邦河谷上游，在德赖河（Dri），安得拉河（Andra），永雅河（Yongyap）等支流附近，西藏人曾于20世纪最初10年来此定居过。他们似乎在寻找一处圣地，一位西藏先知曾预言这处圣地是一座完全用玻璃做成的山。这些西藏定居者和当地的米什米人部族发生了冲突。1913年，他们发现当地人对自己过于抵制，于是，除了太老或病得太厉害不能行走者之外，绝大多数藏族人都返回了西藏。因此，在迪邦河谷上游的这条边界线不存在真正的问题，这条线应遵循迪邦河及其支流与向北流入西藏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

迪邦河以东的洛希特河，在阿波尔远征军抵达之前，是英国人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了解最多的一处地方。不同于阿萨姆边界的其他部分，中国人十分清楚自己在洛希特河上的具体边界。1910年，中国人在叶普河竖立了边界标志，1912年，他们再次设立界柱。他们还表明，自己的边界与洛希特河北岸、德赖河（Delei）汇入洛希特河之处接壤。据此，1913年11月，陈贻范提出，中国宣称的边界从德赖河-洛希特河交汇处，向东穿越迪邦河谷，直至雅鲁藏布江-香河，而这里也正是英国人决定其边界所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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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威廉逊和贝利等英国官员，始终倾向于这种观点，即叶普河是洛希特河上的一处较为公正的边界点，它正好是米什米人和西藏人居住地的分界线。然而，1913年，邓达斯根据自己在米什米使团的经验指出，这个分界点也有几处弊端。
 
[167]

 首先，中国政府在叶普河标注了边界标志，这说明中国在德赖河-洛希特河交汇处的边界点没有任何问题。若基于此，中国或西藏在德赖河汇入洛希特之处的叶普河附近设置哨岗，则该哨岗会位于米什米地区深处，且横跨从萨地亚到英国设置在叶普河附近的曼尼克莱边界哨岗之间的道路。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整个边界线都应北移，这样就能把整个德赖河谷掌握在英国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把整个边界线推到洛希特河边。第一，这样就能从德赖河上游的格雷山口（Glei Pass）获得一个较为容易的分水岭边界线。第二，就在叶普河以北，沿着迪曲（Di Chu）和萨尔梯河（Sal Ti streams），经由塔洛克山口（Talok Pass）从察隅直至缅甸北部的康提垄地区。中国人已经从云南一侧渗透到康提垄地区。如果他们返回西藏，必然也会尝试从这里划界。趁现在还有机会关闭这扇特殊之门，可谓审慎之举。邓达斯辩解道：中国人在叶普河的边界点并没有他的前任威廉逊认为的那样合理。他这样写道：“中国人仅仅去了一次曼尼克莱，在那里插下了他们的旗帜，这并不等同于边界线，也不证明我们不能在多曲（Tho Chu）以北的地方宣誓主权。”我们暂且忽略中国人前往叶普河拜访的次数是三次而非一次，邓达斯继续表示，尽管意义重大的米什米人的定居停止于叶普河以南，但西藏人的定居直到卡浩村（the village of Kahao）才真正开始，即迪曲河汇入洛希特河之处。在二者之间，只有四处西藏民居（瓦弄［Walong］和提奈［Tinne］各有一处，董［Dong］有两处）位于米什米人习惯于放牧的地方。邓达斯说，的确，一些西藏人常常被米什米人雇来放牧。叶普河、多曲、迪曲之间的地区是真正的“汤姆·梯特勒的土地”（Tom Tiddler’s Ground，查尔斯·狄更斯著，又名《富乐园》，指争议未决的地区，比喻易生财致富的黄金宝地——译者）。邓达斯建议，这条新的边界线应沿着分水岭向东，从格雷山口沿着多曲北部至洛希特河，在卡浩村（邓达斯认为这是最靠南面的一个西藏村庄）南边越过洛希特河，随后向东沿着克里提河（Kri Ti）和迪曲河（Di Chu）之间的山脊进入塔洛克山口。印度政府更希望将塔洛克山口这条路线纳入康提垄，因而对该建议稍作修改，将卡浩村纳入英属印度领土，然后令这条边界线从洛希特河沿着迪曲河以北直至塔洛克山口。
 
[168]



1914年2月，在西藏人最终接受新边界线之前，这条建议中越过洛希特河的边界线因为英国人在该地的行政管理而得到进一步确定。
 
[169]

 1914年1月1日，邓达斯的助理、负责米什米部族地区的奥卡拉汉（T. P. M. O’Callaghan），带领39名廓尔喀人组成的护卫队，从萨地亚出发，沿着洛希特河游历。2月初，他抵达叶普河，看到了中国清王朝在1910年和1912年初在当地所立的界标，同时也看到1912年6月中华民国官员在米什米使团从曼尼克莱撤离后重新竖立的界标。奥卡拉汉将自己能找到的界标全部连根拔起，并带到上游的卡浩村埋在地下。他为自己的行为所找的正当理由是：

如果我们允许这些界标继续存在下去，今后就可能会被误解为我们默认了中国人和西藏人对这些领土的主权，而通过我拔除这些界标，并将其弃之于卡浩村，我们便不承认任何人在此处的主权。
 
[170]



奥卡拉汉从卡浩村继续前往日马（Rima），受到了当地西藏政府的热情欢迎。当地政府询问西姆拉会议进展如何，并向他保证，他们认为西藏利益在英国人手中是安全的。他没有发现能证明中国人在察隅有丝毫影响的证据。就在奥卡拉汉拔除中国人的界标之际，有证据表明，印度政府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将这些界标移到无疑属于西藏人定居处的卡浩村以北。然而，奥卡拉汉的行为得到了阿萨姆行政专员阿奇戴尔·厄尔爵士（Sir Archdale Earle）的授权，因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该问题。
 
[171]

 卡浩村由此变成了英属印度领土，边界线从迪曲以北直接穿过。

洛希特以东是英属缅甸。如果新边界线麦克马洪线的东侧仍然悬而未决，那么，这处与西藏间未划定的边界也不容忽视。有必要在位于新的西藏-印度-缅甸三方交界点的塔洛克山口，与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分水岭上（英国人宣称该分水岭是英属缅甸与云南省的边界线）的伊苏拉齐山口（Isu Razi Pass）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172]

 这就出现了塔伦河的问题。塔伦河是伊洛瓦底江的恩梅开江分支的一个小支流，起源于西藏附近的卓瓦镇（Drowa）和门贡镇（Menkong）。塔伦河的最上游部分显然住着一些西藏人，其流经路线途经门贡镇和阿墩子两地，将察隅、波密、工布（Kongbo）和云南连接起来。因此，塔伦河沿线可谓真正的分水岭边界线，可以令英国侵入到毫无疑问属于西藏的领土；此外，这一点也正是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的内外藏边界线的源头和起点。在1912～1913年冬天，普理查德上尉（Captain Pritchard）和沃特菲尔德上尉（Captain Waterfield）来到塔伦河谷探险，由此极大地丰富了普理查德和贝利在1911～1912年间获得的信息。
 
[173]

 这次探险令普理查德失去了性命，但也表明英国理想的边界线是一条在北纬27度40分的地方穿越塔伦河的边界线。塔伦河分界线以北的居民从未给康提垄酋长纳过税，他们认为自己是西藏臣民。军事部门也认为，对于塔伦河谷以北的军事防御，英国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印度政府接受了普理查德和沃特菲尔德的建议，并将其体现在麦克马洪线中。
 
[174]



一旦印度政府决定详细地划定这条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长达850多英里的新边界线，就不得不令西藏代表接受这样一个建议：英国实际吞并了被达赖喇嘛视为自己领土范围内的2000多平方英里约5179平方公里的土地。1914年1月和3月间，当西姆拉会议在德里举行之际，查尔斯·贝尔和伦钦夏扎通过一番谈判达成了上述协议。双方谈判结果便是1914年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秘密换文。
 
[175]

 换文的文本第一次被公布是在1929年。通过这些换文，我们就能大致了解谈判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76]

 不幸的是，印度政府认为与伦敦沟通贝尔—伦钦夏扎谈判备忘录似乎并不恰当；而现今的印度政府也不大可能在今后公开这些文献，因为它们和现代中印边界争端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
 
[177]



自1911年印度政府获得的关于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的地理信息，体现在一幅地图中，这幅地图比例尺为8英里∶1英寸，共有两页，名为“印度东北边疆，临时”（North East Frontier of India，Provisional）。在这幅虽然远远不够完美、但却是当时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地图上，这条新的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被绘制在上面。
 
[178]

 现在，印度政府必须说服伦钦夏扎接受这条边界线。由于缺乏备忘录，我们很难说清当时印度政府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是有可能的。第一，伦钦夏扎很可能把麦克马洪线视作一笔更大买卖中的一部分，至少后来西藏人是这样辩解的。西藏代表同意与英国人划定这条符合印度政府喜好的边界线。英国人则保证划定一条更符合达赖喇嘛喜好的中藏边界线，没有英国人的帮助，西藏政府永远不会得到这样一条边界线。这样一笔交易，如果真的发生过，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充分解释了麦克马洪不愿和中国人在划定内外藏边界线时做出让步的原因。如果是这样，那么，是麦克马洪线导致了西姆拉会议的失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姆拉会议反过来又成为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安全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麦克马洪线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二，从目前公布的极少数文献资料可知，伦钦夏扎的确没有无条件地放弃西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主权和权利。在达旺地区，他保留了他所认为的收税权，尽管试图通过以下术语伪装：“西藏政府现在征收的某些税费……从门巴人和珞巴人出售的物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香河和洛希特河谷。伦钦夏扎似乎坚持认为，锡约尔河上游的拉鲁家族的家产无论如何不能受到影响。最后，在苏班西里河上游，西藏朝圣香客还将和往常一样，不得受到英国人干涉。对于这些条件，麦克马洪似乎都已经同意了——这是对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向伦钦夏扎发去的照会所做的最符合逻辑的解释。他还向西藏人保证，如果觉得因为麦克马洪线而遭受了任何损失或困难，他们有权与查尔斯·贝尔就此问题重开谈判。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麦克马洪线具有临时性和实验性的特点。正如麦克马洪本人在信中向哈定和克鲁拐弯抹角地做出的解释：

拉萨的西藏政府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一边界问题，同意西藏全权代表承认现在这条印度和西藏之间划定的正确边界线。在我们针对双方边界进行谈判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尽可能表现出合理、公正的态度。要不是鉴于西藏政府和我们或许在将来修订这条边界线的任何地方时需要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毫无疑问会对西藏人的利益表现出同样的态度，但这种义务等内容并没有在协议中提到。
 
[179]



基于这一分析，麦克马洪线便包含了相当奇怪的宪法含义。诸如达旺地区、香河上游、锡约尔河谷以及叶普河和卡浩村之间的洛希特河等地方，都被划定到英属印度帝国的领土范围之内了。然而，这些地方并没有成为英国统治下的领土。实际上，这些地方更像是英国的保护地，正如不丹那样，具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然而，不丹是一个拥有自己权力的政治体。不丹人自我管理这一政治体。而像达旺这样的地方，是对外国政府负责，无论如何都不是由大英帝国任命的官员来治理管辖的。由此，人们可以辩解说，西藏的部分领土如达旺等，已经处于英国利益范围之内，而此处的麦克马洪线，与其说是一条国际边界线，不如说是印度政府无法容忍除了西藏之外的任何国家地区的影响力（例如中国）出现在这条边界线以南；而即便是西藏的影响力，也只能在不带有侵略性的情况下才被印度政府接受。从这一观点来看，这也是西藏人有可能接受的唯一解释，麦克马洪也在很大程度上遵守着“松散的政治控制”这一政策。例如，在洛希特河谷，克鲁勋爵已经接受了这一原则，认为有必要设置一个英国哨岗，但英国军队不得驻守在中国人曾经竖立过界标的叶普河以北。

如我们所见，麦克马洪线边界实际上涉及将西藏领土名义上转让给印度政府。由于这场交易发生的时刻正值英国、西藏、中国代表讨论西姆拉条约的签名事宜，而西姆拉条约则有可能宣布西藏处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并构成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麦克马洪得出结论，最好还是争取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这条边界线。然而，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并不在西姆拉会议的议事日程上；英国人又不希望与中国人讨论他们认为与之无关的事宜。所以，要想获得中国代表批准一则他们一无所知的条约（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换文），而且英国代表并没有向中方代表正式提及该条约是何主题，这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但麦克马洪决定尝试一次。他使用的方法便是一幅草图，比例尺为1∶380万，在整个西姆拉会议上，他不断地将边界线绘制在这幅地图上。在这幅地图上，麦克马洪标出了他认为的内外藏正式分界线。“大”西藏（the greater Tibet）的边界线，也就是即将被划分的这个区域，用红线标注出来。内外藏之间的边界线，也就是中国和自治西藏之间的边界线，用蓝线标注出来。由于在理论上，西姆拉会议只关注中藏边界问题，麦克马洪草图上的红线并不总是围绕着“大”西藏而定。这条线从最西北部的喀拉喀什河突兀地发端，到东南方向的达旺地区则戛然而止。从喀拉喀什河到伊苏拉齐山口上的缅藏中三地交界点，这条红线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开来；从伊苏拉齐山口到达旺地区，红线又把西藏从英属印度区分开来。如果中国人同意了地图上标明的内外藏划分界限，那么，他们将会发现自己也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当然，除非他们能及时地发现麦克马洪线的目的是什么，从而提出移除伊苏拉齐山口—达旺地区之间的红线。和那些在当前中印边界争端中为印度辩护的普通印度外交官一样，陈贻范很可能也不擅长查看地图，他似乎并没有觉察出麦克马洪所耍的手腕；抑或，即便他真的发现了什么问题，也慑于英国代表团的压倒性优势而不敢抗议。正如预期的那样，他在1914年4月27日，在画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上进行了草签，这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却的行为。

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明明有机会，印度政府却没有争取划定整个西藏的边界？划界时为什么要留下达旺地区和喀拉喀什河之间的这块地区？红线之所以终止在达旺地区和喀拉喀什河边，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正如我们已经提到，印度政府并不希望再发起一轮关于划定尼藏和缅藏边界的谈判。
 
[180]

 尼藏边界和缅藏边界的划定都不令人满意。其划定都需要准备大量的原始资料以供讨论，而如果不邀请相关国家的代表参与谈判，划定这两处边界都将是空谈。麦克马洪自然不愿意邀请尼泊尔和不丹参与西姆拉会议，而1890年条约已经规定了锡藏边界，因而也不必在西姆拉会议中再讨论这一话题。对于尼泊尔以西的大片印藏边界，只存在一些小问题上的争端，如什布奇山口（Shipki Pass）附近地区，以及沿着现在的东旁遮普（East Punjab）、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边界上的小争端，以及沿着西藏—拉达克边界上（Tibet-Ladakh border）的小争端，如在库尔纳克（Khurnak）、尼苏（Nyagzu）和碟木绰克（Demchok）等地。无疑，和伦钦夏扎详细讨论这些话题，可能不但会耗掉大量时间，而且还一无所获。
 
[181]

 此外，额外延长麦克马洪地图上的红线，必然会把英藏边界和中藏边界一样带到西姆拉会议议程上，而一旦会议开始讨论英属印度边界，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麦克马洪线就不可能不引起注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代表在西姆拉会议期间针对麦克马洪线以南提出的特殊领土主权声明的事实，竟然没有得到回应，这的确令人感到吃惊。1914年1月12日，当陈贻范阐明中方观点时曾提出，赵尔丰在1911年就将察隅的部分山地部族纳入清王朝的保护之下，而察隅的某些山地部族似乎覆盖了阿波尔人、米里人和米什米人的居住区。
 
[182]

 在西姆拉会议的不同阶段，每当陈贻范在草图上画出他对内外藏边界线的理解时，中国边界线总是从洛希特河的叶普河支流所在地瓦弄以南开始，向西与洛希特河-德赖河交汇点的洛希特河接壤，随后向西北穿过迪邦河谷，在麦克马洪线稍南端与底杭河-香河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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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底杭河-香河开始，陈贻范所绘制的边界线继续向西北直达西藏江达（Giamda），中国代表团坚持认为江达是位于中藏边界线上的一个镇。当陈贻范将内外藏边界线从江达后撤到萨尔温江（中国称为怒江）时，可以说他放弃了中国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所有主权声明。然而，西姆拉会议并没有接受陈贻范做出的这一让步，由此，中国人又重返他们先前声称的江达边界线，该边界线包含了阿萨姆部族山区。那么，既然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的麦克马洪线与陈贻范本人所表达的边界线相冲突，陈贻范为什么还要在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草签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陈贻范一定意识到他的行为会遭到自己政府的斥责，因而他草签的内容是什么并不重要。第二，鉴于他同意草签之前面临的巨大道德压力，他极有可能没有过多考虑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标注出西藏边界红线的小小附加物，而这条红线后来竟成为著名的麦克马洪线。

毫无疑问，在征求中国代表同意其边界线的过程中，麦克马洪并没有采取明确坦率、直截了当的方式。如果中国代表真的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他们必然发现很难否认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印藏边界的划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合法性。然而，中国代表并没有正式签字，截至1929年，当3月24～25日的英藏换文首次公之于众时——如果不是在更早时候公布的话——中国政府一定发现自己成为英国骗局的牺牲品，这也就充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痛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原因。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搞清楚，麦克马洪事实上也在试图哄骗中方代表接受拉达克最东北部的大片领土之地位发生变化的事实，即现在众所周知的阿克赛钦（Aksai Chin）。20世纪50年代，当中国人提出对阿克赛钦拥有主权时，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正是西姆拉条约所附的那幅地图暗示着中国人接受了麦克马洪线，同样也暗示着英国人（由此导致印度）接受西藏（由此导致中国）至少拥有阿克赛钦的部分领土。

1899年3月，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Sir Claude Macdonald）给清朝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照会，承认了中国对阿克赛钦部分领土拥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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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从来没有正式回复过这份照会，但在20世纪最初10年间，英国人认为自己受到了这份照会的约束。随着俄国人越来越有可能占领新疆，贫瘠荒芜、渺无人烟的阿克赛钦高原获得了英国战略家的青睐。他们认为，作为潜在的俄国领土和从喀喇昆仑山脉通往印度平原的山口间的缓冲区，该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印度政府认为应当针对阿克赛钦采取一些措施。根据1899年的照会，很难说阿克赛钦是属于英属印度的领土。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片土地变成西藏人的呢？无论如何，这是1907年印度外交部门的路易斯·戴恩爵士（Sir Louis Dane）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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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新疆局势更加严峻，哈定勋爵敦促：在英国承认俄国人保护或吞并新疆作为重新调整喀什噶里亚—克什米尔边界（Kashgaria-Kashmir）的先决条件的过程中，阿克赛钦务必不可落入俄国人手中。西姆拉会议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了绝好的机会。麦克马洪一定是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在他的地图上，这条红线向西北方向直指阿克赛钦侧翼的喀拉喀什河（Karakash River）北岸。由于红线被定义为“西藏的边界线”，而西藏又位于红线以南，因而便得出结论：至少阿克赛钦的部分领土是属于西藏的。这一观点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或许，通过地图最容易理解其含义。第20幅地图表明了西姆拉条约所附图上的红线。第22幅地图标明1899～1947年间阿克赛钦边界发生的浮动变化。第21幅地图则标明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的红线最西端末端遵循着当前印度宣称的阿克赛钦地区部分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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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积极捍卫了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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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可以认为，这条特殊的边界线的确是传统上确立的印藏边界线，时间可以追溯到远古。本书前文已阐述了这一说法的弱点，此处毋庸赘述。第二，1914年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换文是国际法中合法有效的协议。这种观点几乎没有什么说服力。通过1906年中英条约，英国承认中国有权管理西藏的外交关系，也承认英国人只能通过中国政府与西藏政府进行谈判，因而这一点超出了拉萨条约和贸易协定的范围。西姆拉会议之所以召开，就是为了搞清楚英藏关系的本质能否获得修订；而当英藏双方交换关于麦克马洪线的换文时，西姆拉会议并没能产生各方一致同意的草约，更不必说各方签字盖章的正式协议。毫无疑问，1914年3月，英国根本没有条约权与西藏代表签署双方协议。第三，无论3月24日和25日换文的有效期如何，麦克马洪线得到了中方代表陈贻范的确认，4月27日，陈贻范在西姆拉草约及其所附地图上进行了草签（initialled the draft Convention and the attached map）。印度观察家及其拥趸者，例如奥拉夫·卡罗爵士（Sir Olaf Caroe），继续指出，尽管陈贻范称自己草签了（initialled
 the map）地图，但他实际上是正式签署了（actually signed
 it）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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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地图就是证据。但这是真正利用语义学搞的恶作剧。草签（initialling）是一个技术术语，只有外交官才理解其含义；从外交的角度讲，陈贻范的确是草签了（initialled
 ）条约。他对西姆拉草约和所附地图的草签行为，很快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驳斥和否认，正如陈贻范曾警告麦克马洪的那样。很难依据国际法认定这些文件的有效性。印度政府自然对西姆拉条约不抱任何幻想，在西姆拉会议结束后不久写给查尔斯·贝尔的信中，印度政府指出，“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俄国政府也没有承认西姆拉条约，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个条约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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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代表从未签字，而俄国人又不接受，由此可推测西姆拉条约始终是无效的。

萨佐诺夫始终了解麦克马洪线谈判的一般性质，但必然不会有人告诉他，该谈判还涉及割让西藏领土。尽管情况颇为复杂，又具有一定误导性，而且近些年的言论也有互相矛盾之处，但和春丕谷一样，直至1914年，色拉山以北的达旺地区都是西藏领土这一点确信无疑；达旺地区由西藏官员错那宗本治理，向达赖喇嘛政府的财政部门纳税。色拉山以南地区虽然没那么清晰，但即便如此，西藏在该地的主权领属仍然十分有力。通过麦克马洪线纳入英属印度的达旺领土要比春丕谷的面积大得多。若吞并达旺地区的消息公之于众，萨佐诺夫必然不会接受，正如他反对英国重新占领春丕谷。因此，印度政府占领达旺地区的行为，无疑完全忽略了1907年的英俄协定。格雷和克鲁不可能完全了解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真正发生了什么。他们似乎没有机会研究贝尔和伦钦夏扎关于达旺地区的谈判备忘录，也无法详细地了解西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影响力达到了什么程度。正如我们所见，自阿波尔远征以来，印度政府很少公开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发生的情况。议会成员也无法弄清楚，英国究竟是打算扩张领土，还是仅仅巩固现有领土。如果有关达旺地区的真相在1914年被公之于众，那么，格雷完全有可能将相关情况向萨佐诺夫全盘托出，由此强化俄国在阿富汗和其他地区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伦敦甚至极有可能决定将达旺地区置于大英帝国领土范围之外。

从西藏获取麦克马洪线之后，麦克马洪自然迫切地想看到这条边界线不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制图表达。在他的《最终备忘录》中，麦克马洪敦促印度政府采取措施开通阿萨姆部族山区的贸易路线，即穿越达旺地区直达底杭河—香河与洛希特河谷的商贸路线。或许，他有些怀疑这条商贸路线是否能给英属印度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但他必然知晓这些商贸路线会给英国官员制造机会，令其沿着麦克马洪线探访那些偏远地区，同时确保在阿波尔地区设置“商贸”站点的既定政策会得到更广泛的实施。麦克马洪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亟须一位英国官员前往达旺地区，以确保达旺纳入英国势力范围后出现的情况不会有损英国的利益。有关达旺，还有很多需要学习了解的地方。印度政府必须和统治该地的达旺寺建立联系；必须采取措施将门巴人及其东部的非佛教徒部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降到最低。当然，麦克马洪并没有建议将达旺地区直接纳入英国统辖之下，这必然会违背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互换照会以及印度事务部宣称的“松散的政治控制”政策之基本精神。麦克马洪所要求的不过是派遣一位“在部族地区有治理经验的”英国官员，携带“一位对西藏事务有丰富经验的本地助手和一位本地的医生助理”，对达旺地区进行一次试探性的访问，以便为将来的政策制定等提供基础。当麦克马洪提出这一要求时，印度政府实际上已经根据以上原则进行了实践，但麦克马洪却特意没有在他的《最终备忘录》中提及。

在1913～1914年的寒冬，东北边疆西段政务官内维尔上尉（Captain Nevill，Political Officer，Western Section，North East Frontier）率领令人生畏的一千余人组成的队伍，深入达旺地区和苏班西里河谷之间的阿卡山区（the Aka hills）。在1914年3月底，与达夫拉部族发生武装冲突之后，内维尔及其同伴、医生肯尼迪上尉（Captain Kennedy）一起前往达旺地区。3月23日，他们抵达德让宗。4月1日，抵达达旺镇，并与掌管当地政府的西藏官员，两位错那宗宗本会面。内维尔确信，达旺地区，至少“色拉山以北地区”属于西藏政府，位于错那宗管辖范围内。色拉山以南，除了森格宗村（the village of Sengedzong）之外，都在拉萨哲蚌寺的子寺、拥有500多名僧人的达旺寺（the Great Tawang monastery）的统辖范围内。达旺僧俗官员怀疑内维尔之行标志着英国人对阿萨姆喜马拉雅部分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前，该地区始终未曾引起印度政府的真正关注。1913年，莫希德（Morshead）和贝利（Bailey）成为拜访达旺地区的第一批欧洲人。西藏官员似乎十分迫切地想和这些新来的英国人讨论政治事宜。但除了礼貌性的问候之外，内维尔拒绝讨论政治问题。尽管此时至少在理论上达旺地区已经属于英国一周多，但内维尔并没有试图通知达旺地区和错那宗政府这一事实。事实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没有一个印度政府官员提到英国占领了达旺地区。返回印度之后，内维尔敦促印度政府在达旺设立长期性的英国代表，但他的观点甚至都没有被正式传递给西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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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度政府并不打算考虑扩大自己在偏远边界地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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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麦克马洪线诞生之后，印度政府并没有立即采取任何行动向伦钦夏扎及西藏政府表明，他们认为达旺地区虽理论上属于英国，但实际上仍是西藏政府领土的观点是错误的。英国的不作为也同样被拉萨理解为：西藏政府在阿萨姆喜马拉雅的某些地区也拥有领土主权。

中方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这一事实，已在国民党时代的中国地图中得到明确体现；而中方拒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并非由于这条边界线涉及英国吞并西藏（从而也就是中国的）大片领土，而是由于中方坚信英国政府和西藏政府根本没有讨论麦克马洪线的权利。无论麦克马洪线经过哪些地方，只要在西姆拉会议上发现了其条约基础，中国政府就自然拒绝接受。这一点也正是尼赫鲁先生及其顾问似乎始终未能理解的，而他们本应更加理解这一点。作为一条边界线，一旦麦克马洪暗示的意思不存在，这条1914年的边界线也就备受诟病。印度政府吞并达旺地区很可能是个错误。从过去多年试图获得西藏的合作这一点来看，如果麦克马洪线保留在色拉山这条边界线，会产生更好的效果。将边界线从叶普河向北推进到洛希特河上的迪曲，也是非常糟糕的建议。毕竟，中国人在清代和中华民国期间都声明对叶普河边界线拥有主权，他们还在叶普河设立了边界标志，等于公开宣布了中国的主权范围界限；麦克马洪对于这一点拒不承认，也不做评价，或许太过愚蠢。奥卡拉汉将中国人竖立在叶普河的边界标志拔除的行为，很难说是态度友好的行为。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其实也是愚不可及的行为，因为这相当于毁掉了中国人认为他们的边界线最北抵达过老外线的证据。沿着麦克马洪线的其他地方，例如在苏班西里河，在香河—底杭河（或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迪邦河和塔伦河等，英国人在选择其边界线时都表现出一定的克制。

一旦认为非佛教徒山地部族，如米什米人、阿波尔人、米里人、阿卡人、达夫拉人等等都不是西藏人，从法律等任何重要的角度来看，也从未是西藏臣民，那么，除了达旺地区和洛希特河之外，麦克马洪线就为西藏领土和非西藏人居住处提供了一条合理的边界线。不可避免的是，麦克马洪线以南居住着一些西藏人，正如在锡约尔河上游和香河河谷，一些非藏族族群生活在麦克马洪线以北、雅鲁藏布江上的白玛科钦。在实践中，几乎不可能设计出一条完美的民族边界线。如果真正尝试解决英中边界争端，或者，如果阿萨姆边界问题被提交由他人仲裁，那么，除了达旺地区和洛希特河之外，结果很有可能是和麦克马洪线非常相似的一条边界线。值得一提的是，麦克马洪线本质上还是一条民族划分线，将藏族和非藏族分开。只有在偏离了民族划分原则的达旺地区和洛希特河地区，出于战略考虑的原因，这条边界线遵循了当地的地理特征。除了这两个地区，麦克马洪线背后的争论实际上并非围绕传统的印度边界是否遵循了喜马拉雅山脊原则，而是非藏族或非佛教徒的阿萨姆山区部族，若不在西藏主权统治之下，就应被合并到印度帝国。

当前的印度政府没有能看到这一点，或者说拒绝看到这一点。印度政府重申：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传统边界线也是遵循喜马拉雅山脉分水岭的边界线。印度政府宣称，麦克马洪线是一条分水岭边界线（a watershed alignment）。实际上，分水岭原则根本没有在1914年3月24日和25日的英藏换文中提过。该原则只出现在1890年锡金—西藏条约里的中印边界条约语言中，而且只有很短的一段边界是根据两条河系之间的分水岭划分的，但这并没有试图在整个喜马拉雅边界上创造出一条分水岭边界线原则（a general watershed principle for all Himalayan b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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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我们所见，麦克马洪线并没有遵循流入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以及流入中亚沙漠、中国和东南亚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我们对麦克马洪线做出的唯一大体上的地理学描述只能是这样：这是一条或多或少遵循了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最高峰走向的边界线，这些最高山峰则通过分水岭连在一起。然而，这一描述是绝对不够全面的。不少最高峰，例如雅鲁藏布江上的南迦巴瓦峰，就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分水岭所遵循的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正如我们所见，印度政府不得不在若干有可能的分水岭体系中做出选择。有时候，麦克马洪线完全偏离了分水岭概念，而是穿越了一条主要河流，诸如娘江河（the Nyamjang），苏班西里河（the Subansiri），香河—底杭河（the Siang-Dihang），洛希特河（the Lohit）和塔伦河（the Taron）等。此处的分水岭，与其说是一条普遍的制定边界线的原则，不如说是一个将居住在山谷里的人们区分开来的简便方法。

当意识到麦克马洪线不是一条完美勘测的分界线后，使用分水岭原则与否，就具备了重要的意义。截至1914年，麦克马洪线穿越的诸多地带已经被印度政府派人勘察过，其准确程度也各有不同；但绝非整条边界线都被勘测过。从底杭河-香河到不丹边界沿线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印度政府非常不了解的地带，只有贝利和莫希德在1913年对这一地带北部做过部分勘测，他们所做的工作增强了之前印度测量局派出的本地探险家（班智达，藏语，意为智者译注）收集的个别资料。因此，在麦克马洪线初次绘制的地图上，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如果中国人承认麦克马洪线为合法的边界线，那么，在联合划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有争议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在麦克马洪线上设立哨岗的当前印度政府发现，在好几处地方，1914年地图上的边界线都没有遵循有利于印度的分水岭原则。但结果是印度宣称对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地方拥有领土主权，这具有讽刺意味，例如，达旺地区。这一次，中国政府成功地、令人信服地指出，麦克马洪线和印度政府声明的不一致。尽管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但也颇为愉快地指出，即便他们承认麦克马洪线，也绝不会完全同意印度政府对边界线的看法。印度政府回复道，1914年地图与分水岭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是因为印度政府遵循的是分水岭而非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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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观点丝毫没有说服力，因而印度外交部的法律顾问便援引凡是与东南亚殖民帝国边界线相关的先例，如拉丁美洲，荷兰和葡萄牙之间存在的先例，更不用说荷兰和美国之间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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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丝毫不为所动，这一点并不出乎我们意料。

如果麦克马洪希望他绘制的边界线不是印度政府和西藏政府之间私下议定的一条十分模糊不清的边界线，那么，他很有可能像1890年锡金-西藏条约谈判者那样，将分水岭原则插入到划定麦克马洪线的相关条约的文本中。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如果本章先前对麦克马洪线的宪法基础分析是正确的，那么，麦克马洪本人可能从未预料到印度政府的管辖范围会一直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他或许也永远不会相信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进行精确的划定。麦克马洪本人真正想要的，不过是从理论上界定英国领土的边界线。这条边界线完全基于假设，其北部边界应当掌握在软弱无力的西藏政府手中，因其侵犯边界的行为不会对印度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麦克马洪所绘制的边界线并不是用来将中国人排除在外的。不利于中国人的边界线并不是麦克马洪线，而是内外藏之间的边界线。当然，中国人通过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而对内外藏边界线进行长期的诋毁。但内外藏边界线并没有阻止中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解放”外藏，这一过程令麦克马洪线承受着注定无法承受的压力。

第六节 结论和尾声

未签署的西姆拉条约，新订立的西藏贸易协定以及麦克马洪线，都是印度政府从西姆拉会议中获得的红利，是自荣赫鹏使团以来10年间承受的谈判、辩论和焦虑所给予的回报。深深卷入西藏问题的英国官员，像查尔斯·贝尔和亨利·麦克马洪等人，宣称他们现在非常满意，并历数1914年在西姆拉和德里缔结的各种协议给英国带来的好处。然而，实际上，即便是贝尔也不可能没有意识到，由于西姆拉条约缺乏中国人的签字和俄国人的承认，西藏的法律地位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比起1912年之前，印度政府现在或许可以更容易地和西藏政府打交道了，但这并非由于1914年签订的各项条约，而是因为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暂时令中国在拉萨的权力和影响崩溃导致的结果。西藏仍在中国的宗主权之下，尽管西藏的统治者时不时地宣称西藏是个独立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宣布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事实上，在1914年之后，中国人和在1910年一样，强烈宣称他们拥有重新占领中部西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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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论上看，自1906年英中协议签订以来，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20世纪50年代，当中国人“和平解放”西藏时，那些同情西藏事业的国家发现自己甚至无法为达赖喇嘛提供令人信服的法律辩护，于是，就像1910年相同情况下他的前任逃往印度那样，十四世达赖喇嘛也逃往印度。

如果北京接受了西姆拉条约，会出现什么情况？西姆拉条约会不会限制中国在外藏的军事活动自由？中国人一旦坚信西姆拉会议真正结束，不会再转到北京或伦敦继续召开，便加大了通过在昌都与噶伦喇嘛谈判、从而与西藏人达成某些妥协的努力程度。他们开始考虑派遣使团从边界地区前往拉萨。在1915年春，他们成功地诱使一个西藏代表团在打箭炉与之谈判。然而，这些举措似乎希望渺茫。在1915年夏，中国外交部再次主动接触朱尔典，探讨是否有可能适度地修改西姆拉条约。对于内外藏边界线，现在的中国人比1914年理智得多。例如，他们同意在签字一年后从昌都撤军。作为回报，他们希望对西姆拉条约中关于中国宗主权的文字措辞做一些小的修改，他们寻求在昌都、江孜、日喀则、亚东、噶大克和其他将来可能对英国贸易开放的地方，设立中国贸易代表的权利。中国贸易代表的职衔和地位与英国贸易代表相同，代表的护卫规模也和英国代表卫队相同。朱尔典拒绝在此阶段重开西藏问题谈判。

1916年，袁世凯在试图复辟帝制的过程中死去。随后，便是新宪法之下的中华民国重申立场，这个过程等同于政权发生变化。袁世凯总统的继任者是否愿意遵守袁世凯的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的草签呢？朱尔典认为不会。他敦促举行新一轮的三方会谈，新的会谈将以西姆拉条约为基础，且吸收中国人在1915年提出的建议。就在英国政府仍在考虑朱尔典的建议之时，1917年下半年，云南省和四川省之间爆发了内战，给西藏边界地区的中国军队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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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伦喇嘛似乎不愿意在中国人势力衰败的时候趁火打劫，但到了1917年年底，当绝望中的彭日升将军试图从昌都发起反攻直指拉萨时，噶伦喇嘛毫无选择，只能反击，中国人彻底崩溃了。1918年4月，昌都沦陷。彭日升和2000多名中国士兵落入西藏人手中。他们竟然受到良好的待遇，这让人颇为吃惊，最后，他们经由印度、缅甸和云南撤回中国内地。截至1918年初夏，西藏人已经对巴塘构成了威胁，并呈现出一举攻打至打箭炉之势。就在这个关头，四川官员寻求驻成都的英国领事官员台克满的帮助。1918年10月，在台克满的调停下，中国政府和噶伦喇嘛之间签署了停战协议，或多或少令陈贻范草签的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绘出的澜沧江—长江分界线的中藏边界局势有所稳定。这些事件令北京迫切地希望最终解决西藏问题，避免1918年绒坝岔协议被破坏，西藏人继续向东推进。1919年初，他们似乎再次提出，若根据中方1915年提出的建议对西姆拉条约做出修改，则中方愿意在修改后的西姆拉条约上签字。然而，现在西藏人不断打败中国军队，而且很可能再次获胜，自然不愿与中方谈判；印度政府也看不出接受中方建议会带来什么好处，因而这次建议很快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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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到了1919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西姆拉条约都消失了。要不是印度政府在1929年编辑《艾奇逊条约集》的时候将西姆拉条约、1914年3月24日和25日英藏关于麦克马洪线的换文文本公布出来（不包括地图），人们可能不会再听到任何关于西姆拉条约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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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17年，印度政府可以抽出足够的时间认真考虑西藏问题了，他们认为印度政府现在不能和达赖喇嘛政府建立过于公开的关系，除非俄国人能批准西姆拉条约的基本原则。英俄在1915年针对该问题展开了谈判，由于亚洲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俄国又获得了亚洲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和欧洲的土耳其（European Turkey），因而英俄谈判的话题涉及整个中亚局势。此次英俄谈判似乎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the Dardanelles campaign）有关，该战役最终通过撤兵的方式戛然而止。然而，盟军获胜之后可能在大范围内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俄国自然会索取她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最好不要对西藏承诺过多，由此削弱他们在战后讨价还价的力量。因此，在1916年和1917年，即便面对达赖喇嘛本人发出的邀请，由于担心俄国人会基于1907年英俄协定提出抗议，英国政府便拒绝了英国官员访问拉萨的申请。允许英国官员在特定情况下访问拉萨的西姆拉条约第八款也因此变成一纸空文。直到可能对盟军友好的（沙皇）俄国政府永远地垮台之后，印度政府才最终开始认真地考虑派遣使团前往拉萨。1920年11月，查尔斯·贝尔爵士率领使团抵达西藏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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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开创了一个先例，此后，历任锡金政务官便时不时地访问拉萨。此外，1937年2月，当古德使团（the Gould Mission）离开拉萨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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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团的一位成员从此留在了拉萨。如此，荣赫鹏始终怀有的英国代表长期驻在拉萨的梦想，终于以一种相当模糊的方式实现了。印度独立之后，紧接着中国在1950～1952年“解放”西藏，这一没有正式头衔的职务，直接变成了印度驻拉萨总领事。

从1920年贝尔使团前往拉萨开始，印度政府显然认为自己可以与达赖喇嘛政府建立它认为合适的自由外交关系。在此期间，英国人对西藏的国际地位持何种看法？他们从未正式否认西姆拉条约中规定的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在伦敦和西姆拉眼中，尽管西藏地处偏远，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但在法律上无疑是中国政治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实际上，英国政府认为，只要她想让西藏拥有多大的行动自由，西藏就能拥有多大的行动自由。印度政府已经不再过于担心中国人的看法了。英国人认为在培训西藏士兵和技师之前，不必征求北京的意见，或在1922年派遣莱登拉赴拉萨劝说达赖喇嘛对尼泊尔采取更温和的政策，以及帮助西藏重组警力之前咨询北京的看法。印度政府把地理学家亨利·海登爵士（Sir Henry Hayden）借给达赖喇嘛政府，令其调查西藏的矿产资源；帮助西藏政府获得水力发电设施；帮助西藏人在江孜设立一所英国学校。印度政府所有这些行为都没有事先征求西藏法律上的宗主国的意见。此外，英国人毫不犹豫地干涉了完全可以理解为西藏内政的事务，例如，向达赖喇嘛施加压力，令其不得对出口到印度的各种商品征收小额赋税。

中国人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将西藏再次纳入到五族共和大家庭的希望，他们毫不怀疑地将英国人的对藏政策理解为英国把西藏变成自己的保护国。然而，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印度政府实际上非常努力地、竭尽所能地限制对西藏的承诺。截至此时，西藏还是大英帝国不打算吞并的那一部分土地。印度政府自然对拉萨具有真正的影响力，但这与英国在尼泊尔完全占据主导的情况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西藏从未中断和中国所有联系。西藏人很可能也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印度政府与1910年一样，并不打算帮助他们抵御来自东方的进攻。随着1923年班禅喇嘛逃往中国内地，中国人成功地在西藏政治中心建立起一个核心。有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和英国对西藏产生的影响力，及其对西藏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产生的作用，黎吉生已经做了充分叙述，此处毋庸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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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以蔽之，西藏的基本政策是成为一个宗教国家，避免过快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同时又要避免过于接近中国和英属印度。中英两国在西藏的影响力可谓此消彼长，但哪一种影响力也不能说占据了拉萨的主导地位。西藏的历史并不是一个英国保护国的政治历史。

如果说有什么的话，西姆拉会议之后的西藏成了今天称之为的中立国，在利益相互冲突的强邻夹缝中间艰难地求生存。然而，西藏的中立并没有任何国际协定，以及类似日内瓦会议的机构作保证。如果西姆拉条约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被人遗忘的话，或许还会发挥这样的作用。由于缺乏任何保障，西藏的中立是极端不稳定的。英国人不愿意，或许更没有能力保护西藏的中立地位；中国人只有在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有效地复兴赵尔丰政策的情况下，才会尊重西藏的这种中立地位。随着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西藏的中立地位注定要消亡；但即便是国民党成功地击垮共产党，西藏的中立地位也可能受到同样的威胁。一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现在称为“中国西藏地区”进行“和平解放”，外部世界也无能为力，即便有人向联合国这样的机构提交进行干预的法理依据也无济于事。然而，这种情况从未真正被证实过。对于1950年英国代表在联合国上拒绝支持西藏事业的做法，黎吉生始终持有尖锐的批评态度；但只要客观地评估就必须承认，英国人现在反对中国统治西藏的理由，与1910年反对中国占领西藏时的理由一样少。或许，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西姆拉会议失败的最终意义，但即便拥有中国代表的有效签名，西姆拉条约也绝不可能变成驳斥北京“解放”西藏的强有力依据。

随着西姆拉条约日益变成一份具有古文物收藏价值的文件，麦克马洪线似乎也开始被人们遗忘。麦克马洪曾建议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贸易沿线采取一些非常温和的措施，也遭到他的上级的拒绝。阿波尔远征时期的一些更有野心的建议，例如，在曼尼克赖和洛希特河沿岸设立军事哨岗等，曾一度获得克鲁勋爵的批准，然而，作为“松散的政治控制”政策无法逃避的结果，这些建议都被无声地忘却了。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印度政府在部族山区的直接影响力其实和1912～1913年一样少。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达旺地区的麦克马洪线附近，沿着底杭河-香河或洛希特河，根本没有任何英国官方探险。迟至1947年，英国官员都没有经苏班西里河沿岸靠近过麦克马洪线，1912年初米里使团曾经到过的点仍然标志着英国人渗透过的最远的地方，但从西藏一侧却有人抵达过麦克马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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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英国边疆官员不是没有向他们的上级指出，有必要在老外线和1914年麦克马洪线之间的区域内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当时负责巴里帕拉边界地区（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西段）的内维尔，在1927～1928年的报告中就曾指出：

在谈到这段边界时，我常常听到人们表达这样的看法：这块地区一无是处，根本不值得政府做任何投入。这并不是一种正确的看法，因为这里有大片极其肥沃的土地，唯一需要开发的地方便是安定的条件和公正的管理。

内维尔继续说，不仅经济上存在有利可图的理由，政治上也具有同样迫切的原因。他在同一份报告中宣称：

毫无疑问，一旦中国人定居于此，这片西藏边疆就会变得非常重要。中国仍在密切关注着西藏和拉萨，西藏的亲中国派影响力日渐增长，如果中国控制了西藏，达旺地区尤其适合充当一个通往印度的秘密通道。俄国人也努力想在西藏建立影响力，如果获得成功，便能安全而秘密地通过这条路线派遣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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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在西姆拉总督府的平静水面上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英国人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忽略麦克马洪线的存在了。中国国民党政府开始义正词严地术语驳斥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随着1929年《艾奇逊条约集》中公开发表1914年3月24日和25日英藏互换公文（但不包括互换公文所附地图），麦克马洪线的存在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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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印度政府在竭力制造麦克马洪线是一条被英国充分管理的古代边界线的印象，1936年9月，在阿萨姆政府的一封长信中清晰地描述了这一立场，值得长篇引用：

1914年的西藏会议令印藏边界最终确定下来，其走向为：从不丹东部边界到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分水岭处的伊苏拉齐山口。西藏政府接受的这条边界线，是在当时精心准备的地图上划定的，也就是后来世人所知的麦克马洪线。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他的备忘录中建议，应当极为小心地避免与西藏政府发生冲突，保护好英国在达旺寺的既得利益，并派遣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官员前往麦克马洪线南部的该地西部，解决未来的管理问题。

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从未公开出版过，主要由于中国政府不予承认；对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提出的把英国统治范围扩展到达旺地区的建议，印度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另一个结果是，许多已经出版的地图显示出的依然是沿着阿萨姆治理边界的印度边界……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最近中国出版的地图几乎都标明，整个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部族地区，直到阿萨姆治理边界，都被纳入中国领土范围内。现在的情况是：当中国人已声明达旺以东的大片印度领土为中国西康省的一部分，并对其拥有主权的同时，在中国宗主权统治下的西藏政府，仍在这条国际边界线以南数英里的达旺地区行使司法统治权并征收赋税。

印度政府认为，应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应对中国可能扩张到达旺本地，甚或不丹和锡金的活动。因此，印度政府建议，要求最近重申麦克马洪线的西藏政府立即停止在达旺地区的收税行为，是否有必要用印度政府代替西藏政府对该地的治理，这一问题还需根据古德先生的拉萨使团报告的结论进行深入考虑。现在，印度政府给阿萨姆政府的建议是：印度政府非常希望英属印度在达旺地区的利益能通过实际的巡访或我们亲自收税而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仅仅在印度测量局地图上重新复制一条麦克马洪线，还不足以纠正1914年以来形成的错误印象。继续任由西藏在达旺和达旺以南地区行使司法管辖权，或许会令中国，或者甚至更糟，让其他有可能在将来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外国［例如，苏维埃俄国！］宣称对已经通过1914年西姆拉条约承认为印度领土的地区拥有相应的权利。无论采取任何深思熟虑的措施，都有必要清楚地声明：印度政府无意干涉达旺寺纯粹的寺院募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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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引用的这份有趣的文件所反映的对麦克马洪线重新点燃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33年圆寂之后，英国政府对于中国在拉萨影响力骤然提升做出的反应。1935年，国民党建议由一支中国军队护送班禅喇嘛返回西藏。英国人在南京的外交抗议被置之不理。印度政府为西藏情势发生的重大转折所警醒，于是派遣锡金政务官威廉逊（F. W. Williamson）前往拉萨，探查能否在拉萨政府和中国支持下的班禅喇嘛之间达成某种和平协议。抵达西藏首府后不久，威廉逊去世。应西藏人所请，新任锡金政务官贝西尔·古德（Basil Gould）取代威廉逊继续执行拉萨使团的任务。同行的英国士兵雷慕（Brigadier P. Neame）则为西藏军事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古德与西藏内阁——噶厦（Kashak）讨论了西藏外交的诸多问题，包括麦克马洪线和达旺地区。对于达旺问题，古德发现西藏人的态度如下：

（1）直至1914年，达旺无疑是西藏的领土；

（2）他们认为印藏边界的调整是1914年西姆拉条约边界调整和划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他们能够，在我们［英国］的帮助下，获得一个确定的中藏边界线，他们当然很乐意遵守1914年划定的印藏边界线；

（3）他们一直以来都受到鼓励，认为由于1914年西姆拉条约和宣言，英王陛下政府和印度政府以同情的方式看待这件事，印度政府绝不会对西藏问题采取任何措施，或声称英国在达旺地区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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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决心向西藏人证明，他们得出的关于达旺地区和麦克马洪线的结论是错误的。巴里帕拉边界地区政务官莱特福特上尉（Captain Lightfoot）应前往达旺，通知当地居民，他们现在是英国臣民，为了证明这一事实，在达旺地区进行象征性的收税。

1938年4月，莱特福特抵达达旺，成为自1914年的内维尔以来，第一个行使该责任的英国官员。他的出现并没有受到当地西藏政府的欢迎，他们要求莱特福特撤离，并拒绝了帮助莱特福特收税的请求，与此同时，他们当着莱特福特的面向当地人征税。拉萨很快获悉了莱特福特的行为。西藏政府立刻向古德提出抗议，古德斩钉截铁地回复道：达旺是英国的领土。莱特福特在返回阿萨姆后，建议英国应当立即重组达旺政府，并以某种形式长期占领达旺。然而，新德里并不接受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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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945～1947年间，色拉山以南的达旺地区才最终被纳入英国的直接统辖下；但直到1947年，达旺本身仍属于西藏领土，正如1914年的情况那样。莱特福特的访问并没有给西藏人留下太多的印象。某些印度政府将这些情况理解为西藏人对麦克马洪线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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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根据手头为数极少的文件判断，这更像是西藏人在驳斥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

在西姆拉会议召开后的若干年间，印度政府如此忽略达旺地区，很难说英国人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其余地方也是积极进取的。直到1944年，英国人在苏班西里河沿岸依然无所作为；截至1947年，英国官员都没有从印度平原来到麦克马洪线附近。在底杭河—香河沿线，工布和波密的西藏政府继续对卡阔（Karko）和西蒙（Simong）等地行使权利。此处需要提及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在理论上属于英国领土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小规模内战，一位波密来的酋长在拒不向拉萨纳税之后逃往麦克马洪线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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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939年初，萨地亚边疆地区政务官戈德弗雷（R. W. Godfrey）才开始沿着底杭河—香河河谷进行远距离巡逻，1940～1941年冬季，英国在卡阔和里嘎（Riga）设立了长期哨岗，由此最终结束了克鲁勋爵在1912～1913年强行规定的不得在阿波尔山区设立长期巡警哨岗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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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底杭河—香河一样，洛希特河也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备受忽略。在1937年，由于受到麦克马洪线再度被关注的影响（我们已注意到“麦线”与达旺之间的关系），阿萨姆政府建议，从萨地亚沿着洛希特河直至西藏察隅的道路修建工作应当重新开启。印度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但从那时起，英国政务官在米什米地区变得更为活跃。1940年，戈德弗雷一路跋山涉水来到麦克马洪线，他越过麦克马洪线，拜访了在日马的西藏政府。自1914年奥卡拉汉前往麦克马洪线以来，他是第一个抵达麦克马洪线的英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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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远东战争的爆发，印度政府再次把英国向麦克马洪线扩大统治范围的计划搁置起来。然而，日本占领缅甸的事实说明印度边界上的偏远山区和丛林地带的脆弱性；吸取了这一教训之后，印度政府于1943年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存在的问题发起了新一轮攻击，并将这一任务交给米尔斯（J. P. Mills）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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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史以来英国第一次决定系统性地渗透部族山区，采取了人类学方法将分散、特殊的文化族群纳入现代行政管理之下。米尔斯（Mills）和贝茨（Betts）在巴里帕拉（达旺地区）的工作，海门道夫（Fürer-Haimendorf）和贝茨（Betts）在苏班西里河的工作，曼恩普莱斯（Mainprice）在洛希特河的工作，都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政治形势的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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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在英国统治即将结束之际，达旺地区直至色拉山，除了达旺本身之外，都已经纳入英国的统治范围内。在底杭河—香河沿线的麦克马洪线上，修建了哨岗；苏班西里河谷的下游和中游地区，也有英国人类学家和政治官员前往访问。米什米部族和印度政府发生了联系，修通直达日马的道路计划又被提上日程。然而，直到1947年，没有人从印度方面踏上这漫长的麦克马洪边界线，印度政府始终没能说服西藏政府接受1914年的印藏边界线。就在权力移交之前，拉萨询问印度政府，随着英国统治的结束，麦克马洪线是否也会随之消亡？1947年末，在西藏政府致函刚刚独立的印度政府外交部时，表达了西藏政府的领土声明：不仅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方属于西藏领土，而且所有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西藏认为自己曾对之行使过有效主权的地方，西藏都拥有领土主权。由此，锡金、大吉岭地区、不丹和整个拉达克，都属于西藏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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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1951年间，中国政府继承了西藏政府的这些声明。

就在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立足后不久，印度政府开始对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的兴趣。1951年初，达旺地区被纳入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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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距麦克马洪线换文中西藏将达旺割让给印度，已经过了37年。整个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隶属于一个巨大的行政重组后的机构：今天的东北边疆局（he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NEFA），这是由印度外交部管理下的一个独立行政机构，但名义上由阿萨姆总督负责管理。1956年，成立了印度边疆行政机构（the Indian Frontier Administrative Service），用来给东北边疆局配备职员。截至20世纪50年代末，印度哨岗已经遍布在麦克马洪线上的多个点。例如，之前英国人从未抵达过的苏班西里河上游的朗久（Longju）。印度政府此举，连同中国在西藏地位的巩固，必然会突出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边界线的缺点。中国人开始派遣巡逻兵越过这条他们认为无效的边界线。第一批越界事件发生在1957年10月的洛希特河上游，当时中国人前往瓦弄，即1910～1912年间在中国竖立界标以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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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6月，中国人抗议印度在苏班西里河上游的朗久（Longju）设立哨岗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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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8月，一支中国巡逻队在达旺地区的兼则马尼（Khinzemane）越过麦克马洪线，同样遭到印度政府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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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稍晚一些时候，中印巡逻队在马及墩（Migyitun）以南的朗久发生了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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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中国人不像新德里那样将麦克马洪线看得极为神圣。

中国人对麦克马洪线的质疑，不仅体现在中国地图上，也体现在中国巡逻队的活动上，这让尼赫鲁先生颇为沮丧，他认为自己在1956年已经针对这条边界线和中国达成了某种协议。正如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给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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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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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56年底，我们很荣幸地接待您［周恩来］访问印度，并与您共度一段愉快的时光……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话题涉及诸多国际问题……在交谈过程中，您提起了中缅边界问题……由此您向我提出了中印边界问题，尤其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这条麦克马洪线包括了一部分中缅边界线，以及大部分中印边界线。我记得您告诉我，您不同意这条被称之为麦克马洪线的边界线，我回复说，我也不喜欢这个名字。但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暂且还是这样称呼。

您告诉我，您已经同缅甸接受了这条麦克马洪线。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鉴于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您提出也和印度承认这条边界线。您补充说，您将会征求中国西藏地区政府的意见。

在我们谈话后不久，我就写了一份备忘录记录我们的谈话，以供私人和机密使用。现在我从这份备忘录中引用一段话：

周总理提到了麦克马洪线，再次称他此前从未听说过这条边界线，当然，当时的中国政府在交涉此事的时候也不承认这条线。在涉及中缅边界争端的时候，他关注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尽管这条英帝国主义者划定的边界线并不公正，但因为这是一个既定事实，也由于中国及其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即印度和缅甸，中国政府认为，他们应当承认这条麦克马洪线。然而，他们还没有征求西藏政府的看法。他们正打算这么做。

而当中国人在地图中继续把东北边疆局标注成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时，尼赫鲁先生认为周恩来已经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然而，尼赫鲁很可能误解了周恩来所说的话，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首脑会晤过程中。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出现与中缅边界问题相互关联，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人与缅甸正在做的，是重新谈判整个中缅边界线。中缅边界线划定的结果与英国人统治缅甸时的边界线十分相似，但这并不等同于中国人接受了这条帝国主义划定的边界线；这仅仅表明，缅甸和中国这两个自由政府共同决定的这条真实的边界线，恰好和当年帝国主义强加的边界线相类似。然而，这条边界线的法律基础，绝不是要执行“占领地保有原则”（uti posside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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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原则适用于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缔结条约的过程中。1956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在私人谈话中的意思，很可能是这样的：在一个自由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印边界谈判中，中国人愿意接受一条与麦克马洪线类似的边界线；但即便是这样，也绝不意味着中国人愿意接受麦克马洪线。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向尼赫鲁解释了他的立场。他说：“中印边界线从未正式划定过”，“在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也从来没有缔结过相关条约和协议”。周恩来显然打算为一般性的中印边界协定而展开谈判；但他绝不会在印度方面提出的该边界线已在帝国主义时代划定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他致函尼赫鲁时指出：“如您所知，‘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侵略政策的产物，主要为了反对中国西藏地区……从司法角度来看，它也不被视作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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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怎么可能接受这样一条边界线？印度人拒不承认中方观点。他们坚持认为，由于麦克马洪线及中印边界上的其他界线是现存的既定边界线，不可能再开启新一轮的谈判。他们宣称，无论如何，中国人只能接受印度方面提出的边界线。中国人拒绝了印方的观点。到1962年年底，当中国人在拉达克发起军事宣誓，并越过麦克马洪线之后，中印关系骤然恶化到极点。

印度和西方观察家经常持这样的观点，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人在边界上始终坚持侵略政策，无论多么遥远偏僻的地方，中国人都要越过自己的合法边界，宣称这些地方是中国的领土。实际上，从最近中国与缅甸、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协议来分析，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似乎要比清朝时期或中华民国时期温和得多。在1963年3月2日的中巴边界谈判中，中国放弃了对罕萨（Hunza）公国的领土主权，而在清朝统治时期，清廷不屈不挠地坚持对该地拥有的领土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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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10月5日，在中尼边界协议中，根本没有提及尼泊尔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政治依附关系，而清朝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都曾坚持宣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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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10月1日，在中缅边界协议中，中国人在获得对片马（Hpimaw）的主权之后，放弃了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分水岭以西的大片领土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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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政府和袁世凯政府永远不会接受这一分水岭为边界线，现在，除了几点之外，中国共产党却完全同意了。他们还接受了麦克马洪线的一部分，但他们称这样做只是因为这看起来是一条不错的边界线，而不是因为这是麦克马洪线。中国人所做的这些不同寻常的显著让步，要是让约翰·朱尔典爵士看到了，必然会大吃一惊。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说，中国人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让印度人感到尴尬。毫无疑问，中国人意识到他们与印度的邻居之间签署的边界协议会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尼赫鲁先生的诱饵还不大可能、也不足以成为中国人放弃传统的领土主权的动机。情况更有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提交给他们的条款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且不必对帝国主义条约是否有效而发生任何争议的边界，那么，中国人真正想要的便是一个划定了的边界。1963年的中巴协定第一款或许至关重要，其内容如下：

鉴于中国新疆与现在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相邻区域之间的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事实，双方同意本着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精神，在传统习惯的边界线，包括自然特征等基础上划定边界。
 
[227]



如果中国真的希望激怒印度，必然不会使用“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相邻区域”这种表达方式，而是直接使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或其他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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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能否采取任何措施，来预防其印度继任者必须面对的喜马拉雅边界危机的发生呢？缺乏将中国长期排除在中部西藏之外的保证，如前所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阻止中印边界危机这样的情况发生，但他们可以让这种危机发生得不那么严重。例如，对于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问题存在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但都曾被印度政府拒绝或延迟，这两种方法原本有可能比现实情况成功得多。第一，印度政府或许可以和中国政府谈判麦克马洪线。如果当年麦克马洪可以让中国代表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那也就意味着在达赖喇嘛很可能拒绝接受的内外藏边界上做出让步，或许，中英之间可以遵循西姆拉条约，针对阿萨姆边界签署一则补充协议。当然，西姆拉会议的历史令中国和英国不可能签署这样的协议。只要尼赫鲁先生及其顾问坚持认为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间在西姆拉和德里召开的西姆拉会议有效，独立后的印度和共产党中国之间就根本不可能继续讨论此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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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一旦获得麦克马洪线之后，印度政府原本可以立即将这条线变成不再是一幅不够准确的地图（共有两张）上绘制的一条红线了。例如，截至1950年，如果和西姆拉及阿尔莫拉山区一样，阿萨姆喜马拉雅所有地区都处在印度的积极治理下，那么，无论理论上的声明和现实多么矛盾，麦克马洪线争端或许都会仅仅限于实践中，如此，麦克马洪线边界上的小调整或许就会变成中印边界中段的争端。正如人们的确期望的那样，在中国人实际占领有争议的边界领土的实际程度与印度政府之前在该地的有效管理程度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反比关系。根据目前所能获得的证据，印度政府完全没有实行任何统治的阿克赛钦地区，现在完全落入了中国人手中。在中印边界的其余地方，只要存在印度政府程度不同的管理，中国人的实际占领或对印度政府声称具有主权的地方的渗透也就更为温和。

英国没能在充分的时间内获取麦克马洪线的“成功”，我们或许可以将本书描述的这些重大事件串起来，从中窥测其暗藏的主线。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912年指出的，如果无意在当地实行统治管理，那么，仅在理论上声称对某地拥有主权，显然是荒谬的。然而，直至中国人于1910年进入拉萨之际，大英帝国在印度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英国不再是一个四处扩张的帝国，他们只是在竭力保住和巩固他们已经拥有的领土，防止来自内部外部的威胁。自皮特印度法案（Pitt’s India Act）以来，英国人已经习惯于宣称：他们不想在印度次大陆获得比实际中拥有的更多的领土了。每一次新的吞并都有正当理由，都坚信这是为了自我防御。马拉地（Mahratha）的威胁，缅甸的威胁，锡克人的威胁，俄国人的威胁，法国人的威胁，每当英属印度政府想占有另一个省，或发动一场新的边界战争，诸如此类的解释就会应运而生。截至19世纪90年代，随着印度、阿富汗之间的杜兰德边界线（the Durand line）的划定，罕萨、奇特拉尔的获取，英国边界与帕米尔的接壤，就在印度当地人开始发起漫长的自治运动之际，印度帝国已经将自己的边界扩张到最大程度。

基于这种分析，寇松就成为一个时代错误。在20世纪初期，像荣赫鹏使团这样的行动注定要失败。只有在获得英国在位于印度次大陆自然边界之外的偏远地区维持权威的决心的支持下，荣赫鹏使团才是有意义的。1900年后，英国不可能对西藏确立真正有意义的保护国地位，正如他们不可能将阿富汗直接纳入英国统辖之下。由此，比起寇松修饰的无比优雅、明晰的前进政策，1907年英俄协定背后隐藏的政策显然更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但从某种角度来看，格雷和莫利对于形势真相的认识和寇松一样盲目。1907年英俄协定是一种加强巩固的措施，而非开拓进取的措施；但它仅仅是一种极为广泛意义上的措施，还需要更多的细节作为补充。1907年协定暗示着英俄争霸的大时代已经结束；或许这样说是正确的，因为沙皇俄国也正在结束（如果还没完全达到这个阶段）自己的扩张阶段。然而，对于两大成熟帝国之间的缓冲区引发的诸多问题，该协定并没有提供详细、确切的解决方案。一旦西藏对英国和俄国保持了中立，印度政府面临的真正重要的西藏问题只有两个。第一，是中国在西藏的地位的本质问题，第二，是划定印藏边界的具体边界线问题。当然，印度政府并没有这样简单地看待问题，因为它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俄国会在1907年之后真正放弃他们的西藏计划。1912～1914年，英属印度政府本该集中精力于中国问题上，但它却仍然忙于如何不让俄国势力染指西藏。从20世纪60年代的角度来看，让人情不自禁地认为哈定和麦克马洪宛如手持长矛，直冲风车的堂吉诃德。

鉴于这一事实，1907年英俄协定至关重要的核心理念便是，即便英俄两国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也不愿意成为西藏的保护国，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确定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实在是太过于不切实际。由此，英国的长期利益是尽可能获得一个有利于己的英中关于西藏的协定，此外，任何协定都比没有协定强。或许，如果辛亥革命没有令中国变得如此虚弱、有机可乘，印度政府或许就能得出朱尔典这样的外交官能够理解的结论了。不幸的是，1912年，本该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情况的哈定勋爵，反而被人说服：现在中国人应当被永远地从英属印度东北边疆排除出去了。
 
[230]

 非但没有向着与中国结成友好邻居的目标而努力，西姆拉会议的目标反而是：最好不要有中国这个邻居。

失去了中国这个邻居，获得中国承认喜马拉雅边界也就显然没有任何意义。西姆拉条约地图上的麦克马洪线，不过是价值可疑的一个附加红利。即便他们真的在条约上签字，麦克马洪也几乎从未相信该条约能限制中国人。若从20世纪60年代的有利形势追溯历史，我们发现，西姆拉会议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羸弱无力的中国和不堪一击的西藏，面对英国的压力，同时出现在英属印度领土的谈判桌上。这是印度政府解决喜马拉雅边界问题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英国人却让这样一个机会悄然溜走，让西姆拉会议因为关乎英国利益的纯学术性问题，即内外藏边界线的划分而流产。英国人之所以这样做，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对1910～1911年间中国对阿萨姆边界政策所做出的反应，在这种思维状态下，英国人无法忽略中国在拉萨的势力即将崩溃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从英国人决定忽略莫利勋爵在西藏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内在逻辑性的那一刻起，亚洲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如今的中印边界危机也由此产生。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执著于英国在1912～1914年获得的成果，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成果中就蕴藏着他们如今面临的两难困境的渊源，这的确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尼赫鲁先生既已宣称自己与共产党中国奉行友好、和平共处的政策，为什么与此同时又要如此顽固不化地坚持这些英帝国主义的象征——至少在中国人眼里是如此——诸如西姆拉条约、麦克马洪线互换照会等，这是20世纪的一个谜团。如果本书所做的能够表明，这里的确有一个需要解决的谜团，那么，本书也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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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FO 371/1611，第25809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3年6月5日。


 [29]
 FO 535/16，第294号文件，哈定致函达赖喇嘛，1913年6月5日。


 [30]
 FO 371/1611，第27640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6月16日。

一度在云南腾越担任英国领事的阿奇伯德·罗斯（Archibald Rose），是被印度政府选中的领事官员，为英国代表就中国事务出谋划策。在他处理有争议的云南—缅甸边界过程中，罗斯获得了很多了解中国官员如何看待边界问题的经验。1911年，他沿着中国边界进行了一次探险活动，包括访问喀什噶里亚；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解决缅甸—中国争议边界的方案，即劝说中国放弃对片马的主权，以此换回罕萨米尔（the Mir of Hunza）放弃自己在新疆萨雷廓勒地区（塔克顿巴什帕米尔）的权利。印度政府宣称他们倾向于这个计划，该计划让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换回他们实际并不拥有的东西，罕萨米尔在萨雷廓勒的地位十分脆弱，但朱尔典指出，中国人永远不会同意这样一个计划，因而这个想法就被遗忘了。罗斯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与印度政府非常契合；他与麦克马洪和贝尔的关系都非常好。

参见FO 371/1335，第7971号文件，《中印边界报告》（Report on the Chinese Frontiers of India
 ），罗斯（A. Rose），加尔各答，1911年；罗斯（A. Rose），“中印边界”（the Chinese Frontiers of India），《地理期刊》（Geographical Journal
 ），XXXIX，1912年，第83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5月14日。


 [31]
 PEF 1913/17，第2376/13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6月15日。

西藏人有些不情愿地接受了将谈判地点从大吉岭换到西姆拉的决定。他们指出，他们没有自己的密码，因此，他们和拉萨之间的联络只能通过信使。从大吉岭发出一封信抵达拉萨的时间大约是7天，从西姆拉发信到拉萨大约是11天；因此，将会议场地从大吉岭变更到西姆拉，极大地增加了西藏代表和西藏政府保持联络的困难。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印度政府很可能认为这样会让伦钦夏扎更容易被自己控制。


 [32]
 《英国晨报》（Morning Post
 ），1913年6月18日；FO 371/1611，第27967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6月18日。


 [33]
 胡汉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原名衍鸿，字展堂，号不匮室主，汉族广府民系，广东番禺人。祖籍江西吉安，中国国民党元老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1901年中举人，1902年、1904年两度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1905年9月加入中国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稍后又由孙中山指定任本部秘书，从此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主持编写了《总理全集》，192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和胡汉民在政治上再度合作。1936年5月9日突发脑出血，5月12日病逝。——译者


 [34]
 FO 535/16，第298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6月23日。


 [35]
 FO 371/1611，第27650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6月15日。


 [36]
 参见本书第三章。


 [37]
 大约就在此时，陆兴祺也正在试图进入西藏，通知达赖喇嘛他已经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取代钟颖，而钟颖则在前一段时间接替了联豫。因此可见，中国人实际上似乎试图在中部西藏设立至少两个职位，一个是驻藏大臣，一个是宣抚使。印度政府完全无视陆兴祺的要求，傲慢地拒绝了他从英国领土越过西藏边界的请求。例如，参见FO 371/1611，第31755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7月10日。


 [38]
 参见本书第十章。


 [39]
 FO 371/1611，第32442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7月14日。


 [40]
 FO 371/1612，第36258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8月6日。


 [41]
 FO 371/1612，第36932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8月10日。


 [42]
 PEF 1913/18，第3601/13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8月30日。


 [43]
 FO 6371/1612，第39306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8月25日。


 [44]
 FO 371/1612，第45698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10月7日。


 [45]
 FO 535/16，第371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9月24日。


 [46]
 安格联（F.A.Aglen 1869～1932），英国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进入中国海关，历任帮办、副税务司、税务司、总税务司等。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光绪二十三年，曾以代理税务司职务，负责天津海关工作。清光绪二十五年至翌年任南京海关税务司，清光绪二十六年至翌年任江海关税务司，清光绪二十七至光绪二十九年再任南京海关税务司。——译者注


 [47]
 例如，FO 371/1613，第48622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10月26日。


 [48]
 PEF 1913/17，第2296/13号文件，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3年6月9日。


 [49]
 FO 535/16，艾斯顿致函金，1913年9月4日。


 [50]
 FO 371/1612，第34848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7月28日。


 [51]
 FO 371/1612，第37622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8月14日。


 [52]
 FO 371/1612，第37245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8月11日。


 [53]
 FO 371/1612，第38578号文件，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3年8月22日。


 [54]
 FO 371/1612，第39760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8月27日。


 [55]
 陈志让（Jerome Chen，1919年生，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1947年考取中英庚款赴英深造，1956年在伦敦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1963—1971年执教于英国利兹大学，先后担任讲师、高级研究教授，1987年以后，成为加拿大约克大学名誉教授。1980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在中国近代史多个领域，尤其对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等政治人物的研究成就突出——译者注）认为，直到西姆拉会议开场，中国人同意与西藏全权代表谈判，英国才准备承认中华民国。此类观点的证据是：西姆拉会议在10月6日正式开始，英国在10月7日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但实际上，这些证据经不起仔细推敲。

承认中华民国涉及所有国家。尽管英国串通俄国和日本，试图通过利用承认中华民国作为在西藏、蒙古和满洲里获得特权的筹码，但显而易见的是，一旦其他国家开始承认中华民国，英国，俄国和日本也必须跟随这一步伐。

世界各国承认中华民国的顺序如下：1913年4月9日，巴西；4月10日，秘鲁；5月2日，美国。其他国家则推迟到10月6日国民大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统、10月7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之后，才又开始承认中华民国。10月7日，在日本的建议下，13个国家承认了中华民国：瑞典，西班牙，比利时，俄国，丹麦，法国，葡萄牙，日本，荷兰，英国，奥地利，意大利，德国。10月8日，瑞士；10月9日，挪威承认中华民国，终止了这一过程。

由此可见，西姆拉会议的开场时间和英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日期仅仅是巧合。参见陈志让著《袁世凯，1859～1916年》（Yuan Shih-k’ai 1859-1916
 ），伦敦，1961年，第175页；高第（H. Cordier，法国汉学家，又名高亨利，考狄埃）著《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四卷本，巴黎，1920年，第四卷，第293页；麦克奈尔（H. F. McNair）与拉克（D. F. Lach）著《现代远东国际关系》（Modern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第二版，纽约，1955年，第149页；张忠绂（Chang Chung-fu）编著《中华民国外交史》，第一卷，重庆，1943年，第37～54页。我十分感谢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同事罗博士为我提供了张忠绂的著作。


 [56]
 FO 371/1913，第31252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7月7日，麦克马洪的委员会，1913年7月31日。


 [57]
 研究西姆拉会议最重要的资料就是麦克马洪的《最终备忘录》（Final Memorandum
 ），该备忘录附在哈定勋爵发给克鲁勋爵的公文中，1914年7月23日。这份冗长的文件还可在以下资料中找到：FO 371/1931，第43390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4年8月26日；FO 535/17；PEF 1913/20。在后面的行文中将《最后备忘录》简称为《备忘录》（Memorandum
 ）。

许多和西姆拉会议相关的文件都保存在《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北京，1940年。这部著作似乎是在日本人的赞助下出版的，包括真正来自英国档案的一些文件，仅有偶尔的一些排字印刷错误。我对比了本著作与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档案的所有内容，可以简称为BQ。


 [58]
 《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北京，1940年，第1页。

有趣的是，在这些声明中，西藏人小心翼翼地将柴达木盆地排除在外。麦克马洪将柴达木盆地划入西藏领土范围，但伦钦夏扎却拒绝接受。麦克马洪认为，西藏人的这种不情愿表明西藏尊重蒙古对柴达木盆地的主权声明。对此，他进一步查找了蒙藏协定有关于此的证据。


 [59]
 《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北京，1940，第7页。


 [60]
 该数据很可能是钟颖1910年2月进入拉萨后，中国在中部西藏势力增强之后得出的。1910年2月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正如英国人将1904年荣赫鹏使团出发前夕也视作具有一定象征意义。

驻藏大臣（Amban）这个术语，自清朝崩溃后已经成为一个落伍的名词。我之所以还保留这个词，因为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这个词仍然出现在英国人讨论西藏问题时使用的语言中。


 [61]
 以上汉译参考《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876～877页。——译者


 [62]
 《备忘录》（Memorandum
 ）。


 [63]
 听说了麦克马洪的建议之后，陈贻范立即躺在床上。几天来，英国代表认为这标志着西姆拉会议的终结，至少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是如此。英国人还没有忘记，1905年加尔各答谈判就是因为唐绍仪外交称病而被终止。


 [64]
 《备忘录》（Memorandum
 ）。


 [65]
 泰姬陵，全称为“泰姬·玛哈尔陵”，又译泰姬玛哈，位于今印度距新德里200多公里外的北方邦的阿格拉（Agra）城内，亚穆纳河右侧，是莫卧儿王朝第5代皇帝沙贾汗（Shel Jehan）为了纪念其已故皇后泰姬·玛哈尔而建立的陵墓，被誉为“完美建筑”“印度的珍珠”，是伊斯兰教建筑中的代表作。——译者


 [66]
 《备忘录（Memorandum
 ）》


 [67]
 《备忘录》（Memorandum
 ）。


 [68]
 FO 371/1610，第10751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3月7日。


 [69]
 FO 371/1613，第58681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11月12日；第58684号文件，赫泽尔致函兰利，1913年12月2日。


 [70]
 “主权”（sovereignty）这一表述，曾在1912年8月17日备忘录中被删去，现在又出现在这里，也是印度事务部草案中的第一款。


 [71]
 这一条款与印度事务部草案第三款有轻微的措辞差异：关于驻藏大臣在西藏外交关系中拥有话语权的说法现在被删去了。麦克马洪辩解说，在过去，驻藏大臣只是有权处理西藏与尼泊尔、不丹和锡金之间的关系；正是英国的政策终止了中国与这些喜马拉雅山国的关系，因此，在这种语境中，不提驻藏大臣在西藏外交关系中的地位是明智的。西藏外交关系这部分在第六款中已经详细述及了。


 [72]
 麦克马洪提出该条款的目的是确保四川和云南省不再干涉西藏的内政。英国外交压力和中央政府的压力对这两个省都没什么用处。哈定勋爵不同意该条款，尤其是第二部分涉及任命与撤离驻藏大臣程序方面。因此该条款被否决了。


 [73]
 在此，麦克马洪试图对抗俄国人可能通过蒙藏协定从西藏经济中获利的企图。哈定勋爵认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该条款都制造了中英两国在西藏的商贸垄断地位，认为该条款与1907年英俄协定中的相关内容相冲突。因而，这则条款被废弃了。英国在西藏的商贸利益仅剩下1908年中英贸易协定能予以保证了。


 [74]
 该条款的设计目的是控制西藏与中国和尼泊尔的关系。根据这一理解，中国也被归属于“任何国家”的行列。这款内容直指1912年俄蒙协定的第三款，参见本书附录13。


 [75]
 该条款的目的是，清除现存英藏条约关系的框架结构，尤其是为新的贸易协定铺路。


 [76]
 这幅有争议的地图，是西藏和边界地区的轮廓示意图，在皇家地理学会所绘制的比例尺为1∶3800000的地图基础上所绘制。在西姆拉会议期间，在这些地图上增加了几条线。

在1913年12月、西姆拉会议开始之前，哈定勋爵就已经决定，“鉴于西藏与不丹、尼泊尔之间的正确边界可能会出现争端，我们认为最好先确定印藏边界，即不丹东部和缅甸东北部突出部分的阿萨姆—西藏边界”。这条英国与西藏边界的特殊延伸线也就是后来世人所知的“麦克马洪线”。


 [77]
 哈定勋爵认为该条款是评估中国政府赔偿金额的一种手段，不必出现在西姆拉会议中。1914年4月，该款从西姆拉草约中消失。西姆拉会议中建议的赔偿总金额为424840卢比。


 [78]
 FO 535/16，第447a号文件，印度事务大臣致函总督，1913年12月3日；PEF 1913/18，第4619/13号文件，印度事务部备忘录，1913年12月3日。


 [79]
 FO 535/16，第474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12月11日。


 [80]
 《备忘录》（Memorandum
 ）。


 [81]
 参见附录15。


 [82]
 《备忘录》（Memorandum
 ）。


 [83]
 《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北京，1940年，第23～87页。


 [84]
 《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北京，1940，第14～22页。


 [85]
 这幅地图是西姆拉会议期间使用的基本概图，参见第六章第二节。


 [86]
 邦拉界标是1727年中国人将准噶尔人从西藏驱逐之后竖立的。参见台克满《行纪》，如前所引，第2页。


 [87]
 《备忘录》（Memorandum
 ）。


 [88]
 《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北京，1940，第91～95页。


 [89]
 《备忘录》（Memorandum
 ）。


 [90]
 FO 535/17，第52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部，1914年3月14日。


 [91]
 PEF 1913/19，第1021/14，印度事务部关于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的备忘录，1914年3月14日。


 [92]
 《备忘录》（Memorandum
 ）。


 [93]
 FO 535/17，第61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4年3月26日。


 [94]
 《备忘录》（Memorandum
 ）。


 [95]
 《备忘录》（Memorandum
 ）；《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北京，1940年，第101～114页。


 [96]
 参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下册，第901页。——译者


 [97]
 FO 535/17，第70号文件，中国大使致函格雷，1914年4月6日，包括含以下五点的明确声明。


 [98]
 《备忘录》（Memorandum
 ）；《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北京，1940年，第115～123页。


 [99]
 《备忘录》（Memorandum
 ）；《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北京，1940，第115～123页。


 [100]
 FO 535/17，第104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4年4月29日。


 [101]
 顾维钧（1888～1985）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字少川，英文名Wellington。1888年1月29日生于上海，顾维钧自幼读私塾，11岁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3年间修完了4年的课程，还担任学生会创办的《龙》报文学编辑。1904年自费旅美，先入纽约库克学院，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普通文科，后攻读政治学研究生，1909年获硕士学位，191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2年年仅24岁的顾维钧自美学成归国，担任北京政府国务秘书兼外交部秘书，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15年，日本政府胁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顾维钧抱病撰文揭露日方之威逼，引起国际反响，迫使日方有所收敛。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阵营，策动中国亦加入协约国一方。顾维钧认为这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便在华盛顿积极活动，并密电北京中央政府敦促参战。1919年顾维钧参加巴黎和会，他以“中国不能放弃山东”如同“基督教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打动了各国代表的心。此举不仅保住了山东，同时也奠定了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的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期间，日本方面对顾维钧防范甚严，阻止他进入东北，并加以威胁，恐吓。顾维钧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至东北调查，独立进行了许多工作，向调查团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二战后，在顾维钧的促使下，1944年中、美、英、苏四国于华盛顿召开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并起草《联合国宪章》，1945年6月26日，顾维钧代表中华民国首先签署《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正式成立。从1912年至1967年，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多种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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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0，第22150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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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麟（1862-1942），字运道，号葆森，广东香山人。幼学于上海广方言馆，1875年赴美，为中国第四批赴美幼童留学生之一。1881年回国后，入天津北洋学堂习医，后改任天津电报学堂教习，并被李鸿章聘为家庭教师。1889年调任驻美使馆翻译官。1910年9月出任驻英大使。1913年12月，再任驻英全权公使。1942年1月27日在澳门逝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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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29，第19289号文件，中国大使致函格雷，1914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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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本书附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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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条约口岸只对英国贸易开放。印度政府最担心的是西藏贸易市场不应和中国内地的条约口岸获得同样的国际地位。如果获得了同样的国际地位，印度政府就很难将俄国人排除出去。保护英国在贸易市场独一无二的地位，是反对可能承认中国在藏主权的任何政策的强有力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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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7，第5785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4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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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608，第46463号文件，艾斯顿致函格雷，1913年9月20日。对于1912年和1913年蒙古协议的文本，参见本书附录14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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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F 1913/41，第4614/13号文件，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3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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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7，第2684号文件，格雷致函布坎南，1914年1月24日；第4563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4年2月1日；第5785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4年2月3日；第7516号文件，格雷致函布坎南，1914年2月27日；第10334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4年3月4日。也可参见BD X，第2部分，第7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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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0，第22413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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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535/17，第132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4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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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535/17，第132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4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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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0，第22567号文件，格雷致函布坎南，191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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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0，第22959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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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0，第22567号文件，政治部备忘录，印度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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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535/17，第148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4年5月28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海勒先生（Mr. W. Hale）当前致力于研究这段英国—阿富汗关系，我十分感谢他提供的关于印度对这些讨论所持态度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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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535/17，第138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4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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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0，第24729号文件，格雷致函布坎南，191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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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535/17，第164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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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1，第32062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4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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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0，第26285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4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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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0，第26746号文件，布坎南致函格雷，1914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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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F 1912/82号文件，印度事务部，政治局机密备忘录，C. 142，1907年英俄协定修订版，日期为19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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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0，第23928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4年5月28日，格雷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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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535/17，第187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4年6月16日。


 [132]
 孙宝琦（1867～1931），字幕韩，晚年署名孟晋老人。浙江杭州人。晚清外交家，北洋政府第四任代理国务总理。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随光绪帝至西安。翌年任驻德、澳、法等国使馆随员。1902年，升任驻法国大使。1905年回国，代理顺天府尹。1907年，出任驻德国大使。1908年回国，充帮办津浦铁路大臣。1911年初，任山东巡抚。1913年9月，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14年2月，代国务总理。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辞职。1916年，任审计院长。1916年4月，任财务总长兼盐署督办。6月兼汉冶萍钢铁公司及招商局董事长职务。1920年春，任经济调查局总裁。1922年1月，任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会长。同年4月，任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副会长。1924年1月，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任内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向德国索赔成功。1925年2月，任淞沪商埠督办。1926年任中法大学董事长。1931年2月在上海去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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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0，第28677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4年6月23日；FO 535/17，第188号文件，中国外交部致函朱尔典，1914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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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忘录》（Memorandum
 ）。


 [135]
 FO 371/1931，第30825号文件，印度事务大臣致函总督，1914年7月3日。


 [136]
 《备忘录》（Memorandum
 ）。


 [137]
 此处还存在一些含混之处，需要我们澄清——麦克马洪试图以此误导中国代表，让其认为这一次条约已经被正式签署（signed
 ）。例如，参见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出版的一系列作品：《西藏与法治》（Tibet and the Rule of Law
 ），日内瓦，1959年，第86页；《西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日内瓦，1960年，第140页；西藏学会（Tibet Society）所著《西藏与自由》（Tibet and Freedom
 ），伦敦，1961年，第18页；英国外交部（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西藏》（Tibet
 ），和平手册（Peace Handbook），第70号，伦敦，1920年，第42页；英国中央新闻署（Great Britain，Central Office of Information）：《西藏》（Tibet
 ），伦敦，1958年，第5页；阿哈马德（Z. Ahmad）著《中国与西藏，1708～1959年》（China and Tibet，1708-1959
 ），查塔姆研究所备忘录（Chatham House Memorandum），伦敦，1960年，第21页。从本书的记述中，我们应当明白，除非麦克马洪没有服从命令，没有向伦敦通报事实情况，否则西姆拉条约的文本仅仅由麦克马洪和伦钦夏扎两人草签（initialled）。然而，英藏与会全权代表似乎正式在条约所附地图上签字并盖章（signed and sealed the map attached to the Convention）。他们还签署了一项声明，称他们会遵守西姆拉条约以及新签英藏贸易协定的规定。在地图上签字很可能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事实。这幅地图是西姆拉条约的一部分，中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这幅地图。麦克马洪此举似乎暗示着，希望中国人在将来某个时刻能够遵守该条约，并同意接受1914年7月3日地图上所示的内外藏边界线。对该地图的任何修改，都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英藏谈判。麦克马洪是否有意识地希望避免朱尔典爵士或伦敦英国外交部的其他雇员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对中国人做出新的让步呢？这幅有争议的地图复印件出现在印度外交部出版的《印度北部边疆地图集》（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India
 ），新德里，1961；《皇家中亚期刊》（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
 ），1963年7～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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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忘录》（Memora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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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本书附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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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 371/1931，第30835号文件，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4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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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忘录》（Memorand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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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西姆拉会议结束后不久，英国政府对西藏人获取现代武器的计划采取了更愿意帮助的态度。例如，在1914年夏季，达赖喇嘛向阿姆斯特朗·维特沃斯（Armstrong Whitworth）订购了大量山地炮。当西姆拉会议还在进行之际，印度事务部还不允许阿姆斯特朗·维特沃斯这样做；但7月3日英藏代表在宣言签字之后，他们就获准可以向西藏出售武器，这意味着有争议的大炮等武器可以通过英属印度领土运往西藏。参见FO 371/1931，第30077号文件，阿姆斯特朗·维特沃斯致函印度事务部，1914年7月1日，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1914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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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西藏》，如前所引，第160页。


 [144]
 《印度外交政策：文献文本研究》（Foreign Policy of India：Texts of Documents）
 ，洛克萨哈秘书处（Lok Sabha Secretariat），新德里，1958年10月，对于协议文本内容，参见本书附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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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尔典文件（馆藏于英国外交部图书馆），兰利致函朱尔典，1914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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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尔典文件，朱尔典致函兰利，1914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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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尔典文件（Jordan Papers），朱尔典致函兰利，1914年6月28日。


 [148]
 例如，西姆拉会议后，西藏人仍然坚持在西藏贸易中对重要商品实行个人垄断的行为。


 [149]
 参见本书附录15和附录19。


 [150]
 《关于西藏问题》（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外文出版社，北京，1959，第199～200页。


 [151]
 《白皮书，二》（White Paper II
 ），第40页，尼赫鲁致函周恩来，1959年9月26日。


 [152]
 戈帕拉查里（K. Gopalachari），《中印边界问题》，《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V，nos.1-2，1963年7月～10月，第42页。

也可参见查克拉瓦蒂（P. C. Chakravarti）著《印度对华政策》（India’s China Policy
 ），布鲁明顿，印第安纳，1962，第137页。


 [153]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阿萨姆边界危机，1910～1912年》。


 [154]
 19世纪70年代，格兰汉姆少校（Major Graham）曾提出划分山脚边界线的建议。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问题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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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F 1910/14，第3057/12号文件，印度总参谋部关于东北边界的备忘录，1912年6月1日。


 [156]
 PEF 1913/18，第4692/13号文件，麦克马洪备忘录，1913年10月28日。


 [157]
 PEF 1913/18，第4790/13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11月21日。

译者注：达旺寺是我国藏南地区享有盛名的景点，在当地被称作“噶登南嘉拉泽”（GALDEN NAMGYEL LHATSE），也是该地区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现有喇嘛700余人。达旺寺距达旺城区约2公里，地处山坡高处，金碧辉煌的寺庙四周林木掩映，是当地门巴族人社会与宗教生活的最重要场所。


 [158]
 PEF 1913/19，第461/14号文件，麦克马洪致函赫泽尔，1914年1月22日。


 [159]
 PEF 1913/19，第893/14号文件，麦克马洪致函赫泽尔，1914年2月19日。


 [160]
 FO 535/16，第449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11月26日。


 [161]
 贝利，《报告》，如前所引，第13～14页。


 [162]
 《备忘录》（Memorandum
 ）。


 [163]
 贝利，《报告》，如前所引，第10～12页。也可参见本书第十七章《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问题的背景》。


 [164]
 FO 535/16，第422号文件，阿萨姆致函印度，1913年10月17日。也可参见贝利《报告》，如前所引。


 [165]
 贝利：《报告》（Report
 ），如前所引；贝利：《无护照西藏行》（No Passport
 ），如前所引；冈特（C. P. Gunter）著《米什米探险调查分队报告，1912—1913》（Report of the Mishmi Exploration Survey Detachment，1912-1913
 ），参见伯拉德（S. G. Burrard）著《印度调查报告（四）》（Records of the Survey of India IV
 ），加尔各答，1914。


 [166]
 FO 371/1613，第53461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11月24日。


 [167]
 FO 535/16，第422号文件，阿萨姆致函印度，1913年9月17日。


 [168]
 PEF 1913/18，第4790/13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11月21日。


 [169]
 PEF 1913/28，第1918/14号文件，奥卡拉汉旅行日记，1914年3月7日。


 [170]
 PEF 1913/28，第1918/14号文件，奥卡拉汉旅行日记，1914年3月7日。


 [171]
 里德：《阿萨姆边界》，如前所引，第250页。


 [172]
 在威廉逊死后的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探险期间，英国人开始将塔洛克山口（Talok Pass or Diphu Pass或曰迪普山口）视作英属印度领土的固定地点之一，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系和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之间分水岭的标志。然而，英国同时也将塔洛克山口或迪普山口视作从西藏通往缅甸最西北部的一个潜在入口处，如果中国人企图再次利用这个地方，印度政府就决心利用这个入口处拒绝中国人。印度政府下定这一决心的结果，便是令麦克马洪线沿着迪曲以北而行。这同样意味着，麦克马洪线实际上并没有沿着塔洛克山口或迪普山口的最高峰通过，而是遵循了向北几英里处的山脊。在1960年10月1日的中缅边界协定中，迪普山口被接受为真正的边界线，也是该边界线最西端的一个点（但中国人拒不承认这意味着迪普山口或塔洛克山口是中印缅三国交界处的一个点，当然，这原本意味着中国政府承认麦克马洪线的一部分为中印边界线）。对于新划定的中缅边界线设在塔洛克山口或迪普山口的决定，印度政府提出了若干次抗议。中国政府轻易驳回了这些抗议。参见《白皮书，五》（White Paper，V
 ），第20页，1960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备忘录。


 [173]
 普理查德和沃特菲尔德合著《1912—1913年东北边界……旅行报告》（Report on a Journey……on the North-East Frontier，1912-13
 ），西姆拉，1913年。也可参见，贝利《中国，西藏，阿萨姆》（China，Tibet，Assam
 ），如前所引；普理查德：《从密支那经恩梅开江和康提垄到萨地亚》（A journey from Myitkyina to Sadiya via the N’maikha and Hkamti Long），《地理学期刊》（Geographical Journal
 ），XLIII，1914年。


 [174]
 PEF 1913/18，第4790/13号文件，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11月21日。


 [175]
 参见附录16。


 [176]
 这些换文第一次公开发表是1929年的《艾奇逊条约集》。至少这是一种普遍看法。然而，约翰·阿迪斯先生（Mr. John Addis）告诉我，1929年的《艾奇逊条约集》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包含麦克马洪线换文和西姆拉条约的文本内容，另一个版本则不包含。阿迪斯先生认为，这些文本是1929年之后被插入《艾奇逊条约集》的，新版本的《艾奇逊条约集》替换了那些原来不包含这些文本内容的老版本《艾奇逊条约集》。阿迪斯先生在哈佛大学看到的一本1929年原版的《艾奇逊条约集》，不仅省略了麦克马洪线换文和西姆拉条约的文本，而且声明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有效的协约。修改后的版本，即在绝大多数英文图书馆中收藏的版本，则明显地暗示：麦克马洪线换文和7月的西姆拉条约，是符合国际法的协议。阿迪斯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印边界问题》（The India-China Border Question
 ）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该著作仅在1963年2月的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中私下流传过。我非常感激阿迪斯先生寄来这本引人入胜的著作，同时还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他的作品。


 [177]
 我在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档案中找到的唯一记述麦克马洪线谈判的文献资料，便是麦克马洪1914年3月28日所写的备忘录。后来，他把这份备忘录合并到他的著作《备忘录》（Memorandum
 ）一书中。参见FO 535/17，第91号文件。这份文件对于贝尔和伦钦夏扎讨论期间真正发生的事件几乎没有任何记载。


 [178]
 还有一个更早一些的地图版本，名为《印度东北边疆》，临时问题，印度总参谋部，SDO，第741号文件，早于现在英国外交部地图室馆藏的麦克马洪线地图，第17144号文件。这份文件日期为：第一页和第二页为1913年8月，第三页和第四页则为1913年9月（与麦克马洪线无关，包括东部西藏），而麦克马洪线地图标注的日期为1914年2月。在这两个问题之间，增加了大量新的信息。此外，经过对比SDO第741号最早版本和之前那些地图之后，发现详细程度和准确性都令人吃惊。例如，参见1911年7月的《印度东北边疆》（The North East Frontier of India
 ）SDO第81号文件，其比例尺要比SDO第741号文件小一些（英国外交部地图室，第17090号文件）；《印度东北边疆》（The North East Frontier of India
 ），尤其为印度总参谋部准备的地图，奉印度测绘总长伯拉德上校（Colonel S. G. Burrard，R. E.，F. R. S.，Offg. Surveyor-General of India）之命于1910年出版，比例尺大约为32英里∶1英寸（英国外交部地图室，第17024号文件）；《中国地图》（Map of China
 ），GSGS第2631a号文件，战争部（War Office），1908年8月（FO 371/620，第886号文件）；《西藏及周边地区》（Tibet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s），由皇家地理学会出版，1906年修订，比例尺为60英里∶1英寸（英国外交部地图室，第17016号文件）。所有这些地图，不仅在详细性和准确性方面无法和SDO第741号文件相比，而且这些地图中的阿萨姆喜马拉雅边界线与麦克马洪线有很大的不同。没有一个将达旺地区包括在印度领土之内，战争部地图GSGS第2631a号文件还标明了老外线山脚下的边界线。经过仔细研究1904～1914年间的英国地图，我们认为：在西姆拉会议召开之前，麦克马洪线并没有成为一个制图特征。


 [179]
 FO 535/17，第91号文件，麦克马洪备忘录，1914年3月28日。


 [180]
 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的相关内容。


 [181]
 在双方交换了关于麦克马洪线的照会之后，贝尔和伦钦夏扎似乎对印藏边界的其他部分做了一些讨论。参见印度外交部《印度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官方报告》（Report of the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Boundary Question
 ），新德里，1961，第84页。


 [182]
 《中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中，北京，1940年，第17～18页。


 [183]
 FO 371/1613，第53461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11月24日；PEF 1913/18，第4768/13，麦克马洪备忘录，1913年11月6日；FO 371/1929，第6603号文件，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4年2月12日。


 [184]
 这份照会的文本，连同这段历史及结果，可以参见兰姆所著《中印边界》一书，如前所引。


 [185]
 PEF 1912/82，第1227/07号文件，戴恩致函里奇（Ritchie），1907年4月3日。


 [186]
 上述这些观点，以及这些地图中的第一部分草图，在兰姆参加1964年香港大学举办的亚洲历史大会（the Asian History Conference of September 1964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上提交的名为《拉达克边界划定问题研究》（A note on a problem of boundary definition in Ladakh
 ）的论文中有所提及。

有趣的是，以麦克马洪线为例，中方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中提出的一些边界线，甚至抵达最南端的红线。例如，中方代表早期提出的边界线，在克孜勒吉勒尕（Kizil Jilga）以南跨越喀拉喀什河，表明新疆领土扩展到了那个点，而该处以南即为西藏。因此，在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的最终版上做出的调整，相当于将新疆阿克赛钦的部分领土转让给西藏；而这正是西姆拉会议上的英国代表的目的之一。参见PEF 1913/20，第2653/14号文件，朱尔典致函格雷，1914年6月16日，所附草图显示出西姆拉会议中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边界线。


 [187]
 例如，参见K. K. Rao所著《中印边界问题与国际法》（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国际比较法季刊》（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962年4月；格林（L. C. Green）：《中印边界争端的法律问题》（Legal Aspects of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第三期，1960年7～9月。


 [188]
 卡罗爵士：《中印问题》（The Sino-Indian question），《皇家中亚期刊》（Royal Central Asia Journal
 ），1963年7～10月；卡罗爵士：《中印边界争端》（The Sino-Indian Frontier Dispute），《亚洲评论》（Asian Review
 ），1963年4月。


 [189]
 FO 535/18，第44号文件。


 [190]
 里德：《阿萨姆边疆》，如前所引，第283～287页；PEF 1913/28，第3461/14号文件，内维尔致函阿萨姆，1914年6月21日，附上访问达旺日记。


 [191]
 在1914年的前九个月期间，阿萨姆政府数次建议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沿着新划定的麦克马洪线积极采取行动。除了内维尔对达旺地区的想法之外，邓达斯也提出计划，将底杭河—香河一带的哨岗向前推进到卡阔（Karko）地区，计划沿着洛希特河直至萨地亚的一条马路上的曼尼克赖建立一个哨岗。然而，1914年11月12日，哈定通知阿萨姆政府，他“已经决定不再根据你的建议采取任何措施，直至这场大战过去”。PEF 1913/28，第4745/14号文件，印度致函阿萨姆，1914年11月12日，印度事务部备忘录，1914年12月7日。


 [192]
 1846年和1847年克什米尔边界委员会中的英国成员似乎认为，分水岭原则在划分山区边界时颇有价值，但必须承认，在制造一条分水岭边界线——即今天著名的中印边界西段——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获得多大成功。参见BCCA，第81页。译者注：中国实际控制克什米尔东部的阿克塞钦地区（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印度控制巴里加斯（Parigas）的部分地区约450平方公里。目前印度政府对这两片中国控制的地区声称拥有主权，但中国政府声称西段不存在领土争端。


 [193]
 《白皮书，八》（White Paper，VIII
 ），第10～17页，尼赫鲁致函周恩来，1962年11月14日，附录。


 [194]
 克里什纳·拉奥（K. K. Rao）：《中印边界问题和国际法》（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国际比较法季刊》（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1962年，第405页。拉奥先生称，“举世公认，在一座山脉构成一条边界线（boundary），分水岭构成边界（frontier）的地方，并不能签署特殊条约。”或许情况如此，但是，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我们遇到的问题则是：哪一条分水岭？过分强调抽象的分水岭原则，正如印度观察家所为，似乎会令问题变得更加模糊。


 [195]
 经常有一些人，尤其是最近为印度辩护的克里什纳·拉奥（K. Krishna Rao）（《国际比较法季刊》，1962年）认为，西藏在1913年宣布了独立。的确，西藏人可能希望这么做，他们在西姆拉会议上发表的公开声明也可以被理解为此类的宣言，但是，通过1914年7月3日同意遵守西姆拉条约，即便中方代表没有签字，他们也就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第2款），以及“西藏构成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事实（换文1）。承认西藏构成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评估西藏的签约权时很可能具有十分关键的重要性，但印度评论家倾向于忽略这一点。以麦克马洪线为例。无论西藏地位如何，在未经中国许可的情况下，西藏是否有权转让西藏人和领土，根据换文1的定义，也就是中国的领土？英国获取达旺，便立即提出了这一问题。对此，所有公正的法官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一位杰出的美国国际法律师在1941年为西姆拉会议之后的西藏地位做出定义：“从法律上来看，西藏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具有高度自治权；但从事实上来看，西藏享有独立，与英国关系密切。”参见莱特（Q. Wright），劳特帕西（H. Lauterpacht），博查德（E. M. Borchard），莫里森（P. Morrison）：《远东冲突中的法律问题》（Legal Problems in the Far Eastern Conflict
 ），伦敦，1941年。


 [196]
 迄今为止描述1914～1918年间中藏关系的最佳著作便是台克满所著《东部西藏》一书，如前所引。


 [197]
 威洛比（M. E. Willoughby）著：《西藏与中国关系》（The relation of Tibet to China），《中亚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Central Asian Society
 ），XI，1924年。


 [198]
 参见上文第六章第五节。


 [199]
 贝尔爵士（Sir C. Bell）著《达赖喇嘛；拉萨，1921年》（The Dalai Lama；Lhasa 1921），《中亚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Central Asian Society
 ），XI，1924年。


 [200]
 关于古德使团1936～1937年间访问拉萨的记述，参见古德著《莲花上的珠宝》（Jewel in the Lotus
 ），如前所引；查普曼（F. S. Chapman）：《圣城拉萨》（Lhasa：the Holy City
 ），伦敦，1938年；雷慕（P. Neame）：《西藏与1936年拉萨使团》（Tibet and the 1936 Lhasa Mission），《皇家中亚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XXVI，1939年。


 [201]
 黎吉生：《西藏》，如前所引。尽管这部著作或许过于倾向于西藏人的观点，但依然是描述现代西藏简史的最佳著作。


 [202]
 对于1914年后麦克马洪线的简要描述，参见兰姆《中印边界》，如前所引。


 [203]
 里德：《阿萨姆边疆》，如前所引，第291～293页。


 [204]
 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五节。


 [205]
 里德：《阿萨姆边疆》，第294～295页，阿萨姆首席秘书致函莱特福特上尉，1936年9月17日。


 [206]
 里德：《阿萨姆边疆》，第296页，里德爵士致函莱特福特，1937年5月27日。


 [207]
 里德：《阿萨姆边疆》，第297～300页，阿萨姆致函印度，1938年9月7日，印度致函阿萨姆，1939年4月20日。


 [208]
 例如，参见克里什纳·拉奥（K. Krishna Rao），里德：《阿萨姆边疆》，第403页，其资料来源《白皮书，三》（White Paper
 ，III），对问题的判断似乎不是根据事实。这份令人怀疑的文件，来自1960年2月12日印度致函中国的一份照会，其中是这样谈论麦克马洪线的：

对于1914年达成协议的印藏边界，西藏人从来没有提出过抗议。他们不止一次地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存在，并声明：他们不希望质疑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当1936年、1938年英国代表重新口头确认麦克马洪线时，西藏政府的答复是，他们充分了解1914年西姆拉条约的相关条款。1943年，是印度政府提出抗议，反对西藏人非法渗透印度领土。无论何时，西藏人为了在印度领土上收取非法赋税而利用印度政府，印度政府都会提出同样的抗议。

印度政府的抗议方式有好几种；通过这个段落，我们似乎发现，尽管口头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西藏人实际上在用行动，而非语言，向印度政府抗议麦克马洪线。罗伯特·里德爵士打印出的文献资料并没有表达出西藏人曾接受过失去达旺这样的领土的调解，而失去达旺正是英国企图通过文字而非精神把1914年协议中的麦克马洪线强加给西藏人的结果。


 [209]
 里德：《阿萨姆边疆》，第257页。


 [210]
 里德：《阿萨姆边疆》，第262页。


 [211]
 里德：《阿萨姆边疆》，第265页。


 [212]
 米尔斯（J. P. Mills）：《阿萨姆—西藏边界上的问题》（Problems of the Assam-Tibet Frontier），《皇家中亚期刊》（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
 ），1950。


 [213]
 米尔斯（J. P. Mills）著《在阿萨姆巴里帕拉边疆地区的巡游》（Tours in the Balipara Frontier Tract，Assam），《人在印度》（Man in India
 ），27，1947年；米尔斯（J. P. Mills）著《阿萨姆洛希特河谷中的米什米人》（Mishmis of the Lohit Valley，Assam），《皇家人类学学院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2，1952年；鲍威尔（U. G. Bower，贝茨夫人，Mrs. Betts）：《苏班西里地区的达夫拉人》（The Daflas of the Subansiri Area），《皇家中亚期刊》（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
 ），1949年；鲍威尔（U. G. Bower）：《隐藏之地》（The Hidden Land
 ），伦敦，1953年；海门道夫（C. von Fürer-Haimendorf）著《苏班西里地区部族的民族学笔记》（Ethnographic Notes on the Tribes of the Subansiri Region
 ），西隆，1947年；海门道夫（C. von Fürer-Haimendorf）著《在东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探险》（Exploration in the Eastern Himalayas
 ），西隆，1947年；海门道夫（C. von Fürer-Haimendorf）著《苏班西里地区的部族》（The Tribes of the Subansiri Region），《皇家中亚期刊》（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
 ），1948年；海门道夫（C. von Fürer-Haimendorf）著《东北边疆部族地区的人类学和行政管理》（Anthropology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Tribal Areas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东方人类学家》（Eastern Anthropologist
 ），1949年；海门道夫（C. von Fürer-Haimendorf）著《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野蛮人》（Himalayan Barbary
 ），伦敦，1955年；海门道夫（C. von Fürer-Haimendorf）著《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居》（The Apa Tanis and their Neighbours
 ），伦敦，1963年。


 [214]
 《白皮书，二》（White Paper，II
 ），第39页，尼赫鲁致函周恩来，1959年9月26日。


 [215]
 约赫里（Johri）著《印度、中国和缅甸在何处交界？》（Where India，China and Burma Meet
 ），如前所引，第105页。


 [216]
 《白皮书》，第33页，印度外交部致函中国大使馆的非正式照会，新德里，1959年1月17日。


 [217]
 《白皮书》，第34页，中国外交部致北京印度大使馆照会，1959年6月23日。


 [218]
 《白皮书》，第41页，北京印度大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1959年8月11日。

兼则马尼（Khinzemane）的位置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中国人和印度人根据两幅原始的麦克马洪线地图在缩小比例尺后出版，该麦克马洪线上的达旺地区并没有经过北纬27度45分；然而印度政府仍然抗议中国政府在北纬27度46分的地方侵犯了麦克马洪线。中国人如何在距离麦克马洪线以北1分纬度的地方，也就是在中国人领土上，破坏麦克马洪线呢？印度人要求使用分水岭原则，声称在这个点上的麦克马洪线显然打算遵循距离最近的分水岭，正如1914年地图所标明的那样，也就是沿着唐古拉山为分水岭。中国人已经出版了1914年地图上相关部分的放大版，顿时让这种论点显得荒谬。在这一点上，麦克马洪线正要穿过娘江河，因此很难遵循主要分水岭原则。在流入娘江河的诸多河流之间，似乎有很多条分水岭，但在1914年地图中却找不到一条，对于该线到底遵循哪一条分水岭，1914年地图显得不够详细。即便中国人真的接受了麦克马洪线，此处就涉及与麦克马洪线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真正在地面划界的问题。参见《印度北部边疆地图》（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India
 ），如前所引；《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
 ），第47、48期，1962年11月30日。


 [219]
 《白皮书》，第43页，中国外交部致北京印度大使馆照会，1959年8月27日。


 [220]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译者


 [221]
 《白皮书》，第49～50页。


 [222]
 这种占领地保有原则（doctrine of uti possidetis）最初起源于拉丁美洲。在拉美，共和国的边界应当基于由其所取代的西班牙诸省边界来划定。大体而言，1810年被认定为必须重新确定边界的一个时间点。我认为，拉丁美洲共和国的局势和构成殖民帝国的独立公国之间的局势具有非常密切的可比性。从法律角度讲，印度政府对边界的最强烈的声明都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这些争议中的边界都是英国统治时期确立的。要为与之相关的麦克马洪线辩护，则须为中国必须遵守1914年麦克马洪线换文而辩护。周恩来永远不会同意这样一条边界线。

对于占领地保有原则的简要叙述，参见希尔（N. Hill）著《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的领土所有权》（Claims to Territory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lations
 ），伦敦，1945。


 [223]
 《白皮书》，第52～53页，周恩来致函尼赫鲁，1959年1月23日。


 [224]
 1963年3月2日签订的中巴协定全文，可参考《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
 ），第10，11期，1963年3月15日。


 [225]
 1961年10月5日签订的中尼协定全文，可参见《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
 ），第41期，1961年10月13日。


 [226]
 1960年10月1日签订的中缅协定全文，可参见《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
 ），第40期，1960年10月4日。也可参见伍德曼（D. Woodman）的《缅甸的诞生》（The Making of Burma
 ），伦敦，1962年；惠塔姆（D. Whittam）：《中缅边界条约》（The Sino-Burmese boundary treaty），《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
 ），34，1961年。


 [227]
 《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第10，11期，1963年3月15日，第67页。


 [228]
 尽管这一措辞令人好奇，但印度政府仍然表示抗议，称巴基斯坦和中国之间根本没有边界，因而巴基斯坦不能参加中巴边界协定的谈判。参见《白皮书，九》（White Paper，IX
 ），第2～3页，印度外交部致函中国大使馆照会，新德里，1963年3月2日。也可参见兰姆的《1963年3月2日的中巴边界协定》（The Sino-Pakistani Boundary Agreement of 2 March 1963），《澳大利亚瞭望》（Australian Outlook
 ），1964年12月。


 [229]
 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中中国所持观点的简要总结，参见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中国人的观点》（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4年4月。


 [230]
 正如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敏锐地觉察到的，英帝国主义政府永远不会真正向一个成功的亚洲强国邻居妥协。英属印度的臣民太过了解亚洲自治的可能性带来的教训了。因此，承认中国占有西藏，无论在实际上会带来什么好处，印度政府都不会予以认真考虑。参见欧文·拉铁摩尔著《中国的内亚边界》（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纽约，1951年，第236～237页。


附录（英中对照）

附录一 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lating to Sikkim and Tibet，Signed at Calcutta，17th March 1890
 
 
[1]



Whereas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Empress of India，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are sincerely desirous to maintain and perpetuate the relations of friendship and good understanding which now exist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empires；and whereas recent occurrences have tended towards a disturbance of the said relations，and it is desirable to clearly define and permanently settle certain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e boundary between Sikkim and Tibet，Her Britannic Majesty 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have resolved to conclude a Convention on this subject and have，for this purpose，named plenipotentiaries，that is to say：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His Excellency the Most Honourable 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 Fitzmaurice，G. M. S. I.，G. C. M. G.，G. M. I. E.，Marquess of Lansdowne，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His Excellency Sheng Tai，Imperial Associate Resident in Tibet，Military Deputy Lieutenant-Governor.

Who having met and communicated to each other their full powers，and finding these to be in proper form，have agreed upon the following Convention in eight Articles：


Article I


The boundary of Sikkim and Tibet shall be the crest of the mountain range separating the waters flowing into the Sikkim Teesta and its affluents from the waters flowing into the Tibetan Mochu and northwards into other rivers of Tibet. The line commences at Mount Gipmochi on the Bhutan frontier and follows the abovementioned water-parting to the point where it meets Nipal territory.


Article II


It is admitted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whose Protectorate over the Sikkim State is hereby recognized，has direct and exclusive control over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an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at State，and except through an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neither the Ruler of the State nor any of its officers shall have official relations of any kind，formal or informal，with any other country.


Article III


The Government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engage reciprocally to respect the boundary as defined in Article I，and to prevent acts of aggression from their respective sides of the frontier.


Article IV


The question of providing increased facilities for trade across the Sikkim-Tibet frontier will hereafter be discussed with a view to a mutually satisfactory arrangement by the High Contracting Powers.


Article V


The question of pasturage on the Sikkim side of the frontier is reserved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and future adjustment.


Article VI


The High Contracting Powers reserve for discussion and arrangement the method in which officia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in India and the authorities in Tibet shall be conducted.


Article VII


Two joint Commissioners shall，within six months from the ratification of this Convention，be appointed，one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India，the other by the Chinese Resident in Tibet. The said Commissioners shall meet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which，by the last three preceding Articles have been reserved.


Article VIII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 be ratified，and the ratifications shall be exchanged in London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the date of the signature thereof.

In witness whereof the respective negotiators have signed the same and affixed thereunto the seals of their arms.

Done in quadruplicate at Calcutta this seventeenthday of March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ninety，corresponding with the Chinese date the twenty-seventh day of the second moon of the sixteenth year of Kuang Hsü.

LANSDOWNE

Chinese seal and signature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1890年3月17日，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加尔各答。

兹因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实愿固敦两国睦谊，永远弗替；又因近来事故，两国情谊有所不协之处，彼此欲将哲孟雄、西藏边界事宜，明定界限，用昭久远，是以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拟将此事订立条款，特派全权大臣议办，电大清国特派驻藏帮办大臣副都统衔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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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英国特派总理五印度执政大臣第一等三式各宝星上议院侯爵各将所奉全权便宜行事之上谕文凭公同校阅，俱属妥协，现经议定条约八款，胪列于后：

第一款 藏、哲之界，以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哲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迫山北流诸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

第二款 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护监理，即为依认其内政外交均由英国一国经办；该部长暨官员等，除由英国经理准行之事外，概不得与无论何国交涉来往。

第三款 中、英两国互允以第一款所定之界限为准，由两国遵守，并使两边各无犯越之事。

第四款 藏、哲通商，应如何增益便利一事，容后再议，务期彼此均受其益。

第五款 哲孟雄界内游牧一事，彼此言明，俟查明情形后，再为议订。

第六款 印、藏官员因公交涉，如何文移往来，一切彼此言明，俟后再商另订。

第七款 自此条款批准互换之日为始，限以六个月，由中国驻藏大臣、英国印度执政大臣各派委员一人，将第四、第五、第六三款言明随后议订各节，兼同会商，以期妥协。

第八款 以上条款既定后，应送呈两国批准，随将条款原本在伦敦互换，彼此各执，以昭信守。

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年三月十七日，在孟腊城缮就华、英文各四份，盖印画押。

本条约于一八九零年八月二十七日在伦敦交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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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1893年《中英会议藏印续约》


Regulations regarding Trade，Communication，and Pasturage，to be appended to 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of 17 March 1890，relative to Sikkim and Tibet. Signed at Darjeeling，5 December 1893
 
 
[4]



1. A trademart shall be established at Yatung on the Tibetan side of the frontier，and shall be open to all British subjects for purposes of trade from the 1st day of May 1894.The Government of India shall be free to send officers to reside at Yatung to watch the conditions of British trade at that mart.

2. British subjects trading at Yatung shall be at liberty to travel freely to and fro between the frontier and Yatung，to reside at Yatung，and to rent houses and godowns for their own accommodation，and the storage of their good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all undertake that suitable buildings for the above purposes shall be provided for British subjects，and also that a special and fitting residence shall be provided for the officer or officers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under Regulation 1 to reside at Yatung. British subjects shall be at liberty to sell their goods to whomsoever they please，to purchase native commodities in kind or in money，to hire transport of any kind，and in general to conduct their business transactions in conformity with local usage，and without any vexatious restrictions. Such British subjects shall receive efficient protection for their persons and property. At Lang-jo and Ta-chun，between the frontier and Yatung，where rest-houses have been built by the Tibetan authorities，British subjects can break their journey in consideration of a daily rent.

3.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the following articles：arms，ammunition，military stores，salt，liquors，and intoxicating or narcotic drugs，may，at the option of either Government，be entirely prohibited，or permitted only on such conditions as either Government，on their own side，may think fit to impose.

4. Goods，other than goods of the description enumerated in Regulation 3，entering Tibet from British India，across the Sikkim-Tibet frontier，or vice versa
 ，whatever their origin，shall be exempt from duty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commencing from the date of the opening of Yatung to trade；but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is term，if found desirable，a tariff may be mutually agreed upon and enforced. Indian tea may be imported into Tibet at a rate of duty not exceeding that at which Chinese tea is imported into England，but trade in Indian tea shall not be engaged in during the five years for which other commodities are exempt.

5. All goods on arrival at Yatung，whether from British India or from Tibet，must be reported at the Customs Station there for examination，and the report must give full particulars of the description，quantity，and value of the goods.

6. In the event of trade disputes arising between British and Chinese or Tibetan subjects in Tibet，they shall be inquired into and settled in personal conference by the Political Officer for Sikkim and the Chinese Frontier Officer. The object of personal conference being to ascertain facts and do justice，where there is a divergence of views，the law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the defendant belongs shall guide.

7. Dispatches from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the Chinese Imperial Resident in Tibet shall be handed over by the Political Officer for Sikkim to the Chinese Frontier Officer，who will forward them by special courier.

Dispatches from the Chinese Imperial Resident in Tibet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will be handed over by the Chinese Frontier officer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for Sikkim，who will forward them as quickly as possible.

8. Dispatch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Indian officials must be treated with due respect，and couriers will be assisted in passing to and fro by the officers of each Government.

9.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one year from the date of the opening of Yatung，such Tibetans as continue to graze their cattle in Sikkim will be subject to such Regulations a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may from time to time enact for the general conduct of grazing in Sikkim. Due notice will be given of such Regulations.


General Articles


1. In the event of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Political Officer for Sikkim and the Chinese Frontier Officer，each official shall report the matter to his immediate superior，who in turn，if a settlement is not arrived at between them，shall refer such matter to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for disposal.

2. After the lapse of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n which these Regulations shall come into force，and on six months’ notice given by either party，these Regulations shall be subject to revision by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on both sides for this purpose，who shall be empowered to decide on and adopt such amendments and extensions as experience shall prove desirable.

3. It having been stipulated that Joint Commissioners should be appointed by the British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under Article VII of the Sikkim-Tibet Convention to meet and discuss，with a view to the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questions reserved under articles IV，V and VI of the said Convention；and the Commissioners thus appointed having met and discussed the questions referred to，namely Trade，Communication，and Pasturage，have been further appointed to sign the Agreement in nine Regulations and three General Articles now arrived at，and to declare that the said nine Regulations and the three General Articles form part of the Convention itself.

In witness whereof the respective Commissioners have hereto subscribed their names.

Done in quadruplicate at Darjeeling，this 5th day of December，in the year 1893，corresponding with the Chinese date，the 28th day of the 10th moon of the 19th year of Kuang Hsü.

A. W. PAUL，British Commissioner.


HO CHANG-JUNG，

JAMES H. HART，Chinese Commissioners.



《中英会议藏印续约》



通商


第一款 藏内亚东订于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开关通商，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由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亚东，查看此处英商贸易事宜。

第二款 英商在亚东贸易，自交界至亚东而止听凭随意来往，不须阻拦，并可在亚东地方租赁住房、栈所。中国应允许所建住房、栈所均属合用，此外另设公所一处，以备如第一款内所开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其英国商民赴亚东通商，无论与何人交易，或卖其货，或购藏货，或以钱易货，或以货换货，以及雇用各项役马、夫脚，皆准循照该处常规，公平交易，不得格外刁难。所有该商民等之身家、货物，皆须保护无害。自交界至亚东，其间朗热、打均等处，已由商上建造房舍，凭商人赁作尖宿之所，按日收租。

第三款 各项军火、器械暨盐、酒、各项迷醉药，或禁止进出，或特定专章，两国各随其便。

第四款 除第三款所开应禁货物外，其余各货，由印度进藏，或由藏进印度，经过藏、哲边界者，无论何处出产，自开关之日起，皆准以五年为限，概行免纳进、出口税；俟五年限满，查看情形，或可由两国国家酌定税则，照章纳进、出口税。至印茶一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贸易，俟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不得过华茶入英纳税之数。

第五款 各项货物到亚东关时，无论印度货物、藏内货物，立当赴关呈报清查，开单注明何项货物、多少及分量若干、置价若干。

第六款 凡英国商民在藏界内与中藏商民有争辩之事，应由中国边界官与哲孟雄办事大员面商酌办。其面商酌办者，固为查明两造情形，彼此秉公办理；如两边官员意见有不合处，须照被告所供，按伊本国律例办理。


交涉


第七款 印度文件递送西藏办事大臣处，应由印度驻扎哲孟雄之员交付中国边务委员，由驿火速呈递。西藏文件递送印度，亦由中国边务委员交付印度驻扎哲孟雄之员，照章火速呈递。

第八款 中、印两官所有往来文移，自应谨慎呈递，及来往送信之人亦应令两边委员照料。


游牧


第九款 从亚东开关之日起一年后，凡藏人仍在哲孟雄游牧者，应照英国在哲孟雄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凡该章程内一切，须先晓谕通知。


续款


第一款 中、印各驻扎委员，如有议事意见不合之处，应由各委员呈报该管上司议办；倘该上司意见仍属不合，应由各上司请示本国国家议办。

第二款 自此次条约议定之日起，于五年后，如查其中有应行变通更改之处，必须于六个月之前声明，以便两国各派员议办。

第三款 藏、印条约第七款内载，由中、英各派员将第四、五、六三款言明随后议订各节，公同会商等语。现经两国派员，公同将以上通商、交涉、游牧三款议订九条，并续款三条，言明应与原约视同一律，其实力奉行之处，亦与逐字载入原约无异，彼此会同画押为凭。

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在大吉岭，缮就中英文各四份，画押。

大英国待派政务司保尔

大清国二品顶戴奏准会同画押四川越隽营参将何长荣

大清国赏戴花翎头品顶戴双龙二等宝星税务司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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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1904年《拉萨条约》


（1）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ibet，signed at Lhasa on 7 September 1904
 
 
[6]



Whereas doubts and difficulties have arisen as to the meaning and validity of the Anglo-Chinese Convention of 1890 and the Trade Regulations of 1893，and as to the liabilities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under these agreements；and whereas recent occurrences have tended towards a disturbance of the relations of friendship and good understanding which have existed betwee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of Tibet；and whereas it is desirable to restore peace and amicable relations，and to resolve and determine the doubts and difficulties as aforesaid，the said Governments have resolved to conclude a Convention with these objects，and the following articles have been agreed upon by Colonel F.E.Younghusband，C.I.E.，in virtue of full powers vested in him by His Britannic Majesty’s Government and on behalf of that said Government，and Lo-Sang Gyal-Tsen，the Ga-den Ti-Rimpoche，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uncil，of the three monasteries Se-ra，Dre-pung and Ga-den，and of the ecclesiastical and lay officials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Article I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engages to respect the Anglo-Chinese Convention of 1890 and to recognize the frontier between Sikkim and Tibet，as defined in Article I of the said Convention，and to erect boundary pillars accordingly.


Article II


The Tibetan Government undertakes to open forthwith trade marts to which allBritish and Tibetan subjects shall have free right of access at Gyantse and Gartok，as well as at Yatung.

The Regulations applicable to the trade mart at Yatung，under the Anglo-Chinese Agreement of 1893，shall，subject to such amendments as may hereafter be agreed upon by common consent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Tibetan Governments，apply to the marts abovementioned.

In addition to establishing trade marts at the places mentioned，the Tibetan Government undertakes to place no restrictions on the trade of existing routes，and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of establishing fresh trade marts under similar conditions if development of trade requires it.


Article III


The question of the amendment of the Regulations of 1893 is reserved for separate consideration，and the Tibetan Government undertakes to appoint fully authorized delegates to negotiate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s to the details of the amendments required.


Article IV


The Tibetan Government undertakes to levy no dues of any kind other than those provided for in the tariff to be mutually agreed upon.


Article V


The Tibetan Government undertakes to keep the roads to Gyantse and Gartok from the frontier clear of all obstruction and in a state of repair suited to the needs of the trade，and to establish at Yatung，Gyantse and Gartok，and at each of the other trade marts that may hereafter be established，a Tibetan Agent who shall receive from the British Agent appointed to watch over British trade at the marts in question any letter which the latter may desire to send to the Tibetan or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Tibetan Agent sha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ue delivery of such communications and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replies.


Article VI


As an indemnity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or the expense incurred in the dispatch of armed troops to Lhasa，to exact reparation for breaches of treaty obligations，and for the insults offered to and attacks upon the British Commissioner and his following and escort，the Tibetan Government engages to pay a sum of pounds five hundred thousand—equivalent to rupees seventy-five lakhs—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 indemnity shall be payable at such place a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may from time to time，after due notice，indicate whether in Tibet or in the British districts of Darjeeling or Jalpaiguri，in seventy-five annual installments of rupees one lakh each on the 1st January in each year，beginning from the 1st January 1906.


Article VII


As security for the payment of the above-mentioned indemnity，and for the fulfillment of the provisions relative to trade marts specified in Articles Ⅱ，Ⅲ，Ⅳ and Ⅴ，the British Government shall continue to occupy the Chumbi Valley until the indemnity has been paid and until the trade marts have been effectively opened for three years，whichever date may be the later.


Article VIII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grees to raze all forts and fortifications and remove all armaments which might impede the course of fre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British frontier and the towns of Gyantse and Lhasa.


Article IX


The Government of Tibet engages that，without the previous consen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o portion of Tibetan territory shall be ceded，sold，leased，mortgaged or otherwise given for occupation，to any Foreign Power；

（b）no such Power shall be permitted to intervene in Tibetan affairs；

（c）no Representatives or Agents of any Foreign Power shall be admitted to Tibet；

（d）no concessions for railways，roads，telegraphs，mining or other rights，shall be granted to any Foreign Power. In the event of consent to such concessions being granted，similar or equivalent concessions shall be granted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e）no Tibetan revenues，whether in kind or in cash，shall be pledged or assigned to any Foreign Power，or to the subject of any Foreign Power.


Article X


In witness whereof the negotiators have signed the same，and affixed thereunto the seals of their arms.

Done in quintuplicate at Lhasa，this 7th day of September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four，corresponding with the Tibetan date，the 27th day of the seventh month of the Wood Dragon year.

F. E. YOUNGHUSBAND，COL.，British Commissioner
 .

　　　　Seal of British Commissioner　　　　　　Seal of the Dalai Lama，affixed by the Ga-den Ti-Rimpoche

　Seal of　　　　　Seal of　　　　　Seal of　　　　　　Seal of　　　　　　Seal of

　Council　　　　Dre-pung　　　　　　Sera　　　　　　　Ga-den　　　　　　National

　　　　　　　　 Monastery　　　　Monastery　　　　　Monastery　　　　　 Assembly

In proceeding to the signature of the Convention，dated this day，the representatives of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declare that the English text shall be binding.

F. E. YOUNGHUSBAND，COL.，British Commissioner
 .

　　　　Seal of British Commissioner　　　　　　Seal of the Dalai Lama，affixed by the Ga-den Ti-Rimpoche

　Seal of　　　　　Seal of　　　　　Seal of　　　　　　Seal of　　　　　　Seal of

　Council　　　　　Dre-pung　　　　　Sera　　　　　　　Ga-den　　　　　　 National

　　　　　　　　　Monastery　　　　Monastery　　　　 Monastery　　　　　　Assembly

AMPTHILL，

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his Convention was ratified by the 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in Council on the eleventh day of November，A. D.，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four.

S. M. FRASER，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Foreign Department.


（1）1904年9月7日在拉萨签订的英藏条约


案查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英藏条约，因其意义并切实施行均有疑难之处；又查英藏历年和好，近因事故，情意未洽；今欲重修旧好，将所有疑难之事全行解定，兹大英国政府特派边务全权大臣荣赫鹏，与噶尔丹寺长罗生嘎尔会，暨噶布伦并色拉、别蚌噶尔丹三大寺之呼图克图，兼与西藏民教诸首领，代表西藏，议定条款，开列于后：

第一款 西藏应允遵照光绪十六年中英所立之约而行，亦允认该约第一款所定哲孟雄与西藏之边界，并允按此款建立界石。

第二款 西藏允定于江孜、噶大克及亚东即行开作通商之埠，以便英藏商民任便往来、贸易。所有光绪十九年中国与英国订立条约内，凡关涉亚东各款，亦应在江孜、噶大克一律施行，惟嗣后如英藏彼此允改，则该三处应从改定章程办理。除在该处设立商埠外，西藏应允所有现行通道之贸易一概不准有所阻滞，将来如商务兴旺，并允斟酌另设通商之埠，亦按以上所述之章一律办理。

第三款 光绪十九年中英条约所有更改之处，应另行酌办，西藏允派掌权之员与英国政府之员会议详细酌改。

第四款 西藏允定，除将来立定税则内之税课外，无论何项征收，概不得抽取。

第五款 西藏应允，所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噶大克各通道不得稍有阻碍，且应随时修理，以副贸易之用，并于亚东、江孜、噶大克及日后续设之商埠各派藏员居住，英国亦派员监管各该处英国商务，如欲齎送公文、信函于藏官或住藏各华官，均责成商埠居住之各该藏员接收转送。复文、回信亦一律责成此员妥送。

第六款 因藏违约，英国派兵前往拉萨责问，又因英国边务大臣暨其随员、护兵等被侮、被攻，是以西藏允兑给英国政府英金五十万镑，合卢比银七百五十万元，以赔补兵费及无礼侮攻各情。此赔款应在英国政府随时所定之处，或于藏境内，或于英境大吉岭、扎拉白古里等地面内清缴，每年西历正月初一日兑银十万卢比，七十五年缴清，应于何处收兑，英国政府预先知照，第一期应在西历一千九百零六年正月初一日照数兑交。

第七款 俟以上所述之赔款照数缴清后，并第二、三、四、五等款内所称商埠切实开办三年后，英国政府于未办之先，仍于春丕驻兵，暂守作质，至赔款清缴或商埠妥立三年后最晚之日为止。

第八款 西藏允将所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寨等一律削平，并将所有滞碍通道之武备全行撤去。

第九款 西藏允定，以下五端非英国政府先行照允，不得举办：一、西藏土地，无论何外国皆不准有让卖、租典或别样出脱情事；二、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何外国皆不准干涉；三、无论何外国皆不许派员或派代理人进入藏境；四、无论何项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别项利权，均不许各外国或隶各外国籍之民人享受，若允此项利权，则应将相抵之利权或相同之利权一律给与英国政府享受；五、西藏各进款，或货物、或金银钱币等类，皆不许给与各外国或籍隶各外国之民抵押拨兑。

第十款 此约共缮五份，由商定之员在拉萨，于光绪甲辰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初七日，画押盖印为凭。

大英国边务大臣荣赫鹏

达赖喇嘛印（此印乃噶尔丹寺长所钤）、噶布伦、别蚌寺、色拉寺、噶尔丹寺、西藏首领

英、藏各员现行声明：今日所立之约，以英文为凭。

大英国边务大臣荣赫鹏

达赖喇嘛印（此印乃噶尔丹寺长所钤）、噶布伦、别蚌寺、色拉寺、噶尔丹寺、西藏首领

印度总督庵士尔签押

此款于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由印度总督当堂签押。

印度政府外部大臣费礼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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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claration sign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and appended to the ratified Convention of 7th September 1904


His Excellency the 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having ratified the Convention which was concluded at Lhasa on 7th September 1904 by Colonel Younghusband C. I. E.，British Commissioner for Tibet Frontier Matters，on behalf of His Britannic Majesty’s Government；and by Losang Gyal-Tsen，the Ga-den Ti-Rimpoche，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uncil，of the three monasteries Sera，Dre-pung，and Ga-den，and of the ecclesiastical and lay officials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ibet，is pleased to direct as an act of grace that the sum of money which the Tibetan Government have bound themselves under the terms of Article VI of the said Convention to pay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as an indemnity for the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latt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patch of armed forces to Lhasa，be reduced from Rs.75，00，000 to Rs. 25，00，000；and to declare that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the Chumbi Valley shall cease after the due payment of three annual installments of the said indemnity as fixed by the said Article，provided，however，that the trade marts as stipulated in ArticleⅡ of the Convention shall have been effectively opened for three years as provided in Article VI of the Convention：and that，in the meantime，the Tibetans shall have faithfully Complied with the terms of the said Convention in all other respects.

AMPTHILL，

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his declaration was singed by the 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in Council at Simla on the eleventh day of November，A. D.，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four.

S. M. FRASER，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Foreign Department.


（2）印度总督签字声明及1904年9月7日条约之附约


印度总督所声明之款，附于已经批准之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初七日所立英藏条约之内。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初七日英国所派边务大臣荣赫鹏代英国政府，与噶尔丹寺长罗生噶尔会，暨噶布伦并色拉、别蚌噶尔丹三大寺之呼图克图，兼与西藏民教诸首领，代表西藏所立之约，现经印度总督批准，并惠允饬将该约第六款西藏应赔补英国入兵费，由原定七百五十万卢比，减为二百五十万卢比；又复声明，该约所定之赔款初缴三年三期之后，英国所派占守春丕之兵可以撤退，惟该约第二款所立之商埠，西藏须按照第七款开妥三年，并须按照该约内各节，一一认真遵办。

印度总督庵士尔签押

此款于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由印度总督当堂签押

印度政府外部大臣费礼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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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eparate Article to the Lhasa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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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of Tibet agrees to permit the British Agent，who will reside at Gyantse to watch the conditions of British trade，to visit Lhasa，when it is necessary to consult with the high Chinese and Tibetan officials on such commercial matters of importance as he has found impossible to settle at Gyantse by correspondence or by personal conference with the Tibetan Agent.

Sealed and signed at Lhasa the 7th September 1904，corresponding with the Tibetan date，the 27th day of the 7th month of the Wood Dragon year.

F. YOUNGHUSBAND，COLONEL，British Commissioner
 .

Seal of Dalai Lama affixed by the Ti-Rimpoche

Seal of the Council

Seal of the Drebung Monastery

Seal of the Sera Monastery

Seal of the Gaden Monastery

Seal of the Tsong du（National Assembly）


（3）《拉萨条约》另立专约


西藏政府同意，允许驻江孜的英国代表监督英国贸易现状，当该代表发现自己无法与西藏代表通过信函或私人会面在江孜解决问题，且有必要就此类重大商贸问题征询中国及西藏高级官员意见之时，可以访问拉萨。

1904年9月7日，藏历木龙年7月27日，在拉萨盖章并签字。

英国专员荣赫鹏上校

赤仁波切所盖达赖喇嘛印章

噶厦政府印章

哲蚌寺印章

色拉寺印章

甘丹寺印章

春都（民众大会）印章

附录四 1906年中英条约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specting Tibet. Signed at Peking，27 April 1906（Ratifications exchanged at London，23 July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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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as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Emperor of India，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re sincerely desirous to maintain and perpetuate the relations of friendship and good understanding which now exist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Empires；

And whereas the refusal of Tibet to recognize the validity of or to carry into full effect the provisions of the Anglo-Chinese Convention of 17th March 1890，and Regulations of 5th December 1893 place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under the necessity of taking steps to secure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under the said Convention and Regulations；

And whereas a Convention of ten articles was signed at Lhasa on 7th September，1904，on behalf of Great Britain and Tibet，and was ratified by the 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on behalf of Great Britain on November11th 1904，a declaration on behalf of Great Britain modifying its term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being appended thereto；

His Britannic Majesty 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have resolved to conclude a Convention on this subject and have for this purpose named Plenipotentiaries，that is to say：—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Sir Ernest Mason Satow，Knight Grand Cross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Order of Saint Michael and Saint George，His Majesty’s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to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His Excellency Tong Shoa-yi，His said Majesty’s High Commissioner Plenipotentiary and a Vice-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Affairs；who having communicated to each other their respective full powers and finding them to be in good and true form have agreed upon and concluded the following Convention in six articles：


Article I


The Convention concluded on 7th September，1904，by Great Britain and Tibet，the texts of which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re attached to the present Convention as an annexe，is hereby confirmed，subject to the modification stated in the declaration appended thereto，and both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engaged to take at all times such step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secure the due fulfillment of the terms specified therein.


Article II


The Government of Great Britain engages not to annex Tibetan territory or to interfer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ibe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lso undertakes not to permit any other foreign state to interfere with the territory or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of Tibet.


Article III


The concessions which are mentioned in Article 9（d）of the Convention concluded on 7th September 1904 by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are denied to any state or to the subject of any state other than China，but it has been arranged with China that at the trade marts specified in Article 2 of the aforesaid Convention Great Britain shall be entitled to lay down telegraph lines connecting with India.


Article IV


The provisions of the Anglo-Chinese Convention of 1890 and Regulations of 1893 shall，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is present Convention and annexe thereto，remain in full force.


Article V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texts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have been carefully compared and found to correspond，but in the event of three being any difference of meaning between them the English text shall be authoritative.


Article VI


This Convention shall be ratified by the Sovereigns of both countries and ratifications shall be exchanged at London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signature by the Plenipotentiaries of both Powers.

In token whereof the respective Plenipotentiaries have signed and sealed this convention，four copies in English and four in Chinese.

Done at Peking this twenty-seventh day of April，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six，being the fourth day of the fourth month of the thirty-second year of the reign of Kuang-hsü.

（LS）ERNEST SATOW

（Signature and Seal of the Chinese Plenipotentiary）


1906年中英条约正约


案查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及十九年十月十八日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西藏并未认为确实，亦未允切实遵办，英国政府惟有设法保卫该两约所享利权；旋于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拉萨定立英藏条约十款，嗣于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五日由印度总督代英国政府将该约批准，并将当日所声明之条款更订之文据附入；兹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全境大皇帝兼五印度大皇帝，因欲固存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全权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大英国大皇帝特派钦差驻劄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功赐佩带头等迈吉利宝星萨道义，各将所奉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之敕谕，互相校阅，俱属妥善。现议各款，开列于后：

第一款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暨其英文、汉文约本，附入现立之约，作为附约，彼此允认切实遵守，并将更订批准之文据亦附入此约，如遇有应行设法之时，彼此随时设法，将该约内各节切实办理。

第二款 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第三款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第九款内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惟经与中国商定，在该约第二款指明之各商埠，英国应得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之利益。

第四款 所有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如与本约附约无违背者，概应切实施行。

第五款 此约分缮英文、中文，业已细校相符，惟辩解之时，仍以英文为准。

第六款 此约须由两国大皇帝批准画押，自两国全权大臣画押之日起，限三个月在伦敦互换。此约中文、英文各缮四份，共八份，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为凭。

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

大英国钦差驻劄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功赐佩带头等迈吉利宝星萨道义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

西历一千九百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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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signed at Lhasa on the 7th September 1904.

Declaration sign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on behalf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appended to the ratified Convention of the 7th September 1904.


附约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初七日，在拉萨订立英藏条约；又印度总督代英国政府签字所声明之款，附于已经批准之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及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初七日所立英藏条约之内。


Notes exchanged
 
 
[12]




Mr. Tong Shoa-yi to Sir E. Satow.


Your Excellency，April 27 1906.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vention which was signed to-day by Your Excellency and myself onbehalf of ou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I have the honour to declare formally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dertakes not to employ any one，not a Chinese subject and not of Chinese nationality，in any capacity whatsoever in Tibet.

I avail，& c.

TONG SHOA-YI


互换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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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先生致函萨道义爵士

阁下：　　　　　　1906年4月27日

我有幸正式宣布：根据今天我与阁下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之协议，中国政府决定不会以任何名义在西藏雇佣任何一位中国臣民或中国籍人士。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唐绍仪


Sir E. Satow to Mr. Tong Shoa-yi.


Your Excellency，Peking，April 27 1906.

I have the honour to acknowledge the receipt of your Excellency’s Note of this day’s date in which you declare formally，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ibet which was signed to day by Your Excellency and myself on hehalf of our respective Governments，tha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dertakes not to employ any one，not a Chinese subject and not of Chinese nationality，in nay capacity whatsoever in Tibet.

I avail，& c.

ERNEST SATOW

萨道义爵士致函唐绍仪先生

阁下，　　　　　　北京，1906年4月27日

我很荣幸在今天收到阁下的照会，获悉您正式宣布根据今天我与阁下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之协议，中国政府将不会以任何名义在西藏雇佣任何一位中国臣民或中国籍人士。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欧内斯特·萨道义


Sir E. Satow to Mr. Tong Shoa-yi.


Private.

Dear Mr. Tong，

Peking，April 27 1906

As regards the undertaking give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your Note of to day not to employ any one not a Chinese subject or of Chinese nationality in any capacity in Tibet，I am authorized to state that no objection will be raised by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to the employment by China of foreigners for a period of 12 months from to day，being the date of signature of our Convention，in order to give time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ustomes in Tibet. But after April 27th 1907 the undertaking in your Note will of course come into force and be faithfully carried out.

Yours，& c.

Ernest Satow

萨道义爵士致函唐绍仪先生

私人信函

亲爱的唐先生：　　　　　　北京，1906年4月27日

根据您今天寄来的照会中中国政府承诺不会在西藏以任何名义雇佣任何中国臣民或中国籍人士，我有权声明：为了给西藏海关机构足够的时间，英王陛下政府不反对中国政府从今天起，即条约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雇佣外国人。但自1907年4月27日开始，贵国照会中所做的承诺即当生效并被忠实履行。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欧内斯特·萨道义

附录五 1907年英俄协约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relating to Persia，Afghanistan and Tibet. Signed at St. Petersburg，31 August 1907（ratifications exchanged 23 September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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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Majesty the 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Emperor of India，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animated by the sincere desire to settle by mutual agreement different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interests of their States on the Continent of Asia，have determined to conclude Agreements destined to prevent all cause of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in regard to the questions referred to，and have nominated for this purpose their respective Plenipotentiaries，to wit：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Emperor of India，the Right Honourable Sir Arthur Nicolson，His Majesty’s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to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the Master of his Court Alexander Isvolski，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Who，having communicated to each other their full powers，found in good and due form，have agreed on the following：


Agreement concerning Persia


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having mutually engaged to respect the integrity and independence of Persia，and sincerely desiring the preservation of order throughout that country and its peaceful development，as well as the permanent establishing of equal advantages for the trade and industry of all other nations，

Considering that each of them has，for geographical and economic reasons，a special interest in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order in certain provinces of Persia adjoining，or in the neighbourhood of，the Russian frontier on the one hand，and the frontiers of Afghanistan and Baluchistan on the other hand；and being desirous of avoiding all cause of conflict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in the abovementioned provinces of Persia；

Have agreed on the following terms：


Article I


Great Britain engages not to seek for herself，and not to support in favour of British subjects，or in favour of the subjects of third Powers，any Concessions of a political or commercial nature-such as Concessions for railways，banks，telegraphs，roads，transport，insurance，&c.—beyond a line starting from Kasr-i-Shirin，passing through Isfahan，Yezd，Khakh，and ending at a point on the Persian frontier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Russian and Afghan frontiers，and not to oppose，directly or indirectly，demands for similar Concessions in this region which are supported b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places are included in the region in which Great Britain engages not to seek the Concessions referred to.


Article II


Russia，on her part，engages not to seek for herself and not to support in favour of Russian subjects，or in favour of subjects of a third Power，any Concessions of a political or commercial nature—such as Concessions for railways，banks，telegraphs，roads，transport，insurance，&c.-beyond a line going from the Afghan frontier by way of Gazik，Birjand，Kerman，and ending at Bunder Abbas，and not to oppose，directly or indirectly，demands for similar Concessionsin this region which are support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places are included in the region in which Russia engages not to seek the Concessions referred to.


Article III


Russia，on her part，engages not to oppose，without previousagreement with Great Britain，the grant of any Concessions whatever to British subjects in the regions of Persia situated between thelines mentioned in Articles I and II. Great Britain undertakes anidentical engagement as regards concessions to be given to Russiansubjects in same regions of Persia.

All Concessions existing at present in the regions indicated inArticles I and II are maintained.


Article IV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revenues of all the Persian customs，withthe exception of those of Farsistan and of the Persian Gulf，revenues guaranteeing the amortization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loans conclud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Shah with the ‘Banque d’Escompteet de Prêts de Perse’ up to the date of the signature of the present arrangement，shall be devoted to the same purpose as in the Past.

It is equally understood that the revenues of the Persian customsof Farsistan and of the Persian Gulf，as well as those of the fisherieson the Persian shore of the Caspian Sea and those of the Posts and Telegraphs，shall be devoted，as in the past，to the service of the loans conclud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Shah with the Imperial Bank of Persia up to the date of the signature of the present arrangement.


Article V


In the event of irregularities occurring in the amortization or the payment of interest of the Persian loans concluded with the ‘Banqued’ Escompte et de Prêts de Perse’ and with the Imperial Bank of Persia up to the date of the signature of the present arrangement，and in the event of the necessity arising for Russia to establish control over the sources of revenue guaranteeing the regular service of the loans concluded with the first-named bank，and situated in the region mentioned in Article II of the present arrangement，or for Great Britain to establish control over the sources of revenue guaranteeing the regular service of the loans concluded with the second-named bank，and situated in the region mentioned in Article I of the present arrangement，the British and Russian Governments undertake to enter before hand into a friendly exchange of ideas with a view to determine，in agreement with each other，the measures of control in question and to avoid all interference which would not b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present arrangement.


Convention concerning Afghanistan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in order to ensure perfect security on their respective frontiers in Central Asia and to maintain in these regions a solid and lasting peace，have concluded the following Convention：


Article I


His Britannic Majesty’s Government declare that they have no intention of changing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Afghanistan.

His Britannic Majesty’s Government further engage to exercise their infiuence in Afghanistan only in a pacific sense，and they will not themselves take in Afghanistan，nor encourage Afghanistan to take，any measures threatening Russia.

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on their part，declare that they recognize Afghanistan as outside the sphere of Russian influence，and they engage that all their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Afghanistan shall be conducted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of His Britannic Majesty’s Government，they further engage not to send any Agents into Afghanistan.


Article II


The Government of His Britannic Majesty having declared in the Treaty signed at Kabul on the 21st March 1905 that they recognize the Agreement and the engagements concluded with the late Ameer Abdur Rahman，and that they have no intention of interfering in the internal government of Afghan territory，Great Britain engages neither to annex nor to occupy in contravention of that Treaty any portion of Afghanistan or to interfere in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provided that the Ameer fulfils the engagements already contracted by him towards his Britannic Majesty’s Government under the above-mentioned Treaty.


Article III


The Russian and Afghan authorities，specially designated for the purpose on the frontier or in the frontier provinces，may establish direct reciprocal relations with each other for the settlement of local questions of a non-political character.


Article IV


His Britannic Majesty’s Government and the Russian Government declare that they recognize as regards Afghanista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treatment in waters concerning commerce，and they agree that any facilities which may have been，or shall be hereafter obtained，for British and British-Indian trade and traders，shall be equally applied to Russian trade and traders. Should the progress of trade establish the necessity for Commercial Agents，the two Governments will agree as to what measures shall be taken，due regard，of course，being had to the Ameer’s sovereign rights.


Article V


The present arrangements will only come into force when His Britannic Majesty’s Government shall have notified to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he consent of the Ameer to the terms stipulated above.


Arrangement concerning Tibet


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recognizing the suzerain rights of China in Tibet，and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Great Britain，by reason of her geographical position，has a special interest i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tatus quo in the external relations of Tibet，have made the following Agreement：


Article I


The two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gree to respec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ibet，and to abstain from all interference in its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Article II


In conformity with the admitted principle of the suzerainty of China over Tibet，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engage not to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ibet except through the intermediar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this engagement does not exclude the direct relations between the British Commercial Agents and the Tibetan authoriti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V of 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of the 7th September，1904，and confirmed by 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of the 27th April，1906；nor does it modify the engagements entered into by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in Article I of the said Convention of 1906.

It is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Buddhists，subjects of Great Britain or of Russia，may enter into direct relations on strictly religious grounds with the Dalai Lama and the other representatives of Buddhism in Tibet；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engage，so far as they are concerned，not to allow those relations to infringe the stipulations of the present arrangement.


Article III


The British and Russian Governments respectively engage not to send Representatives to Lhasa.


Article IV


The two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engage neither to seek nor to obtain，whether for themselves or their subjects，any Concessions for railways，roads，telegraphs，and mines，or other rights in Tibet.


Article V


The two Governments agree that no part of the revenues of Tibet，whether in kind or in cash，shall be pledged or assigned to Great Britain or Russia or to any of their subjects.


Annexe to the Arrangement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concerning Tibet


Great Britain reaffirms the Declaration，signed by His Excellency the 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and appended to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f the 7th September，1904，to the effect that the occupation of the Chumbi Valley by British forces shall cease after the payment of the three annual instalments of the indemnity of 2，500，000 rupees，provided that the trade marts mentioned in Article II of that Convention have been effectively opened for three years，and that in the meantime the Tibetan authorities have faithfully complied in all respects with the terms of the said Convention of 1904. It is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if the occupation of the Chumbi Valley by the British forces has，for any reason，not been terminated at the time anticipated in the above Declaration，the British and Russian Governments will enter upon a friendly exchange of views on this subject.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 be ratified，and the ratifications exchanged at St. Petersburg as soon as possible.

In witness whereof the respective Plenipotentiaries have signed the present Convention and affixed thereto their seals.

Done in duplicate at St. Petersburg，the 18th（31st）August，1907.

（L.S.） A. NICOLSON.

（L.S.） ISVOLSKI.


Notes ex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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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A. Nicolson to M. Isvolski


Saint-Pétersbourg le 18（31）Août 1907


M. le Ministre
 ，

Me référant à l’arrangement au sujet du Thibet signé aujourd’hui，j’ai l’honneur de faire à Votre Excellence la Déclaration suivante：

Le Gouvernement Britannique juge utile，pour autant qu’il dépendra de lui，de ne pas admettre，sauf accord préalable avec le Gouvernement Russe，pour une durée de trois ans à partir de la date de la présente communication，l’entrée au Thibet d’une mission scientifique quelconque，à condition toutefois qu’une assurance pareille soit donnée de la part du Gouvernement Impérial de Russie.

Le Gouvernement Britannique se propose，en outre，de s’adresser au Gouvernement Chinois afin de faire agréer à ce dernier une obligation analogue pour une période correspondante；il va de soi que la même démarche sera faite par le Gouvernement Russe.

A l’expiration du terme de trois ans précité，le Gouvernement Britannique avisera d’un commun accord avec le Gouvernement Russe à l’opportunité，s’il y a lieu，de mesures ultérieures à prendre concernant les expéditions scientifiques au Thibet.

Je saisis，&.c.

（Signé）A. NICOLSON.


M. Isvolski to Sir A. Nicolson


Saint-Pétersbourg 13 18（31）Août，1907


Monsieur l’Ambassadeur
 ，

En réponse à la note de Votre Excellence en date de ce jour，j’ail’honneur de déclarer à mon tour que le Gouvernement Impérialde Russie juge utile，pour autant qu’il dépendra de lui，de ne pas admettre——sauf accord préalable avec le Gouvernement Britannique—pour une durée de trois ans à partir de la date de la présente communication，l’entrée au Thibet d’une mission scientifique quelconque.

De même que le Gouvernement Britannique，le Gouvernement Impérial se propose de s’adresser au Gouvernement Chinois afin de faire agréer à ce dernier une obligation analogue pour une période correspondante.

Il reste entendu qu’à l’expiration du terme de trois ans les deux Gouvernements aviseront d’un commun accord à l’opportunité，s’ily a lieu，de mesure ultérieures à prendre concernant les expeditions scientifiques au Thibet.

Veuillez agréer，Monsier l’Ambassadeur，l’assurance de ma haute considération.

ISVOLSKI.


Note
 . The text of the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of 1907 was to some extent modelled on the Anglo-Russian exchange of notes at St. Petersburg，28 April1899，with regard to railway interests in China，so，Grey noted，‘as to introduce terms already familiar to Russia’. See R. P. Churchill，Convention
 ，op. cit.，p. 28；MacMurray，China Treaties
 ，op. cit.，Vol. I，pp. 204-5.

The Agreement concerning Tibet was not communicated formally to the Tibetans，though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Dalai Lama at least was well aware of its contents by 1908.

The Convention concerning Afghanistan，by Article V，required the consent of the Amir before it could come into force. Much to the annoyance of Lord Minto，the Amir refused to accept those terms relating to his country which had been negotiated without his participation. Strictly speaking，therefore，the Afghan part of the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remained invalid.

The British did not consider that，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Tsarist régime in 1917，the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of 1907 had been nullified. They hoped that the new regime in Russia would continue to regard itself as bound by its terms. The Convention was formally cancelled in Article II of the Anglo-Russian Treaty of 7 August 1924.


《大不列颠与俄国关于波斯、阿富汗及西藏的协约》



签于圣彼得堡，1907年8月31日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英国海外殖民地联合王国国王、印度皇帝陛下与俄罗斯皇帝陛下，出于解决英俄两国因亚洲利益引发问题的真诚愿望，一致决定：为防止因这些问题而造成误解，英俄两国将缔结条约，并为此目的任命双方的全权代表，即：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英国海外殖民地联合王国国王、印度皇帝陛下委派英国驻俄国大使亚瑟·尼科尔森爵士为英国全权代表与俄国会谈；

俄罗斯皇帝陛下委派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斯沃尔斯基与英方会谈；

现双方全权代表状态良好，兹订立协定如下：


关于波斯的协定


英俄政府彼此承诺尊重波斯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诚挚地希望维持波斯秩序及其和平发展，并致力于永久维系所有其他国家在贸易及工业方面的平等利益。鉴于因地理和经济原因，英俄两国均在维系波斯某些省份及周边毗邻地区，主要包括俄国边界和阿富汗及俾路支斯坦边界的和平与秩序方面享有特殊利益，两国为避免在上述提及的波斯各省发生利益冲突，兹订立协定如下：

第一款 英国承诺：绝不在自卡斯里-希林起，经由伊斯法罕、亚兹德、卡克，至波斯湾边界上的俄国与阿富汗交界处为自己寻求政治或经济特许权，也不支持英国臣民或第三方国家臣民寻求此种特许权——诸如铁路、银行、电报、道路、运输、保险等特许经营权；也不直接或间接反对俄国政府在此地区获得类似的特许经营权。英俄双方达成谅解：英国不得在上述地方寻求相关贸易特许权。

第二款 俄国承诺：绝不在自加济克、比尔詹德、科尔曼起至阿巴斯港口的阿富汗边界以外的地方为自己寻求，或支持任何俄国臣民或第三国臣民寻求任何政治或经济特许权——如铁路、银行、电报、道路、交通、保险等特许经营权；也不直接或间接反对英国政府在此地区获得类似的特许经营权。俄英双方达成谅解：俄国不得在上述地方寻求相关贸易特许权。

第三款 俄国承诺：在没有事先与英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不反对英国臣民在第一款和第二款中提到的界限间的波斯地区获得任何经营特许权。英国同样允许俄国臣民在波斯同一地区获得同样的经营特许权。

所有第一款和第二款中提到的现存的特许经营权都将保持不变。

第四款 英俄双方达成谅解：除了法尔西斯坦（今伊朗西南省份法尔斯——译者注）和波斯湾外，根据伊朗国王沙阿政府与波斯贴现与贷款银行所签署的协议保证的分期付款和贷款利息的收入，将如过去一样用于相同目的。

英俄还达成一致：自当前协议签字起，波斯法尔西斯坦与波斯湾的海关收入，以及波斯湾里海的渔业收入、邮政电报收入，都将如过去一样致力于沙阿政府与波斯帝国银行所签协议的贷款服务。

第五款 一旦自签约日起，与波斯贴现与贷款银行及波斯帝国银行所签协议中的波斯贷款之分期偿还或利息偿还出现不准时等情况，若俄国有必要控制用以确保当前约定第二款所提地点中的第一指定银行正常贷款服务的收入来源，或英国有必要控制用以确保当前约定第一款所提地点中的第二指定银行正常贷款服务的收入来源，则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会履行双方事先达成的友好共识，并一致决定双方各自采取的控制措施不会与现行条约的基本原则发生冲突。


关于阿富汗的协定


为了确保双方在中亚各自边界的安全，并在这些地区维系持久牢固的和平，英俄双方一致同意订立协议如下：

第一款 英王陛下政府宣布无意改变阿富汗的政治现状。

英王陛下政府进一步承诺，仅为和平而在阿富汗施加影响力，英国本国绝不会在阿富汗采取措施威胁俄国，也不会鼓励阿富汗人采取任何威胁俄国的措施。

俄帝国政府宣布，他们承认阿富汗位于俄国势力范围之外，并承诺俄国与阿富汗的所有政治关系只能通过英王陛下政府才能进行；俄国进一步承诺不派任何代表前往阿富汗。

第二款 英王陛下政府已在1905年3月21日于喀布尔签订的条约中宣称，如果埃米尔能够履行上述条约中规定的向英王陛下政府做出的承诺，则英国承认与已故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签订的条约以及协议，英国无意干涉阿富汗内政。大不列颠承诺绝不吞并、不占领违背该条约的任何阿富汗领土，也绝不干涉阿富汗内政。

第三款 俄国政府与阿富汗政府为了边界或边疆省份等特殊问题，可以建立直接的往来关系，并解决与政治无关的本地问题。

第四款 英王陛下政府和俄国政府宣布承认在阿富汗与贸易相关的水流等问题上享有条约平等原则，他们一致同意：英国及英属印度贸易和商人所能获得的便利措施，也要同样适用于俄国贸易和俄国商人，如果在贸易进展过程中有必要任命商贸代表，则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要尊重埃米尔的主权。

第五款 当前条约只有当英国政府告知俄国政府埃米尔同意以上各款之后才可生效。

关于西藏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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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the suzerain rights of China in Tibet），并考虑到英国因其地理位置，对维持西藏对外关系之现状有特殊利益，兹订立协定如下：

第一款 两缔约国保证尊重西藏之领土完整和一律不干涉西藏之内政。

第二款 俄国和英国遵照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这一原则，保证只能通过中国政府的调停才能与西藏举行谈判。但此项保证并不排斥1904年9月7日英国与西藏所签条约之第五款规定、1906年4月27日英中条约所确认之英国商务代表与西藏政府之间的直接交往；也不更改1906年英中条约第一款所做的保证。

不言而喻，无论俄国或英国之佛教徒、臣民均可仅仅出于宗教原因同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佛教之其他代表人物进行直接交往。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保证：就两国政府而言，绝不准此类交往危害本协定的各项规定。

第三款 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各自保证不派遣代表前往拉萨。

第四款 两缔约国一致同意，不在西藏为自身或其臣民寻求或获取对铁路、道路、电报及矿山的任何特许经营权或其他权利。

第五款 两国政府一致同意，西藏收入，无论为实物或现金，均不允许抵押或转让给俄国或英国，或两国任何臣民。

英俄关于西藏的协定之附件

英国重申印度总督阁下签署之声明，该声明附于1904年9月7日条约之批准书，决定在三次分期付清二百五十万卢比赔款之后，在该条约第二款提及之商埠已确实开放三年，以及西藏当局在此期间一切方面均严格按照上述1904年条约之规定行事的条件下，英国军队对春丕谷之占领应予终止。自然，不言而喻，如果英军对春丕谷之占领，由于任何原因未按照上述声明所预定时间终止，俄国政府和英国则将就此问题友好地交换意见。

英国大使递交俄国外交大臣照会，

1907年8月18（31）日，圣彼得堡


互换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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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森爵士致伊斯沃尔斯基

圣彼得堡 1907年8月18（31）日

大臣先生：

关于今日签订之西藏协定，谨向阁下声明如下：

英国政府认为，从本照会交换之日起三年期限之内，除非事先同俄国政府取得协议，而又事关本政府，本政府愿不准无论任何科学考察队进入西藏，不过其条件为，俄罗斯帝国政府方面将做出同样保证。

此外，英国政府拟致意中国政府，以促使其在相应期间承担相同责任；理所当然，俄国政府亦将采取同一步骤。

上述三个期限结束时，如有必要，英国政府将同俄国政府磋商是否愿对前往西藏的科学考察队采取进一步之措施。

阿·尼科尔森

伊斯沃尔斯基致函尼科尔森爵士

圣彼得堡，1907年8月18（31）日

大使先生：

为答复阁下今日之照会，谨此说明：俄罗斯帝国认为，从本照会交换之日起三年期限之内，除非事先同英国政府取得协议，而又事关本国政府，本政府愿不准无论任何科学考察队进入西藏。

帝国政府，如果英国政府，拟致意中国政府，以促使其在相应期间承担相同责任。

不言而喻，三年期限结束之际，如有必要，两国政府将相互磋商是否愿对前往西藏的科学考察队采取进一步之措施。

伊斯沃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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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英俄在1907年所签协议之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以1899年4月28日于圣彼得堡签订的英俄协定为模板；在提到中国的铁路利益之时，格雷说道：“这是在使用俄国人所熟悉的条款。”参见R. P. Churchill所著《条约》，如前所引，第28页；马慕瑞所著《中国约章》，如前所引，第一卷，第204～205页。

《关于西藏的协定》并未正式地与西藏人沟通过，但毫无疑问至少达赖喇嘛在1908年之前已经十分了解该条约。

《关于阿富汗的协定》之第五款，规定该条约在生效之前必须获得埃米尔的首肯。令敏托勋爵气恼的是，埃米尔拒绝接受这条未经他本人参与并谈判的关于阿富汗的协议。因此，严格说来，英俄协定中的阿富汗部分仍然是无效的。

1917年，沙皇政权崩溃，但英国人并不认为1907年英俄协定已经无效。他们希望俄国新政权愿意继续承认该条约。1924年8月7日签订的英俄协定之第二款，正式废除了1907年英俄协定。

附录六 1908年中英西藏贸易协定


Agreement between Great Britain，China and Tibet amending Trade Regulations in Tibet，of 5 December 1893. Signed at Calcutta，20 April 1908.（Ratifications exchanged at Peking，14 October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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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mble


Whereas by Article I of 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of the 27th April，1906，that is the 4th day of the 4th moon of the 32nd year of Kwang Hsü，it was provided that both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should engage to take at all times such steps as might be necessary to secure the due fulfillment of the terms specified in the Lhasa Convention of 7th September，1904，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ibet，the text of which in English and Chinese was attached as an Annexe to the above-named Convention.

And whereas it was stipulated in ArticleⅢ of the said Lhasa Convention that the question of the amendment of the Tibet Trade Regulations which were signed by the British and Chinese Commissioners on the 5th day of December，1893，should be reserved for separate consideration，and whereas the amendment of these Regulations is now necessary；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and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Emperor of India，and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the Chinese Empire have for this purpose named as their Plenipotentiaries，that is to say：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Emperor of India：Mr. E. C. Wilton，C.M.G.；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the China：His Majesty’s Special Commissioner Chang Yin Tang；

And the High authorities of Tibet have named as their full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to act under the directions of Chang Tachen and take part in the negotiations，the Tsarong Shape，Wang Chuk Gyalpo.

And whereas Mr. E. C. Wilton and Chang Tachen have communicated to each other since their respective full powers and have found them to be in good and true form and have found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Tibetan Delegate to be also in good and true form，the following amended Regulations have been agreed upon：

1. The Trade Regulations of 1893 shall remain in force in so far as they are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se Regulations.

2. The following places shall form，and be included within，the boundaries of the Gyantse mart：

（a）The line begins at Chuming Dangsang（Chhu-Mig-Dangs-Sangs）north-east of the Gyantse Fort，and thence it runs in a curved line，passing behind the Pekor Chode（Dpal-Hkhor-Choos-Sde），down to Chag-Dong-Gang（Phyag-Gdong-Sgang）；thence passing straight over the Nyan Chu，it reaches the Zamsa（Zam-Srag）.

（b）From the Zamsa the line continues to run，in a south-easterly direction，round to Lachi-To（Gla-Dkyii-Stod），embracing all the farms on its way，viz.，the Lahong，the Hogtso（Hog-Mtsho）；the Tong-Chung-Shi（Grong-Chhung-Gshis），and the Rangang（Rab-Sgang），&c.

（c）From Lachi-To the line runs to the Yutog（Gyu-Thog），and thence runs straight，passing through the whole area of Gamkar-Shi（Ragal-Mkhar-Gshis），to Chumig Dangsang.

As difficulty is experienced in obtaining suitable houses and godowns at some of the marts，it is agreed that British subjects may also lease lands for the building of houses and godowns at the marts，the locality for such building sites to be marked out specially at each mart by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Authorities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The British Trade Agents and British subjects shall not build houses and godowns except in such localities，and this arrangement shall not be held to prejudice in any way the Adminstr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Local Authorities over such localities，or the right of British subjects to rent houses and godowns outside such localities for their own accommodation and the storage of their goods.

British subjects desiring to lease building sites shall apply through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to the Municipal Office at the mart for a permit to lease. The amount of rent，or the period or conditions of the lease，shall then be settled in a friendly way by the lessee and the owner themselves. In the event of a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owner and lessee as to the amount of rent or the period or conditions of the lease the case will be settled by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Authorities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After the lease is settled，the sites shall be verified by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Officers of the Municipal Office conjointly with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No building is to be commenced by the lessee on a site before the Municipal Office has issued him a permit to build，but it is agreed that there shall be no vexations delays in the issue of such permit.

3.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trade marts shall remain with the Tibetan Officers，under the Chinese Officers’ supervision and directions.

The Trade Agents at the marts and Frontier Officers shall be of suitable rank，and shall hold personal intercourse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one another on terms of mutual respect and friendly treatment.

Questions which cannot be decided by agreement between the Trade Agents and the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e referred for settlement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Tibetan High Authorities at Lhasa. The purport of a reference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will be communicated to the Chinese Imperial Resident at Lhasa. Questions which cannot be decided by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Tibetan High Authorities at Lhasa shall，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Article I of the Peking Convention of 1906，be referred for settlement to 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4. In the event of disputes arising at the marts between British subjects and persons of Chinese and Tibetan nationalities，they shall be inquired into and settled in personal conference between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at the nearest mart and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Authorities of the Judicial Court at the mart，the object of personal conference being to as certain facts and to do justice. Where there is a divergence of view the law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the defendant belongs shall guide. In any of such mixed cases，the Officer or Officers of the defendant’s nationality shall preside at the trial；the Officer or Officers of the plaintiff’s country merely attending to watch the course of the trial.

All questions in regard to rights，whether of property or person，arising between British subjects，shall be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British subjects，who may commit any crime at the marts or on the routes to the marts，shall be handed over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to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at the mart nearest to the scene of offence，to be tried and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India，but such British subjects shall not be subject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to any ill-usage in excess of necessary restraint.

Chinese and Tibetan subjects，who may be quilty of any criminal act towards British subjects at the marts or on the routes thereto，shall be arrested and punished by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law.

Justice shall be equitably and impartially administered on both sides.

Should it happen that Chinese or Tibetan subjects bring a criminal complaint against a British subject before the British Trade Agent，the Chinese or Tibetan Authoritie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send a representative，or representatives，to watch the course of trial in the British Trade Agent’s Court. Similarly，in cases in which a British subject has reason to complain of a Chinese or Tibetan subject in the Judicial Court at the mart，the British Trade Agent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send a representative to the Judicial Court to watch the course of trial.

5. The Tibetan Authorities，in obedience to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Peking Government，having a strong desire to reform the judicial system of Tibet，and to bring it into accord with that of western nations，Great Britain agrees to relinquish her rights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Tibet，whenever such rights are relinquished in China，and when she is satisfied that the state of the Tibetan laws and the arrangements for their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warrant her in so doing.

6. After the withdrawal of the British troops，all the rest-houses，eleven in number，built by Great Britain upon the routes leading from the Indian frontier to Gyantse，shall be taken over at original cost by China and rented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t a fair rate. One-half of each rest-house will be reserved for the use of the British officials employed on th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elegraph lines from the marts to the Indian frontier and for the storage of their materials，but the rest-houses shall otherwise be available for occupation by British，Chinese，and Tibetan officers of respectability who may proceed to and from the marts.

Great Britain is prepared to consider the transfer to China of the telegraph lines from the Indian frontier by Gyantse when the telegraph lines from China reach that mart and in the meantime Chinese and Tibetan messages will be duly received and transmitted by the line construc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the meantime China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ue protection of the telegraph lines from the marts to the Indian frontier，and it is agreed that all persons damaging the lines or interfering in any way with them or with the officials engaged in the inspection or maintenance thereof shall at once be severely punish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7. In law suits involving cases of debt on account of loans，commercial failure，and bankruptcy，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shall grant a hearing and take steps necessary to enforce payment；but，if the debtor plead poverty and be without means，the authorities concerned shall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said debts，nor shall any public or official property be distrained upon in order to satisfy these debts.

8. The British Trade Agents at the various trade marts now or hereafter to be established in Tibet may make arrangements for the carriage and transmission of their posts to and from the frontier of India. The couriers employed in conveying these posts shall receive all possible assistance from the local authorities whose districts they traverse and shall be accorded the same protection as the persons employed in carrying the dispatches of the Tibetan Authorities. When efficient arrangements have been made by China in Tibet for a Postal Service，the question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Trade Agents’ couriers will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y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No restrictions whatever shall be placed on the employment by British officers and traders of Chinese and Tibetan subjects in any lawful capacity. The persons so employed shall not be exposed to any kind of molestation or suffer any loss of civil rights to which they may be entitled as Tibetan subjects，but they shall not be exempted from all lawful taxation. If they be guilty of any criminal act，they shall be dealt with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law without any attempt on the part of their employer to screen or conceal them.

9. British officers and subjects，as well as goods，proceeding to the trade marts，must adhere to the trade routes from the frontier of India. They shall not，without permission，proceed beyond the marts，or to Gartok from Yatung and Gyantse，or from Gartok to Yatung and Gyantse，by any route through the interior of Tibet，but natives of the Indian frontier，who have already by usage traded and resided in Tibet，elsewhere than at the marts shall be at liberty to continue their trade，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isting practice，but when so trading or residing they shall remain，as heretofore，amenable to the local jurisdiction.

10. In cases where officials or traders，en route
 to and from India or Tibet are robbed of treasure or merchandise，public or private，they shall forthwith report to the Police officers，who shall take immediate measures to arrest the robbers and hand them to the Local Authorities. The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bring them to instant trial，and shall also recover and restore the stolen property. But if the robbers flee to places out of the jurisdiction and influence of Tibet，and cannot be arrested，the Police and the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such losses.

11. For public safety，tanks or stores of kerosene oil or any other combustible or dangerous articles in bulk must be placed far away from inhabited places at the marts.

British or Indian merchants，wishing to build such tanks or stores，may not do so until，as provided in Regulation 2，they have made application for a suitable site.

12. British subjects shall be at liberty to deal in kind or in money，to sell their goods to whomsoever they please，to purchase native commodities from whomsoever they please，to hire transport of any kind，and to conduct in general their business transactions in conformity with local usage and without any vexations restrictions or oppressive exactions whatever.

It being the duty of the Police and Local Authorities to afford efficient protection at all times to the persons and property of the British subjects at the marts，and along the routes to the marts，China engages to arrange effective police measures at the marts and along the routes to the marts. On due fulfilment of these arrangements，Great Britain undertakes to withdraw the Trade Agents’ guards at the marts and to station no troops in Tibet so as to remove all cause for suspicion and disturbance among the inhabitant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ill not prevent the British Trade Agents from holding personal intercourse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Tibetan officers and people.

Tibetan subjects trading，travelling or residing in India shall receive equal advantages to those accorded by this Regulation to British subjects in Tibet.

13. The present Regulations shall be in force for a period of ten years reckoned from the date of signature by the two Plenipotentiaries as well as by the Tibetan Delegate；but if no demand for revision be made on either side within six months after the end of the first ten years，then the Regulations shall remain in force for another ten years from the end of the first ten years；and so it shall be at the end of each successive ten years.

14. The English，Chinese，and Tibetan texts of the present Regulations have been carefully compared，and，in the event of any question arising a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Regulations，the sense as expressed in the English text shall be held to be the correct sense.

15. The ratifications of the present Regulations under the hand of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and of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the Chinese Empire，respectively，shall be exchanged at London and Peking within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signature.

In witness whereof the two Plenipotentiaries and the Tibetan Delegate have signed and sealed the present Regulations.

Done in quadruplicate at Calcutta，this 20th day of April，in the year of our Lord 1908，corresponding with the Chinese date，the 20th day of the 3rd moon of the 34th year of Kuang Hsü.

E. C. WILTON，British Commissioner.


CHANG YIN TANG，Chinese Special Commissioner.


WANG CHUK GYALPO，Tibetan Delegate.



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


（西历）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

加尔各答


总纲


大清一统帝国大皇帝、大英国兼五印度大皇帝，今因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所订藏印条约第一款内开，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暨其英文、汉文约本附入现立之约作为附约，如遇有应行设法之时，彼此随时设法将约内各节切实办理等语；又据光绪三十年拉萨约之第三款内开，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中英条约所有更改之处，应另行酌办等因。现值应行更改此项章程之时，是以大清国大皇帝特派张荫棠为全权大臣，大英国大皇帝特派韦礼敦为全权大臣，会同商议，暨西藏大吏选派噶布伦汪曲结布为掌权之员，禀承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大清国钦差大臣张，大英国钦差大臣韦，各将所奉全权文凭互相校阅，并藏员掌权文据一并查阅，俱属妥善，改定章程如左：

第一款 光绪十九年所定通商章程与此次章程无违背者，仍应照行。

第二款 江孜商埠界内全地：

甲. 界线起自江孜堡垒东北之曲迷荡桑，自此曲行，过背郭阙堞大寺之后，至峡东冈，自此直越逸阳河，抵匝木萨止。

乙. 自匝木萨，此界线向东南接行，至拉极多为止，沿此线内田庄，如拉和格、火格错、东穷席、拉布冈等处，均在界内。

丙. 又自拉极多，此线循行至玉驼，自玉驼经甘卡尔席全地，直行至曲迷荡桑为止。

各商埠内向有难得合宜房栈之情事，兹允英国人民亦得在各商埠内租地建筑房栈，此种建筑地基坐落之处，应由中藏官在每埠与英国商务委员特行商酌划定。英国商务委员与英印人民，除在此处外，不得在他处建筑房栈，但此种办法不得有一毫侵害中藏地方官于此处之治理权，亦不得损及英印人民在此处以外租赁房栈居住、存货之权利。

凡英印人民欲租建筑地基，应转由英国商务委员向工部局声请租地文凭。其地基之租价、年限与合同，应由租客与地主自行和平商订。如地主与租客因租价、年限及合同等事意见不合，应由中藏官商同英国商务委员调处。其地基租定后，应由工部局中藏官会同英国商务委员勘定。又未经工部局给与租客建筑文凭，该租客不得兴工建筑；但约定，工部局给发建筑文凭，不得任意延宕。

第三款 各商埠治理权应归中国官督饬藏官管理。各商埠商务委员与边界官均须合宜品级，彼此往来会晤以及文移往返应互以礼貌优待。凡商务委员及地方官因意见难合不能断定之事，应请拉萨西藏大吏与印度政府核办。印度政府照会之意，应并行知照中国驻藏大臣。如拉萨西藏大吏与印度政府不能断定之事，应按光绪三十二年北京条约第一款，由中英两国政府核办。

第四款 如英印人民在各商埠与中藏人民有所争论，应由最近商埠之英国商务委员与该商埠裁判局之中藏官员会同查讯，面议办法；其会同面议之意，系为证明实情，公平办理。如有意见不合之处，应按照被告之国法办理。凡属此种交涉案件，均有被告之国之官主审；其原告之国之官，只可会审。

凡英印人与英印人因身家产业之权利而起之事，俱归英国官管理。

英印人民在各商埠及往各商埠之商道中有犯罪者，应由地方官送交最近犯罪之商埠英国商务委员，按印度法律审讯惩办；但地方官于此种英印人民，除应行拘禁外，不得格外凌虐。中藏人民有对于各商埠内或往各商埠之道中之英印人犯罪者，应由中藏地方官拿获，按律惩办。两面审办之法俱应至公且平。凡中藏人民到英商务委员处控诉英印人民，中藏官得有派员往英国商务委员公堂观审之权利。凡英印人民到商埠内裁判局控告中藏人民之案件，英国商务委员亦得有派员往裁判局观审之权利。

第五款 西藏大吏遵北京政府训令，深愿改良西藏法律，俾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无论何时，英国在中国弃其治外法权，并俟查悉西藏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亦即弃其治外法权。

第六款 英军撤退后，所有由印边界以达江孜一路英国所建旅舍等房屋，共计十一处，应由中国照原价赎回；仍以公平租价租与印度政府。每旅舍一半留为英国经管由各商埠至印度边界电线之官役之用，并存储材具，其余则留为中藏、英印体面官往来暂宿之用。一俟中国电线已由中国接修至江孜，英国可酌量将由印边界至江孜之电线移售与中国，尚未移售以前，中藏人之信当由此印政府所修之电线妥为接收、传寄。又未移售以前，应由中国担任保护由各商埠至印边界之电线；兹约定，所有人民如毁伤此电线，或无论如何阻挠，看管经理此电线之官役应立由地方官严惩。

第七款 凡因信借、揭欠、倒闭而起之控告案件，应由该管官查讯，设法追索赔偿；但如欠债者报穷无力赔偿，该管官不任赔偿之责，亦不得将公产、官物扣抵。

第八款 驻寓西藏现在已开及将来新开各商埠之英国商务委员，得安排往来印边界传递邮件所用传递夫役，于凡所经过之处，应由地方官尽力相助，与藏官所用传递文件之夫役同受一律保护。俟中国在西藏妥立邮政，中英两国可即酌议裁撤英商务委员之传递夫役。英国官商雇佣中藏人民作合法事业，不得稍加限制。此种受雇之人亦不得稍加扰害，於西藏人民应享之权利，亦不得因此稍受损失。但此种人於应纳赋税不能豁免；如有犯罪情事，应归地方官按律惩办，雇主不得稍加庇匿。

第九款 凡往各商埠之英国官民以及货物等应确循印藏边界之通商大路前往，不准擅往商埠外各地，不得由亚东、江孜，无论由何道路，绕入藏属内地，以往噶大克，亦不得由噶大克，无论由何道路，绕入藏属内地，以往江孜、亚东；惟印度边界土人向在藏属居住、贸易者，因习惯既久，仍得照旧按通行规例，来往贸易，但此种人如是往来贸易，居住时，应仍按向例，服从地方官管治。

第十款 凡官商往来藏印，其公私财产、货物，途中被劫，应即报明巡警官。巡警官应立即设法拿获劫盗，交地方官立即审办、追赃。如盗犯逃至巡警局、地方官权力不及之地，不能缉获，则巡警局及地方官咸不任偿失之责。

第十一款 为保公安起见，凡存放大多数之火油及所有易燃危险之物，应用池栈应按设在商埠内远距民居之处。

英印商人未经按照章程第二条禀请合宜地基，不得开筑火油池栈。

第十二款 英国人民可任便以货物或银钱交易，任便将货物售与无论何人，任便由无论何人购买土产货物，任便雇赁运载夫马，并任便照地方常规办理一切贸易事宜，不得格外限制、刁难，亦不得抑勒、强逼。

凡英官商在商埠内及往各商埠道中之身家、产业，应随时由巡警局及各地方官实力保护。

中国允在各商埠及往各商埠道中，筹办巡警善法，一俟此种办法办妥，英国允即将商务委员之卫队撤退；并允不在西藏驻兵，以免居民疑忌生事。

英国商务委员与西藏官民，或用函件或面会往来，中国官并不禁阻。

凡西藏人民至印度贸易、游历、居住，所享权利与本款章程给与在西藏之英国人民之权利相等。

第十三款 此次章程，自两国全权大臣及西藏代表员签押之日起，应通行十年；若期满后六个月内，彼此俱未知照更改，此章应再行十年。每至十年，俱照此办理。

第十四款 此次章程，华、藏、英文字俱经详细校对，遇有因解释此章字句而起之辩论，以英文作为正义。

第十五款 此次章程，由中英两国大皇帝批准，应自签押之日起六个月后，在北京及伦敦互换。此章由两国全权大臣暨西藏掌权员签押盖印为凭，以昭信守。华、藏、英文各缮四份。

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西藏查办事件大臣张荫棠

西藏掌权委员噶布伦汪曲结布随同

大英国钦差全权大臣韦礼敦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

西历一千九百零八年四月二十日

立于喀勒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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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 英不条约


1.1865年新曲拉条约



1. The Treaty of Sinchula，11 November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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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reaty concluded the Anglo-Bhutanese war of 1864-5. It contained ten Articles. Article I declared that perpetual peace and friendship would exist between Bhutan and the British. Article II provided for the British annexation of Bhutanese territory along the Bengal，Cooch Behar and Assam border. Article III obliged the Bhutanese to surrender British subjects they had until then been detaining. Article IV provided for a British subsidy to Bhutan not exceeding Rs. 50，000 p.a. Article V specified tha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could suspend payment of the subsidy if the Bhutanese failed to comply with the Treaty. Article VI obliged Bhutan to surrender to the British criminals who had fled from British justice to Bhutanese territory. Article VII laid down the mechanism whereby such extradition could be carried out. Article VIII，dealing with Bhutanese foreign relations，read as follows：

The Bhootan Government hereby agree to refer to the arbitration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ll disputes with，or causes of complaint against，the Rajahs of Sikkim and Cooch Behar，and to abide by the decision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ereby engage to enquire into and settle such disputes and complaints in such manner as justice may require，and to insist on the observance of the decision by the Rajahs of Sikkim and Cooch Behar.

Article IX provided for free trade between British India and Bhutan. Article X dealt with questions of ratification.

Only in Article VIII was there any mention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Bhutan；and here the British acquired no control over Bhutanese relations either with Tibet or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Tibet.


《新曲拉条约》，1865年11月11日
 
 
[22]



本条约的签订终止了1864—1865年的英国—不丹战争。条约共有十款内容。第一款宣称：在英不两国政府之间建立永久和平和友好；第二款规定，英国吞并与孟加拉、库赤·比哈尔和阿萨姆边界接壤的不丹领土；第三款规定，不丹人须交出迄今仍扣留在不丹的英国臣民；第四款规定，英国予以不丹的补助金不得超过每年5万卢比；第五款规定，若不丹人无法遵守本约，英国政府将暂停给不丹发放补助金；第六款规定，不丹须交出从英国司法辖区逃往不丹领土的英国罪犯；第七款则规定了执行此类引渡事件的机制；第八款主要涉及不丹的对外关系，具体内容如下：

不丹政府同意，将所有指控锡金和库赤·比哈尔王公的讼诉案件交由英国政府仲裁并遵守英国政府的决定；英国政府承诺公正地调查并解决此类纷争与诉讼，并坚持遵守锡金和库赤·比哈尔王公做出的决定。

第九款规定，英属印度与不丹之间应实行自由贸易。第十款则涉及条约正式批准相关问题。

惟第八款中提到不丹之对外关系，英国并未控制不丹与西藏或不丹与西藏之中国政府间的关系。


2.1910年英不条约



Treaty between His Excellency the Right Honourable Sir Gilbert John Elliott-Murray-Kynynmound，P. C.，G. M. S. I.，G. M. I. E.，G. C. M. G.，Earl of Minto，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in Council，and His Highness Sir Ugyen Wangchuk，K. C. I. E.，Maharaja of Bhutan，8 January 1910.（Rarified at Calcutta，24 March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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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as it is desirable to amend Articles IV and VIII of the Treaty concluded at Sinchula on the 11th day of November 1865，corresponding with the Bhutia year Shing Lang，24th day of the 9th month，betwee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of Bhutan，the undermentioned amendments are agreed to on the one part by Mr. C. A. Bell，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in virtue of full powers to that effect vested in him by the Right Honourable Sir Gilbert John Elliott-Murray-Kynynmound，P. C.，G. M. S. I.，G. M. I. E.，G. C. M. G.，Earl of Minto，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in Council，and on the other part by His Highness Sir Ugyen Wangchuk，K. C. I. E.，Maharaja of Bhutan.

The following addition has been made to Article IV of the Sinchula Treaty of 1865：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increased the annual allowance to the Government of Bhutan from fifty thousand rupees（Rs. 50，000）to one hundred thousand rupees（Rs. 100，000）with effect from the 10th January 1910.’

Article VIII of the Sinchula Treaty of 1865 has been revised and the revised Article runs as follow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undertakes to exercise no interference in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of Bhutan. On its part，the Bhutanese Government agrees to be guided by the advice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regard to its external relations. In the event of disputes with or causes of complaint against the Maharajas of Sikkim and Cooch Behar，such matters will be referred for arbitration to the British Governemtn which will settle them in such manners as justice may require，and insist upon the observance of its decisions by the Maharajas named.’

Done in quadruplicate at Punaka，Bhutan，this eighth day of January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ten，corresponding with the Bhutia date，the 27th day of the 11th month of the Earth-Bird（Sa-ja）year.

C. A. Bell，　　　　　　　　　　　　　　　　　　　　Seal of Dharma Raja

Political Officer　　　　Seal of Political　　　　　Seal of His Highness the

In Sikkim　　　　　　　　Officer in Sikkim　　　　　Maharaja of Bhutan

8th January 1910.　　　　　　　　　　　　　　　　　 Seal of Tatsang Lama

　　　　　　　　　　　　　　　　　　　　　　　　　　Seal of Tongsa Penlop

　　　　　　　　　　　　　　　　　　　　　　　　　　Seal of Para Penlop

　　　　　　　　　　　　　　　　　　　　　　　　　　Seal of Zhung Dronyer

　　　　　　　　　　　　　　　　　　　　　　　　　　Seal of Timbu Jongpen

　　　　　　　　　　　　　　　　　　　　　　　　　　Seal of Punaka Jongpen

　　　　　　　　　　　　　　　　　　　　　　　　　　Seal of Wangdu Potang Jongpen

　　　　　　　　　　　　　　　　　　　　　　　　　　Seal of Taka Penlop

　　　　　　　　　　　　　　　　　　　　　　　　　　Seal of Deb Zimpon

Minto，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his treaty was ratified by the 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in Council at Fort William on the twenty-fourth day of March，A. D.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ten.

S. H. BUTLER，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Foreign Department.



Note.
 A second treaty was also signed at this time，which provided for the Bhutanese surrender to the Indian Governemtn of fugitives from British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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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督敏托伯爵与不丹国王乌金旺秋于1910年1月8日签订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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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和不丹政府希望修订1865年11月11日（不丹历木象年9月24日）两国签订的新曲拉条约第四款和第八款，由锡金政务官贝尔先生全权代表印度总督敏托伯爵与不丹国王乌金旺秋爵士阁下一致同意下述修订条款。

以下便是1865年新曲拉条约第四款增加的内容：

从1910年1月10日起，英国政府将每年予以不丹政府的补贴从5万卢比增加到10万卢比。

1865年新曲拉条约第八款也被修订，修改后的条约如下：

英国政府承诺不干涉不丹内政。不丹政府同意在对外关系事务方面接受英国政府的指导和意见。在遇到指控锡金和库赤·比哈尔王公的讼诉案件时，此类事务应交由英国政府仲裁，英国会公正地解决这些问题，并坚持尊重国王的决定。

该条约在不丹普纳卡签订，一式四份，1910年1月8日，不丹历土鸟年11月27日。

贝尔　　　　　　　　　　　　　　　　　　　法王印章

锡金政务官　　　锡金政务官印章　　　　　　不丹国王阁下印章

1910年1月8日　　　　　　　　　　　　　　　达仓喇嘛印章

　　　　　　　　　　　　　　　　　　　　　终萨本洛印章

　　　　　　　　　　　　　　　　　　　　　帕拉本洛印章

　　　　　　　　　　　　　　　　　　　　　仲卓耶印章

　　　　　　　　　　　　　　　　　　　　　廷布宗本印章

　　　　　　　　　　　　　　　　　　　　　普纳卡宗本印章

　　　　　　　　　　　　　　　　　　　　　旺堆颇当宗本印章

　　　　　　　　　　　　　　　　　　　　　达卡本洛印章

　　　　　　　　　　　　　　　　　　　　　德布森本印章

敏托

印度总督

本条约由威廉堡的印度总督于1910年3月24日批准生效。

巴特勒

印度外部大臣

注：本次还签订了第二则条约，规定不丹政府向印度政府交出英国司法辖区之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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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八 1844年英国与不丹条约


An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y Changjoi Satrajah，SrengSatrajah，Cheeng Dundoo Satrajah，of Naregoon and TongDabee Rajah，Cheng Dundoo Bramee，Poonjai Bramee，ofTakhal Tooroom，dated 24 Maug 1250 B.S.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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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aving been ordered by His Lordship the Governor-General in Council that we should be allowed annually one-third of the whole of the proceeds of Koreeahpara Dwar，viz.，5，000 Rupees，we voluntarily pledge ourselves to adhere to the following terms most strictly：

1st.-We pledge ourselves to be satisfied，now and for ever，with the above-mentioned sum of 5，000 Rupees，and relinquish all right over any proceeds that may accrue from the Dwar.

2nd.-In our traffic we pledge ourselves to confine our dealings to the established market places at Oodalgooree and Mungle Dye，and never interfere with the ryots，neither will we allow any of our Booteahs to commit any acts of oppression.

3rd.-We have relinquished all power in the Dwar，and can no longer levy any rent from the ryots.

4th.-We agree to apply to the British Courts at Mungle Dye for redress in all our grievances in their Territories.

5th.-Should we ever infringe any of the foregoing terms，we shall forfeit our right to the above pension.

FRANS JENKINS，Agent，Governor-General.


1844年英国与不丹条约


那尔贡的江觉七王、斯伦七王、陈东多七王及打陇宗的通达比王、陈敦多扎米、彭甲扎米加入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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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总督阁下的安排，我们将获取卡里亚帕拉山口总收益的三分之一，即5000卢比，我们自愿保证严格遵守以下条款：

第一款 我们保证，从现在起直到永远满足于上面所提到的5000卢比的款额，并放弃可能从该山口获取收益的一切权利。

第二款 在我们通行过程中，我们保证交易活动只限于在乌达古里和蒙列代建立的市场，绝不干预农民，也绝不允许我们手下的布提亚人从事任何压榨行为。

第三款 我们已放弃了在山口的所有权利，永不再向农民征收任何地租。

第四款 我们同意向设在蒙列代的英国法院提出申诉，以补偿我们在该地遭受的所有委屈。

第五款 如果我们违反前述任何条款，我们将丧失获得上述补偿金的权利。

弗朗斯·詹金斯

总督代理
 
[29]



附录九 1853年英国与不丹条约


Treaty signed by Captains Reid and Campbell and Chang-dandoo Namang Leden and Dao Nurhoo，Bhutia Rajas，on 28 January 1853，at Kurreahparah，Zillah Dar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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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Changdandoo Raja Namang Leden，Raja Dao Nurhoo Raja，being deputed by the Deba Rajas to carry letters of friendship tothe Agent，Governor-General，North-East Frontier，desiring that theformer friendly relations which exist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our Lhassa Government（lately disturbed by the misbehaviour of one of our Gellings）should be again resumed，and being ourselves desirous above all things that peace should exist between our Government and that of India，do（now that we areassured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do not intend to invade our country）hereby solemnly declare that all military force in excess of what is required to maintain order in our own country shall be immediately withdrawn，and the soldiers sent to their houses，and should the peace be ever broken by us，we shall consider that all claims to the Rs. 5，000 hitherto paid yearly to our Government by the Governmentof India shall be forfeited，and that our trade with the people of the plains shall be put a stop to.

All this we of our own good will agree to and swear to in thepresence of Captains Reid and Campbell，signing the agreement ascopied out in Bhutia language from the Bengali copy made by Tuchka Mahomed Darogah.

And moreover，with regard to the followers and others of the Gelling who have come down to the plains for protection，we promise not to molest them，but hope，with the good help of the Agent，Governor-General，to make friends with them and persuade them to return to their own country.


1853年英国与不丹条约



里德上尉、坎贝尔与布提亚王昌达多·纳芒·列敦、道·努尔霍1853年1月28日在齐拉达朗卡里亚帕拉签订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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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昌达多王纳芒·列敦、道·努尔霍王，受第巴王派遣向东北边境总督代理传交友好信函，希望原先存在于印度政府与我们拉萨政府之间的（但最近由于我们一个噶林的不良行为而受干扰）友好关系得以恢复，出于我们的最高愿望——维持我们政府与印度政府间的和平（现在我们确信印度政府无意侵犯我们的国家），在此我们庄严宣布：立即撤出所有超过维护我们国家自身秩序所需的军事力量，遣散士兵返回家园；如果我们破坏了和平，我们深深明白自己将会失去迄今为止印度政府每年给我们政府的5000卢比，而我们与平原地区人民的交易也将终止。

现在，在里德上尉和坎贝尔上尉面前，我们同意并发誓遵守上述所有良好意愿，签署由图卡·马哈默德·达洛伽从孟加拉语文本翻译成布提亚语文本的协定。

除此之外，关于来到平原寻求保护的噶林及其追随者以及其他人，我们承诺不伤害他们，但希望在总督代理人的善意帮助下，我们能与他们交好，并劝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

附录十 1862年英国与阿波尔人签订的条约


Agreement entered into by the Meyong Abors on 5 November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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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as it is expedient to adopt measures for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British territory in the District of Luckhimpoor，Upper Assam，on the Meyong Abor Frontier，and for preserving peace and tranquillity，and whereas by virtue of a letter No. 11 of 11th October 1862，from the Officiating Commissioner of Assam，transmitting orders from the Government of Bengal conveyed in aletter No. 265-T.，dated 8th August 1862，from the Officiating Junior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Bengal，the Deputy Commissioner of Luckhimpoor has been authorized to proceed in this matter，an Engagement to the following effect has been entered into with the Meyong Abors this 5th day of November A.D. 1862 at Camp Lalee Mookh：


Article1


Offences committed by the Meyong Abors in a time of hostility towards the British Government，and for which the assembled heads of villages have sued for pardon，are overlooked and peace is reestablished.


Article 2


The limit of the British territory which extends to the foot of the hills is recognized by the Meyong Abors，who hereby engage to respect it.


Article 3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ill take up positions on the frontier in the plains，will establish stations，post guards，or construct forts，or open roads，as may be deemed expedient，and the Meyong Abors will not take umbrage at such arrangements，or have any voice in such matters.


Article 4


The Meyong Abors recognize all persons residing in the plain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Meyong Hills as British subjects.


Article 5


The Meyong Abors engage not to molest or to Cross the frontier for the purpose of molesting residents in the British territory.


Article 6


The communications across the frontier will be free both for the Meyong Abors and for any persons British subjects，going to the Meyong villages for the purpose of trading or other friendly dealings.


Article 7


The Meyong Abors shall have access to markets and places of trade which they may think fit to resort to；and on such occasions they engage not to come armed with their spears and bow and arrows，but merely carry their daos.


Article 8


Any Meyong Abors desiring to settle in or occupy lands in the British territory engage to pay such revenue to Government as may be fixed upon by the Deputy Commissioner；the demand，in the first instance，to be light.


Article 9


The Meyong Abors engage not to cultivate opium in the British territory or to import it.


Article 10


In the event of any grievance arising or any dispute taking place between the Meyong Abors and the British territory，the Abors will refrain from taking the law into their own hands，but they will appeal to the Deputy Commissioner for redress and abide by his decision.


Article 11


To enable the Meyong Abors of the eight khels or communities，who submit to this engagement，to keep up a Police for preventing any marauders from resorting to the plains for sinister purposes，and to enable them to take measures for arresting any offenders，the Deputy Commissioner on behalf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agrees that the communities referred to shall receive yearly the following articles：

100 Iron hoes

80 Bottles of rum

30 Maunds of salt

2 Seers of Abkaree opium

2 Maunds of tobacco


Article 12


The articles referred to above，which will be delivered for the first year on the signing of this enagement，will hereafter be delivered from year to year to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ight khels or communities of the Meyong Abors as aforesaid on their meeting the Deputy Commissioner at Lalee Mookh or at any other convenient place on the Meyong Doar side.


Article 13


On the occasion of meeting the Deputy Commissioner，the Meyong Abors in earnest of their continued friendly feeling，engage to make a tribute offering of a mithun，pigs，and fowls，in exchange for which they will obtain usual suitable acknowledgements.


Article 14


In the event of Meyong Abors infringing or failing to act up to any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engagement，it will be considered null and void，and will no longer have effect.


Article 15


The original of the above engagement，which is drawn up in English，will remain with the Deputy Commissioner of Luckhimpoor，Upper Assam，and a counterpart or copy will be furnished to the subscribing Meyong Abors.


Article 16


In ratification of the above engagement contained in fifteen paragraphs the Deputy Commissioner of Luckhimpoor，Assam，on behalf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puts his hand and seal，and the recognised headmen or Chiefs of the eight khels or communities of the Meyong Abors affix their signatures or marks，this 5th day of November A.D. 1862.

H. S. BIVAR，MAJOR，

Depy. Commr.，1st Class，Luckhimpoor，and Agent，Govr. -Genl.，North-East Frontier.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ty

of Munkoo　　　　　　　　　　 Lomjur Gham，his mark

　　　　　　　　　　　　　　　Taukoor　，，　，，　，，

　　　　　　　　　　　　　　　Yabang　 ，，　，，　，，

　　　　　　　　　　　　　　　Chapeur　，，　，，　，，

　　　　　　　　　　　　　　　Taying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ty

of Ramkong　　　　　　　　　　Pooruding Gham，his mark

　　　　　　　　　　　　　　　Azragi　 ，，　，，　，，

　　　　　　　　　　　　　　　Kakoh　　，，　，，　，，

　　　　　　　　　　　　　　　Koling　 ，，　，，　，，

　　　　　　　　　　　　　　　Goling　 ，，　，，　，，

　　　　　　　　　　　　　　　Daling　 ，，　，，　，，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ty　　Moozung Gham，his mark

of Bokoong　　　　　　　　　　Sootam　 ，，　，，　，，

　　　　　　　　　　　　　　　Gandal　 ，，　，，　，，

　　　　　　　　　　　　　　　Bidoo　　，，　，，　，，

　　　　　　　　　　　　　　　Takoor　 ，，　，，　，，

　　　　　　　　　　　　　　　Yaleng　 ，，　，，　，，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ty　　Kerie Gham，his mark

of Padamneh　　　　　　　　　 Taddang　，，　，，　，，

　　　　　　　　　　　　　　　Tuttoo　 ，，　，，　，，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ty　　Tassee Gham，his mark

of Kemi　　　　　　　　　　　 Somuing　，，　，，　，，

　　　　　　　　　　　　　　　Takokh　 ，，　，，　，，

　　　　　　　　　　　　　　　Taneeh　 ，，　，，　，，

　　　　　　　　　　　　　　　Yakoom　 ，，　，，　，，

　　　　　　　　　　　　　　　Takor　　，，　，，　，，

　　　　　　　　　　　　　　　Loling　 ，，　，，　，，

　　　　　　　　　　　　　　　Lomeh　　，，　，，　，，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ty

of Lekang　　　　　　　　　　 Basing Gham，his mark

On behalf of the village

of Galong　　　　　　　　　　 Taming Gham，his mark

　　　　　　　　　　　　　　　Takir　　，，　，，　，，

　　　　　　　　　　　　　　　Tussif　 ，，　，，　，，

　　　　　　　　　　　　　　　Dookang　，，　，，　，，

On behalf of the village

of Ledoom　　　　　　　　　　 Looking Gham，his mark

　　　　　　　　　　　　　　　Taying 　，，　，，　，，


Note
 . Very similar agreements were entered into with other Abor groups in1862 and 1863. In each case the clear distinction was made between British territory ‘which extends to the foot of the hills’ and the territory of the tribes.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frontier following this foothills alignment was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boundary in the sense that the British sovereignty stopped there.

These agreements were directed to controlling the Abors while they were on British territory and to preventing them from unsettling the frontier. As far as their internal affairs were concerned，these treaties permitted the British no concern provided British territory was not affected.

There is nothing，in fact，in these agreements which would forbid the Abor communities concerned to enter into treaty relations with the Tibetans or Chinese or，for that matter，any other Power.


民荣阿波尔人1862年11月5日加入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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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采取措施维护在民荣阿波尔边境地区的拉金普尔、上部阿萨姆行政区的英国领土的完整性，为了维护和平与安宁；鉴于阿萨姆执行专员为转达执行高级秘书致孟加拉政府的1862年8月8日编号为No. 265-T信中的孟加拉政府指示的1862年10月11日编号为No. 11的信，拉金普尔代理专员得到授权开展这一事务，1862年在拉里木克营地，与民荣阿波尔人结成以下生效的约定。

第一款 对于村寨头人请求宽恕的民荣阿波尔人在对英国政府怀有敌意期间的冒犯行为，均获得原谅，和平得到重建。

第二款 民荣阿波尔人承认并保证尊重英国领土延伸到山脚的边界线。

第三款 英国政府将确定平原地区的边界位置，并视方便与需要，建站设立岗哨，或修建堡垒，或开通道路，民荣阿波尔人不得抱怨上述安排，在这些事务中也没有任何发言权。

第四款 民荣阿波尔人承认所有居住在民荣山附近平原地区的居民为英国臣民。

第五款 民荣阿波尔人保证不干扰边界或越过边界，以骚扰英国领土上的居民。

第六款 对民荣阿波尔人或任何英国臣民前往民荣村落从事贸易或其他友好的行为，均可自由越过边界。

第七款 民荣阿波尔人可前往他们认为合适的市场或贸易地点；他们保证在这种场合不佩带长矛和弓箭，只可带刀。

第八款 所有希望到英国领土定居或占有土地的民荣阿波尔人，须保证向政府缴纳由代理专员确定的税额，这项要求须在事先予以考虑。

第九款 民荣阿波尔人保证不在英国领土内种植鸦片或向英国领土进口鸦片。

第十款 若民荣阿波尔人居住区和英国领土之间出现任何冤屈或发生争议，阿波尔人将不得私自处罚，但他们须向代理专员申诉补偿，并遵照专员的裁决。

第十一款 为使遵守这一约定的8克尔（khel）或社区的民荣阿波尔人维持警力，以防止任何劫掠者利用平原地区达到其邪恶目的，并采取措施逮捕所有违法者，代理专员代表印度政府同意上述社区每年收取以下物品：

100把铁锄

80瓶朗姆酒

30蒙德盐

2西尔阿布卡里鸦片

2蒙德烟叶

第十二款 以上物品应在签订条约的第一年起支付，此后每年在拉里木克或其他民荣山口一侧的便利之处与副专员会见之时，都须向民荣阿波尔人八社区代表缴纳。

第十三款 为表达其延续友好情感的真切愿望，民荣阿波尔人在会见代理专员之际保证呈送一对猪和家禽作为礼品，以此交换惯常适宜的答谢之物。

第十四款 如民荣阿波尔人违背或不遵守该约定的任何条款，则该约定将被视为无效，不再发挥作用。

第十五款 上述协定的原本系英文起草，将由上部阿萨姆拉金普尔代理专员留存，副本则交给签署条约的民荣阿波尔人。

第十六款 1862年11月5日，阿萨姆拉金普尔代理专员代表英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并盖章，民荣阿波尔人8克尔或社区获得公认的头人或酋长也在条约上签字或标记，批准这项包括15个条款的约定。

H. S. 比瓦尔上校

拉金普尔一等代理专员

东北边境总督代理人

（以下为签署该协定的8个克尔的34位头人的签名）

代表孟库社区洛举加姆，其标记

塔库尔加姆，其标记

亚邦加姆，其标记

查普加姆，其标记

塔英加姆，其标记

代表拉姆贡社区普鲁丁加姆，其标记

阿兹拉吉加姆，其标记

卡库加姆，其标记

科林加姆，其标记

戈林加姆，其标记

大林加姆，其标记

代表博崆社区

穆宗加姆，其标记

索塔姆加姆，其标记

甘达尔加姆，其标记

比多加姆，其标记

塔库尔加姆，其标记

亚棱加姆，其标记

代表帕达姆奈社区

克里加姆，其标记

打当加姆，其标记

达图加姆，其标记

代表凯米社区

塔希加姆，其标记

索姆英加姆，其标记

塔考克加姆，其标记

塔奈加姆，其标记

亚库姆加姆，其标记

塔考尔加姆，其标记

洛林加姆，其标记

洛麦加姆，其标记

代表列康社区

巴辛加姆，其标记

代表迦隆村

塔明加姆，其标记

塔基尔加姆，其标记

塔希夫加姆，其标记

朵康加姆，其标记

代表莱杜姆村

鲁金加姆，其标记

塔英加姆，其标记


注解：


1862年和1863年，英国还和其他阿波尔人族群签订了非常类似的条约。在每一个条约中，都清楚地划定了“延伸至山脚下的”英国领土与部族地区之间的界限。毋庸置疑，这些遵循山脚边界线的边界都是英国的国际边界，因而英国的主权也到此为止。

这些条约的直接目标就是控制阿波尔人在英国领土上的行为，防止他们骚扰边界。只要英国领土不受影响，这些条约都没有关注阿波尔部族的内部事务。

实际上，这些条约并没有禁止阿波尔人社区和西藏人，中国人或其他任何国家建立条约关系。

附录十一 来自中亚的汤姆·布朗斯


Tom Browns from Central Asia


The arrival at Rugby in 1913 of four Tibetan youths is one of the more unexpected by-produc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whole episode，moreover，provides an admirable example of the political complexities which could face the British in their dealings with their Tibetan neighbours；and，as such，it deserves relating.

The idea of providing a Western education for a number of carefully selected youths was not particularly novel. The Indian Government had been thinking，since at least the days of the Younghusband Mission，about starting training projects in India for young Tibetans. The matter had been discussed with the Panchen Lama in 1905-6，and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Bell explored its possibilities in great detail with the Dalai Lama during the latter’s residence in Darjeeling in 1910-12. There was evidence that Tibetans were already going off for training in both Russia and Japan；and it seemed reasonable enough that in these circumstances a class of British-trained Tibetans should be created. Thus when，after returning to Tibet，the Dalai Lama in August 1912 proposed that ‘some energetic and clever sons of respectable families’ in Tibet be sent to England，the Indian Government was prepared to cooperate. In early 1913 the youths selected turned up at the British Trade Agency at Gyantse，where their companion，a Tibetan official called Lungshar，presented Gould with a request from the Dalai Lama for ‘four first-class educations at Oxford College，London’.
 
[34]



At this time Basil Gould was about to go to England on leave.The Indian Government，therefore，decided that he should guide the four Tibetans through the difficult first few weeks of their journey away from the ‘roof of the world’. The boys were also to be accompanied on their trip by Lungshar and his wife and by the Sikkimese policeman Laden La，whose son，Sonata Topge，was also going to the United Kingdom for his schooling. The four boys were Mondo，who was a monk and aged 17，Kyipup，aged 16，Gongkar，also 16，and Rinchengang，11 years old. Their party included two Tibetan servants. Gould and his charges reached England in April 1913.The Tibetan boys settled down at ‘The Warren’，Heath End，Farnham，where they began to learn English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Berlitz School of Languages while their future movements were being considered.
 
[35]



From the outset the British found Lungshar something of a nuisance. In theory no more than the official escort for the boys，in fact Lungshar regarded himself（and may well have been so regarded by the Dalai Lama）as a Tibetan ambassador at large. Before leaving India he had been detected in intrigues with Japanese agents in Calcutta，who hoped，it seemed，that the boys could be diverted to Japan for their education—a further piece of evidence that Japan was developing very wide Central Asian interests.
 
[36]

 No sooner in England than Lungshar began to talk about going to Germany，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other countries，including，by implication，Russia. He also demanded formal interviews with King George V and with members of the British Cabinet. Lungshar tried to set up his own house，a kind of Tibetan Embassy，in London，away from Laden La，whose task it was to keep the Tibetan official under close supervision.
 
[37]

 Lungshar’s popularity with the India Office，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Tibetans’ welfare in England，was not increased when his wife undertook，with considerable success，the seduction of one of the Tibetan boys. Lungshar could not be confined to Farnham for ever. He was able to visit London on occasions，when his movements were closely watched by the Special Branch of Scotland Yard，who found him meeting one Mukandi Lal，an Indian undergraduate at Hertford College，Oxford，with ‘advanced views’.
 
[38]

 Lungshar also established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London，but the India Office were unable to find out why. Within three months of Lungshar’s arrival in England the India Office were trying to get the Indian Government to persuade the Dalai Lama to recall this troublesome Tibetan. The Dalai Lama，who seems to have attached some importance to Lungshar’s mission，and who，many years later，was to make Lungshar one of his most trusted and influential advisers，refused.
 
[39]

 Lungshar，therefore，was able to remain in Europe until mid-1914.

The British would have liked to deny that Lungshar possessed any diplomatic status at all. They did not trust him，and they were worried lest his presence should lead to Russian protests under the1907 Convention. However，it was appreciated that the Russians，in early 1913，had rather weakened their case in this particular respect，when they allowed Dorjiev to bring from Tibet fifteen boys to be educated in Russian schools. Dorjiev had also brought with him letters and presents from the Dalai Lama to the Tsar，which the latter had accepted.
 
[40]

 Hence there were precedents，as well as good political reasons，for Lungshar’s communication of gifts and messages from the Lama to King George.
 
[41]

 On 28 June 1913，therefore，Lungshar was received by the King at Buckingham Palace.
 
[42]

 The Dalai Lama’s gifts were handed over. They were valued at ￡1，000. In return，King George presented to the Lama gifts worth￡1，127 19s. 4d.，including photographs of the King and Queen，paintings of Buckingham Palace and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a set of the coins of the United Kingdom，a telescope（rather a cheap one，costing ￡22 5s.，which Dollonds thought was quite good enough for a Tibetan Lama），a set of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a silk scarf from Liberty’s，a carriage and harness，a pair of sporting guns，some Irish table linen，and a pair of gold lions on marble pedestals. What the Dalai Lama thought of this assemblage is not recorded.

When Lungshar and the four boys reached England no decision had yet been made as to the place of their schooling. Gould records that，after a discussion between Sir A. Hirtzl，J. E. Shuckburgh and Gould，Harrow，Eton and Wellington were rejected and Rugby decided upon as just the place to educate Tibetans.
 
[43]

 This story is not entirely borne out by the archives，which suggest that the first school considered was Cheltenham.
 
[44]

 This was rejected only whe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ree sons of President Yuan Shih-k’ai and a son ofthe Chinese Minister in London were also down for this establishment. The India Office asked the Foreign Office whether the headmaster of Cheltenham might be persuaded to refuse the Chineseboys；but the Foreign Office opinion that Yuan’s sons were certainly a more prestigious addition to the school enrolment than four Tibetans ended this official attempt to meddle in public school politics. Rugby was then decided upon. Thus there was never a chance that the OE or OH tie would have turned out to be a passport to Tibet.
 
[45]



Rinchengang，the youngest of the four boys，after Rugby went onto the Universities of London and Birmingham，where he studie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Gongkar went on to a short period of officer training with the Indian Army；but his death of pneumonia in 1917 deprived the Tibetan armed forces of the benefit of his experience.
 
[46]

 The other boys all returned to Tibet，where they were effectively sidetracked by the Tibetan establishment.
 
[47]

 By the 1940s，when Heinrich Harrer made his way to Lhasa，only one of them was still alive.
 
[48]



The episode of the Tibetan boys had clear political implications. Lord Hardinge justified the venture on the grounds that ‘in our opinion the success of the experiment is most important；the education of Tibetan youths will otherwise be entrusted to the Russians or Japanese’.
 
[49]

 Both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made attempts to ‘get at’ Lungshar and his charges while they were in Calcutta.
 
[50]

 Lungshar’s audience with King George V，and his presentation of gifts from the Dalai Lama to Lord Crewe，Sir Edward Grey，and the Lord High Commissioner for Education as well，was a direct parallel to the activities of Dorjiev in St. Petersburg. The British discovered，however，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such relations with the Tibetans was not an unmixed blessing. In the first place，there remained the risk of Russian protest. As was clear from at least 1907，the British could not really use Dorjiev as an excuse for their own contacts with the Dalai Lama. Somehow，Dorjiev was always engaged upon purely ‘religious’ business such as was authorised by the 1907 Convention：no one could claim that Lungshar was solely concerned with religious matters. In the second place，once a Tibetan envoy like Lungshar reached England，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stop him attempting to open up relations with Powers other than the British. This sort of diplomacy，far from securing British influence in Tibet，seemed to involve the risk of widening Tibet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an undesirable degree. All this reinforced the British conclusion that the best status for Tibet was not full independence；rather，Tibet chained to a nominal Chinese suzerainty was a Tibet which would be forced to confine its quest for foreign assistance to British India.

The experiment of the education in England of the four Tibetan boys can hardly be described as a success. The boys made no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in later lif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d they certainly made the Tibetans no more pro-British than would have been the case had they remained at home. The experiment was not repeated during the remaining period of British rule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来自中亚的汤姆·布朗斯
 
[51]



1913年，4名藏族年轻人抵达拉格比学校，成为辛亥革命出乎意料的结果之一，也对西藏高原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整个事件还成为英国人在处理与西藏邻居关系之时所面对的政治复杂性的绝佳例证，因而值得一提。

为几个精挑细选的年轻人提供西式教育，绝非从未有过的创举。至少从荣赫鹏使团时期开始，印度政府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在印度为年轻的西藏人开展培训项目。1905—1906年，印度政府曾和班禅喇嘛谈论过此问题。毋庸置疑，1910—1912年，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驻留大吉岭期间，曾与其详细探讨过这样做的可能性。有证据表明，西藏人已经前往俄国和日本接受训练；在此情况下，英国人应当为西藏人培训一批人，这似乎合情合理。因此，1912年8月，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之后，提出在西藏“有声望的家族中挑选几个精力充沛、聪明过人的男孩”送往英国之时，印度政府打算与之合作。1913年初，挑选好的西藏年轻人出现在江孜的英国贸易机构；陪伴这些年轻人的一个叫作龙夏的西藏官员告诉古德，达赖喇嘛要求“把这四个孩子送到伦敦的牛津学院接受最好的教育”
 
[52]

 。

与此同时，贝西尔·古德正打算回英国休假。因此，印度政府决定让古德指导这4名离开“世界屋脊”的年轻西藏人在前往英国途中最初也是最困难的几周。除了古德，还有龙夏及其妻子，锡金警察莱登拉（即索南旺堆·勒丹啦——译者注）及其前往英国求学的儿子索南勒丹陪伴这4名西藏人。这四个孩子分别是17岁的僧人门仲（Mondo，此处疑为作者写错藏文转写，应为mongrong），16岁的吉普（Kyipup），同是16岁的贡嘎（Gongkar），只有11岁的仁岗（Rinchengang，此处疑为藏文出错，应为Ringang——译者注）。他们此行还包括两名西藏仆人。古德一行于1913年4月抵达英国。这些西藏男孩住在“沃伦”、希斯恩得、法纳姆等地，开始在伯利兹语言学校的监督下学习英语，而他们未来的活动则已受到关注。
 
[53]



从一开始，英国人就发现龙夏有点令人讨厌。尽管从理论上而言，龙夏不过是4名男孩的官方守卫者，但实际上，龙夏把自己（或者说达赖喇嘛这么认为）当成了一个逍遥自在的西藏大使。在离开印度之前，龙夏就被人发现和加尔各答的日本人相互勾结，日本人希望这4名男孩能转到日本接受他们的教育——这进一步证明日本对中亚的兴趣与日俱增。
 
[54]

 一到英国，龙夏就开始谈论去德国、美国及其他国家等相关事宜，这其中自然包括俄国。他还提出要正式会见英王乔治五世及其他英国内阁成员。龙夏竭力在伦敦打造自己的空间，这是一种类似于西藏大使馆的机构，并使之远离莱登拉，因为莱登拉的任务就是要严密监视这位西藏官员。
 
[55]

 当龙夏的妻子相当成功地勾引了这4名男孩之一后，在英国负责西藏人福祉的印度事务部显然不怎么欢迎龙夏了。但龙夏不可能永远被困在法纳姆。他时不时地拜访伦敦，而他的一举一动也受到苏格兰场特殊部门的严密监视。苏格兰场的警察发现龙夏在牛津的赫特福德学院会见了一位“观点激进”的印度大学生穆坎第·拉尔。
 
[56]

 龙夏还和伦敦的中国使馆建立了联系，但印度事务部却无法探究其中的原因。龙夏抵达英国三个月后，印度事务部竭力命印度政府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召回这位四处招惹麻烦的西藏人。达赖喇嘛似乎颇为重视此次龙夏使团，因而表示拒绝。多年之后，龙夏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最信任的、最具影响力的顾问。
 
[57]

 因此，龙夏在欧洲一直待到1914年中期。

英国人本该十分乐意否认龙夏拥有任何外交地位。他们不信任他，也担心他的存在会导致俄国人对1907年英俄协定的抗议。然而，后来英国人意识到，俄国在1913年初就允许德尔智从西藏带领15名男孩前往俄国学校受教育，因而在这一方面颇为理亏。德尔智还将达赖喇嘛托他转交的信函和礼物交给沙皇，沙皇接受了礼物。
 
[58]

 既然有了先例，同样也出于政治原因，龙夏便带来了达赖喇嘛转交给英王乔治五世的礼物和信函。
 
[59]

 也因此，1913年6月28日，龙夏在白金汉宫受到英王的接见。
 
[60]

 龙夏呈献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价值1000英镑的礼物。作为回报，英王乔治五世给达赖喇嘛回赠了价值1127英镑19先令4便士的礼物，包括国王和王后的相片，白金汉宫的绘画和议会大厦的绘画，一套英国硬币，一个望远镜（相当便宜的那种，价值225先令，多隆德认为对一个西藏喇嘛而言这已足够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一条自由党的真丝丝巾，一辆四轮马车和马具，一套猎枪，一些爱尔兰亚麻桌布，一对带大理石底座的金狮子。达赖喇嘛对于这样一堆礼物作何感想，并没有文字记载。

当龙夏和4名男孩抵达英国后，还没选好他们打算要去学习的学校。据古德记载，A.赫泽尔爵士、J.E.沙克伯和古德经过一番讨论，否决了哈罗、伊顿和威灵顿这几所学校，认为拉格比是教育西藏男孩的理想学校。
 
[61]

 档案文献对此故事并没有完整的记载，仅仅表明他们考虑的第一所学校是切尔腾纳姆。
 
[62]

 该学校遭到否决的原因是，袁世凯总统的三个儿子和一位中国部长的儿子也准备进入伦敦的这所学校接受教育。印度事务部询问英国外交部，是否劝说切尔腾纳姆校长回绝中国男孩；但英国外交部的意见是，比起四名西藏男孩而言，袁世凯总统的儿子注册该校能为这所学校带来更多声誉，由此制止了官方公开插手校园政治的可能。随后，大家便决定选择拉格比学校。由此，诸如爱德华国王的学校伯明翰（OE）或哈罗学校（OH）从来都没有可能成为通往西藏的护照。
 
[63]



这4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仁岗，在念完拉格比学校（Rugby）之后，继续前往伦敦和伯明翰的大学（the Universities of London and Birmingham）学习电力工程学（electrical engineering）。贡嘎继续在印度军队中接受了短期训练，但他1917年死于肺炎，令藏军失去了他的经历曾带来的好处。
 
[64]

 其他孩子都返回了西藏，但都显然受到西藏当权派的有效耽搁。
 
[65]

 截至20世纪40年代，当海因里希·哈尔到拉萨后，发现4个西藏男孩中只有一个还活着。
 
[66]



西藏男孩在英国接受教育这一事件有着清晰的政治含义。哈定勋爵认为这次冒险是正确的，理由是“在我们看来，这次经验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西藏青年也许会前往日本或俄国接受教育”
 
[67]

 。早在加尔各答的时候，中国人和日本人就试图“接触”龙夏一行。
 
[68]

 龙夏受英王乔治五世的接见，他向克鲁勋爵、爱德华·格雷爵士以及掌管教育的高级专员勋爵转赠达赖喇嘛的礼物，这些都直接抗衡了德尔智在圣彼得堡的活动。然而，英国人发现，同西藏人的这种关系绝不仅仅是一件单纯的好事。第一，这可能会激起俄国人的抗议。至少在1907年，英国人不能真正使用德尔智作为他们与达赖喇嘛联系的借口。在某种程度上，德尔智总是与纯粹的“宗教性”事务相关联，而这是1907年英俄协定所授权允许的。但没人敢说龙夏只和宗教事务有关。第二，一旦像龙夏这样的西藏大使抵达英国，就很难制止他和除了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产生联系。这种外交活动，远远不能保证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力，似乎还有可能冒险将西藏的国际关系扩大到英国人极不希望的地步。所有这些都令英国人更坚信：西藏的最佳地位并不是完全独立，而是受制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的西藏，这样一来，西藏就不得不向英属印度寻求外交援助。

很难说4名西藏男孩在英国受教育的经历获得了成功。这些男孩对于后来西藏的发展并没有做出重要贡献，他们自然也没有让西藏人更亲英国，如果他们留在西藏，情况也不会有大的不同。在英国统治印度次大陆的剩余几十年间，此类事件并没有重演。

附录十二 1912年朱尔典致函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


Sir John Jordan’s Memorandum to the Wai-chiao-pu，dated Peking，17 August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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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conversation with His Excellency Yuan Shih-kai on the 23rd of June His Britannic Majesty’s Minister referred to the Chinese Military Expedition which was being organised against Tibet and gave His Excellency clearly to understand that the Tibetan question could be easily settled by friendly negotiation at a later date but that the use of force at that time would seriously prejudice an amicable arrangement. His Excellency Yuan Shih-kai assured Sir John Jordan that there was no intention of incorporating Tibet in China and that the Treaties would be scrupulously observed.

On June 29 His Majesty’s Minister informed Mr. Lu Cheng-hsiang that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would not tolerate any attempt to reduce Tibet，who had independent Treaty relations with Great Britain，to the condition of a Province of China and he warn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grave complications might ensue if the Chinese expedition crossed the frontier into Tibet.

In consequence of a visit paid to him in a few days previously by the Vice-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His Majesty’s Minister again saw His Excellency Yuan Shih-kai on the 16th instant and，in reply to his enquiry，received the most emphatic assurances that there was no intention either of ordering the expedition to cross the frontier into Tibet or of incorporating that country in the Provinces of China. These assurances have been noted and duly reported to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who will doubtless welcome them as indicating China’s intention scrupulously to observe Treaty engagements.At the same time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consider it to be in the interest of harmonious relations that they should now state clearly their policy in regard to Tibet. His Majesty’s Minister had the honour to inform His Excellency Yuan Shih-kai that a communication in this respect would shortly be submitt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he now begs，under instructions from Sir Edward Grey，to make the following definite statement of that policy.

（1）His Majesty’s Government，while they have formally recognised the ‘suzerain rights’ of China in Tibet，have never recognised，and are not prepared to recognise，the right of China to intervene actively in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of Tibet which should remain，as contemplated by the Treaties，in the hands of the Tibetan Authorities，subject to the right of Great Britain and China，under Article I of the Convention of April 27，1906，to take such step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secure the due fulfilment of Treaty stipulations.

（2）On these grounds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must demur altogether to the conduct of Chinese officers in Tibet during the last two years in assuming all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the country and to the doctrine propounded in Yuan Shih-kai’s Presidental Order of the 21st of April 1912 that Tibet is to be ‘regarded as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the Provinces of China Proper’，and that ‘all administrative matters’ connected with that country’will come with in the sphere of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formally decline to accept such adefinition of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ibet and they must warn the Chinese Republic against any repetition by Chinese officers of the conduct to which exception has been taken.

（3）While the right of China to station a representative，with a suitable escort，at Lhasa，with authority to advise the Tibetans as to their foreign relations，is not disputed，His Majesty’s Government are not prepared to acquiesce in the maintenance of an unlimited number of Chinese troops either at Lhasa or in Tibet generally.

（4）His Majesty’s Government must press for the conclusion of a written agreement on the foregoing lines as a condition precedent to extending their recognition to the Chinese Republic.

（5）In the meantime all communication with Tibet via India must be regarded as absolutely closed to the Chinese and will only be reopened on such conditions as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may see fit to impose when an Agreement has been concluded on the lines indicated above.

This does not apply to the withdrawal of the present Chinese garrison at Lhasa，who，as Yuan Shih-kai has already been informed，are at liberty to return to China via India if they wish to do so.

Sir John Jordan has the honour to request the Wai Chiao Pu to favour him with a reply to this Memorandum.

（Signed）J. N. JORDAN.


1912年8月17日朱尔典致中国外交部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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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在与袁世凯总统阁下交谈过程中，英王陛下公使提到最近中国组织的反对西藏的军事行动，并明确地向袁世凯总统阁下声明：当下可以通过友好谈判的方式轻易解决西藏问题，若将来使用武力，则会严重妨碍该问题的和平解决。袁世凯总统阁下向朱尔典爵士保证中国无意吞并西藏，（关于西藏的）各项条约将予一丝不苟地遵守。

6月29日，英王陛下公使通知陆徵祥先生，陛下政府绝不会容忍已与英国有着独立条约关系的西藏沦为中国的一个行省。他告诫中国政府，如果中国远征军越界进入西藏，可能会发生重大纠纷。

鉴于外交次长几天前拜访了英王陛下公使，公使于本月16日再次会见袁世凯总统阁下，他获得了袁世凯总统语气最为强烈的保证：中国绝不会下令远征军越界进入西藏，也不会吞并西藏，将其变为中国的一个行省。公使已将这些保证及时向英王陛下政府做了报告，陛下政府毫不怀疑中国打算认真遵守条约。与此同时，英王陛下政府认为清楚声明英国的对藏政策有助于中英双方维系友好和谐的关系。英王陛下政府荣幸地通报袁世凯总统阁下：有关于此的一件公文将会提交给中国政府。陛下公使奉爱德华·格雷爵士指令，兹清楚声明英国对西藏政策如下：

一、陛下政府过去曾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从未承认也不打算承认中国有权积极干涉西藏的内政，西藏内政应如各项条约所期望的那样由西藏当局掌握，1906年4月27日条约第一款授权英国和中国必要时采取相应步骤，保证充分履行条约之规定。

二、陛下政府根据以上这些理由，全然反对中国驻西藏官员近两年执掌西藏全部行政大权的行为；并且全然反对袁世凯总统1912年4月21日命令中宣布的原则，即应将西藏与“中国各省一体看待”，有关西藏的一切“行政事务”，“均将属内政范围”。

陛下政府正式拒绝接受对西藏的政治地位作如此之规定，陛下政府必须告诫中华民国：中国官员不得重复已遭到反对的行为。

三、陛下政府不反对中国有权在拉萨设置一名代表，随带适当卫队，在对外关系上对西藏人有建议权；然而陛下政府不打算同意无论在拉萨或在全西藏保持无限数量的中国军队。

四、陛下政府必须催促按照上述各点签订一项书面协议，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先决条件。

五、同时，完全断绝中国一切经过印度同西藏的往来，只有在以上各方面达成协议，陛下政府认为这些条件已经兑现，才能重新开放。

现在驻拉萨的中国军队不在此例，已通知袁世凯，现在驻拉萨的中国军队如果愿意，可以自由经印度回中国。

朱尔典爵士请求外交部对此备忘录作复。

J. N. 朱尔典

1912年8月17日于北京

附录十三 1912年俄国-蒙古协定


Russo-Mongol Agreement of 21 October/3 November 1912，and the attached Protocol concerning Russian trade in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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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Agre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sire unanimously expressed by the Mongolians to maintain the national and historic constitution of their country，the Chinese troops and authorities were obliged to evacuate Mongolian territory，and Djebzoun Damba-Khutukhta was proclaimed Ruler of the Mongolian people. The old relations between Mongolia and China thus came to an end.

At the present moment，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acts stated above，as well as the mutual friendship which has always existed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Mongolian nations，and in view of the necessity of defining exactly the system regulating trade between Russia and Mongolia：

The actual State Councillor Jean Korostovetz，duly authorized for the purpose by 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and The protector of the ten thousand doctrines Sain-noin Khan Namnan-Souroun，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Mongolia；

The plenipotentiary Tchin-souzouktou Tzin-van Lama Tzerin-Tchimet，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The plenipotentiary Daitzin-van Handa-dorji，of the rank of Khan-erdeni，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The plenipotentiary Erdeni Dalai Tzun-van Gombo-Souroun，Minister of War；

The plenipotentiary Touchetou Tzun-van Tchakdorjab，Minister of Finance；and The plenipotentiary Erdeni Tzun-van Namsaral，Minister of Justice；

Duly authorised by the Ruler of the Mongolian nation，by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and by the ruling Princes，have agreed as follows：

ARTICLE 1-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 shall assist Mongolia to maintain the autonomous régime which she has established，as also the right to have her national army，and to admit neither the presence of Chinese troops on her territory nor the colonisation of her land by the Chinese.

ARTICLE 2—The Ruler of Mongolia and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shall grant，as in the past，to Russian subjects and trade the enjoyment in their possessions of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umerated in the protocol annexed hereto.

It is well understood that there shall not be granted to other foreign subjects in Mongolia rights not enjoyed there by Russian subjects.

ARTICLE 3—If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finds it necessary to conclude a separate treaty with China or another foreign Power，the new treaty shall in no case either infringe the clauses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and of the protocol annexed thereto，or modify them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

ARTICLE 4-The present amicable agreement shall come into force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ature.

In witness whereof the respective plenipotentiaries，having compared the two texts，Russian and Mongolian，of the present agreement，made in duplicate，and having found the two texts to correspond，have signed them，have affixed thereto their seals，and have exchanged texts.

Done at Urga on the 21st October，1912，corresponding to the 24th day of the last autumn month of the 2nd year of the reign of the Unanimously Proclaimed，according to the Mongolian calendar（November 3，1912）.

B. The Protocol annexed to the Agreement

BY virtue of the enactment of the second article of the agreement，signed on this date between Actual State Councillor，Ivan Korostovetz，Plenipotentiary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overnment，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Mongolia，Sain-noin Khan Namman-Souroun，the Protector of ten thousand doctrines；the Plenipotentiary and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Tchin-souzouk-touTzin-van Lama Tzerin-Tchimet；the Plenipotentiary and Ministerfor Foreign Affairs，Daitzin-van Handa-dorji of the rank of Khanerdeni；the Plenipotentiary and Minister of War，Erdeni DalaiTzun-van Gombo-Souroun；the Plenipotentiary and Minister of Finance，Touchetou Tzun-van Tchakdorjab；and the Plenipotentiary and Minister of Justice，Erdeni Tzun-van Namsarai，on the authority of the Ruler of Mongolia，the Mongolian Government，and the Ruling Princes；the above-named Plenipotentiaries have come to an agreement respecting the following articles，in which are set forth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Russian subjects in Mongolia，some of which they already enjoy，and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Mongolian subjects in Russia：

ARTICLE 1-Russian subjects，as formerly，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reside and move freely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hroughout Mongolia；to engage there in every kind of commercial，industrial，and other business；and to enter into agreements of various kinds，whether with individuals，or firms，or institutions，official or private，Russian，Mongolian，Chinese，or foreign.

ARTICLE 2-Russian subjects，as formerly，shall enjoy the right at all times to import and export，without payment of importand export dues，every kind of product of the soil and industry of Russia，Mongolia and China，and other countries，and to trade freely in it without payment of any duties，taxes，or other dues.

The enactments of this（2nd）article shall not extend to combined Russo-Chinese undertakings，or to Russian subjects falsely declaring themselves to be owners of wares not their property.

ARTICLE 3-Russian credit institution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open branches in Mongolia，and to transact all kinds of financial and other business，whether with individuals，institutions，or companies.

ARTICLE 4-Russian subjects may conclude purchases and sales in cash or by an exchange of wares（barter），and they may conclude agreements on credit. Neither ‘khoshuns’ nor the Mongolian Treasury shall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the debts of private individuals.

ARTICLE 5-The Mongolian authorities shall not preclude Mongolians or Chinese from completing any kind of commercial agreement with Russian subjects，from entering into their personal service，or into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formed by them. No rights of monopoly as regards commerce or industry shall be granted to any official or private companies，institutions，orindividuals in Mongolia. It is，of course，understood that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who have already received such monopolies from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previous to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retain their rights and privileges until the expiry of the period fixed.

ARTICLE 6-Russian subjects shall be everywhere granted the right，whether in towns or ‘khoshuns’，to hold allotments on lease，or to acquire them as their own property for the purpose of organizing commercial industrial establishments，and also for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houses，shops，and stores. In addition，Russian subject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lease vacant lands for cultivation. It is，ofcourse，understood that these allotments shall be obtained and leased for the above-specified purposes，and not for speculative aims.These allotments shall be assign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in accordance with existing laws of Mongolia，everywhere excepting in sacred places and pasture lands.

ARTICLE 7-Russian subjects shall be empowered to enter into agreements with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respecting the working of minerals and timber，fisheries，&c.

ARTICLE 8-The Russian Government shall have the right，in agreement with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to appoint consuls in those parts of Mongolia it shall deem necessary.

Similarly，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shall be empowered to have Government agents at those frontier parts of the Empire where，by mutual agreement，it shall be found necessary.

ARTICLE 9-At points where there are Russian consulates，as also in other localities of importance for Russian trade，there shall be allotted，by mutual agreement between Russian consuls and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special ‘factories’ for various branches of industry and the residence of Russian subjects. These ‘factories’ shall be under the exclusive control of the above-mentioned consuls，or of the heads of Russian commercial companies if there be no Russian consul.

ARTICLE 10-Russian subjects，in agreement with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shall retain the right to institute，at their own cost，a postal service for the dispatch of letters and the transit of wares between various localities in Mongolia and also between specified localities and points on the Russian frontier. In the ev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tages’ and other necessary buildings，the regulations set forth in article 6 of this protocol must be duly observed.

ARTICLE 11-Russian consuls in Mongolia，in case of need，shall avail themselves of Mongolian Government postal establishments and messengers for the dispatch of official correspondence，and for other official requirements，provided that the gratuitous requisition for this purpose shall not exceed one hundred horses and thirty camels per month. On every occasion，a courier’s passport must be obtaine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 When travelling，Russian consuls，and Russian officials in general，shall avail themselves of the same establishments upon payment. The right to avail themselves of Mongolian Government ‘stages’ shall be extended to private individuals，who are Russian subjects，upon payment for the use of such ‘stages’ of amounts which shall be determin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ARTICLE 12-Russian subjects shall be granted the right to sail their own merchant-vessels on，and to trade with the inhabitants along the banks of，those rivers and their tributaries which，running first through Mongolia，subsequently enter Russian territor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shall afford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 assistance in the improvement of navigation on these river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cessary beacons，&c.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 authorities shall assign on these rivers places forthe berthing of vessels，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harves and warehouses，for the preparation of fuel，&c.，being guided on these occasions by the enactments of article 6 of the present protocol.

ARTICLE 13-Russian subject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avail themselves of all land and water routes for the carriage of wares and the droving of cattle，and，upon agreement with the Mongolian authorities，they may construct，at their own cost，bridges，ferries，&c.，with the right to exact a special due from persons crossing over.

ARTICLE 14-Travelling cattle，the property of Russian subjects，may stop for the purpose of resting and feeding. In the event of prolonged halts being necessary，the local authorities shall assign proper pasturage areas along travelling cattle routes，and at cattle markets. Fees shall be exacted for the use of these pasturing areas for periods exceeding three months.

ARTICLE 15-The established usage of the Russian frontier population harvesting（hay），as also hunting and fishing，across the Mongolian border shall remain in force in the future without any alteration.

ARTICLE 16-Agreements between Russian subjects and institutions on the one side and Mongolians and Chinese on the other may be concluded verbally or in writing，and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may present the agreement conclude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for certification. Should the latter see any objection to certifying the contract，they must immediately notify the fact to a Russian consul，and the misunderstanding which has arisen shall be settled in agreement with him.

It is hereby laid down that contracts respecting real estate must be in written form，and presented for certification and confirmation to the proper Mongolian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a Russian consul. Documents bestowing rights to exploit natural resources require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Mongolia.

In the event of disputes arising over agreements concluded verbally or in writing，the parties may settle the matter amicabl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rbitrators selected by each party. Should no settlement be reached by this method，the matter shall be decidedby a mixed legal commission.

There shall be both permanent and temporary mixed legal commissions. Permanent commissions shall be instituted at the places of residence of Russian consuls，and shall consist of the consul，or his representative，and a delegate of the Mongolian authorities of corresponding rank. Temporary commissions shall be instituted at places other than those already specified，as cases arise，and shall consist of representatives of a Russian consul and the prince of that ‘khoshun’ to which the defendant belongs or in which he resides.

Mixed commissions shall be empowered to call in as experts persons with a knowledge of the case from among Russian subjects，Mongolians，and Chinese. The decisions of mixed legal commissions shall be put into execution without delay，in the case of Russian subjects through a Russian consul，and in the case of Mongolians and Chinese through the prince of the ‘khoshun’ to which the defendant belongs or in which he is resident.

ARTICLE 17-The present protocol shall come into force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ature.

In witness whereof，the respective plenipotentiaries，finding，upon comparison of the two parallel texts of the present protocol—Russian and Mongol—drawn up in duplicate，that the texts correspond，have signed each of them，affixed their seals，and exchangedtexts.

Executed at Urga，the 21st October，1912（o.s.），and by the Mongolian calendar，on the twenty-fourth day of the last autumnmoon，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animously Proclaimed’.

In the original follow the signature of M. Korostovetz，Minister Plenipotentiary；and in the Mongol language the signature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Mongolian Council of Ministers，and the Plenipotentiaries，the Ministers of the Interior，Foreign Affairs，Finance，and of Justice.


1912年10月21日/11月3日俄蒙协定及俄蒙商务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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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蒙协定


秉承蒙古人民全体一致希保留其国家历史建构的愿望，中国军队和政府被迫撤离蒙古地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为蒙古人民统治者。蒙古与中国的古老关系由此终结。

在此时刻，鉴于上述事实及俄国与蒙古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的友好关系，有必要明确地界定俄国与蒙古的商贸体系：

俄帝国政府为此授权国务委员廓索维茨；

十万教义守护者、蒙古国务大臣赛音诺延汗那木囊苏伦；

内政部全权代表，特沁索佐克图·增樊喇嘛泽仁齐默特；

外交部全权代表，额尔德尼汗岱增樊·汗达-多尔吉；

战争部全权代表，额尔德尼达赖尊-樊·贡波索伦；

财政部全权代表，托切图·尊-樊·查克多杰布；

司法部全权代表，额尔德尼尊-樊·纳姆萨拉尔；

上述人等悉受蒙古国统治者、蒙古政府和各部落王公正式授权，兹订立协定如下：

第一款 沙俄帝国政府将协助蒙古维持其已建立的自治政权，并维护其拥有国民军队的权利；同时不许华军进入蒙境，不许华民移植蒙地。

第二款 和过去一样，蒙古统治者和蒙古政府允许俄国商民享有本约所附《商务专条》开列之各项特权。

双方一致同意，俄国臣民没有享有的权利，其他任何国家臣民也不得享有。

第三款 蒙古政府如与中国或其他外国订约，未经俄国同意，不得侵害或变更本协约的条款。

第四款 当前所订友好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各个部门之全权代表对比了本协定俄文和蒙文两个版本，认为两个版本内容一致，将其复制，并在本协定上签字盖章，交换文本，以资证明。

本协定订立于1912年10月21日，库伦，根据蒙古历法（1912年11月3日），应为蒙古人民一致公选统治者二年最后秋月之二十四日。


（二）俄蒙商务专条


蒙古代表十万教义守护者、蒙古国务大臣赛音诺延汗那木囊苏伦；内政部全权代表，特沁索佐克图·增樊喇嘛泽仁齐默特；外交部全权代表，额尔德尼汗岱增樊·汗达-多尔吉；战争部全权代表，额尔德尼达赖尊-樊·贡波索伦；财政部全权代表，托切图·尊-樊·查克多杰布；司法部全权代表，额尔德尼尊-樊·纳姆萨拉尔；在蒙古国统治者、蒙古政府和各部落王公正式授权下，上述全权代表和沙俄帝国政府全权代表、国务委员廓索维茨在今日之协定上签字并达成协定。根据本协定第二款内容，各方须遵守规定俄国臣民在蒙古享有的权利和特权，以及蒙古臣民在俄国享有的权利和特权的各个款项如下：

第一款 和过去一样，俄国臣民有权在蒙古全境任意居住、往来，有权在蒙古从事商业、工业和其他行业；有权与个人、公司、官方或私人机构，俄国人，蒙古人，中国人或其他外国人签署各种协议。

第二款 和过去一样，俄国臣民有权进出口俄国、蒙古、中国和其他国家土地上和工业制造的各种商品，且不必支付任何进出口税，也可以在蒙古自由贸易而不必缴纳各种赋税。

该第二款条例不得扩展至中俄联合企业，或虚假地宣称自己是商品主人的俄国臣民。

第三款 俄国信贷机构有权在蒙古开设分支机构，并与个人、机构或公司进行各种金融和其他交易。

第四款 俄国臣民可以用现金或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买卖交易，他们可以签订赊账协议。蒙古财政部门对私人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五款 蒙古政府不禁止蒙古人或中国人与俄国臣民缔结商贸协定，或为其提供私人服务，或从事俄国臣民经营的工商业。在蒙古的任何官员、私人公司、机构或个人都无权垄断工商业。当然，在本条约缔结之前已从蒙古政府获取此类垄断权的公司和个人，仍将保留其特权至规定期限。

第六款 无论在城镇或乡村，为了创立工商业，修建房屋、商店、商场，俄国臣民都有权保有租借资产，或获得这些资产。此外，俄国臣民还有权租借土地用以耕种。当然，双方一致同意，只能基于上述目的而非出于投机所用，才可以获得或租借这些资产。除了圣地和牧场之外，可根据蒙古现行法律与蒙古政府协商分配这些资产。

第七款 俄国臣民有权与蒙古政府缔结关于采矿、伐木、捕鱼等方面的协议。

第八款 俄国政府有权与蒙古政府协商在蒙古必要的地方设立领事官员。

同样，通过双方协定，蒙古政府也有权在沙俄帝国的必要地方设立政府代理机构。

第九款 在设立俄国领事的地方，以及其他对俄国贸易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经过俄国领事和蒙古政府的共同协商，应为俄国臣民的各种工业分支机构或居所划定特殊的“工厂”。这些“工厂”应当由上述俄国领事独自掌控，如果没有俄国领事，则由俄国商业贸易公司的首领独自掌控。

第十款 经过与蒙古政府的协商，俄国臣民有权自筹资金创办邮政机构，以便在蒙古本土各地之间或俄国边界某些地区与蒙古特定地区之间能够传递邮件或运送物品。在修建“驿站”和其他必要建筑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本商务专条第六款内容。

第十一款 如有必要，且为此目的的无偿付出不超过每月100匹马和30头骆驼，在蒙古的俄国领事可主动与蒙古政府联系修建邮政设施、传递官方信函信使以及其他官方需求事宜。每一次，信使的护照都需从蒙古政府处获得。俄国领事及俄国官员在游历过程中可主动为这些相关活动支付费用。主动向蒙古政府要求利用这些“驿站”的权利可扩展至愿为此类“驿站”支付相关费用的俄国臣民个人，以上均需和蒙古政府协商决定。

第十二款 俄国臣民有权在先流经蒙古、后流入俄国领土的河流及其支流上航行商船，与河流沿岸居民进行贸易。俄国政府将主动协助蒙古政府改善这些河流的交通状况，并在必要的地方修建灯塔。蒙古政府则在这些河流上划分地方以供商船停泊，修建码头和仓库以备存储燃料等，遵守本商务专条第六款的相关规定。

第十三款 一旦与蒙古政府签署协定，俄国臣民有权在蒙古使用陆路和水路线路运送货物，驱使牲畜；他们还可自行出资修建桥梁、渡口等，有权对途经这些桥梁渡口的人征收特别费用。

第十四款 供俄国臣民驱使的牲畜以及俄国臣民的财物，可因休息或喂食而停留。如有必要延长这种停留行为，当地政府应在沿途和牲畜市场划定适当的牧场。若俄国臣民使用这些牧场超过三个月时间，应当支付一定费用。

第十五款 俄国边界百姓越过蒙古边界进行收割（干草）、打猎及捕鱼的传统惯例将来依然生效，保持不变。

第十六款 俄国臣民与机构和蒙古、中国之间可以缔结口头或书面协议，缔约方可将协议提交给当地政府进行鉴定。如果当地政府反对该协议生效，他们必须立即向俄国领事进行通报，已产生的误解可以通过与之协议解决。

本商约特此规定：凡关于房地产的商约必须用书面的方式，并向当地蒙古政府和俄国领事提交商约，以供鉴定和批准。授权开采自然资源的文件必经蒙古政府的批准同意。

如果口头或书面协议出现纠纷，签署方可在对方所选仲裁人的协助下友好解决问题。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无法解决问题，则由协议各方组成的法律委员会来决定此事。

应当设置长期和临时两种混合法律委员会。长期委员会可设置在俄国领事处，可由领事或其代表和一名级别相当的蒙古政府代表组成。临时委员会可设置在除特殊规定的地方之外，由一名俄国领事代表和被告人所住地的王公组成。

混合委员会有权从俄国臣民、蒙古人和中国人中召唤具有一定知识的专业人士。如果俄国居民通过俄国领事、蒙古人和中国人通过所在地王公提出申请，则混合委员会的决定应当立即执行，不得耽误。

第十七款 当前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

各方全权代表在对比当前俄文协定和蒙文协定两种文字的条约后，签名盖章，以兹作证，并互相交换文本。

各方签字于库伦，时间为1912年10月21日，根据蒙古历法（1912年11月3日），应为蒙古人民一致公选统治者二年最后秋月之二十四日。

在条约原本上签字的有俄国全权大使国务委员廓索维茨；使用蒙古文签名的有蒙古首席国务委员，全权代表，内政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

附录十四 1913年西藏-蒙古协定


Treaty between Tibet and Mongolia，said to have been signed at Urga on 11 January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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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as Mongolia and Tibet，having freed themselves from the Manchu Dynasty and separated themselves from China，have become independent States，and whereas the two States have always professed one and the same religion，and to the end that their ancient mutual friendships may be strengthened：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vereign of the Mongolian people—Nikta Biliktu DaLama Rabdan，acting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Assistant Minister General and Manlai Caatyr Bei-Tzu Damdinsurun；on the part of the Dalai Lama，ruler of Tibet—Gujir Tsanshib Kanchen Lubsan-Agwan，Donir Agwan Choinzin Tschichamtso，manager of the bank，and Gendun-Galsan，secretary，have agreed on the following：


Article I


The Dalai Lama，Sovereign of Tibet，approves of and acknowledges the formation of an independent Mongolian State，and the proclamation on the 9th day of the 11th month of the year of the Pig，of the master of the Yellow Faith Je-tsun Dampa Lama as the Sovereign of the land.


Article II


The Sovereign of the Mongolian people Je-tsun Dampa Lama approves and acknowledges the formation of an independent State and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Dalai Lama as Sovereign of Tibet.


Article III


Both States shall take measures，after mutual consideration，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Buddhist faith.


Article IV


Both States，the Mongolian and the Tibetan，shall henceforth，for all time，afford each other aid against dangers from without and from within.


Article V


Both States，each on its own territory，shall afford mutual aid to their subjects，travelling officially and privately on religious or State business.


Article VI


Both States，the Mongolian and the Tibetan，shall，as formerly，carry on mutual trade in the produce of their lands—in goods，cattle，&c.，and likewise open industrial institutions.


Article VII


Henceforth transactions on credit shall be allowed only with the knowledge and permission of official institutions；without such permission no claims shall be examined by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Should such agreements have been entered into before the conclusion of the present treaty，and should the parties thereto be unable to settle matters amicably，while the loss suffered is great，the payment of such debts may be enforced by the said institutions，but in no case shall the debts concern the Shabinars and Hosh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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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VIII


Should it be necessary to supplement the articles of this treaty，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Governments shall appoint special Plenipotentiaries，who shall come to an agreement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then existing.


Article IX


The present treaty shall come into force on the date of the signature thereof.

Plenipotentiaries of the Mongolian Government：Acting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Biliktu Da Lama Rabdan and Assistant Minister General and Manlai Caatyr Bei-Tzu Damdinsurun.

Plenipotentiaries of the Dalai Lama，Sovereign of Tibet：GujirTsanshib Kanchen Lubsan-Agwan，Donir Agwan Choinzin Tschimastso，manager of the bank of Tibet，and Gendun-Glasan，secretary.

According to the Mongolian chronology，on the 4th day of the 12th month of the second year of ‘Him who is exalted by all’.

According to the chronology of Tibet，in the year of the Water Mouse，on the same month and day.


蒙藏协定
 
 
[75]

 （据说1913年1月11日签于库伦）


西藏和蒙古摆脱清皇帝的权威而与中国分离并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为了更加密切西藏与蒙古间因共同信仰而一直具有的友好关系，自由蒙古国代理外交部长达布利特、大喇嘛然丁、部长助理曼来·巴特尔与西藏达赖喇嘛的代表堪钦罗桑阿旺、银行经理仲聂·阿旺秋增、秘书格登坚参共同承诺如下：

第一款 黄帽教法之主哲布尊丹巴于铁猪年11月9日宣布成为蒙古主权国之君主，西藏领袖达赖喇嘛对此予以同意和承认。

第二款 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同意和承认神圣达赖喇嘛为自由独立的西藏之君主。

第三款 蒙藏双方经郑重协商后，采取措施弘扬佛教信仰。

第四款 从今往后，在西藏和蒙古，不论发生任何外患内乱，相互都要恒常提供帮助。

第五款 西藏和蒙古在各自领土内为对方臣民的官方或非官方宗教旅行或商旅提供协助。

第六款 西藏与蒙古继续传统的当地产品与牲畜等贸易，并发展工业与教育。

第七款 从今往后，未经政府批准，不得签订有关货币往来交易的契约，如未经批准而签订类似契约，政府将不对契约的落实提供协助。

如果是本条约签订之前就已有的类似文约，且数目很大尚未解决的，则由政府提供协助。但如果此类借贷属于“夏比纳尔”（Shabinars）或“霍旬”（Khoshuns），则政府方面不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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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款 如未来对本条约内容需要做出增减，则由藏蒙政府新任命代表，并根据时机做出修正增减。

第九款 本条约于签字之后立即生效。

自由蒙古政府签约代表：

代理外交部长达布利特（签字盖章）

大喇嘛然丁（签字盖章）

部长助理曼来·巴特尔（签字盖章）

自由西藏政府达赖喇嘛的签约代表：

堪钦罗桑阿旺（签字盖章）

仲聂·阿旺秋增（签字盖章）

秘书格登坚参（签字盖章）

蒙古独立二年12月4日

藏历水鼠年12月4日

附录十五 1913年俄中关于外蒙古的宣言与换文


Russo-Chinese Declaration and exchange of notes regarding Outer Mongolia，23 October/5 November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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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claration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of Russia having formulated the principles which it took as the basis of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s regards Outer Mongolia，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having stated its approval of the said principles，the two governments have agreed upon the following：

I. Russia recognizes that Outer Mongolia is under the suzerainty of China.

II. China recognizes the autonomy of Outer Mongolia.

III. Recognizing the exclusive right of the Mongols of Outer Mongolia to provide，themselves，for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of Autonomous Mongolia and to settle all questions of 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nature relating to that country. China binds itself not to intervene in these mattersand consequently will not send troops into Outer Mongolia，nor will it keep any civil or military official there，and it will abstain from colonizing in that country. It is understood，however，that a Dignitary sen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 reside at Urga，accompanied by the necessary subordinates and an escor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moreover，in case of need，keep in certain localities of Outer Mongolia，to be determined in the course of the conferenc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V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agen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its subjects.

Russia，on its side，binds itself not to keep troops in Outer Mongolia，with the exception of consular guards，and not to intervene in any branch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s country，and to abstain from colonizing.

IV. China declares itself ready to accept the good offices of Russia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relations with Outer Mongolia，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inciples above set forth and with the stipulations of the Russo-Mongolian Commercial Protocol of October 21，1912（November 3，1912）.

V.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he interests of Russia and of China in Outer Mongolia and resulting from the new state of affairs in this country will be the subject of subsequent conferences.

In faith whereof the undersigned，duly authorized to this effect，have signed the present Declaration and have affixed their seals thereto.

Done at Peking，in duplicate，October 23/November 5，nineteen hundred and thirteen，corresponding to the fifth day of the eleventh month of the second year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Signed）SUN PAO-CHI.

（Signed）B. KROUPENSKY.


B. Note from the Russian Minister at Peking to the Chines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23 0ctober/5 November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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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roceeding to the signature of the Declaration under to-day’s date relating to Outer Mongolia，the undersigned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of His Majesty the Emperorof all the Russias，duly authorized to this effect，has the honor to declare，in the name of his government，to His Excellency Mr. Sun Pao-Chi，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following：

1. Russia recognizes that the territory of Outer Mongolia forms a part of the territory of China.

2. As regards questions of a political and territorial nature，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all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the Russian Government through negotiations in which the authorities of Outer Mongolia shall take part.

3. The conferenc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V of the Declaration shall take place between the three interested parties，who shall designate for this purpose a place where their delegates shall meet.

4.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shall comprise the regions which have bee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hinese Amban of Urga，of the Tartar General of Uliassutai，and of the Chinese Amban of Kobdo. Inasmuch as there are no detailed maps of Mongolia and as the boundari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this country are uncertain，it is agreed that the exact boundaries of Outer Mongolia，as well a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district of Kobdo and the district of Altai，shall be the subject of the subsequent conferences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V of the Declaration.

The undersigned takes advantage of this opportunity to renew to His Excellency Mr. Sun Pao-chi the assurances of his very high consideration.

（Signed）B. KROUPENSKY.


1913年中俄关于外蒙古的宣言与换文（1913年10月23日/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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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宣言


沙俄帝国政府已制定处理中国及外蒙古关系基础的原则，中华民国政府已声明同意这些原则，两国政府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俄国承认外蒙古处于中国宗主权之下。

第二，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

第三，承认外蒙古享有处理自治蒙古内政、解决涉及外蒙古的商贸、工业等所有问题的独有权利。

中国承诺不干涉外蒙古事务，不向外蒙古派驻军队，也不在外蒙古设立文职或军事官员，中国保证不在外蒙古实行殖民。然而，各方一致同意中国政府可派一名大员驻于库伦，该大员可随时携带必要的属下和卫队。此外，若有必要，中国政府可在本协定第五款规定之会议过程中决定设立机构在外蒙古保护其臣民利益。

另一方面，俄国承诺，除了领事官员的卫队之外，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军队，不干涉外蒙古内政，不得在外蒙古实行殖民。

第四，中国宣布准备接受俄国的好意，与外蒙古建立关系，使之符合上述原则和1912年10月21日（1912年11月3日）签订的俄蒙商务专条。

第五，与俄中两国在外蒙古利益攸关之问题，以及外蒙古新产生的问题，将会成为以下会议讨论的主题。

为此各签约方被授权在本宣言上签字并盖章，以昭信守。

签字地点在北京，文件一式两份，时间为1913年10月23日/11月5日，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

（签字）孙宝琦

（签字）库鲁彭斯基


二 俄国驻华公使致函中国外交部长，1913年10月23日/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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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署今天的宣言过程中，俄罗斯皇帝陛下全权代表、条约签署人，经授权荣幸地代表俄国政府向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孙宝琦阁下宣布如下：

第一，俄国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第二，关于政治和领土问题，中国政府将会通过谈判与俄国政府达成协议，外蒙古政府有权参与此次谈判。

第三，宣言中第五条提到的会议将会在利益攸关的三方之间举行，会议地点将由三方共同指定。

第四，自治外蒙古将会组成中国驻库伦代表、中国乌里雅苏台鞑靼将军和中国科布多代表之司法管辖区域的一部分。尽管现在还没有详细的蒙古地图，其行政区划边界线也不确定，但各方一致同意，外蒙古的具体边界线，以及科布多地区和阿尔泰地区之间的边界线，都将成为宣言第五款规定的即将召开的会议主题。

签约方借此机会向孙宝琦先生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字）库鲁彭斯基

附录十六 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线换文


The McMahon Line Notes，March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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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cMahon to the Lönchen Shatra，24 March 1914


To

Lönchen Shatra

Tibetan Plenipotentiary.

In February last you accepted the India-Tibet frontier from the Isu Razi Pass to the Bhutan frontier，as given in th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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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sheets），of which two copies are herewith attached，subject to the confirmation of your Government and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The Tibetan ownership of private estates on the British side of the frontier will not be disturbed.

（b）If the sacred places of Tso Karpo and Tsari Sarpa fall within a day’s march of the British side of the frontier，they will be included in Tibetan territory and the frontier modified accordingly.

I understand that your Government have now agreed to this frontier subject to the above two conditions.

You wished to know whether certain dues now collected by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t Tsöna Jong and in Kongbu and Kham from the Monpas and Lopas for articles sold may still be collected. Mr Bell has informed you that such details will be settled in a friendly spirit，when you have furnished him with the further information，which you promised.

The final settlement of this India-Tiber frontier will help to prevent causes of future dispute and thus cannot fail to be of great advantage to both Governments.

Delhi（Signed）A. H. McMAHON，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B. The Lönchen Shatra to McMahon，25 March 1914（Translation）


To

Sir Henry McMahon，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to the China-Tibet Conference.

As it was feared that there might be friction in future unless the boundary between India and Tibet is clearly defined，I submitted the map，which you sent me in February last，to Lhasa for orders. I have now received orders from Lhasa，and I accordingly agree to the boundary as marked in red in the two copies of the maps signed by you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mentioned in your letter，dated the 24th March，sent to me through Mr Bell. I have signed and sealed the two copies of the maps. I have kept one copy here and return here with the other.

Sent on the 29th day of the 1st Month of the Wood-Tiger year（25th March 1914）by Lönchen Shatra，the Tibetan Plenipotentiary.

Seal of the

Lönchen Shatra.


1914年3月麦克马洪线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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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麦克马洪致伦钦夏扎，1914年3月24日


致

伦钦夏扎

西藏全权代表

2月，您接受了印藏边界从伊苏拉齐山口至不丹边界，正如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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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幅）所示，该地图现附在贵政府承认的下列条件之后：

（1）西藏人在英国边界一侧拥有的私人地产等不受影响；

（2）如果错嘎波和杂日萨巴等圣地在距离英国边界一天的行程范围内，将划归西藏领土，边界也将相应调整。

我明白，若能保证上述两个条件，贵政府便同意这一边界线。

您希望了解现今西藏政府向错那宗和工布、康区的门巴人、珞巴人征收的赋税是否还能继续征收。贝尔先生已经告知您，此类细节问题将会本着友好的精神获得解决，届时您需要向贝尔先生提供您所承诺的进一步细节。

印藏边界的最终解决，有助于避免未来出现争端，令双方政府从中获益。

德里 　　　　　　　（签字）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英国全权代表


B. 伦钦夏扎致麦克马洪，1914年3月25日（译文）


致

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参加中藏会议的英国全权代表

由于担心印藏边界若不清晰划定，双方未来可能会发生冲突，我向拉萨递交您在2月给我寄来的地图，以征求命令。现在，我已收到拉萨的命令，因此，我同意印藏边界如您通过贝尔先生在3月24日给我寄来的信函中所附地图中用红线标识的部分。我已在两幅地图上签字并盖章，并保留一份复印件，携带返藏。

藏历木虎年1月29日（公元1914年3月25日），伦钦夏扎，西藏全权代表。

印章

伦钦夏扎

附录十七 1914年4月27日英中藏在西姆拉草签的协议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China and Tibet，initialled at Simla，27 April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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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Majesty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of the British Dominons beyond the Seas，Emperor of India，His Excellenc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an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being sincerely desirous to settle by mutual agreement various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interests of their several States on the Continent of Asia，and further to regulate the relations of their several Governments，have resolved to conclude a Convention on this subject and have nominated for this purpose their respective plenipotentiaries，that is to say：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Emperor of India，the Hon’ble Sir Arthur Henry McMahon，Knight Grand Cross of the Royal Victorian Order，Knight Commander of the Most Eminent Order of the Indian Empire，Companion of the Most Exalted Order of the Star of India，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Foreign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His Excellenc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Monsieur Ivan Chen，Officer of the Order of the Chia Ho；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Lönchen Ga-den Shatra Pal-jot Dorje；who having communicated to each other their respective full powers and finding them to be in good and due form have agreed upon and concluded the following Convention in eleven Articles：


Article I


The Conventions specified in the Schedule to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except in so far as they may have been modified by，or may be inconsistent with or repugnant to，any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continue to be binding upon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rticle II


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cognizing that Tibet is under the suzerainty of China，and recognizing also the autonomy of Outer Tibet，engage to respec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country，and to abstain from all interferen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Outer Tibet（including the selec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Dalai Lama），which shall remain in the hands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t Lhasa.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engages not to convert Tibet into a Chinese province. The Government of Great Britain engages not to annex Tibet or any portion of it.


Article III


Recognising the special interest of Great Britain，in virtue of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Tibet，in the existence of an effective Tibetan Government，and in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and order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frontiers of India and adjoining States，the Government of China engages，except as provided in Article 4 of this Convention，not to send troops into Outer Tibet，nor to station civil or military officers，nor to establish Chinese colonies in the country. Should any such troops or officials remain in Outer Tibet at the date of the signature of this Convention，they shall be withdrawn within a period not exceeding three months.

The Government of Great Britain engages not to station military or civil officers in Tibet（except as provided in the Convention of September 7，1904，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ibet）nor troops（except the Agents’ escorts），nor to establish colonies in that country.


Article IV


The foregoing Article shall not be held to preclude the continuance of the arrangement by which，in the past，a Chinese high official with suitable escort has been maintained at Lhasa，but it is hereby provided that the said escort shall in no circumstances exceed 300 men.


Article V


The Governments of China and Tibet engage that they will not enter into any negotiations of agreements regarding Tibet with one another，or with any other Power，excepting such negotiations and agreement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as are provided for by the Convention of September 7，1904，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and the Convention of April 27，1906，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Article VI


Article III of the Convention of April 27，1906，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is hereby cancelled，and it is understood that in Article IX（d）of the Convention of September 7，1904，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the term ‘Foreign Power’ does not include China.

No less favourable treatment shall be accorded to British commerce than to the commerce of China or the most favoured nation.


Article VII


（a）The Tibet Trade Regulations of 1893 and 1908 are hereby cancelled.

（b）The Tibetan Government engages to negotiate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new Trade Regulations for Outer Tibet to give effect to Articles II，IV and V of the Convention of September 7，1904，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ibet without delay；provided always that such Regulations shall in no way modify the present Convention except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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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VIII


The British Agent who resides at Gyantse may visit Lhasa with his escort whenever it is necessary to consult with the Tibetan Government regarding matters arising out of the Convention of September 7，1904，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ibet，which it has been found impossible to settle at Gyantse by correspondence or otherwise.


Article IX


For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the borders of Tibet，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Outer and Inner Tibet，shall be shown in red and blue respectively on the map attached her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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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 in the present Convention shall be held to prejudice the existing rights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Inner Tibet，which include the power to select and appoint the high priests of monasteries and to retain full control in all matters affecting religious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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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X


In cas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China and Tibet in regard to questions arising out of this Convention the aforesaid Governments engage to refer them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or equitable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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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XI


The present Convention will take effect from the date of signature.The English，Chinese and Tibetan texts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have been carefully examined and found to correspond，but in the event of there being any difference of meaning between them the English text shall be author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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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oken whereof the respective Plenipotentiaries have signed and sealed this Convention，three copies in English，three in Chinese and three in Tibetan.

Done at Simla this 27th day of April，A.D.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fourteen.
 
[91]



Initials and seals of Sir H. McMahon，

Chen 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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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önchen Shatra.


Schedule


1.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lating to Sikkim and Tibet，signed at Calcutta the 17th March 1890.

2.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ibet，signed at Lhasa the 7th September 1904.

3.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respecting Tibet，signed at Peking the 27th April 1906.

The notes exchanged are to the following effect：

1. It is understood by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that Tibet forms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2. After the selec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Dalai Lama by the Tibetan Government，the latter will notify the installation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whose representative at Lhasa will then formally communicate to His Holiness the titles consistent with his dignity，which have been conferr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3. It is also understood that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all officers in Outer Tibet will rest with the Tibetan Government.

4. Outer Tibet shall not be represented in the Chinese Parliament or in any other similar body.

5.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e escorts attached to the British Trade Agencies in Tibet shall not exceed seventy-five per centum of the escort of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ve at Lhasa.

6.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s hereby released from its engagements under Article III of the Convention of March 17，1890，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to prevent acts of aggression from the Tibetan side of the Tibet-Sikkim 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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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Chinese high official referred to in Article IV will be free to enter Tibet as soon as the terms of Article III have been fulfill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hree signatories to this Convention，who will investigate and report without delay.

Initials and seals of Sir H. McMahon，

Chen I-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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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önchen Shatra.


Declaration appended to the 3 July 1914 text of the Simla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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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he Plenipotentiaries of Great Britain and Tibet，hereby record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to the effect that we acknowledgethe annexed Convention as initialled to be binding on 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Tibet，and we agree that so long as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holds signature to the aforesaid Convention，she will be debarred from the enjoyment of all privileges accruing therefrom.

In token whereof we have signed and sealed this Declaration，two copies in English and two in Tibetan.

Done at Simla this third day of July，A.D. one thousand ninehundred and fourteen，corresponding with the Tibetan date，the ten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of the Wood-Tiger year.

Seal of the

Dalai Lama

（Signed）　　　　　　　　　A. HENRY McMAHON，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Signature and seal

of the Lönchen Shatra　　　 Seal of the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Seal of the　　　　　　　　 Seal of the Seal of the　　　　Seal of the

Drepung Monastery Sera Monastery Gaden Monastery　　　　　 National

　　　　　　　　　　　　　　　　　　　　　　　　　　　　　 Assembly


1914年4月27日英中藏在西姆拉草签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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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英国海外领地国王陛下，印度皇帝，中华民国总统阁下，西藏神圣达赖喇嘛，诚挚地希望通过签订协议解决关乎其各方在亚洲利益的诸多问题，并进一步调解各方政府关系，并就此派出各国全权代表就此问题缔结条约，各方代表如下：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英国海外领地、印度皇帝陛下的全权代表，皇家维多利亚勋章骑士，印度帝国最杰出勋章骑士，印度之星最高贵之同伴，印度政府外交与政治部大臣，尊贵的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中华民国总统阁下的全权代表陈贻范先生；西藏神圣达赖喇嘛全权代表伦钦夏扎贝吉多杰；已同意签订由11条款组成条约如下：

第一款 本约附表中所列之条约，除本约所更改，或与本约不一致或冲突之处外，均继续有效。

第二款 中、英各政府，承认西藏处于中国的宗主权之下，并认外西藏有自治权。兹订定尊重该国疆界之完全，所有外西藏之内政（达赖喇嘛之选举及其就职在内），应由拉萨政府掌理，中、英政府均不干涉。

中国政府议定不改西藏为中国行省，西藏不派代表出席中国议会或类似机构，英国政府议定不据西藏任何部分。

第三款 中国政府现在既承认英国以西藏地理上有特别利益，欲西藏建立有实力政府，保守附近印度边界，及毗连西藏各处之治安。今特将议定除本约第四款所载外，中国不于外西藏派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之事。如本约签字之日，外西藏尚有军队官员，应于三月内撤退。

英国政府今订定除1904年英藏条约所载外，不在西藏派驻文武官员，除商务委员卫队外，不派军队，并不由该国办理殖民事宜。

第四款 上款所述并不阻止中国代表带有相当之卫队驻扎西藏，所驻地点，随后再定。惟该项卫队今订明不得逾三百人。

第五款 中藏政府今订定，彼此不以藏务议约，除1904年9月7日英藏条约、1906年4月27日中英条约所载外，亦不得与他国议约。

第六款 1906年中英条约第三款，今订定作废。1904年英藏条约第九款所载外国字样，并不包括中国。

第七款

甲.1893、1908年通商章程今订明作废。

乙.西藏政府今允与英国政府议订新通商章程，以实行1904年英藏条约第二、第四、第五各款，并速派相当之代表办理此事，而所订新章程，非经中国政府允许，不将本约有所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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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款 按照1904年9月7日英藏条约第二款所载之驻居商埠之英国委员，如遇有本约发生之事，查得非由通信或别项办法所可解决，必须前往拉萨与西藏政府商议者，该员可于无论何时，随带卫队前往。

第九款 现以订定本约之故，所有西藏边界，以及外西藏与内西藏之分界，以红蓝线绘明于所附之地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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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政府应在内西藏享有之权利，如选派寺僧，保存关系宗教之事权，绝不损害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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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款 如有中藏因照本约发生问题，彼此意见不合，当由英国政府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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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款 本约于签字日施行，中、英、藏文字俱经详细校对，如有因解释本约字句而起之辩论，应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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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全权代表已经在条约上签字并盖章，该条约共有三个版本：英文版、中文版和藏文版。

签字日期为公元1914年4月27日，地点为西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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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和印章，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陈贻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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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钦夏扎


一览表


1.1890年3月17日于加尔各答签订的中英关于锡金和西藏条约；

2.1904年9月7日于拉萨签订的英藏条约；

3.1906年4月27日于北京签订的中英关于西藏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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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换文大致内容如下：

1.签约各方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2.西藏政府在遴选坐床的达赖喇嘛之后，需要向中国政府报告坐床情况，中国在拉萨的代表将会正式与达赖喇嘛沟通中国政府授予的、与之相符的头衔问题；

3.各方需承认，外藏所有官员的选择权和任命权都掌握在西藏政府手中；

4.外藏不得派代表参加中国议会或类似机构；

5.各方需承认，英国驻西藏的贸易代表护卫队人数不得超过中国驻拉萨代表卫队的75%；

6.1890年中英条约第三款所定禁阻西藏侵凌哲孟雄边境一节，中国以后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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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只要第三款的执行令签订西姆拉条约的三方满意——他们会毫不耽搁地调查和汇报，第四款中提到的中国高级官员将自由进入西藏。

签字与印章，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陈贻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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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钦夏扎


附于1914年7月3日西姆拉条约之后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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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和西藏政府全权代表，发表下列宣言，大意为：我们承认英国政府和西藏政府所签条约的附加条约，并一致同意只要中国政府代表不在上述条约上签字，就不能享受条约中规定的特权。

英藏双方代表在本宣言上签字并盖章，共有英文和藏文两个文本。

签字地点为西姆拉，时间为公元1914年7月3日，藏历木虎年五月十日。

达赖喇嘛

印章

（签字）　　　　　　　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英国政府全权代表

签字和印章

伦钦夏扎　　　　　　　英国全权代表签章

印章　　　　印章　　　　印章　　　　　印章

哲蚌寺　　　色拉寺　　　甘丹寺　　　　民众大会

附录十八　1914年英藏贸易协定


Anglo-Tibet Trade Regulations，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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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as by Article 7 of the Convention conclud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China and Tibet on the 3rd day of July，A.D. 1914，the Trade Regulations of 1893 and 1908 were cancelled and the Tibetan Government engaged to negotiate wi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new Trade Regulations for Outer Tibet to give effect to Articles II，IV and V of the Convention of 1904；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and Ireland，and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Emperor of India，and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have for this purpose named as their Plenipotentiaries，that is to say：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Emperor of India，Sir A. H.

McMahon，G.C.V.O.，K.C.I.E.，C.S.I.；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Lönchen Ga-den Shatra Pal-jor Dorje；

And whereas Sir A. H. McMahon and Lönchen Ga-den Shatra Pal-jor Dorje have communicated to each other since their respectiveful powers and have found them to be in good and true form，the following regulations have been agreed upon：

I. The area falling within a radius of three miles from the British Trade Agency site will be considered as the area of such Trade Mart.

It is agreed that British subjects may lease lands for the building of houses and godowns at such Marts. This arrangement shall not be held to prejudice the right of British subjects to rent houses and godowns outside the Marts for their own accommodation and the storage of their goods. British subjects desiring to lease building sites shall apply through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to the TibetanTrade Agent.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the Tibetan Trade Agent will assign such or other suitable building sites without unnecessary delay. They shall fix the terms of leases inconformity with the existing laws and rates.

II.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Trade Marts shall remain with the Tibetan authorities，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British Trade Agency sites and compounds of the rest-houses，which will be under the exclusive control of the British Trade Agents.

The Trade Agents at the Marts and the Frontier Officers shall be of suitable rank，and shall hold personal intercourse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one another on terms of mutual respect and friendly treatment.

III. In the event of disputes arising at the Marts or on the routes to the Marts between British subjects and subjects of other nationalities，they shall be enquired into and settled in personal conference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Tibetan Trade Agents at the nearest Mart. Where there is a divergence of view the law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the defendant belongs shall guide.

All questions in regard to rights，whether of property or person，arising between British subjects，shall be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British subjects，who may commit any crime at the Marts or onthe routes to the Marts，shall be handed over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to the British Trade Agent at the Mart nearest the scene of offence，to be tried and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India，but such British subjects shall not be subject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to any ill-usage in excess of necessary restraint.

Tibetan subjects，who may be guilty of any criminal act towards British subjects，shall be arrested and punished by the Tibetan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law.

Should it happen that a Tibetan subject or subjects bring acriminal complaint against a British subject or subjects before the British Trade Agent，the Tibetan Authoritie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send a representative or representatives of suitable rank to attend the trial in the British Trade Agent’s Court. Similarly in cases in which a British subject or subjects have reason to complain against a Tibetan subject or subjects，the British Trade Agent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send a representative or representatives to the Tibetan Trade Agent’s Court to attend the trial.

IV.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shall retain the right to maintain the telegraph lines from the Indian frontier to the Marts. Tibetan messages will be duly received and transmitted by these lines. The Tibetan Authoritie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telegraph lines from the Marts to the Indian frontier，and it is agreed that all persons damaging the lines or interfering with them in any way or with the officials engaged in th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thereof shall at once be severely punished.

V. The British Trade Agents at the various Trade Marts now or hereafter to be established in Tibet may make arrangements for the carriage and transport of their posts to and fro from the frontier of India. The couriers employed in conveying these posts shall receiveall possible assistance from the Local Authorities，whose districts they traverse，and shall be accorded the same protection and facilities as the persons employed in carrying the despatches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No restrictions whatever shall be placed on the employment by British officers and traders of Tibetan subjects in any lawful capacity.The persons so employed shall not be exposed to any kind of molestation or suffer any loss of civil rights，to which they may be entitled as Tibetan subjects，but they shall not be exempted from lawful taxation. If they be guilty of any criminal act，they shall be dealt with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law without any attempt on the part of their employers to screen them.

VI. No rights of monopoly as regards commerce or industry shall be granted to any official or private company，institution，or individual in Tibet. It is of course understood that companies or individuals，who have already received such monopolies from the Tibetan Government previous to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greement，shall retain their rights and privileges until the expiry of the period fixed.

VII. British subjects shall be at liberty to deal in kind or money，to sell their goods to whomsoever they please，to hire transport of anykind，and to conduct in general their business transactions in conformity with local usage and without any vexations，restrictions or oppressive exactions whatever. The Tibetan Authorities will not hinder the British Trade Agents or other British subjects from holding personal intercourse or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It being the duty of the police and Local Authorities to afford efficient protection at all times to the persons and property of the British subjects at the Marts and along the routes to the Marts，Tibet engages to arrange effective Police measures at the Marts and along the routes to the Marts.

VIII. Import and export of the following articles：

arms，ammunition，military stores，liquors and intoxicating ornarcotic drugs may at the option of either Government be entirely prohibited，or permitted only as either Government on their own side may think fit to impose.

IX. The present Regulations shall be in force for a period of ten years reckoned from the date of signature by the two Plenipotentiaries；but，if no demand for revision be made on either side within six months after the end of the first ten years the Regulations shall remain in force for another ten years from the end of the first ten years；and so it shall be at the end of each successive ten years.

X. The English and Tibetan texts of the present Regulations have been carefully compared，but in the event of their being any difference of meaning between them the English text shall be authoritative.

XI. The present Regulations shall come into force from the date of signature.

Done at Simla this third day of July，A.D.，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fourteen，corresponding with the Tibetan date，the ten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of the Wood-Tiger year.

Seal of the

Dalai Lama.

Signature of the

Lönchen Shatra　　　（Signed）A. HENRY McMAHoN，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Seal of the

Lönchen Shatra　　　 Seal of the

　　　　　　　　　　 British Plenipotentiary

Seal of the　　Seal of the　　Seal of the　　Seal of the

Drebung Monastery Sera Monastery Gaden Monastery National

　　　　　　　　　　　　Assembly


Note.
 What effect did the Trade Regulations of 1908 and 1914 have on the Indo-Tibetan trade？The figures for the Bengal-Tibet trade over the period 1902-18 rather suggest that the Trade Regulations had a surprisingly small impact. The highest figures during this period are for 1907-8，when the，1908 Regulations could hardly have had time to take effect. Only by 1917-18 was the Bengal-Tibet trade again approaching the value it had attained in 1907-8. These figures show，however，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lue of the trade and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the frontier. The lowest figures，for 1903-4，are in the period when the Younghusband Mission was in progress，first at Khambajong and then on the road to Lhasa. With the advance of Chao Erh-feng’s troops towards Lhasa there is another dramatic drop in the trade figures，which then begin to rise again from 1914，when the probability of a Chinese reconquest of Central Tibet was clearly decreasing.

The Bengal figures do not by any means represent the entire Indo-Tibetan trade. In 1914-15，for example，the total value of trade between India and Tibet has been valued at Rs. 50，56，000，of which the Bengal component represented just over a half. Of the rest，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single element was the import of shawl wool from Western Tibet to Ladak hand to the Panjab. The Gartok trade mart，which was intended to bring about a vast increase both in the size and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trade in shawl wool，proved to be rather a disappointment. The Indian Government were never，in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is book，able to secure the removal of the ancient restrictions on trade in this region，such as the Tibetan duties on goods passing through frontier points like Rudok and Demchok.

The trade between Bengal and Tibet by way of Gyantse and Yatung was considerable less in value than the trade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passing through Tachienlu. For example，in 1913 the Tachienlu trade was valued at ￡265，313，while the Bengal-Tibet trade for the same period was worth c. ￡134，000.

PEF 1912/22，no. 2493/13，Bell to India，13 May 1913；no. 2283/14，Gould to India，8 May 1914；no. 2285/15，Bell to India，3 April 1915；no. 2236/16，Bell to India，21 April 1916；no. 3444/18，Campbell to India，7 April 1918：Great Britain，Foreign Office，Tibet，Peace Handbook no. 70，London，1920，p. 64.

Figures for the Bengal- Tibet Trade，1902-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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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英藏贸易协定


根据1914年7月3日中英藏三方缔结的《条约》（中方并未签字并已声明该条约无效——译注）第七款，宣布废除1893年和1908年所订立的《贸易条例》，西藏政府着手同英国政府协商，订立有关“外藏”的新的《贸易条例》，以使1904年《条约》第二、第四和第五款生效：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不列颠海外自治领联合王国国王及印度皇帝陛下的全权代表麦克马洪爵士，

西藏达赖喇嘛的全权代表伦钦夏扎·班觉多吉，

麦克马洪爵士和伦钦夏扎·班觉多吉彼此已通信联系，由于他们各自享有全权，并且认识到应以友好而真诚的方式相处，因而达成了如下《条例》：

1.将考虑在英国商务代办处方圆3英里之内设立商埠。

双方同意，英国的臣民可在商埠租地建房和设立贸易货栈。此项协定不会危害英国人出于储存货物的目的在商埠之外租地建房和建立货栈的权利。英国人要求租地建房应通过英国商务代表向西藏商务代表提出申请，在同英国商务代表商议之后，西藏商务代表将分配这类建房用地或其他适当的用地而不必要推诿拖延。他们将依照现行的法律和行情确定租地的条件。

2.商埠的管理权由西藏当局掌握，而英国商务代办处和房屋租用地则例外，这些地区将由英国商务代表专管。

商埠的商务代表和封疆大吏都应有适当的官阶，并将在相互尊重和彼此友好相处的前提下进行个人交往和联系。

3.一旦商埠或通往商埠的道路上发生英国人和其他民族的民众之间的纷争，将予以追究，并将在距离商埠最近处由英国和西藏商务代表会商解决。如有争议，应以被告人所在国的法律为准。

在英国人之间出现财产权或个人权利方面的问题，将交由英国当局裁决。在商埠或通往商埠的道路上违法犯罪的英国人，将由地方当局交送距犯罪现场最近的商埠的英国商务代表，由其依照印度的法律进行审讯和惩罚，但是地方当局只能拘禁这些英国罪犯而不得进行虐待。

触犯英国人的西藏罪犯，将由西藏当局逮捕并依法进行惩处。

一旦发生一名或数名西藏人在英国商务代表面前指控一名或数名英国人犯罪的事件，西藏当局有权派一名或几名有适当品级的官员出席英国商务代表的法庭审判。同样，如果有一名或数名英国人提出了一名或几名西藏人违法犯罪的理由，英国商务代表有权派一名或几名代表到西藏商务代办处参加法庭审判。

4.印度政府将保留维护从印度边境至商埠的通信电线的权利，西藏的电函将通过这些通信线路及时收发。西藏当局将负责经常维护从商埠至印度边境的通信电线，双方同意，毁坏电线或以任何方式干扰电线畅通、妨碍线路检查和维护的官员的公务的人，都将严惩不贷。

5.英国在目前和今后在西藏设立的各商埠的商务代表可以为货物运输和邮件出入印度边境做出安排，受雇传递邮件的信差将得到途经地区地方当局的尽可能的帮助，并将相应地得到同受雇传递西藏政府的电函的信差一样的保护和便利。

英国官员和西藏商人不得以任何法律权能对受雇的信差加以限制和约束。因此，受雇者不得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扰和妨碍，他们的公民权不得受到任何伤害，他们可以享有西藏公民的资格，可是，他们依法纳税的义务不应豁免。倘若他们违法犯罪，将由地方当局依法论处，他们的雇主不得设法予以庇护。

6.西藏的任何官方或民间的商号、机构或个人不得拥有商业或工业的垄断权。当然，不言而喻，那些在该协定签订之前就已经从西藏政府那里获得这类垄断权的商号和个人，将保留自己的权利和特惠，直到这一特定的阶段期满为止。

7.英国公民享有以食物或现金换取他们所喜爱的货物、租用各种交通工具、依照当地惯例从事一般的商业贸易的自由，而不需要纳税，地方当局不得加以限制或强制勒索。西藏当局不得阻止英国商务代表或其他英国人同西藏境内的居民进行个人交往或通信联系。

当地警察和地方政府有义务随时向商埠和商埠沿线的英国公民及其财产提供有效的保护，西藏政府应在商埠和商埠沿线布防精锐的警察部队。

8.进出口下列物品——武器、弹药、军需品以及酒精或麻醉药品，西藏政府既可以选择完全禁绝的方式，也可以只允许西藏政府认为适合进口的物品输入。

9. 现在订立的《条例》从双方全权代表签字之日起，有效期为10年；然而，如果到9年半时双方都没有提出修改要求，那么该《条例》将延长有效期10年；因此，将以每10年期满为一个周期。

10.该《条例》的英文和藏文两种文本已做了详细对照，若两种文本之间出现歧义，将以英文本为准。

11.该《条例》将从签订之日起生效。

公元1914年7月3日（藏历木虎年5月10日）订立于西姆拉。

达赖喇嘛（盖章）

伦钦夏扎（签名）　　　英 国 全 权 代 表

伦钦夏扎（盖章）　　　麦克马洪（签名 盖章）

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盖章）

西藏“民众大会”（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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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908年和1914年贸易协定对印藏贸易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呢？1902～1918年的孟加拉—西藏贸易数据表明，这两个贸易协定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令人惊讶。孟加拉—西藏贸易数据最高的时候出现在1907～1908年，当时1908年贸易协定还没有开始发挥作用，只是在1917～1918年，孟加拉—西藏贸易数据才再次达到1907～1908年的水平。然而，这些数据表明，贸易价值和边界的政治稳定有着直接关系。例如，1903～1904年，也即荣赫鹏使团派往拉萨之际，最低数据首先出现在噶伦堡，其次出现在通往拉萨的路上。随着赵尔丰部逼近拉萨，这些贸易数据又一次大幅下跌，直至1914年才再次回升，当时中国人重新征服中部西藏的可能性显然日渐下降。

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贸易数据显然不能代表整个印藏贸易。例如，在1914～1915年，印藏贸易总额达到5056000卢比，其中孟加拉—西藏贸易额才占了一半。其余的贸易额中，最重要的单件商品便是从西部西藏进口羊毛披肩到拉达克和旁遮普。噶大克贸易市场的设立原本是为了大幅增加羊毛披肩贸易的规模和利润，但实际效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在本书所讲述的时间段中，印度政府从未成功地消除这一地区自古以来的贸易限制，如，西藏人对过往鲁多克和碟木绰克等边界要地征收的商品税。

比起经打箭炉的汉藏贸易额，经由江孜和亚东的孟加拉—西藏贸易额要少得多。例如，1913年，打箭炉贸易总额达265313英镑，而孟加拉—西藏贸易额只有134000英镑。

以上参考资料包括：

PEF 1912/22，no. 2493/13，贝尔致函印度，1913年5月13日；no. 2283/14，古德致函印度，1914年5月8日；no. 2285/15，贝尔致函印度，1915年4月3日；Bell to India，3 April 1915；no. 2236/16，贝尔致函印度，1916年4月21日；21 April 1916；no. 3444/18，坎贝尔致函印度，1918年4月7日；《英国外交部，西藏，和平手册》，第70号，伦敦，1920年，第64页。

孟加拉—西藏贸易数据（1902～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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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十九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议及互换照会


Tripartite Agreement between Russia，Mongolia and China relating to Outer Mongolia，signed at Kiachta 25 May/7 June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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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俄蒙三方协议



A. The Agreement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His Imperial Majesty，the 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and His Holiness the Bogdo（Great）Cheptsun（Venerable）Damba（Sacred）Hut’ukht’u（Reincarnated）Khan（Ruler）of Outer Mongolia，Animated by a sincere desire to settle by mutual agreement various questions created by a new state of things in Outer Mongolia，have named for that purpose their Plenipotentiary Delegates，that is to sa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General Pi Kuei-fangand Monsieur Ch’ên Lu，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of China to Mexico；

His Imperial Majesty the Emperor of all the Russias，His Councillor of State Alexandre Miller，Diplomatic Agent and Consul General in Mongolia；and

His Holiness the Bogdo Cheptsun Damba Hut’ukht’u Khan of Outer Mongolia，E’êrh-tê-ni Cho-nang Pei-tzu Sê-lêng-tan，Vice Chief of Justice，and T’uhsieh-t’u Ch’in Wang Ch’a-K’o-tu-êrh-cha-pu，Chief of Finance，

Who having verified their respective full powers found in good and due form，have agreed upon the following：

ARTICLE I-Outer Mongolia recognises the Sino-Russian Declaration and the Notes exchanged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of the 5th day of the 11th month of the 2nd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23 October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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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II-Outer Mongolia recognises China’s suzerainty，China and Russia recognise the autonomy of Outer Mongolia forming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ARTICLE III-Autonomous Mongolia has no right to conclud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with foreign powers respecting political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As respects questions of a political and territorial nature in Outer Mongolia，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gages to conform to Article II of the Note exchanged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on the 5th day of the 11th month of the 2nd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23rd October 1913）.

ARTICLE IV-The title：‘Bogdo Cheptsun Damba Kut’ukht’uKhan of Outer Mongolia’ is conferr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alendar of the Republic as well as the Mongol calendar of cyclical signs are to be used in official documents.

ARTICLE V-China and Russia，conformably to Articles II and III of the Sino-Russian Declaration of the 5th day of the 11th month of the 2nd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23rd October 1913），recognise the exclusive right of the Autonomous Government of Outer Mongolia to attend to all the affairs of its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and to conclude with foreign powers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respecting all questions of 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nature concerning autonomous Mongolia.

ARTICLE VI-Conformably to the same Article III of the Declaration，China and Russia engage not to interfere in the system of autonomous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existing in Outer Mongolia.

ARTICLE VII-The military escort of the Chinese Dignitary at Urga provided for by Article III of the above-mentioned Declaration is not to exceed two hundred men. The military escorts of his Assistants at Uliassutai，at Kobdo，and at Mongolian-Kiachta arenot to exceed fifty men each. If，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onomous Government of Outer Mongolia，Assistants of the Chinese Dignitary are appointed in other localities of Outer Mongolia，their military escorts are not to exceed fifty men each.

ARTICLE VIII-The Imperial Government of Russia is not to send more than one hundred and fifty men as consular guard for its representative at Urga. The military escorts of the Imperial consulates and vice-consulates of Russia，which have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or which may be esta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onomous Government of Outer Mongolia，are not to exceed fifty men each.

ARTICLE IX-On all ceremonial or official occasions the first place of honor is due to the Chinese Dignitary. He has the right，if necessary，to present himself in private audience with His Holiness Bogdo Cheptsun Damba Hut’ukht’u Khan of Outer Mongolia.

The Imperial representative of Russia enjoys the same right of private audience.

ARTICLE X-The Chinese Dignitary at Urga and his Assistants in the different localities of Outer Mongolia provided for by Article VII of this agreement are to exercise general control lest the acts of the autonomous Government of Outer Mongolia and its subordinate authorities may impair the suzerain rights and the interests of China and her subjects in Autonomous Mongolia.

ARTICLE XI-Conformably to Article IV of the Notes exchanged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on the 5th day of the 11th month of the 2nd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23rd October1913），the territory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comprises the regions which wer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hinese Amban at Urga，of the Tartar-General at Uliassutai and of the Chinese Ambanat Kobdo；and connects with the boundary of China by the limits of the banners of the four aimaks of Khalka and of the district of Kobdo，bounded by the district of Houlounbouir（i.e. Hailar）on the East，by Inner Mongolia on the South，by the Province of Sinkiang on the South-West，and by the district of Altai on the West.

The formal delimi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utonomous Mongolia is to be carried out by a special commission of delegates of China，Russia and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which shall set itself to the work of delimitation within a period of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of signature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ARTICLE XII-It is understood that customs duties are not to be established for goods of whatever origin they may be，imported by Chinese merchants into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Nevertheless，Chinese merchants shall pay all the taxes on internal trade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and which may be established there in in the future，payable by the Mongols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Similarly the merchants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when importing any kind of goods of local production into Inner China，shall pay all the taxes on trade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Inner China’ and which may be established there in the future，payable by Chinese merchants. Goods of foreign origin imported from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into‘Inner China’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customs duties stipulated in the Regulations for land trade of the 7th year of the Reign of Kuang-Hsu（1881）.

ARTICLE XIII-Civil and criminal actions arising between Chinese subjects residing in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are to be examined and adjudicated by the Chinese Dignitary at Urga and by his Assistants in the other localities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ARTICLE XIV-Civil and criminal actions arising between Mongols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and Chinese subjects residing therein are to be examined and adjudicated conjointly by the Chinese Dignitary at Urga and his Assistants in the other localities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or their delegates，and the Mongolian Authorities. If the defendant or the accused is a Chinese subject and the claimant or the complainant is a Mongol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the joint examination and decision of the case are to be held at the Chinese Dignitary’s place at Urga and at that of his Assistants in the other localities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if the defendant or the accused is a Mongol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and the claimant or the complainant is a Chinese subject，the case is to be examined and decided in the same manner in the Mongolian yamen. The guilty are to be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ir own laws. The interested parties are free to arrange their disputes amicably by means of arbiters chosen by themselves.

ARTICLE XV-Civil and criminal actions arising between Mongols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and Russian subjects residing therein are to be examined and decided conformably to the stipulations of Article XVI of the Russo-Mongolian Commercial Protocol of 21st October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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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XVI-All civil and criminal actions arising between Chinese and Russian subjects in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are to be examined and decided in the following manner；in an action wherein the claimant or the complainant is a Russian subject and the defendant or the accused is a Chinese subject，the Russian Consul personally or through his delegate participates in the judicial trial，enjoying the same rights as the Chinese Dignitary at Urga or his delegate or his Assistants in the other localities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The Russian Consul or his delegate proceeds to the hearing of the claimant and the Russian witnesses in the court in session，and interrogates the defendant and the Chinese witnesses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 Chinese Dignitary at Urga or his delegate or of his Assistants in the other localities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the Russian Consul or his delegate examines the evidence presented，demands security for ‘revindications’ and has recourse to the opinion of experts，if he considers such expert opinion necessary for the elucid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etc.；he takes part in deciding and in the drafting of the judgment，which he signs with the Chinese Dignitary at Urga or his delegate or his Assistants in the other localities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The execution of the judgment constitutes a duty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Chinese Dignitary at Urga and his Assistants in the other localities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may likewise personally or through their delegates be present at the hearing of an action in the Consulates of Russia wherein the defendant or the accused is a Russian subject and the claimant or the complainant is a Chinese subject. The execution of the judgment constitutes a duty of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ARTICLE XVII-Since a section of the Kiachta-Urga-Kalgan telegraph line lies in the territory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it is agreed that the said section of the said telegraph line constitutes the complete property of the Autonomous Government of Outer Mongolia.

The details respecting the establishment on the borders of that country and Inner Mongolia of a station to be administered by Chinese and Mongolian employee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telegrams，as well as the questions of the tariff for telegrams transmitted and of the apportionment of the receipts，etc.，are to be examined and settled by a special commission of technical delegates of China，Russia and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ARTICLE XVIII-The Chinese postal institutions at Urgaand Mongolian-Kiachta remain in force on the old basis.

ARTICLE XIX-The Autonomous Government of Outer Mongolia will place at the disposal of the Chinese Dignitary at Urga and of his Assistants at Uliassutai，Kobdo and Mongolian-Kiachta as well as of their staff the necessary houses，which are to constitute the complete propert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imilarly necessary ground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residence of the said staff are to be granted for their escorts.

ARTICLE XX-The Chinese Dignitary at Urga and his Assistants in the other localities of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 and also their staffs are to enjoy the right to use the courier stations of the Autonomous Mongolian Government conformably to the stipulation of Article XI of the Russo-Mongolian Protocol of 21 October 1912.

ARTICLE XXI-The stipulations of the Sino-Russian Declaration and the Notes exchanged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of the 5th day of the 11th month of the 2nd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23 October 1913），as well as those of the Russo-Mongolian Commercial Protocol of the 21 October 1912，remain in full force.

ARTICLE XXII-The present Agreement drawn up in triplicate in Chinese，Russian，Mongolian and French comes into force from the day of its signature. Of the four texts which have been duly compared and found to agree，the French text shall be authoritativ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Done at Kiachta the 7th day of the Sixth Month of the Fourth Yea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rresponding to the Twenty-Fifth of May（Seventh of June），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Fifteen.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关于外蒙古的三方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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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五年六月七日，俄历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恰克图。

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大俄罗斯帝国大皇帝，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诚愿将外蒙古因现势发生之各问题公同协商解决，各派全权专使如左：

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派都统衔毕桂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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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卿衔上大夫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陈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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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俄罗斯帝国大皇帝特派驻蒙古外交官兼总领事国务正参议官亚力山大密勒尔；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特派司法副长额尔德尼卓囊贝子希尔宁达木定，财务长土谢图亲王察克都尔札布；为全权专使，各专使将所奉全权文凭互相校阅，俱属妥协，议定各款如下：

第一款 外蒙古承认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俄历一千九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号）中俄声明文件及中俄声明另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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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第三款 自治外蒙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及土地问题，中国政府当按照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俄历一千九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号）中俄声明另件第二款办理。

第四款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古公事文件上用民国年历并得兼用蒙古干支纪年。

第五款 按照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俄历一千九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号）中俄声明文件第二及第三两条，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官府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古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

第六款 按照声明文件第三款，中国、俄国担保不干涉外蒙古现有自治内政之制度。

第七款 中俄声明文件第三款所规定中国驻库伦大员之卫队，其数目不过二百名。该大员之佐理专员分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蒙古恰克图各处，每处卫队不过五十名。如与外蒙古自治官府同意在外蒙古他处添设佐理专员时，每处卫队不过五十名。

第八款 俄国政府遣派在库伦代表之领事卫队不过一百五十名，其在外蒙古他处已设或将来与外蒙古自治官府同意添设俄国领事署或副领事署时，每处卫队不得过五十名。

第九款 凡遇有典礼及正式聚会，中国驻库伦大员应列最高地位。如遇必要时，该大员有独见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之权。俄国代表亦享此独见之权。

第十款 中国驻库伦大员及本协约第七款所指在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专员有权监视外蒙古自治官府及其属吏之行为，使其不违犯中国宗主权及中国暨其人民在自治外蒙古之各种利益。

第十一款 自治外蒙古区域，按照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俄历一千九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号，中俄声明另件第四款，以前库伦办理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其与中国界线，以喀尔喀四盟及科布多所属，东与呼伦贝尔，南与内蒙古，西南与新疆省，西与阿尔泰接界之各旗为界。中国与自治外蒙古之正式划界应另由中、俄两国及自治外蒙古之代表会同办理，并在本协约签字后二年以内开始会勘。

第十二款 中国商民运货入自治外蒙古，无论何种出产，不纳关税，但须按照自治外蒙古人民所纳自治外蒙古已设及将来添设之各项内地货捐一律交纳。自治外蒙古商民运入中国内地各种土货亦应按照中国商民一律交纳已设及将来添设之各项货捐，但洋货由自治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者，应按照光绪七年，一千八百八十一年，陆路通商条约所定之关税交纳。

第十三款 在自治外蒙古中国属民民、刑诉讼事件均由中国驻库大员及驻自治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专员审理判断。

第十四款 自治外蒙古人民与在该处之中国属民民、刑诉讼事件均由中国驻库大员及驻自治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专员或其所派代表会同蒙古官吏审理判断。如中国属民为被告者或加害人，自治外蒙古人民为原告者或被害人，则在中国驻库大员及驻自治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专员处会同审理判断。如自治外蒙古人民为被告者或加害人，中国属民为原告者或被害人，亦照以上会同办法在蒙古衙门审理判断。犯罪者，各按自己法律治罪。两造有权各举仲裁，和平解决争议之事。

第十五款 自治外蒙古人民与在该处之俄国属民民、刑诉讼事件，均按一千九百十二年十月二十一号俄蒙商务专条第十六款所载章程审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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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款 所有在自治外蒙古的中、俄人民民、刑诉讼事件，均照以下规定审理判断。如俄国属民为原告或被害人，中国属民为被告者或加害人，俄国领事或亲往，或由其所派代表会审，与中国驻库大员或其代表或驻自治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专员有同等权利。俄国领事或其所派代表在法庭审讯原告者及俄国证见人；其被告者及中国证见人经由中国驻库大员或其代表或驻自治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专员间接审讯。俄国领事或其代表审查证据，追求偿债保证，如认为必要时，得请鉴定人证明两造事实之真伪，并与中国驻库大员或其代表或驻自治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专员会同拟定及签押判决词。中国官吏有执行判决之义务。如俄国属民为被告者或加害人，中国属民为原告者或被害人，中国驻库大员及驻自治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专员，或亲往，或由其所派代表，亦可在俄国领事署观审。俄国官吏有执行判决之义务。

第十七款 因恰克图、库伦、张家口电线之一段经过自治外蒙古境内，故议定将该段电线作为外蒙古自治官府之完全产业。凡关于在内、外蒙古交界设立中、蒙派员管理之转电局详细办法并递电收费章程及分派进款等问题，另由中国、俄国及自治外蒙古所派代表组织之特别专门委员会商定。

第十八款 中国在库伦及蒙古恰克图之邮政机关仍旧保存。

第十九款 外蒙古自治官府给与中国驻库大员及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蒙古恰克图之佐理专员暨其属员人等必要之驻所，作为中华民国政府之完全产业，并为该大员等之卫队，在其驻所附近处，给与必要之地段。

第二十款 中国驻库大员及驻自治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专员暨其属员人等使用外蒙古台站时，可适用一千九百十二年十月二十一号俄、蒙商务专条第十一款之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款 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俄历一千九百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号，中、俄声明文件，声明另件及一千九百十二年十月二十一号俄、蒙商务专条均应继续有效。

第二十二款 本约用中、俄、蒙、法四文合缮各三份，于签字日发生效力。四文校对无讹，将来文字解释，以法文为准。

大中华民国四年六月七日

俄历一千九百十五年五月二十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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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换照会



B. Notes exchanged


1. A. Miller to General Pi Kuei Fang and Ch’ên Lu，Chinese Delegates Plenipotentiary，25 May/7 June 1915

Kiachta，May 24/June 7，1915.

The undersigned Delegate Plenipotentiary of Russia to the tripartite negotiations at Kiachta has the honor to acknowledge to their Excellencies Messieurs Pi Kuei-Fang and Ch’ên Lu，Delegates Plenipotenti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tripartite negotiations at Kiachta，the receipt of the following note of this day’s date：

‘The undersigned Delegates Plenipotenti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Tripartite negotiations at Kiachta，duly authorized for this purpose，have the honor，on proceeding to sign the tripartite agreement of this day’s date relating to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to declare in the name of their Government to His Excellency，Mr Miller，Imperial Delegate Plenipotentiary of Russia to the tripartite negotiations at Kiachta，as follows：From the day of signature of the present Sino-Russo-Mongolian agreement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rants a full amnesty to all the Mongols who submitted to the Autonomous Government of Outer Mongolia；it leaves to all the Mongols of Outer Mongolia as of Inner Mongolia the freedom as before of residence and travel in the said regions.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ll not place any restraint upon Mongols going in pilgrimage to Urga to testify their veneration to His Holiness Bogdo Cheptsun Damba Hut’ukht’u Khan of Outer Mongolia.’

The undersigned seizes this occasion to renew to the Delegates Plenipotenti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ssurances of his very high consideration.

（Signed）A. MILLER.

2. A. Miller to General Pi Kuei Fang and Ch’ên Lu，Chinese Delegates Plenipotentiary，25 May/7 June 1915（Translation）

Kiaehta，May 25/June 7，1915.

The undersigned Imperial Delegate Plenipotentiary of Russia tothe tripartite negotiations at Kiachta，duly authorized for thispurpose，has the honor，on proceeding to sign the tripartite agreement of this day’s date relating to Autonomous Outer Mongolia，to declare in the name of his Government to their Excellencies Messieurs PiKuei-Fang and Ch’ên-Lu，Delegates Plenipotenti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tripartite negotiations at Kiachta as follows：

It is agreed that all the telegraph offices which are situated along that section of the Kalgan-Urga-Kiachta line which lies within Outer Mongolia and of which mention is made in Article XVII of the Agreement of Kiachta，are to be handed over by the Chinese officials to the Mongolian officials within a period at most of six months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and that the point of junction of the Chinese and Mongolian lines is to be fixed by the Technical Commission provided for in the aforesaid article.

The above is at the same time brought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Delegates Plenipotentiary of the Autonomous Government of Outer Mongolia.

The undersigned seizes this occasion to renew to the Delegates Plenipotentia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ssurances of his very high consideration.

（Signed）A. 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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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换照会


1.密勒尔致中国政府全权代表毕桂芳和陈箓

恰克图，1915年5月24日/6月7日

参加恰克图三方会谈的俄国政府签字全权代表荣幸地通知参加恰克图三方会谈的中华民国全权代表毕桂芳、陈箓阁下今日交换照会如下：

照得本日签订关于自治外蒙古之中俄蒙协约，本专使等奉有本国委任，以政府名义向贵专使声明如下：于本中、俄、蒙协约签字日，中华民国政府特准将所有附从外蒙古自治官府之各蒙人，加恩完全赦罪，并准内外蒙古人民照旧在该地方自由往来居住，蒙人前往库伦为宗教上之巡拜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时，中华民国政府并不加以阻止。以上各节，相应照请贵专使查照。须至照会者。

（签字）密勒尔

2.密勒尔致中国政府全权代表毕桂芳和陈箓，1915年5月25日/6月7日（译文）

恰克图，1915年5月25日/6月7日

参加恰克图三方会谈的俄国政府签字全权代表荣幸地通知参加恰克图三方会谈的中华民国全权代表毕桂芳、陈箓阁下今日交换照会如下：

照得本日签订关于自治外蒙古之中俄蒙协约，本专使等奉有本国委任，以政府名义向贵专使声明如下：兹协议完备，按照中俄蒙协约第十七款所载，张家口、库伦、恰克图电线内，经由外蒙古段落之各电局，应于中、俄、蒙协约签订后，最多不得过六个月，由中国局员划归外蒙古局员管理；又，中、蒙电线连接点，应由该中俄蒙协约第十七款所载之专门委员会定之。以上各节，除由本专使照会外蒙古专使外，相应照请贵专使查照。须至照会者。

（签字）密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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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十 1954年中印协议及互换照会


（A）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rade and Intercourse between Tibet Region of China and India，signed at Peking on 29 April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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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ng desirous of promoting trade and cultural intercourse between Tibet Region of China and India and of facilitating pilgrimage and travel by the peoples of China and India，Have resolved to enter into the present Agreement based on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1）mutual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2）mutual non-aggression，

（3）mutual 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4）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and

（5）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for this purpose have appointed as their respective Plenipotentiari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H.E. Nedyam Raghavan，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India accredited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E. Chang Han-fu，Vice-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who，having examined each other’s credentials and finding them in good and due form，have agreed upon the following：


Article I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mutually agree to establish Trade Agencies：

（1）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gree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may establish Trade Agencies at New Delhi，Calcutta and Kalimpong.

（2）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gree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may establish Trade Agencies at Yatung，Gyantse and Gartok.

The Trade Agencies of both Parties shall be accorded the same status and same treatment. The Trade Agents of both Parties shall enjoy freedom from arrest while exercising their functions，and shall enjoy in respect of themselves，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who are dependent on them for livelihood freedom from search.

The Trade Agencies of both Parties shall enjoy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for couriers，mail-bags and communications in code.


Article II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gree that traders of both countries known to be customarily and specifically engaged in trade between Tibet Region of China and India may trade at the following places：

（1）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grees to specify（1）Yatung，（2）Gyantse and（3）Phari as markets for trade.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grees that trade may be carried on in India，including places like（1）Kalimpong，（2）Siliguri and（3）Calcutta，according to customary practice.

（2）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grees to specify（1）Gartok，（2）Pulanchung（Taklakot），（3）Gyanlma-Khargo，（4）Gyanlma-Chakra，（5）Rampura，（6）Dongbra，（7）Puling-Sumdo，（8）Nabra，（9）Shangtse and（10）Tashigong as markets for trade；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grees that in future，wh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need of trade between the Ari District of Tibet Region of China and India，it has become necessary to specify markets for trade in the corresponding district in India adjacent to the Ari District of Tibet Region of China，it will be prepared to consider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to do so.


Article III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gree that pilgrimage by religious believ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shall be carried 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1）Pilgrims from India of Lamaist，Hindu and Buddhist faiths may visit Kang Rimpoche（Kailas）and Mavam Tso（Manasarovar）in Tibet Region of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

（2）Pilgrims from Tibet Region of China of Lamaist and Buddhist faiths may visit Banaras，Sarnath，Gaya and Sanchi in India 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

（3）Pilgrims customarily visiting Lhasa may continue to do so 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


Article IV


Traders and pilgrims of both countries may travel by the following passes and route：

（1）Shipki La pass，（2）Mana pass，（3）Niti pass，（4）Kungri Bingri pass，（5）Darma pass，and（6）Lipu Lekh pass.

Also，the customary route leading to Tashigong along the valley of the Shangatsangpu（Indus）River may continue to be traversed 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


Article V


For travelling across the border，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gree that diplomatic personnel，officials and nationals of the two countries shall hold passports issued by their own respective countries and visaed by the other Party except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s 1，2，3 and 4 of this Article.

（1）Traders of both countries known to be customarily and specifically engaged in trade between Tibet Region of China and India，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who are dependent on them for livelihood and their attendants will be allowed entry for purposes of trade into India or Tibet Region of China，as the case may be，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 on the production of certificates duly issu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heir own country or by its duly authorised agents and examined by the border check posts of the other Party.

（2）Inhabitants of the border districts of the two countries who cross the border to carry on petty trade or to visit friends and relatives may proceed to the border districts of the other Party as they have customarily done heretofore and need not be restricted to the passes and route specified in Article IV above and shall not be required to hold passports，visas or permits.

（3）Porters and mule-team driv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who cross the border to perform necessary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need not hold passports issued by their own country，but shall only hold certificates good for a definite period of time（three months，half a year or one year）duly issu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heir own country or by its duly authorised agents and produce them for registration at the border checkposts of the other Party.

（4）Pilgrims of both countries need not carry documents of certification but shall register at the border checkposts of the other Party and receive a permit for pilgrimage.

（5）Notwithstandi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foregoing paragraphs of this Article，either Government may refuse entry to any particular person.

（6）Persons who enter the territory of the other Par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egoing paragraphs of this Article may stay within its territory only after complying with the procedures specified by the other Party.


Article VI


The present Agreement shall come into effect upon ratification by both Governments and shall remain in force for eight（8）years.Extension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may be negotiated by the two Parties if either Party requests for it six（6）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of the Agreement and the request is agreed to by the other Party.

Done in duplicate in Peking on the twentyninth day of April，1954，in the Hindi，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all texts being equally valid.

（Signed）NEDYAM RAGHAVAN，（Signed）CHANG HAN-FU，

Plenipotentiary of the　　　　　　Plenipotentiar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Central People’s

Republic of India.　　　　　　　　Government，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e.
 It is interesting that in this Agreement there is no mention of any of the British treaties relating to Tibet. The question of the Trade Marts，for instance，is discussed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British precedents. There is a definite implication that the 1954 Sino-Indian Agreement not only replaced the British treaties relating to Tibet but cancelled them as well.


（一）印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西藏地区与印度之间贸易往来协定，1954年4月29日签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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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为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并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和往来起见，双方同意基于（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惠、（五）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印度共和国政府特派印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赖嘉文。

双方全权代表相互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互设商务代理处：

一、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得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

二、中国政府同意印度政府得在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

双方商务代理处享有同等地位同等待遇。双方商务代理在执行职务时享有不受逮捕之权；商务代理本人、依靠其生活的妻子及子女享有不受检查之权。

双方商务代理处并享有信使、邮袋和以密码通信的权利及豁免。

第二条 缔约双方同意凡按习惯专门从事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贸易的双方商人得在下列地点进行贸易：

一、中国政府同意指定（一）亚东、（二）江孜、（三）帕里为贸易市场。

印度政府同意按习惯得在印度，包括（一）噶伦堡、（二）西里古里、（三）加尔各答等地进行贸易。

二、中国政府同意指定（一）噶大克、（二）普兰宗（塔格拉各特）、（三）姜叶马加尔果、（四）姜叶马查克拉、（五）热姆惹、（六）董不惹、（七）波林三多、（八）那不拉、（九）尚格齐、（十）扎锡岗为贸易市场；印度政府同意将来由于中国西藏地方阿里地区与印度之间通商贸易的发展和需要而成为必要时，印度政府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准备在印度方面靠近中国西藏地方阿里地区的相应地区考虑指定贸易市场。

第三条 关于两国香客朝圣事宜，缔约双方同意按照下列各款的规定办理：

一、凡属印度的喇嘛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得按惯例往中国西藏地方的康仁波清（开拉斯山）和马法木错（玛拉萨罗瓦湖）朝拜。

二、凡属中国西藏地方的喇嘛教徒和佛教徒得按惯例往印度的贝纳拉斯、鹿野苑、加雅和桑吉四地朝拜。

三、凡按照惯例往拉萨朝拜者，仍依照习惯办理之。

第四条 双方商人和香客经由下列山口和道路来往。

（一）什布奇山口、（二）玛拉山口、（三）尼提山口、（四）昆里宾里山口、（五）达玛山口、（六）里普列克山口。同时沿桑格藏布河（印度河）的河谷到扎锡岗的习惯道路，仍可按以往习惯来往。

第五条 关于来往过境事宜，缔约双方同意两国外交人员、公务人员以及两国国民往来过境，除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另有规定者外，均应持有本国护照并经对方签证。

一、凡按习惯专门从事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贸易的双方商人，依靠其生活的妻子及子女以及随从人员，按照习惯在出示本国地方政府或其授权机关发给之证明书并经对方边境检查站查验后，得进入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进行贸易。

二、两国边境地区居民，凡因进行小额贸易或探望亲友而互相过境往来，仍按以往习惯前往对方边境地区而不限于经过前述第四款所指定的山口和道路，并无需护照、签证或许可证。

三、由于运输需要而互相过境往来的背夫和骡夫，只需持有本国地方政府或其授权机关发给之定期的证明书（三月、半年或一年为期限）并在对方检查站登记即可，无需持有本国护照。

四、双方香客均无需携带证明文件，但须在对方边境检查站登记并领取朝圣许可证。

五、虽有本条前述各款之规定，双方政府得拒绝个别人入境。

六、凡按本条前述各款进入对方国境者，在履行对方规定之手续后，始得在对方境内居留。

第六条 本协定自双方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其有效期为八年。本协定期满前六个月，如一方提出延长本协定之要求并得另一方同意后，得由双方谈判延长本协定事宜。

1954年4月29日订于北京，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印地文和英文书就，中、印、英三种文字的条文具有同等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章汉夫

印度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 赖嘉文
 
[123]




（二）互换照会


（B）Notes Exchanged


Indian Note


Peking，April 29，1954

Your Excellency Mr. Vice-Foreign Minister，

In the course of our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 Agreement on Trade and Intercourse Between Tibet Region of China and India，which has been happily concluded today，the Deleg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Deleg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greed that certain matters be regulated by an exchange of notes. In pursuance of this understanding，it is hereby agreed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as follows：

（1）The Government of India will be pleased to withdraw completely within six（6）months from date of exchange of the present notes the military escorts now stationed at Yatung and Gyantse in Tibet Region of China.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ill render facilities and assistance in such withdrawal.

（2）The Government of India will be pleased to hand over to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t a reasonable price the postal，telegraph and public telephone services together with their equipment opera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Tibet Region of China. The concrete measures in this regard will be decided upon through further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Indian Embassy in China and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which shall start immediately after the exchange of the present notes.

（3）The Government of India will be pleased to hand over to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t a reasonable price the twelve（12）resthouse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Tibet Region of China. The concrete measures in this regard will be decided upon through further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Indian Embassy in China and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which shall start immediately after the exchange of the present notes.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grees that they shall continue as rest houses.

（4）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grees that all buildings within the compound walls of the Trade Agenc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t Yatung and Gyantse in Tibet Region of China may be retain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may continue to lease the land within its Agency compound walls from the Chinese side. And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grees that the Trade Agenc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t Kalimpong and Calcutta may lease lands from the Indian side for the use of the Agencies and construct buildings thereo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ill render every possible assistance for housing the Indian Trade Agency at Gartok.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will also render every possible assistance for housing the Chinese Trade Agency at New Delhi.

（5）The Government of India will be pleased to return to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ll lands used or occupi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other than the lands within its Trade Agency compound walls at Yatung.

If there are godowns and building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on the above-mentioned lands used or occupied and to be return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if Indian traders have stores，godowns or buildings on the above-mentioned lands so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continue leasing lands，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grees to sign contract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or Indian traders，as the case may be，for leasing to them those parts of the land occupied by the said godowns，buildings or stores and pertaining thereto.

（6）The Trade Agents of both Parties may，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have access to their nationals involved in civil or criminal cases.

（7）The Trade Agents and traders of both countries may hire employees in the locality.

（8）The hospitals of the Indian Trade Agencies at Gyantse and Yatung will continue to serve personnel of the Indian Trade Agencies.

（9）Each Government shall protect the person and property of the traders and pilgrims of the other country.

（10）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grees，so far as possible，to construct rest houses for the use of pilgrims along the route from Pulan-chung（Taklakot）to Kang Rimpoche（Kailas）and Mavam Tso（Manasarovar）；and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grees to place all possible facilities in India at the disposal of pilgrims.

（11）Traders and pilgrims of both countries shall have the facility of hiring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at normal and reasonable rates.

（12）The three Trade Agencies of each Party may function throughout the year.

（13）Traders of each country may rent buildings and godown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regulations in place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other Party.

（14）Traders of both countries may carry on normal trade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regulations at places as provided in Article II of the Agreement.

（15）Disputes between traders of both countries over debts and claims shall b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I hereby agree that the present Note along with Your Excellency’s reply shall become an agreement between our two Governments which shall come into force upon the exchange of the present Notes.

I avail my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o Your Excellency

Mr. Vice-Foreign Minister，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Signed）N. RAGHAVAN，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His EXCELLENCY MR. CHANG HAN-FU，

Vice-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Note


Peking，April 29，1954

Your Excellency Mr. Ambassador，

I have the honour to receive your note dated April 29，1954，which reads：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I hereby agree to Your Excellency’s note，and your note along with the present note in reply shall become an agreement between our two Governments，which shall come into force upon the exchange of the present notes.

I avail myself of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o Your Excellency，Mr. Ambassador，the assurances of my highest consideration.

（Signed）CHANG HAN-FU，

Vice-Minist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 E. NEDYAM RAGHAVAN，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Republic of India.


印度照会


北京，1954年4月29日

尊敬的副部长先生：

在我们讨论已于今天愉快缔结的中国西藏地区和印度之间贸易往来协定的过程中，印度共和国政府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一致同意通过互换照会的方式调解某些特定问题。基于这一理解，现将双方政府同意款项例举如下：

（1）自今日照会互换之日起，印度政府将很乐意在6个月内全部撤离现驻于中国西藏地区亚东和江孜的军事卫队。中国军队将在印方军队撤离过程中提供便利和协助。

（2）印度政府很乐意以合理价格向中国政府移交邮政、电报、公用电话设施以及由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区运作的相关设备。本照会互换之后，印度驻华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将立即进一步磋商相关的具体细节。

（3）印度政府很乐意以合理的价格向中国政府移交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区的12处驿站。本照会互换之后，印度驻华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将立即进一步磋商相关的具体细节。中国政府同意继续将其作为驿站。

（4）中国政府同意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区设立的亚东和江孜商务代理处院墙之内的所有建筑将继续由印度政府保留。印度政府可以向中国政府继续租借商务代理处院内的土地。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在噶伦堡、加尔各答的商务代理处可以向印度政府租借土地使用代理处并修建代理处建筑。中国政府将尽可能提供一切便利安置印度在噶大克的商务代理处。印度政府也会尽可能提供一切便利安置中国在新德里的商务代理处。

（5）印度政府很乐意将亚东的商务代理处院墙以外占用的地皮交还中国政府。

如果印度政府在上述使用或占用的土地上还有仓库和建筑，而印度商人在上述土地上也有商店、仓库和建筑，因而需要继续租用该土地，中国政府同意与印度政府或印度商人签署合同，向其租借上述仓库、建筑或商店等相关设施占用的这些土地的相关部分。

（6）根据当地政府的法律和规定，双方贸易代理处可以接触涉及民事或刑事案件的本国国民。

（7）中印两国的贸易代理处及商人可以在当地雇佣员工。

（8）印度贸易代理处在江孜和亚东所设的医院将继续为印度贸易代理处员工服务。

（9）两国政府将保护对方商人及朝圣香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0）中国政府同意尽可能在普兰宗（塔克拉噶）至康仁波清（开拉斯山）和马法木错（玛拉萨罗瓦湖）沿途修建驿站；印度政府同意在印度为香客提供一切便利条件。

（11）两国商人和香客拥有以正常合理价格雇佣交通运输手段的便利条件。

（12）双方各自拥有的三个商务代理处一年四季运行。

（13）两国商人可在对方司法管辖权之下，根据当地法规条例租用建筑和仓库。

（14）两国商人可依据当地法规条例，在条约第二款规定的诸地开展正常贸易。

（15）两国商人之间关于债务和赔款的争端可根据当地法律条规处理。

我代表印度共和国政府同意，当前的照会以及阁下的回复将会成为两国政府之间的协定，自照会换文之日起生效。

借此机会向副部长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字）赖嘉文

印度共和国驻华大使及印度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

章汉夫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中国照会


北京，1954年4月29日

大使阁下，

我很荣幸地收到您于1954年4月29日发来的照会，内容如下：

***************************

***************************

***************************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阁下的照会，您的照会连同我当前回复的照会，将会成为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从换文之日起立即生效。

借此机会向大使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字）章汉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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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F 1913/76，no. 1937/13，古德致函印度事务部，1913年5月14日。


 [56]
 PEF 1913/76，苏格兰场致函印度事务部，1914年1月31日。


 [57]
 FO 371/1612，no. 35182，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3年7月29日。

对于龙夏接下来的事业，参见黎吉生所著《西藏简史》，如前所引。


 [58]
 FO 371/1609，no. 7570，布坎南致函格雷，1913年2月13日。


 [59]
 FO 371/1611，no. 26551，格里高利备忘录，1913年6月10日。


 [60]
 FO 371/1613，no. 48043，印度事务大臣致函印度总督，1913年10月17日。


 [61]
 古德：《莲花上的宝石》，如前所引，第29页。


 [62]
 参见FO 371/1612，nos. 40328 和 40329中的通信集。


 [63]
 大卫·麦克唐纳坚持认为有两名西藏男孩前往哈罗公学，但他错了。参见麦克唐纳《旅藏二十年》，伦敦，1932年，第218页。


 [64]
 据说贡嘎爱上了一个英国女孩，并打算迎娶这位女孩，但达赖喇嘛拒不批准此事。麦克唐纳：《旅藏二十年》，如前所引，第219页。


 [65]
 古德：《莲花上的宝石》，如前所引，第29～30页；也可参见贝尔著《达赖喇嘛的画像》，如前所引，第203页。


 [66]
 H.哈尔：《旅藏七年》，伦敦，1953。


 [67]
 FO 535/16，no. 135，总督致函印度事务大臣，1913年3月6日。


 [68]
 FO 535/16，no. 223，古德致函印度事务部，1913年4月30日。


 [69]
 PEF 1912/69，no. 3460/12，Jordan to Grey，17 August 1912.


 [70]
 PEF 1912/69，no. 3460/12，朱尔典致函格雷，1912年8月17日。


 [71]
 MacMurray，China Treaties，op. cit.，Vol. II，pp. 992-6.


 [72]
 马慕瑞：《中国章程》，如前所引，第二卷，第992～996页。


 [73]
 H. G. C. Perry-Ayscough and R. B. Otter-Barry，With the Russians in Mongolia，London，1913，pp. 10-13.

The Tibetan representative who signed this document is said to have been Dorjiev. There exist some doubts as to the validity of this treaty. See Bell，Tibet，op. cit.，pp. 150-1.

For reports of this treaty，see the Daily Telegraph，15 January 1913，and The Times，10 February 1913.

Sazonov，the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reported the signing of this treaty to Sir G. Buchanan，the British Ambassador at St. Petersburg. Sazonov said the treaty，in his opinion，was not valid：it was ‘nul et non avenu’. See FO 371/1608，Buchanan to Grey，17 January 1913.




 [74]
 Perry-Ayscough and Otter-Barry give the following explanation of these terms：‘Shabinars—people who depend from the Court of Hu-tuk-tu and pay taxes to the Court Department. Hoshun—principality’.


 [75]
 佩里-艾斯库和奥特-巴里所著《俄国人在蒙古》，伦敦，1913，第10～13页。

据说签署本协议的西藏代表是德尔智。对于该条约的有效性存在诸多怀疑。参见贝尔《西藏》，如前所引，第150～151页。

关于本条约的报道，参见《每日邮报》1913年1月15日；《泰晤士报》1913年2月10日。

俄国外交部长萨佐诺夫向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布坎南通报了该协议的签署。萨佐诺夫认为，该协议是无效的。参见FO 371/1608，布坎南致函格雷，1913年1月17日。


 [76]
 佩里-艾斯库和奥特-巴里对这些条款做出了如下解释：夏比纳尔——指那些依赖呼图克图法庭并向法律部门纳税的人；霍旬——公国。


 [77]
 MacMurray，China Treaties，op. cit.，Vol. II，pp. 1066-7.


 [78]
 The Chines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simultaneously addressed to the Russian Minister a Note embodying，word for word，the four numbered paragraphs set forth in the Note printed here.


 [79]
 马慕瑞：《中国章程》，如前所引，第二卷，第1066～1067页。


 [80]
 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长致函俄国部长一份照会，包括本照会中四个编号段落，均逐字逐句地涵盖在内。


 [81]
 Aitchison，Treaties，XIV（1929），pp. 34-35.


 [82]
 This map（the original scale was eight miles to the inch）was first published in An Atlas of the，Northern Frontier of India，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New Delhi，1960.


 [83]
 《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1929，第34～35页。


 [84]
 这幅地图（原始尺寸为80英里︰1英寸）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印度北部边疆地图集（An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India）中，由印度政府外交部1960年于新德里公开出版。


 [85]
 This text is printed in 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Peking，1940，pp. 133-9，but with the date and the ratification clause omitted.

The text of the Simla Convention of 27 April 1914，which was initialed by the Chinese plenipotentiary，Chen I-fan，is not quite the same as the text of 3 July，which the Tibetan and British plenipotentiaries declared to be binding，and which Chela I-fan refused to initial or sig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exts are stated here in notes，which also make reference to an earlier draft of the Convention which was presented to the Simla Conference on 17 February 1914.

Article IX of both texts of the Convention refers to a map. This is a fairly small-scale map of Tibet，and parts of India and China，which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map（in two sheets）which is mentioned in the McMahon-Lönchen Shatra Notes of 24-25 March 1914. The map which accompanied the 27 April text，as well as that for the 3 July text（which is slightly different in its markings），has been printed in An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India，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New Delhi，1960.


 [86]
 In an earlier draft，put before the Conference on 17 February 1914，the following was added to this Article：

‘（c）.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s hereby released from its engagements under Article III of the Convention of 1890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to prevent acts of aggression from the Tibetan side of the Tibet-Sikkim frontier.’


 [87]
 See Map no. 20 on pp. 554-5 for these boundaries. This map，on a small scale，contains the only indication of the McMahon Line to emerge formally from the Simla Conference in its tripartite form.


 [88]
 The 17 February 1914 draft had this phrase to end the last sentence：‘to issue appointment orders to chiefs and local officers，and to collect all customary rents and taxes.’


 [89]
 In the 17 February draft this article read as follows：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hereby agrees to pay compensation amounting to Rs. 4，28，840 due for losses incurred by Nepalese and Ladakhis in Tibet in consequence of acts done by Chinese soldiers and officials in that country.’

In the 3 July version of the Convention，Article X，at the request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was removed：the Russians argued that it in effect conferred upon the British a protectorate over Tibet. It was replaced by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XI relating to the comparison of texts. The 3 July text is the one usually printed，e.g. in Richardson，Tibet，op. cit.，pp. 268-72，and in Aitchison，Treaties，op. cit.，Vol. XIV（1929），pp. 35-38. It should be remembered，however，that it was the 27 April text which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ve to the Simla Conference，Chen I-fan，actually initialled.


 [90]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XI was used to replace Article X in the 3 July text.


 [91]
 The text printed in Boundary Question，op. cit.，does not include the section relating to dates. The wording here is taken from the printed 3 July text；hence the omission of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dates.


 [92]
 Chen I-fan，of course，did not initial the 3 July text.


 [93]
 In the 17 February draft this was included as part of Article VII.


 [94]
 Chen I-fan did not，of course，initial the 3 July text.


 [95]
 FO 371/1931，IO to FO，26 August 1914，enclosing McMahon’s Memorandum of the Tibet Conference.


 [96]
 本条约文本出现于1940年北京出版的《中国与西藏边界问题》（The Boundary Question between China and Tibet，Peking
 ，1940）一书第133～139页，但日期和正式批准的条款被删除了。

中国全权代表陈贻范草签的1914年4月27日西姆拉条约文本，和7月3日英国及西藏代表宣布签订、而陈贻范拒绝签字的西姆拉条约文本并不完全相同。

在此，我将4月27日文本和7月3日文本之间的区别附在条约后的注解中，该注释还参考了1914年2月17日提交到西姆拉会议上的更早版本的《西姆拉条约》。

两个版本的第九款都提到一幅地图。这只是一幅比例尺相当小的西藏地图，还包括部分印度和中国领土，不应当和1914年3月24日和25日麦克马洪-伦钦夏扎换文中所提到的地图（共有两页）混淆。4月27日的《西姆拉条约》所附的这幅地图，以及7月3日的《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只是在标注上略有不同），已经包括在印度政府外交部在1960年出版于新德里的《印度北部边疆地图集》（An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India
 ）中。


 [97]
 在更早版本中，即在1914年2月17日会议之前提出的版本中，该条款被加入如下内容：

“丙. 1890年中英条约第三款所定禁阻西藏侵凌哲孟雄边境一节，中国以后不负责任。”


 [98]
 参见原书第554～555页地图中的这些边界线。这幅比例尺较小的地图，是麦克马洪线正式出现在西姆拉三方会议的唯一标识。


 [99]
 1914年2月17日的“西姆拉草约”用这样一句话结尾：“缮发委任于酋目及地方官，以及征取向收之租税”。


 [100]
 在2月17日的“西姆拉草约”中，这一款内容如下：

“在西藏之廓尔喀、拉达克人因此次中国官兵之举动受有损失者，中国政府订定偿还卢比四十二万四千八百四十元。”

在7月3日版本的《西姆拉条约》中，应俄国政府的请求，第十款被删除。俄国人认为这一款实际上令英国成为西藏的保护国。该款被第十一款的第二段取代。7月3日版本是一般著作中较常引用的版本，例如，黎吉生的《西藏简史》，如前所引，第268～272页；《艾奇逊条约集》，如前所引，第14卷（1929），第35～38页。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实际上，中国全权代表陈贻范在西姆拉会议上草签的协定，是4月27日的《西姆拉条约》版本，而非7月3日版《西姆拉条约》。


 [101]
 第十一款的第二段被用来取代7月3日版本的第十款。


 [102]
 该文本可参见《边界问题》，如前所引，该书并不包括签字日期部分。本书中此处的措辞选自7月3日文本，由此省略了中文日期和藏文日期。


 [103]
 陈贻范当然没有在7月3日的《西姆拉条约》文本上签字。


 [104]
 上述汉译参考《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下册，第895～898页。——译者


 [105]
 在2月17日的《西姆拉条约》文本中，该条属于第七款的部分内容。


 [106]
 陈贻范当然没有在7月3日《西姆拉条约》文本上正式签字。


 [107]
 FO 371/1931，印度事务部致函英国外交部，1914年8月26日，附件为麦克马洪关于西藏会议的备忘录。


 [108]
 Aitchison，Treaties，XIV（1929），pp. 39-41.


 [109]
 上述汉译参考了〔美〕梅·戈德斯坦著《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


 [110]
 MacMurray，China Treaties，op. cit.，Vol. II，pp. 1239-44.


 [111]
 5 November 1913，new style. See Appendix XV.


 [112]
 3 November 1912，new style. See Appendix XIII.


 [113]
 马慕瑞：《中国约章》，如前所引，第二卷，第1239～1244页。


 [114]
 毕桂芳（1865—？），字植忱，又作植承。北京大兴县人。满族旗籍，民国时乃自承姓毕。少时卒业同文馆，后留学俄国，谙习俄文。曾任驻俄公使随员、北洋洋务局随办。1906年，毕桂芳任驻俄国海参崴商务专员。1909年改任驻海参崴总领事。其前任李家鏊“负气敢任事，议外交不为人屈，用财尤慷慨”，得到侨商拥戴。而毕桂芳上任后“反其所为”，招致“众怨沸腾”。——译者


 [115]
 陈箓（1877—1939），字任先，号止室，福建闽侯人，近代外交家、汉奸。光绪末年法科进士。1891年进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学习。1894年转入铁路总局附设矿化学堂，后入武昌自强学堂，1901年毕业后留校任法文教师。后赴德、法等国留学。1907年获法学学士学位，后归国。历任法部制勘司主事，翰林院编修、外务部考工司郎等。1912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司长，后任驻墨西哥公使、都护使驻库伦办事大员，外交次长等。在外交总长出席巴黎和会期间，代理外长一年。1938年3月，出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投靠日本。次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工人员刺杀身亡。著有《止室笔记》、《法文文牍程式》，译有《蒙古逸史》等。——译者

兰姆认为该条约和西姆拉条约颇为不同：“乍一看，恰克图条约同西姆拉条约草案非常相似。但实际上两者还是有很大不同。例如，恰克图条约规定了中国在外蒙古较为广泛的行政权和司法权，而这一点在西姆拉条约中并没有详细规定，英属印度政府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这一点。1915年，在蒙古人眼中，恰克图条约的主要目的就是限制中国在已经宣布独立的蒙古的影响。然而，在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之后，从蒙古政治的诸多因素中可知，蒙古仍将中国视为抵抗俄国可能带来威胁的保卫者；1919年，或多或少在条约框架范围内，中国几乎在外蒙古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他们被打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的不称职。”参见兰姆《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英帝国外交史》，第四章，罗克斯福特出版社，1989。


 [116]
 1913年11月5日，参见附录15。


 [117]
 1912年11月3日，参见附录十三。


 [118]
 本约参见《中国约章汇编·中俄部分》，第648～657页。——译者


 [119]
 A note of identical tenor was simultaneously addressed to the Mongolian delegates；and replies embodying the same declaration were addressed by both Chinese and Mongolian delegates to the Russian delegate under the same date.


 [120]
 在俄国代表提交照会的同时，中国和外蒙古代表也与此同时提交了内容相同的一份照会。


 [121]
 White Paper I，op. cit.，pp. 98-105.


 [122]
 《白皮书，一》，如前所引，第98～105页。


 [123]
 以上译文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辑：《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出版，1960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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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公开出版资料（Unpubished Sources）

本著作主要依据印度事务部（the India Office）和英国外交部（the Foreign Office）的档案而写成。印度事务部的档案保存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the India Office Library）；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则可在位于伦敦的英国公共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查询，此外，位于康沃尔大楼（Cornwall House）的英国外交部图书馆（the Foreign Office Library）也收藏着令人颇感兴趣的相关文件。我所使用的印度事务部文献主要是外部政治文献（Political External Files，PEF）。截至1905年，英国外交部与中亚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FO 65（Russia，俄国）和FO 17（China，中国）。1905年之后，英国外交部文献中主要的政治类文献为FO 371。对于本书所涵盖的时间段，我主要参考了英国外交部刊印的名为“西藏事务”系列（Affairs of Tibet）和“西藏和蒙古事务系列”（Affairs of Tibet and Mongolia）的大量机密文献。这些文献保存在英国公共档案馆，相关的文献号为FO 535。这些印刷品极为有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省略了备忘录（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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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ibet， 1905
 ，Cmd. 2370；有关西藏通信集，1905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ibet， 1910
 ，Cmd. 5240；有关西藏通信集，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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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使用的英国公共档案馆皇家版权档案（Crown-copyright records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复印件（抄本，翻译），都获得了皇家出版局（H.M. Stationery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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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don，1963）.【阿尔德：《英国对“世界屋脊”的政策——以1895年英俄协定为主》，未发表论文，布里斯托尔大学，1959；《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5-1895年》，伦敦，1963】

Allen，B. C.，Census of India 1901，Vol. IV，As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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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C. W.，坎贝尔

Campbell，F. A.，坎贝尔

Campbell，Lt. W. L.，坎贝尔

Campbell-Bannerman，Sir H.，坎贝尔-班纳曼爵士

Canton，广州

Carnock，Lord，Sir A.卡诺克勋爵，参见尼科尔森爵士

Caroe，Sir O.，卡罗爵士

Caspian Sea，里海

Chaksam Ferry，查克萨姆渡口

Chamdo，昌都（察木多）

Chamdo Monastery，昌都寺

Chandra Sharnsher Jang，Prime Minister of Nepal，钱德拉·沙姆舍尔·江格，尼泊尔首相

Chang Han-fu，章汉夫

Chang Tang，羌塘

Chang Yi，张毅

Chang Yin-tang，张荫棠

Chantreng，乡城

Chao Erh-feng，赵尔丰

Chao Erh-hsün，赵尔巽

Chayul Chu，察隅河

Chefoo Convention，烟台条约，参见条约

Cheltenham School，切尔腾纳姆学校

Chen I-fan（Ivan），陈贻范

Ch’en，Jerome，陈志让

Ch’en Lu，陈箓

Chengtu，成都

Chiang Feng-ch’i，蒋方琪（音译）

Chiang Kai-shek，蒋介石

Ch’ien Lung Emperor，乾隆皇帝

Ch’ien Men，Peking，前门，北京

Chikong，鸡贡

Chimdru River，金珠曲

China：Emperor of，中国皇帝

China Inland Mission，中国内地使团

Chinese Communists，中国共产党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中华帝国海关总署

Chinese Legation，London，中国驻伦敦公使馆

Chinese Nationalists，中国民族主义者

Chinese Railway Bureau，中国铁路局

Chinese Republic，中华民国；外国承认中华民国

Chinese Republic Parliament，中华民国议会

Chinese Resident at Lhasa，中国驻拉萨代表，参见驻藏大臣

Chinese Revolution，1911，1911年中国革命（辛亥革命）

Chinese Rupee，中国卢比

Ch’ing，Prince，庆亲王（奕匡）

Ch’ing Dynasty，清朝，参见满洲王朝

Chinghai，青海

Chita，赤塔

Chitral，奇特拉尔

Chittagong Hills，奇塔贡山

Choate，J. H.，乔特

Chou En-lai，周恩来

Chowsam，却萨姆

Chulikatta Mishmis，曲里卡塔米什米，参见米什米人

Chumbi Valley，春丕谷；英国占领春丕谷；参见1904年拉萨条约

Chung Wai Jih Pao，中外日报

Chung Ying，钟颖

Chungking，重庆

Churchill，R. P.，丘吉尔

City of London，financial interest in Tibet，伦敦市在西藏的经济利益

Clarendon-Gortchakoff Discussions，克拉伦登—戈查科夫谈判

Clarke，Sir G.，克拉克

Clerk，Mr.，Burmese Government official，缅甸政府官员，克勒克

Clement Motor Car，克莱门特汽车

Conservative Government，保守党政府，参见内阁

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

Cooch Behar，库赤·比哈尔

Cooper，T. T.，库珀

Copenhagen，哥本哈根

Council of India，印度国会，参见印度

Crewe，Marquess of，克鲁侯爵

Crewe Hall，克鲁大厅

Crowe，Sir Eyre，克罗，艾尔爵士

Crowe，H. M.，克罗

Curzon，Lord，寇松勋爵

Czar，see Nicholas II沙皇，参见尼古拉斯


D


Dafla Expedition 1910，1910年达夫拉远征军

Daflas，达夫拉人

Dalai Lama，5th，五世达赖喇嘛

Dalai Lama，6th，六世达赖喇嘛

Dalai Lama，13th，十三世达赖喇嘛

Dalai Lama，14th，十四世达赖喇嘛

Dalton，E. T.，达尔顿

Dane，Sir L.，戴恩爵士

Dardanelles，达达尼尔海峡

Darjeeling，大吉岭

Darjeeling Police，大吉岭警察

Darma Pass，达尔玛山口

德尔智；

Darrang，达让

Daulat Yar，道拉特·雅尔

Dawu，道孚

Deb Raja of Bhutan，不丹德布王

De-ge，德格

Dehra Dun，台拉登

Delei River，德赖河

Delhi，德里

Demchok，碟木绰克

Denmark，丹麦

Dewangili，德旺吉里

Dhirajlal and Natwarlal，迪拉吉拉尔

Di Chu，迪曲河

Dibang River，底邦河

Diphu Pass，迪普山口，参见塔洛克山口

Dihang River，底杭河

Dirangdzong，德让宗

Dollonds，多隆德

Dong，董

Dongbra，董不惹

Dorjiev，德尔智

Doshi，杜希

Draya，察雅

Drebung Monastery，哲蚌寺

Dri River，德里河

Drowa，卓瓦（西藏的一个小镇）

Du River，杜河

Dubernard，Father，神父迪贝尔纳

Duff，Sir Beauchamp，达夫，波尚爵士

Duff-Sutherland-Dunbar，Sir G.，达夫-苏瑟兰德-邓巴尔爵士

Dufferin，Lord，达夫林勋爵

Dunbar，Sir G.，see Duff-Sutherland-Dunbar，邓巴尔，爵士，参见达夫-苏瑟兰德-邓巴尔爵士

Dundas，W. C. M.，邓达斯

Durand，Sir H. M.，杜兰德

Durand Line，杜兰德线


E


Earle，Sir Archdale，厄尔，阿奇戴尔爵士

East India Company，东印度公司

East Punjab，see Punjab，东部旁遮普，参见旁遮普

Eastern Bengal and Assam，Government of，东孟加拉与阿萨姆政府

Eastern Question，东方问题

Eastern Tibet，see Tibetan Marches东部西藏，参见西藏边界

Eden，Lt.，伊登中尉

Edgar，J. H.，埃德加

Edward VII，爱德华

Egypt，埃及

Elwin，V.，埃尔温

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

Enta，恩达

Ericksen，Danish Engineer，丹麦工程师埃里克森

Eton，伊顿

Everest，Mt.，珠穆朗玛峰


F


Farnham，法纳姆

Fars，法尔斯（法尔西斯坦，伊朗西南省份）

Felce，D. H.，费尔斯

Feng Ch’uan，凤全

Fitzgerald，Capt.，A.D.C.，to Lord Kitchener，菲兹杰拉德上尉，致函基钦纳勋爵

Five Power Loan，472，五国借款

Foreign Office，外交部，参见大不列颠

Fort Hertz，赫兹堡，参见葡萄（Putao）

Fortnightly Review，《双周刊评论》

France，法国

Franco-Japanese Treaty 1907，1907年法日条约

Fraser，David，弗雷泽，大卫

Fraser，S. M.，费礼夏

French Catholic Mission in Tibet，法国天主教使团在西藏

French Indochina，法属印度支那，参见印度支那

Fu Hsieh-ch’en，傅燮辰

Fu Shih-yen，傅世炎

Fu Sung-mu，傅松炑

Fukien，福建

Fuller，Sir B.，富勒爵士

Fürer-Haimendorf，C. von，海门道夫


G


Gaden Monastery，甘丹寺

Gallongs，噶隆人

Gangtok，甘托克

Garo Hills，伽罗山

Gartok，噶大克

Gaya，迦雅

Gazik，加济克

Gelong Raja，格隆土王

George V，乔治五世

Germany，德国

Ghoom Monastery，（大吉岭）古姆寺

Giamda，江达

Giles，A. R.，贾尔斯

Glei Pass，格雷山口

Gnatong，纳荡

Godfrey，R. W.，戈德弗雷

Golden Tree of the Index of the Sole Ornament of the World，《世界顶饰黄金树》（疑为《西藏王臣记》）

Gongkar，贡嘎

Gortehakoff，Prince，戈查科夫王子

Goschen，Sir E.，戈申爵士

Gould，Basil（later Sir），古德，贝西尔（后来称为爵士）

Gow，Chinese official at Gyantse，中国驻江孜官员高先生

Graham，Major，格雷厄姆少校

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

Great Wall of China，中国长城，参见中国，长城

Gregorson，Dr.，格雷戈森医生

Grey，Sir E.，格雷爵士

Griffith，Dr.，格里菲斯

Gulam Mohammed，古拉姆·穆罕默德

Gurkhas，廓尔喀

Gyade，嘉德

Gyanima-Chakra，姜叶马查克拉

Gyanima-Khargo，姜叶马加尔果

Gyantse，江孜


H


Habibullah，Amir of Afghanistan，哈比布拉，阿富汗埃米尔

Halam，Mishmi Chief，哈拉姆，米什米酋长

Hale，W.，海尔

Hamilton，Lord George，汉密尔顿，乔治勋爵

Hamilton，W.，汉密尔顿

Hamilton Bower，汉密尔顿·鲍威尔，参见鲍威尔

Hannibal，汉尼拔

Hardcastle，Capt.，哈卡索上尉

Hardinge，Sir C.（later Lord Hardinge of Penshurst），哈定爵士（后来的彭斯赫斯特之哈定勋爵）

Hare，Sir L.，海尔爵士

HariRud，哈里路德

Hatter，H.，哈特

Harrow，哈罗（一个人名，英国官员）

Hart，James，赫政

Hart，Sir R.，赫德爵士

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学

Hastings，Warren，黑斯廷斯，华伦

Hastings House，黑斯廷斯住宅

Hayden，Sir H.，海登，爵士

Hedin，Sven，斯文赫定

Helmand River，赫尔曼德河

Henderson，Mr.，Chinese Customs officer，韩德森先生，中国海关官员

Henry V，Holy Roman Emperor，亨利五世，神圣罗马皇帝

Herat，赫拉特

Hertford College，Oxford，赫特福特学院，牛津

Hertz，H. F.，赫兹

Hertz，W. F.，赫兹

Himachal Pradesh，喜马偕尔邦

Himalayan States，The，喜马拉雅公国

Hindu Kush，兴都库什山脉

Hirtzl，Sir A.，赫泽尔爵士

Hkamtilong，康提垄

Ho Chang-jung，何长荣

Hobson，Mr.，Chinese Customs officer，好博逊先生，中国海关官员

Holdich，Sir T.，霍尔迪奇，爵士

Holland，荷兰

Holy Roman Empire，神圣罗马帝国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汇丰银行

Hpala，帕拉河

Hpare，奇贝

Hpimaw，片马

Hsi Liang，锡良

Hsiang-ch’eng，乡城

Hu Ching-i，胡景伊

Hu Han-min，胡汉民

Hunza，罕萨；see also Mir of Hunza，也可参见罕萨米尔

Hupei，湖北


I


Ignatieff，M.，伊格纳提耶夫

Ili，伊犁

Imperial Bank of Persia，波斯帝国银行

Imperial Tea Co.，帝国茶叶公司

India，印度

India Office，印度事务部

Indian Frontiers，印度边疆

Indian Republic，印度共和国

Indochina，印度支那

Indus River，印度河

Inner Line，内线

Inner Mongolia，内蒙古

Inner Tibet，内藏（内西藏）

Institutions of the Manchu Dynasty，清政府机构

Irrawaddy River，伊洛瓦底江

Isfahan，伊斯法罕

Ishkashan，伊斯喀山

Isu Razi Pass，伊苏拉齐山口

Isvolski，A.，伊斯沃尔斯基

Italy，意大利


J


Jackman，Key. W. L. B.，杰克曼

Jaintia Hills，金提亚山

Japan，日本

Jeffery，Capt.，杰弗里，上尉

Jenkins，Major F.，詹金斯，少校

Jido，吉多

Johnston，R. F.，约翰逊

Jordan，Sir J.，朱尔典爵士


K


Kabul，喀布尔

Kachin State，卡钦王国

Kachins，卡钦人

Kahao，卡浩

Kailas，凯拉斯

Kakh，卡克

Kalimpong，噶伦堡

Kalon Lama，噶伦喇嘛

Kameng Division of NEFA，东北边疆局卡蒙分区

Kameng River，卡蒙河

Kamla River，卡姆拉河

K’ang Hsi Emperor，康熙皇帝

Kansu，甘肃

Kantze，甘孜

Kao，see Gow，高先生

Karakash River，喀拉喀什河

Karakoram Pass，喀喇昆仑山口

Karakoram Range，喀喇昆仑山脉

Kariapara Duar，卡里亚帕拉杜尔

Karko，卡尔克

Kashak，噶厦

Kashgar，喀什噶尔

Kashmir，克什米尔

Kashmir Boundary Commission 1846-1847，1846-1847年克什米尔边界委员会

Kasr-i-Shirin，卡斯里-希林

Katmandu，加德满都

Kebang，克邦

Kennedy，Capt. R. S.，肯尼迪上尉

Kerman，科尔曼

Kerwood，G. C.，科尔伍德

Kham，康区

Khambajong，甘坝宗

Khamtis，卡姆提人

Khasi Hills，卡西山

Khinzemane，兼则马尼（又名沙则）

Khurnak，库尔纳克

Kiachta，恰克图

Kiachta，Treaty of，1727，1727年恰克图条约

Kidson，Mr.，基德森先生

King，Louis，金，路易斯

Kingkor（Short Pilgrimage），金廓（短期朝圣之旅）

Kinthup，金塔普

Kitchener，Lord，基钦纳勋爵

Kizil Jilga，克孜勒吉勒尕

Kobo，科博

Koh-i-Baba Range，科巴巴山

Kokonor，可可诺尔（青海）

Kolokolov，Russian Consul General at Kashgar，柯罗克罗夫

Komsing，空辛

Komura，Baron，古村男爵（日本驻英大使）

Kongbo，工布

Koo，Dr. Wellington，顾维钧博士

Korbo，科博

Korea，朝鲜

Kornilov，Col.，科尔尼洛夫上校

Korostovetz，J. J.，克罗斯托维茨

Kozlov，Col.，克兹洛夫上校

Krick，Father，克里克神父

Kriti River，克里提河

Krupp，克虏伯

Kuang Hsü Emperor，光绪皇帝

Kuldja，固尔加（位于新疆伊犁）

Kumaon，库马翁

Kumbum Monastery，塔尔寺

Kun Lun Range，昆仑山脉

Kungri Bingri Pass，昆里宾里山口

Kuo Chang-kuang，郭昶匡（音译）

kuo-min Pao，国民报

Kuomintang，国民党

Kyipup，吉普


L


Lachen，拉钦

Lachung，拉琼

Ladakh，拉达克

Laden La，莱登拉

Lakhimpur，拉金普尔

Lama Mera，喇嘛梅拉

Lamsdorff，Count，拉姆斯多尔夫伯爵

Lal Bahadur，Nepalese officer in Tibet，拉尔·巴哈杜尔，尼泊尔驻西藏官员

Landon，P.，兰登

Langley，Sir W.，兰利，爵士

Lansdowne，Lord，兰斯顿勋爵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

Lattimore，O.，拉铁摩尔

Lawrence，Lord，劳伦斯勋爵

Lee，W. K.，李

Lee-Warner，Sir W.，李华纳，爵士

Lepchas，雷布查人

Lew Yuk-lin，刘玉麟

Lhalu（IHa-klu），拉鲁

Lhasa，拉萨

Lhasa Convention 1904，1904年拉萨条约

Li Hung-chang，李鸿章

Li Yuan-hung，黎元洪

Liberal Government，自由党，参见内阁

Liberty’s，自由党

Lien Yü，联豫

Lightfoot，Capt.，莱特福特上尉

Lingtu，隆吐山

Lipu Lekh Pass，里普列克山口

Litang，理塘

Litton，G. L. J.，利顿

Liu，Major，刘少校

Liu，secretary to Chang Yin-tang，张荫棠秘书刘先生

Liu Jui-heng，刘锐恒

Liushar，柳霞

Lo Ch’ing-ch’i，陆兴祺

Lohit River，洛希特河

Lohit Valley Road，洛希特河谷

Lönchen Shatra，伦钦夏扎

London，伦敦

London University，伦敦大学

Long Pilgrimage，长期朝圣之旅，参见林廓

Longju，朗久

Lopas，珞巴人

Lu Cheng-hsiang，陆徵祥

Lu Hsing-chi，陆兴祺

Lumsden，Col. D. M.，拉姆斯登上校

Lungshar，龙夏

Lushais，卢夏人

Lyall，Sir A.，莱尔，阿尔弗雷德爵士


M


Ma Chi-fu，马吉符

Ma Wei-ch’i，马维骐

Macartney，Sir George，马继业爵士

Macaulay，Colman，马科蕾

Macdonald，Brig. Gen.，麦克唐纳准将

Macdonald，Sir C.，422；麦克唐纳，爵士；1899年致中国政府照会

Macdonald，David，麦克唐纳，大卫

Mackenzie，A.，麦肯锡

Maharaja of Bhutan，不丹大公

Maharajkumar of Sikkim，锡金国王库马尔

Mahrathas，马拉地

Mainprice，Mr.，曼恩普莱斯先生

Malaya，马来亚

Malihka River，迈立开河

Mana Pass，玛纳山口

Manasarovar，玛旁雍错

Manchu Dynasty，清王朝

Manchuria，满洲里

Mandalay，曼德勒

Mangaldai，曼噶代

Manners Smith，Col.，曼纳斯·史密斯，上校

Mannlicher Rifle，曼利夏运动步枪

Mao Tse-tung，毛泽东

Markham，马克汉姆

Martini-Henry Rifles，马提尼-亨利来复枪

Mazanon，Mishmi Chief，马扎农，米什米酋长

Max Müller，Mr.，麻穆勒

Mayers，S. F.，梅耶

McMahon，Sir A. H.，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McMahon Line，麦克马洪线

McMahon Line Maps，麦克马洪线地图

M’Cosh，J.，麦考什

Meckla Nuddee Saw Mills，麦克拉努迪锯木厂

Mediterranean，地中海

Mekong River，湄公河

Membo（Mebu），梅布村

Menilkrai，曼尼克赖

Menkong，门贡

Meshed，麦什德

Migyitun，马及墩

Miju Mishmis，米朱米什米人

Miller，A.，米勒

Mills，J. P.，米尔斯

Ming Dynasty，明朝

Minto，Lady，敏托，夫人

Minto，Lord，敏托勋爵

Minyongs，米农人

Minzong，（米什米）敏宗村

Mir of Hunza，罕萨米尔

Miri Mission，米里使团

Miris，米里人

Mishmi Expedition 1899-1900，1899-1900年的米什米远征军

Mishmi Exploration Survey Detachment，米什米探险调查先遣队

Mishmi Mission 1911-1912，1911-1912年的米什米使团

Mishmis，米什米人

Mochu River，（西藏）莫竹河

Molesworth，Capt. E. H.，莫尔斯沃斯上尉

Mondo，门多

Mongku，孟库村

Mongolia，蒙古

Mongolor，蒙高勒公司

Mönpas，门巴人

Montagu，E. S.，蒙塔古

Montgomery，Mr.，Chinese Customs Officer，孟国美先生，中国海关官员

Mönyul，门隅

Morley，J.（after 1908 Lord Morley of Blackburn），莫利，1908年后成为布莱克本的莫利勋爵

Morning Post，英国晨报

Morrison，G. E.，莫里森

Morshead，Capt. H.，莫希德上尉

Motono，Baron，本野男爵

Mukandi Lal，穆坎第·拉尔

Mukden，奉天（沈阳的旧称）

Müller，穆勒，参见麻穆勒

Munjan Pass，穆贾恩山口

Musset，Father，牧守仁，神父

Myitkyina，密支那


N


Nabra，那不拉

Nagar，纳迦

Nagas，纳迦人

Nagchuka，那曲卡

Nain Singh，纳恩·辛格

Nam La，纳姆拉

Namche Barwa，Mt.，南迦巴瓦峰

Namgyal，南杰，参见曾萨南杰

Nanking，南京

Napoleon，拿破仑

Na-T’ung，official of the Wai-wu-pu，那桐，中国外务部官员

Neame，Brig. P.，雷慕中尉

Needham，J. F.，尼德汉姆

Nehru，Prime Minister of India，尼赫鲁，印度首相

Nepal，尼泊尔

Nepalese Tribute Mission，尼泊尔朝贡使团

Neratov，M.，奈拉托夫

Nevill，Capt. G. A. 内维尔上尉

New Delhi，see Delhi，新德里，参见德里

Newfoundland，纽芬兰

Niagara Falls，尼亚加拉瀑布

Nicholas II，Tsar of Russia，尼古拉二世，俄国沙皇

Nicolson，Sir A.，later Lord Carnock，尼科尔森爵士，即后来的卡诺克勋爵

Nicolson，Harold，尼科尔森，哈罗德

Niti Pass，尼提山口

Nizamghat，尼扎木哈特（又译作里嘎，尼柴姆加特）

Nmaihka River，恩梅开江

Norbu Lingka Palace，罗布林卡宫殿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NEFA），东北边疆局

Northbrook，Lord，诺斯布鲁克

Northern Afghanistan，北部阿富汗

Norway，挪威

Novoe Vremya，（俄国报纸）新闻时报

Nugent，R. T.，纽金特

Nyagzu，尼苏

Nyalam River，聂拉姆河

Nyamjang River，娘江河

Nyarong，聂荣


O


O’Callaghan，T. P. M.，奥卡拉汉

O’Connor，W. F.，欧康纳

Orleans，Prince Henri of，亨利·奥尔良王子

Oscar，King of Sweden，奥斯卡，瑞典国王

Outer Mongolia，外蒙古；也可参见蒙古

Outer Tibet，外藏（外西藏）；也可参见西姆拉会议；西姆拉条约

Oxford，牛津

Oxus River，奥克苏斯河（阿姆河旧称）；也可参见喷赤河（播蜜川）


P


Pachakshiri Country，巴恰西仁地区

Padams，帕达姆人

Pailibos，派里博人

Pakistan，巴基斯坦

Palti Lake（Yamdok Tso），白地湖

Pamirs，帕米尔

Pamirs Agreement 1895，1895年帕米尔协定

Panchen Lama，6th，六世班禅喇嘛（此处作者算法不同于西藏传统算法，这里的六世班禅指的是九世班禅——译者）

Panchen Lama，7th，七世班禅喇嘛

Pangam，潘格姆

Panggis，潘吉人

Paris，巴黎

Paro，帕罗

Paro Penlop，帕罗本洛

Parr，Captain，Chinese Customs Officer，巴尔上尉，中国海关官员

Paschal II，Pope，帕斯卡二世，教皇

Pasighat，帕西加特

Pasis，帕西人

Paul，A. W.，保尔

Peking，北京

Pemakö，白马岗

Pemakoichen，白玛科钦

Pemberton，R. B.，彭伯顿

P’eng Jih-sheng，彭日升

Percy，Lord，珀西勋爵

Persia，波斯

Persian Gulf，波斯湾

Petrovsky，M.，彼得洛夫斯基，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

Peru，秘鲁

Peugeot Motor Car，标致汽车

Phari，帕里；西藏在帕里征收的海关关税

Pi Keui-fang，毕桂芳

Pienma（Hpimaw），片马

Pipitang，皮皮塘

Pitt’s India Act，皮特印度法案

Pobas，波密人

Poklevsky，M.，波克列夫斯基

Pokotilov，M.，璞科第

Pome，波密

Poole，Major，普尔少校

Pope，The，教皇

Portugal，葡萄牙

Posa，布沙

Potala Palace，布达拉宫

Poyul，see Pome波域，参见波密

Price’s Candle Co.，普莱斯蜡烛公司

Prince of Wales，威尔士亲王，参见威尔士，亲王

Pritchard，Capt. B. E. A.，普理查德上尉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Tibet，西藏的新教传教团

P’u，Duke，普亲王

Puling-Sumdo，波林三多

Punakha，普纳卡

Punjab，旁遮普

Putao，葡萄（此为地名，缅甸的一个县）


Q


Queen Victoria，维多利亚女王，参见维多利亚


R


Raghaven，N.，赖嘉文

Ralung，拉隆

Ramos，拉莫人

Rampura，热姆惹

Ramsay，Col.，拉姆齐上校

Rana Dynasty of Nepal，尼泊尔拉纳王朝

Rangoon，仰光

Rao，K. Krishna，拉奥，克里什纳

Raskam，热斯卡木

Rawling，C. G.，罗林

Reid，Capt.，里德上尉

Reid，Sir R.，里德爵士

Reweliotty，M.，雷维利奥特

Richardson，H. E.，黎吉生

Riga，里嘎

Rima，日马

Rinchengang，仁钦岗

Ringkor（Long Pilgrimage），林廓（长期朝圣之旅）

Ritchie，Sir Richmond，里奇，理士满爵士

Riu，里乌村

Robertson，Major D. S.，罗伯逊，少校

Robinson，W.，罗宾森

Rockhill，W. W.，柔克义

Rodd，Sir J. Rennell，罗德，伦内尔爵士

Rongbatsa，Truce of，1918，1918年绒坝岔停战协议

Roosevelt，Theodore，罗斯福·西奥多

Rose，罗斯，A.，

Rosebery，Lord，罗斯伯里勋爵

Rotung，若通

Rowlatt，Lt.，罗拉特中尉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皇家中亚地理学会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皇家地理学会

Royal Scottish Geographical Society，皇家苏格兰地理学会

Rudok，鲁多克

Rugby School，拉格比学校

Rupa，茹巴村

Russia，俄国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俄国地理学会

Russian Revolution，1917，俄国1917年革命

Russo-Chinese Bank，俄华道胜银行

Russo-Japanese Secret Treaty 1907，1907年日俄秘密协定

Russo-Japanese War，日俄战争

Russo-Mongol Agreement，1912，1912年俄蒙协定

Russo-Mongol Declaration 1913，1913年俄蒙宣言

Rutherford，Lt.，卢瑟福中尉

Ryder，C. H. D.，莱德


S


Sadiya，萨地亚

Sadiya Frontier Tract，萨地亚边疆地区

Safed Kuh Range，塞弗德库山脉

St. Petersburg，圣彼得堡；Treaty of，1881，1881年圣彼得堡条约

Salti River，萨尔梯河

Salween River，萨尔温江

Salween-Irrawaddy Watershed，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分水岭

Samding Monastery，桑顶寺

Sanehi，萨奈伊

Sangpiling Monastery，桑披寺

Sanskrit Epics，梵文史诗

Sappers and Miners，工兵和地雷工兵

Sarikol Range，萨雷廓勒山脉

Samath，萨玛斯

Sati，萨迪

Satow，Sir E.，萨道义

Satraja（Seven Rajas），七王

Sazonov，S.，萨佐诺夫；萨佐诺夫1912年访问英国

Scotland Yard，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

Scott，Sir George，斯科特，乔治爵士

Se La，色拉山

Sechung Shape，色琼噶伦

Seistan，锡斯坦

Sengedzong，森格宗

Sera Monastery，色拉寺

Shah of Persia，波斯国王

Shanghai，上海

Shangtse，尚格齐

Shans，闪族人

Shansi，山西

Shantung，山东

Shao Hsun-cheng，邵孙成

Shatra Shape，see Lönchen Shatra夏扎噶伦，参见伦钦夏扎

Shelton，Dr.，谢尔顿医生

Sheng Tai，升泰

Sherchokpa，谢却巴人

Sherdukpen，谢尔杜克彭人

Shergaon，谢尔岗村

Shigatse，日喀则

Shih Taotai，（滕越）施道台

Shimongs，西蒙人

Shipki Pass，什布奇山口

Shiraz，设拉兹

Shogun of Japan，日本幕府将军

Short Pilgrimage，see Kingkor，短期朝圣之旅，参见金廓

Showers，Lt.-Col.，夏沃斯中校

Shuckburg，J. E.，沙克伯格

Shuster，W. Morgan，沙斯特，摩根

Siam，暹罗

Siang River，香河

Siberia，西伯利亚

Sieh Tajen，谢大人

Sikang Province，西康省

Sikhs，锡克人

Sikkim，锡金；锡金政务官，也可参见库马尔国王

Sikkim-Tibet Border，锡金—西藏边界

Sikkim-Tibet Convention，1890，1890年锡金—西藏条约

Siliguri，西里古里

Simla，西姆拉

Simla Conference，1913-1914，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

Simla Convention，1914，西姆拉条约

Simong，西蒙

Simul（Bombax malabaricum），木棉树

Sinchula，Treaty of 1865，1865年新曲拉条约

Singing，辛金

Singphos，新颇人

Sining，西宁

Sinjitak，辛吉塔克

Sinkiang，新疆

Sino-Burmese Border，中缅边界

Sino-Burmese Border Agreement 1960，1960年中缅边界协定

Sino-Indian Agreement 1954，1954年中印协定

Sino-Japanese War，185，中日战争

Sino-Mongolian Border，中蒙边界

Sino-Nepalese Agreement 1961，1961年中尼协定

Sino-Pakistani Boundary Agreement 1963，1963年中巴边界协定

Sino-Russian-Mongolian Agreement，1915，1915年中俄蒙协定

Sino-Tibetan Treaty，822 A.D.，822年唐蕃会盟

Sisseri River，西塞里河

Sissi Saw Mills and Trading Co.，西西锯木厂贸易公司

Sissin，西辛

Siyah Baba Range，西亚巴巴山脉

Siyom River，锡约尔河

Soekarno，苏加诺

Somaliland，索马里

Sonam Topge，索南多杰

Soulié，Father，苏烈神父

Spain，西班牙

Special Branch，Scotland Yard，特殊分支，苏格兰场

Spring Rice，Sir C.，斯普林·莱斯，爵士

Steen，Capt.，斯蒂恩上尉

Stockholm，斯德哥尔摩

Stolypin，M.，斯托雷平

Straits（Dardanelles and Bosphorus），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

Subansiri River，苏班西里河

Sun Pao-ch’i，孙宝琦

Sutlej River，萨特累季河

Sweden，瑞典

Switzerland，瑞士

Szechuan，四川

Szechuan Army，川军


T


Tachlenlu，打箭炉

Taghdumbash Pamir，塔克敦巴帕米尔

Tagi Raja，塔吉拉加村

Taj Mahal，泰姬陵

Taklakot，塔克拉噶

Tali，塔里村

Talifu，大理府

Talok Pass（Diphu Pass），塔洛克山口（迪普山口）

Talungdzong，塔隆宗

Tang La，唐古拉

Tang La Range，唐古拉山脉

T’ang Shao-yi，唐绍仪

Tangams，坦噶姆人

Tarajuli，塔拉居里

Tarim Basin，塔里木盆地

Tarkuch，塔库什

Taron River，塔伦河

Tashi Lama，see Panchen Lama，扎什喇嘛，参见班禅喇嘛

Tashi Wangdi，扎西旺堆

Tashigong，扎西岗

Tashilhumpo，扎什伦布寺

Tashkurgan，塔什库尔干

Tawang Monastery，达旺寺

Tawang River，达旺河

Tawang Tract，达旺地区

Taylor，A. J. P.，泰勒

Taylor，Chinese Customs officer，戴乐尔，中国海关官员

Teheran，德黑兰

Teichman，Sir Erie，台克满爵士

Teng Wei-ping，邓维屏

Tenga River，腾加河

Tengkeng，登埂土司

Tengyeling Monastery，丹吉林寺

Tengyueh，腾越

Teramoto，E.，寺元（游历西藏的日本人）

Termez，铁尔米兹

Tezpur，提斯浦尔

Thakur Jai Chand，塔克斋

Thinyik Co.，天益商行

Tho Chu，多曲

Ti Rimpoche，赤仁波切

Tibet：西藏

Tibet Region of China，中国西藏地区

Tibet Trade Regulations 1893，1893年西藏贸易协定

Tibet Trade Regulations 1908，1908年西藏贸易协定

Tibet Trade Regulations 1914，1914年西藏贸易协定

Tibetan Buddhist Church，西藏佛教寺院

Tibet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西藏独立宣言

Tibetan Indemnity，西藏赔款；也可参见条约；1904年拉萨条约

Tibetan Marches，西藏边界

Tibetan National Assembly，西藏民众大会，参见春都

Tibeto-Mongol Treaty，1913，1913年蒙藏协定

Tibeto-Nepalese War，1792，1792年尼藏战争

Tibeto-Nepalese War 1854-1856，1854-1856年尼藏战争

Tibeto-Nepalese Treaty 1856，1856年尼藏条约

Tientsin，天津

Times，of London，伦敦泰晤士报

Tinai（Tinne），提奈

Tista River，梯斯塔河

Tokyo，东京

Tongsa Penlop，仲萨本洛

Trans-Siberian Railway，跨西伯利亚大铁路

Trap-chi Barracks，扎齐兵营

Treaties：Sino-Tibetan Treaty，822 A.D.，条约：822年唐蕃会盟

Sino-Russian Treaty of Kiachta 1727，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

Anglo-Burmese Treaty of Yandaboo，1826，1826年英缅扬端波条约

British Treaty with Akas，1844，1844年英国与阿卡人签订的条约

British Treaty with Monpas，1844，1844年英国与门巴人签订的条约

British Treaty with Monpas，1853，1853年英国与门巴人签订的条约

Tibeto-Nepalese Treaty 1856，1856年尼藏条约

British Treaty with Abors，1862，1862年英国与阿波尔人签订的条约

Anglo-Bhutanese Treaty of Sinchula 1865，1865年英国—不丹新曲拉条约

Chefoo Convention 1876，1876年烟台条约

Sino-Russian Treaty of St.Petersburg 1881，1881年中俄圣彼得堡条约（伊犁条约）

Anglo-Chinese Convention（Burma-Tibet）1886，1886年英中条约（缅藏条约）

Anglo-Chinese Convention（Sikkim-Tibet）1890，1890年英中条约（锡藏条约）

Tibet Trade Regulations 1893，1893年西藏贸易协定

Anglo-Chinese Convention of 1894，1894年英中条约

Pamirs Agreement 1895，1895年帕米尔协定

Anglo-Russian Agreement on Railways in China，1899，1899年英俄关于中国铁路的协定

Anglo-French Agreement on Egypt 1904，1904年英法关于埃及条约

Lhasa Convention，1904，1904年拉萨条约

Anglo-Chinese Convention 1906，1906年英中条约

Franco-Japanese Treaty，July1907，1907年7月的法日条约

Secret Russo-Japanese Treaty，July 1907，1907年7月日俄秘密协定

Anglo-Russian Convention1907，1907年英俄协定

Tibet Trade Regulation，1908，1908年西藏贸易协定

Anglo-Bhutanese Treaty 1910，1910年英不协定

Russo-Mongol Agreement，1912，1912年俄蒙协定，文本

Tibeto-Mongol Treaty 1913，1913年蒙藏协定

Russo-Mongol Declaration 1913，1913年俄蒙宣言，text文本

Anglo-Tibetan（McMahonLine）Notes，1914，1914年英藏换文（麦克马洪线）

Simla Convention 1914，1914年西姆拉条约

Anglo-Tibetan Trade Regulations，1914，1914年英俄贸易协定

Sino-Russo-Mongolian Agreement 1915，1915年中俄蒙协定

Anglo-Nepalese Treaty 1923，1923年英尼协定

Anglo-Russian Treaty 1924，1924年英俄条约

Sino-Indian Agreement 1954，1954年中印协定

Sino-Burmese Border Agreement1960，1960年中缅边界协定

Sino-Nepalese Agreement 1961，1961年中尼协定

Sino-Pakistani BoundaryAgreement，1963，1963年中巴边界协定

Treaty Ports，条约口岸

Tromowas，卓莫人，参见春丕谷，

Trukdri，议事机构

Tsaidam，柴达木盆地

Tsangpo Falls，雅鲁藏布瀑布

Tsangpo River，雅鲁藏布江

Tsar，沙皇，参见尼古拉斯二世

尼古拉斯二世；

Tsari，杂日

Tsari Chu，杂日曲

Tsari Sarpa，杂日萨巴

Tsarong Shape，擦绒噶伦

Tsarong II，擦绒二世，参见曾萨南杰

Tsekou，茨开

Tsensar Namgyal，曾萨南杰

Tsetang，泽当

Tso Karpo，措嘎波

Tso Tsung-t’ang，左宗棠

Tsöna，错那

Tsöna Dzongpöns，错那宗本

Tsongdu，春都

Tsungli Yamen，总理衙门

Tsnshima，battle of，对马群岛战役

Tungno，Mishmi Chief，通诺，米什米酋长

Turbat-i-Shaikh Jam，托尔巴特谢赫贾姆

Turkey，土耳其

Turner，S.，萨缪尔·特纳

条约；


U


Udalguri，乌达古里；每年一度的乌达古里集市

Ugyen Gyatso，乌金嘉措

Ugyen Kazi，乌金噶箕

Ugyen Wangchuk，Sir，乌金旺秋先生

Uliassutai，乌里雅苏台

Unfederated States of Malaya，马来属邦

United Nations，联合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参见美国

Upper Burma，see Burma上部缅甸，参见缅甸

Urga，库伦；俄国驻库伦领事

Urga Incarnation（Hutukhtu），库伦活佛（呼图克图）

Uttar Pradesh，北方邦


V


Victoria，Queen of England，维多利亚，英国女王

Victoria Falls，维多利亚瀑布

Vietnam，越南


W


Wa States，瓦邦地区

Wade，Sir T.，威妥玛

Wai-chiao-pu，中国外交部

Wai-wu-pu，中国外务部

Wales，Prince of（George V），威尔士亲王（乔治五世）

Wales，Princess of，威尔士亲王

Walong，瓦弄

Wang Chien-ch’ing，王鉴清

Wang Gungwu，王赓武博士

Ward，F. Kingdon，华金栋

Ward，Lt. Col. G. L. S.，沃德中校

Warring States，交战国

Waterfield，Capt. F. C.，沃特菲尔德上尉

Wei-hai-wei，威海卫

Weir，Capt.，威尔上尉

Welby，M. C.，威尔比

Wellington School，威灵顿学校

Wen Tsung-yao，温宗尧

Western Tibet，西部西藏

White，J. C.，惠德

Whitehall，白厅

Wilcox，Lt.，威尔考克斯中尉

Wilkinson，W. H.，威尔金森

Williamson，F. W.，威廉逊

Willoughby，Lt. Col. M. E.，威洛比中校

Wilton，E. C.，韦礼敦

Winchester rifles，温切斯特来复枪

Witte，Count，维特伯爵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战

Wu-tai-shan，五台山


Y


Yajima，Yasujiro，矢岛保次郎

Yak Tails，牦牛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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